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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心理学：教学的基础

怎样才是称职的教师

了解学科有用（但教学技能也有用）



掌握教学技能



有效教学可以传授吗



有意识的教师



21世纪所需的技能





研究在教育心理学中有何作用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目的



教育心理学研究对教师的作用



作为决策的教学

理论应用于实践：作为决策的教学





研究 + 常识 = 有效教学



有效教学方案的研究



研究对教育实践的作用

理论应用于实践：怎样成为教育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明智实践者？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实验法



相关研究



描述性研究



行动研究





如何成为一名有意识的教师

教师资格认证



资格认证之外





本章概要



关键术语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2 认知、语言与读写能力的发展

儿童的认知是如何发展的

发展的不同方面



发展的各种争论





皮亚杰是如何看待认知发展的

发展是如何产生的



皮亚杰的发展阶段论





今天如何看待皮亚杰的研究

对皮亚杰理论的批评和修正

理论应用于实践：皮亚杰理论对教育的启示





新皮亚杰主义的发展观





维果斯基是如何看待认知发展的

发展是如何产生的

理论应用于实践：维果斯基理论在课堂中的应用







语言和读写能力是如何发展的

学前阶段语言和读写能力的发展

理论应用于实践：促进年幼儿童读写能力的发展





中小学阶段语言和读写能力的发展

理论应用于实践：中小学的词汇教学







本章概要

有意识的教师：运用你所了解的有关人类发展的知识来改进教学和学习





关键术语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3 社会、道德和情绪发展

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的理论观点有哪些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



埃里克森理论的意义与局限





道德发展的理论观点有哪些

皮亚杰的道德发展理论



科尔伯格的道德推理阶段



对科尔伯格理论的批评





儿童在社会性与情绪方面是如何发展的

学前阶段的社会情绪发展



小学阶段的社会情绪发展

理论应用于实践：促进自尊的发展



理论应用于实践：帮助儿童发展社交技能





中学阶段的社会情绪发展

有意识的教师：运用你所了解的有关人类发展的知识来改进教学和学习



理论应用于实践：预防青少年的问题







本章概要



关键术语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4 学生多元化

文化对教与学的影响是什么



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学生的成就

育儿方式的作用



家庭收入与暑期学习的关联



学校作为中产阶层机构所起的作用



学校和社区因素



提升处境不利学生的心理韧性



学校、家庭和社区的合作关系

理论应用于实践：父母参与





支持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成就



处境不利儿童成就问题的校外解决方案



对教师的启示





族裔和种族如何影响学生的学校生活

美国的种族和族裔构成



弱势群体学生的学业成就



弱势群体学生获得成就的制约因素



刻板印象威胁



学校废除种族隔离的效果

理论应用于实践：在文化多元化的学校进行教学







语言差异和双语教育如何影响学生的成就

双语教育

理论应用于实践：教授英语学习者







什么是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的维度

21世纪的学习：全球化意识







性别和性别偏见如何影响学生的学校生活

男性和女性的思维与学习



男生危机



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

理论应用于实践：在教学中避免性别偏见







学生在智力和学习风格上有何差异

智力的定义

理论应用于实践：多元智力





智力的起源



学习风格理论



能力倾向—教学处理的交互作用

理论应用于实践：理解不同的思考者



有意识的教师：运用你所知道的关于学生多元化的知识来改善教学和学习







本章概要



关键术语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5 行为学习理论

什么是学习



行为学习理论有哪些

巴甫洛夫：经典条件作用



斯金纳：操作性条件作用





行为学习的原理有哪些

结果的作用



强化物

理论应用于实践：课堂中强化的应用



理论应用于实践：实用的强化物





惩罚物



结果的及时性



塑造



消退



强化程序



维持



先行事件的作用





社会学习理论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学习

班杜拉：模仿学习和观察学习

理论应用于实践：观察学习





梅肯鲍姆的自主学习模式

21世纪的学习：自力更生





行为学习理论的优势和局限





本章概要

有意识的教师：运用你所知道的关于学生多元化的知识来改善教学和学习





关键术语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6 学习的信息加工理论和认知理论

什么是信息加工模型

感觉登记



短时记忆或工作记忆



长时记忆



促进长时记忆的因素



其他信息加工模型





脑研究告诉了我们什么

对教育的启示



脑研究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记忆或遗忘的原因是什么

遗忘和记忆

理论应用于实践：减少倒摄抑制





练习





如何教授记忆策略

言语学习

理论应用于实践：关键词记忆术







怎样使信息有意义

机械学习和意义学习



图式理论





元认知技能如何帮助学生学习



何种策略有助于学生学习

练习性测验



记笔记



画线



概述



以写促学



列提纲和画概念图



PQ4R法

理论应用于实践：教授PQ4R法







认知教学策略如何帮助学生学习

激活先前知识，建立不同学习间的联系

21世纪的学习：学习如何学习





组织信息

有意识的教师：运用你所了解的学习的认知理论来改善教学与学习







本章概要



关键术语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7 有效的教学

什么是直接教学



如何进行直接教学

阐明学习目标



使学生适应课堂教学

理论应用于实践：设计课程



理论应用于实践：向学生阐明学习目标





复习先决知识



呈现新内容



进行学习测查

理论应用于实践：为学习而评价



理论应用于实践：需要避免的提问策略





提供独立练习



评价表现并提供反馈



提供分散练习和复习

21世纪的学习：以科技提升课堂教学







直接教学法的有关研究对教学有什么启示



学生如何学习和迁移概念

概念学习与教学



为学习迁移而教





如何在教学中运用讨论

主观的和有争议的主题



困难的和新颖的概念



情感目标



全班讨论



小组讨论

有意识的教师：运用你所了解的直接教学法来改善教学与学习







本章概要



关键术语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8 教学的学生中心与建构主义取向

建构主义的学习观是什么

建构主义的历史渊源



自上而下的加工



合作学习



发现学习



自主学习



提供脚手架



美国心理学协会（APA）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心理学原则



学科领域中的建构主义方法

理论应用于实践：介绍互惠式教学





对建构主义方法的研究





如何在教学中应用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的方法

理论应用于实践：学生团队–成就区分法（STAD）





对合作学习的研究

21世纪的学习：合作学习







如何教授问题解决技能与思维技能

问题解决的过程



教授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策略



教授思维技能



批判性思维

有意识的教师：运用你所了解的学生中心和建构主义方法来改善教学与学习







本章概要



关键术语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9 分组、个别化教学与技术

除了上好课，有效教学还包括哪些成分

卡罗尔的学校学习模型和QAIT模型





如何将学生分组以适应不同的成就水平

班级间能力分组



非分班



为阅读课和数学课重新分组



不分年级（跨年龄分组）小学



班级内能力分组



留级





个别化教学的方式有哪些

个别化教学



同伴辅导



教师辅导

理论应用于实践：有效运用同伴辅导以满足个体需要







针对被置于高危的学生的教育方案有哪些

补偿性教育方案



早期干预方案



学校综合改革方案



课后及暑期学校方案





如何将技术应用于教育

用于教学的技术



网络对教师的作用



用于学习的技术



网络对学生的作用

理论应用于实践：帮助学生评判网络资源





Web 2.0



教学电视和嵌入式多媒体



用于管理的技术

21世纪的学习：谨慎使用技术





整合技术带来的挑战



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相关研究

有意识的教师：运用你所了解的个别化教学的知识来满足学生的个别需求







本章概要



关键术语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10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什么是动机



动机理论有哪些

动机与行为学习理论



动机与人类需要



动机与归因理论



动机与自主学习

理论应用于实践：给予学生具有激励性的反馈





动机与期望理论





如何提高成就动机

动机与目标定向



习得性无助

理论应用于实践：帮助学生克服习得性无助





教师的期望与学生的成就



焦虑与成就





教师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

内在动机与外部动机



提高内在动机

21世纪的学习：内在动机





提供学习的外部诱因的原则



有效地应用表扬



教会学生自我表扬

有意识的教师：运用你所了解的有关动机的知识来改善教学与学习







本章概要



关键术语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11 有效的学习环境

什么是有效的学习环境



时间会对学习产生什么影响

利用分配的时间进行教学



有效利用投入时间



对任务投入过多时间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管理





什么样的做法有助于有效的课堂管理

良好的学年开端



确立课堂规则

21世纪的学习：有效利用时间







处理日常不良行为的策略有哪些

最小干预原则



预防

理论应用于实践：一致性管理与合作守纪





非言语线索



表扬与不良行为相反的行为



表扬其他学生



言语提醒



反复提醒



运用后果





如何使用应用行为分析来管理更为严重的行为问题

学生的不良行为是怎样得以维持的



应用行为分析的原则



应用行为分析的程序

理论应用于实践：运用每日报告卡系统



理论应用于实践：建立群体相倚程序





行为方法的伦理道德





如何预防严重的行为问题

预防方案



识别不良行为的起因



坚持规则并实施



加强学生的出勤管理

理论应用于实践：检查和联系





实施干预



请求家庭参与



运用同伴调解



对抗欺凌



理智地运用后果

有意识的教师：运用你所了解的有关有效学习环境的知识来改进教学和学习







本章概要



关键术语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12 特殊学习者

谁是特殊学习者

“以人为本”的语言



特殊学生的类型以及接受服务的学生数量



智力落后学生

理论应用于实践：教授适应性的行为技能





学习障碍学生

理论应用于实践：对学习障碍学生的教学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学生

理论应用于实践：ADHD学生：教师的作用





言语或语言障碍学生



情绪和行为障碍学生



自闭症谱系障碍学生



感官、身体和健康损伤的学生



天才学生





什么是特殊教育

《公法》第94-142号与IDEA



系列特殊教育服务

理论应用于实践：准备个别化教育方案







什么是干预反应

层级一：预防



层级二：即时干预



层级三：强化干预



有关干预反应的研究





什么是纳入式教育

纳入式教育的有关研究





普通教育中对残障学生有效的策略有哪些

调整教学

理论应用于实践：调整教学以适应有特殊需求的学生





教授学习策略和元认知意识



预防和早期干预



对阅读困难者的辅导和小组干预



计算机与残障学生



伙伴系统和同伴辅导



特殊教育团队



残障学生的社会整合

21世纪的学习：纳入所有学习者



有意识的教师：运用你所了解的特殊学习者的知识来改善教学与学习







本章概要



关键术语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13 评估学生的学习

什么是教学目标以及如何运用教学目标

设计课程目标

理论应用于实践：对课程、单元和每节课进行设计





使目标和评估相一致



应用教学目标分类



有关教学目标的研究





为什么评价很重要

作为反馈的评价



作为信息的评价



作为诱因的评价





如何评价学生的学习

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



常模参照评价和标准参照评价



将评价策略与目标相匹配

21世纪的学习：创造性与真实问题解决







如何编制测验

成就测验的编制原则

理论应用于实践：确保评估的公正





使用细目表



编制选择性反应题目

理论应用于实践：编制多项选择测验（附格式方面的建议）





编制建构性反应题目



编制和评价写作类题目



编制和评价问题解决题目

理论应用于实践：检测学生在写作类题目中是否蒙混过关



理论应用于实践：同伴评价







什么是真实性评价、档案袋评价和表现性评价

档案袋评价

理论应用于实践：在课堂中使用档案袋





表现性评价



表现性评价的有效性



表现性评价的评分标准





如何确定成绩等级

确立评级标准



运用字母等级



表现性评级



其他评级系统



给出成绩单上的等级

有意识的教师：运用你所了解的有关评估学生学习的知识来改善教学与学习







本章概要



关键术语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14 标准化测验和问责

什么是标准化测验以及如何使用

选拔和安置



诊断



评价和问责



学校改善





标准化测验有哪些类型

能力倾向测验



常模参照成就测验



标准参照成就测验



标准的设定





如何解释标准化测验

百分位数



年级当量分数



标准分数

理论应用于实践：解释标准化测验分数







标准化测验和课堂测验的使用应当关注哪些问题

测验效度



测验信度



测验偏差



计算机测验的实施





教育者如何对学生的成就负责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理论应用于实践：教授应试技巧





奥巴马政府的教育政策



基准评估



数据驱动改良



增效评估系统



为残障学生调整测验



为英语学习者调整测验

有意识的教师：运用你所了解的有关标准化测验的知识来改善教学与学习







本章概要



关键术语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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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自2004年受北京新曲线出版咨询有限公司委托翻译罗伯特·斯莱文撰写的《教育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第7版）一书以来，我们就一直关注着这本书的更新与完善。其间我们曾拜访过斯莱文教授，就该书的翻译及对中国读者的可能影响等进行过深入的交谈。之后新曲线公司又引进了第8版，我们承担了双语版的翻译工作。令人欣喜的是，现在我们又有机会给读者们引介该书的第10版。感谢新曲线公司独具慧眼，为中国读者精选了一本经得起时间检验同时又与时俱进的优质教材。

从第1版到目前的第10版，斯莱文教授始终如一地主张教育心理学的基础知识与实用策略的并重、多元教学理念与方法的兼容并存。他认为，有效的教学既不是一些雕虫小技，也不是一套抽象的原则；相反，它是把理解透彻的原理明智地应用于实践，满足实践需要。无论教师持有何种哲学理念，他们都应精通多种教育教学方法，并有意识地加以使用，而不能盲目跟风或非此即彼地简单套用。这些特点虽然我们曾在前面几版的序言中已有论及，但这里再次强调，仍有必要。

与前几版相比，第10版更新了大量文献，在有关章节补充了教育心理学及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为读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比如，斯莱文非常强调教师应着眼于未来人才的培养，应关注如何帮助学生不仅在今日的标准下取得成功，并且也在明日的社会中取得成功。为此，在书中的有关章节补充了21世纪的技能等内容。此外，有关小学阶段的语言和读写能力的发展及双语教育、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及其对教育教学的启示、校园中的欺凌问题、自闭症儿童的教育、增值性评估等新增内容都在相关的章节进行了详尽阐述，对于诸如学习理论、学习动机、有效学习环境等的经典主题也进行了必要的拓展。

第10版在内容的编排及呈现方式上更加科学化，不仅增补了更为生动形象的卡通漫画以增强可读性及趣味性，而且通过多个栏目的导航，如21世纪的学习、个人反思、网络链接、理论运用于实践、有意识的教师等，加之贯穿各章始终的规范有序的体例，都为读者提供了深度学习的支架，有助于读者建构良好的知识结构并学以致用。

有幸仔细研读并字斟句酌地翻译斯莱文教授的著作，也是忙忙碌碌的工作之余的一种享受，而大家一起切磋、修改译稿的过程也让这一翻译活动的意义倍增。直接参与此版翻译工作的主要人员有姚梅林、吕红梅、宗小骊、马虹、崔冠宇、赵芳等。北京新曲线出版咨询有限公司的裴萌先生、刘冰云先生、王伟平先生、刘力先生对译稿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审读、修改，并查阅相关资料予以佐证，其敬业精神令人钦佩，其辛苦付出让人感激！另外，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的汤宇恬女士帮助查阅了相关文献并澄清了两个关键概念，在此一并致谢！

鉴于我们的学识与见识，翻译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吕红梅　姚梅林

2016年4月20日



第10版中文版序言

《教育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第10版的中文版将为中国的教育者、学者和未来的教育者提供对其伟大事业大有裨益的资源。此版突显两大特色：实践取向与言之有据
 。实践取向
 指的是关注以什么方法解决教师在日常课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如何激励学生、如何评价学生的功课以及给学生提供有用的反馈，如何适应学生的个体差异，如何讲出激动人心的课以引领学生实现重要的学习目的。为了让这些实践取向原则跃然纸上，全书所举实例俯拾皆是。每章都以一幕场景开始，这些场景阐释了该章强调的实践问题。之后，“理论应用于实践”和“有意识的教师”专栏提供了进一步的具体策略，以供教师用来改善学生的学习。每一章也都借用丰富事例来诠释关键思想。我的目的是，确保正在读这本书的教育者或未来的教育者在脑海中形成清晰的概念：有效的教学是什么样子，怎样解决教学中常见的实践问题。诚然，理论也有其重要地位，它把具体的现象与对策联结在一起。不过，我必须承认，对我本人而言，一两个简明易懂的例子足以匹敌十多页纸的理论。

本书的第二个特色是言之有据
 。书中几乎每一项陈述都引用了能查到的最有说服力、最新的证据作为支持。理想情况下，证据取自实验研究，即一组教师使用某种方法或方案，而另一组继续使用常规方法或方案。之后，对比两组教师所教学生的学习情况。不过在很多情况下缺乏通过实验研究而获得的证据，为此我则把教师使用的特定策略与学生学习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证据加以总结概括。

近年来教育研究的数量与质量快速提升，尤其是在实验研究方面。研究为教师及其他教育者提供了课堂中有效做法的确凿信息。

对教育界的学者而言，本书是对世界各地的学前、小学、中学教育研究的综述。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献来源是各种研究综述或实践总结，从中也可查询到原始研究。每次撰写新版时，我都努力紧跟这个日新月异的领域的最新研究。如想了解更为新近的研究概要，请访问我的“最佳证据百科全书”：www.bestevidence.org。

我希望，中文版的每位读者都会觉得这本书有用，并能包容其中“美国式”的内容或视角，因为它们出现在一个美国人给一群美国读者所写的书里是无法避免的。访问过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学校之后，我坚信学生、教师和课堂的共同之处多于相异之处。而在差异最大的方面，例如对政策的讨论，我建议读者找出有用的内容，对余下的大可视而不见。

中国的未来就把握在这本书的读者们手中。我很荣幸能为你作为一名教育者的自身发展尽绵薄之力。

R.E.S



前言

我着手撰写《教育心理学：理论与实践》时目的很明确：为明日之教师提供必要的基础知识和实用策略，使其成为有效的教育者。在我看来，已出版的大部分教科书无外乎两类：乏味的和肤浅的。乏味的教科书虽讲述了大量研究，但陈述冗长而晦涩，缺乏课堂气息，对实践鲜有指导作用。肤浅的教科书虽轻松活泼、易于阅读，但对研究中出现的困惑或智力难题很少涉及。这些书提供了各种“尝试”建议，但并不考虑是否有证据表明这些策略真的有效。

我写这本书的目标是：


	介绍全面而最前沿的信息。就如高度关注研究的专著一样；但又具有可读性、实用性；事例丰富，对关键内容有清晰的图示。

	为实践活动提供直接源于课堂研究的各种建议（结合常识）。因此我相信，只要你尝试我所提供的建议，它就有可能奏效。

	通过大量的真实案例将理论与实践明确地联系起来，帮助你把教育心理学中学到的知识迁移到自己的教学中去。尽管我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从事教育研究，但我发现，直到有人给我列举了令人信服的课堂实例，我才真正地理解了教育中的理论或概念。我认为大部分同行（当然还有师范生）肯定也有同感。正因如此，“例如
 ”这类词语在本书中出现了几百次。

	对读者要有吸引力。因此，本书的写作方式努力做到让你在阅读它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似乎能听到学生的话语，闻到学校食堂午餐的香味。



这些目标是我从第1版至目前的第10版中始终强调的。每次再版时，我都会对全书进行修订，增补新实例，精炼语言，删除过时的或无关紧要的内容。本版我竭尽全力介绍最新的进展，所以引用了2 000多篇参考文献，其中55%是2000年以后的，还补充了656篇以上新的参考文献。尽管一些读者不太关注参考文献，但我希望读者能够知道哪些研究支持我所提出的主张，以及到何处去寻找更多的信息。

近几年来，教育心理学及教育实践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在此版本中，我试图反映这些变化。若干年前，直接教学法和与此有关的教师有效性的研究在教育心理学占主导地位。随后，建构主义方法、档案袋评估、表现性评估以及其他人本主义的教学策略又重新受到重视。现在，“问责制”则成为关注的焦点，这就要求教师比以往更加注重对结果的计划，有目的地教学，这种质量要求就是我在此版本中强调的“有意识的教学
 ”。在本书的较早版本中，我曾说过，不应该完全抛弃发现学习和人本主义的方法，尽管当时直接教学法很盛行。在后续版本中，我的呼吁恰好相反：不应该完全抛弃直接教学法，尽管以学生为中心的主动教学和建构主义的教学方法很盛行。我仍将继续倡导这种平衡的教学取向。不管教师的教育理念取向如何，有经验的教师很清楚，他们必须精通多种方法，并且深思熟虑地使用这些方法。

第10版介绍了多个主题的最新研究以及实践应用。纵观全书，它充分体现了使教育心理学和教学脱胎换骨的“认知革命”。下页所附图表是本书结构的概念图。

鉴于近些年来教育的发展，尤其是2001年通过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法律，以及奥巴马政府对教育标准及问责制的持续关注，没有人能否认教师的重要性，教师的行为对学生的成就会产生深远影响。为了使这种影响产生积极效应，教师在将心理学的重要原理应用于实际教育和教学活动中时，必须深入理解这些原理，同时对如何应用这些原理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有意识的教师会经常反思自身的教学实践，在对教学实践影响学生的清晰认识基础上，做出教育决策。有效的教学既不是一些雕虫小技，也不是一套抽象的原则；相反，它是把透彻理解的原理明智地应用于实践，以满足实践的需要。我希望本书能帮助你培养心智技能及实践技能，而这些都是你从事教育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所必需的。

新增和扩充的内容

本书中新增和扩充的内容如下：


	21世纪的技能（第1章以及全书“21世纪的学习”专栏）

	小学阶段语言和读写能力的发展（第2章）

	双语教育的新研究（第4章）

	神经科学领域的新兴研究（第6章）

	学习策略的内容扩充（第6章）

	合作学习的研究（第8章）

	针对阅读困难学生展开的辅导和小组矫正的新研究（第9章）

	有关差异教学的更多内容（第9章）

	技术应用方面的新内容（第9章）

	有关欺凌和班级管理的新内容（第11章）

	干预反应的扩展内容（第12章）

	个别化教育方案（IEP）的扩展内容（第12章）

	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扩展内容（第12章）

	增效评估的附加内容（第14章）

	对英语学习者的测验调整的新信息（第14章）

	656篇新的参考文献，其中55%是2000年及以后的新文献



本书编排

本书围绕三个基本主题来编排：学生、教和学（见概念图）。每章都论述了有关的重要理论，并列举大量实例来说明如何将这些理论应用到课堂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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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强调明智地运用理论和研究成果，以改善教学。书中有关教学的章节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而其他章节也都涉及理论与研究实践的意义。本书尽可能地介绍那些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为有效的具体方案和策略，而不是一味建议你进行尝试。

本书特色

■ 运用你的经验

每一章开篇都有一个小案例来描述教师所面临的某种真实情境。在整个章节的论述中，我都会提及案例中出现的问题。此外，在几个相关的特色栏目中还可对案例进行回应，例如在每个案例之后的“运用你的经验”部分。这些栏目设有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考题以及合作学习活动，让你可以思考案例中出现的问题，激活先前知识，并对章节将要探讨的观点展开思考。

■ 21世纪的学习

全书贯穿着一个新的专栏，介绍了与每章主题有关的21世纪的学习信息。此外，在正文适当的部分也论述了21世纪的学习技能。

教育政策和实践通常落后于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强调21世纪的学习是为了帮助教育者们更加深入地思考，怎样使他们所做的每一项决策——课程、教学方法、技术的使用、评估等等，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在今日的标准下取得成功，而且也在将来取得成功。

■ 卡通漫画

我的同事James Bravo为这本书专门创作了一系列卡通漫画，以阐明教育心理学中的关键概念。这些漫画不仅仅是为了幽默，也为了促人反思。

■ 理论运用于实践

每一章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可以帮助你获得和开发成为有效教师所需要的工具。这些部分提供了可以在课堂上运用的具体策略。本版的“理论运用于实践”部分增加了许多新理论。

■ 引导学习

每一章都提供了专栏以帮助你调节自身的学习，比如：各章开头引导你阅读的“本章提纲”和“学习成果”、页边的术语解释和交叉引用的“链接”注释、帮助你回顾所读内容的“本章概要”以及关键术语列表。

■ 教师资格

本版有多种工具帮助你将所学内容运用到资格认证考试上。在每一章你都可以识别和练习你获得的知识和技能。


	“资格认证指南”列出了可能出现在资格考试中的内容，以帮助你评估自己的学习并为资格考试做准备。

	页边有一个特殊图标列举了与INTASC标准相关的内容，这些标准与Praxis考试紧密对应，而许多州的教师资格考试都是以Praxis考试为模板的。

	每章末尾的“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的设计在内容和题型上都与州教师资格认证考试类似。



■ 网络链接

正文中的“网络链接”列出了一些有用的网站，以提供与每一章论述的主题相关的更多信息。由于对教育者有用的网站在迅速增加，故这一版本介绍了许多新的网站。

■ 有意识的教师

优秀教师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意向性，即出于某种原因而有目的地做事的能力。有意识的教师会一直思考究竟应该让学生达到什么样的学习结果，而自己所做的每项决策又是如何促使学生获得这些结果的。每一章的重要专栏“有意识的教师”有利于你形成和应用一系列策略来体现意向性。该部分将会帮助你内化一系列问题，有意识地制订计划、实施教学并调整教学实践。在每一章可根据该章内容从全新的角度来思考、回答以下的问题；而且你在各个年级水平和所有的科目中都能发现新的事例来佐证你的回答。有意识的教师关注这些问题：


	我希望学生在课程结束后能了解什么、能做什么？这对于实现课程目标、使学生成为有能力的个体的需求有何作用？

	在我的教学中应该考虑学生所具有的哪些知识、技能、需求和兴趣？

	我在学科内容、学生发展、学习、动机以及有效教学策略等方面所掌握的哪些内容有利于实现教学目标？

	哪些教学材料、技术、辅助手段和其他教学资源有助于实现我的教学目标？

	我怎样评价学生实现目标的程度？

	如果个别学生或全班没有迈上成功之路，我该怎么办？我的补救计划是什么？



“有意识的教师”专栏将帮助你将各种知识经验结合起来，比如将你不断增长的教育心理学的理论知识、与学生互动的经验以及创造性结合起来，做出有意识的教学决策，以帮助学生成为热心而有效的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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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心理学：教学的基础

本章提纲


怎样才是称职的教师



	
了解学科有用（但教学技能也有用）


	
掌握教学技能


	
有效教学可以传授吗


	
有意识的教师


	
21世纪所需的技能





研究在教育心理学中有何作用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目的


	
教育心理学研究对教师的作用


	
作为决策的教学


	
研究 + 常识 = 有效教学


	
有效教学方案的研究


	
研究对教育实践的作用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实验法


	
相关研究


	
描述性研究


	
行动研究





如何成为一名有意识的教师



	
教师资格认证


	
资格认证之外





学习成果


学习本章后，你应当能够：


	
识别有效教师的特征


	
解释教育研究在指导课堂实践中的作用


	
解释教育心理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及其基本原理


	
探讨如何成为一名有意识的教师





埃伦·马西斯困惑不解。她是一名新教师，虽然一直努力地教三年级的学生进行创造性写作，但教学总是不尽如人意。学生写的内容很少，而且也缺乏想象力，错误连篇。比如，她最近布置了一篇《我的暑假》的作文，其中有一个学生全篇只是在写“暑假里我新养了一条狗，我们去游泳，我被蜜蜂叮了”之类的句子。

埃伦觉得学生们可能尚未具备写作的基本能力，因此在布置下次作文之前，可能需要几个月训练诸如大小写、标点符号以及惯用法等基本的写作技能。但有一天，埃伦注意到张贴在利厄老师的教室外的几篇作文。利厄所教的三年级学生与埃伦所教的相差无几，但他们的写作水平真的令人难以置信！学生们就各种令人耳目一新的主题写了好几页生动有趣的内容。那天下班时，埃伦在走道遇见利厄。她问道：“你是怎样使学生写出如此棒的作文的？”

利厄说，她首先让学生写他们自己关注的主题，然后逐步地引入“微型课”来帮助学生更好地写作。她解释了自己的教学方法。她让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彼此相互帮助一起写作文。之后学生们互相评判、修改作文草稿，直至最后成稿。

利厄提议说：“我会告诉你的。我把我的下节作文课安排在你备课期间，届时你来看看我们做些什么。”

埃伦同意了。当利厄上作文课时，埃伦走进了利厄的课堂，她被眼前的情景震住了。孩子们并没有正襟危坐，而是或坐在地板上，或坐在桌子旁，或者一起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写作。许多人都在与同伴交谈着。利厄逐个与孩子交谈。埃伦从一个学生背后看到她在写她的宠物，另一个学生在写有关忍者的惊悚故事，还有一个学生在写一场梦。一名美籍墨西哥孩子在写她的二年级教师学说西班牙语的有趣故事。甚至还有一个学生正在写一篇关于她的暑假的精彩故事！

下班后，埃伦找利厄谈，她有许多的疑问：“你是怎样让学生进行那种形式的写作的？你如何在谈话和作文活动间找到平衡？你是怎么学会这样做的？”

“我确实参加了一系列关于写作教学的研讨会，”利厄说，“但如果你仔细思考，其实我所做的一切都符合最基本的教育心理学规律。”

埃伦很吃惊：“教育心理学？我的大学教育心理学课得了A，但我并没有看到教育心理学与你的写作教学有什么关系。”

“好吧，让我们分析一下，”利厄说，“首先，我应用了从教育心理学中学到的许多动机策略，比如，今年我刚开始进行写作教学时，我读了几篇其他班级学生写的新奇有趣的故事，从而激起他们的好奇心。通过让他们写自己想写的事情以及举行‘写作庆祝会’，他们在会上给全班学生读自己的作文，赢得了赞许和好评，从而激发了学生们的写作热情。我的教育心理学教授经常谈到要适应学生的需要，我也是这样做的。我与学生交谈，帮助他们处理所遇到的具体问题。我先在教育心理学课程中了解了合作学习，后来我又参加了有关合作学习的研讨会。我利用合作学习小组让学生彼此给予及时反馈，让他们相互示范有效的写作方法，互勉共进。小组合作可以让大家都专心于写作任务，同时也可完成许多常规的课堂活动，这也解决了我的课堂管理问题。我记得在教育心理学中还学到有关评价的问题，我使用了非常灵活的评价方式。每个学生作文的最终成绩都是A，但只有当它达到很高的标准时才能得A，这可能需要多次改稿。我应用所学的儿童发展知识，天天都做。比如，鼓励儿童写对自己重要的事情，以适应其发展水平和文化风格——如果恐龙或电子游戏对儿童非常重要，或者圣诞节时儿童因自己是穆斯林或犹太教徒而感到不自在时，这些都是他们应该写的事情。”

埃伦很有感触，她与利厄安排了几次相互观摩的活动，以交流所见所想。最后，埃伦班上学生的写作水平几乎与利厄班上的学生比肩。但对埃伦而言，尤为重要的是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教育心理学在平时的教学中确实非常有用。她拿出了以前的教育心理学教科书，发现当时在教育心理学课上觉着有些理论化的、抽象的概念，实际上十分有助于自己对教学问题的思考。


运用你的经验



创造性思维
 　根据利厄对写作教学的解释，请与同伴一起讨论教育心理学是什么，你这学期将学习什么。开展头脑风暴进行讨论，指导原则是：（1）你生成的观点越多越好；（2）借鉴他人的观点，并将各种观点结合起来；（3）现在对这些观点不进行评价。在这一学期中，经常回顾、评价这些观点，也可以补充新的观点。




教育心理学
 （educational psychology）是什么？学术定义或许是这样的，即教育心理学是对学习者、学习以及教学的研究（Reynolds & Miller，2003）。然而，对于那些身为或希望成为教师的学生而言，教育心理学远不止这些。它是累积起来的知识、智慧以及凭感觉积累的理论，每个教师都应该掌握，以有效地解决日常教学中的问题。教育心理学不能告诉教师做什么，但可以给教师提供做出正确决策的原则，并使教师以规范的语言来讨论其经验与观点。请考虑一下埃伦·马西斯与利厄·华盛顿的例子。任何教育心理学教科书都不可能确切地告诉教师如何教会三年级某班的学生进行创造性的写作，但是，利厄应用教育心理学的概念来考虑如何进行写作教学，接下来如何解释和解决她遇到的问题，如何给埃伦解释她所做的事情。教育心理学家们对学生的特性、有效教学方法等进行了研究，探明了学习的原理，提供了有关的信息。教育者需凭这些信息或方法来批判性地思考他们的教学技能，以做出适用于自己学生的教学决策（Alexander，2004）。

怎样才是称职的教师

怎样才算是个称职的教师？温和、幽默和拥有关心他人的能力？有计划、勤奋努力和自律？那么领导才能、热忱、热爱学习的感召力以及言语表达能力呢？大部分人都会同意所有的这些品质都是成为称职的教师所必需的（参见Wayne & Youngs，2003）。确实如此，但仅有这些品质还是不够的。

■ 了解学科有用（但教学技能也有用）

有这样一个古老的笑话：


问题：
 你需要知道什么才能够去教一匹马？



答案：
 比马知道得多。


这个笑话强调成为教师的首要条件就是拥有学习者所不具有的某些知识或技能；教师必须对他们要教授的学科有所了解。但是如果你打算去教马（或儿童），你很快就会发现，尽管学科知识是必要的，但还不够。牧马人对一匹马会如何行动以及能够做什么可能很了解，但如果他不具有某些技能使那些未经驯化的、受惊的或不友善的野马变成良驹，就可能摔得筋断骨折，这场训练将会以失败而告终。儿童比马聪明得多，和善一些，但教导儿童与驯马有共同之处：了解如何传授信息和技能至少与了解信息和技能本身同等重要。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教师（不幸的是，大部分是大学教授），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才华横溢，知识渊博，但他们不会教学。埃伦·马西斯或许与利厄·华盛顿一样知道优秀的作文该是个什么样，但就如何让三年级的学生学会写作而言，埃伦还需要学很多。

[image: 034-1]
这位专家教师具有哪些有效教学的特征？哪些行为可以证明她是一位优秀教师？



对有效的教学而言，学科内容知识不需要教师成为“活”的百科全书。海量的学科知识随处可查，但有效的教师不仅要了解学科知识，还要能够将知识传递给学生。杰出的高中数学教师哈伊梅·埃斯卡兰特在给洛杉矶某西班牙语区的学生讲授正数与负数概念时是这样来解释的：当你挖个洞时，你可以把挖出来的土堆称为+1，洞称为-1。当你把土填回到洞中时会得到什么数？零。将正数与负数这类抽象的概念与学生的实际经验联系起来，埃斯卡兰特的这种能力即是一个例证，表明传授知识的能力绝非限于简单地了解知识而已。

■ 掌握教学技能

教师希望学生掌握的学习内容与学生实际的学习之间的联系称为教学
 或教学法
 （pedagogy）。有效的教学绝非是一个具有较多知识的人将其知识传递给另一个人那么简单。如果讲述就是教学，那么也就不需要这本书了。相反，有效的教学需要应用许多策略。

假定葆拉·雷要给背景各异的四年级学生讲授统计课程。为此，她需要做许多事情：她必须保证课堂是有秩序的，并且学生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她必须了解学生是否先具备某些技能，比如学生应先掌握加法和除法才能计算平均数。如果有人尚做不到，葆拉就必须寻找某种方式来传授这些技能。她必须使学生参与活动以理解统计知识，如让学生掷骰子、玩纸牌，或从实验中收集数据。她还必须应用教学策略来帮助学生记忆所教的内容。所教授的课程还必须考虑到四年级学生的心智与社会性等方面的特性，以及本班学生的心智、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特性。葆拉还必须保证学生对所学的课程感兴趣，有学习统计的动机。为了了解学生是否掌握授课内容，她可以提问、进行小测验，或让学生做实验并对实验结果进行解释，以证明其是否已经理解。当这些考评结果表明学生的学习存在某些问题时，她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予以应对。统计课程的教学结束后，她应该时常地引导学生进行复习，以保证学生牢记、掌握。

激励学生、管理课堂纪律、评估先前知识、有效地表达观点、考虑学生的各种特性、评估学习结果、复习相关内容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是校内外的各级各类教育所必须做到的。无论是训练宇航员还是教授阅读，这些活动都同样重要。但是，如何完成这些活动，又因学生的年龄、教学目标以及其他因素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教师，就必须具有完成有效教学所需的各种活动能力（Burden & Byrd，2003；Kennedy，2006）。温和、热忱、关爱（Cornelius-White，2007；Eisner，2006）、学科内容知识、理解学生是如何学习的（Wiggins & McTighe，2006），这些确实都很重要，但成功地实施所有教学活动方能做到有效教学（Shulman，2000）。

■ 有效教学可以传授吗

有人认为优秀教师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似乎具有魔力，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魅力。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研究者开始探讨有“魔力”的教师所具有的特定行为与技能（Borman & Kimball，2005）。优秀教师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其他教师做不了的——只是在了解有效教学的原则以及如何应用这些原则方面存在差异而已。举个简单的例子，在高中历史课上，坐在教室后面的两个学生在交头接耳，但并不是讨论教师正在讲的《巴黎条约》。教师一边继续讲课，一边慢慢地朝他们走过去，但没有盯着他们。这时两个学生不再交头接耳，而是开始注意教师的讲课。如果你不知道你应当留意什么，就可能会忽略一次简短但关键的师生交流，并认为教师只不过是在应用某种窍门来维持学生的注意力而已。但事实上，教师在使用任何人都可以学会的一条课堂管理原则：上课时要保持学习势头，使用最简单但起作用的干预方式来处理行为问题，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当哈伊梅用挖洞的例子来说明正数与负数的概念时，他也在应用几项重要的教育心理学原理：应用多种事例使抽象概念具体化，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已有经验相联系，陈述法则，举例，然后再次陈述法则。

有效教学可以传授吗？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有效教学必须通过观摩和练习来领会，但有效教学的原则是教师首先需要了解的，然后才能应用于课堂中。有效教学的主要成分可用图1.1加以简要说明。

■ 有意识的教师

成为年度最佳教师有固定的步骤，而有效教学并不存在这样的固定模式。教学包括计划与准备，之后是每时每刻做出的各种决策。当然有一种属性似乎是优秀教师所特有的：意向性
 （intentionality）。意向性指因某个原因而有目的地做一些事情。有意识的教师会不断地思考希望学生达到的目标，思考自己所做的每一项决策对学生达到这些目标的作用。有意识的教师明白，最大限度的学习不是偶然发生的。当然，儿童的学习的确经常缺乏计划，甚至许多儿童从杂乱无序的课程中也能学到一些东西。但为了完全发挥学生的能力，让他们全力以赴，帮助他们实现概念上的飞跃，组织和保存新的知识，那么教师应该有目的、深思熟虑、灵活机动，不能忽视他们为任一学生设立的目标。一句话，教师应该是有意识的
 。

图1.1　有效教学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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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做事情总应该有个理由，这个观点似乎不言自明，在原则上也确无疑问。在实践中，教师很难一贯地确保所有的学生都参与导向重要目标的活动（Kennedy，2008）。教师经由反思，才能意识到自己常陷入误区，使用一些只是在消耗时间的策略，而未进行有重要意义的教学活动。比如，一位各方面表现都出色的三年级教师曾经给一个阅读小组布置这样的作业：给学生两张写有单词的纸，每个单词都写在方格里。要求儿童从一张纸上剪下方格，然后将这些方格贴在另一张纸中相应的同义词上。当贴对了所有的单词时，贴上的方格的边线将构成一只猫的轮廓，然后学生再给它涂色。一旦学生贴对了几个方格后，这个图案就很清晰了，所以学生无需关注单词本身就可以将剩余的方格贴上去。在将近一个小时的宝贵的课堂时间里，这些儿童快乐地剪贴、涂色——这些活动对三年级的学生实际上并非亟须优先发展的技能。当然，教师可能会辩解说，活动的目的就是让儿童学习或练习同义词，但事实上这一活动并不可能提高儿童的该项技能。与此类似，许多教师都会让某个儿童在黑板上费力地解题，而班级中的其他同学则在下面无所事事。许多中学教师花费大部分的课堂时间来讲评家庭作业和课堂作业，结果讲新课的时间所剩无几。同样，这些教师在其他方面可能很出色，但他们有时却忽视了试图要达到的目标以及怎样达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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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为一名有意识的教师，需要对学生有哪些了解？如何帮助学生获得成功？



有意识的教师经常反躬自问，他们和学生试图要达到什么目标。课程的每一部分与学生的已有知识、技能和需要相适应吗？每一项活动或作业与要达到的重要目标有明确的联系吗？是否明智而有效地利用了每分钟的课堂教学时间？有意识的教师努力帮助学生在复习时间掌握同义词时，应该给学生提供机会，让他们两两配对来掌握一组同义词，以独立完成小测验。有意识的教师让学生在黑板上做题时，应该让所有的学生都来解决该问题，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起比较答案和策略。有意识的教师应该尽快给出家庭作业的答案以便学生进行自我检查，让答对的举手，然后仅对大部分学生做错的题目进行复习或重新教学，留出时间讲新课。有意识的教师应用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活动、作业以及各种材料来保证学生达到所有类别的认知目标，从知识到应用再到创造；同时，还保证儿童能够达成重要的情感目标，如对学习的热爱、对他人的尊重以及个人的责任感，等等。有意识的教师经常反思自己的实际做法及其效果。

研究发现，预测教师对学生影响程度的最有效的一个指标就是教师对自己教学行为所导致变化的看法，这种看法称为教师效能感
 （teacher efficacy）（Henson，2002；Tschannen-Moran & Woolfolk Hoy，2001）。教师效能感对有意识的教师而言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如果教师认为学生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天赋、家庭环境或者教师无法控制的其他因素，那么这些教师的教学表现就很可能不同于那些认为自己的努力对学生的成功至关重要的教师。效能感较强的有意识教师更倾向于付出持续的努力，知难而进，竭尽全力地使每个学生都成功（Bandura，1997）。有意识的教师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得效能感，比如，不断地评估自己的教学成效（Schmoker，1999）；如果最初的教学效果不理想，则不断尝试新的教学策略；不断地从同事、书籍、杂志、研习班以及其他各种资源中获得信息，以丰富和巩固教学技能（Corbett，Wilson，& Williams，2005）。集体效能感对学生的学业成就具有极其显著的影响（Goddard，Hoy，& Hoy，2000）。学校所有教师或者某一学科组的所有教师作为一个教师团队，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得集体效能感，如一起工作，考察教学过程与教学结果，追寻职业发展，彼此互助并进（参见Borko，2004；Sachs，2000；York-Barr，Sommerness，& Hur，2008）。

本书最重要的宗旨就是在研究、理论和实际教学技巧等方面为明日之教师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这些都是成为有意识的、有效能的教师所必须了解的。若要计划并实施有效的讲课、讨论、研究课题或其他形式的学习活动，教师就需要学习丰富的知识。除了熟知他们的学科之外，还应该理解学生的发展水平及其需要，理解学习、记忆、问题解决技能以及创造性的培养方法。教师应该知道如何确立目标、组织活动以帮助学生达到这些目标，知道怎样评估学生趋向目标的进步。教师应该知道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动机，如何有效地利用课堂时间，如何针对学生的个别差异进行反馈与指导。有意识的教师会不断地尝试各种策略来解决教学问题，观察策略使用的结果，以考察这些策略的效果（Duck，2000）。他们会关注有效教学的研究，并将研究结果运用到自己的日常教学当中（Fleischman，2006）。正如本章开头所讲的利厄·华盛顿老师一样，有意识的教师经常将教育心理学原理、个人的实践经验以及创造性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出教学决策，帮助学生成为热爱学习的有效学习者。

本书注重教育心理学及相关研究的一些核心观点，同时还列举了许多实例来说明如何将这些观点应用于实际。本书强调的是那些经评估被证明为有效的各种教学方法，而不局限于理论或建议。本书试图帮助读者培养对教学的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技能：即对教育实践和研究中的诸多矛盾与困境进行符合逻辑的系统探讨。任何一本书都不能为教学提供所有的正确答案，但本书致力于提出恰当的问题，呈现可行的各种备选做法，还有相关概念以及支持性研究。

许多研究考察了优秀教师与普通教师之间、有效的教师与欠佳的教师之间的差异。这些研究的一个主要论点是：优秀教师是批判性的思考者（Hogan，Rabinowitz，& Craven，2003；Mosenthal，Lipson，Torncello，Russ，& Mekkelsen，2004；Shulman，2000）。有意识的教师能不断地提升、检验自己的教学实践，阅读资料、参会探讨以了解新思想，并根据学生的反应来指导自己的教学决策。有种经典的说法：有些教师有20年的教学工作经验，而另一些教师只有重复20次的1年教学经验。那些逐年进步的教师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断地吸纳新思想，批判性地审视自己的教学活动。或许本书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教师开始形成明智的反思习惯，以成为明日的专家。

■ 21世纪所需的技能

在我成长的年代，人们认为21世纪与20世纪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动画片《摩登家庭》（The Jetsons
 ）给我们勾画了这样一幅场景：汽车在空中行驶，家家户户都使用机器人，还有各种令人惊叹的先进技术。其他更为严谨的未来学家所勾画的场景也都大同小异。相比而言，虽然实际的21世纪比想象中的有些平淡，但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化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的核心特征。尤其是经济安全（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越来越依赖于创新、创造力和规划设计。随着传统“体力”工作的消失，在取而代之的“脑力”工作中，与他人合作的能力、采用多种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快速变化的灵活应对等，都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所有这些变化都对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教育者需要更加重视技能、态度和更类似于新兴工种的方法。无疑，学生需要运用现代技术的丰富经验，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他们同时还需要大量的团队工作、问题解决、批判性阅读与创造性思维等经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经验恰恰是约翰·杜威等倡导的进步教育哲学的核心，它起源于20世纪初（Rotherham & Willingham，2009）。只不过不同的是，这些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因为它们恰好对应今天的需求。而且，从行政办公室到车间，这些技能现在是每个人都必须掌握的。

遵循以上思路，美国成立了研究21世纪所需技能的合作团队，其目的是根据当代需要，制订促进对学生学习结果的界定与支持等方面的政策（参见P. Johnson，2009；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2009）。该合作团队总结了美国各级各类教育部门的建议，从四个方面提出了21世纪所需技能的整体框架：


	核心学科和21世纪主题（如语文、数学、科学、全球意识、金融知识）（参见Cutshall，2009；Hersh，2009；Trefil & O'Brien-Trefil，2009；Zhao，2009）

	学习和创新能力（如创造性、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参见Azzam，2009；Graseck，2009）。

	信息、媒体和科技能力（参见Barab，Gresalfi & Arici，2009；Ferriter，2009a，b；Sprenger，2009）

	生活和生涯技能（如主动性和自我导向）（参见Gerdes & Ljung，2009）本书各章都有新增专栏讲述21世纪学习的信息，与本章主题相关。此外，本书正文也在恰当之处对21世纪的技能进行了相应的论述。



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通常滞后于社会与经济的变动。强调21世纪所需技能有助于教师更为深入地思考课程、教学方法、技术运用，评价等每项决策如何帮助学生获得成功。这不仅指帮助学生达到今日之成功标准，也包括立足于未来世界。

研究在教育心理学中有何作用

有意识的、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教师是带着教育心理学研究的知识进入课堂的。年复一年，教育心理学家不断发现或完善学习与教学原理，这对一线教师非常有用。其中有些原理有证据支持，已成常识，有些则让人耳目一新。教育心理学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几乎每个人在教育心理学上都有自己的观点。大部分成人都在学校里就读许多年，目睹着教师的所作所为，再学习一些有关人类特性的知识——乍看之下，每个人都是业余的教育心理学家。因此，专业的教育心理学家经常受到指责，认为他们只是研究一些众所周知的常识而已（参见Ball & Forzani，2007）。

然而，我们在痛苦的教训中好不容易才明白了一点：众所周知的常识并非总是正确的。比如，大部分人都认为，如果根据学生的能力来分班，则班级中能力相对接近可以使教师的教学更好地适应学生的具体需要，进而提高学生的成绩。然而，这一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许多教师认为，惩罚学生的错误行为将有助于改善学生的行为。确实许多学生因受到惩罚，其行为表现有所好转；但对另外一些学生而言，惩罚则是对不良行为的一种奖励，实际上助长了不良行为。有些“众所周知”的观点实际上是彼此矛盾的，比如，大部分人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学生听教师讲比自学的效果要好。这一观点支持教师中心的直接教学策略，即教师把班级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主动的教学。另一方面，大部分人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学生经常需要那些能够满足其个别化需要的教学。这一观点也是正确的，它却要求教师将其时间分配在不同的个体身上，或者至少分配在有不同需要的小组上，结果是某些学生要独立地学习，而另一些学生能够得到教师的关注。如果学校能够为每个学生都配有指导教师，那就不会存在这样的矛盾，直接教学与个别化教学可以共存。而在现实中，每个班级通常有二十多名学生，结果，较多的直接教学（首要目标）几乎总是意味着较少的个别化教学（次要目标）。有意识的教师的任务就是根据学生的具体需要及情境特征来平衡这些矛盾目标。

■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目的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目的就是应用客观的研究方法来检验有关学习影响因素的各种观点，探讨众所周知的以及不太为人所知的问题（Levin，O'Donnell，& Kratochwill，2003；McComb & Scott-Little，2003）。研究的结果则表现为各种原理、规律和理论等。原理
 （principle，有时也译作原则）主要用于解释因素之间的关系，如不同的评分系统对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规律就是被充分证明，并广泛适用于多种情境中的原理。理论
 （theory）则是用于解释学习、行为等广泛领域的一组有关联的原理和规律。没有理论，则所发现的事实和原理就像画布上散乱的斑斑点点，理论可以将这些事实与原理联系起来，给我们呈现一幅完整的图片。但是，对于同样的事实和原理，不同的理论家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正如其他学科一样，教育心理学的进展是缓慢而曲折的。某项单一的研究很难取得突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主题的研究证据积累起来，理论家们也得以完善和扩展其理论。

■ 教育心理学研究对教师的作用

教师最重要的知识也许是在实习、见习或在第一年的教学中学到的（Darling-Hammond，Gendler，& Wise，1990）。但是，教师每天要做出许多决策，不管教师是否明确地意识到，每条决策都依托于某种理论。这些理论的合理性、准确性以及实用性等最终决定了教师是否成功。比如，某一教师根据奖励出勤将提高出勤率这一理论，对出勤最高的学生给予奖励。另一教师根据出勤低的学生最需要诱因奖励这一理论，对出勤有最大改善的学生给予奖励。第三个教师不对出勤进行任何的奖励，而是通过教授更有趣的内容来努力提高学生的出勤率。哪个教师的做法更容易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教师的一项能力，即了解塑造其课堂特性的各个因素的独特组合，进而应用最恰当的理论。

■ 作为决策的教学

教育心理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检验各种理论以指导教师和其他教育人员的活动。这里举个例子说明常见情境中教师如何应用教育心理学。

哈里斯先生教八年级的社会课程。他在处理汤姆经常表现出的不良行为时遇到了麻烦。今天上课时，汤姆叠了个纸飞机，他趁哈里斯先生转过身去的时候，把飞机扔向空中，引得全班同学哄笑。

哈里斯先生应该怎么办？

作为有意识的教师，哈里斯先生考虑了解决该问题的一系列方法，每种方法都基于不同的理论，即汤姆为什么表现出不良行为，有哪些措施可以矫正他的行为？

哈里斯先生可能会采取某些措施，每种措施的理论依据如下（见下页）。

这些都是应对不良行为的常见措施，但究竟哪种理论（以及相应的措施）是正确的呢？

问题的关键是：当汤姆表现出捣乱行为时，同学们在哄笑。同学的哄笑反应是一条线索，表明汤姆在寻求他们的关注。如果哈里斯先生训斥汤姆，这可能提高同学眼中汤姆的地位，进而会奖励他的捣乱行为。如果某个学生试图以捣乱行为来引起教师的关注，则忽视该行为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但这个例子显示汤姆寻求的是同学的关注。让汤姆去办公室确实可以让他失去同学的关注，这或许有一定作用。但如果汤姆正想方设法地离开教室而逃避学习，那又怎么办？如果他因得到同学的认可而趾高气扬地挑战权威，那又怎么办？让全班同学为每个学生的行为负责，这很可能使汤姆失去同学的支持，促使他改进行为。但有些学生可能会认为，因其他同学的不良行为而使自己受到惩罚，这是不公平的。如果全班同学确实很看重学业成绩以及良好行为，则最后一种措施，即提醒全班同学（以及汤姆）关注班级自身的学习兴趣以及常规的行为规范，这或许也会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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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先生必须做的决策与教育和心理学的研究有直接关系。有关心理发展的研究表明，随着学生进入青春期，同辈群体对他们而言变得极为重要，他们经常以破坏或无视规则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独立性，摆脱成人的控制。行为学习理论的基础研究表明，当某种行为反复出现时，一定有某种奖励在强化该行为。如果要消除这一行为，首先就必须确定奖励究竟是什么，并取消奖励。该研究也提示哈里斯先生可以考虑使用惩罚（如训斥）来阻止不良行为的发生。有关具体课堂管理策略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些有效的方法，既包括怎样避免像汤姆这样的学生产生捣乱行为，也包括一旦真的出现该行为，又如何处理这类行为。最后，对规则的制订以及课堂纪律的研究表明，学生参与规则的制订有助于让每个学生确信：全班都很看重学科学习成就以及良好的行为，这样的认识有助于使每个学生都遵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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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们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有些是突发事件。教师要能够快速而恰当地做出决策及反应。怎样才能成为一名有意识的教师？



哈里斯如果具备这些知识，就可以选择一定的应对方式来处理汤姆的捣乱行为，而这又基于对如下问题的理解：汤姆为什么这样做，可以利用哪些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他的决策可能对，也可能错，但由于他知道了能够解释汤姆行为的几种不同的理论，他将能够观察到所采用的策略效果如何，如果不起作用，则可以再尝试其他方法。这些研究并未给哈里斯先生提供具体的方法，而是要求他依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来确定具体的方法。但是，这些研究确实让哈里斯先生了解了有关人类行为的一些基本概念，这有助于他理解汤姆的动机，了解解决这类问题的一系列的有效方法。应用研究成果来指导自己的教学决策，这也是哈里斯先生增强教师效能感的一条途径。


理论应用于实践：作为决策的教学

如果不存在教育问题，教师就不必充当专业人士的角色了。专业与非专业人士的区别部分表现在专业人士必须做出影响其工作进程的决策。

教育者必须就下列问题做出决策：（1）如何识别问题与争议；（2）如何从多种不同的视角来审视情境；（3）如何汲取相关的专业知识来形成行动方案；（4）如何采取最恰当的行动方式；（5）如何评判行动结果。

奥哈拉女士教授社会课程，班上有一名叫沙尼卡的学生，大部分时间沙尼卡都相当安静，甚至有些退缩。以往的成绩表明她的学科学习能力较强，但仅凭随意的观察很难了解这一点。奥哈拉问自己如下一些问题：


	在这种情形下我觉察到了什么问题？沙尼卡厌倦吗？疲劳吗？不感兴趣吗？害羞吗？因为我或其他人做了某事或没有做某事而抑制了她的参与？我应该想到教育心理学的哪些理论？

	我不清楚沙尼卡对上这门课有何感受。她感到受排挤吗？她对学科学习上心吗？她在意我和其他人对她参与不够的看法吗？为什么？什么样的动机理论可以帮助我做出决策？

	我从理论、研究以及实践中了解到的哪些信息可以指导我的措施，使沙尼卡更直接地参与课堂活动？

	在这种情形下，我应该做些什么以提高沙尼卡的参与度？

	我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是否成功地解决了沙尼卡的问题？



如果奥哈拉女士能够提出这些问题并试图回答，当然并不局限于沙尼卡的个案，那么她将会从所做的工作中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工作。哲学家约翰·杜威曾讲过，教师面临的问题是促使其进行反思性探究的天然刺激。有意识的教师接受挑战，并建设性地思考问题。



■ 研究 + 常识 = 有效教学

正如哈里斯先生这个案例所显示的那样，没有什么理论、研究或书籍可以告诉教师在特定的情境下该做什么。正确的决策依赖于许多因素，如问题产生的背景，教师头脑中的目标等等，这些都是基于教育者的常识来进行评定的。比如，数学教学的研究通常发现，快节奏的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成绩（Good，Grouws，& Ebmeier，1983）。当然，教师也可以合理地放慢教学速度，在非常关键的概念上多花些时间，或者让学生自己去发现数学原理。通常情况下，直接教给学生技能或信息比让学生自己去发现要更为有效（即花费时间少），但如果教师希望学生对某一主题有更深的理解，或想知道让学生发现信息、解决问题的方法，则有关教学速度的研究结论就暂不适用。

问题的实质是，虽然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结论有时可直接应用于课堂教学，但最好将原理与大量的常识结合起来，与为达到何种目标而将什么内容教给什么人的清晰认识结合起来。

■ 有效教学方案的研究

教育心理学研究不仅能为有效的教学原则提供证据，而且也能为具体的教学方案或教学实践的有效性提供证据（Fleischman，2006）。比如，在本章开头的案例中，利厄·华盛顿运用了创造性写作的教学方法。创造性写作教学方法曾受到多方面的检验（Harris & Graham，1996a），换句话说，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接受创造性写作教学的儿童比接受传统写作教学的儿童在写作方面有更好的表现。从具体学科的教学方法到整个学校课程的改革策略，数十种广泛使用的教学方案经研究证明是有效的（参见Dynarski，2008/2009；Ellis，2001b；Gunter，Estes，& Schwab，2003；Slavin，Cheung，Groff，& Lake，2008；Slavin & Lake，2008；Slavin，Lake，Chambers，et al.，2009； Slavin，Lake，& Groff，2009）。有意识的教师应该关注与自己所教学科以及年级的教学方案有关的研究，应该寻找职业发展的机会，掌握一些经研究证明可以有效促进儿童发展的方法。


网络链接

想了解更多适合教育者阅读的有效教学方案研究，请访问www.bestevidenc.org和www.ies.ed.gov/ncee/wwc。



■ 研究对教育实践的作用

教育心理学研究对教师实际工作的影响甚微，这是很多研究者和教育者都为之叹息的（参见Kennedy，2008）。确实，教育研究远不像医学研究那样对实践工作的影响那么大（Riehl，2006）。但不容置疑的是，教育研究实际上对教育实践有着深刻的间接影响（Hattie & Marsh，1996），即使有教师未意识到这一点。教育研究影响着教育政策、职业发展方案的制订以及教学材料的选编。比如，“田纳西班级规模研究”（Finn，Pannozzo，& Achilles，2003）发现，班级规模大小对低年级学生的学习成绩有重要影响，这一研究结论直接影响了各州和联邦政府缩小班级规模的方案（Wasley，2002）。最近有关儿童阅读最适宜的时间起点研究（National Reading Panel，2000）显著地影响着阅读课程、教学以及教师职业培训。对高中开设职业专科课程的作用的研究（Kemple，1997）也导致了此类教学方案的显著增加。

对教育者来讲，最重要的是明智地汲取研究成果，而不是将所有的研究或每一个研究者的意见都奉为真理（Fleischman，2006）。下面一部分简要描述对教育者有用的发现。


理论应用于实践：怎样成为教育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明智实践者？

假定你在新车销售市场准备买车。在花掉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之前，你或许会全面地了解各种消费者研究评估报告中的结果。你可能想了解各种不同车型的撞击测试结果，哪种车型油耗最小，或者特定车型的折旧价等等。在进行这项较大的消费之前，你总是希望明智地决策。假如你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形，你或许还记得你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有助于你明智地做出决策。

既然你打算以教学为职业，你就需要在自己的决策中采用类似的消费者取向。作为教师，你每天都需要做出许多决策。你购车的决策受到可靠的研究结果以及常识等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而你的教学决策也遵循同样的模式。教与学很容易受到各种因素影响，非常复杂，因此你对相关研究知识的了解有助于你做出明智的选择。

对简单的公式“研究 + 常识 = 有效教学
 ”的了解有助于你更明智地汲取教育心理学研究成果吗？下面的一些建议可以让你将该公式应用于实践中。


做个相关研究的实践者。
 你不可能应用那些你不了解的信息，这是不言自明的。作为专业人士，你有责任获得并追踪与自己工作相关的研究信息。教科书会是理想的资源；此外，你还应该熟悉相关领域的专业杂志。你应该浏览以下的杂志，上面刊登的研究报告通常可以直接应用于实际课堂教学：《教育心理学家》（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教育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美国教育研究杂志》（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此外，还可以参阅《年刊：教育心理学》（Annual Edition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它是每年各类专业期刊文章的选编。此外，也不要忽视与其他教师面对面的交流或互联网交流。埃伦·马西斯与利厄·华盛顿的例子有力地证明了合作有助于扩展、充实研究知识这一事实。


做个有意识的教师。
 虽然我们不可能像看菜谱一样，确定先进的教学方式有什么成分，但不难做出有意识教师应有的行为。有意识的教师是深思熟虑的，正像哈里斯先生一样，他们综合考虑有关课堂情境的多种观点。当采取行动时，他们有明确的意图，并思考为什么这样做。有意识的教师在采取行动后经常进行反思，评价其行为以确定是否达到了预期结果。你在高中或许学过“科学方法”，有意识的教师在教学中就使用这类方法。他们根据观察结果和已有经验来提出对当前情况的假设，搜集检验这一假设的有关资料，有效地组织和分析资料，基于这些资料得出正确的结论，并根据结论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对许多有经验的教师而言，这一过程是自动的、内化的。当系统地执行这一过程时，这些实践活动可以进一步证实研究结论和有关理论，进而充实和完善教师的专业知识基础。


分享你的经验。
 当你把知道的研究与专业常识结合起来时，你将发现自己在进行着更为有效的实践活动。当你和学生取得成功时，请让更多的人分享你的经验。传播无止境。除了在专业期刊、行业新闻等传统媒体上发表文章外，不要忽视全校示范课、在各级专业会议上发表论文、向学校管理层呈递报告等其他方式的重要性。此外，互联网也方便教师对自己工作进行持续讨论。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我们怎样知道自己对教育心理学的了解有多少？正如任何科学领域一样，知识可以来源于许多方面，有时研究者研究自然情境下的学校、教师和学生，有时也设置特殊情境，比如进行实验处理
 （treatment），以考察这些实验处理对一个或多个变量
 （variable）（任何具有一个以上值的事物，如年龄、性别、成就水平或态度等）的影响。并不存在最好或最有用的研究方法，任何方法对适合它的问题都有用。教育研究者用于了解学校、教师、学生以及教学的基本方法主要有：实验法、相关研究以及描述性研究（见Henig，2008/2009；Mertler & Charles，2011；Slavin，2008b）。

■ 实验法

在实验
 （experiment）法中，研究者采取特定的实验处理，并分析这些实验处理的效果。在一个经典的实验中，莱珀等人（Lepper，Greene，& Nisbett，1973）让儿童用有触角的指示器来画画。实验组（接受实验处理）儿童绘画后能得到奖品（“好画家奖”），控制组儿童则没有奖品。实验结束时，让所有的儿童自由选择各种活动，其中包括用有触角的指示器绘画。那些曾得到奖品的儿童继续绘画的频次只有那些没得到奖品的儿童的一半。这一结果被解释为：奖励个体去做他们已经喜欢上的事情，会导致个体在无奖励时做此事的兴趣降低。

莱珀等人的研究体现了实验法的几个重要特性。首先，儿童被随机地分配到有奖品或无奖品组。比如，将写有儿童名字的纸条放在帽子里，随机地抽取并分到“奖品组”或“无奖品组”。随机分配
 （random assignment）保证了两个组在实验之前本质上是对等的，这种对等非常关键，因为如果不能保证实验前两个组是对等的，我们也就无法说清楚行为的差异是否由奖励引起。

第二个特性就是除了实验处理本身（奖励）外，所有的事件对于有奖品和无奖品两个组都应该保持相同。儿童在相同的房间里活动，使用相同的材料，参与实验的成人也是相同的。分发奖品的研究者也要用相同的时间来观看无奖品组儿童的绘画。对于两个组而言，只存在着奖励的差异，其目的就是要保证两组之间的差异只能是因实验处理而不是其他因素导致。


实验室实验
 　莱珀等人（1973）的实验是实验室实验
 （laboratory experiment）的一个例证。即使实验是在学校的某个房间里进行的，研究者也可以创设完全人工化的、结构化的场景，这种场景只会保持较短的时间。实验室实验的优点在于实验者可以对研究涉及的有关因素进行严格的控制，这类研究有很高的内部效度
 （internal validity），即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将实验中出现的各种差异归结为实验处理本身（而不是其他因素）。实验室实验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人为性太强和过于简化，致使研究结论难以推广到现实情境中。比如，莱珀等人的实验后来又被多次重复，用来支持这样的理论：奖励降低了个体在没有奖励时从事活动的兴趣。一些人批评课堂中分数、彩星等奖励的使用，这一观点成为他们的根据。然而，后来在实际课堂中使用真实奖品的一些研究却大多未能发现以上类似的结果（参见Cameron & Pierce，1994）。这并非意味着莱珀等人的研究是错误的，而是说明实验室实验得出的理论不一定适用于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情境，还需要在现实情境中加以验证。


随机现场实验
 　教育研究中常用的另一种实验是随机现场实验
 （randomized field experiment），即在现实课堂的真实环境中对教学进程或其他实践措施进行较长时间的考查（Levin et al.，2003；Mosteller & Boruch，2002）。比如，平内尔等研究者（Pinnell，Lyons，DeFord，Bryk，& Seltzer，1994）比较了四种针对阅读困难的一年级学生的教学方法。其中一种方法是阅读恢复法，即一个指导教师对一个阅读困难的一年级学生进行大量的阅读训练。在10个学校中，每个学校都分别选取阅读成绩最差的10名学生，然后随机将其中的4名学生分到采用阅读恢复法的实验组
 （experimental group），其余6名被分到控制组
 （control group），控制组的学生继续接受常规的阅读教学以及补救性阅读帮助。

4个月后所有的儿童接受测验。结果表明，阅读恢复组的儿童在4种测验上的成绩显著高于控制组的儿童。8个月之后他们又接受测验，阅读恢复组儿童的成绩仍然显著高于控制组。

现在来对比一下平内尔及其同事（1994）的随机现场实验与莱珀及其同事（1973）的实验室实验的异同。二者都使用了随机分配以保证实验开始前实验组和控制组本质相同。二者都试图保证实验组和控制组在除了实验处理以外的所有因素上都是相同的，但平内尔等人的实验研究（由于现场研究的本质）不太能够达到这一要求。比如，实验班和控制班由不同的教师来教学。由于许多教师的参与，或许该因素可以被平衡掉，但仍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现场实验对变量的控制远不如实验室实验严格（参见Pressley & Harris，1994）。另一方面，平内尔及其同事的研究是在实际课堂情境中进行的较长时间的实验，这意味着该实验比莱珀等人的实验具有更高的外部效度
 （external validity）（真实效度），也就是说，平内尔等人的研究对阅读困难的一年级学生的教学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无论是实验室实验还是随机现场实验，对教育心理学这门学科都具有重要作用。实验室实验对于研究者建构和检验理论是至关重要的，而随机现场实验则是对实际教学方案或教学改进的灵敏检验。比如，利厄·华盛顿所使用的写作过程方法曾与传统的方法做过多次比较评估，发现该方法具有很好的效果（Harris，Graham，& Pressley，2001）。这一结论并不能保证这种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情境，但它确实可以有效地指导教师依据这种方法改善写作教学。

最近，美国教育部开始力荐将研究作为教育实践的基础。例如，在2001年推行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方案中，“根据科学研究”这个说法在涉及由联邦资助运行的项目中出现了110次。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研究”主要指研究中的实验组和控制组是随机分配的（参见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03），尽管通过匹配来分组并进行比较的完善设计同样被重视。这些政策，以及为随机分组实验提供的新资金，都提高了随机实验的吸引力。未来将会出现更多的随机研究，并且这些研究会对教育政策和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参见Mosteller & Boruch，2002；Slavin，2003）。

在实际教育情境中，随机现场实验是很难实施的，因为很少有教师愿意被随机分配到某个组。为此，现场实验经常利用匹配的方法，即应用某种教学方法的教师或学校与应用另一种教学方法的教师或学校与控制组进行匹配。比如，考尔德伦等研究者（Calderón，Hertz-Lazarowitz，& Slavin，1998）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几所小学进行了“双语合作整合阅读与写作”（BCIRC）的教学实验。采用BCIRC教学方案的三所小学学生的先前学习成绩、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其他因素都与没有采用该教学方案的其他学校（控制组）的学生相当。进行前测后，对两类学校都进行两年的跟踪调查。结果发现，采用BCIRC教学方案的学校，其学生的阅读成绩高于控制组的学生。

虽然匹配这种方法比随机分配更实用，但在解释实验结果时要谨慎，毕竟一个组采用了某种方法而另一个组没有采用，可能有别的原因。实验组的教师是否有更高的动机？是否有更多的可利用资源？另一方面，他们是否更渴望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在使用匹配方法时，应该考虑到这些干扰因素并尽量予以排除（Mertler & Charles，2011）。


个案实验
 　教育研究中有时使用的一类实验方法是个案实验
 （single-case experiment）（参见Franklin，Allison & Gorman，1997；Neuman & McCormick，1995）。此类实验典型的研究形式是，对个别学生的行为观察若干天，然后对该学生实施某种特殊的方案，观察在实施新方案的过程中学生的行为变化，最后终止新的方案。如果实施方案时学生的行为有所改善，而终止方案时行为的改善也随之消失，则说明该方案影响着学生的行为。有时“个案”可以是接受同一实验处理的几个学生、全班或一所学校。

个案实验的一个例子是巴里什等人（Barrish，Sauders & Wolf，1969）所做的经典研究。在该研究中，四年级的一个班级是个案。如果在阅读和数学课上只要有一个学生说话或离座（未经允许），则观察者就把发生这些情况的时间百分比记录下来。10天后，开始实行特殊方案。把全班分成两个大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该组中的任何一个学生有不符合要求的行为，则该组将被记录一次。每天课程快要结束时，记录次数少的那个组可以有30分钟的自由活动时间；如两组的记录都不超过5次则均可自由活动。

该研究的结果见图1.2。在“好表现竞赛”开始之前（基线水平），在数学课上96%的时间都至少有1名学生在说话，82%的时间至少有1名学生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离座。在数学课上进行此竞赛时，全班学生的行为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当竞赛终止时，学生的行为又变得不好；但当重新开始竞赛时，行为再次有所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当把这个实验程序引入到阅读课上时，学生的行为也有所改善。学生在数学和阅读课上的行为改变这一事实让我们更为确信，“好表现竞赛”是有效的。

个案实验的主要局限性是它只能用于那些研究结果可以被多次测量的情形。因此，大部分的个案研究都涉及可观察的行为，如说话或离开座位，这些行为每天都可以被测量到，或每天测量多次。

■ 相关研究

教育心理学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或许就是相关研究
 （correlational study）。在实验法中，研究者特意改变一种变量来考察该变量对其他变量的影响。相关研究则不同，研究者考察各个变量的自然状态以检测它们之间是否相关。各个变量之间可以具有正相关、负相关或无相关。正相关
 （positive correlation）的一个例子是阅读成绩与数学成绩的关系，一般而言，阅读成绩比较优秀的人，其数学成绩也比较优秀。当然，也有些学生阅读成绩不错，而数学成绩则不行，反之亦然。但一般来说，某一学科的技能与其他学科的技能之间具有正相关：某个变量取值高时，另一变量的取值也很可能高。负相关
 （negative correlation）的一个例子是缺勤与学习成绩的关系。学生缺勤的次数越多，其学习成绩很可能越差。当某一个变量的值很高时，另一变量的值可能很低。若考察无相关的变量
 （uncorrelated variables），则变量之间不存在关系。比如，纽约的帕基普西市学生的学习成绩与俄勒冈的波特兰市学生的动机水平之间可能完全没有关系。

图1.2　成功的个案实验结果

从这些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四年级数学和阅读课上对良好行为进行奖励所产生的结果。在引入“好表现竞赛”程序之前的基线期中，不合要求的行为发生频率很高，但在实验期间，此类行为减少。如实验前对阅读课的第13次观察的结果是：在观察期间，学生几乎始终是离开座位的。然而，当实验进行时，在阅读课上的第53次观察期间，有学生离开座位的时间几乎为零。在个案实验中，若要考察实验处理对那些可以反复测量的行为的影响，则以上述图表的方式可以表明实验处理的有效性。

[image: 048-1]

资料来源
 ：H.H.Barrish, M.Saunders, & M.M.Wolf, "Good Behavior Game: Effects of Individual Contingencies for Group Consequences on Disruptive Behavior in a Classroom",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2
 , 1969, pp.19-124）



相关研究的一个经典例子是拉荷德恩（Lahaderne，1968）所做的实验，她考察了学生课堂注意水平与他们的学业成绩和智商（IQ）的关系。她对6年级的4个班中的125名学生进行观察，了解学生能注意多长时间（如听老师讲课和做作业的时间），然后将学生的注意水平与他们在阅读、数学、语言等课程上的成绩、IQ成绩以及对学校的态度等进行相关统计。相关研究的优点在于可以使研究者在自然的、非人为的情境下考察变量之间的关系。许多重要的课题只能通过相关研究来完成，比如，如果我们要考察性别与数学成绩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很难随机地指定学生当男生或女生！同样，相关研究还可以使研究者同时考察许多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

相关研究方法的主要缺点是：虽然该类研究可以告诉我们两个变量之间有关系，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关系是什么导致的。拉荷德恩的注意力、成绩、IQ相关研究也引发了这样的问题：是学生的注意力导致了好的成绩吗？抑或能力强、成绩好的学生只是比其他学生注意力更集中？相关研究并不能够全面地回答这些问题。但是，研究者确实可以利用统计方法来确定因果机制。拉荷德恩的实验可以阐明在IQ相等的学生中，注意力与学习成绩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比如，有两个智力水平中等的学生，注意力更集中的那个学生是否取得更好的成绩？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即注意力与成绩之间的关系只是因为IQ高的学生比其他学生的注意力更集中，故能取得更好的成绩，而不是因为注意力对成绩有什么影响。

图1.3对注意力、成绩以及IQ之间的相关给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在第一种解释中，注意力决定成绩。在第二种解释中，注意和成绩被认为是由第三个变量IQ决定的。哪种解释是对的？对这种关系所进行的其他研究表明，这两种解释都部分正确，即使排除IQ的影响，学生的注意力与成绩也是有关系的。

图1.3　对注意力、成绩与IQ之间关系的可能解释

相关研究可以表明各个变量之间是有关系的，但这类研究不能证明产生这种关系的因果机制。比如在拉荷德恩（Lahaderne，1968）的研究中，是学生的注意力导致好的成绩（第一种解释），还是第三个变量IQ决定了注意力和学习成绩（第二种解释）？这两种解释都部分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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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Lubienski and Lubienski，2006）进行了另一例相关研究。研究者用全美教育进展评估（NAEP）数据来考察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更能提高学生的阅读和数学成绩。表面上看，私立学校学生的测验分数更高，但以统计方法控制学生族裔、家庭经济状况及其他背景变量后，研究者发现公立学校学生的得分至少和私立学校学生相当。

■ 描述性研究

实验研究和相关研究都试图寻找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有些教育心理学研究只是试图描述感兴趣的教育现象。例如，美国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NICHD）对全美780个三年级课堂进行了一项观察研究（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2005），对儿童所体验到的课堂环境巨大差异进行了描述。研究发现，三年级课堂的主要时间侧重基本技能，只有很少的时间用于高级技能，但在时间的分配上还存在巨大的差异。另一个例子中，莫森塔尔及其同事（Mosenthal et al.，2004）对佛蒙特州阅读成绩一直突出的6所学校进行了观察和描述，发现这些学校中的教师都是非常专注的，会不断地对自己的教学进行评估。描述性研究
 （descriptive research）的一种类型是调查或访谈，另一种类型是人种学研究。人种学方法涉及对某一社会环境（如课堂或学校）进行一段较长时间的观察。人种学研究的一个例子是在芝加哥一所高中进行的为期一年的研究（Anagnostopoulos，2006）。研究者对教师、学生进行了观察、访谈，以获得他们对一项新政策（学生必须通过一项测验，才能够升入下一个年级）的反应。研究发现，教师和学生在心里将留级生分为两类：“确实应降级者
 ”和“像样的学生
 ”。他们认为的“确实应降级者”是应该留级的“坏孩子”，而“像样的学生”是不应该留级的。与那些把结果浓缩为客观而冷酷的数字研究方法相比，许多描述性研究对学校和课堂中发生的事情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陈述与分析。描述性研究通常不具有相关研究或实验研究的科学客观性，但其细节和解释的丰富性可以弥补这一不足（Creswell，2002；Northcutt & McCoy，2004； Rossman & Rallis，2003）。

发展心理学家普遍应用描述性研究来揭示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发展特征。发展心理学中最重要的描述性研究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所做的（Piaget，1952b）。他从对自己孩子的详细观察开始，根据观察所得结果，提出了从婴儿到青春期的认知发展理论（Wadsworth，2004）。

■ 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
 （action research）是描述性研究的一种具体形式，由教育者在自己的课堂中或学校里开展（A. P. Johnson，2009；Mills，2007；Stringer，2008）。在行动研究中，教师或校长尝试采用一种新的教学方法或学校组织管理策略，搜集这种方法或策略实施效果的有关信息并与他人交流。由于教育者本人参与实验，所以行动研究缺乏其他研究的客观性。但行动研究能带来一线教师或管理者的深度见解，这是局外人做的研究所不能比拟的。

如何成为一名有意识的教师

想想你所遇到的最好、最有意识的教师，他们通常非常自信、有爱心、具有很高的教学技能和对学科的热情。他们最初学习教育心理学时，却可能像你今天一样，对如何做教师感到恐惧、不确定和茫然。但他们坚持学习，最终成为你难忘的优秀教师。你同样可以做到。

■ 教师资格认证

在成为一名有意识的教师之前，你需要先通过资格认证。每个州、市、郡都有自己的要求。虽然也有其他认证途径，不过在美国大多数地方你至少需要大学四年本科毕业，并选修特定学科。你还需要丰富的教学经验。在多数州，拥有这些还不够，你还需要通过教师资格认证考试，或称执照测验。大多数州的要求都以图1.4列出的十项有效教学原理为基础。不论这些测验是由州际新教师评估与支持协会（INTASC），还是由教育考试服务机构（ETS）或者其他州的教育部门开发（参见Darling-Hammond，2008），INTASC提出的这十项教学原理，构成了多数教师资格测验的基础。

图1.4　INTASC开发的新任教师资格与发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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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 (1992）.



INTASC自主开发了教学知识测试
 （TTK）。这个测试评估的是新任教师关于儿童发展、教与学的理论、评价、语言获得的知识，学生的已有经验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其他有关教学的重要基础知识技能。一些州已经开始使用这个测试。可以访问州立学校校长协会（CCSSO）网站www.ccsso.org/intasc，获得有关TTK的更多信息。

教育考试服务机构开发的新任教师的实践系列专业测评（The Praxis SeriesTM
 Professional Assessments for Beginning Teachers），是各州最常采用的教师资格认定测试。实践系列对应教师发展的重要阶段分为三个部分：系列一，参加教师培训项目前学术技能测评；系列二，获教师入职资格前的学科知识测评；系列三，任教一年教师的课堂表现测评。当教师完成准备性培训时，需要进行系列二的测评。系列二根据不同年级段（幼儿园到六年级，五年级到九年级，七年级到十二年级）所需的教育心理学内容，对教与学的原理（PLT）相应设计了三项测验。每项测评包括四个领域：作为学习者的学生，教学和评价，沟通技能以及教师职业水准。

每个PLT测评会呈现四种情境，每种情境下有相应的三道简答题。同时还会有24道多项选择题，一共36道题。有关实践考试系列的详细信息可以在网站www.ets.og/praxis上查询。在这个网站上，你可以先参见测验概览网页，包括测评的主要框架，例题及最佳答案的解释，通过测评的策略等。同时还可以看到每个州的要求，以确定各个州使用哪项实践考试（如果使用的话）。请注意，可能会有个别大学使用实践考试系列，但其所在州并不使用的情况。

每个使用实践考试系列的州、市、院校都会设定自己的通过标准。每个州所设定的各个测验的通过分数可以在网站上或你的分数报告的小册子里找到。

很多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纽约州，都已经开发了或者正在开发自己的教师资格认证测验。这些测验所包括的内容多与实践学与教的原理测验相似。

本书有很多建议针对教师资格认证测验常考的主题。各章节中标注为资格认证指南
 的旁注，会强调各州教师资格测验（包括实践学与教的原理测验）中经常会出现的知识点。

■ 资格认证之外

获得教师资格证书是成为一名有意识教师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从教学实习开始，到找到第一份教职，你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创设机会或利用各种机会来培养有意识的教师所需具备的技能。


寻求督导
 　那些经验丰富、有意识的教师是你最好的资源（Nieto，2009）。不仅因为他们非常高效，而且因为他们能够理解并描述自己做的事（幸运的话，他们也能够帮助你做到这些）。与学校经验丰富的教师进行交谈，观察他们是如何教学的，请他们观察你的教学并提出建议，就像本章开头部分的案例中埃伦·马西斯那样。许多学校都会在新教师入职的头几年提供指导。即使你的学校没有提供这样的指导，你也可以为自己寻找这样有经验的、能帮助你的督导者。


寻求职业发展
 　各学区、各大学、各州的教育部门以及其他一些机构会为教师提供各种类型、多种主题的职业发展工作坊，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参与这些工作坊。最佳的专业发展包括接受某种形式的教练辅导或者追踪随访，即请熟悉某种方法或方案的人到你的班级来，观察你是如何实施教学方案的，并提供相应的反馈（参见Darling-Hammond & Richardson，2009；Hirsh & Hord，2008；Neufield & Roper，2003）。与同校的教师一起参加工作坊，大家有机会分享成功经验、讨论面临的挑战，这种方式也非常有效（参见Calderón，1999）。


交流教学
 　与你的同事、以前的同学、从事教学工作的朋友，甚至是那些不教书的朋友进行交谈，分享你在教学中的成功、失败和疑问。如果教学只涉及你和你的学生，那么它会成为一种令人孤独的体验。抓住每一个交流想法的机会，从有同理心的同事那里获得支持（Nieto，2009）。还可以参加读书俱乐部，来讨论有关教学的一些文章、书籍（Hoerr，2009）。


专业出版物和协会
 　有意识的教师会进行大量的阅读。你所在的学校也许订阅了面向教师的杂志，或者你自己也可以订阅。例如，《教师杂志》（Teacher Magazine
 ）、《从理论到实践》（Theory Into Practice
 ）、《学习》（Learning
 ）、《幼儿》（Young Children
 ）、《卡潘》（Phi Delta Kappan
 ）、《教育领导力》（Educational Leadership
 ）等。还有一些学科类的杂志如《阅读教师》（Reading Teacher
 ）和《数学教师》（Mathematics Teacher
 ）等。

另外，可以查询你所教的学科领域或感兴趣的相关领域的专业协会。全美性的教师协会，如美国教师联合会（AFT）和全美教育协会（NEA）等，都有很多出版物和各种工作坊，还提供其他很多资源，你从中会获益颇多。你所在州的教育部门、地区教育实验室或者学区办公机构都有一些可用资源。下面是一些有用的网站：

美国教育研究协会：www.aera.net

美国教师联合会：www.aft.org

加拿大教育研究协会：www.cea-ace.ca

特殊儿童委员会：www.cec.sped.org

国际阅读协会：www.reading.org

全美双语教育协会：www.nabe.org

全美幼儿教育协会：www.naeyc.org

全美黑人学校教育者协会：www.nabse.org

全美社会研究协会：www.ncss.org

全美英语教师委员会：www.ncte.org

全美数学教师委员会：www.nctm.org

全美教育协会：www.nea.org

全美文学研究所：www.nifl.gov

全美中学协会：www.nmsa.org

全美科学教师协会：www.nsta.org


网络链接

当你对教学的激情已让朋友和同事们力不从心时，不妨求助于网络上的虚拟同事。下面仅罗列一部分以教师为导向的网址及博客，它们提供了机会与平台来分享建议、观点及观察所得（Ferriter，2009a，b）。

Blogger（www.blogger.com）

Edublogs（www.edublogs.com）

Education world（www.education-world.com）

The Knowledge Loom（www.knowledgeloom.org）

K-12 Professional Circle（www.nces.ed.gov/practitioner/teachers.asp）

Typepad（www.typepad.com）

The Vent（www.proteacher.com）

有的网站是面向小学教师的（www.wmtps.org/techini/bestsite/bestsite.html），有的是面向中学教师的（www.middleweb.com/10TeachingSites.html），还有些是分主题面向不同学科教师的（www.assortedstuff.com/top101/?page_id=2）。中学科学课教师可以访问www.sldirectory.com/teachf/scied.html。课堂中使用先进技术的教师还可以访问网络学习社区（http://learnweb.harvard.edu/ent/home）。



本章概要

怎样才是称职的教师

称职的教师了解自己所教学科的课程，掌握教学技能。他们温和、热忱，具有关爱之心，能够完成有效教学所涉及的所有活动。他们是有意识的教师，他们在做出决策以及教学时应用教育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他们能够将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与常识结合起来。

研究在教育心理学中有何作用

教育心理学是对学习者、学习以及教学的系统研究。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主要关注信息、技能、价值观和态度等在课堂师生之间沟通过程中的作用，关注心理学基本原理如何应用于教学实践。这些研究影响着教育政策的制订、教师职业发展项目以及教学材料的选用。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实验研究包括考察某些特定的教育项目或实验处理的有效性。实验之前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各个组，这有助于确保各个组是对等的，实验结果是有效的。接受实验处理的实验组与不接受实验处理的控制组要匹配。实验室实验是高度结构化的，持续时间比较短，所涉及的变量都被严格地控制。随机现场实验的结构化程度则较低，在真实情境中长时间进行，并不对所有的变量都加以控制。个案实验是在实验处理前后的一段特定时间里对一个或一组学生进行观察。相关研究主要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关系。变量之间可以具有正相关、负相关或无相关。相关研究提供有关变量的信息，而不操纵变量或设置人为的情境。但是，相关研究并不能够说明变量之间关系产生的原因。描述性研究运用调查、访谈或观察等方式来描述社会环境中的行为。

如何成为一名有意识的教师

在成为一名有意识的教师之前，你首先要取得教师的资格。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关于教育程度、教学实习以及资格考试等方面的要求，其中主要包括教学知识测试、实践考试系列等。你可以通过寻求督导、职业发展、与同事和朋友交流经验来发展自己作为有意识教师的技能。

关键术语

回顾本章中的以下关键术语：

教育心理学

教学法

意向性

教师效能感

批判性思维

原理

理论

实验处理

变量

实验

随机分配

实验室实验

内部效度

随机现场实验

实验组

控制组

外部效度

个案实验

相关研究

正相关

负相关

无相关的变量

描述性研究

行动研究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指导语：
 本章开头的案例中所涉及的评价指标是各州的资格认证考试的常见考点。请重读开头的案例，回答下列问题：


	在本章的第一段，埃伦·马西斯不清楚为什么她的学生没有创造性和想象力。根据教育心理学家的研究，埃伦最有可能缺乏下面的哪种素质？
	课堂管理技能

	学科知识

	意向性

	常识








	利厄·华盛顿与埃伦·马西斯谈论如何让学生写出有趣的作文。下面哪种描述概括了利厄的写作教学方法？
	所选择的教学方法、学习活动和教学材料适合于学生，具有动机激发作用

	让能力相当的学生一起学习，这样教师能够调整教学以满足不同能力组的学生的不同需要

	在从事写作活动时，把教师看做教学活动的中心

	个别化是教学的首要目标，直接教学是次要目标








	根据专长发展的有关研究，有哪些特征可以将专家教师与新手教师区分开来？
	由于新手教师的学科内容知识不如专家教师丰富，所以更倾向于依赖通用的教学法

	由于专家教师的思维活动较复杂，所以比新手教师有更多的短时记忆加工活动

	新手教师需要不断地提升和检查自己的教学实践活动，而专家教师使用“最佳实践”教学法

	专家教师是批判性思维者








	人们经常指责教育心理学家研究一些众所周知的常识问题。但教育心理学家们很清楚，众所周知的常识未必是正确的。下面除一个选项外，其余都是人们熟知但未必正确的。请找出有研究支持的那个正确选项。
	根据学生的能力水平进行分班可以提高学生的成绩

	训斥学生的错误行为可以改善其行为

	整班教学比个别化教学更有效

	有意识的教师能够根据不同学生以及不同情境的需要来平衡一些难兼顾的目标








	利厄·华盛顿与埃伦·马西斯讨论了她所使用的很多教学策略。我们很容易发现，利厄把教学视为决策过程。她能够识别出各种问题及可能的争论；能从多个角度来分析情境；能根据专业知识来形成活动方案，并且能：
	选择最恰当的活动方式，评判活动效果

	选择与她个人的教学观相一致的教学策略

	征询专家教师和领导的意见，寻求对活动计划的支持

	让学生根据他们自己的兴趣与需要来做出教学决策








	研究的结果通常表现为原理、规律和理论。利厄·华盛顿在与埃伦·马西斯谈论如何教学生写作文时，讲到了许多教育心理学的原理和理论。首先，请描述埃伦·马西斯在教学活动中所遇到的困难（如，给所有的学生布置相同的题目），然后描述她可以应用哪些原理和理论使学生参与有趣、有意义的课堂活动。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目的就是应用客观的方法来探讨教与学的问题。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实验法、相关研究、描述性研究与行动研究。思考一个要研究的问题，然后描述如何应用上述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




	有意识的教师会留心职业学习和发展所需的资源。他们根据学生的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学。假设你要教授的是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举出四个寻找相关信息从而帮助你教学的方法。







2　认知、语言与读写能力的发展

本章提纲


儿童的认知是如何发展的



	
发展的不同方面


	
发展的各种争论





皮亚杰是如何看待认知发展的



	
发展是如何产生的


	
皮亚杰的发展阶段论





今天如何看待皮亚杰的研究



	
对皮亚杰理论的批评和修正


	
新皮亚杰主义的发展观





维果斯基是如何看待认知发展的



	
发展是如何产生的





语言和读写能力是如何发展的



	
学前阶段语言和读写能力的发展


	
中小学阶段语言和读写能力的发展





学习成果


学习本章后，你应当能够：


	
描述皮亚杰和维果斯基关于人类发展的理论


	
列出在课堂中用于提高幼儿读写能力发展水平的方法


	
列出中小学阶段语言和读写能力发展的阶段





帕翠莎·温对自己所教的三年级班级感到非常自豪。她的学生在州统考中所有的科目上都表现优异，尤其是在她最喜欢的科学科目上。所以她决定给学生们一个非常喜欢的、更具挑战性的任务。“同学们，”帕翠莎·温宣布，“你们在科学科目上的表现都非常棒，我非常高兴！今天，我会给你们一个需要小组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会挑战你们的智慧，但我知道你们能够解决它。”

“在每个桌子上都有一个单摆、几个砝码、一个秒表。你可以变换单摆上砝码的重量、绳子的长度、你推动砝码开始摆动的力量，还有其他你想变换的任何方面。我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单摆在一分钟内摆动的次数？”

学生立刻兴奋地着手尝试。他们试着将砝码的重量增加或减少、摆动的力量加大或减少、绳子增长或减短。每个小组都有一个计时员，写下每种条件下单摆一分钟摆动的次数。学生们相互讨论着：“是重量！”“是推力！”“是绳子！”各个小组都非常努力，但似乎有些茫然无序。没有一个组得出正确答案（只有绳子的长度是决定因素）。

帕翠莎对此感到意外。学生们的科学知识很丰富，努力尝试，并进行了小组合作，然而他们却没有解决问题。


运用你的经验



批判性思维
 　你认为帕翠莎·温班上的学生为什么没有能够解决单摆问题？就教师在教学中为什么要考虑学生的发展阶段这个问题而言，上述案例对你有何启示？



在孩子最初的18年生命中，经历了一系列惊人的变化。其中许多变化是显而易见的——长大了，更聪明了，人际能力更强了，等等。然而，还有许多方面的发展并不那么明显。每个儿童的发展方式和速度都是不同的；发展受到人的生物特征、文化、父母的教养方式、教育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每位教师都需要了解儿童是怎样发育、发展的，以便更好地理解儿童怎样学习、教师怎样有效地教学（Comer，2005）。

儿童的认知是如何发展的


发展
 （development）指一生中人们的成长、适应和变化过程，主要包括个性发展、社会情绪发展、认知发展（思维）以及语言发展。本章首先介绍两种被广泛认可的认知发展理论：皮亚杰和维果斯基的发展理论（参见Bee & Boyd，2010；Berk，2009；Feldman，2010；Keenan & Evans，2010）。

■ 发展的不同方面

儿童不是小大人。儿童的思维方式、看待周围世界的方式都与成人不同。有效教学的首要前提就是教师必须了解学生怎样思考以及怎样看待周围世界。有效的教学策略必须考虑学生的年龄和发展阶段。一个聪颖的三年级学生好像能掌握任何数学知识，但实际上他的认知还不成熟，不具备代数学习所要求的抽象思维。在开头的案例中，帕翠莎·温女士班上的同学都很聪明、动机很强，然而解决单摆问题所需要的思维方式直到青春期才会出现，此为经典例子。青春期的大多数学生能够合乎逻辑地思考此类问题，并且采取合理有序的方法逐步趋近问题答案。

■ 发展的各种争论

几十年来，发展心理学家们在两个核心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一是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后天经验的影响，二是发展是否存在阶段性。


先天和后天之争（先称作“天性和教养之争”）
 　发展在出生之前就由遗传和生物因素预先决定，还是由后天经验和其他的环境因素决定？目前，许多发展心理学家（比如，Bee & Boyd，2010；Berk，2009；Cook & Cook，2007）认为，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共同影响着发展，生物学因素在发展的某些方面起决定作用，如身体的发展；而环境因素则在其他方面起决定作用，比如道德的发展。


连续和不连续之争
 　第二个争论围绕着发展变化是怎样发生的而展开。其中连续发展理论
 （continuous theory of development）认为，随着技能的发展以及在与照料者和环境互动中获得各种经验，儿童以平稳推进的方式发展着。连续发展理论更强调环境而非遗传在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儿童的成长必须经过一系列可预测的固定发展阶段。按照这种观点，当儿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时，变化几乎是突然发生的。该观点认为，虽然不同儿童的发展速度是不同的，但所有的儿童都是以相同的顺序来获得各种技能。儿童在每个阶段所获得的能力并非在上一阶段基础上简单地“增加而性质不变”；相反，在每个阶段，儿童都发展出性质各异的理解力、能力和信念。虽然在某个时期同一个儿童或许同时表现出数个阶段的行为特征，但是跳过某一阶段是不可能的（DeVries，2008；Zigler & Gilman，1998）。与连续发展理论不同，发展的阶段性理论或不连续发展理论
 （discontinuous theory of development）在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时，更注重先天因素而非环境的影响。环境因素或许能够影响发展的速度，但各个发展阶段间的顺序基本上是固定的。根据这种观点，帕翠莎·温班上的9岁儿童无论学到多少知识都无法解决单摆问题。因为他们尚未达到能同时思考多种因素来解决问题的思维发展阶段。

持阶段理论的心理学家，如皮亚杰和维果斯基，都认为存在着可识别、可描述的不同发展阶段。然而，二人的理论在阶段数以及具体细节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参见DeVries，2008）。

皮亚杰是如何看待认知发展的

皮亚杰1896年出生于瑞士，他是心理学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发展心理学家（见Flavell，1996；Wadsworth，2004）。他获得生物学博士之后，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并基于对自己三个孩子的仔细观察，形成了他的早期理论体系。皮亚杰认为自己是把生物学的原则和方法运用到人类发展的研究中，他将生物学中的许多术语直接引入到心理学中。

皮亚杰探索了心理能力为何以及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皮亚杰认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儿童对周围环境的操纵以及与周围环境的积极互动。皮亚杰认为知识来源于行动（见DeVries，2008；Wadsworth，2004）。皮亚杰的认知发展
 （cognitive development）理论指出，儿童的智力或称认知能力的发展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而新能力和新的信息加工方式的出现是每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后期研究对皮亚杰理论中的一些细节提出了质疑。特别重要的一点是，现在已知在一定的环境下，皮亚杰所描述的认知变化要出现得更早。但不管怎样，皮亚杰的工作为理解儿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 发展是如何产生的


图式
 　皮亚杰认为，所有的儿童天生都具有与周围环境互动并理解周围环境的本能倾向。年幼儿童表现出的行为或思维模式，即图式
 （schemes），年长的儿童和成人也应用这类图式来应对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我们运用图式来探索周围的世界并采取行动，每个图式都以固定的方式来应对所有客体和事件。当婴儿遇到一个新的客体时，他们怎样全面地了解它呢？根据皮亚杰的理论，儿童会运用他们已建立的图式去探究，比如，敲击物体时是发出响亮还是柔和的声音；尝起来是什么味道；能否供给奶水；落地时是否发出砰的一声（见图2.1）。

图2.1　图式

婴儿运用称之为图式的行为模式来了解周围的世界。

[image: 059-1]



同化和顺应
 　根据皮亚杰的观点，适应
 （adaptation）就是通过同化和顺应的方式来调整图式，以对环境做出反应的过程。同化
 （assimilation）就是根据已有图式来理解新客体或事件的过程。如果你给婴儿一些以前从未见过但类似已熟悉物品的小物品，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抓、咬或者敲击这些物品。换句话说，他们试图用已有的图式来了解这些未知的东西（见图2.1b）。同样地，一名高中生或许有这样一种学习图式：把知识写在卡片上，记住卡片上的内容。之后，她试图将这种图式用于学习诸如经济学的较难概念，在这种情形下，这种图式或许是无效的。


网络链接

要了解更多有关皮亚杰的生活与工作的内容，请访问www.oikos.org/Piagethom.htm和http://webspace.ship.edu/cgboer/piaget.html。要了解将皮亚杰的理论应用于课堂的信息，可以访问www.le.ac.uk/education/resources/SocSci/piaget.html。皮亚杰学会的网站是www.piaget.org。



有时，当已有的方式在探究世界的过程中不能奏效时，儿童或许会根据新信息或新经验来修改已有的图式，这个过程叫顺应
 （accommodation）。例如，假定某儿童具有敲击小物品的图式。如果给他一个鸡蛋，他肯定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去敲击鸡蛋（如图2.1c）。然而，儿童的敲击图式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一点表现得并不明显。由于敲击鸡蛋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即鸡蛋破碎），这个儿童或许会改变已有的图式。他以后或许会重击某些物体而轻触另一些物体。仅通过记忆学习的那位高中生也可能会尝试用不同的策略来学习经济学，比如与朋友一起讨论较难理解的概念。

无论是敲击鸡蛋的儿童，还是死记硬背的学生，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已有的图式不能完美应对眼前的问题。用皮亚杰的理论来解释，这产生了一种不平衡状态，即已有的经验和现在遇到的问题之间产生了不平衡。人们会很自然地试图减少这种不平衡，方式是关注导致不平衡的刺激，之后建立新的图式或者调整旧的图式，直至达到一种新的平衡。这种恢复平衡的过程叫做平衡作用
 （equilibration）。按照皮亚杰的观点，学习依赖于这个过程。只有平衡被破坏时，儿童才有机会学习和发展。最终，儿童表现出具有质变的思考世界的新方式，由此升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皮亚杰认为，亲身体验以及对环境的操纵是产生发展性变化的关键所在。然而，他也相信，同伴相互间的社会作用，尤其是争论和讨论，有助于厘清思维，使其更加合乎逻辑。研究强调，让学生置身于与他们已有的世界观相矛盾的活动事件或资料中，是提升其认知发展的重要方式。

皮亚杰的发展理论体现了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m）的思想。建构主义把认知发展视为儿童通过亲身经验和互动，主动地建构意义系统以及对现实理解的过程（见Berk，2006；Cook & Cook，2007；Wadsworth，2004）。按照这种观点，儿童通过对新信息的不断同化和顺应来主动地建构知识。

■ 皮亚杰的发展阶段论

皮亚杰将儿童和青少年的认知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他认为所有的儿童都会依次经历这四个阶段。虽然儿童经历这几个阶段的发展速度可能不尽相同，但是都不可能跳过某一发展阶段。同一个个体或许能同时进行不同阶段的活动，这在从一个阶段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转折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表2.1概述了皮亚杰关于儿童和青少年经历四个阶段时的大致年龄以及每个阶段的主要表现。


感知运动阶段（出生～2岁）
 　最早的一个阶段叫感知运动阶段
 （sensorimotor），因为这个阶段的婴儿或年幼儿童通过他们的感官和动作技能来探索周围世界。在感知运动阶段，儿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最初，所有的婴儿都有本能的反射
 （reflexes）行为。接触新生儿的嘴唇会引起吮吸；把你的手放在婴儿的手掌中会引起抓握；这些行为以及其他一些行为都是本能的，是儿童建立最初图式的基础。

婴儿不久就学会运用这些反射行为创造出更有趣、更有目的性的行为模式。最初，这种学习是偶然进行的，以后则表现为更有目的的尝试–错误努力。在皮亚杰看来，感知运动阶段结束时，儿童解决问题的方式从最初的试误式发展为更有计划性。他们第一次能够对客体和事件进行心理上的表征。此时，我们所谓的“思维”出现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进步，它意味着儿童能够深入思考和规划其行为了。例如，一个两岁的儿童在厨房里看母亲准备晚餐。如果他知道折叠凳放在哪里，他或许会要求把它撑起来，以便能站在上面更好地看到台子上的东西，也有机会尝上一小口。他不是无意中发现这种方法的；相反，他考虑了这个问题，发现可以用折叠凳来解决。在头脑中尝试这种方法之后，才加以实践（Trawick-Smith，2010）。

感知运动阶段的另一项发展标志是客体永久性
 （object permanence）。皮亚杰认为，儿童必须认识到客体作为物质是恒定的，即使它不在眼前也仍存在。例如，如果你用毛巾把婴儿的奶瓶盖起来，婴儿不会把毛巾移开，而是认为瓶子没了。两岁时，儿童知道即使客体不在眼前，它们仍然存在。一旦儿童意识到不在眼前的客体仍然存在，他们就开始在头脑中用符号来表征这些事物，从而能思考这些事物（Cohen & Cashon，2003）。

表2.1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

根据皮亚杰的观点，人们从出生到成年，其认知发展依次经历四个阶段。新的心智能力的出现是每个新阶段到来的标志，而这些新的心智能力使得人们能够以更为复杂的方式来理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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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运算阶段（2岁～7岁）
 　在前运算阶段
 （preoperational stage），儿童有更强的能力思考事物，并能运用符号表征事物（Massey，2008）。他们的言语和概念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然而，他们的思维仍相当原始。皮亚杰的一项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发现是：年幼儿童不能理解守恒
 （conservation）原理。例如，你当着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儿童的面，把牛奶从一个高而窄的容器中倒入一个低而宽的容器中，儿童会认为高杯子中的牛奶更多（见图2.2）。类似地，同一阶段的儿童可能认为切成四片的三明治比整块的更多些。即使给他们展示两排积木的数目是相同的，他们也会认为松散摆放的一行积木比紧凑摆放的一行积木数目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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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儿童对皮亚杰守恒任务有可能做出怎样的回答？她处于哪个发展阶段？作为教师，你如何帮助年幼儿童发现因集中化和不可逆性而产生的错误？



在前运算阶段，儿童的思维所具有的几个特征可以解释在守恒任务上出现的错误。一个特征是集中化
 （centration）：仅注意情境中的某一个方面。图2.2展示的例子中，儿童可能会认为倒入较宽容器中的牛奶变少了，这是因为他们仅注意到容器的高度而忽视宽度。在图2.3中，儿童只注意到积木行的长度，而忽视其密度（即积木的真实数目）。

图2.2　守恒任务

这是研究液体容量守恒的典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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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Robert V. Kail and Rita Wicks-Nels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th ed）, p. 190.© 1993 Pearson Education, Inc.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Pearson Education, Inc.



图2.3　集中化

集中化即只注意到情境中的某一个方面。该特征可以解释年幼儿童产生的某些知觉错误。

[image: 063-1]

资料来源：Barry Wadsworth,
 Piaget for the Classroom Teacher
 , 1978, p. 225, published by Longman Publishing Group.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可逆性
 （reversibility）是指改变思维方向从而回到起始点的一种能力，这是前运算阶段儿童思维发展的另一个特征。例如，作为成人，我们知道如果7+5=12，那么12-5=7。如果我们将5件东西加入到7件东西中，然后再拿走5件（与我们刚才所做的相反），那么仍然剩下7件。如果前运算阶段的儿童这样思维，那么他们就能在头脑中逆转倒牛奶的过程，能够意识到如果牛奶被重新倒回那个高的容器中容量是不变的。

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儿童，其思维的另一个特征是只注重状态。在上述的牛奶问题中，牛奶从一个容器倒进另一个容器。学前儿童忽视了倾倒这个过程，仅仅注意到起始状态（高玻璃容器中的牛奶）和结束状态（浅盘中的牛奶）。“（儿童）就好像正在看一系列静止的图片，而不像成人那样看到的是连续的电影”（Phillips，1975）。与成人不同，年幼的学前儿童所形成的概念会随情境而改变，而且也不总是合乎逻辑。两岁的儿童一会儿把绒布玩具动物看成是无生命的，一会儿又看成是有生命的，我们对此又如何解释呢？不过，最终儿童的概念将变得更加稳定，更为清晰。儿童变得越来越关注自己的概念与他人的概念的一致性。但是，他们仍然缺乏将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协调起来的能力。

最后，前运算阶段的儿童在思维方面还具有自我中心
 （egocentric）的特征。这个阶段的儿童认为别人眼中的世界与他们看到的完全一样。例如，皮亚杰和英海尔德（Piaget & Inhelder，1956）让儿童坐在三座山模型的一边，要求他们描述坐在对面的一个玩具娃娃所看到的三座山的形状。六七岁以下的儿童所描述的玩具娃娃看到的形状与他们自己看到的一样，虽然对成人来说，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前运算阶段的儿童无法理解别人的视角，他们通常完全以自己为参照来解释事情。米尔恩（A. A. Milne）所写的《小熊维尼》（Winnie-the-Pooh
 ）中的一段话即反映了年幼儿童的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小熊维尼坐在森林中，听到嗡嗡的声音。

那阵嗡嗡的声音表示有东西。要是没有什么东西，你就不可能听到那种嗡嗡、嗡嗡的声音。如果有嗡嗡的声音，就一定是什么东西在发出那种声音。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惟一能够发出嗡嗡声音的，就只有蜜蜂了……然后他又想了很长时间，对自己说：“我知道，对蜜蜂来说，它惟一的目的就是酿蜜……”然后他站起来，又对自己说：“酿蜜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给我吃。”


具体运算阶段（7岁～11岁）
 　在心智能力方面，虽然具体运算阶段的小学儿童比前运算阶段的学前儿童有非常明显的提升，但是他们仍不能像成人那样思维（Davis，2008）。他们深深地沉浸在表观世界中，难以进行抽象思维。弗拉韦尔（Flavell，1985，p. 103）将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描述为：采用“一种缺乏想象的、具体的以及注重实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一直离不开他们眼前的可觉察、可推理的现实世界。小学儿童不是理论家。”具体运算阶段
 （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这个术语反映了这种缺乏想象的思维。处于该阶段的儿童能够形成概念、发现关系、解决问题，但是所有这些都必须与他们熟悉的客体和情境相关联。

在小学阶段，儿童的认知能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学阶段的儿童对守恒问题不再感到困难，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可逆性。例如，他们能够认识到浅而宽的容器中的牛奶与高而窄的容器中的牛奶一样多；因为如果将牛奶重新倒入高而窄的容器中，它一定会达到原来的高度。前运算阶段与具体运算阶段的基本差异还表现在：前运算阶段的年幼儿童对外显表象进行反应，而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年长儿童对内隐实质
 （inferred reality）进行反应。弗拉韦尔（Flavell，1986）用实验证实了这种观点。他先让儿童看一辆红色玩具汽车，然后当着儿童的面，将汽车置于滤镜之下，使之看起来好像是黑色的。当问及汽车的颜色时，3岁儿童的回答是“黑的”，而6岁儿童的回答则是“红的”。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年长儿童能够对内隐实质做出反应，以其实际意义为背景来看待事物；学前儿童所了解的只是他们眼睛所看到的，几乎没有能力去推断所看到的事物背后的真正意义。

在具体运算阶段，儿童要学习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序列化
 （seriation），即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排列事物，例如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木棍。为了完成这类任务，他们必须能够根据某一标准或维度（此例中为长度）对物体进行排序或者归类。一旦儿童获得了这种能力，他们就能掌握一种相关的技能，即传递性
 （transitivity）。这种能力是指在了解两个物体与第三个物体之间的关系后，据此推断两个物体之间的关系。例如，你告诉前运算阶段的儿童：汤姆比贝基高，贝基又比弗雷德高。那么，他们不能得出汤姆比弗雷德高的结论，尚未达到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还不能进行此类逻辑推理。在具体运算阶段，学龄儿童有能力进行两种需要可逆性思维的心理转换：一种是逆运算（＋A的逆运算是－A），另一种是互换性（A<B与B>A是可互换的）。到具体运算阶段末期，儿童具有心智能力学习加减乘除运算，按照大小顺序排列数字，根据任意多条标准将事物分类。只要事物是具体可见的，儿童就能够进行“如果……会发生什么”的思考。例如，“如果我先拉弹簧再放开它，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儿童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足以让他画出从家里到学校的地图，他们也能形成对过去事件的认识。

小学阶段的儿童也正在从自我中心的思维发展为去自我中心或者客观思维的方向发展。去自我中心思维使得儿童能够了解到他人具有与自己不同的感知。例如，他们能够理解其他儿童会觉得云彩像另外的物体；能够了解到事件是由物理定律控制的，比如万有引力定律。所有的这些改变并非同时发生，而是在整个具体运算阶段逐渐发展起来的。


形式运算阶段（11岁～成人）
 在青春期开始前后，儿童的思维开始发展到形式运算阶段。形式思维是成人思维的主要特点（Horn，Drill，Hochberg，Heinze，& Frank，2008；Packard & Babineau，2008）。青春前期的儿童开始具有抽象思维，能够了解各种可能性，而不受眼前具体情形的限制。这种能力的发展一直持续到成年。随着形式运算阶段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的到来，个体应对潜在或假设情境的能力也开始出现；这时，形式与内容相互分离了。

英海尔德和皮亚杰（Inhelder & Piaget，1958）的研究发现，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小学生与处于形式运算阶段的青少年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操作一项任务——即帕翠莎·温让她的三年级学生完成的单摆问题。给儿童和青少年一个末端拴有砝码的绳子构成的单摆。他们可以改变绳子的长度、砝码的重量以及推动单摆的高度和力量。要解决的问题是：找出影响单摆的摆动频率（每分钟摆动次数）的因素。只有绳子的长度影响单摆摆动的频率：绳子越短，单摆摆动的速度越快。实验如图2.4所示。进入形式运算阶段的青少年能以非常系统的方式来操作该实验，一次只改变一个因素（比如，保持绳子的长度不变，尝试不同重量的砝码）。在英海尔德和皮亚杰的实验中，一个15岁的儿童先选用100克的砝码、一根长绳子和一根中长绳子进行试验；之后又用20克的砝码、一根长绳子和一根短绳子进行试验；最后用一个200克的砝码、一根长绳子和一根短绳子进行试验。由此他得出结论：“绳子的长度影响单摆运动的快慢，而砝码的重量不起任何作用”（Inhelder & Piaget，1958，p. 75）。相比而言，一个10岁的儿童（一般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却以一种较混乱的方式来进行实验，同时变化多个因素，并固守着固有的观念。比如有个男孩在做实验时，同时改变砝码的重量和推力这两种因素；之后又同时改变砝码重量、推力和绳子的长度；然后又同时改变推力、砝码重量以及推动单摆的高度；等等。他起初得到的结论是：“砝码重量和推力的变化引起单摆运动速度的变化，绳子的长短肯定不起作用。”

“你怎么知道绳子与频率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它是同一根绳子。”

他在最后几次试验中始终没有改变绳子的长度；此前他曾同时改变绳子的长度和推力，这就很难清楚解释复杂的试验结果（改写自Inhelder and Piaget，1958，p. 71）。

传递性问题也说明了形式思维对认知能力的提高。回想一下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当告诉他们汤姆比贝基高、贝基又比弗雷德高时，他们能够认识到汤姆比弗雷德高。然而，如果措辞改为：“贝基比汤姆矮，但比弗雷德高。三人中谁最高？”那么，只有进入形式运算阶段的儿童才能够解决该问题。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年幼儿童在处理“比……高”和“比……矮”关系的组合时不知所措。处于形式运算阶段的青少年或许也被该问题中的不同关系所迷惑，但是他们能够想象贝基、汤姆以及弗雷德之间身高的不同关系，确定每种关系的正确性，直到得到正确答案。这个例子也表明达到形式运算阶段的青春前期和青春期的个体具有另一种能力：他们能够监控或者反思自己的思维。

图2.4　问题解决能力测验

单摆问题中使用了一根长短可变化的绳子和一系列不同重量的砝码。在确定什么因素决定单摆摆动的频率时，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在解决该问题时不如形式运算阶段的青少年那样具有系统性。（答案：只有绳子的长度影响单摆运动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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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的信息中生成抽象的关系、然后将这些抽象的关系彼此比较，这是完成许多任务所必需的一种基本技能。而通过完成这些任务，青少年的能力也有所提高。皮亚杰（Piaget，1952a）描述了这样一项任务：给学生10条谚语以及与之意思相同的一组陈述句，要求学生将每条谚语与意思相同的对应陈述句匹配。具体运算阶段的学生能理解任务要求，并进行选择、匹配。然而，由于他们通常不能理解谚语描述的是一条普遍原则，所以答案常常是不正确的。例如，要求他们去解释“覆水难收”（Don't cry over spilled milk）这个句子时，学生或许解释为：一旦牛奶撒了，没什么东西值得哭。他们或许无法了解这条谚语泛指的含义。他们多将这句话与牛奶撒了的具体情境相联系，而无法理解这条谚语的含义是“不要纠结于无法改变的过去”。而青少年和成人在解决这类任务时很少产生困难。


假设的情形
 　皮亚杰和其他研究者认为青春期早期就具备另外一种能力：对没有经历过的场景和情形进行推理。为了辩论或讨论，青少年能够接受任意的人为情形、未证明存在的情形，甚至明显与事实相反的情形。青少年并不受限于他们自身的实际经验，所以他们能够将逻辑推理应用于任意一组给定的条件。辩手在正式的辩论中对假设情形进行推理的能力就是例证。辩手在辩论时，不管他们个人具有怎样的情感或经验，都必须做好准备去为某个论点辩护，而他们辩护的成功与否是根据其论证和逻辑的一致性来判断的。比如，要求四年级和九年级的学生提供论点来支持这种主张：学校应该每周上6天课，每年上48周课。通过比较两个年级的学生的不同反应，可以生动地证明在暂时抛开自己原先观点的能力方面，儿童和青少年是明显不同的。青少年比儿童更可能搁置自己的观点，找到理由证明为什么上更多天的课有益。抽象思维、检验假设以及形成不受现实世界制约的概念，这些能力都构成了形式运算思维，它们在更难技能的学习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学习代数和抽象几何时要运用形式运算思维；理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其他科目中较难的概念时也是如此。

形式运算阶段的思维特征通常出现于11岁到15岁之间，但也有许多个体从未达到这个阶段（Niaz，1997；Packard & Babineau，2008）。人们倾向于在某些情形中运用形式运算思维，但在另外一些情形中却不用。这种现象在成人中也是存在的。

今天如何看待皮亚杰的研究

皮亚杰的理论对人类发展的研究具有革命性意义，至今在许多方面仍独领风骚。然而，最近的一些研究对皮亚杰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原则提出了质疑，现代的一些发展理论对他的许多观点进行了修正（见Feldman，2010；Mercer，2010）。

■ 对皮亚杰理论的批评和修正

皮亚杰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发展先于学习。皮亚杰认为，发展阶段大体上是固定的，诸如守恒这样的概念并不能提前教给学生。然而，很多个案研究发现，可以将皮亚杰的守恒之类的任务教给更小的儿童。例如，一些研究者发现，如果将皮亚杰所用的任务简化，那么年幼儿童在达到解决该类任务的阶段之前，也能够成功地完成任务（Gelman，2000；Kuhn，2006；Larivée，Normandeau，& Parent，2000；Siegler，1998）。博登（Boden，1980）发现，随着指导语复杂程度的变化，儿童解决同一个形式运算任务的成功率也在19%到98%之间变化。在简单、真实的情形中，儿童也能设身处地地考虑他人的观点（Siegler，2006）。此外，研究表明，婴儿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客体永久性的时间要比皮亚杰预期的早很多（Baillargeon，2002）。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儿童所具有的能力超出了皮亚杰最初的认定，尤其表现在实践知识方面（Feldman，2010）。皮亚杰（Piaget，1964）对此的解释是：儿童只有处于下一个阶段的年龄边缘时才能表现出这种能力。然而事实表明，即使儿童远小于自发地完成皮亚杰认知任务的年龄阶段，通过学习也可以完成这些任务。

另一方面，有人批评皮亚杰“阶段”理论的核心。许多研究者认为实际上不存在一类宽泛的发展阶段能影响所有类型的认知任务；相反，他们认为儿童的技能在不同的任务中是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的，并且他们的学习经验（包括在学校或其他地方所接受的直接教学）对发展进程有显著的影响（见Gelman，2000；Siegler，2006）。尤其有力的证据是，通过教学，儿童可以很好地完成皮亚杰测查形式运算的任务，比如图2.4所示的单摆任务。很明显，学习经验对发展是有影响的。例如，研究者（De Lisi & Staudt，1980）发现，大学生可能在与他们的专业课有关的任务上表现出形式运算推理能力，但在其他任务上未必能表现出来。观察智力正常的成人学习航行：在开始系统地学习怎样根据风向和航向调整船舵和帆（属于形式运算阶段的思维）之前，他最初可能会表现出许多具体运算水平的行为，并以混乱的顺序来尝试做各种事情。


理论应用于实践：皮亚杰理论对教育的启示

皮亚杰的理论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Case，1998；DeVries，2008；Driscoll & Nagel，2008）。首先，这些理论使人们关注适配发展的教育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education）：在环境、课程、材料和教学等方面都与学生的身体条件、认知能力以及社会和情感需求相适应的一种教育。第8章的建构主义的学习模型也受到该理论的影响。伯克（Berk，2009）概括了皮亚杰理论对教学的几点重要启示：


	
不仅关注儿童思维的结果，还要关注其思维的过程。
 教师除了检查儿童答案的正误之外，还必须了解儿童得出答案的过程。学习经验要以儿童当前的认知技能水平为基础；教师只有了解了儿童得出某一特定结论所使用的方法，才有可能给儿童提供适宜的学习机会。

	
认识儿童的自发、积极参与在学习活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在按照皮亚杰理论进行教学的课堂中，不主张给学生呈现现成的知识，而要鼓励儿童自发地与环境互动，自主地发现知识。因此，教师不要进行说教式的教学，相反，要提供各种活动，让儿童在活动中与现实世界直接互动。

	
不对儿童进行成人化的思维训练。
 皮亚杰把“我们怎样才能加速发展”这个问题称为“美国人的问题”。皮亚杰曾访问过许多国家，他认为美国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似乎对“运用什么技术才能加速儿童各个阶段的发展”这一问题最感兴趣。以皮亚杰理论为指导原则的教育方案也接受了皮亚杰的信条：过早地让儿童接受教学比不教更有害；因为这很容易导致儿童肤浅地接受成人行事方法，而不能达到真正的认知理解。

	
承认发展进程的个体差异。
 皮亚杰理论认为，所有的儿童按照相同的发展顺序通过各个阶段，但发展速度不尽相同。因此，教师必须尽力为单个儿童和小组安排教学活动，而不是安排全班活动。此外，由于存在着个体差异，因此评价儿童的学业进步时应当考虑每个儿童之前的发展状况，而不要以其他儿童的成绩作为常模来衡量。





■ 新皮亚杰主义的发展观

新皮亚杰主义理论是对皮亚杰理论的修正，试图克服皮亚杰理论的某些局限，解决批评者指出的某些问题。具体而言，新皮亚杰主义证明儿童特定阶段的操作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操作的具体任务（Massey，2008）；训练以及包括社会相互作用在内的后天经验能够加速儿童的发展（Birney，Citron-Pousiy，Lutz，& Sternberg，2005；Case，1998；Flavell，2004；Siegler，1998）；文化对发展有重要影响（Gelman & Brenneman，1994；Rogoff & Chavajay，1995）。

新皮亚杰主义者用特定的任务类型而不是笼统的发展阶段来解释认知的发展。例如，不同的任务都可以视为具体运算思维的指标，而这些任务出现的年龄悬殊（Cohen & Cashon，2003；Halford & Andrews，2006）。同时，新皮亚杰主义者描述了皮亚杰的形式运算阶段之后的阶段。例如，阿林（Arlin，1990）提出了“发现问题”阶段，成人在此阶段能够辨别出哪些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新皮亚杰主义者还提出了“辩证思维”，即能够看到现实生活的问题往往没有一种惟一正确的解决方法（Sternberg，2008）。

维果斯基是如何看待认知发展的

列夫·谢苗诺维奇·维果斯基（Lev Semionovich Vygotsky）是俄国的一位心理学家，逝世于1934年。虽然皮亚杰和维果斯基从未谋过面，但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并且都了解对方的早期工作（DeVries，2008）。直到20世纪70年代，维果斯基的工作才传播到西方，他的理论在北美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目前维果斯基的理论是发展心理学中的一支强大力量，他早在60多年前对皮亚杰观点的许多批评今天仍令人瞩目（见Daniels，2001；Glassman，2001；John-Steiner & Mahn，2003）。

维果斯基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两种观点。首先，他认为只有在儿童所经历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来理解儿童的发展才有意义。其次，他认为发展依赖于随着个体成长而形成的符号系统
 （sign systems）。这种符号是文化所创造的，用于帮助人们思考、交流以及解决问题，比如某种文化的语言、书写系统或者计算系统等都属于符号。与皮亚杰不同，维果斯基认为个体的认知发展显著受他人输入的信息影响。然而，像皮亚杰一样，维果斯基也认为所有的儿童都以一种不变的阶段次序获得符号系统。

■ 发展是如何产生的

回想一下皮亚杰的发展理论。他主张发展先于学习，换言之，在进行某种类型的学习之前，个体必须先建立起某种特定的认知结构。维果斯基的理论则认为学习先于发展。在维果斯基看来，学习涉及符号的获得，这种符号是通过教育以及从他人那里得来的信息而获得的。发展意味着儿童将这些符号加以内化，从而在没有他人帮助时自己也能够思考并解决问题。这种能力叫自我调节
 （self-regulation）。

要形成自我调节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第一步是要认识到动作和声音都是有意义的。例如，婴儿了解到：朝某物伸手的过程被别人解释为他想要此物。就语言习得而言，儿童先要学习建立特定的声音和意义之间的联系。形成自我调节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第二步就是练习。婴儿练习能够获得注意的手势；学前期的儿童通过与他人交谈来掌握语言。最后一步就是在没有他人帮助时，自己运用符号进行思考和解决问题。此时，儿童可以进行自我调节，符号系统已经内化。


自言自语
 　维果斯基认为，儿童吸收他人的言语，之后用这些言语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自言自语
 （private speech）现象在年幼儿童身上很普遍，他们频繁地与自己说话，面临困难的任务时尤为明显（Corkum，Humphries，Mullane，& Therialt，2008；Flavell，2004）。之后，自言自语转变为不出声的默默言语，但仍很重要。研究发现，大量地使用自言自语的儿童更能有效地学习复杂的任务（Al-Namlah，Fernyhough & Meins，2006；Emerson & Miyake，2003；Schneider，2002）。


最近发展区
 　维果斯基认为，儿童首先需要掌握文化交流系统，然后学习运用这些系统管理自己的思维过程，由此推动认知的发展，习得运用思维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维果斯基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强调学习的社会文化性（Karpov & Haywood，1998；Roth & Lee，2007；Vygotsky，1978）。他认为儿童在最近发展区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内解决问题时，学习就发生了。最近发展区内的任务是指儿童不能单独完成，但是在成人或者更有能力的同伴帮助下才能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说，最近发展区的任务是儿童尚未学会，但在特定时候能够学会的任务。一些教育者用“可教时刻”（teachable moment）来描述这种情形，即某个儿童或者某组儿童正处于接受某种概念的最佳准备状态。维果斯基进一步认为，在个体具有更高一级的心理机能之前，这种机能通常存在于个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中。


提供脚手架
 　源自维果斯基的社会学习观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提供脚手架
 （scaffolding，也译作搭建支架）（Wood，Bruner & Ross，1976），即由更有能力的同伴或者成人提供帮助。提供脚手架通常意味着在儿童学习的早期阶段给他们提供大量的支持，然后再减少这种支持，让儿童在具备相应能力后尽快学会独立承担学习的责任。父母教儿童玩新游戏或者教他们系鞋带时，经常运用这种方法（Rogoff，2003）。与提供脚手架有关的一个概念是认知学徒期，它涉及示范、辅导、提供脚手架以及评价方案的整个过程，这种过程典型地体现在大多数一对一的教学中（John-Steiner & Mahn，2003；Rogoff，2003）。例如，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一书中，描绘了自己怎样通过别人的传授而成为一名汽船引航员。最初有经验的引航员指导他通过河流的每一个拐弯处，然后逐渐地让他自己想办法去做每一件事情。只有当船将要搁浅时，那位有经验的引航员才施手援助。


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策略指学生相互帮助、共同学习，维果斯基的理论为这类策略的使用提供了支持（Slavin，2009；Webb，2008）。同伴之间的认知加工通常在对方的最近发展区内，因而可以向对方示范水平稍高的思维。另外，合作学习能让同伴了解对方的内部言语，从而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推理过程。也就是说，学生可以从相互的“出声思考”中受益，尤其是在同伴引导他们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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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孩子的学习发展中如何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提供脚手架和认知学徒期之间有何相似？



图2.5　基于维果斯基理论的教学模型

在（a）中，儿童正在操作已经学会的任务；在（b）中，与儿童互动的教师或同伴正在帮助儿童学习操作新的可习得任务，使其进入新的最近发展区（在学习者能力范围内，但还未学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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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链接

若想了解更多有关维果斯基的理论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请访问http://mathforum.org/mathed/vygotsky.html。了解维果斯基的观点在教师教育课堂中的价值，请访问www.subr.edu/coeducation/ejournal/Additional Files/Casement Vygotskys Place in our Teacher Education Classroom.pdf。了解维果斯基的相关资源还可以访问www.kolar.org/vygotsky。




理论应用于实践：维果斯基理论在课堂中的应用

维果斯基的教育理论在课堂实践中有两个重要的启示。最近发展区的概念表明只有在最近发展区之内进行教学活动，才有可能产生学习。过难或过易的教学内容对学习都没有贡献（见图2.5）。同时，根据维果斯基的教学方法，教学必须重视提供脚手架，学生在自己的学习中逐渐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Daniels，2001）。最后，与一组能力不同的同伴合作学习能让学生受益。由能力更强的同伴进行辅导，正如解决复杂任务同伴互动一样，都可以在最近发展区内有效促进学生的发展（Roth & Lee，2007）。

你可以运用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的观点，按照下列方式组织课堂活动：


	所设计的教学应该能够给每个儿童或每组儿童提供在最近发展区内进行练习的机会。例如，帮助儿童完成课前摸底测评的各种提示或线索都可以作为教学活动的基础。

	提供脚手架可以在不同水平上提供提示和帮助（John-Steiner & Mahn，2003）。在支架式教学中，成人并没有简化任务，但是“通过教师的逐渐减少的干预”，学习活动变得简单了。

	可以设计一些合作学习活动，让能力不同的儿童互助学习（Slavin，2009；Webb，2008）。



提供脚手架是与最近发展区的概念直接联系的。例如，给儿童呈现硬币，使之代表某个单词中的每个字母的发音（例如，三枚硬币分别代表了单词“man”中的三个字母的发音）。为了让儿童掌握这个单词，可以要求他们在桌上放一枚硬币来代表该单词一个字母的发音。直到最后，在不使用硬币的情况下，儿童也能识别发音。给儿童提供硬币时，实际上也就是给儿童提供了一种脚手架，使他们从借助于他人力量来完成任务发展到自己独立完成任务（Spector，1992）。在高中的实验科学课上，教师可以给学生提供这样一个脚手架：实验前，就如何进行实验对学生详细地进行指导；之后给学生一个实验大纲，让学生按照大纲组织实验；最后，要求他们完全独立进行实验。



语言和读写能力是如何发展的

可以说，语言和读写能力是教育者最关注的方面。掌握了大量词汇、能够很好地听、说、读、写的儿童更有可能在学校以及校外获得成功。虽然语言和读写能力的发展是教学的一个主要目标，但在所有文化情境下，随时间推移的发展都呈现一些特征模式，这些发展模式不是教学的直接结果。

■ 学前阶段语言和读写能力的发展

尽管语言习得能力的发展速度存在着个体差异，但是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顺序非常相似。大约1岁时，儿童开始说出单字句，比如“再见”（bye-bye）和“妈妈”（Mommy）等，这些单词通常代表了对儿童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在出生后的第二年，儿童开始将单词组成双词句，如“更多牛奶”（More milk）。在学前期，儿童掌握了更多口语规则的知识，同时词汇量也在增加。当他们入学时，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语法规则，词汇量多达几千个。


口头语言
 　口头语言的发展不仅要学习词汇，而且还要学习构词法和句法结构（Gleason & Ratner，2009；Hoff，2003）。例如，进入幼儿园之前，儿童要学习复数构成的规则。伯科（Berko，1985）给学前儿童展示一幅虚构的小鸟图片，并说这只鸟叫“Wug”，然后给儿童呈现两幅一样的图片，说：“现在又多了一只，一共有两只。那么现在有两只_______。”孩子们轻松地回答：“Wugs”，这表明他们能将一般的复数构词规则应用于新的情境中。与此类似，儿童也能学会给动词加“-ed”和“-ing”。

有趣的是，儿童常会学习不规则动词的正确形式（例如“He broke the chair”），然后他们又基于一般的构词法，以错误的单词形式来代替正确的单词（“He breaked [或broked] the chair”）。一个4岁的儿童说：“I flew my kite！”紧接着想了一会儿，做出了重大修改，振振有词地说：“I flowed my kite！”这些错误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无须刻意加以纠正。

[image: 072-1]
这些儿童在进入幼儿园时，有可能掌握了什么样的语言习得知识和技能？作为一名教师，在正规读写教学中你可以使用哪些方法促进他们掌握知识与技能？



与学习构词法一样，儿童也学习句法规则。他们最初说出的句子通常只包含两个单词，比如，“要奶（want milk）”，“看鸟（see birdie）”，“杰西外面（Jessie outside）”。但是，他们很快就学会说出更复杂的句子，并且通过改变语调来表达疑问，如“狗去哪儿？（Where doggie go?）”，或强调如“要饼干（Want cookie!）”。3岁的儿童通常能表达相当复杂的想法，即使他们的句子里仍然缺少“a”“the”和“did”等虚词。

学前儿童经常用语言做游戏，或者尝试变换语言模式或规则（Garvey，1990）。这类尝试通常包括改变发音、改变语言模式及其意思。恼怒的家长对3岁的孩子说：“You're impossible！”（你真让人受不了！）孩子却回答说：“No，I'm impopsicle”（不，我是冰棍！）。这个孩子还说他刚出生的小弟弟本杰明（Benjamin）是个大男人（man），因为弟弟是“Benja-man”。儿童经常重新排列单词的发音以此来发明新的单词、韵律和滑稽的句子。手指游戏、无意义的韵律以及苏斯博士（Dr. Seuss）故事书的流行都表明儿童是非常喜欢做语言游戏的。

家长与儿童交谈的数量和质量显著地影响着儿童口头语言的发展。哈特和里斯利（Hart & Risley，1995）的研究发现，中产阶层的家长与孩子的交谈远远超过工薪阶层的家长，而且两类孩子的词汇量也相距甚远。与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所起的作用一样，家长说话的次数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低收入家庭的家长能够增加同孩子对话的次数，那么他们的孩子也同样能够掌握大量的词汇。


阅读
 　在小学低年级学会阅读是所有发展任务中最重要的。因为所有的学科都需要阅读基础，同时也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学业成功经常与阅读密不可分。儿童通常具有复杂的语言技能，对阅读起到了关键作用。假如读书给儿童听，那么他们学习阅读的过程也会开始得比较早（Giorgis & Glazer，2009）。对学前儿童所具有的与阅读有关的知识技能即读写萌发
 （emergent literacy）的研究发现（Byrnes，2008；Morrow，2009；National Institute for Literacy，2008；Pressley，2003），儿童进入学校时已经具有大量的阅读知识，这有助于他们在正规的阅读教学中取得成功。例如，年幼儿童经常接触到有关“视觉文字”的概念，比如书面文字是从左往右排列的，单词之间留有空隙是有意义的，而且看书时要从前向后进行。许多学前儿童通过对每页中的图片进行解释，可以从头到尾地把一本书“读”完。他们能够理解故事情节，通常还可以预测简单故事中将要发生的事情。儿童能够识别熟悉的商店和产品的标识。例如，即使很小的儿童通常也都知道M代表麦当劳（McDonald's）。如果儿童在家就听他人读书给自己听或者学习字母，那么他们在阅读学习的起始阶段会较有优势（Hood，Conlon，& Andrews，2008）。但如果就读的幼儿园比较重视课堂上的书籍阅读和讨论，那么所有的儿童都能获得视觉文字、情节以及其他的前阅读概念（Whitehurst et al.，1999）。同样，可以训练儿童学会辨别单词中的特定发音（这种技能叫语音意识
 ），这将有助于他们以后的阅读学习（Anthony & Lonigan，2004；Byrne，Fielding-Barnsley & Ashley，2000；Cavanaugh，Kim，Wanzek，& Vaughn，2004；National Institute for Literacy，2008）。


写作
 　儿童的写作遵循一定的发展顺序（McCarthey，2008；Morrow，2009）。起初只是胡乱涂画并随意地分散在页面各处，这表明儿童并没有完全理解单词的边界，而且在书写字母时也不能将它们整齐地置于一条假想的线上。儿童根据单词的发音并将这种发音与他们知道的字母联系起来，以此将听到的声音推想为单词。在试图将听到的单词表达出来时，他们通常是根据字母的名称而不是字母在单词中的发音来拼写；短元音很容易被忽略掉，因为它们与字母本身的发音没有直接的联系（Snow，Burns，& Griffin，1998）。例如，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恐龙（dinosaur）的图片上写着“DNSR”。


理论应用于实践：促进年幼儿童读写能力的发展

教育上的启示主要来自于对儿童读写能力发展的两方面研究结果：一是家长和教师促进儿童口语能力发展的行为；二是没有接受正式课堂教学的儿童是如何学习阅读的。广为推荐的教育建议主要包括：读书给儿童听；在儿童活动场所摆放书籍以及其他读物；提供各种写作用品；鼓励儿童进行读写练习；积极回应儿童提出的有关字母、单词和拼写等方面的问题（Florez，2008；Hood et al.，2008；Morrow，2009；National Institute for Literacy，2008；Rust，2008）。

教师在课堂上使用大量的道具，如在游戏区放置电话本，设置办公空间。可以在教室留出一块地方用做写作中心，并提供有文字处理程序的计算机、字母形状的磁贴、黑板、铅笔、蜡笔、记号笔和纸张。

教师可以利用多种方式鼓励儿童进行读写活动，比如让儿童组成小组进行阅读；或者让辅导者给单个儿童读故事；或者让儿童自己选择要读的书。这种亲历的阅读体验使得儿童学会自己翻页，学会停下来看看插图或提问，或者跟着成人朗读。

《三只小猪》（The Three Little Pigs
 ）和《吞食苍蝇的老妇人》（There Was an Old Lady Who Swallowed a Fly
 ）等故事可以使初学阅读者利用其已有的读写知识来学习发音与字母之间的联系。假如儿童能够记得作者将要说什么以及如何说的，那么他们就可以预测故事。重复的结构、韵律和节奏以及图文匹配都能提高故事的可预测性。

如果成人能够强调阅读材料的一些重要特征，那么儿童对于读写的理解将有所增强。“我们应该从前面开始读，而不是从最后面开始”；“请把你的手挪开，你的手把字挡住了，我看不到就没法朗读了”；“应该指着你读的每个单词，而不是每个字母，像这样”。这些话语都有助于阅读过程的明晰化。教师应该指出文字的重要特征，并引导学生注意字母组合、发音组合或短语的固定模式。



■ 中小学阶段语言和读写能力的发展

中小学阶段语言和读写能力会快速发展。例如，格雷夫斯（Graves，2007）估计每年学生的词汇量平均会增加3000个。当然，具体的单词类型会随着学生的动机、兴趣、文化、同伴团体的影响而有显著不同。例如，如果一个女孩与朋友或家人谈论各种运动、喜欢运动、阅读有关运动的信息、在电视上看运动比赛，那么她就会掌握非常丰富的运动词汇。如果一个女孩喜欢科学，她的家人和同伴也都经常谈论科学，那么她就会拥有丰富的科学词汇。那么SAT考试中会有哪种词汇，是运动类的还是科学类的？显然，就孩子的兴趣以及社会环境来看，喜欢科学的女孩更容易在学校中展现优势。

读写能力在中小学也会迅速发展。虽然小学低年级主要强调解码和阅读的流利性，但从二年级开始会越来越强调理解、词汇量和学习技能（Deshler，Palincsar，Biancarosa & Nair，2007；Kamil，Borman，Dole，Kral，& Salinger，2008）。熟练的阅读者会使用诸如预测、回顾、总结、自我提问题等策略。如果将这些策略直接教给中小学生，那么他们的阅读理解将会有所改善（Biancarosa & Snow，2006；Block & Duffy，2008；Gersten，Chard，Jayanthi，& Baker，2006；Pressley，2003）。


理论应用于实践：中小学的词汇教学

中小学生每年学习的词汇已经很多。教师的任务是帮助他们学习那些在学校和社会中最有用的特定词汇。

扩充词汇的策略研究发现，词汇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学校学习的重点。有意识的教师既会创设机会突出某些单词，又会及时抓住它们进行教学。下面是基于研究而提炼的一些共识原则：


	让学生对单词感兴趣。动机是词汇学习的关键（Guthrie & Wigfield，2000；Pintrich，2003）。

	鼓励学生阅读，尤其是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广泛的积极阅读会极大促进词汇的掌握（Graves，2007）。

	选教那些使用频率较高、使用范围较广的词汇（Beck，McKeown，& Kucan，2002；Biemiller，2004；Blachowicz et al.，2006）。

	给学生提供大量机会将新单词运用到写作、对话的句子中，或者提供其他能够让他们在自己的语言中使用新词的场合（Biemiller，2004；Duke et al.，2003；Headley，2008）。

	使用合作学习的方法，学生可以定期地一起学习和使用新单词（Slavin，2009；Webb，2008）。





本章概要

儿童的认知是如何发展的

大多数发展心理学家认为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共同影响着发展。连续发展理论（非阶段理论）主要关注儿童所经历的社会经验；而不连续发展理论（阶段理论）则更强调先天的因素而不是环境的影响。

皮亚杰是如何看待认知发展的

皮亚杰认为，人们从出生到青年期认知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人们通过同化和顺应等方式来调整图式，以应对外部世界。皮亚杰的发展阶段包括感知运动阶段（从出生到2岁），前运算阶段（2岁到7岁），具体运算阶段（7岁到11岁）和形式运算阶段（11岁到成年）。在形式运算阶段，青年人形成了应对假设情境的能力以及监测自己思维的能力。

今天如何看待皮亚杰的研究

人们对皮亚杰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皮亚杰认为所有儿童的发展都经过明确的、固定的、顺序化的阶段；二是低估了儿童的能力。相对地，新皮亚杰主义理论更加强调社会和环境对认知发展的影响。但是，皮亚杰的理论对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皮亚杰的理论已经深入课程设计及有效的教学活动中；受皮亚杰影响的概念，比如认知建构主义和适配发展的教育，都对教育改革具有重要作用。

维果斯基是如何看待认知发展的

维果斯基把认知发展看做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源于个体与他人或环境的相互作用。辅助性学习发生于儿童的最近发展区内；儿童必须在教师或同伴的帮助下，才能够完成力所能及的新任务。儿童将学习活动内化，形成自我调节，通过出声的或不出声的自言自语来解决问题。教师需要提供交互性的情境，如合作学习和提供脚手架。

语言和读写能力是如何发展的


学前期


随着年幼儿童使用语言和玩语言游戏，他们的语言遵循可预测的模式发展。早期读写能力发展依赖儿童在家中的体验和他们对书籍与字母的了解。


中小学期


学生在词汇和阅读理解方面飞速进步。动机对两方面都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运用新词的机会，以及与同伴一起阅读的技能和新的技能形式。


有意识的教师：

运用你所了解的有关人类发展的知识来改进教学和学习


有意识的教师利用可预测的道德、心理社会以及认知发展规律来做出教学决策。他们评价学生机能状况，观察学生的发展阶段，提供适合多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学。当他们发现某些学生需要更具有挑战性的活动或不同的学习机会时，他们会调整教学。对学生的发展进行深入思考，并在课堂中注意观察学生的发展状况，这些都有助于有意识的教师促进每个学生的成长。


	我希望学生在课程结束后能了解什么、能做什么？这对于实现课程目标、使学生成为有能力的个体有何作用？



教师需要根据他们对人类发展阶段的理解来评价学生的发展机能。例如，你正准备一年级的科学课。根据皮亚杰的理论，你意识到，要求六七岁的儿童同时考虑多个变量较为困难（因为他们的思维具有集中化特征）。因此，你的科学课程的目标应该定位于儿童对其周围世界积极、开放的探索，而很少涉及需要对多个变量加以控制的正式实验。作为一名中学英语教师，你回顾一下该学期的目标清单，以确保所列出的目标不仅包括写作规范，而且也包括了学生道德发展方面的内容。你或许打算开展一些活动，促使学生从中体验各种人物的情感痛苦，或者从不同人物的立场出发来评价好与坏。


	在我的教学中必须考虑学生所具有的哪些知识、技能、需求和兴趣？



每个班级中都有一些共同的、与学生年龄相吻合的兴趣，但也总会存在一些与众不同的个人阅历和兴趣，你要了解这些，并尽量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需要。你可以让学生就兴趣、角色榜样、运动等主题展开讨论，之后将你从讨论中获得的信息整合到教学活动中，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加强所学内容与学生个人的关联性。


	我在学科内容、儿童发展、学习、动机以及有效教学策略等方面所掌握的哪些内容能够用于实现教学目标？



在每个课堂中都会发现，不同个体之间存在着多种差异，个别的学生还表现出思维和行为的不一致。教师根据他们对学生发展的总体期望来评价学生的发展机能。例如，你可以和学生一起讨论诸如皮亚杰研究中所使用的问题，以此来评估学生的形式运算思维。应用这些方法你能更透彻地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


	哪些教学材料、技术、辅助手段和其他教学资源有助于实现我的教学目标？



怎样创设包括一系列材料和体验的丰富环境，以满足学生的各种不同需求，并促使不同发展水平的学生尽快成长？一种方法就是给学生提供一系列的材料，如杂志、报纸、儿童文学作品、年历、地图、物理模型以及实物，以此吸引不同发展水平的学生，并为其提供相应的信息。你可以让学生建议带什么材料，或让他们自带；你也可以搜寻与所教科目有关的各种光盘和网络资源。将这些资源整合到学科项目和研究方案中，以使不同发展水平的学生能够发现和运用那些对他们有意义的材料。


	我怎样评估学生达到目标的进度？



有效的、有意识的教师运用各种方法来评估学生的成长。学生也将从那些心理和认知成长的测量和评估中受益。例如，要求中学生对当前的社会问题写一篇简短的分析文章，并将文章收集在档案袋里。在春季的学期中，你从每个学生的档案袋中找出过去一年不同时间点所写的文章，让学生检查自己在道德观念和社会观念方面的进步。学生们会很乐意评价自己的进步以及逐渐写出流畅练达文章的能力。


	如果个别学生或全班没有迈上成功之路，我该如何去做？我的补救计划是什么？



仔细地观察学生，以弄清楚他们是否在最近发展区内进行学习。凭借目前的支持水平，他们是否体验到了成功？给那些正处于最近发展区之上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支持，给那些正处于最近发展区之下的学生提供更具有挑战性的活动。



关键术语

回顾本章中的以下关键术语：

发展

连续发展理论

不连续发展理论

认知发展

图式

适应

同化

顺应

平衡作用

建构主义

感知运动阶段

反射

客体永久性

前运算阶段

守恒

集中化

可逆性

自我中心

具体运算阶段

内隐实质

序列化

传递性

形式运算阶段

适配发展的教育

符号系统

自我调节

自言自语

最近发展区

提供脚手架

读写萌发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指导语：
 本章列出了在州资格认证考试中出现的一些评价指标。请回答下面的问题，检测一下你的理解程度：


	根据皮亚杰的观点，为什么前运算阶段的儿童会认为一块切开的三明治会比一整块的多？

	根据维果斯基的观点，为什么合作学习有助于儿童学习？

	运用本章中的各个理论学家的观点，对以下任一年级水平学生的典型特征进行简要描述：幼儿园小班、二到五年级、六到八年级、九到十二年级。

	列出适配以下任一年级水平学生发展的教学策略：幼儿园小班、二到五年级、六到八年级、九到十二年级。







3　社会、道德和情绪发展

本章提纲


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的理论观点有哪些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


	
埃里克森理论的意义与局限





道德发展的理论观点有哪些



	
皮亚杰的道德发展理论


	
科尔伯格的道德推理阶段


	
对科尔伯格理论的批评





儿童在社会性与情绪方面是如何发展的



	
学前阶段的社会情绪发展


	
小学阶段的社会情绪发展


	
中学阶段的社会情绪发展





学习成果


学习本章后，你应当能够：


	
讨论关于社会、情绪和道德发展的不同理论观点


	
识别儿童的社会、情绪发展阶段


	
运用有关社会、情绪和道德发展的知识来考虑如何解决课堂上的问题





在帕伦学校（既有小学又有中学），教师鼓励八年级的学生做一年级学生的辅导员。前者帮助后者学习阅读、数学以及其他一些科目。山姆·史蒂文斯参加了这一活动，他辅导比利·埃姆斯差不多有一个月了。

“嗨，小个子！”山姆在某天的辅导时段看到比利时打招呼。

“嗨，山姆！”像往常一样，比利非常高兴见到他的大朋友。但今天，友好问候之后，比利表现出惊异的神情。“你嘴唇上戴的是什么？”

“你没见过唇环吗？”

比利感到很了不起：“太酷了！”

“许多人都戴。”

“嘴唇上穿个洞不痛吗？”

“有点痛，但我很坚强！要是我妈妈知道了会发疯的，所以回家前，我必须把唇环摘掉，然后，在上学的路上再戴上。”

“但是你妈妈不……”

“好了，别啰嗦了！你还有许多数学题要做呢。我们开始吧！”

山姆和比利的对话反映了儿童世界与青少年世界的巨大差异。13岁的山姆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青春早期少年。他自愿做比利的辅导教师，关心比利，并对他的学习负责，这些都表明山姆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积极事物高度投入。但同时，山姆又违背母亲的意愿，以戴唇环等方式宣布他的独立性。然而，这种独立性得到同伴群体的有力支持，因而，其实质还是一种依赖，只不过依赖的对象从父母和教师转向了同伴。他戴唇环的主要目的是显示自己迎合同伴群体所认可的行为，而非成年人认可的风格与标准。然而，在做出影响未来的重大决策时，山姆仍然需要父母和成人给予建议和支持。因此，他回家就摘掉唇环，以免与父母发生严重的冲突。

比利则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他羡慕山姆的大胆，但是他绝不会像山姆那样去做。比利世界里的规则更简单。他对山姆敢于戴上唇环感到震惊。他也同样对山姆违背母亲的规矩感到不可思议。比利也许会表现出不良行为，但都是小打小闹。他确信规则就是规则，而且完全相信违反规则将会受到惩罚。


运用你的经验



批判性思维
 　青少年常常通过同伴群体所认可但父母不认可的方式来宣布他们的独立性。根据这一点，你预计在中学课堂里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冲突？你打算如何解决呢？你可以使用什么策略预先防止冲突的发生？



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的理论观点有哪些

随着儿童认知能力的提高，他们的自我概念、与他人互动的方式以及对世界的态度也在发展。了解儿童的个性和社会性发展，对于有效激发不同年龄儿童的积极性、教导他们以及成功地与他们互动都至关重要。同认知发展一样，儿童的个性发展和社会性发展也常常用阶段的形式来加以描述。我们常说“可怕的两岁娃”（terrible twos），而不说“可怕的一岁娃”或“可怕的三岁娃”。有人不可理喻、自私自利时，我们就批评他“表现得像个两岁孩子”。在西方文化中，“青春期少年
 ”（adolescent）和“青少年
 ”（teenager）与反抗、同一性危机、英雄崇拜和性觉醒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词反映了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发展阶段。本章的这一部分关注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提出的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理论，这一理论是对弗洛伊德的发展理论的完善。埃里克森的理论结合了心理和社会性方面的发展原理，因此常常被称为心理社会理论
 （psychosocial theory）。

■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

像皮亚杰一样，埃里克森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心理学训练，但年轻的时候他曾接受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训练。埃里克森猜想人的一生中会经历8个心理社会阶段。每个阶段都有需要解决的危机即关键问题。大部分人成功地解决了每个阶段的心理社会危机
 （psychosocial crisis），将它抛在身后，迎接新的挑战；但一些人没有完全地解决某些危机，而不得不在之后的人生中继续处理它们（Miller，1993）。例如，许多成年人仍在处理青少年时期的“同一性危机”。表3.1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对人生的8个阶段进行了总结。每个阶段是按照必须解决的核心危机进行划分的。

表3.1　埃里克森的个性和社会性发展阶段

埃里克森认为，随着人们的成长，他们将面临一系列心理社会危机，这些危机塑造了他们的人格。每个危机都针对人格的一个特定方面，并与个体和他人的关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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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Erikson's Stages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from Childhood and Society by Erik H. Erikson. ©1950，1963 by W.W.Norton & Company，Inc.，renewed ©1978，1991 by Erik H. Erikson.Used by permission of W.W.Norton &Company，Inc.




阶段1：信任对不信任（从出生到18个月）
 　婴儿期的发展目标是建立对世界的基本信任感。埃里克森定义基本信任为“一种对他人的充分信任及自己也值得信赖的基本感觉”（Erikson，1968，p.96）。母亲或母性角色通常是儿童世界中的第一个重要人物，她必须满足婴儿对食物和情感的需要。假如母亲表现出不一致或拒绝，那么她将是婴儿挫败的根源而不是快乐的源泉（Cummings，Braungart-Rieker，& Du Rocher-Schudlich，2003；Thompson，Easterbrooks，& Padilla-Walker，2003）。假如母亲的行为造成了婴儿对世界的不信任，这种感觉可能伴随着整个童年期，并殃及成年期的发展。


阶段2：自主对怀疑（18个月到3岁）
 　两岁时，大部分幼儿学会了走路，掌握的语言已足以与他人进行交流。“可怕的两岁娃”不再想完全依赖他人，而是追求自主，试图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儿童对权力和独立性的渴望常常与父母的意愿相冲突。埃里克森认为，这一阶段的儿童同时具有抓住和放手的双重愿望，既希望获得父母的支持，同时也渴望父母能放手让自己做主。那些开明的父母在为孩子随时提供引导的同时，允许孩子自由探索、独立自主地做事，促进他们建立自主感。而那些过分严厉和保守的父母则会使孩子产生无力感和无能感，让儿童感到羞怯，怀疑自己的能力。


阶段3：主动对内疚（3到6岁）
 　在这一阶段，儿童的运动和语言能力日渐成熟，这使他们在探索物理和社会环境时变得更加积极主动、精力充沛。3岁儿童的主动感在不断增强，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或其他照料者通过允许孩子跑动、蹦跳、玩耍、滚动或投掷等行为，来激励儿童的主动感。“儿童深信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必须探索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Erikson，1968，p.115）。对孩子的主动探索进行严厉惩罚的父母，会让儿童对自己天性中的强烈需求感到内疚，而这种内疚感将对这一阶段以及后续的几个阶段都有持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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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埃里克森的观点，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年轻人试图回答的关于其自身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在他们的行为中是如何表现的？由此会给身为教师的你带来哪些挑战？




阶段4：勤奋对自卑（6到12岁）
 　入学使儿童的社交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教师和同伴对儿童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父母的影响力则下降了。儿童此时希望去完成某些事情。成功会带来勤奋感，并使儿童对自己以及自己的能力有良好的感觉。失败则会造成消极的自我意象和自卑感，这种感受可能会阻碍儿童未来的学习。这种“失败”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失败，可能仅仅是没有达到自己或父母、老师、兄弟姐妹等人所确定的标准。


阶段5：同一性对角色混乱（12到18岁）
 　在青春期“我是谁？”的问题变得十分重要。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青少年逐渐背离父母而转向同伴群体。埃里克森认为，青少年时期发生了生理上的急剧变化，加之还承受着对未来教育和职业做出决策的压力，这使他们有必要质疑和重新界定早期阶段形成的心理社会同一性。青春期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期，青少年尝试各种性角色、职业角色和教育角色，试图发现自己是谁、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种新的自我感或“自我同一性”，并不仅仅是自己先前所扮演各种角色的简单汇总，而是一个重新的组合，即“基本驱力（自我）与禀赋（先前危机的解决）及机遇（需要、技能、目标、青春期和即将到来的成人期的需求等）的结合”（Erikson，1980，p.94）。


阶段6：亲密对孤独（成年早期）
 　一旦年轻人知道了自己是谁以及要朝着哪个方向发展，那么就准备好迈入与他人分享自己生活的阶段了。他们已经准备好与另一个个体，一个“友伴、性伴侣、竞争与合作的伙伴”，建立一种新的信任和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应当增强双方的同一性，而不是抑制某一方的成长。不去寻求这种亲密性或反复经历失败的年轻人，有可能退缩，陷入孤独。


阶段7：繁衍对自我沉溺（中年）
 　繁衍是“对养育和指导下一代的兴趣”（Erikson，1980，p. 103）。通常，人们通过养育自己的孩子做到繁衍。不过，这一阶段的危机也可以通过其他的具有生成性和创造性的方式来化解，例如教学。在这一阶段，人们应当继续成长，否则就会产生一种“停滞和人际匮乏”感，导致自我沉溺或自我放纵（Erikson，1980，p. 103）。


阶段8：完整对绝望（老年）
 　在心理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人们回顾自己的一生，解决最终的同一性危机。对自己的成就、失败和生命的根本局限性的坦然接受，使人产生一种完整感，意识到自己的一生已经由自己负责。个体必须面对和接纳死亡的宿命，而那些对自己以前的生活方式以及目前的生活现状感到后悔的人，很容易产生绝望感。

■ 埃里克森理论的意义与局限

与皮亚杰的发展阶段论存在的问题类似，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在相同时间、同等程度地经历埃里克森所描述的各种危机。此处列出的年龄范围可能代表了解决某个危机的最佳时机，但不是惟一的时机。例如，那些出生于混乱的、没能给他们足够安全感的家庭中的孩子，当他们被领养或被带到其他比较安稳的环境后，仍可以建立信任感。在学校中因负面经历而产生自卑感的孩子，可能在进入工作岗位后，发现自己有能力学习而且的确具备有用的技能，这点认识可以帮助他们最终解决勤奋对自卑的危机，尽管别人可能在小学时期就已经解决了这种危机。埃里克森的理论认为环境既是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也在决定化解危机方式中起重要作用。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的各阶段是个体在与他人和整个社会的不断互动中完成的。前三个阶段的互动基本上是与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进行的；而在第4阶段（勤奋对自卑）和第5阶段（同一性对角色混乱），学校对大部分儿童来说具有主要作用。

埃里克森的理论描述了人们一生中面临的基本问题，但他的理论并没有解释人们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从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的，并且这一理论也难用研究验证，因而遭到了一些批评（Green，1989；Miller，1993）。

道德发展的理论观点有哪些

规则告诉人们怎样与他人沟通、怎样避免伤害他人以及生活中总体上如何融洽相处。没有规则，社会就无法运转。如果你经常与儿童相处，你可能会注意到，他们对规则的看法常流于刻板，事情非对即错，没有中间状态。回想你自己的中学时代，你可能会想起当初自己对于某些事情感到不可思议：比如你发现人们故意违反规则，或者适用于某些人的规则却不适用于其他人。诸如此类的经历可能改变了你对规则的看法。当你了解到法律是如何制定的，你对法律的看法也可能会改变。人们聚集在一起开会、辩论、投票；法律可能朝令夕改。你能了解多少复杂事物，就会发现世界上有多少。正如儿童在认知和个性发展水平上与成人不同，他们在道德推理上与成人也存在差异。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皮亚杰描述的道德推理的两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劳伦斯·科尔伯格提出的理论。皮亚杰指出，认知发展阶段和道德推理能力之间存在相关。科尔伯格认为，皮亚杰提出的逻辑结构的发展对提高道德判断和推理能力虽不是充分条件，但也是必要条件。

■ 皮亚杰的道德发展理论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中包含着道德推理能力的发展。皮亚杰认为，认知结构和认知能力首先得到发展，之后认知能力决定着儿童对社会情境的推理能力。皮亚杰认为，类似认知能力的发展，道德发展也是按照可预测的阶段进行的，儿童从非常自我中心的道德推理阶段，逐步发展到基于合作和互惠的公正性系统阶段。表3.2对皮亚杰的道德发展阶段进行了概括。

为了了解儿童的道德推理，皮亚杰花费了大量时间观察儿童玩弹球，并询问他们游戏的规则。他首先发现的是：在大约6岁前，儿童按照自己独特的、自我中心的规则进行游戏。皮亚杰认为非常年幼的儿童无法以合作的方式进行互动，因此无法进行道德推理。

表3.2　皮亚杰的个性和道德发展阶段论

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人们对道德问题的理解也日趋复杂。与年长儿童或成人相比，年幼儿童倾向于以比较刻板的方式来判断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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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Lamb, M. Soci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1st edition. ©1978 Wadsworth, a part of Cengage Learning, Inc.Reproduced by permission.www.cengage.com/permissions.



皮亚杰发现，到6岁时，儿童能够意识到规则的存在，但他们尚不能一贯地遵守规则。人们常常可以发现几个儿童好像在玩同样的游戏，但实际上他们的游戏规则各不相同。这个年龄段的儿童也不理解游戏规则具有人为性，可由团体自身决定。相反，他们将规则看做由资深权威人士制定，并且是不可改变的。

皮亚杰（Piaget，1964）把道德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称为他律道德
 （heteronomous morality）阶段；也被称为“道德现实主义”（moral realism）阶段或“强制道德”（morality of constraint）阶段。他律
 意味着服从他人设立的规则。在这一时期，父母和其他成人一直在告诫儿童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违反规则被认为必然要受到惩罚；坏人最终都将受到惩罚。皮亚杰还指出，这一阶段的儿童根据行为的结果来判断其道德性。儿童们认为，如果某个行为导致了消极的结果，即使行为者最初的动机是好的，其行为也是不好的。

皮亚杰发现，直到10岁或12岁时，儿童能够进行形式运算，这时才郑重其事地运用和服从规则。这一年龄段的儿童按照相同的规则进行游戏。儿童认识到规则是为了指导游戏的进行，把游戏者之间的争执减到最少。他们认识到规则是大家通过协商而确定的，因此，假如每个人都同意改变规则，那么规则就可以被改变。

皮亚杰也观察到这一年龄段的儿童倾向于根据行为者的意图而不是行为的结果来做出道德判断。儿童经常对有可能影响规则的假设情境进行讨论，这就是道德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自律道德
 ”（autonomous morality）阶段或“合作道德”（morality of cooperation）阶段。随着儿童社会交往面扩大，涉及越来越多的同伴，儿童开始进入到这一阶段。通过与其他儿童的持续互动与合作，儿童对规则的看法以及相应的道德观念也开始改变：规则现在是由我们自己制订的，违反规则也不一定必然受到惩罚，必须考虑到违规者的意图和应从宽处理的情形。

根据皮亚杰的观点，儿童从他律道德阶段到自律道德阶段的转变不仅仅是由于认知结构的发展，也是由于儿童和地位平等的同伴互动。他认为，解决同伴之间的冲突削弱了儿童对成人权威的依赖性，也使他们更深地意识到规则是可变的，并且只应当通过共识来确立。

对皮亚杰理论的有关研究基本上支持了他的观点，但有一条重要例外。研究者认为皮亚杰低估了年幼儿童在判断行为时考虑意图的程度（见Bussey，1992）。尽管如此，许多研究都证实了儿童发展的进程是从关注结果到关注意图。

■ 科尔伯格的道德推理阶段

劳伦斯·科尔伯格（Kohlberg，1963，1969）的道德推理阶段理论是对皮亚杰理论的精炼与完善。像皮亚杰一样，科尔伯格研究了儿童（和成人）是如何对规则进行推理的，这些规则经常掌控着个体在某种情境中的行为。科尔伯格不是对儿童的游戏行为进行考察，而是探查儿童对一系列结构化情境或道德两难问题
 （moral dilemmas）的反应。其中最著名的道德两难问题情境如下：

在欧洲，有一位妇女患癌症病危。该城市的一位药剂师最近发明的一种含镭药品有可能挽救其生命。药剂师要价2000美元，这个价格是该药品实际成本的10倍。病妇的丈夫海因茨四处求亲告友，筹借钱款，但最终也只是凑够半数。他告诉药剂师说自己妻子快要病死了，并恳求将药品便宜点卖给他，或者让他赊账。但是这位药剂师拒绝了。海因茨感到绝望，于是夜里破窗潜入药房，偷走了药品。你认为海因茨应该这么做吗？为什么？（Kohlberg，1969，p.379）

科尔伯格通过分析人们给出的各种答案，提出人类的道德判断或道德推理需经过6个发展阶段。表3.3对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水平和阶段理论进行了概括。他将6个阶段划分为3个水平：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和后习俗水平。这三个水平是根据儿童或成人如何界定什么是正确的或什么是道德的行为而确定的。和其他阶段理论一样，每个阶段都比前一个阶段更加成熟、更加复杂，并且大部分人都依照相同的次序经历这些阶段（Colby & Kohlberg，1984）。像皮亚杰一样，科尔伯格不太关注儿童给出的答案，而更关注答案背后的推理过程。表3.3列出的儿童和青少年经历各个发展阶段的具体年龄可能有较大的差异；实际上，同一个体有时表现出符合某一个阶段的行为，而有时又表现出符合另一个阶段的行为。不过，大多数儿童到9岁的时候都已经从前习俗水平阶段进入了习俗水平阶段（Kohlberg，1969）。

表3.3　科尔伯格的道德推理阶段

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人们对道德问题的理解也日趋复杂。与年长儿童或成人相比，年幼儿童倾向于以比较刻板的方式来判断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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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L.Kohlberg, "Stage and Sequence: The Cognitive-Developmental Approach to Socialization." In David A.Goslin (Ed）, Handbook of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pp.347-380, 1969. published by Rand McNally, Chicago.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f David A.Goslin.




网络链接

道德教育协会（Association for Moral Education，AME）为那些对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感兴趣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跨学科论坛，网址是www.amenetwork.org。若想获得有关儿童社会和道德发展内容的网站资源，请访问http://gseacademic.harvard.edu/～tolerance/resources/sed.html。你可以在http://tigger.uic.edu/～lnucci/MoralEd/overview.html 找到对道德教育理论的综述，其中分述了各位理论家。你也可以访问《道德教育期刊》（The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的网站（www.tandf.co.uk/journals/titles/03057240.asp）。



阶段1处于道德的前习俗水平
 （preconventional level of morality），这一阶段在形式与内容上与皮亚杰的他律道德阶段十分相似，儿童服从权威人物仅仅是为了免遭惩罚。在阶段2，儿童自身的需要和愿望变得很重要，然而他们也能意识到其他人的利益。进行道德判断时，儿童能够把各方利益作为具体事物来衡量，但依然会先为自己着想。道德的习俗水平
 （conventional level of morality）开始于阶段3，这时，儿童依据与同伴的合作来界定道德，就像皮亚杰的自律道德阶段一样，这一阶段的儿童毫不怀疑地相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于伴随着具体运算阶段的自我中心倾向有所降低，儿童在认知上具备了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他们在做出道德决定时能够考虑到他人的感受，而不再仅仅做出免遭惩罚的行为（阶段1）或者令自己感觉良好的行为（阶段2）。在阶段4，社会的规则和法律代替了同伴群体的规则，个体的道德判断不再取决于对社会赞许的渴望。法律得到毫无疑义的遵守，违反法律是绝对错误的。大部分成年人可能都处于这一阶段。阶段5标志着进入了道德的后习俗水平
 （postconventional level of morality），根据科尔伯格的说法，只有不到25%的成年人能够达到这一水平。处于该水平的人意识到社会的法律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决定的，并且仅仅适用于某个特定的社会。法律对于维持社会秩序以及保障生活和自由的基本权利来说是必要的。在阶段6，个体的道德准则是自我选择的，建立于正义、人类权利的平等和价值等抽象概念之上。有悖于这些准则的法律是可以而且应该被拒绝服从的，因为“正义超乎法律之上”。晚年的科尔伯格（Kohlberg，1978，1980）认为阶段6与阶段5并未有实质性的不同，故建议将两者合并。

科尔伯格（Kohlberg，1969）认为道德两难问题可用来提升儿童的道德推理水平，但一次只能提升一个阶段。他认为，与推理水平比自己高一个、至多高两个的人互动，这种方式可以促使儿童从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教师可以通过在课内加入有关公正和道德问题的讨论，尤其是针对发生在课堂上或者社会大环境中的事件的讨论，以此来促进学生在道德推理方面的发展（见Nucci，1987）。

科尔伯格发现，在美国、墨西哥、中国台湾、土耳其，人们的道德推理能力几乎是按照同样的顺序、在大约相同的年龄阶段出现的。尽管道德推理和道德行为受到文化的显著影响（Navaez，Getz，Rest，& Thoma，1999），但对世界各地的研究发现，道德推理能力是按照大致相同的阶段顺序发展的（Eckensberger，1994）。

■ 对科尔伯格理论的批评

后续的一些研究基本上支持科尔伯格关于发展的阶段顺序（Boom et.al.，2001；Dawson，2002；Nucci，2009），但也有不少的批评。科尔伯格早期工作的一个局限是，其观点更多地适用于解释男生的道德推理，有关女生的道德推理的研究发现，其发展模式与科尔伯格所提出的模式有所不同。男生的道德推理主要围绕着公正问题，而女生的道德推理则更关注对他人的关爱和责任（Gilligan，1982；Gilligan & Attanucci，1988；Haspe & Baddeley，1991）。例如，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认为，男性和女性使用不同的道德标准：男性道德推理关注个体的权利，而女性道德推理关注个体对他人负有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她认为在解决道德两难问题时，女性更倾向于认可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而不是权利和规则（Gilligan，1982）。后来科尔伯格（Levine，Kohlberg，& Hewer，1985）根据这些批评对其理论进行了修正。不过，大部分研究并未在道德成熟度方面发现任何性别差异（Bee & Boyd，2010；Jaffee & Hyde，2000；Tangney & Dearing，2002；Thoma & Rest，1999）。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富有爱心、更擅合作或更加乐于助人（Turiel，2006；Walke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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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长的儿童对年幼的儿童的道德推理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作为一名教师，了解道德推理的有关知识对你有什么帮助？



针对科尔伯格和皮亚杰的工作的另一种批评是，年幼儿童对道德情境进行推理时所采用的方式往往比阶段理论中所描述的方式更为成熟、复杂（Arnold，2000；Rest，Edwards，& Thoma，1997）。例如，在评价行为时，尽管年幼儿童常常认为结果比意图更加重要，但在某些情境下，三四岁大的孩子就能够根据意图来评判他人的行为（Bussey，1992）。另外，6到10岁的处于他律道德阶段的儿童也能够区分由父母制订并要求执行的规则与由个人或同伴所认可的规则（Keenan & Evans，2010；Laupa，1991）。最后，图列尔（Turiel，2006）指出，年幼儿童能够对道德准则与社会习俗规范加以区分。前者基于公正原则，如不能撒谎和偷窃；后者则基于社会舆论和礼节，如不能穿睡衣上学。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发现2.5岁到3岁的儿童就能够区分道德规则和社会习俗规范。

科尔伯格理论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它只涉及道德推理，而没有研究实际的道德行为（Arnold，2000）。许多处于不同道德推理发展阶段的人们有相同的行为方式，而处于同一阶段的人们又常常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Walker，2004）。另外，情境在道德两难问题中也很重要。例如，埃纳森（Einerson，1998）的研究发现，与道德两难问题中出现虚构人物时相比，当出现名人时，青少年会采用较低水平的道德推理。此外，儿童的道德推理与其道德行为之间的联系也是不清晰的（Thoma & Rest，1999）。例如，默多克、黑尔和韦伯（Murdock，Hale，& Weber，2001）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学生的作弊行为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学业动机、成功以及与教师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因素均与道德发展的阶段无关。

儿童在社会性与情绪方面是如何发展的

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对学生的学业成就负责，也要努力培养在社会性及情绪方面都健康的年轻一代。同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社会性及情绪的发展依赖在学校和家庭中的各种经历，但也存在着可预测的发展模式。下面将讨论社会性及情绪发展方面的一些重要内容。

■ 学前阶段的社会情绪发展

年幼儿童的社会生活演变是具有一定可预见性的（参见Cummings et al.，2003；McHale，Dariotis，& Kauh，2003）。儿童社会关系的扩展遵循着这样的历程：首先是与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建立亲密的关系，然后与其他家庭成员建立关系，再与非亲属关系的成人、同伴等建立关系。社会交往从家庭延伸到邻里，从幼儿园或其他的儿童看护场所延伸到学校。埃里克森的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理论表明，在学龄前阶段，儿童必须解决主动对内疚的人格危机。成功地解决这个阶段的危机将会使儿童产生自主感和抱负，当然儿童对自己被允许做哪些事的合理理解也会调节这两点。早教者通过提供机会使儿童发挥主动性、接受挑战并取得成功，来促进儿童解决这个阶段的危机。


同伴关系
 　在学前期，同伴
 （peers，即同龄的其他儿童）在儿童的社会和认知发展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Hay，Payne & Chadwick，2004）。儿童和同伴的交往在很多方面明显不同于他们和成人的交往。同伴间的游戏使得儿童能够与发展水平和自己相似的其他儿童进行交往。当彼此间发生争执时，要想使游戏能够继续下去，他们必须做出让步，并且协商解决争执。与儿童—成人间的争执不同，在同伴间的争执中，没有谁能宣称自己有绝对的权威性。同伴之间的冲突也让儿童了解到，别人的思想、情感和观点等有可能与自己的不同。冲突也能使儿童更敏感地认识到自身行为对别人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同伴关系可以帮助儿童克服皮亚杰所描述的前运算思维阶段特有的自我中心倾向，使儿童意识到别人的想法和自己不同。


亲社会行为
 　亲社会行为
 （prosocial behaviors）是指自愿对他人做出的照顾、分享、安慰和合作等行为。对亲社会行为产生的根源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儿童的道德和社会发展。被认为影响亲社会行为发展的因素有很多（Eisenberg，2001），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父母的管教方式。当儿童做出某种行为时，父母的管教方式应主要取决于该行为带给他人的结果，并且管教的实施是在一种温暖的、互动的氛围中进行的（Hoffman，1993）。

	让儿童多接触这样的成人：他们表示自己关心他人，能使儿童明白采用攻击性方法来解决问题是不被社会接受的，并为儿童提供可被社会接受的替代办法（Konig，1995）。

	让儿童多接触这样的成人：当儿童有出色表现时用积极特征评价儿童（“你真是个好帮手！”）（Grusec & Goodnow，1994）。




游戏
 　学前儿童与同伴之间的交往大部分发生于游戏活动中（Hughes，2010）。不过，在学前阶段，游戏中其他同伴参与的程度会随年级的增高而提高（Howes & Matheson，1992）。在对学前儿童进行的一项经典研究中，米尔德里德·帕滕（Parten，1932）将游戏归为四种类型，其社会互动水平以及复杂程度依次递增。单独游戏
 （solitary play）是指儿童自己进行的游戏，常常是自己摆弄玩具，与其他儿童所玩的游戏无关。平行游戏
 （parallel play）是指儿童各自做同样的游戏，但彼此间很少有互动和影响。联合游戏
 （associative play）与平行游戏相似，但是儿童间的互动水平有所提高，表现为分享、轮流参与、对别人做的事情总体上有兴趣等形式。合作游戏
 （cooperative play）中，儿童为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一起参与到活动中，比如要建造一个大城堡，每个儿童负责其中的某一部分。例如，豪斯和马西森（Howes & Matheson，1992）曾对一组儿童进行了3年的追踪研究，从1至2岁开始，一直持续到3至4岁，主要观察儿童游戏活动的发展特点。他们发现，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所玩游戏类型的复杂程度也在提高，从简单的平行游戏发展到复杂的假想游戏。在假想游戏中，儿童共同做出规划，一起完成活动（Berk，2009；Hughe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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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孩子进行的是平行游戏、联合游戏还是合作游戏？这样的游戏活动是如何促进亲社会行为和同伴关系发展的？



游戏对儿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游戏锻炼了儿童的语言、认知和社会技能，并有利于儿童个性的全面发展（Berk，2009；Hughes，2010）。在做游戏时，儿童要运用他们的心智，因为在做游戏时他们的所思与所做似乎是另外一个人。当他们进行了这种转换时，其思维就不再局限于具体的物体上面，而向抽象思维迈进了一步。游戏还与创造性有关，尤其是与个体思维中减少呆板、增加灵活性这项能力有关。维果茨基的发展理论也强调游戏的重要作用，认为游戏能使儿童自由地探索高于目前机能水平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维果茨基（Vygotsky，1978）写道：“在游戏中，儿童的表现总是高于他的平均年龄，高于他的日常行为表现；在游戏中他们好像要比现实中的自己略胜一筹”（p.102）。

学前儿童的游戏似乎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学前儿童与同伴的交往方式和他们与父母的交往方式有关（Hughes，2010）。与亲子关系不太安全的儿童相比，那些与父母有着温暖的养育关系的3岁儿童更愿意参与社会假想游戏，能更好地解决与同伴之间的冲突（Howes & Rodning，1992）。儿童与熟悉的以及同性别的同伴玩得更好（Poulin，Cillessen & Coie，1997）。给儿童提供与其年龄相适应的玩具和游戏活动，也能促进他们游戏的发展以及同伴交往技能的发展。

■ 小学阶段的社会情绪发展

进入小学时，儿童已经形成了更为复杂的思维、动作和社会影响技能。在此之前，儿童基本上是自我中心的，他们的整个世界就是家庭、家人，可能还包括幼儿园或日托中心。小学低年级通常要完成的发展任务就是解决埃里克森理论（Erikson，1963）中第四个阶段的危机，即勤奋对自卑。假定儿童在婴儿期建立了信任感，在幼儿期形成了自主感，在学前期形成了主动性，那么，儿童在小学阶段的经历将有助于获得勤奋感和成就感。在这个阶段，儿童开始努力证实自己已经长大。实际上，这个阶段通常被称为“我自己能行”阶段，他们可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随着儿童专注能力的不断增强，他们能在选定的任务上花费更长的时间，并乐于完成任务。这个阶段还表现出独立活动能力增强，具有团体合作精神，能够考虑到公平性而以社会接受的方式进行活动（McHale et al.，2003）。


自我概念和自尊
 　对于小学儿童而言，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的二个重要方面就是自我概念
 （self-concept）和自尊
 （self-esteem）的发展（Swann，Chang-Schneider & McClarty，2007），而这些方面的发展明显地受到家庭、学校中的经历以及周围同伴的影响。自我概念是我们对自己的优势、弱点、能力、态度和价值观的感知方式。自我概念从儿童一出生就开始发展，并逐渐受各种经验的塑造。自尊是指我们怎样评价自己的技能和能力。


网络链接

若想获得有关如何增强儿童自尊的文章，请访问www.kidsource.com/kidsource/content2/strengthen_children_self.html。也可访问http://kidshealth.org/parent/emotions/feelings/self_esteem.html#。



在个体经历儿童中期时，儿童的思维方式变得不那么具体，而更具有抽象性。这种变化也明显地体现于自我概念的发展过程中。学前期的儿童总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特征和物质特征来描述自己，比如高矮、性别或所拥有的物品。相比之下，在小学低年级，儿童描述自己时开始关注更加抽象、内在的特质，例如智力、友善。他们也能区分个人的、内在的我与公开的、外在的我。尤为明显的一个表现是：在解释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时，儿童更多地关注意图和动机，而较少关注客观行为。

在儿童期中期，他们开始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价自己。学前儿童描述自己时可能会说：“我喜欢棒球。”而几年以后，她可能会说：“我比萨利更喜欢棒球。”鲁布尔、艾森伯格和希金斯（Ruble，Eisenberg & Higgins，1994）的研究表明，年幼儿童主要通过社会比较来学习社会规范以及各种行为的合适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倾向于利用社会比较
 （social comparison）来评价和判断自己的能力（Borg，1998）。

根据社会比较所得的信息来评价自我，这种倾向似乎与学业自尊的发展变化相一致。学前期的儿童与年幼儿童都倾向于对自己作出高度积极的评价，而这种评价与学业成绩以及其他客观因素无关（Cole，1991）。但是，到二、三年级时，学习困难的儿童就倾向于产生较差的自我概念（Chapman，Tunmer & Prochnow，2000），并开始了螺旋式的恶性循环。在小学阶段学习成绩较差的儿童很容易形成消极的学业自我概念，以后在小学高年级和中学阶段继续有较差的表现（Guay，Marsh & Boivin，2003）。

进入小学之后，很多儿童第一次有机会与别人比较，第一次在家庭以外的成人的指导下学习和玩耍。这些成人必须给儿童提供机会，使其体验成功，充满自信，并保持热忱和创造性（Canfield & Siccone，1995；Perry & Weinstein，1998）。

当论及个性和社会性发展时，一个关键词就是接纳。实际上，儿童的能力确实有高低强弱之别。不论教师怎么做，到小学结束（通常更早）的时候，学生自己很清楚孰强孰弱。然而，学生如何看待这些差异？当学习差的学生自知永远不可能成为班级明星时，他们把学习的价值看得多重？在这些问题上，教师对学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理论应用于实践：促进自尊的发展

在美国，社会和公共机构都认同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每个人，包括学生，都具有平等的价值。这也是课堂教学的前提。但学生具有平等的价值并不意味着他们具有同等的能力。有些学生擅长阅读，有些则擅长数学，有些学生有体育特长，还有些学生有艺术天分。

有些课堂活动可能给某些学生留下这样的印象：作为一个个体，自己的价值比别人低。研究发现，在课堂上进行不适当的竞争（Cohen，1986）、刻板地按能力分组（MacIver，Reuman & Main，1995；Slavin，1987a）会教给学生错误的观念。

这类研究能够帮助教师避免那些让儿童感到气馁的做法。然而，尚不清楚提高自尊是否会带来更高的学业成就。实际上，研究更有力地表明：当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变得越来越有能力时，其自尊感也会提高，反过来则不成立（如，Chapman et al.，2000；Ellis，2001b）。

我们没有必要谎称所有的学生都同样擅长阅读和数学。但是，教师要认可学生的进步，而不是能力水平；要表扬学生付出的努力以及能力的提高。当学生看到自己学业上的成功时，他们自然就会感到自己争取到了自尊感（Roeser，Eccles & Sameroff，2000）。




网络链接

罗伯特·布鲁克斯博士（Dr. Robert Brooks）撰写了关于如何在课堂上提升学生自尊的一些文章，详见www.greatschools.net/LD/managing/teachers-fosterself-esteem-in-children.gs?content=773。若想了解如何提高学习障碍儿童的自尊，请访问www.greatschools.net/LD/managing/teachers-foster-self-esteem-in-children.gs?content=759。




同伴重要性的增强
 　在儿童早期的发展进程中，家庭是影响儿童成长的主要因素，而只要父母在态度和行为方面仍在为儿童提供榜样，这种影响的重要性就依然存在。此外，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也影响着儿童与同伴的关系，在家中养成的习惯也可能在儿童步入校门之后得到加强或必须被克服掉。然而，同伴群体的重要性逐渐增强。在论及儿童走出家庭、步入外部世界时，艾拉·戈登对同伴的重要性做出了这样的注解：

假如世界就是莎士比亚所说的舞台，那么儿童和青少年的主要观众就是他们的同伴。同伴坐在前排和包厢中；而教师和家长则被挤到了后排和看台上（Gordon，1957，p.166）。

在小学低年级，同伴群体通常由同性别、年龄相仿的儿童组成。儿童的这种偏好可能是由于年幼儿童之间能力和兴趣的差异所致。但是，到六年级时，同伴群体中既有男生，也有女生。不管同伴群体的结构如何，这种群体使得儿童有机会将自己的能力和技能与别人相比较。群体中的成员相互展示着各自不同的世界，儿童通过分享彼此的态度和价值观而学会了怎样鉴别并形成自己的态度和价值观。


儿童中期的友谊
 　在中期，儿童对友谊概念的理解渐趋成熟。友谊是儿童期同伴间社会关系的核心形式，并且在成年之前，友谊的形式会经历一系列的变化（Scharf & Hertz-Lazarowitz，2003）。塞尔曼（Selman，1981）根据皮亚杰的发展阶段理论以及儿童在采择他人观点方面的能力变化，描述了儿童对友谊的理解是如何随年龄而变化的。在3～7岁之间，儿童通常将朋友看成是暂时的玩伴。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从学校回到家中，也许会激动地说：“我今天又交了个新朋友！杰米让我和她一起玩她的布娃娃”；或是“比尔再也不是我的朋友了，因为他不和我一块堆积木。”这些话语都表明儿童将友谊看成是与特定情境有关的临时关系，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兴趣或信念的基础之上。进入儿童中期，友谊变得更加稳定和互惠。在这一阶段，儿童通常根据个性特征来描述朋友（“我的朋友玛丽非常友善”），友谊是建立在相互支持、关心、忠诚以及相互付出与回报的基础之上的。

友谊对儿童来说非常重要，这有几方面的原因。在小学阶段，朋友就是一起玩耍、一起做事的同伴，也是儿童重要的情感支柱：在新的环境中，或者家庭或其他方面出现问题时，朋友能给儿童提供安全感。当朋友彼此讲授和示范具体的智力技能时，他们也是对方的认知源泉。个体也在友谊的背景下学会行为的社会规范、社会交往技能以及成功地解决冲突（McHale et a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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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关系如何影响一个人的自尊和自我概念？作为一名教师，你怎样促进学生的情绪发展？




同伴接纳
 　在儿童中期，同伴关系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同伴接纳，即在同伴群体中的地位（McCallum & Bracken，1993）。受欢迎的儿童是那些最常被同伴提名为喜欢、最少提名为不喜欢的儿童。相反，被排斥的儿童是那些被同伴最常提名为不喜欢、最少提名为喜欢的儿童。还有一类儿童是被忽视的，他们既不常被提名为喜欢，也不常被提名为不喜欢。另一方面，有争议的儿童经常被某些同伴提名为喜欢，但也经常被另一些同伴提名为不喜欢。中性儿童是指那些被提名为喜欢或不喜欢的次数均为中等的儿童。

在小学阶段，那些不被同伴接纳或是遭到排斥的儿童是高危儿童（Ladd & Troop-Gordon，2003；Wentzel，Berry，& Caldwell，2004）。与那些被同伴接纳的儿童相比，这些高危儿童更有可能辍学，做出违法乱纪行为，在青春期和成年期出现情绪和心理问题（Ladd & Troop-Gordon，2003）。被排斥的儿童中，有些倾向于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有些则极其被动和大幅度退缩，成为被霸凌的受害者（Pellegrini & Bartini，2000）。那些被排斥的儿童，无论具有攻击性还是退缩，出现高危问题的可能性似乎都是最高的（Hymel et al.，1993）。

有许多特征似乎都与同伴接纳有关，比如外表吸引力（Kennedy，1990）和认知能力（Wentzel et al.，2004）。研究也表明，行为方式与同伴接纳之间也存在着相关（见Coie，Dodge & Kupersmidt，1990）。被同伴接纳并受欢迎的儿童倾向于更具合作精神，乐于助人，关心别人，很少有捣乱和攻击性行为。而不被同伴接纳的儿童倾向于表现出很高的攻击性，缺乏亲社会行为和解决冲突的能力。被忽视的儿童以及有争议的儿童，其行为方式不太明显，并且在群体中的地位通常在短时间内会发生变动（Newcomb & Bagwell，1998）。


理论应用于实践：帮助儿童发展社交技能

因为同伴接纳能够很好地预测目前和以后长期的适应能力，帮助那些不受欢迎或被排斥的儿童改进其社交技能，提高其被接纳水平就是十分重要的。常用的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强化适宜的社会行为：
 表达对学生的助人、分享等亲社会行为的积极期待，并对此类行为予以表扬。当教师和其他成人向一个儿童群体称赞亲社会行为时，其效果最好。这可以让那些缺乏技能的儿童去观察别人受到强化的积极行为，也使得同伴群体去关注受表扬者的积极行为，而不关注消极行为。

	
树立榜样：
 通过观察榜样是如何学习积极的社交技能的，儿童也能明显地改进自己的社交技能。

	
指导：
 你可以示范积极的社交技能，解释这些技能的重要性，提供练习的机会，给予及时的跟进反馈。



任何干预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受排斥儿童的同伴群体和课堂教师的参与度。相比于儿童单独接受干预，假如同伴和教师能注意到受排斥儿童在行为上的积极变化，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改变以往的看法来接纳这个儿童（Olweus，1994；White & Kistner，1992）。



■ 中学阶段的社会情绪发展

在青春期，儿童的社会和情绪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Rice & Dolgin，2008）。部分由于生理和认知结构发生了变化，小学高年级学生寻求更快的成长。他们希望家长不要像以前那样对待他们，但许多家长并不愿意用新的方式来对待他们。他们自己也说，尽管相信父母是爱他们的，但总觉得父母并不了解自己。无论对于小学高年级男生或女生，成为某个群体中的一员都会增强他们的自我价值感。不被同伴接纳将导致严重的情感问题。这也成为前青春期的儿童与父母关系发生改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对父母的关注减少了，而是朋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了。这种对同伴接纳的需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前青春期的学生在穿着打扮上非常相似（Baumeister & Leary，1995）。本章开头所讲的山姆戴唇环的故事就是一例，说明青春期的个体是如何通过独特的穿着和行为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同伴群体的归属感。

在初中阶段，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通常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在小学，儿童很容易接纳教师并依赖教师。在小学高年级，这一关系变得比较复杂（见Roeser et al.，2000）。有时学生愿意将个人的私事告诉教师，而不告诉父母；前青春期的一些学生甚至把教师选为他们的角色榜样。但同时，有些前青春期的学生用几年前想都没想过的方式来与教师顶嘴，还有一些则公开与教师作对。另外，也有些学生高度疏远学校，表现出有可能引发违法乱纪和辍学的行为模式（Rice & Dolgin，2008）。


同一性的发展
 　进入青春期早期最初的标志之一就是出现反思
 （reflectivity），即通过思考自己心中正在想什么，以探究自己的一种倾向。青少年开始更仔细地审视自己，并以有别于以往的方式来界定自己。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感觉与实际的行为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凭借发展中的智力水平，青少年能够考虑各种可能性，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对自己产生不满。他们评判自己的个性特点，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并试图改变自己的现状。

青少年也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他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对世界的看法是否与自己一样（Phelan，Yu & Davidson，1994）？他们开始更为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独立于他人的，是具有独特性的个体。他们也认识到，他人并不能够完全了解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我究竟是谁，有什么特点”这个问题在青少年的个性发展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青少年时期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同一性。


詹姆斯·马西亚的四种同一性状态
 　詹姆斯·马西亚（Marcia，1991）基于埃里克森的理论，通过对青少年进行深入的访谈，鉴别出了同一性的四种状态。这些状态反映了青少年在宗教信仰、政治理念以及职业选择等方面的承诺的坚定程度，它们分别是：


	
过早闭合型：过早闭合
 （foreclosure）的个体从未经历过同一性危机。相反，他们根据父母的选择而不是自己的选择，过早地确立了同一性。他们对某种职业和理想信念做出了承诺，但这些承诺更多地反映了父母和其他权威人士的看法，而不是他们自主做出评价的过程。过早闭合型代表一种“虚假同一性”，作为解决未来生活中遇到的危机的基础，显得过于僵化和刻板。

	
同一性迷失型：
 处于同一性迷失
 （identity diffusion）状态的青少年既没有择业意向，也没有对理想信念的任何承诺，他们在这些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们或许体验过同一性危机，但即使经历过，他们也未能解决这一危机。

	
同一性延缓型：
 处于同一性延缓
 （moratorium）状态的青少年已开始尝试从事可选的职业，选择某些理想信念，但是还不能对任何一种做出确切的承诺。这些青少年正处在同一性危机之中，正在检验各种生活选择。

	
同一性获得型：同一性获得
 （identity achievement）反映了同一性的巩固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青少年做出了自觉、明确的职业和理想信念的决定。他们让自己相信这些决定是自主而自由地做出的，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本性以及内心深处的承诺。



到了青少年晚期（18～22岁），大多数个体已经处于同一性获得状态。而青少年的情绪发展似乎与他们的同一性状态密切相关。例如，处于同一性延缓状态的青少年具有最高的焦虑水平，而过早闭合型的青少年的焦虑水平最低（Marcia，1991）。自尊也与同一性的状态有关：处在同一性获得和同一性延缓状态的青少年报告了最高的自尊水平，而处于过早闭合与同一性迷失状态的青少年则报告了最低的自尊水平（Marcia，1991；Wallace-Broscious，Serafica & Osipow，1994）。

总之，青少年要想成功地确立自我同一性，那么他们必须不断尝试并保持灵活。通过尝试各种行为和思想方式，之后检验并改进它们，青少年最终让自己具备最适宜的属性，并舍弃其他属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青少年必须有自信进行尝试，决定结束尝试，改变行为，舍弃那些即使被他人所认同却对自身不适宜的属性。拥有一个由接纳自己并对自己的尝试积极回应的父母、教师以及同伴组成的稳定团队是非常有益的。


网络链接

若想了解青少年发展的多个方面，包括同一性发展和自尊，请访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南茜·达令（Nancy Darling）的网站——www.oberlin.edu/faculty/ndarling/lab/ead.htm。




自我概念和自尊
 　随着儿童步入青春期并经历整个发展过程，他们的自我概念和自尊感也发生了变化。在儿童中期，其自我描述开始转向抽象，这一特征在青少年时期继续保持。青少年的自我描述通常包括个性特征（友好的，让人讨厌的）、情绪（抑郁的，兴奋的）、个人信念（自由的，保守的）等（Harter，1998）。此外，自我概念变得更加分化。苏珊·哈特的研究识别了青少年自我概念的8个不同方面：学业能力、工作能力、运动能力、身体外貌、社会接纳程度、亲密的友谊、异性吸引力以及行为方式（Harter，1998）。马什（Marsh，1993）识别了5种不同的自我概念：学业言语、学业数学、与父母的关系、与同性朋友的关系以及与异性朋友的关系。

在青少年期，自尊感也发生着波动和变化。当儿童进入初中时，也就是青春期
 （puberty）开始时，自尊感最低（Jacobs，Lanza，Osgood，Eccles & Wigfield，2002）。早熟的女生将会经历最严重的、持续时间最长的自尊下降的过程。总体而言，青少年期女生的自尊感要低于男生（Jacobs et al.，2002）。对总体的自尊感和自我价值感影响最大的因素似乎是身体外貌，其次是同伴的社会接纳。


社会关系
 　儿童进入青春期后，友谊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总体而言，他们与朋友相处的时间明显增多；青少年与同伴相处的时间多于与家庭成员相处或自己独处的时间（Ambert，1997）。那些具有满意和融洽的朋友关系的青少年，比那些缺乏朋友支持的学生自述具有更高的自尊、更低的孤独感以及更成熟的社交技能，并且在学校中学习成绩更好（Kerr，Stattin，Biesecker & Ferrer-Wreder，2003）。

在青春期，相互理解的能力和认识到他人也是有自己情感的独特个体，这些都有助于朋友间增多自我表露、增强亲密感和提高忠诚度。青少年前期的儿童试图确立独立于父母的个人同一性的同时，也更多地向同伴寻求安全感和社会支持。小学的儿童向父母寻求这种支持，而七年级时，他们感到同性朋友的支持与父母的支持相当；十年级时，他们感到同性朋友成为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Rice & Dolgin，2008）。


同伴关系
 　除了亲密朋友之外，多数青少年也非常看重更大范围内的同伴群体，将其视为思想和价值观以及陪伴和娱乐的源泉。

青少年时期同伴关系的实质表现出社会地位和同伴团体方面的特征。社会地位或被同伴群体接纳的程度，可通过对在儿童中期识别出的具有相同地位的学生群体进行研究。在小学儿童中，受欢迎的和被同伴接纳的青少年倾向于表现出积极的冲突解决方式和学业能力、亲社会行为和领导素质；而受排斥和不被接纳的青少年则倾向于表现出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学习成绩较差（Parkhurst & Asher，1992；Wentzel & Erdley，1993；Zettergren，2003）。这些社交上受排斥的青少年将来面临学业问题和社交问题的风险似乎也更大（Pope & Bierman，1999）。然而，温策尔和阿舍（Wentzel & Asher，1995）发现，在受排斥的初中生中，具有攻击性的初中生在学校中存在很多问题，而具有社会顺从特性的初中生并未产生同样的问题。这些研究表明，被同伴拒绝，加之自身的消极行为，合在一起会使得这些学生的处境更为不利。

研究青少年时期的同伴关系时，考察青少年所处的小圈子和团体也是一种角度（Barber，Eccles & Stone，2001）。小圈子是由具有共同的兴趣、活动和朋友的成员所组成的小而亲密的群体。相对而言，团体则比较大，往往是由其声望界定的。青少年加入某个小圈子或团体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但不一定长久、稳定。虽然团体施加的服从压力非常强大，但是，也只有那些渴望归属感的青少年才会显著地受到这些规定的影响（Rice，1996）。


情绪发展
 　大多数青少年都会在某些时候经历情绪冲突，这不足为奇：因为他们的身体形象、预期角色以及同伴关系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的转换本身也有可能给学生造成相当大的压力（Harter，Whitesell & Kowalski，1992；Midgley，1993）。对于大多数的青少年来说，情绪困扰只是暂时的，能够妥当地进行处理。但是，对一部分人来说，压力会导致不良行为、吸毒，甚至产生自杀企图（Fisher，2006）。

小学高年级儿童普遍存在着与生理、认知和社会发展有关的情绪问题。尽管前青春期的儿童总体上是乐观、快乐的，但他们也有许多恐惧，比如不被同伴群体接纳、没有知心朋友、被父母惩罚、父母离异或者学业不佳。

这一年龄段的儿童还会产生其他一些情绪，如愤怒（以及无力控制愤怒的恐惧）、内疚、挫折和妒忌。成人需要帮助前青春期的儿童认识到，这些情绪和恐惧是成长过程中自然的一部分，要鼓励儿童把这些情绪和恐惧表达出来，尽管这些情绪在成人看来是脱离实际的。当儿童的行为（基于同伴群体的价值观）与父母的价值观出现冲突时，多会产生内疚感。愤怒是这个年龄阶段经常出现的一种情绪，其强度要大于其他许多情绪。就像经常告诉前青春期的儿童不要害怕一样，父母也经常告诫他们不要愤怒。不幸的是，即使对成年人来说，这也是不太可能做到的。


青春期的问题
 　青少年时期对许多人来说是一段高危险期，因为青少年第一次能够做出可能带来长期不良后果的行为或决定（Dryfoos，1998；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95；Rice & Dolgin，2008）。


情绪障碍
 　中学教师应当对青少年面临的压力非常敏感，应当意识到情绪困扰是普遍存在的（Galambos & Costigan，2003）。他们应当明白，抑郁、无助和莫名其妙的愤怒行为都是青少年需要得到帮助的信号，他们应该让这类学生与学校咨询师或其他受过心理学专业培训的成人进行交流（Fisher，2006）。


霸凌
 　对较弱的或缺少朋友的同伴进行嘲笑、骚扰和攻击，这类现象在所有年龄群体中都会出现。但是，当儿童进入青少年早期时，这种现象尤为严重（Juvonen，Nishina & Graham，2000；Pellegrini & Bartini，2000；San Antonio & Salzfass，2007）。


辍学
 　中学阶段的辍学使青少年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辍学实际上也就宣判了他们将从事低端工作，面临失业及贫困（Bracey，2006）。当然，导致辍学的原因在学校生涯的初期就有所显现：学业上的失败、留级、被编入特殊教育班级、频繁缺课等迹象都预示着学生将来有可能辍学（Battin-Person et al.，2000；Goldschmidt & Wang，1999；Pallas，2002）。总体的辍学率正在下降，特别是在非裔美籍学生中，尽管他们依然面临与人数比例不相称的高风险（Balfanz & Legters，2004；Mishel & Roy，2006）。然而，对于拉丁裔的学生来说，辍学率仍居高不下（Secada et al.，1998）。通过给身处困境的儿童以特别的个体关注，让他们担任有较高地位的角色，在学业短板上帮助他们，那么，辍学率将会大大减少（Burt，Resnick & Novick，1998；Slavin & Fashola，1998）。如果学生所在的高中规模较小，比较关注学业，那么辍学的比例比其他类型的学校要低（Lee & Burkam，2003）。


滥用药品和酒精
 　在青少年中，物质滥用现象仍然很普遍（Perkins & Borden，2003）。80%的高中三年级学生饮酒（Jung，2010），31%的学生试过吸大麻（Johnson，O'Malley & Bachman，2001；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2005）。毒品和酒精滥用与学业失败有紧密的联系（Bryant & Zimmerman，2002）。


违法
 　青少年时期最危险的问题之一就是开始出现严重的违法行为。这个问题在男生身上远比女生身上更普遍。违法者通常是那些成绩较差的学生，很难让他们相信沿着学校为他们铺就的道路行进就能取得成功（Hawkins et al.，2000）。绝大部分的青少年违法是群体现象，大部分的违法行为都表现为团伙作案，或是受到不法小团伙的主动支持（Branch，1998；Farmer et al.，2002；Perkins & Borden，2003）。


怀孕的风险
 　对所有的女性青少年而言，尤其是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女性，怀孕和分娩都是极为严重的问题（Coley & Chase-Lansdale，1998；Susman，Dorn & Schiefelbein，2003）。青春期的男生通过违法行为来显示自己不受成人的控制，女生则是通过发生性行为，而且很多时候会生孩子，来迫使这个世界把她们看做成年人。因为过早生育，这些女性很难将学业继续下去，也很难找到工作，这是造成贫困的恶性循环的一个主要原因，许多少女妈妈自己就出生于贫困环境（Hoffman，Foster & Furstenberg，1993）。当然怀孕涉及的另一方就是少年爸爸，少年爸爸通常在学校中也表现出许多行为问题和学业问题（Hanson，Morrison & Ginsburg，1989）。有很多教育方案旨在推迟性行为的发生，以减少怀孕的可能性。对这些方案有效性的考察表明，与只强调节欲相比，如果能够既强调节欲，又强调使用避孕套或其他一些避孕方法，则更为有效（Kirby，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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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中的同性恋—异性恋联盟团体该如何促进年轻人的宽容，并缓解年轻同性恋者的压力？教师在为性别认同冲突的年轻人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方面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性传播疾病的风险
 　早期性行为的固有风险之外还伴随着艾滋病和其他性病发生率的增加（Kalichman，1996）。艾滋病在青少年期的发病率仍是很低的，并且感染率一直在下降（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2002）。然而，由于艾滋病可以有长达10年的潜伏期，青少年中无防护措施的性行为、共用针头注射毒品以及其他的高危行为常常导致成年早期艾滋病的高发率。艾滋病的出现表明，及早地、明确地进行性教育很关键，甚至涉及生死。但是，仅有知识是不够的，性欲旺盛的青少年还必须能够获得避孕套，并从心理上巧妙地来促使他们愿意去使用安全套（Aronson，1995）。


性别认同
 　在青少年时期，人们开始探索自己的性别认同，包括开始认同男同或女同性取向的年轻人。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的青少年会承受巨大压力以及与父母相处的困难，他们在同伴群体中尤其可能面临严重的问题。同伴中可能严守着反对同性恋的铁律，他们甚至会对同性恋的学生进行辱骂、排斥甚至实施暴力行为（GLSEN，2009）。教师需要示范对同性恋学生的接纳，并严格执行学校的规定，禁止不尊重任何人——无论同性恋还是异性恋者（Koppelman & Goodhart，2005）。


有意识的教师：

运用你所了解的有关人类发展的知识来改进教学和学习


有意识的教师清楚地认识到，随着儿童社会性、情绪和道德的发展，学生在儿童早期、中期和青春期等不同的时期将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他们根据学生的不同发展水平来界定学生的发展目标。当他们发现某些特殊的学生在向独立性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或不同的支持时，他们能够调整自己的教学。


	我希望学生在课程结束后能了解什么、能做什么？这对于实现课程目标、满足学生成为有能力的个体的需求有何作用？



你需要了解你的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可能出现的一些典型问题，还需要了解学生从一个水平发展到另一个水平时所面临的压力。例如，你可以在长期计划中设置一些活动，这些活动充分利用同伴文化的影响。比如，让学生通过把学科内容与自己感兴趣的主题联系起来而学习，如时尚、音乐以及运动。


	在我的教学中应该考虑学生所具有的哪些知识、技能、需求和兴趣？



与学生的当前发展机能相适应的教学才是最有效的教学。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测验能够给我们提供学生在社会性、情绪和道德方面发展状况的信息。例如，你可以使用非正式的谈话来评估一位新生的社交技能，在学生活动的过程中，你或许能听到一些线索，来证明学生正越来越多地对自己的内心进行反思。


	我在学科内容、学生发展、学习、动机以及有效教学策略等方面所掌握的哪些内容能够用于实现教学目标？



学生与同伴的关系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教师要注意观察学生与同伴间的交往，以便促成他们的亲社会行为。例如，在幼儿园中，你可以观察幼儿在自由活动时间中的表现，记下各种不同形式的游戏，或者听大一点的儿童在餐桌上的对话，问自己：“我的学生会不会将自己与别人比较以评价自己呢？”你可以在心里记住帮助他们做出恰当的比较。


	哪些教学材料、技术、辅助手段和其他教学资源有助于实现我的教学目标？



如果教室里有丰富多样且能促进学生的社会、语言、生理和学业发展的材料，这样的环境最有利于学生的发展。例如，你的教学对象是年幼儿童，那么你可能会设置一个木偶角或是故事角，来促进儿童口语能力的发展。对任何年龄的学生，你都可开班会，鼓励学生在会上坦率交流，帮助他们建立集体感和接纳的观念，这使每一位同学都会受到欢迎，无论他们背景如何。

不仅要对你的计划和材料进行检查，还要考察学生对这些计划和材料所做出的反应，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看上去觉到这些活动在推动他们进步吗？

你可以翻阅学生的档案袋，探寻他们的自我概念以及学业方面的成长历程。你可能注意到整堂课都出现的某种现象，根据这点信息来调整教学，给学生提供更为适宜的学习机会。如果你教的是中学，你需要检查课程计划，确保能够给学生提供社会交往以及用正规方法解决问题的机会。还应该提供相应的活动，促进学生向皮亚杰的形式运算阶段发展。同时，还要将学生对任务的看法等记录下来。


	我怎样评价学生达到目标的程度？



评价你从不同方面积累起来的信息。这些信息能否表明学生在人的发展的几个重要方面都在成长？例如，你可以要求小学生在日记中描写他们的朋友，你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判断学生是否在建立一种能支持其社会和认知发展的友谊关系。


	如果个别学生或全班没有迈上成功之路，我该如何去做？我的补救计划是什么？



一些人提倡进行适配发展的教育做法，他们强调教师应该将每个学生看做具有独特的成长方式的个体。例如，你可以组织一场全班讨论，向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目前你在哪些方面比开学时做得更好？”“你还想改善什么能力？”“我们如何互相帮助？”仔细聆听学生的发言，你会发现一些很多学生都可能遇到的难点问题，然后在以后的教学活动中去着重讲解。




理论应用于实践：预防青少年的问题

不是所有的青少年都会遇到严重的问题。但在那些有风险的学生中，如果能在问题发生前防患于未然，则效果要好得多。许多教学方案通过将预防策略融入常规课程中而成功预防了一系列问题行为。例如，许多方案通过进行“生活技能训练”，重点教学生做出正确的决定，抵御同伴压力等，从而成功地降低了高风险行为（Stipek，de la Sota& Weishaupt，1999）。其他方案则关注建立合作、利他、社会责任感等规范（Battistich，Watson，Solomon，Lewis & Schaps，1999）。另一个广外推荐的方案是让社区机构参与促进学生的亲社会行为（Kidron & Fleischman，2006）。全校范围内的综合性变革模式对预防初中生（Balfanz & Maclver，2000）和高中生（Bottoms，Feagin & Han，2005；Darling-Hammond，Ancess & Ort，2002；Jordan，McPartland，Legters & Balfanz，2000；McPartland，Balfanz，Jordan & Legters，2002）的高危行为，尤其是旷课和辍学等具有积极的作用。



本章概要

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的理论观点有哪些

埃里克森提出了心理社会发展的8个阶段，每个阶段都由一个特殊的心理社会危机所主导，这些危机是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而引发的。在阶段1，信任对不信任，目标是通过与照料者的互动建立起信任感。在阶段2，自主对怀疑（18个月到3岁），儿童具有抓住和放手的双重愿望。在阶段3，主动对内疚（3到6岁），儿童通过探索环境来完善自我认识。在阶段4，勤奋对自卑（6到12岁），儿童进入学校，学业上的成功和失败居核心地位。在阶段5，同一性对角色混乱（12到18岁），青少年转向同伴群体并开始寻找伴侣和发展事业。阶段6（亲密对孤独）、阶段7（繁衍对自我沉溺）和阶段8（完整对绝望）则发生在成年期。

道德发展的理论观点有哪些

根据皮亚杰的观点，儿童在6岁左右发展出他律道德（依据道德现实主义，服从权威），之后发展为自律道德（基于道德准则的理性道德）。科尔伯格的道德推理阶段论反映了儿童对道德两难的反应。在阶段1和2（前习俗水平），儿童在遵守他人设立的规则的同时努力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在阶段3和4（习俗水平），个体遵守规则，相信法律和秩序，寻求他人的认可。在阶段5和6（后习俗水平），人们根据自主选择遵从的抽象道德原则界定他们自己的价值。

儿童在社会性和情绪方面是如何发展的


学前期


儿童早期的社会情绪发展可以部分地用埃里克森的主动对内疚阶段来进行描述。同伴关系帮助儿童克服自我中心倾向，皮亚杰将自我中心描述为前运算思维阶段的特征。亲社会行为包括关爱、分享、安慰和合作。帕滕区分出四种游戏——单独游戏、平行游戏、联合游戏、合作游戏，其社会互动和复杂性水平逐渐升高。游戏可以训练儿童的语言、认知、社交和创造性技能。


小学期


在儿童中期，可以认为儿童正在解决埃里克森的勤奋对自卑的心理社会危机。学校成为发展的主要影响源，儿童在学校里建立公开的自我，学习社交技能，以学业或非学业的能力为前提建立自尊。在9到12岁之间的前青春期，同伴关系中的顺从、性别混合的同伴群体、挑战成人的权威变得更加重要。


中学期


可以认为青少年在这一时期解决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对角色混乱的心理社会危机。他们在意其他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探究过去经历，尝试不同角色，按照感觉和信念行动，在同伴关系中逐渐寻求更多的自主和亲密。当个体过早地选择了一个角色时，就发展为过早闭合型。但到了青少年晚期，大部分人都发展为同一性获得型。许多因素，如辍学、物质滥用、艾滋病等，使得青少年处于高风险之中。

关键术语

回顾本章中的以下关键术语：

心理社会理论

心理社会危机

他律道德

自律道德

道德两难

道德的前习俗水平

道德的习俗水平

道德的后习俗水平

同伴

亲社会行为

单独游戏

平行游戏

联合游戏

合作游戏

自我概念

自尊

社会比较反思

过早闭合

同一性迷失

同一性延缓

同一性获得

青春期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指导语：
 本章开头的案例中所涉及的评价指标是各州的资格认证考试的常见考点。请重读开头的案例，回答下列问题：


	在山姆和比利的交往中，我们注意到相差几岁的学生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根据本章提供的信息，下面哪一种行为更可能是比利的表现而不是山姆的表现？
	遵从父母的意愿

	服从同伴的要求

	坚持独立

	理想主义








	根据本章提供的信息，下面哪一种行为更可能是山姆的表现而不是比利的表现？
	遵守简单的规则

	蔑视传统

	认为不服从就会受到惩罚

	依赖父母








	一般而言，年幼儿童的社会生活是按照一种相对可预期的方式发展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发展顺序依次是：从与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亲密关系发展到
	无关的成人，同伴，之后是其他家庭成员

	同伴，无关的成人，之后是其他家庭成员

	其他家庭成员，同伴，之后是无关的成人

	其他家庭成员，无关的成人，之后是同伴








	像山姆这样的学生正步入皮亚杰提出的“形式运算阶段”，下面哪种教学策略与其发展相适配？
	教山姆在阅读时听单词的特定发音（语音意识）

	允许山姆根据对单词发音所做的判断，以及把读音和已知的字母联系起来，从而推想出单词

	帮助山姆解决主动对内疚的人格危机

	要求山姆写一篇需辩论（从正反两方面讨论一个问题）的论文








	青春早期的最初标志之一就是反思能力的出现。反思是什么意思？
	退回到自我中心的思维

	主动性的发展

	对自己的心智过程进行思考的能力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与他人合作








	设计一堂课，以适合于比利这个年龄的个体发展，并解释为什么这堂课是适宜的。




	设计一堂课，以适合于山姆这个年龄的个体发展，并解释为什么这堂课是适宜的。




	青春期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违法，违法者通常是：
	因厌倦而产生违法行为的成绩良好的学生

	擅长通过社交来引导他人犯罪

	认为自己不可能在学校取得成功的成绩差的学生

	晚熟的青少年








	根据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教师如何帮助三年级学生超越“规则就是规则，无一例外”的认识？
	使用下一个更高阶段的解释来挑战学生的推理

	讨论道德两难问题

	为学生朗读有关道德行为的书

	要求每个学生写一个关于某人没有遵守规则的故事











4　学生多元化

本章提纲


文化对教与学的影响是什么



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学生的成就



	
育儿方式的作用


	
家庭收入与暑期学习的关联


	
学校作为中产阶层机构所起的作用


	
学校和社区因素


	
提升处境不利学生的心理韧性


	
学校、家庭和社区的合作关系


	
支持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成就


	
处境不利儿童成就问题的校外解决方案


	
对教师的启示





族裔和种族如何影响学生的学校生活



	美国的种族和族裔构成

	弱势群体学生的学业成就

	弱势群体学生获得成就的制约因素

	刻板印象威胁

	学校废除种族隔离的效果




语言差异和双语教育如何影响学生的成就



	双语教育




什么是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的维度




性别和性别偏见如何影响学生的学校生活



	男性和女性的思维与学习

	男生危机

	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




学生在智力和学习风格上有何差异



	智力的定义

	智力的起源

	学习风格理论

	能力倾向—教学处理的交互作用




学习成果


学习本章后，你应当能够：


	描述文化对教与学的影响

	论述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成就

	论述种族和族裔如何影响学生的学校生活

	确定一些方式使学校能帮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取得成功

	论述语言差异和双语教育如何影响学生的成就

	确定一些方法来帮助英语学习者在英语课堂上获得成功

	描述如何在教学中避免性别偏见

	识别关于智力风格与学习风格的不同理论




玛瓦·范斯和约翰·罗西是埃玛·拉扎勒斯小学入职第一年的老师。时下是11月，玛瓦和约翰相约在咖啡厅见面，谈论即将到来的感恩节联欢会。这是一件令许多第一年执教的教师颇感头疼的事情。

“这简直要把我逼疯了！”玛瓦开口说道。“我们这些班级就像联合国一样。我们应该怎样安排感恩节联欢会呢？我们班有3个纳瓦霍族学生。我应该把他们当成美洲原住民吗？这样做会不会冒犯他们？我的越南学生们好像从没见过火鸡，而且吃那么大的鸟，想来一定会使他们感到恶心。我想知道感恩节联欢会对我的非裔美国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记得以前在感恩节联欢会上，老师会让我们这些黑人学生担任后台工作人员，因为她认为清教徒里从来就没有黑人！而且，我要怎么安排主持人呢？何塞说他想当主持，但是他的英语不太好。雷克莎的英语倒是很好，但是她经常在外参加辩论赛，可能会错过一些排练。我还在犹豫究竟让谁来扮演猎人。猎人都应该是男生吗？如果让男生扮演猎人、女生扮演厨娘，这难道不是一种性别刻板印象吗？马克怎么办？他坐轮椅。我能让他做猎人吗？”

约翰叹了口气，眼睛望着咖啡。“我能理解你所说的。我只是让班里的学生报名扮演联欢会中的角色。结果，男生都报名当猎人，女生都报名当厨娘，印第安学生……嗯，你知道的。也许当学生融入了他们的角色以后，我们对已经形成的刻板印象再采取什么措施也都为时已晚了。”


运用你的经验



批判性思维
 　花四五分钟的时间，为上面的案例写一个合理的结尾。玛瓦·
 范斯最终会怎么做？结果如何？


合作学习
 　4个学生组成一组，分角色扮演玛瓦和约翰。然后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6分钟后，向全班报告你们小组的结论。



学生之间是有差异的。他们在种族、文化、社会阶层以及母语上都存在差异，在性别上也存在差异。有些人身患残障，而有些人则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有天赋。由此，他们在学业水平、学习速度和学习风格上都会有差异。这些差异对教学、课程设置以及学校的政策和做法都有重要启示。玛瓦和约翰考虑到学生的多元化，因为这关系到他们正在筹备的感恩节联欢会。然而，学生多元化及其对于教育的意义，并非仅仅局限于感恩节活动，而是每时每刻都重要。这一章我们将探讨北美学生多元化的一些最重要的方面，并探讨教师如何在日常教学中接受、适应和赞美学生的多元表现。然而，多元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本书几乎每一章都有所涉及。教师不仅仅是学生的指导者，他们和学生都是未来社会的建设者。每一位教师的职责中的一个关键部分是：要保证机会均等作为我们国家精神核心，具体落实到每日的课堂活动中去。我们就是本着这种目的来写这一章的。

文化对教与学的影响是什么

如果你曾到国外旅行过，你就会注意到，人们在行为、态度、衣着、语言以及饮食上存在着差异。实际上，旅行中的部分乐趣就在于发现文化
 （culture）上的差异，或者说是在人们共同的规范、传统、行为、语言以及集体感等方面的差异（King，2002）。尽管我们经常把文化差异视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但是，就文化的多元性而言，美国国内的文化差异似乎与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程度不相上下。美国和加拿大的中产阶层家庭的生活可能更像意大利、爱尔兰或者以色列的中产阶层家庭的生活，而与居住在一英里以外的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却相差较大。但我们所重视的往往只是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对我们自己社会内部存在的文化差异却不太重视。人们更倾向于重视主流的上层社会群体的特征，而忽视其他群体的特征。

儿童在进入学校学习时，他们已经汲取了其成长环境中的文化的各方面，比如语言、信仰、态度、行为方式、饮食偏好。更为准确地说，大部分儿童都受到了多种文化的影响，因为他们同时属于数个有交集的群体。每个儿童的文化背景都受其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宗教、母语、性别以及其他群体认同和经验的影响（参见图4.1）。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成长中形成的许多行为对课堂教学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例如，学校期望儿童能够说一口标准的英语。这对那些从讲标准英语家庭里出来的儿童来说很简单，但是，如果儿童家里讲其他语言或讲高度偏离标准英语的方言，这就很难。学校还希望学生们有很强的言语技能，用大部分时间进行独立学习，能与其他同学展开竞争，以获得好成绩和他人的认可。然而，许多文化更看重合作和同伴关系，而不是独立和竞争（Boykin，1994a，b）。因为学校文化反映的是主流的中产阶层的价值观，且大部分教师都来自于中产阶层的家庭，因此，那些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就可能处于不利地位。了解学生的文化背景对于有效教学具有关键的作用，无论教的是课程材料还是学校的行为与期许（Asher，2007）。

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学生的成就

学生间的一项重要差异就是社会阶层的差异。即使在几乎所有人都是相同种族和有着共同宗教信仰的乡村小镇中，银行家、医生和教师的孩子与农场工人和家政服务者的孩子很可能体验不同的养育方式。

社会学家们根据个人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声望（Thompson & Hickey，2008）来界定社会阶层或称社会经济地位
 （socioeconomic status，SES）。这些因素一般是密切相关的，因此通常用个体的收入和受教育的年限这二者的组合来测量SES，因为它们最容易量化。汤普森和希基描述了美国的六种阶层群体，见表4.1。

图4.1　文化多元性和个体认同

[image: 106-1]

资料来源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and publisher from James A. Banks, Multiethnic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3rd ed.）, 1993, p.89. Boston: Allyn & Bacon.



表4.1　阶层分级

[image: 106-2]

资料来源
 ：基于W. Thompson and J. Hickey, 2008, Society in Focus, Boston: Pearson



在本书中，中产阶层
 是指养家者拥有一份需要较高教育水平的工作的家庭；工薪阶层
 指养家者拥有一份相对稳定但不需要较高教育水平的工作的家庭；下层
 指住在城市或乡下的社会底层的家庭，他们经常失业，主要靠政府救济。

然而，社会阶层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差异，还伴随着与之相应的一系列普遍的行为方式、期望和态度，这些都与其他各种文化因素相互交叉，并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学生们出身于何种社会阶层，很可能对他们在校的态度和行为具有深远影响。出身于工薪阶层或下层家庭的学生在入学前很少像出身于中产阶层家庭的学生那样会数数、认字母、用剪刀剪东西或对颜色进行命名；他们在学校里取得好成绩的可能性也不如来自中产阶层家庭的儿童（Byrnes & Miller，2007；Natriello，2002；Sackett，Kuncel，Arneson，Cooper，& Waters，2009；Sirin，2005）。他们的父母不太可能与孩子的老师建立密切的联系或广泛参与学校事务（Nzinga-Johnson，Baker，& Aupperlee，2009）。当然，这些差异只有作为平均情况时才正确。许多工薪阶层和下层家庭的父母们在支持孩子学业方面做得相当出色，而许多来自于这些家庭的孩子也取得了颇高水平的成就。每个社会阶层都包括各种族和族裔。虽然平均来看拉丁裔和非裔美国家庭的社会阶层的确低于白人家庭，但也有大幅度的交叉。但是，在美国的低收入家庭中，白人家庭占了大多数；而且在中产阶层家庭中，非白人家庭是相当多的（U.S. Census Bureau，2001）。社会阶层是基于收入、职业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而从来不是依据种族或族裔划定的。

[image: 107-1]
在贫困地区，学校和家庭关于本地区孩子的教育问题面临着什么样的额外挑战？什么因素使得成功变得更加困难？



表4.2呈现的是在2007年全国教育进展评估（NAEP）中八年级学生的阅读成绩（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07）。可以看出，比较任意两行，父母受教育水平（社会阶层的一个关键要素）较高的孩子都比父母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孩子要好。类似地，NAEP用免费午餐或打折午餐作为衡量一个儿童家庭收入的指标，那些有资格获得此类午餐的四年级学生中，仅有15%的学生达到或超过了NAEP阅读部分的“熟练”等级标准，而没有资格享用此类午餐的四年级学生中为42%（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07）。

表4.2　不同父母教育水平下的学生NAEP阅读成绩（2007）：八年级

[image: 107-2]

资料来源
 ：Based on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CES）, 2007, 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Author.



■ 育儿方式的作用

造成儿童在学校的成就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中产阶层和下层父母在育儿方式方面的平均差异。这可从以下一点推测出：有很多证据表明，被中产阶层家庭收养的来自下层家庭的儿童往往比未被收养的兄弟姐妹（通常收入低）取得的成就水平高很多，但与那些同被收养的兄弟姐妹的成就是相似的（van IJzendoorn，Juffer，& Klein Poelhuis，2005）。

许多研究都非常关注在育儿方式方面，一般的中产阶层家庭与一般的工薪阶层或下层家庭之间的差异。与出身于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相比，许多低收入家庭对孩子的教育与学校所要求的行为标准差距更大。因此，儿童入学后，在跟从指令、解释和理解原因、理解和使用复杂的语言等方面，中产阶层家庭的儿童一般会有良好表现，而工薪阶层或下层家庭的儿童很可能缺少这些方面的经验（Parkay，2006）。家境不利的儿童很可能难以获得卫生保健服务，罹患铅中毒之类等因贫困带来的疾病的可能性更大。这类儿童的母亲通常也不太可能受到良好的孕期护理（McLoyd，1998）。种种因素都有可能延误儿童的认知发展，进而影响他们的入学准备。实际上，低收入家庭缺少有助于他们的孩子获得成功的所有资源（Children's Defense Fund，2009）。例如，贫困家庭的儿童远远更可能患有未矫正的视力缺陷、听力问题、哮喘或其他健康问题，这些会阻碍他们获得学业成就（Natriello，2002；Rothstein，2004）。

在亲子活动方式方面，中产阶层家庭与下层家庭之间也存在着重要差别。中产阶层的父母更倾向于表达出对孩子的高期望，并对孩子的智力发展给予强化。他们能在语言应用方面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经常与孩子交谈，给孩子读书，并且鼓励孩子阅读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学习活动。他们尤其会在家中为孩子提供各种各样的学习材料或设备，比如电脑、书籍以及教育游戏（Yeung，Linver，& Brooks-Gunn，2002）。他们更有可能在孩子入学之前就给孩子读书听（Hood et al.，2008）。这些父母还经常让孩子走出家门，带他们去博物馆、音乐厅、动物园等地方体验不同形式与内容的学习（Duke，2000）。总之，他们更可能有能力帮助孩子取得学业上的成功，也更可能投入孩子的教育中（Heymann & Earle，2000）。中产阶层的父母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着较高的期望与要求，而工薪阶层和下层家庭的父母更倾向于要求孩子举止得当和服从（Knapp & Woolverton，1995；Trawick-Smith，1997）。帮助那些处境不利的父母们参与更能充实孩子发展的互动中，这将对其孩子的认知表现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例如，亲子家庭方案（PCHP）为那些处境不利的母亲们提供学步儿用的玩具，同时还示范如何与孩子玩耍、交谈，以此促进孩子的智力发展。研究发现，与父母没有接受亲子家庭方案服务的孩子相比，上述简便的干预活动对孩子认知技能和学校成就具有显著而持久的作用（Allen & Seth，2004；Levenstein，& Oliver，2002）。


网络链接

若想了解更多有关亲子家庭方案（PCHP）的内容，请访问www.parentchild.org。



■ 家庭收入与暑期学习的关联

一些研究都发现，虽然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孩子与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孩子在某个学年中，学业成就都取得了相似的进步，但是，在整个暑假期间，后者会继续取得进步，而前者则有些落后（Allington & McGill-Franzen，2003；Borman，Benson，& Overman 2005；Entwisle，Alexander & Olson，2001；Heyns，2002）。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家庭环境不仅影响到学生入学前的学业准备，而且也影响着他们整个学习期间的学业成就水平。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在暑期中更有可能参加类似于平时在学校中的活动，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源。而工薪阶层和下层家庭的孩子在家里很少接受与学业有关的环境刺激，这样，他们就更有可能忘记在学校中学过的东西（Hill，2001）。“暑假滑坡”现象也使得许多学校为那些学业失败的风险大的学生提供暑期学习的机会，研究发现，这是一种有效的策略（Borman & Dowling，2006）。


网络链接

若想获取更多关于暑期学习的信息，请访问www.summerlearning.org。



■ 学校作为中产阶层机构所起的作用

来自主流中产阶层之外的工薪阶层或下层的学生在学校里遭遇各种困难，其部分原因是父母在养育过程中所强调的行为与学校看重的行为是不同的。独立性和未来取向正属于这类典型的中产阶层价值观（参见Boykin，1994a；Jagers & Carroll，2002）。美国的大部分课堂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设想而运行的：学生应该独立完成自己的工作。帮助别人常常被视为一种作弊行为。学校希望学生们为了成绩，为了获得老师的关注和表扬，为了获得其他各种奖励而进行竞争。竞争与独立工作的价值观念早已渗透到大多数中产阶层家庭的头脑中。然而，与欧裔美国中产阶层家庭的儿童相比，那些来自下层家庭的学生更不愿意参与竞争（Boykin，1994a），相反，他们更热衷于与同伴合作。这些学生小时候就学会了信赖自己的社区、朋友和家庭，总是互相帮助。可想而知，那些最倾向于与他人合作的学生将在合作中学得最好，而那些偏好于竞争的学生也将在竞争中学得最好（Kagan，Zahn，Widaman，Schwartzwald & Tyrrell，1985）。对于许多来自少数族裔和下层的儿童来说，他们的合作倾向与学校所提倡的竞争倾向不匹配。因此，许多学者（如，Boykin，1994a；Greenfield & Cocking，1994；Triandis，1995）指出，在传统的课堂中存在着一种不利于这些儿童的结构性偏见。他们建议教师们至少应拿出一部分时间让这些学生进行合作学习，使其能够接受符合他们文化取向的指导（Slavin，2009；Webb，2008）。

■ 学校和社区因素

人们通常根据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所居住的社区以及所入学校的特征，将他们置于学业失败风险高的群体中（Aikens & Barbarin，2008；Evans，2004；Everson & Millsap，2004）。例如，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学校所获资金都与社会阶层相关联；中产阶层的孩子更有可能就读于拥有雄厚资源、高薪教师（因此也更称职）和其他优势的学校（Darling-Hammond，2008）。比以上差异更重要的一条是为低收入地区开办的学校可能不得不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安全保障、解决学生的困难以及满足其他各种需要上，而用于常规教学的投资相应就更少（Persell，1997）。资源的短缺会显著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Land & Legters，2002；Rothstein，2004）。在一些极其贫困的地区，犯罪、正面榜样的缺乏、社会服务和健康服务的匮乏及其他因素构成的环境损害了儿童的学习动机、学业成就和心理健康（Behrman，1997；Black & Krishnakumar，1998；Vernez，1998）。另外，教师对处境不利的学生抱有较低的期望，这也会影响学生的动机和成就（Becker & Luthar，2002；Borman & Overman，2004；Hauser-Cram，Sirin，& Stipek，2003）。然而，这些因素绝非必然使儿童注定失败。有许多儿童虽身处困境，但也发展了被称为心理韧性
 的能力，这项能力使得儿童受到诸多不利因素影响时仍能取得成功（Borman & Overman，2004；Glantz，Johnson & Huffman，2002；Waxman，Gray & Padron，2002）。下面将对心理韧性进行讨论。

■ 提升处境不利学生的心理韧性


心理韧性
 指学习者的一系列特征，它们使人有能力克服诸如社会经济地位低等消极因素进而获得学业和生活上的成功。例如，博尔曼与奥弗曼（Borman & Overman，2004）曾利用大型的全国数据库来考察数学学习成绩优秀，但来自处境不利家庭的学生。调查所发现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即在个体水平上，具有心理韧性的学生具有高自尊、对学校的态度积极以及高学习动机等特征。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能够培养出心理坚韧的学生的学校，往往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支持性的共同体，一个安全而有秩序的环境以及正面的师生关系。例如，心理坚韧的学生更多地报告“我的多数老师都会倾听我所说的事情”，而不同意“在课堂中，我觉得老师看不起我”的说法。

其他研究者也探讨了能够提升学生心理韧性的学校特征，其中主要包括高学业标准（Jesse & Pokorny，2001）、规则明晰的结构化学校和课堂（Pressley，Raphael & Gallagher，2004）以及对课外活动的广泛参与（Wigfield，Byrnes & Eccles，2006）。

■ 学校、家庭和社区的合作关系

如果家庭背景是导致学生成就差异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让家庭参与促进孩子的学业成就自然可以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作为一名专业教育工作者，教师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家庭和其他的社区成员，以促进家庭和学校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尊重，并教给家长一些策略来帮助自己的孩子取得成功。爱泼斯坦及其同事（Epstein et al.，2002）描述了在与家长的全面合作关系中，学校应该强调的六种参与类型（另见Hoover-Dempsey et al.，2005）。


	
教养方式：
 帮助家长掌握正确的教养方式、育儿技能，教家庭怎样支持儿童，并帮助家长理解儿童和青少年发展，设置适宜的家庭环境来促进不同年龄和不同年级水平孩子的学习。了解家庭方面的情况，以帮助学校理解儿童的家庭背景、文化以及家庭为儿童设立的目标。

	
沟通：
 通过学校对家庭以及家庭对学校的双向交流方式，来告诉家长学校的计划以及学生的进步。创设双向交流通道，以使家长与教师和主管领导能够便捷地沟通。

	
志愿服务：
 通过改善招募、培训、活动内容及日程安排，来促使家庭成员作为志愿者和听众参与到学校或其他地方的活动中，以此来支持学生的学习及学校方案的实施。

	
在家学习：
 促使家庭成员参与到孩子在家里的学习活动中来，主要包括孩子的家庭作业、目标设定以及其他与课程相关的活动和决策。

	
决策制订：
 通过家庭—教师协会（PTA）、校委员会、校董事会以及其他家长组织，使家长参与学校的决策、管理及其倡导的活动。帮助家庭代表从他们所代表的家庭中获得信息及给予那些家庭信息。

	
与社区合作：
 与社区的企业、机构、文化组织和公民组织、学院或大学以及其他团体协商互助，使学生能够为社区服务（改自Epstein et al.，2002，p.527）。



关于父母参与的相关研究展示清楚地显示：那些亲身参与孩子教育的父母，其孩子的成就水平更高（Flouri & Buchanan，2004；Lee & Bowen，2006）。然而，就学校的方案是否能够促进父母参与而言，研究结论尚存争议。许多研究表明，父母和社区参与方案，尤其是那些强调父母作为自己子女的教育者角色的方案，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见 Comer，2005；Epstein et al.，2002；Hood，Conlon & Andrews，2008；McElvany & Artelt，2009；Patall，Cooper & Robinson，2008；Sanders，Allen-Jones & Abel，2002），虽然也有不少研究未能发现积极的效果（Mattingly，Prisllin，McKenzie，Rodriguez & Kayzar，2002；Pomerantz，Moorman & Litwak，2007；Schutz，2006）。最近，塞尼察尔与扬（Sénéchal & Young，2008）的一项研究综述指出，当父母与他们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一起阅读时，如果父母有意识地教孩子阅读，那么他们对孩子的影响远远大于那些仅仅听孩子阅读的父母。研究认为，与父母建立积极的关系，教给父母帮助孩子学业成功的可行方法，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提升所有孩子的成就和适应性。


理论应用于实践：父母参与

父母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对孩子的学业成就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如果教师与父母建立了积极的联系，则教师就能帮助父母认识到支持学校教育目标的重要性，例如为孩子提供一个整洁安静的环境去做家庭作业。教师越明确地向父母表达期望他们在孩子的学习中所扮演的角色，父母就越有可能去扮演那种角色。例如，如果教师希望儿童每天晚上做阅读练习的家庭作业，那么给父母一张表格，要求他们就孩子每晚的学习情况进行签字确认，这样做就能让父母意识到此项活动的重要性。让父母参与到孩子学习活动中的其他一些策略如下（见Ramirez & Soto-Hinman，2009；Walker & Hoover-Dempsey，2008）：


	
家访：
 在学年伊始，安排对学生的家访是很有用的。了解学生来自何种环境有助于教师更全面地理解可能影响学生认知和情绪发展的支持性因素及限制性因素。

	
经常给家庭发送简报：
 通知家长孩子将要学习的内容以及在家该如何为孩子的学习提供支持，这样做能够提升孩子的成就。如果班级中有英语学习者，请以他们的母语来撰写简报，这在促进交流和表示尊重方面是十分重要的。

	
家庭工作坊：
 邀请父母或其他照料者来到教室，教师给家长解释学习计划及教师的期望，以帮助这些家庭知道如何支持孩子的学习。

	
给家长报喜：
 家长听到孩子在学校中成绩好或表现好，将有助于建立一种具有建设性的良性循环，该循环给予正强化，进而提高良好行为持续发生的可能性。这种做法对那些自身曾经在学校系统中有消极经历的家庭成员而言尤其有帮助。

	
邀请家庭成员做志愿者：
 请家庭成员到班上来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兴趣与爱好，这既能帮助班级，也会使得他们体验到价值感。他们可以介绍自己的职业、分享文化传统或帮助学生联系校外参观学习或其他特殊的活动项目。这样做除了能够得到家长提供的各种帮助外，还能够向学生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即教师重视家长们所分享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及专长。

	
使家庭成员成为合作伙伴：
 教师告诉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大家是一个团队，共同努力来促进孩子的成就。这将使教师的工作变得更轻松，并极大地改善家长对学校的态度，使他们更愿意与教师并肩作战，同甘共苦（Epstein et al.，2002）。





■ 支持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成就

在使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取得学业上的成功方面，学校可以大有作为（Barr & Parrett，2001；Borman，2002/2003；Cole-Henderson，2000；Gunter，Estes，& Schwab，2003；Slavin，2002）。艾肯斯与巴伯林（Aikens & Barbarin，2008）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尽管社会阶层对儿童在幼儿园时的起点水平是一个有力的预测指标，但儿童之后在阅读方面的进步情况则更多受所在的学校及邻里影响。此外，研究者们还设计了许多强有力的干预方案来促进儿童早期的认知技能发展，并帮助其父母更好地完成儿童入学前的准备工作。对这些项目成效的调查研究表明，它们对成长于极度贫困家庭中的儿童具有长远的积极作用；当这种项目一直延续到小学低年级时，其效果尤为明显（Conyers，Reynolds & Ou，2003；Ramey & Ramey，1998；Reynolds，Temple，Robertson & Mann，2002；Zimmerman，Rodriguez，Rewey & Heidemann，2008）。例如，对一年级贫困生进行一对一的辅导，这使那些有风险的学生的阅读成绩有实质性的改善（Cox & Hopkins，2006；Denton，Anthony，Parker & Hasbrouck，2004；Morris，Tyner & Perney，2000；Slavin，Lake，Davis & Madden，2009）。成就每位学生（Success for All）项目（Borman et al.，2007；Correnti，2009；Slavin，Madden，Chambers & Haxby，2009）有效的教学方案、辅导以及家庭支持服务有机融合，它对特困学校中儿童的成绩能够产生实质性的持久影响。研究还发现，大幅度减小班级规模对特困学校中的儿童特别有益（Finn et al.，2003）。高质量的暑期学习项目（Borman & Boulay，2004；Borman，Goetz，& Dowling，2009）和课外活动项目（McComb & Scott-Little，2003）能够为那些有风险的学生提供机会迈向成功。这些项目以及其他项目和做法表明，下层家庭中的儿童的低学业成就并非不可避免。学校通过利用一些简便易行的策略即可大大提高学生的成绩（见Datnow，Lasky，Stringfield，& Teddlie，2005）；此外，研究经常发现并描述特困学校使学生取得高成就的事例（Center for Public Education.2008；Kannapel & Clements，2005；Reeves，2003）。

■ 处境不利儿童成就问题的校外解决方案

理查德·罗斯坦（Richard Rothstein）在200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描述了针对中产阶层家庭的儿童和处境不利家庭的儿童的成就差距所进行的一系列重要观察。他指出导致成就差异的主要原因往往出自学校无法掌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开明的政策得以解决的。他探讨的部分例子如下（也见Joe，Joe，& Rowley，2009）。


视力
 　罗斯坦指出，贫困儿童严重视力损伤的发生率是正常发生率的两倍。令人惊讶的是，少年犯患严重视力损伤的比例尤其高。罗斯坦引用有关数据指出，超过50%的少数族裔儿童或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都有严重到影响学习的视力问题。一些儿童需要佩戴眼镜，另一些则需要通过眼部锻炼进行治疗。哈里斯（Harris，2002）的一项研究发现，来自处境不利家庭的四年级学生，当他们得到免费眼镜和治疗后，其成绩与对照组相比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儿童在学校通常会接受近视眼筛查，却不会接受远视眼或眼动追踪异常的筛查（Gould & Gould，2003）。即使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接受了配眼镜的治疗方案，他们也常常无法在第一时间得到眼镜。如果他们有眼镜，他们也许并不会戴着眼镜去学校。


听力
 　处境不利儿童比中产阶层家庭的儿童有更多的听力问题，很多是因为耳部感染却未能获得医疗救治而导致的。


铅接触
 　处境不利儿童居住在空气中弥漫着含铅旧油漆粉尘的破旧房屋中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即使少量的铅也会导致认知功能及听力的下降。研究已经发现，贫困儿童的血铅水平是中产阶层家庭儿童的五倍（Brookes-Gunn & Duncan，1997）。


哮喘
 　住在城市里的贫困儿童罹患哮喘（Joe et al.，2009）的比例尤其高。对纽约和芝加哥地区的研究（Whitman，Williams，& Shah，2004）发现，住在市中心的非裔美国儿童中，四分之一都患有哮喘，这是全国平均患病率的六倍。哮喘是导致学生长期缺课的主要原因；即使在学校，哮喘若得不到治疗，也会干扰学生学习活动。


医疗保健
 　与中产阶层家庭的儿童相比，处境不利儿童享有适当医疗保健的可能性小很多，而这又将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如旷课，健康状况不良导致的学习动机减弱，以及前面提到的视力、听力及哮喘等问题（Starfield，1997）。


营养
 　尽管严重营养不良在美国并不多见，但是不健康的饮食在处境不利儿童中却很常见，这会影响他们的学业表现（Joe et al.，2009）。一项研究（Neisser et al.，1996）发现，仅仅给儿童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就能够提高其测验分数。

罗斯坦（Rothstein，2004）认为，上述和其他各种贫困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这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学业成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尽管特定卫生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有义务来解决这些问题（例子见Wulczyn，Smithgall，& Chen，2009），但学校具有每天接触学生的优势。学校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改革，例如改善学校的午餐，使用不外借的免费眼镜。与家教或特殊教育等成本较高的干预方式所产生的效果相比，学校的这些简单举措也可以产生同等的效果，况且那些高成本的干预并未着眼于儿童问题产生的本源。

■ 对教师的启示

儿童入学时，在引向成功的学校行为方面，每个人的准备程度是不同的。同样，他们的行为、态度和价值观也各不相同。有些儿童最初并不知道学校期望他们做什么，而且他们入学时具备的技能也比别人少，这些都是事实，但仅此并不意味着他们注定遭受学业失败的命运。尽管在社会阶层和学业成就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但不要假定这个结论适用于所有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的儿童。也有许多例外。许多工薪阶层和下层家庭能够、也确实为自己的孩子提供了一个支持他们在学校取得成功的家庭环境。那些最终摆脱贫穷、获得成功的人（比如Comer，1990）在自传中经常提到坚强的父母和角色榜样，这些榜样有着较高的标准，他们不仅期望自己的孩子要做就做得最好，而且竭尽所能地帮助孩子获得成功。尽管教师应该留心那些处境不利的学生的学习困难，但还应当避免把这一点转化成刻板印象。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中产阶层的教师对工薪阶层和下层家庭的学生的期望通常较低（Borman & Overman，2004；Persell，1997），而这种低期望很可能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使学生们的实际表现低于其本能达到的水平（Becker & Luthar，2002；Hauser-Cram et al.，2003）。

族裔和种族如何影响学生的学校生活

学生文化背景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就是他们的族源。所谓族群
 （ethnic group）是这样一个群体：其成员具有一种共有的认同感，这通常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发源地（比如瑞典人、波兰人或希腊裔美国人），共同的宗教信仰（比如信犹太教或天主教的美国人），或共同的种族（比如非裔或亚裔美国人）。需要注意的是，族裔
 （ethnicity）与种族有所不同；种族
 （race）只与身体特征有关，比如肤色。有人认为种族之间是截然不同的，即使在身体特征方面也是，但是这种观点不断地遭到质疑。当然，种族之间的差异肯定没有清晰的界限，尤其随着多种族人群的增加，这种界限会越来越模糊（Williams，2009）。一个族群通常都共享一种文化，而同一个种族的人却未必具有共同的文化。比如，从尼日利亚或牙买加移居过来的新移民虽然也是非裔美国人，但他们的族裔背景和那些几代人都居住于美国的非裔美国人截然不同，尽管他们属于相同的种族（King，2002；Mickelson，2002）。而且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同自己属于不止一个族群，这对他们的自我知觉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Shih & Sanchez，2005）。

大部分的欧裔美国人认同一个或多个欧裔族群，如波兰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希腊人、拉脱维亚人或德国人。对这些族群的认同有可能影响到一个家庭的传统习惯、节假日、饮食偏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影响其世界观。但各个白人族群基本上已经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因此他们之间的差异对于教育的意义并不大（Alba，1990）。

对于其他族群来说，情形则大不相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非裔美国人（Loury，2002）、拉丁裔人（Secada et al.，1998）、美洲原住民（Castagno & Brayboy，2008；Lomawaima & McCarty，2002，2006）虽只能选择被美国主流社会完全接受，但尚未做到，因此总体来看他们还没有像欧洲人和许多亚裔族群那样获得相应的经济成就或经济保障。来自这些族群的学生在学校中面临着一些特殊问题，而且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他们就一直是美国教育界中反种族隔离和双语教学这两大议题的焦点。下面的章节将探讨现今学校中不同族裔背景的学生的状况。

■ 美国的种族和族裔构成

美国的人口一向由许多不同的族裔构成，但是，非白种人和拉丁裔人所占的比例逐年增长。表4.3呈现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根据族裔来统计的人口百分比。值得注意的是，非拉丁裔的白人比例在1970年还占全美国人口的83.3%，而现在则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与之相反，拉丁裔和亚裔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以来一直急剧增长，而且在2000～2010年间以更快的速度持续增长。美国人口普查局预计，到2050年，非拉丁裔的欧裔美国人将占到美国总人口的48%，拉丁裔人口将超过美国总人口的30%，还有13%的非裔美国人，8%的亚裔/太平洋岛民，以及1%的美洲原住民。这种趋势是由移民模式和出生率差异造成的，它将对美国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正朝着族裔高度多元化的方向发展（Hodgkinson，2008；Lapkoff & Li，2007）。

表4.3　1990年、2000年、2010年美国不同种族/族裔的人口百分比，以及2020年、2030年、2040年和2050年的预计人口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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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010到2050年的数据总和超过了100%，因为拉丁裔还包含在欧裔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之中。

资料来源
 ：U.S.Census Bureau, 2008, www.census.gov.



■ 弱势群体学生的学业成就

如果所有种族和族裔群体的学生都能取得与欧裔和亚裔美国人学生一样的学业成绩，我们就无需担忧美国学校中存在的族群的差异问题了。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并未出现。事实上，在每次的学业成就测验中，非裔美国学生、拉丁裔学生以及美洲原住民学生的测验分数都显著低于他们的欧裔和亚裔同学。因为这些群体的成员较少拥有经济保障和实权，因此他们有时就会被称为弱势群体
 （underrepresented groups）。

表4.4显示的是2007年全国教育进展评估（NAEP）中不同种族和族裔学生的阅读成绩。在所有的年级中，非裔学生、拉丁裔学生以及美洲原住民学生的阅读分数都明显低于同年级的非拉丁裔白人或亚裔美国人学生。这种差异与上述群体在平均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异非常一致，这些差异最终通过学业成绩的差异表现出来（回顾表4.2）。

表4.4　不同种族/族裔的NAEP阅读分数（2007）：四年级和八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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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CES）, 2007, 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Author.



非裔儿童、拉丁裔儿童以及白人儿童之间的学业成就差距也许在缩小，但速度缓慢。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差距明显地缩小；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在全国教育进展评估中，各类群体儿童在阅读和数学成绩方面差距减小的速度就放缓了（NCES，2007）。

■ 弱势群体学生获得成就的制约因素

为什么许多来自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在成就测验上的分数远远落后于欧裔和亚裔的美国学生？原因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家庭、文化以及学校的应对措施不当（Chatterji，2006；Ladson-Billings，2006；O'Connor，Hill，& Robinson，2009；Parkay，2006；Warikoo & Carter，2009；Wiggan，2007）。但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非裔美国人、拉丁裔人（尤其是墨西哥裔和波多黎各裔）以及美洲原住民多处于社会经济阶层的较低端。他们中的许多家庭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都无法像典型中产阶层家庭那样为孩子提供适宜的环境刺激和学业准备。当然，族裔和经济地位都不是注定不变的。奥巴马总统就是一个由单亲妈妈养大的非裔美国人，而且还有许多成功人士，他们都战胜了艰难险阻。各种制约因素是确实存在的。尽管有很多成功事例，但不可否认这些弱势儿童从开始就未能享有平等的资源，这将会影响他们的生存机会。特别是许多弱势群体居住的社区普遍存在的长期失业、无业以及工薪微薄的现象，都对家庭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其一是导致这些社区中有大量单亲家庭（美国人口普查局，2001）。

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所面临的另一个不利条件是：学校的教学质量欠佳、学生人数过多（Barton，2003;Tate，2008）。全美各个族裔的中产阶层家庭和许多工薪阶层家庭，通常都不选择市中心的学校，而是搬到郊区，或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或教会学校。而只有公立学校才服务于那些无力支付各种费用从而别无选择的家庭。剩下那些以少数族裔为主的孩子也只能进入国内质量最差、经费投入最少的学校（Biddle & Berliner，2002；Ferguson & Mehta，2004；Lee，2004），而这种学校中教师的素质很低，经验有限（Connor，Son，Hindman，& Morrison，2004；Darling-Hammond，2006；Haycock，2001）。

通常，少数族裔学生的学习成绩差是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与其文化背景不一致（Banks，2006；Jagers & Carroll，2002；Latham，1997；Lee，2008；Ogbu，2004；Ryan & Ryan，2005）。出众的学业成绩本身被视作与获得学生所在的群体接纳格格不入；例如奥布（Ogbu，2004），斯潘塞等人（Spencer，Noll，Stolzfus & Harpalani，2001），斯廷森（Stinson，2006），泰森等人（Tyson，Darity，& Castellino，2005）以及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发现，在许多非裔美国学生中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如果他们中谁努力学习，就会被同伴指责为“模仿白人”。相反，许多亚裔美国家长都特别看重出色的学业成绩，因为这是父母的期望。结果，许多（尽管不是全部）亚裔儿童在学校里都表现得非常出色（Ng，Lee，& Park，2007）。非裔美国人（Boykin 1994a；Jagers & Carroll，2002；Lee，2000，2008）、美洲原住民（Castagno & Brayboy，2008；Lomawaima & McCarty，2002，2006；Starnes，2006）和墨西哥裔美国人（Padrón，Waxman，& Rivera，2002）通常喜欢与他人合作，而且他们在合作条件下能够比在多数课堂采用的竞争条件下有更出色的表现。如果学生的母语和方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也有可能降低对学校的承诺（Delpit，1995）。对少数族裔学生的低期望也会造成他们的低学业成就（Nasir & Hand，2006；Ogbu，2004；Tenenbaum & Ruck，2007；Van Laar，2001）。用心良苦的教师或管理者经常由于对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抱有较低期望，而将这些学生安置在低能力组或慢班中（参见Braddock，Dawkins，& Wilson，1995），或让他们接受某种特殊教育（O'Connor & Fernandez，2006；Reid & Knight，2006）。在这种情况下，期望效应导致的不良结果就更明显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非裔美国学生经常受困于教师以及其他人对他们抱的低期望，但是他们的自我期望和学业自我概念却几乎与白人同学一样高（Eccles，Wigfield，& Byrnes，2003；Van Laar，2001）。

■ 刻板印象威胁

想象你是个左撇子。一个看起来很权威的人士告诉你，研究表明左撇子非常不善于解决那些涉及钱的数学问题。之后给你一袋装有各种不同面值（包括1美分、5美分、1角和25美分）的硬币，要求你在60秒内将袋中的硬币分成等值的几份。

对此你作何感想？你在该任务上会怎么做？你可能会很焦虑，试图避免证实关于左撇子的刻板印象（其实关于左撇子的上述说法在现实中是毫无根据的）。你可能会试着用右手进行分类，结果你在这项简单任务上的表现可能就不会像你不认为左撇子不擅长分钱问题时那么好。

这种现象被称为刻板印象威胁
 （Aronson，2002；Aronson & Steele，2005；Huguet & Régner，2007），并存在于多种情形中。当人们了解到有关自己所属群体的某种刻板印象时，他们会害怕证实这种印象，而且这种焦虑会使他们的表现低于其真实能力。显而易见，当某个族裔、性别或社会群体的成员觉得他们在特定的学业任务上并不被看好时，刻板印象威胁就成了最大的影响因素。久而久之，学生可能会干脆认为某个的活动不适合自己，正如一个女生觉得自己学数学“不是那块料”。

为了防止或纠正刻板印象威胁，教师必须注意绝对不要表达这样的观点，即某些人更容易掌握或更难以掌握某些技能，相反，应当给予所有学生机会，让他们在各种类型的任务中显露和展示自己的领导力。当然，不同的学生在技能和兴趣上是有差异的，但教师绝不应该将学生在给定任务上的成功和失败归因于他们所属的某个群体类型。

非裔美国儿童、拉丁裔儿童以及美洲原住民儿童的低成就可能只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这种成就差异正在慢慢缩小（NAEP，2008），而且随着非裔美国家庭和拉丁裔家庭进入中产阶层，他们孩子的成就很可能变得与其他群体相当。在20世纪20年代，许多人都认为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例如意大利人、希腊人、波兰人以及犹太人）落后得无可救药，甚至可能智力迟钝（Oakes & Lipton，1994），而现在这些移民的后代与最初北美清教徒移民的后代的成就不相上下。然而，我们不能只是等待着这种不公平的消失。学校这个机构具有打破贫穷的恶性循环的功能，它要做的就是为来自贫困地区或家庭的孩子提供成功的机会。眼下最迫切的事情就是，那些为许多非裔美国儿童、拉丁裔儿童以及美洲原住民儿童服务的学校，应当通过有效的指导方法并做出有意义的承诺来确保儿童取得成功，加速其发展。

■ 学校废除种族隔离的效果

1954年以前，美国的20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从法律上要求非裔美国学生、白人学生分校学习，拉丁裔学生和美洲原住民学生也经常被要求分校学习。而在其余各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学校也随处可见。来自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往往要从离他们最近的公立学校门口经过，乘坐校车到几英里以外的学校上学。然而，1954年，最高法院在划时代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中认为这种隔离教育在本质上是不公平的，从而取缔了这项制度（Ancheta，2006；Cose，2004；Smith，2002；Welner，2006）。“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虽然在法律上废除了种族隔离，但是，大规模的不同种族学生的同校就读却在许多年以后才真正成为现实。在20世纪70年代，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决议发现：遍布美国许多学校的种族隔离之所以还存在着，要归咎于以往的种族歧视做法。比如，刻意沿着种族居住地划分学区从而对居住地边界附近的学校分而治之。这些决议迫使当地学校必须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以消除学校中存在的种族隔离现象（Bell，2004；Ogletree，2004）。

有多大比例的名额要留给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以让他们能被分到任何一所学校？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学区都被指定特定的标准。例如，若非裔美国学生数占学区总学生数的45%，则每所学校须允许35%～55%的非裔美国学生在校注册。为了废除种族隔离，一些学区改换了招生的地区，其他学区则特设了一些非常有吸引力的特种学校（比如，为有艺术特长或智力超常的学生开设的学校，或教授技术和科学的学校等等），以吸引学生到居住的社区外上学。然而，在很多比较大的城区中，由于居民区按种族划分相当普遍，以至于这些学区不得不用校车将学生送到其他居民区的学校就读以达到学校种族分布平衡。学校废除种族隔离旨在提高那些低收入、弱势群体家庭学生的学业成就，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与追求成就的中产阶层家庭的同学进行交往。但也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形：取消种族隔离的学校并不比种族隔离的学校好。而且，中产阶层家庭从城区的迁出（在开始用校车接送学生以前就已经进行了）常意味着与社会底层的非裔美国学生或拉丁裔学生同窗的只是那些境遇相似的同样处在较低社会阶层的白人学生（Kahlenberg，2000）。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存在居住区域的种族隔离以及对校车接送学生的反对意见，大部分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仍就读没有或少有白人学生的学校。而且在很多地区，种族隔离现象又有所抬头（Orfield，Frankenberg，& Lee，2003；Smith，2002）。非裔美国家庭和拉丁裔家庭对依靠校车接送来促成种族融合这种做法的支持度大大降低（Morris，1999；Wells & Crain，1997），而且近来最高法院的裁决也已经在司法上取消了对废除种族隔离的推动（Orfield & Frankenberg，2007；Orfield & Lee，2004）。

总体来看，废除种族隔离对弱势群体家庭学生的学业成就虽然具有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大。然而，当种族隔离从小学就开始取消时，尤其当用校车接送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使他们能入读中产阶层家庭的学生占相当比例的好学校时，废除种族隔离确实能对弱势群体家庭学生的学业成就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Trent，1997；Wells，1995；Welner，2006）。有人认为这一成效的取得并非是由于种族隔离的取消，而是由于他们进入了一个更好的学校。废除种族隔离的一项重大影响是：与在种族隔离的学校中学习的非裔美国学生和拉丁裔学生相比，那些在废除了种族隔离的学校中学习的这两类学生更有可能进入没有种族隔离的大学深造，有更多的机会在无种族界限的环境中工作，也更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Schofield，1995；Wells & Crain，1997）。


理论应用于实践：在文化多元化的学校进行教学

在种族和族裔多元化的班级或学校里，为了促进学生之间的和睦相处、机会均等，以下的建议是有益的（参见Gay，2004；Howard，2007；Nieto & Bode，2008；Parillo，2008）。


	公平、公正地对待学生。学生们绝不应有理由认为“像我这样的人（白人、非裔美国人、拉丁裔、越南裔）不会获得公平的机会”（Banks，2009）。

	选用的教科书和教学辅助材料中的人物榜样能够反映所有族群都是同样正面的，没有种族刻板印象（Garcia，1993）。确保对弱势群体没有失实的描述。所选主题不应该有任何偏见，来自于弱势群体的个体应当以不具有种族刻板印象、社会地位较高的形象出现（Banks，2008，2009）。

	从报纸、杂志或其他文化媒体上选取与各种文化有关的真实资料，作为教科书的补充。

	与儿童的父母和家庭接触，为他们提供与其语言和文化相适应的信息和活动（Lindeman，2001）。避免沟通中的偏见，但应以同理心设身处地、坦诚地探讨种族或族裔关系问题，而不是佯装彼此间不存在差别（Polite & Saenger，2003）。

	避免对学生产生刻板印象，强调学生个体而不是群体的多元性（Koppelman &Goodhart，2008）。

	要让学生知道：在课堂或学校中不允许有种族或族裔偏见，包括轻视、嘲骂和取笑。施加后果，以强制执行这一标准（Wessler，2001）。

	帮助所有学生正确评价自己族裔和其他族裔的文化遗产及其对人类历史和文明的贡献。同时，要避免仅仅使用族裔饮食和节日来浅薄而刻板地描述文化。学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正确评价多元文化，对其他各种生活方式要有更多的认识与理解（Villegas & Lucas，2007）。

	用于装饰教室、走廊、图书馆/媒体中心的各种壁画、公告栏、海报、手工制品以及其他材料，要能够代表班级或在校的各类学生或当前课里涉及的文化（Manning &Baruth，2009）。

	避免种族隔离死灰复燃。按能力分班的快慢班制倾向于将高成就者与低成就者隔离开来，而且因为历史和经济的原因，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在低成就班上占的百分比大于他们的实际百分比。鉴于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应当避免使用快慢班制教学（Ferguson & Mehta，2004；Tyson et al.，2005）。

	要确保所布置的作业不要冒犯不同文化群体的学生或挫伤其自尊。例如，要求学生描述圣诞节的体验，这对非基督徒的学生来说就不太适宜（Banks，2009）。

	为群体间的互动提供条件。仅仅距离上的接近还不足以促进不同种族和族裔学生间的和睦交流。学生们需要有机会彼此了解并为了共同的目标而互相协作（Cooper &Slavin，2004；Parillo，2008）。比如说，那些经常和其他种族或族裔的同学一起进行集体体育运动和课外活动的学生，更有可能结交到不同族裔或种族的朋友（Braddock et al.，1995；Slavin；1995b）。

	研究表明，合作学习能有效改善不同种族及族裔间的关系（Cooper & Slavin，2004；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00）。合作学习体验的积极效果通常要比团队和小组本身存在得更久，并且可能延伸到校外的一些关系上。合作学习既有助于学业成就的提高，又能够促进和谐的社会交往（Slavin，2009），而且还能让弱势群体家庭的儿童更多地参与活动（Cohen，2004）。





语言差异和双语教育如何影响学生的成就

1979年，在5～24岁的美国人群中，仅有9%来自母语不是英语的家庭。到1999年，这个比例增加到了17%（NCES，2004）。而且预计到2026年，将会有25%的学生来自母语不是英语的家庭。这些学生的家庭约有65%说西班牙语（NCES，2004）。然而，许多学生讲的是亚洲、非洲或欧洲等地区的几十种语言。语言少数族裔
 （language minority）这一术语就是指的这些学生。英语水平有限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t，LEP）和英语语言学习者
 （English learner，EL）则用于那些英语还不够熟练，不能成功完成全英语教育的少数学生（Garcia，Jensen & Scribner，2009）。这些学生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他们在学校中可以参加专门为英语语言学习者安排的课程。

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给教育体系出了个难题（August & Shanahan，2006a；Li & Wang，2008）。对学生而言，双语不论在认知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一种资本（Adesope，Lavin，Thompson，& Ungerleider，2009），然而那些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还需要学习英语，以便更好地适应美国社会。但是，在他们达到较高的英语水平之前，他们的数学课或社会研究课究竟应该用他们的母语还是英语来进行讲授？应该用母语来教授阅读吗？这不只是个教学问题，它还牵涉到政治和文化等重要问题，而且也曾引发过带有情绪色彩的争论。一种争议是：许多拉丁裔家庭为了保持其群体认同感和自豪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西班牙文化中接受西班牙语的教育（Díaz-Rico & Weed，2010；Macedo，2000）。而那些母语既非英语又非西班牙语的家庭也有同感（Arzubiaga，Noguerón & Sullivan，2009）。

■ 双语教育


双语教育
 （bilingual education）是指专门为那些正在学习英语的学生而设计的教育方案，在学生学习英语的同时也用他们的母语进行一部分教学。英语学习者通常会接受下面四种教育方案中的一种。


1. 英语浸入式教学。
 对英语学习者而言，最常用的一种教学方法就是某种形式的英语浸入，这种方法主要或完全用英语来教授学习者。通常，给英语水平很低的学童安排的教学方案会教他们英语口语来帮助他们在全英文授课的课程中取得成功。英语浸入式教学方案会采用精心设计的策略来帮助学生掌握词汇，简化教学指导，并帮助学生有效地掌握课程内容（参见Clark，2009；Díaz-Rico & Weed，2010；Echevarria，Vogt，& Short，2008；Gersten et al.，2007）。这种模式通常被称为结构化的英语浸入式教学。还有另一种方式，即英语学习者可能只是参与常规的英语教学，并尽力学习。这种“任其沉浮”的方式在英语学习者人数较少，其母语不是西班牙语的情形中比较常见。


2. 过渡型双语教育。
 过渡型双语教育是大家熟知但使用逐渐减少的另一种英语教学方案，在这种方案中，英语学习者以母语（在美国主要是西班牙语）学习诸如阅读或其他的科目，几年之后再过渡到用英语来学习各个科目，这种过渡通常在二、三或四年级。


3. 配对双语教育。
 在配对双语教育模式中，学生通常在一天的不同时间段中分别以母语和英语来学习阅读或其他科目。


4. 双向双语教育。
 双向或双重语言模式是指同时用英语和另一种语言（在美国通常是西班牙语）来教授学生。也就是说，这种教育旨在让那些熟练掌握英语的学生学习西班牙语，同时让熟练掌握西班牙语的学生学习英语（Calderón & Minaya-Rowe，2003；Estrada，Gómez，& Ruiz-Escalante，2009；Lessow-Hurley，2005；Lindholm-Leary，2004/2005）。从英语学习者的角度来看，双向双语教育方案的本质是一种配对双语教育方案，因为学习者要在不同时间段中分别以母语和英语进行学习。

有关阅读教学中的双语教学策略的研究支持了双语教学法，尤其是配对双语教学法（Greene，1997；Slavin & Cheung，2005）。支持配对法的证据显示，英语学习者不需要用很多年去练习英语口语，却能够凭着有限的口语表达技能来学习英语阅读，然后同时提高阅读和口语能力（Slavin & Cheung，2005）。然而，对于英语学习者而言，教学中所使用的语言类型只是影响教育有效性的一个因素，教学质量（不论是只用英语教授还是同时采用英语和另一种语言来教授）因素与它至少同等重要（August & Shanahan，2006b）。


网络链接

美国全国双语教育学会为英语学习者的教育提供了支持，请访问www.nabe.org。针对英语学习者的一些教师资源请访问www.englishraven.com，teachingrecipes.com以及eflclassroom.ning.com。各种双语教育协会的列表请访问www.educationatlas.com/bilingual-education-organizations.html。若要获取如何教授英语学习者或外语学习者的有用信息还可以访问其他网站，如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www.actfl.org/i4a/pages/index.cfm?pageid=1），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师国际协会（www.iatefl.org），全国英语习得和语言教学教育方案信息交流中心（www.ncela.gwu.edu），全国K-12外语资源中心（http://nflrc.iastate.edu），应用语言学中心（www.cal.org）以及英语教师与说其他语言者（www.tesol.org/s_tesol/index.asp）。




理论应用于实践：教授英语学习者

美国和加拿大的教师都越来越喜欢班级中有英语学习者。下面的一般原则能够帮助这些学生在英语课程中取得成就（见August & Shanahan，2006a；Calderón，2007；DíazRico，2004；Echevarria et al.，2008；Farrell.，2009；Garcia & Jensen，2007；Genesee，Lindholm-Leary，Saunders，& Christian，2005；Gersten et al.，2007；Herrera & Murry，2005；Hill & Flynn，2006；Tong，Lara-Alecio，Irby，Mathes，& Kwok，2008）。


	
不要光用嘴说，还要展现出来。
 所有学生都会从图片、视频、实物、手势以及动作中获益，尤其是英语学习者，更能从包括视听线索的教学中获益（Calderón，2001）。

	
创设舒适氛围让学生使用学术性英语。
 许多英语学习者在课堂上很害羞，因为怕被嘲笑，所以不愿意在课上使用英语。然而学习一门语言最好的方式就是使用它。应当在学科学习的情境中为学生创设机会，让他们使用英语（Reeves，2005）。例如，提问时，首先给予学生机会与同伴进行讨论，之后点名让一对同伴共同回答。诸如此类的合作学习对学生学习英语尤其有利（Calderón et al.，2004；Calderón et al.，1998）。

	
拓展词汇。
 所有儿童，尤其是英语学习者，都会从明确的词汇教学中受益。应当给予学生许多机会去听语境中的新词并用它们造句。给学生提出和回答问题的机会、写下新句子、与伙伴讨论新词，这些做法比学习词典中的定义有用得多（Carlo et al.，2004；Fitzgerald & Graves，2004/2005；Snow，2006；Zwiers，2005）。

	
让教学明晰。
 英语学习者（以及其他学生）通常是知道答案的，但他们往往对教师的要求感到困惑。因此，要格外注意，确保学生理解了作业和授课的要求。例如，可以让学生复述教师的要求（Díaz-Rico & Weed，2010）。

	
指出同源词。
 如果教师使用的语言是英语学习者的母语，应当指出这类例子，即母语中的某个词与英语中的某个单词非常相似。例如，若班级中有许多学生是英语学习者，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母语，让他们注意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amor
 、法语的amour
 或者意大利语的amore
 与“爱情的”（amorous）这个英文单词的相似性，以此来帮助学生学习英文词汇（Carlo et al.，2004；Dong，2009）。

	
千万不要当众纠正学生的英语以免使其难堪。
 相反，应当表扬他们的正确回答，同时再正确地重述一遍。例如，说俄语的学生经常会遗漏a
 和the
 。如果一个学生说，“Mark Twain was famous author”（马克·吐温是著名的作家），你可以说，“Right! Mark Twain was a very famous author”（对！马克·吐温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而不刻意让学生关注你新增的a
 这个词。为了鼓励学生使用英语，在班级内确立一条准则，绝不允许模仿或嘲笑他人的英语错误。

	
如果英语学习者在英语阅读上比较吃力，可以进行小组干预。
 大量研究已经发现，那些学习英语阅读吃力的学习者能够从小组强化辅导中受益（August & Shanahan，2006a；Cheung & Slavin，2005；Gersten et al.，2007；Huebner，2009）。





双语教育的研究越来越关注如何为语言少数族裔的学生寻找有效的教学方式，而不再关注何种语言是最好的教学语言（Cheung & Slavin，2005；Christian & Genessee，2001；Janzen，2008；Lee，2005；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00）。合作学习方案不仅极其有效地促进了西班牙语的阅读教学，而且还能有效地帮助双语学生成功地过渡到小学高年级的纯英语授课的课堂中（August & Shanahan，2006a；Calderón et al.，1998；Cheung & Slavin，2005）。最近兴起了一场要求摒弃双语教育、提倡纯英语教学的运动。全美语言少数族裔学生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1998年通过了227号决议（Merickel et al.，2003）。该决议要求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最多只能用一年的时间进行英语强化学习，之后，他们要进入主流的纯英语课堂中学习。这项法令使加利福尼亚州的双语教育明显减少，但并没有完全取消，因为家长仍然可以申请让孩子接受母语教育。马萨诸塞州、亚利桑那州以及其他州也通过了限制双语教育的法案（Hakuta，Butler，& Witt，2000）。即使在没有禁止双语教育的州，其普遍程度也在下降（Mora，2009）。

[image: 123-1]
研究发现，接受双语教育的学生，其英语学习成效最终会相当于或优于那些只接受英语教学的学生。你为什么认为这是正确的？



什么是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是近年来在美国教育界讨论较多的一个主题。多元文化教育
 （multicultural education）有多种定义。最简单的定义强调课程中要包括非欧裔人群的视角，比如，在英语课中要有非裔、拉丁裔、亚裔以及美洲原住民作者的作品；要从美洲原住民的视角来讲解哥伦布的有关知识；或者更多地讲授除西方以外其他社会的文化及贡献（Banks，2008，2009；Koppelman & Goodhart，2008；Manning & Baruth，2009）。班克斯（Banks，2009）认为，多元文化教育包括学校可能依循的各种政策以及做法，通过它们不仅可以提高对各种族、社会阶层和宗教背景学生的教育成效，还能提高对不同性别学生以及各种特殊儿童（例如智力落后、失聪、失明的儿童或天才儿童）的教育成效。


网络链接

要了解有关多元文化教育的一些资源及其讨论，请访问多元文化展示馆的网页www.edchange.org/multicultural/mission.html以及东部中心区教育实验室的网页www.ncrel.org/sdrs/areas/issues/educatrs/presrvce/pe3lk1.htm。还可以参见多元文化研究中心（www.usc.edu/dept/education/CMMR/home.html）、学习新视界（www.newhorizons.org/strategies/multicultural/front_multiculturl.htm）、全国多元_文化教育学会（www.nameorg.org）以及国家多元文化研究所（www.nmci.org）。



■ 多元文化教育的维度

班克斯（Banks，2008）探讨了多元文化教育的五个关键维度（见图4.2）：


内容整合
 （content integration）就是指教师使用各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事例、数据资料和信息。这也是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多元文化教育形式：讲解各种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中的人物做出的贡献；课本中应包括诸如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的作品（Bettmann & Friedman，2004；Hicks-Bartlett，2004）。


知识建构
 （knowledge construction）是指教师帮助儿童理解知识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受到个体和群体的种族、族裔和社会阶层地位影响的（Banks，2008，2009）。例如，我们可能会要求学生们从美洲原住民或非裔美国人的观点出发，写一篇有关美洲早期殖民史的文章。这样他们就会认识到，我们吸收的知识实际上受到我们自己的出身和观念的影响（Koppelman & Goodhart，2008；Vavrus，2008）。


减少偏见
 （prejudice reduction）是多元文化教育的一个关键目标。减少偏见既包括在不同族裔背景的学生之间建立积极的关系（Cooper & Slavin，2004；Stephan & Vogt，2004），也包括形成更为民主和宽容地对待他人的态度（Banks，2009）。


公平教学法
 （equity pedagogy）是指采用教学方法来促进不同族裔和社会阶层的学生获得学业成功。例如，有证据表明，某些族裔和种族群体，尤其是墨西哥裔和非裔的美国学生，采用主动学习与合作学习的方法效果最好（Boykin，1994a，1994b；Losey，1995；Triandis，1995）。


赋权的学校文化
 （empowering school culture）是指以下文化：奉行这类文化的学校的组织形式及做法能促进所有学生的学业成就和情绪发展。具有赋权文化的学校会取消快慢班制或能力分组，更多地接纳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同时尽量少把学生归为有特殊需要者）；试图让所有的学生都走上深造的发展道路，并一贯地表现出对学生的高期望。AVID方案就是赋权的学校文化的最佳案例（Swanson，Mehan & Hubbard，1995；Watt，Powell & Mendiola，2004），该方案将来自弱势群体、有学业失败风险的学生安排到大学预科班中学习，并为他们提供辅导和其他帮助，使其顺利通过必修课程。

图4.2　多元文化教育的五个关键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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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Adapted from James A. Bank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Dimensions, and Practice," in James A. Banks and Cherry A. Banks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1999,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Macmillan.




21世纪的学习：

全球化意识


使学生知晓全世界的地理和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但在21世纪，让学生开始了解其他国家中人们的观点也很重要（Zhao，2009）。亚马逊河在一个无土地的巴西人眼里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印度的公司为美国人和欧洲人提供客户服务？智利和南非如何利用其地理位置优势来为北半球的国家提供反季节水果和蔬菜？而这些又是如何影响其社会的？

全世界的人们及其家庭之间既有令人惊讶的差异也有同样令人惊讶的相似，而全球化意识能够帮助北美学生以全新的视角来了解彼此——将各自的差异看做这一切的一部分。了解世界并感受到对全人类积极发展的责任，这将有助于学生彼此接纳，尊重各种形式的差异。

问题：


	美国公司海外雇员数量的增加（例如，在印度工作的人为一家美国电脑公司提供客户服务）影响这些海外国家看待美国的方式，对此你是怎么认为的？这会影响他们看待自己国家的方式，对此你是怎么认为的？这又如何影响着美国人以何种方式来看待美国的公司？

	今天的学生终会在美国或海外做出职业生涯选择。你认为这将如何影响他们的选择？





对于教师、管理者以及学校的其他职员来说，多元文化教育的第一步就是要了解学生的文化背景，并认真检视学校的各项政策、做法以及课程设置，进而识别出可能存在偏差的方面（例如，只讲授欧洲人和欧裔美国人的文化或历史）。不妨先读一下班克斯（Banks，2006，2008，2009）、科佩尔曼和古德哈特（Koppelman & Goodhart，2008）、尼尔图和波德（Nieto & Bode，2008）以及曼宁和巴鲁瑟（Manning & Baruth，2009）等人撰写的著作。这几本书和其他有关书籍都对不同文化的某些特点以及与每种文化相适应的教学策略与材料进行了阐述。

性别和性别偏见如何影响学生的学校生活

儿童的性别是一种显而易见、持久不变的特质。跨文化研究表明，性别角色是个体最早学习的内容之一，并且所有社会对待男性与女性的方式都是不同的。因此，性别角色或者说性角色行为是一种习得的行为。然而，男性和女性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所扮演的角色种类是多种多样的。所谓的两性自然行为实际上更多地是由文化观念决定的，而较少由生理必然性决定。但是，生理差异和性别社会化对个体行为方式和成就水平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仍然是存有很大争议的一个问题。大量研究得到的共识是，不管遗传的生理差异有多大，我们所看到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不只是身体特征）实际上都与个体早期社会化经验的差异有明确的关系（Eliot，2009）。

■ 男性和女性的思维与学习

尽管有许多证据表明男生和女生之间在气质和人格方面都存在差异（例如，Else-Quest，Shibley，Goldsmith，& Van Hulle，2006；Rose & Rudolph，2006），但对于他们在能力倾向和成就方面是否存在差异这一问题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智力或学业成就的性别差异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这一问题尤显重要。对于这个争论，需要铭记于心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一个负责任的研究者曾声称在任一项智力测验上的性别间差异远远大于性别内差异。换言之，即使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性别差异，这些差异也非常小，而且不稳定，因此不会产生什么实际影响（Francis & Skelton，2005；Lundeberg & Mohan，2008；Sadker & Sadker，2003）。

一些差异值得人们注意。在学业评定测验（SAT）的定量部分（Allspach & Breining，2005）以及大学先修测验的数学科（Stumpf & Stanley，1996），十二年级女生的得分明显低于男生。通过对金（Kim，2001）的20项主要研究进行总结发现，男性的数学得分高于女性，而在英语测验上的得分则相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男性在多项选择题类的测验中得分较高，但在其他题型的测验中则没有表现出这种优势。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传统上人们并不鼓励女性学习数学，因此，她们所选的数学课程比男生少得多（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2009）。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女性选修数学课程的增多，在SAT以及其他一些测验上的性别差异正在稳步缩小（Allspach & Breining，2005）。海德和默茨（Hyde & Mertz，2009）的一项研究发现，男生和女生在各州数学评估或全国教育进展评估（NAEP，2008）中的成绩没有显著差异。然而，尽管男生和女生在数学和科学测验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但进入数学和科学职业领域的年轻女性的数量比年轻男性要少得多，尤其在物理、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领域（Ceci & Williams，2009；Halpern et al.，2007；Huebner，2009）。

研究总体上发现，在常识、机械推理和心理旋转等测验中，男性比女性得分高；而在语言测验，包括阅读和写作测验（Strand，Deary，& Smith，2006）以及注意力和计划任务（Warrick & Naglieri，1993）中，女性比男性得分高。在一般言语能力、算术能力、抽象推理、空间想象或记忆广度方面，不存在性别差异（Fennema，Carpenter，Jacobs，Franke，& Levi，1998；Halpern & LaMay，2000）。在各年级中，女生从一开始就比男生有优势，并且这种优势一直持续到高中。即使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女生的测验成绩略低些，但她们在班里的成绩仍高于男生（Maher & Ward，2002）。尽管如此，高中男生却倾向于高估自己的语言和数学能力（与标准化测验结果相比），而女生则会低估自己的能力（Herbert & Stipek，2005；Pomerantz，Altermatt，& Saxon，2002）。在小学，男生比女生更可能出现阅读方面的问题（Ready，LoGerfo，Burkam，& Lee，2005；Taylor & Lorimer，2003），并且更可能存在学业困难或情绪障碍（Smith，2001）的问题。研究者还发现，幼儿园女生的自我调节能力比男生高，这种优势在学龄早期会表现为较优的学业成绩（Matthews，Ponitz，& Morrison，2009）。

■ 男生危机

尽管在过去的30年中有大量报道是关于女生在学校如何未被充分关注的，在近几年里，人们却越来越多地关注“男生危机”（Perkins-Gough，2006；Von Drehle，2007）。长期以来，男生一直比女生更可能被指定受特殊教育、被迫留级、退学或者触犯法律。女生远比男生更有可能进入大学并顺利毕业，而且在许多男女同校的大学中，女生的比例会占到60%甚至更高。尽管男生在一些能力倾向测验中具有优势，但上述差异依然存在。

对数据资料的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男生危机”的确存在，但并非对全体男生都如此。非裔美国男生与他们的姐妹相比，更可能处于高危人群之列（Thomas & Stevenson，2009），而且学业困难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e disorder，ADHD）在男生群体中更常见（也更具有破坏性）。这些问题非常严重，需要去关注，但它们并不意味着对全部男生都忧心忡忡就是合理的（Mead，2006）。事实上，男生在很多指标上都有进步，例如辍学率和大学入学率，只是相比之下，女生进步的速度更快。实际上，我们之所以感到“男生危机”，可能仅仅是因为那些妨碍女生在学校中取得优异表现的政策及做法被废除了。

■ 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

如果说男女性别之间的差异很少源于遗传，那么两性之间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多的行为差异呢？这些行为差异源自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生活经历，其中包括成人对不同类型行为的强化。

按照传统的习惯，男婴和女婴一出生就受到了不同的对待。将婴儿裹在粉色毛毯里还是蓝色毛毯里，这就已经象征着儿童从出生后通常一直会有不同的经历。在早期的调查中发现，成人认为蓝色毛毯包裹的男婴或女婴比粉色毛毯包裹的婴儿更好动。人们往往也将个体的其他男性特征归因于出生时曾用蓝色毛毯包裹过（Baxter，1994）。

目前关于婴儿大脑可塑性的研究表明，男婴和女婴受到的不同对待方式确实能引起大脑的差异（Eliot，2009）。

尽管性别偏见意识很早就影响到对儿童的养育方式，但是，直到三四岁，儿童才能够辨别不同的性别，并表现出性别偏好。因此，儿童入学时已经形成了与他们年龄相适应的、与公众期望相吻合的社会化的性别角色行为（Delamont，2002）。相比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在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中被认可的两性角色差异更大（Flanagan，1993）。

这种被社会认可的性别角色行为
 （sex-role behavior）的社会化过程将持续一生，而学校教育也影响着这种社会化。尽管社会化历程与学业成就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复杂，且难以一概而论，但学校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对不同性别的分化教育。总体来说，男生受到教师的关注要比女生多（Jones & Dindia，2004；Koch，2003）；男生受到教师的否定和责备也比女生多。但与此同时，男生与教师的互动也更多，比如得到老师的表扬、指导以及倾听（Jones & Dindia，2004；Koch，2003；Maher & Ward，2002）。教师们倾向于对女生的攻击性行为给予更迅速而明确的惩罚。还有一些其他的区别化对待则非常微妙，比如，让女生在角落里玩角色扮演游戏，而男生则得到积木；在音乐课上，让男生敲鼓，而让女生敲击三角铁。


理论应用于实践：在教学中避免性别偏见

“在科学课上，老师从来不点我的名，这让我觉得自己好像不存在一样。有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消失了。”（Sadker & Sadker，1994）。不幸的是，抱怨被老师忽视的不只这一个女生。学校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对女生的不公平对待，包括对性骚扰的视而不见、与女生的互动交流远少于男生（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2002）。教师们倾向于选择男生，提高男生的自尊，并且选用男性当正面主角的文学作品。教科书、课程以及标准化测验仍经常忽视女生和妇女的贡献及其活动经历（Zittleman & Sadker，2003）。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通常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性别偏见
 （gender bias），这种偏见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强化性别刻板印象，分隔男女生，区别对待男女生（参见Koch，2003；Maher & Ward，2002）。这些不平等对待不仅给女生，而且也会给男生带来消极影响（Canada，2000；Weaver-Hightower，2003）。


避免性别刻板印象。
 教师应该尽量避免强化性别刻板印象。例如，在课堂上分配任务时不要因性别而区别对待；避免自动将男生指派为团队领导，而将女生指派为秘书；不妨让男女生都参加体力活动。教师还要避免在语言陈述上的性别刻板印象，如“男生不哭”以及“女生不打架”等，避免给学生贴上诸如假小子之类的标签。当学生表现出对某种活动和职业的兴趣时，即使它们与社会文化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不符，如女生喜欢数学和科学，教师也应给予鼓励（Sadker，Sadker，& Long，1997）。


促进整合。
 造成性别刻板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男女生（特别是在小学）往往只有很少几个异性朋友，并且大部分时候他们都是和同性朋友一起参加活动。教师有时会强化这种行为，比如，让男生和女生分开站队，不安排男女生同桌，分开组织男女生的体育活动。结果，学校中异性学生间的交往远远少于同性学生间的交往。而在那些鼓励男女生互相合作的班级里，学生们就很少形成男女能力差异的刻板印象（Klein，1994）。


平等地对待女生和男生。
 很多时候，教师不能够平等地对待男女学生。对课堂互动进行观察发现，教师与男生的互动多于与女生的互动；教师对男生的提问，特别是提抽象问题，要多于对女生的提问（Sadker et al.，1997）。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给教师播放一段课堂录像，然后让教师回答是男生还是女生参与得更多。大多数教师都报告说，女生比男生讲话多。而实际情形是：男生比女生参与得多，其比率为3：1（Sadker et al.，1997）。研究者对该调查结果的解释是：这反映了教师对女生参与课堂活动有较低的预期，因此他们将女生的低参与率视为正常的。无论是课堂参与、担任领导角色，还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教师都应该注意给所有的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Bernard-Powers，2001；Stein，2000）。教师应当采用对女生和男生都能引发兴趣和启发观点的活动（James，2007，2009）。教师也需要鼓励女生学习数学和科学，并像对男生那样同等地期待和重视女生在这些科目上的优异表现（Halpern et al.，2007）。



学生在智力和学习风格上有何差异

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理解某些术语，但若要给出相关的定义，却又无从回答。智力这个术语即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智力
 （intelligence）是一种整体的学习能力倾向，或者是一种获得和使用知识或技能的能力。斯奈德曼和罗斯曼（Snyderman & Rothman，1987）对智力的定义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同。他们认为，智力就是进行抽象思维、解决问题和学习的能力。

当我们追问是否存在着整体能力倾向时，也就相应地出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Sternberg，2003）。一些人的微积分学得很好，但他们如凭其他手段谋生却写不出一篇美文或者画不出一幅好画。还有这样一些人，当他们进入一个全是陌生人的房间时，他能很快地推断出这些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和感情；而有些人则永远也学不会这种技巧。正如威尔·罗杰斯所说，“每个人都是无知的，但这仅仅是在不同的主题上。”显然，个体在学习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教授的任何类型的知识或技能时，其学习的能力倾向都各不相同。假定有100名学生去听关于某个主题的讲课，而此前他们对于该主题一无所知。当他们听完出来时，每个人学习的量、学习的类型都有所不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差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每个人对于这次讲课的具体内容及其讲授法的学习能力倾向是不同的。但是，如果课程内容是关于其他主题的，或者相同的学习内容是通过实际操作或小组合作的方式来呈现的，那么从前面那种讲课中学到知识最多的那个学生，是否也同样能够学到最多的内容？

早在古希腊之前人们就对智力的概念展开了讨论，但是直到艾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1904年编制了第一个智力测验，对智力的科学研究才算真正开始。法国政府要求比奈寻找一种方案，用于鉴别学校中那些疑似需要特殊帮助的儿童。比奈对儿童的多种技能以及表现进行了评价，但把结果浓缩为一个分数，称为智商
 （intelligence quotient，IQ）。智商的确定基于以下假设：法国儿童智商的平均水平为100（Hurn，2002）。

■ 智力的定义

比奈的工作极大地推进了作为一门科学的智力评估，但同时也使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即智力是一个单一的东西——那些非常聪明的人应该在各种学习情境中都有出色的表现。自比奈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1927年，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声称，尽管人们在各项任务上的能力强弱固然不同，但是在所有的学习情境中都存在一种一般智力因素，即“g”因素。是如斯皮尔曼所说，实质的智力仅有一种，还是有许多种不同的智力呢？

支持“g”因素的证据是各种能力之间具有相关性。擅长学习某个概念的人一般来说也擅长于学习其他概念。这种相关性较稳定，这说明不存在上千种彼此完全独立的智力，但是它又不足以说明只有一种一般智力（Sternberg，2003）。近年来，关于智力问题的许多争论主要集中于确定有多少种不同的智力类型，如何对每种智力加以描述。例如，斯滕伯格（Sternberg，2002，2003，2008）描述了3种智力类型：分析性智力、实践性智力和创造性智力。莫兰、科恩哈勃和加德纳（Moran，Kornhaber，& Gardner，2006）描述了9种多元智力（multiple intelligence）。具体的类型和定义见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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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这些学生可以使用9种智力中的哪种进行学习？作为教师，如何调整课程以关注学生学习方式的差异？



图4.3　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力

[image: 130-2]
*多数职业都用到几种不同的智力。

资料来源：
 S. Moran, M. Kornhaber, and H. Gardner, 2006, "Orchestrating Multiple intelligences." Educational Leadership, 64 (1）, 22-29.



近年来，加德纳（Gardner，2004）的多元智力理论（MI）在教育领域非常流行，但仍存有争议。例如，沃特豪斯（Waterhouse，2006）指出，几乎没有证据支持多元智力理论。他援引脑科学研究和智力测量的相关研究来论证，尽管存在着不同的认知优势和人格，但这与一般智力的存在也并不矛盾（Watkins & Canivez，2004）。陈杰琦、加德纳和莫兰主张，智力不只是通过智商测验测得的东西，但也承认多元智力存在的证据是间接的（Chen，2004；Gardner & Moran，2006）。


网络链接

若要了解斯滕伯格关于智力的研究概述，请访问www.indiana.edu/～intell/sternberg.shtml或http://wilderdom.con/personality/L2-2SternbergTriarchicTheory.html。若要了解更多的关于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请访问www.tecweb.org/styles/gardner.html，www.thomasarmstrong.com/multiple_intelligences.htm，或者访问www.howardgardner.com/MI/mi.html。



对教育工作者来说，智力的确切类型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树立起这样一种观念：在某个领域中表现得优或劣并不注定在其他领域中也会有类似的表现。教师必须避免将儿童看做是聪明的或不聪明的，因为聪明可表现在多方面。令人遗憾的是，传统的学校教育只认可极少几种行为表现，用加德纳的分类法来说即语言智力和逻辑/数学智力（仅仅是9种智力中的两种），并据此简单地将学生划分等级。如果学校想让所有学生都变得聪明，就必须采用更多种活动，奖励更多种表现，而不能像过去那样的单一狭隘。


理论应用于实践：多元智力

根据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教师在讲解概念时应该采用多种方式，调动各种类型的智力参与（Campbell，Campbell，& Dickerson，2004；Kornhaber，Fierros，& Veenema，2004；Moran et al.，2006）。为了说明这一点，阿姆斯特朗（Armstrong，1994）用下面的例子阐述了如何用不同的方式给中学生讲解波义耳定律。


	为学生提供波义耳定律的语言定义：“在定量定温的情况下，气体的压强和体积成反比。”让学生讨论这一定义。[语言智力]

	为学生提供波义耳定律的公式：P×V=K。然后让他们解决相关的具体问题。[逻辑/数学智力]

	为学生提供波义尔定律的比喻或视觉想象：“想象你的手上长了一个脓包，你开始挤它。挤压时，压强将会增大。你越挤，压强就越大，最后这个脓包破了，脓液喷了你一手！”[空间智力]

	让学生做如下的实验：将空气吸入口中，使两腮稍稍鼓起。然后再将空气挤到口腔一侧（体积缩小），让他们感受压强是增大还是减少（增大）；然后再将空气释放至整个口腔（体积增大），让他们判断压强增大还是减小（减少）。[身体/动觉智力]

	让学生们进行实验室实验，测量封闭容器中的压强，然后画出压强与容积的关系图。[逻辑/数学智力，身体/动觉智力]



很少有课程包含的元素能涉及所有类型的智力，但多元智力理论对课堂教学的一条关键性建议是：教师应该在每堂课中尽可能地运用多种方式来呈现知识，这样才能使更多的学生有机会获得成功（Campbell et al.，2004；Gardner，2003；Kline，2001）。



■ 智力的起源

关于智力起源问题已争论了数十年。一些心理学家（如Toga & Thompson，2005）认为，智力主要是遗传的产物——儿童的智力主要是遗传产物，主要取决于父母的智力，故智力在母亲怀孕时就已经确定了。另一些人（如Rifkin，1998）则坚持认为，智力主要是由一个人所处社会环境的因素塑造的，例如，孩子听别人读了多少书和别人对自己说了多少话。而多数研究者都认为遗传和环境对智力都起着重要作用（Petrill & Wilkerson，2000）。很显然，如果父母是高成就者，则他们的孩子一般来说更有可能成为高成就者，但是这既与遗传有关，也与高成就父母营造的家庭环境有关。法国的研究发现，某些儿童出生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但被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收养；还有些儿童始终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中成长，那么前一种环境对儿童的智商有着明显的积极影响（Capron & Duyme，1991；Schiff & Lewontin，1986）。支持环境论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学校教育能够显著地影响智商分数。塞西（Ceci，1991）在一篇综述中提到，学生的在校经历会对智商产生显著而系统的影响。例如，荷兰的多项经典研究发现，那些因二战而推迟入学的儿童的智商显著地降低，尽管他们在上学之后智商有所上升。对密尔沃基市中心的智力落后母亲所生的儿童进行的一项研究（Garber，1988）发现，一项婴儿期刺激方案和高质量的学前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儿童的智商，而且这种收益至少持续到小学毕业。有关研究发现，启蒙教育方案（Abecedarian program）将婴儿期刺激、儿童期充实化以及父母协助等各项措施综合起来，对儿童的智商具有持久的影响（Ramey & Ramey，1998）。这些证据及其他证据都表明（见Kristof，2009；Neuman，2007），智商并非个体的一种固定不变的特质，它会随着个体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而改变。此外，还有一些证据表明，某些专门为提升智商而设计的方案是可以达到预期目的的（Ellis，2001a；Feuerstein & Kozulin，1995）。

不管智力是一般能力还是特殊能力，它仅仅是影响学生在某堂课或某门课中可能学到的知识多少的诸多因素之一。与以往的知识经验（学生此前对课程内容了解的多少）、动机以及教学指导的质量和性质相比，智力很可能不是那么重要。而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智力确实变得重要；它是识别智力迟钝的学生或天才学生的首要标准。但是就处于中间范围的大部分学生而言，其他因素是更重要的。教育中经常误用智力测验，尤其是不恰当地根据智商来安排某些学生接受特殊教育，分入快慢班或称能力组。学生的实际表现远比智商重要得多，也更容易受到教师与学校教育的直接影响（Sternberg，2008）。博依金（Boykin，2000）认为，学校应当致力于发展学生的才能，而非将其视为学生身上固定不变的特质。

■ 学习风格理论

就像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个性特点一样，他们也都有各自不同的学习方式。比如，想一想你是怎样记住见到的人的姓名的。你是否把名字写下来更容易记住？如果是这样，那么你可能是一个视觉型学习者，这类人通过看或读能更好地进行学习。当你听到一个名字时更容易记住，那么你可能是一个听觉型学习者。当然，我们所有人都是通过多种方式来学习的。但是，有些人用某些方式学习比用其他方式更好（Swisher & Schoorman，2001）。

学生对不同学习环境或学习条件的偏好也千差万别。例如，邓恩夫妇（Dunn & Dunn，1993）发现，学生对光照度、座位的软硬程度、学习环境的安静或嘈杂程度、单独学习还是和同学一起学习都有不同的选择偏好。这些差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出何种学习环境对每位儿童是最适宜的。

■ 能力倾向—教学处理的交互作用

既然已有充分证据表明，不同个体在学习风格和学习偏好上存在着差异，那么从逻辑上讲，不同的教学风格就会对不同的学习者产生不同的影响。这项常识性命题却很难得到确凿的验证。有研究曾试图将教学风格与学习风格进行匹配，但结果表明，这种匹配并非总能促进学习（Knight，Halpin，& Halpin，1992；Snow，1992）。即便如此，对能力倾向—教学处理的交互作用
 （aptitude-treatment interaction）的探索仍在继续。从这一领域的有关研究中可得出的一条常识性结论是：教师应当留意学生学习方式的差异，并对此做出恰当的反应（参见Ebeling，2000）。


理论应用于实践：理解不同的思考者

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梅尔·莱文（Mel Levine）在其文章《赞许多样的头脑》（Celebrating Diverse Minds
 ）中探讨了对“所有类型的头脑”均加以赞许的重要性，他认为这种方式可以确保所有的孩子都不落伍。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因为自己缺少满足既定的学业成功标准所需的头脑而自暴自弃的学生……会遇到什么？”

莱文指出，学习上的差异会产生让人畏惧的障碍，在人们没有意识到差异存在的合理性并有效地应对它时更为明显。最为重要的是，这类挫折会误导人们低估学生的价值，不公平地指责学生甚至不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教育，并因此限制了他们在学校和生活中获得成功的机会。

许多举步维艰的学生都有着专门化的头脑——从能出色地完成特定的任务看，可以说他们有精工细作的大脑，但是需达到其他期许时，他们的大脑似乎严重搭错了线。某个学生可能在想象方面很出色，但在言语表达方面却很笨拙。一个同学可能具有非凡的人际理解能力，但对句子的结构却缺乏理解。

莱文提出了三种方式来解决此类问题：


	
拓展对学生的评估体系。
 我们对学习差异的理解通常关注如何补短，而非扬长，即识别那些学习困难者所具有的才能或潜能。

	
重新审视课程。
 探索新的教学活动和课程选择，以便为不同类型的学习者提供教育机会，为其成功的人生奠定基础。

	
为教育者提供专业发展机会。
 利用来自脑科学的见解对教师进行培训，帮助他们去理解和支持学生的不同想法。






有意识的教师：

运用你所知道的关于学生多元化的知识来改善教学和学习


有意识的教师将学生的多元化视为宝贵的财富。他们去了解学生的家庭生活、文化、语言和优势，尊重每一位学生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有意识的教师会审视自己课堂情况的记录，反思自己的做法，并时刻提醒自己，以防某些观念阻碍了学生的成功。有意识的教师利用对自己的教学实践和班上学生的了解来提高教学质量，这既是为学生也是为教师。


	我希望学生在课程结束后能了解什么、能做什么？这对于实现课程目标、使学生成为有能力的个体的需求有什么作用？



教师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观点如何影响着对学生的期望。反问自己：“我的教学目标是否仅仅体现了优势群体的价值观？”例如，三年级班里的前五名学生做对了所有乘法题，你打消了给他们贴纸奖品的想法，因为你想到自己推崇的个体竞争不一定被所有人认可。你可以让学生自己选择如何做读书报告，这样，学习优势不同的儿童就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来展现自己。

许多教育工作者都认为，教育的目标至少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接受教育的学生所处的群体的情况。问问自己：“我应该如何修改课堂教学目标，以更好地反映所有学生及其家庭的需要、价值观和兴趣？”例如，在一堂课开始之前，你可以首先组织一次非正式的讨论，了解学生们想学些什么，他们是如何理解成功的。虽然学生的兴趣和文化背景并不能完全决定你一堂课或一门课的教学目标，但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代数只是代数，但是学好代数却有许多方式。找出学生最乐意、最擅长的学习方式。


	在我的教学中应该考虑学生所具有的哪些知识、技能、需要和兴趣？



有意识的教师会了解自己的学生，并利用有关学生家庭生活的信息和群体资源来设计教学。你是如何理解学生的文化背景和他们所处的群体的？问问自己：“学生在校外获得了哪些能够促进其学习的经验和优势？”例如，尽管你用英语进行教学，但你同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去重视学生的母语，要强化这样一种信念：懂两种语言是一种优势。你可以设计一个“多语种词典”的活动，列出课堂和家庭中常用的一些英语词汇，然后让学生将它们译成自己的母语。你可以将这个小词典印制出来，在家长会上分发，也可以给学生，因为他们可能希望探讨英语与其他语言中对应词之间的异同。在任何课堂中，你都能搜集到精彩的词句、谚语或俚语，而这些通常反映了学生拥有的文化传承。如果其他地区或街区的班级也做了同样的事，我们还可以用上网或邮寄的方式共享这些“词典”。


	我在学科内容、学生发展、学习、动机以及有效教学策略等方面所掌握的哪些内容能够用于实现教学目标？



有意识的教师给学生提供很多机会，让他们选择与课程内容互动的方式，这反映了他们的学习风格偏好。你可以随时变换分组方式，这样学生既可以在整个班级中学习，也可以独自学习或在可灵活调整的小组中学习。对英语学习者而言，你可以采取掩蔽式教学模式，使每位学生都轻松地掌握各年级水平的教学内容。例如，在讲解文学作品时，可提供一些图表来阐明课文内容，或带来一些文中描述的物品的真实样品。


	哪些教学材料、技术、辅助手段和其他教学资源有助于实现我的教学目标？



有意识的教师总是把自己视为教育团队中的一员。教师要学会利用与家长合作带来的优势。例如，你可以向家长了解学生在暑假期间参加的有意义活动。为了使学生在假期中仍能学有所获，你可以帮他们办理图书阅览卡，并为他们推荐假期阅读书目。你也可以给每位学生一个日记本，并邀请他们及其家庭成员给你写信。

如果班级中还有一些双语学生，你可以请学生自愿把他们家庭中的年长成员请到你的艺术课上来，介绍他们故乡特殊的艺术形式，你还可以让学生担当翻译和解说。

用学生的文化背景作为跳板，引入主流文化内容与主流期望。例如，纳瓦霍族儿童和其他儿童一样，都希望了解古希腊的文化。但纳瓦霍族儿童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有意识的教师应当借助这一资源来解释古希腊的文化。


	我怎样评价学生达到目标的程度？



收集有关自己教学的信息，确保教学实践是公平的。可以由听课者来收集信息。你也可以将教学过程录音，以供日后分析。要关注的主要问题是：

我与男生和女生的互动时间是否同样多？

我是否不论学生所在的社会群体，只要他们表现出同样的行为，就给予同样的表扬或惩戒？

我是否对所有的学生都有同样高的期望？我是否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我是否恰如其分地把课堂作为论坛，让学生对主流观点和现状进行质疑？让学生促进社会进步？


	如果个别学生或全班没有迈上成功之路，我该如何去做？我的补救计划是什么？



你可以问自己：“学生人人不同，怎样才能确保我现在对他们的了解都是无误的？我怎样更多地了解各种特殊群体？对于学生公认的他们所处群体中颇具影响力或颇受其家人尊敬的成人，我是否努力去结识他们？供全班阅读的文学选材是否代表了不同性别、国籍、族裔的各类作者？我本人的阅读积累能否促使我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多元化及其个体差异？”



本章概要

文化对教与学的影响是什么

文化对教与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文化的许多方面影响着学习者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概念，影响着学习者的信念、价值观、态度与期望、社会关系、语言交流以及其他行为方式。

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学生的成就

社会经济地位是根据收入、职业、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声望而确定的，它显著地影响着学生对待学校的态度、背景知识、入学准备情况以及学业成就。工薪阶层和低收入家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而这些压力直接影响着育儿做法和亲子沟通方式，并降低家长对儿童的期望，这使儿童入学时可能遇到挑战。中产阶层的学校文化要求独立、竞争和目标设定，而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学生所接受的常态文化与此不同。但是，低社会经济地位未必导致学生的低学习成就。教师可以邀请家长参与到儿童的教育中来，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成就。

族裔和种族如何影响学生的学校生活

随着美国和加拿大日益趋向多元化，弱势群体的人数急剧增多。某些弱势群体是成员根据种族、宗教、族裔、出身地、历史、语言和文化等自我界定的，如非裔美国人、美洲原住民、拉丁裔，来自这些群体的学生在标准化学业成就测验上的得分往往比那些欧裔和亚裔的美国学生低。低成绩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以及随后产生的贫困所导致的遗患。学校废除种族隔离长期以来是为了解决因种族和社会阶层的差异而导致的教育不平等的问题，这一做法利弊参半。人们一直关注的问题还包括提供公正、平等的机会，促进种族之间的和睦相处，防止种族隔离。

语言差异和双语教育如何影响学生的成就

英语学习者通常会在四种类型的方案中选择一种进行学习，这四种方案分别是：英语浸入式教学、过渡型双语教育、配对双语教育和双向双语教育。双语教育方案同时用母语和英语对学生进行教学。研究表明，双语教育，尤其是配对双语教育，是对学生有益的。最近，美国各州的立法使得双语教育的势头有所减弱。

什么是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要求在学校中倡导多元文化、提倡教育平等和社会和谐。多元文化教育包括内容整合、知识建构、减少偏见、公平教学法以及赋权的学校文化。

性别和性别偏见如何影响学生的学校生活

男性和女性之间已观察到的许多差异都与早期社会化经验的差异有明显的关联。在早期社会化的进程中，儿童学会了做出被认为适合自己的性别角色行为。当前研究很少证明在思维和能力方面存在天生的性别差异。但是课堂中的性别偏见，如教师与男女学生互动时行为的一些细微差异以及那些含有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课程材料，都明显影响了学生的活动选择和学业成就。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男女生在数学和科学科目上的成绩出现了性别差异，尽管这种差异已在逐步缩小。

学生在智力和学习风格上有何差异

学生在抽象思维、解决问题以及学习等方面能力各有高低。他们在很多具体的智力成分上也存在着差异。因此，要准确地对智力进行评估，应当兼顾更多种行为表现，而不是仅仅依靠传统的智力测验。所以教师对学生的期望不应仅仅依据其智力测验的分数。比奈、斯皮尔曼、斯滕伯格和加德纳等研究者在智力的理论建构和测量工具的开发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智力是由遗传和环境共同决定的。研究表明，家庭环境、学校教育以及生活阅历都会对智商产生深远的影响。

学生在先前的学习经验和认知学习风格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对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的个人偏好也同样会影响学业成就。

关键术语

回顾本章中的以下关键术语：

文化

社会经济地位（SES）

族群

族裔

种族

弱势群体

语言少数族裔

英语水平有限（LEP）

英语语言学习者（EL）

双语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内容整合

知识建构

减少偏见

公平教学法

赋权的学校文化

性别角色行为

性别偏见

智商（IQ）

智力

多元智力

能力倾向—教学处理的交互作用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指导语：
 本章开头的案例中所涉及的评价指标是各州的资格认证考试的常见考点。请重读开头的案例，回答下列问题：


	玛瓦·范斯和约翰·罗西谈到学生在规范、传统、行为、语言以及感知等方面存在的多元性。下列哪个术语最为恰当地描述了他们谈话的要义？
	种族

	社会经济地位

	智力

	文化








	对于玛瓦·范斯和约翰·罗西所教的学生，下列关于社会经济地位的最正确的表述是哪个？
	出身于工薪阶层或底层家庭的学生在学业上的表现与出身于中产阶层家庭的学生一样好，甚至更好。

	家境不利的学生缺乏卫生保健服务的可能性较大。

	暑假期间，出身于中产阶层家庭的学生与出身于底层家庭的学生取得学业进步的可能性相同。

	学校完全代表了工薪阶层的价值观和期望。








	玛瓦·范斯和约翰·罗西谈到了学生倾向于接受社会赋予他们的刻板角色。根据相关研究，教师应该如何应对这种角色刻板印象？
	允许学生选择自己的角色，即使他们最后选择了刻板角色。

	尽可能以接近现实的方式来再现感恩节的场景：美洲原住民学生扮演原住民，女生扮演厨娘，男生扮演猎人。

	活动主题不应有偏见，来自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也可以不拘于刻板印象，扮演来自较高社会阶层家庭的角色。

	写一个感恩节的剧本，将所有弱势群体做出的贡献都写进去。








	何塞是玛瓦·范斯班里的一名学生，他想担当感恩节联欢会上的解说员，但是他的英语不很熟练。根据双语教育有效性的研究，玛瓦·范斯可以采用哪种方式来提高所有学生的英语口语和写作技能？
	尽量避免使用双语教育，因为研究发现，双语教育对学生的英语发展不利。

	掌握她班里学生所讲的各种语言。

	支持双语教育，因为研究发现，接受双语教育的学生比接受纯英语教学的学生最终会取得同样好甚至更好的英语成绩。

	明确地指出双语教育对学生自尊的不利影响。








	玛瓦·范斯和约翰·罗西讨论了感恩节联欢会上存在的刻板的性别角色问题。根据本章介绍的有关研究，教师应该如何分配男女生在感恩节联欢会上的角色？
	鼓励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角色，而不是选择社会期望他们扮演的角色。

	减少男女生在感恩节联欢会中的互动。

	给男女生安排真实的角色：男生扮演猎人，女生扮演厨娘。

	给所有学生安排非传统的性别角色。








	什么是多元文化教育？教师、管理者和其他学校职员可采取哪些措施来帮助弱势群体的学生？




	学生先前的学习经验和认知学习风格各不相同。教师可以采取哪些策略以兼顾到所有的学生？




	如何让家长或其他照料者参与到开发学生潜能的行动中来？请列出6种切实可行的策略。







5　行为学习理论

本章提纲


什么是学习



行为学习理论有哪些



	
巴甫洛夫：经典条件作用


	
斯金纳：操作性条件作用





行为学习的原理有哪些



	
结果的作用


	
强化物


	
惩罚物


	
结果的及时性


	
塑造


	
消退


	
强化程序


	
维持


	
先行事件的作用





社会学习理论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学习



	
班杜拉：模仿学习和观察学习


	
梅肯鲍姆的自主学习模式


	
行为学习理论的优势和局限





学习成果


学习本章后，你应当能够：


	定义“学习”的概念

	描述行为学习理论的原理

	讨论行为学习原理给课堂实践带来的启示

	解决课堂上的问题




朱丽娅·埃斯特班是坦纳小学一年级的教师，她正尝试教给学生适宜的课堂行为。

一天，她对学生说道：“孩子们，我想跟你们谈谈咱们班上存在的一个问题。当我提问时，你们当中有许多人会直接喊出答案，而不是先举手等我点名。谁能告诉我：当我向全班同学提问时，你们该怎么做？”丽贝卡的手举到空中，说道：“我知道！我知道！举手，等着，不说话！”

埃斯特班叹了口气，她试图忽视丽贝卡——因为其行为恰恰是教师刚才不让做的，但丽贝卡却是班上惟一举手的学生，并且你越不理睬她，她就会越发使劲地挥手，并大声回答。

“好吧，丽贝卡。你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应该举起手，不说话，等您点名。”

“既然你知道这个规则，那为什么在我点你名之前就大声回答呢？”

“我想我是忘记了。”

“好吧。谁能提醒全班同学关于不准抢着说话的规则？”

四个学生举起了手，一起大声说起来。

“一次一个人回答！”

“按次序回答！”

“当别人发言时不要说话！”

埃斯特班要求学生遵守课堂秩序：“你们这些孩子快要把我逼疯了！”她说，“我们刚才不是正在讨论应该举手等我点名吗？”

“但是，埃斯特班老师，”斯蒂芬没举手就说，“丽贝卡并没有保持安静，但你也叫她发言了呀！


运用你的经验



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在这种情形下，埃斯特班女士为了实现她的目标，应该怎样改变其做法。


合作学习
 　与你的同学讨论一下问题出在哪里。也讨论一下你过去见过的、与此类似的受到强化的不适当行为。和全班交流你的见闻。



儿童是优秀的学习者。然而，他们所学的并不总是我们想要教给他们的。埃斯特班试图教授学生在课堂上应该怎么做，但是由于对丽贝卡的突发行为给予了关注，所以她实际上教给学生的恰恰与其愿望相悖。丽贝卡渴望获得教师的关注，所以教师（即使以恼怒的声调）点她的名发言，这种方式恰恰奖励了她不经允许而大声说出自己答案的行为。埃斯特班的做法不仅使丽贝卡更可能再次不举手就直接说话，而且也使得擅自说话行为更可能被其他同学效仿。埃斯特班对学生所说的话远不如她对学生的行为所做出的实际回应重要。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对学习加以界定，之后介绍行为和社会的学习理论，这些理论在解释学习时更强调可观察的行为。行为学习理论
 （behavioral learning theories）关注行为产生的愉快的或不愉快的结果是如何改变个体行为的，以及个体是怎样模仿他人行为的。社会学习理论
 （social learning theories）关注思维与行为的相互影响。后面各章主要介绍认知学习理论
 （cognitive learning theories），这类理论强调人们在学习和记忆新知识或技能时所用到的不可观察的心理过程。由于近些年来各个学派相互吸纳、借鉴彼此的研究成果，因此行为学习理论与认知学习理论之间的界限也日趋模糊。

什么是学习

什么是学习？如果认真考虑的话，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考虑下面这四个例子，它们是学习吗？

1. 一个幼儿迈出了她的第一步。

2. 一个青少年男性感到自己被某些女性强烈地吸引着。

3. 当儿童看到医生带着针走进来时，他感到焦虑。

4. 一个女孩在学会乘法很久之后自主发现，乘以5的另一种方式是：用2除后再乘以10（如，428×5可以这样计算：428/2=214×10=2140）。


学习
 （learning）通常被定义为经验导致的个体的改变（Driscoll，2000；Hill，2002；Schunk，2004）。迈耶（Mayer，2008a）将学习定义为“经验导致的学习者知识的持久改变”（p. 171）。发展引起的改变（如长高）不是学习的例子。个体生来就有的特性（如对饥饿或疼痛的反射和反应）也不是学习。然而，人类从出生那天（一些人认为更早）起就学习了很多，以至于不能将学习和发展截然分开。学习走路（上面的例1）主要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但也取决于爬行和其他活动的经验。青春期的性冲动（上面的例2）不是习得的，但是学习也塑造着个体对理想伴侣的选择。

一个儿童看到拿着注射器的医生就产生焦虑（上面的例3），这肯定是习得的行为。这个小孩已经学会把注射器与疼痛联系起来，当他看到注射器时，身体就会出现情绪反应。这种反应可能是无意识的或不由自主的，但毫无疑问它是习得的。

第4个例子，女孩对乘法简便运算的顿悟，是内部生成学习的一个例子，也就是所谓的思维。一些理论家或许并不称之为学习，因为它不是由环境引起的。但是它可能被看做延迟学习的一种情况，其中有意识的乘法教学以及学生对数字的多年经验，再加上女孩个人的心智努力，最终产生了顿悟。

学习有很多种方式。有时，学习是有意识的，比如学生获得课堂中呈现的信息或在互联网上查询信息；有时，学习又是无意识的，比如上面所列举的例子中儿童对注射器的反应。各种类型的学习始终都在进行。当你阅读本章时，你正在学习有关学习的内容。然而，你也正在了解教育心理学可能是有趣的或枯燥的，有用的或无用的。即使你意识不到，你也可能正在学习在页面的哪一部分能够找到某条信息。你也可能学会将本章的内容与阅读时周围环境中一些琐碎的方面联系起来，如图书馆中书的气味或者房间的温度。本章的内容、文字的编排位置以及周围环境的气味、声音和温度等都是刺激
 （stimuli）。通常你的感官对所有类型的刺激，也就是环境事件或状况都是完全开放的，但是在某一时刻你只能意识到其中的一部分。

教育者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怎样让学生去学习，因为学生在觉醒状态下始终都参与着学习。问题是怎样帮助学生学习那些在将来的生活中有用的特定信息、技能和概念。我们该如何给学生呈现恰当的刺激，使其注意力和心理努力都关注此类刺激，进而获得重要的技能呢？这才是教学的核心问题。

行为学习理论有哪些

相对而言，对学习的系统研究起步比较晚，直到19世纪末期，研究者们才开始以一种科学的方式来研究学习。他们借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开始通过实验来了解人类和动物是怎样学习的。伊万·巴甫洛夫是早期的学习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之后，斯金纳因其对行为和结果之间关系的研究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巴甫洛夫：经典条件作用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巴甫洛夫和他的同事研究了狗的消化过程。在研究过程中，科学家们注意到了这些动物分泌唾液的时间和频率的变化。巴甫洛夫发现，如果将肉放在一条饿狗的嘴里或嘴的附近，狗就会分泌唾液。肉可以自动地引起唾液分泌反应，而无需任何预先的训练或条件作用，因此被称为无条件刺激
 （unconditioned stimulus）。同样，因为食物出现时狗自动进行唾液分泌，也不需要任何训练和经验，因而分泌唾液的反应被称为无条件反应
 （unconditioned response）。

食物引起唾液分泌是不需要任何先前的经验或训练的，但是其他刺激如铃声就不会引起唾液分泌。由于这些刺激对研究者所关注的反应没有任何影响，因此它们被称为中性刺激
 （neutral stimuli）。巴甫洛夫的实验表明，如果将中性刺激与无条件刺激配对，那么中性刺激就会成为条件刺激
 （conditioned stimulus），并能够引发类似于无条件刺激所引发的反应。换言之，将铃声和肉配对呈现后，铃声的单独呈现也会使狗分泌唾液。这个过程被称为经典条件作用
 （classical conditioning）。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作用可以用图5.1表示，在类似这样的实验中，巴甫洛夫及其同事证实了学习如何影响原先被认为是不自主的、反射性的行为，如唾液分泌。

■ 斯金纳：操作性条件作用

人类的某些行为显然是由特定的刺激引发的。比如，像巴甫洛夫研究的狗一样，当我们很饿并且看到美味的食物时，也会分泌唾液。然而，斯金纳认为，反射性行为只能解释所有行为中的很少一部分。他提出了另一类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是在没有明显的无条件刺激（如食物）存在的条件下对环境所做出的操作，他称之为操作性行为
 （operant behaviour）。斯金纳的研究关注行为与其结果之间的关系。例如，如果个体做出行为之后紧随着令人愉悦的结果，则该个体以后将更频繁地做出这种行为。使用愉快的和不愉快的结果来改变行为，这就是操作性条件作用
 （operant conditioning）。

图5.1　经典条件作用

在经典条件作用中，一个起初不能引发反应的中性刺激（如铃声）与一个无条件刺激（如肉）配对出现，进而能够诱发反应（如分泌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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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纳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把被试置于受控的情境中，观察行为结果的系统变化所引起的行为变化（见Alberto & Troutman，2009；Bigge & Shermis，2004；Malott，2008）。斯金纳因发明和使用了斯金纳箱
 （Skinner box）而闻名。斯金纳箱是研究动物（通常是大鼠和鸽子）行为的一种简单装置。用于大鼠的斯金纳箱主要包括：易于被大鼠按压的杠杆、给大鼠分发食丸的食物分发器以及饮用水分发器。大鼠看不到也听不到箱外的任何刺激，由此所有的刺激均受实验者控制。

使用斯金纳箱进行的最早几项实验中，实验者首先调试好实验装置，使大鼠偶尔按压杠杆后即可获得一粒食丸。在几次偶尔的按压杠杆后，大鼠会频繁地按压杠杆，每次都获得一粒食丸。食物奖赏影响了大鼠的行为，即加强了按压杠杆的行为，并减弱了其他行为（如在箱子里乱转）。此时，实验者还可以做其他几件事情，例如控制大鼠必须按压几次杠杆才可获得食物，或者按压有时可以获得食物，有时则不能，或者按压不再能够给出食物。每种情况下都对大鼠的行为进行电子记录。斯金纳箱的一项重要优势就是使得研究者在可控的环境中对行为进行细致的科学研究（Bigge & Shermis，2004）。任何人使用这种装置都可以重复斯金纳所做的实验。


网络链接

斯金纳基金会网站www.bfskinner.org致力于应用斯金纳的理论来促进对人类行为的理解。



行为学习的原理有哪些

行为学习理论有它自己的语言来描述行为的结果是如何塑造之后的行为的（也见Alberto & Troutman，2009；Bigge & Shermis，2004；Kazdin，2001；Malott，2008；Walker，Shea，& Bauer，2004）。

■ 结果的作用

斯金纳用大鼠和鸽子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确立了一系列行为学习的原理，并得到许多以人类和动物为被试的研究支持。行为学习理论最重要的一条原理或许就是：行为根据紧随的结果
 （consequences）而发生变化。愉快的结果加强行为；不愉快的结果减弱行为。换言之，愉快的结果提高了个体做出某种行为的频率，而不愉快的结果降低了该行为出现的频率。如果学生喜欢阅读，那么他们可能读得更多；如果学生觉得故事很枯燥，或难以集中注意，他们可能就会读得更少，而去选择其他活动。愉快的结果被称为强化物
 ，不愉快的结果被称为惩罚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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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纳箱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大鼠正在经历什么类型的条件作用？这类条件作用是如何发生的？它与巴甫洛夫研究的那类条件作用有什么不同？



■ 强化物


强化物
 （reinforcer）是指任何能增强行为（即提高行为出现的频率）的结果。要注意的是，在没有证据表明某一特定结果确实增强了特定个体的某种行为时，我们不能妄加推断该结果就是强化物。因此，强化物的有效性必须展示出来。例如，对小孩子而言，糖果通常被看做一种强化物；但是一顿美餐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觉得糖果很诱人，而且有些孩子根本就不喜欢糖果。一位教师说：“数学课上我用表扬来强化他安静地坐在座位上的行为，但是不起作用。”如果没有证据表明表扬对该生而言确实是个强化物的话，那么这位教师则可能错用了强化
 这一词。没有一种奖赏能被假定为对所有情境中的所有人都能够成为强化物（Barnhill，2005）。


一级强化物和二级强化物
 　强化物分为两大类：一级强化物和二级强化物。一级强化物
 （primary reinforcers）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如食物、水、安全、温暖和性等。二级强化物
 （secondary reinforcers）通过与一级强化物联系，或与其他已经牢固建立的二级强化物联系，进而获得强化价值。例如，只有当孩子了解到钱可以用来购买本身就是一级或二级强化物的商品时，钱对他们才有强化价值。除非家长留意并看重孩子的好成绩，否则成绩对学生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家长的表扬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与爱、温暖、安全和其他强化物相联系。二级强化物有三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社会强化物，如表扬、微笑、拥抱或关注。当埃斯特班女士注意到丽贝卡时，无意中就给了丽贝卡一个社会强化物：教师的关注。另外两种二级强化物是活动强化物（比如可以玩玩具、做游戏或从事有趣的活动）和代币（或符号性）强化物（例如钱、分数、彩星或个体可以用于换取其他强化物的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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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童的生活中，教师是强化的一个主要来源。这位教师使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二级强化物？这种强化可能会带来什么结果？




正强化物和负强化物
 　在大部分情况下，学校中所使用的强化物都是正强化物
 （positive reinforcer），包括表扬、分数和彩星。然而，还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来加强行为，即个体做出的某种行为能够使其摆脱不愉快的情境或避免不愉快事件的出现。例如，如果学生完成了家庭作业，那么家长就可以不要求孩子洗碗碟。如果洗碗碟被视为一项不愉快的任务，那么免于做此事就是一种强化。个体从不愉快情境中的摆脱被称为负强化物
 （negative reinforcer）（Landrum & McDuffie，2008）。

负强化物这个概念通常被误解为惩罚，比如“课间休息时我要求他留下，以对他的迟到行为进行负强化”（Martella，Nelson，& Merchand-Martella，2003）。若要避免此类术语的错误使用，一定要记住：强化物（不论正强化物还是负强化物）是增强行为的，而惩罚是减弱行为的（见表5.1）。

表5.1　行为学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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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雷马克原理
 　行为的一个重要原理是：可以通过允许在完成不愉快的活动之后从事愉快的活动来促成行为。例如，你可以说，“只要你完成了作业，就可以出去玩”或者“你先收拾画画的东西，然后我再给你讲故事”。这些都是普雷马克原理
 （Premack Principle）的例子（Premack，1965），有时也叫“祖母规则”，它来源于古老说法：“吃完蔬菜你才可以去玩。”教师们也应用普雷马克原理，轮流安排学生不太喜欢做的活动与比较喜欢的活动；学生能否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取决于是否成功地完成了不太喜欢的活动。例如，在小学里，将多数学生都觉得有趣的音乐课安排在某项较难的课程之后就是一种很好的做法，这样学生就会明白，如果他们在较难的课程上无所事事的话，其代价就是音乐课时间缩减（Martella et al.，2003）。


理论应用于实践：课堂中强化的应用

对课堂实践而言，最有用的行为主义学习原理也是最简单的：强化你希望反复看到的行为。这个原理看上去浅显易懂，但实际做起来并非易事。例如，一些教师认为强化是不必要的，理由是：“我为什么要给他们强化？他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课堂中使用强化来增强所期望看到的行为时，可遵循以下几条主要的原则（见Alberto& Troutman，2009；Jones & Jones，2004；Kauffman，Mostort，Trent，& Hallahan，2002；Malott，2008；Marzano，2003；Miltenberger，2001）：


	
确定你希望学生做出的行为，当这些行为出现时予以强化。
 例如，表扬或奖励学生的出色工作。如果学生没有尽力，则不给予表扬或奖励。当学生开始一项新的学习任务时，他们整个过程的每一步都应该受到强化。对于那些逐步接近你定的最终目标的行为须给予积极的反馈。将新的行为（或课堂任务）分解为比较小的部分，并在整个过程中给予充分的奖励。

	
告诉学生你所期望的行为表现，当他们表现出来时，给予强化，并告知原因。
 为学生列举你所使用的评价其活动的各项标准，以及每项标准的分值。这样，学生将能够从你的反馈中来认识自己的优势和不足。

	
在恰当的行为出现之后，尽快地给予强化。
 延迟强化的效果比及时强化差。评改作业时，应尽快给学生反馈。让学生了解自己在课堂中的表现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改作业不能拖延。每次布置作业时，都应该考虑使用何种评价方式，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给学生提供设想的反馈。






内部强化物和外部强化物
 　在许多情况下，维持行为最重要的强化物是参与活动本身带来的乐趣。譬如，大多数人都有某种爱好，可以不计报酬地、长时间地从事某种活动。人们喜欢画画、看书、唱歌、玩游戏、徒步旅行或游泳，原因不是其他，而只是做这些事情本身的乐趣。这类强化物叫内部强化物
 （intrinsic reinforcer），可以说人们因受到内部动机的驱使而从事某种活动。与内部强化物相对的是外部强化物
 （extrinsic reinforcer），也就是用于激励人们从事某种活动的表扬或奖赏，而没有这些外部强化物，人们可能不会从事这种活动。研究表明，对儿童无论如何都会做的某些行为进行强化，有可能会削弱长期的内部动机（Deci & Ryan，2002）。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表明，外部强化物的削弱效应仅发生于有限的若干情形中，这些情形中只要儿童参与活动便有奖赏，而不考虑其成绩如何；并且活动必须是儿童不得到任何奖赏也会自己去做的（Cameron & Pierce，1994，1996；Eisenberger，Pierce，& Cameron，1999）。口头表扬以及其他类型的反馈都属于外部强化物，研究发现，这类外部强化物非但没有降低内部兴趣，反而增强了内部兴趣。这一研究结论的实践意义是：如果活动是学生会自发去做的，教师应该谨慎地考虑是否给予强化物。但是，就学校中的大部分任务而言，多数学生都不会自发地去做。因此，教师没有理由担忧外部强化物的使用将会损害内部动机，尤其当外部强化物是社会性的，对学生更高的掌握水平和更强的独立性表达认可时。实际上，有人认为，假如在使用正强化可以有效地促进积极行为的情况下却没有使用它们，这是不道德的（如Bailey & Burch，2005；Maag，2001）。例如，一个学生可能因打架而被开除。如果一个用正强化来减少打架行为的矫正方案可能消除该生的打架行为，那么在道德上要求教师在采取开除等严厉措施之前就必须先尝试这个方案（或其他方案）。


网络链接

若想了解在内部动机相对外部动机问题上的争论，请访问www.restud.com/PDF/intrinsicresfeb4.pdf。




理论应用于实践：实用的强化物

儿童所喜欢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有效的强化物。但是，课堂中应当使用什么样的强化物则显然受到现实条件限制。有效强化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在有效强化物中，最好选择最简单的、最无形的强化物。也就是说，如果表扬或自我强化能奏效，就不要使用奖状；如果奖状能奏效，就不要使用小玩具；如果小玩具能奏效，就不要使用食品。确定该使用什么强化物的一种方式是问学生自己，他们更愿意为自己选择的强化物而学习（Cote，Thompson，Hanley，& McKerchar，2007）。然而，如要激励学生去做一些重要的事情，任何必要的实用强化物都应当毫不犹豫地加以使用。特别注意，在试过各种可能的强化措施前，不要去想使用惩罚（下面将论述）。下面列举一些强化物的种类和相应的例子（也请参见Burden，2000；Landrum & Kauffman，2006；Martella et al.，2003）。这些类别是按照有形化的程度由低到高排列的。


	
自我强化。
 教学生进行自我表扬，自我安抚，在表格上记录自己的进步状况，停下来小憩，以及对任务的完成或坚持进行自我强化。

	
表扬。
 诸如“干得不错！”“就是这样！”“我知道你能做好！”之类的措辞以及其他的口头表扬都是有效的，通过微笑、眼神、翘大拇指或者轻拍后背等方式也可以传达同样的信息。在合作学习和同辈辅导中，应鼓励学生互相表扬对方的适宜行为（Landrum & Kauffman，2006）。

	
关注。
 对许多孩子来说，受到自己看重的成人或同伴的关注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强化物。聆听、点头或走近都可能给孩子提供他们所寻求的积极关注。对表现出色的学生或为达到目标而需求较长的学生，可以给他们一个特殊的机会去拜访楼长. 在办公室帮忙或者和校长一起散步（Alber & Heward，2000）。

	
成绩和认可。
 优异的成绩和其他荣誉（如成就证书）既是对学生付出努力的一种积极反馈，又可与家长们沟通孩子的进步情况，而多数家长自身也会对好成绩进行强化，因此它们是很有效的强化方式。公开展示优秀的作品、校长给予批注以及其他形式的表彰都具有相同的效用。与那种几个月才给一次的报告卡评定相比，小测验分数、行为等级评定以及经常给予的其他形式的反馈更为有效。

	
给家里打电话。
 给孩子的照料者打电话或发邮件，以认可孩子的成功，这是一种有力的强化手段。

	
依托家庭的强化。
 家长可以成为强化系统的有效参与者。教师可以与家长一起制订强化计划。如果孩子达到了详细规定的行为或表现标准，家长在家中就应该给孩子某种特权。

	
特权。
 孩子可以因良好的行为表现而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和使用特殊物品（如足球或游戏）的机会，或者可以充当特殊的角色（如为教师跑跑腿或协助教师分发材料）。表现好的单个或一组孩子可以提前休息或者得到其他方面的某些小特权。

	
活动强化物。
 在达到既定标准的前提下，学生可以看录像、玩游戏或从事其他有趣的活动。活动强化物对学生群体尤为有效，如果全班共同达到了某一标准，那么全班都可以获得自由时间或从事特殊活动（Embry，2002；Theodore，Bray，Kehle，&Jenson，2001）。

	
物质强化物。
 孩子因为取得好成绩或有良好的行为表现而获得积分，他们可以用这些积分换取小玩具、橡皮、铅笔、玻璃弹球、漫画书、贴纸。给儿童的物质强化物在有多种选择时的效果通常更好（Cruz & Cullinan，2001；Walker et al.，2004）

	
食物。
 葡萄干、苹果、胡萝卜、酸牛奶或其他健康的小食品也可用作强化物。





■ 惩罚物

能减弱行为的结果叫惩罚物
 。请注意，在定义惩罚
 （punishment）这个概念时，也同样面临着定义强化时的问题：如果表面看起来令人不愉快的结果实际上并没有减少之前行为再次出现的频率，那么这种结果就不能算是一种惩罚物。例如，有些学生喜欢因犯错误而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或在教室外面的走道上罚站，因为在他们看来，课堂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情境，犯错误的结果使自己从课堂中解脱出来（Driscoll，2000；Kauffman et al.，2002；Martella et al.，2003）。有些学生喜欢被批评，因为这可以获得教师的关注，并且还有可能提高他们在同伴中的地位。与强化物一样，惩罚物的有效性也不是想当然的，必须以实际的结果来验证。惩罚有两种主要形式。


正惩罚
 　正惩罚
 （presentation punishment）的特点是使用不愉快的结果或厌恶性刺激
 （aversive stimuli），如指责一名学生。


负惩罚
 　负惩罚
 （removal punishment）的特点是撤销愉快的结果，比如特权的丧失、剥夺课间休息机会、放学后留校等。另一个例子是反应代价
 （response cost）（Landrum & McDuffie，2008），即让表现出不适宜行为的学生付出代价，比如，学生从任务上分心多长时间，放学后就要留校同样长的时间。课堂中常用的一种负惩罚是暂时隔离
 （time out），即让犯错误的学生在角落里或在教室外的走道上待几分钟（见Nelson & Carr，2000）。当教师认为其他学生的关注有可能起强化错误行为的作用时，就常使用暂时隔离。暂时隔离使犯错误的学生失去了此种强化物。人们发现，错误行为之后给予暂时隔离整体上可以减少该行为的再次发生（Alberto & Troutman，2006）。

例如，怀特和贝利（White & Bailey，1990）考察了体育课中使用“坐冷板凳”的惩罚效果。告诉那些有错误行为的学生他们犯了什么错误，然后给他们一个3分钟的沙漏计时器，让他们坐在一旁看着沙漏，直到沙子漏完。这个方案起初用于为有严重行为问题的四和五年级学生办的特殊班。图5.2总结了该研究结果。在基线水平，研究者观察到在10分钟内最多有343起捣乱行为，之后开始实施行为核查程序。教师评定每个孩子的行为，并把表现差的孩子叫到办公室或剥夺他们一段自由时间。这种方式减少了错误行为，但未能彻底消除它们。然而，当采用“坐冷板凳”这种方式时，不良行为几乎消失了。将这种方法用于另外一个四年级的常规班的体育课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图5.2　用“坐冷板凳”减少破坏性行为

每10分钟所观察到的捣乱行为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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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A. G. White & J. S. Bailey, "Reducing Disruptive Behaviors of Elementary Physical Education Students with Sit and Watch,"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3, 1990, p. 357. Adapted by permission.



是否给予惩罚、何时给予惩罚以及如何惩罚的问题引起了行为学习理论家们的很多争议。有些人认为，惩罚的作用只是暂时的，尤其是正惩罚（厌恶性）；惩罚引起攻击性；惩罚还使得个体逃避曾被惩罚过的情境（Kazdin，2001；Landrum & Kauffman，2006；Miltenberger，2001）。即使是赞同使用惩罚的行为理论家们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只有当对适宜行为的强化不奏效时才诉诸惩罚；当有必要使用惩罚时，应该尽可能采用温和的方式；惩罚必须作为精心设计的方案中的一部分，绝不能前后不一，或出于教师的挫败感而使用。在多数地方，学校中的体罚（如打屁股）是违法的（Jones & Jones，2007；Levin & Nolan，2007）。无论是从伦理还是科学的角度，几乎所有的行为理论家都反对体罚（见Bailey & Burch，2005；Kazdin，2001；Malott，Malott，& Trojan，2000）。

■ 结果的及时性

行为学习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是：结果在行为之后立即出现远比延迟一段时间再出现更能影响行为。斯金纳箱中的大鼠按压杠杆之后，如果需等待几分钟才能得到食丸，那么大鼠可能要花长很多的时间才能学会建立按压杠杆和食物之间的联系；当食物出现时，大鼠可能已经在做按压杠杆之外的事情。立即给予的小强化物比延迟给予的大强化物通常有更强的效力（Alberto & Troutman，2006）。这一规律可以解释人类的许多行为。比如，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戒烟或节食是如此之困难。即使戒烟或减肥的益处是众所周知的，但一支烟或一个油炸圈饼产生的及时的小强化往往就能胜过重大但延迟的强化物对行为的影响。结果的及时性原理在课堂中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年龄较小的学生，当他们表现良好时，立即给予表扬可能比延迟很久才给一个好分数有更大的强化作用。走近一个不守纪律的学生，拍拍他的肩膀，或者做一个手势（如，把手指放在唇边以示安静），这样做可能比下课后再批评或警告要有效得多（Jones & Jones，2007；Landrum & Kauffman，2006）。

及时反馈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它使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明确化；第二，它提高了反馈的信息价值。在应对不良行为时，教师也可以利用结果的及时性原理，即当学生没有表现出不良行为时，立即给予积极反馈，这实际上就是在学生表现良好时“抓现行”！

■ 塑造

强化的及时性对教学很重要，但是究竟强化个体的什么行为也同样重要。幼儿园教师是不是一直要等到孩子能背出整个字母表时才给予强化？显然不是。最好的表扬方式是：起初孩子认出一个字母就给予表扬，接下来能认出数个字母时给予表扬，最后等儿童学会了所有的26个字母后再给予表扬。音乐教师是应该直至年幼的学生能准确无误地演奏整首钢琴曲时才给予强化，还是应当在该生第一次能够断断续续地演奏完一首曲目后就给予表扬？大多数学生在前进的过程中都需要接受强化。对学生趋向成功的每一步都给予强化，以引导学生实现最终的目标，这种技术被称为塑造
 （shaping）。

行为学习理论中所使用的术语塑造
 是指通过强化学习者逐步趋近预期目标（最终行为）的每一步来教授新技能或新行为（Bigge & Shermis，2004；Driscoll，2000）。例如，教孩子系鞋带时，我们并不会仅仅向他们示范该怎么做，然后等着他们自己完成整个动作后再给予强化。相反，当他们能打第一个结时就予以强化，然后强化他们把鞋带做成两个环，如此对每次的进步都给予强化，直到他们能完成整个任务。按照这种方式，我们强化朝向最终目标的每一步，由此来塑造孩子的行为。

在课堂教学中，塑造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假定我们希望学生有能力写这样的文章：包括一个主题句、三项支持性的论据以及一个总结句。该任务包含很多子任务：能够识别并接着写出主题句、支持性论据和总结句；能写出完整的句子并正确地使用大小写字母、标点符号以及语法；能够正确地拼写等等。如果教师在一节课上教授了上述所有技能，然后要求学生写出文章，并对文章的内容、语法、标点符号以及拼写进行评分，那么大部分学生可能都会失败，而且从这样的练习中获益不多。

相反，教师应该分步地教授这些技能，逐渐塑造出最终的写作技能。教授学生如何写第一个主题句，然后教授如何写支持性的论据，最后教授写总结句。开始时，仅要求学生注重段落内容，然后提高强化的要求，即只有当学生的语法和标点符号也正确时才给予强化。最后，只有当拼写也达到正确时才给予强化。在每一阶段，学生都有机会得到强化，因为经过努力，他们都能够达到获得强化所需的标准。这里所体现的一条原则是：应该强化学生的这类行为，即它们未超出学生当前的能力范围，但同时又能使他们全力以赴学会新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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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教给学生新的运动技能还是学业技能，教师或教练都应该从基本技能训练开始，并据此进行能力培养。教师或教练可以使用什么方法来塑造学生的行为？



■ 消退

从定义上看，强化物加强了行为。但是当取消强化物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行为将会逐渐减弱，直至最终消失。这个过程叫做先前习得行为的消退
 （extinction）。

消退不是一个稳步减弱的过程。取消强化物之初，个体通常会提高行为的频率。例如，你经常穿过某扇门而抄近道去校园的另一处。假如某天这扇门关上了，你刚开始可能会使劲地推、晃这扇门，双向旋转把手，甚至踢几脚。你可能会感到受挫和愤怒。然而，过一会儿，你意识到门可能被锁住了，因此就离开了。如果这门永远锁着（但你并不知道），你可能在随后的几天内还会试图开门，接着每月试一次，直到最终才放弃。

你被那扇锁着的门挡住时做出的行为就是一种经典的消退模式。强化物撤销之初，行为有所加强，然后快速减弱直至消失。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行为仍有可能再次恢复。例如，一年后你可能又去试着打开那扇门，看看它是否依然锁着。假若门仍被锁着，你大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再去尝试，但未必会永远不再尝试。

在消退的初期阶段，行为水平提高的典型现象叫消退爆发
 （extinction burst），这种现象对课堂管理有很重要的影响。例如，设想你决定消退某儿童喊出答案（而不是先通过举手得到允许）的不适宜行为。具体的做法就是忽视该儿童，直到她能举手并安静等待。开始时，对这个孩子的忽视可能增加了她擅自说话的行为，这是一种经典的消退爆发。而你可能错误地认为忽视的做法并不奏效。事实上，只要你坚持，持续地忽视不适宜的行为才是最适当的策略（Landrum & Kauffman，2006；Martella et al.，2003）。可惜的是，你最终可能会放弃忽视，并在学生第3次或第4次擅自说话后，点名让她发言。此举会向学生传达这样一个最糟糕的信息：只要你坚持，那么大声喊叫终究会起作用。这可能恰会增加你曾试图减少的那种行为，因为学生学到了“如果你最初没有成功，那么就尝试，再尝试”（Landrum & McDuffie，2008）。本章开头所呈现的案例就是例证。埃斯特班女士起初忽视丽贝卡不举手就大声说话的行为，而丽贝卡则以更大的声音喊叫，之后老师叫丽贝卡回答。教师在不经意中就教给丽贝卡：只有大声地喊个不停才会获得强化。

当某些刺激或线索能提示个体：那些曾经被鼓励的行为将不再得到强化时，先前习得行为的消退过程可能会加速。以前面锁门的案例来讲，“此门已锁，请绕行”的提示标记可能会大大减少试图开门的次数。如果教师告诉全班同学，“除非大家都很安静并举手发言，否则我不会叫任何人”，并忽视其他任何试图得到教师关注的行为，那么擅自大声发言的行为会更快地减少。

■ 强化程序

强化对行为的影响效果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强化程序
 （schedule of reinforcement）（见Alberto & Troutman，2009；Kazdin，2001；Miltenberger，2001）。强化程序是指给予强化物的频数、强化物之间的时间间隔以及强化的预期性。


固定比率
 （FR）　一种常见的强化程序是固定比率（FR）程序
 （fixed-ratio schedule），即做出一定次数的行为之后才给予一个强化物。例如，教师可能说“只要你做完10道题就可以出去玩。”不论学生花多长时间，只要做完10道题，就会得到强化。这是一个FR10（10次行为换得一个强化物）的例子。固定比率程序的一种常见形式是每做出一次符合要求的行为就能够得到强化，这种强化方式叫连续强化
 （continuous reinforcement，CRF），也可以称之为FR1，即做出一次行为就得到强化。把钱投入饮料售货机就通常是连续强化的一个例子，因为做出一次行为（投币）就产生一个强化物（一瓶饮料）。课堂上正确回答问题通常也是一种连续强化，学生给出正确答案，教师会说“对！回答得很好！”

教学中的一个重要过程就是逐渐提高获得强化所需的反应比率。在一系列课的最初几节，强化学生的每一个正确答案（比如对每道做对的数学题给予回应）是必要的；然而，从长远来看，这样效率低。当学生能正确地解决数学题时，可以尽快改为每5道题（FR5）或每10道题（FR10）强化一次，等等。以这种方式降低强化频率可以使学生在没有强化的情况下也能够独立学习，并且使学习行为不易受消退影响。最终，学生能够按照教师的要求，自己在中途无强化、完成任务后才有的情况下去完成整项作业。

固定比率的强化程序能够有效地激励个体去做大量的工作，尤其是从连续强化（FR1）的固定比率开始，使个体着手去做，之后再逐渐提高获得强化的要求。强化的高要求比强化的低要求更能提高行为的水平，其原因之一是太频繁的强化会削弱强化物的价值。如果学生每做对一道数学题就受到表扬，则学生很快就会厌倦表扬，表扬这种强化物就会失去其价值。


可变比率
 （VR）　在强化的可变比率（VR）程序
 （variable-ratio schedule）中，为获得强化而需要做出的行为的次数是无法预知的，尽管个体确知该行为最终会得到强化。例如，赌博机就是按照可变比率程序运作的。有时也许只推一下就有回报，而下次可能推了200下才得到回报，并且个体也无法预知究竟哪一次会获得回报。学生在课堂中举手回答问题时，教师常常进行可变比率的强化。学生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因回答正确而得到强化，但是，他们可以预期，在20人的班上，每人都有1/20的机会被叫起回答问题，这可称为VR20强化程序。因为为了获得一次强化，平均需要做出20次行为。可变比率强化程序更易于产生高频率且稳定的行为。实际上，几乎所有的赌博博弈中都包含着VR程序，它们很容易让人上瘾。与此相似，经常随机地检查学生作业也有助于学生一以贯之地、认真地对待作业。

可变比率程序具有很强的抗消退能力，即使行为不再被强化，人们也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放弃做出该行为，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可能要做很多次才能得到回报。他们一厢情愿地相信也许下一次就有可能得到回报，不停地做下去。


固定时距
 （FI）　在固定时距程序
 （fixed-interval schedule）中，强化物是定时给予的。期末考试是固定时距强化的典型例子。固定时距强化程序会导致一种有趣的行为模式：在不给强化物的时间里，个体只做出很少的行为反应，直到强化的时间点临近时才在短期内竭尽全力。用大鼠和鸽子所做的固定时距实验也证明了这种行为模式的存在，但这种模式更明显地反映在那些临时抱佛脚的学生身上，如应对马上进行的测验，或者赶写第二天就要提交的每月读书报告。固定时距强化程序所引起的行为特征表明，频繁的小测试可能比少量的几次大考更能促进学生持续地努力学习，而不是考前开夜车（Malott，2008）。


可变时距
 （VI）　在可变时距程序
 （variable-interval schedule）中，强化物有时给予，有时又不给予，而且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时候行为会受到强化。该程序的一个例子是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的学习活动进行抽查，如果学生恰好在教师抽查时做得很好，那么该生将获得强化。由于学生无法预料教师何时检查他们，所以就必须始终努力去做好。人们遵守交通法规可能是出于对法律的尊重以及公民的责任感，但警察随机检查司机的守法情况也有效。警察带着测速仪隐蔽在立交桥上或小土堆后面，以便对司机的驾驶行为进行随机抽样。如果司机总能轻而易举地看到警察，那么警察就会成为司机小心驾驶的信号，而在其他时候就不必这样小心驾驶了。

表5.2　强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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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变比率程序相似，可变时距程序也能够非常有效地把一项行为维持在高频率，而且具有很强的抗消退性。例如，教师要求学生每天都交课堂作业，但教师并不检查所有的作业，只是从中随机抽出3份进行检查。如果学生的作业很好，就给加分。该程序可能会激励学生认真地做课堂作业。如果教师在学年中途悄悄地停止了抽样检查，那么学生也可能无从知晓，只是解释为自己的作业尚未被抽到，而不会意识到对所有人的强化都停止了。

表5.2对强化程序进行了界定并给出了其他一些例子。

■ 维持

消退原理表明，取消对先前习得行为的强化，行为就会逐渐消失。这是否意味着教师必须永久强化学生的行为呢？

答案不定。就斯金纳箱中的大鼠而言，强化的取消无疑会导致其按压杠杆这种反应的消退。然而，人类生活的世界复杂得多，其中充满了各种自然强化物，它们强化着我们在学校中习得的多数技能和行为。例如，起初可能要对学生引起阅读的行为进行经常的强化。然而，一旦学生能够阅读，他们就具有打开书面语言这个大千世界的技能，这个世界对大多数学生而言都具有很强的强化作用。某个时间点后，就无需对阅读行为进行强化，因为阅读内容本身就足以维持阅读行为。同样，我们可能要对那些行为比较差的学生的学业行为进行更为细致、系统的强化。但一段时间后，这些学生就会发现，完成学校的功课可以获得很多方面的回报，如好分数、家长的认可、课堂理解能力的提升、知识的增长。做功课的这些自然强化物随时可得，但只有当学生的功课通过更系统的方式得到提升后，学生才有可能体会到它们。

前面（在强化程序部分）所讨论的抗消退的概念对理解习得行为的维持
 （maintenance）是关键的。如前所述，当学习一项新行为时，应以频繁的、可预测的方式来强化正确反应。然而，该行为一旦建立，对正确反应的强化就应该适当减少，并变得相对不可预测。这样做的原因是：相比固定的强化程序或容易获得奖励的强化程序，可变的强化程序以及需要做很多反应才可以获得奖励的强化程序更容易抗消退。例如，如果教师对学生每次做数学题都给予表扬，那么，当停止表扬时，学生就有可能不再做数学题了。相反，如果教师逐渐提高完成数学题量的要求，并按可变比率程序给予表扬，那么即使给予很少的强化甚至不给强化，学生也可能会在长时间内继续做数学题。

■ 先行事件的作用

我们已经知道，行为的结果强烈地影响着行为。事实上，并非只有行为之后的结果才起作用，行为之前的刺激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Kazdin，2001）。


线索提示
 　先行刺激
 （antecedent stimuli）指行为之前的事件，也叫提示线索
 （cue），因为它们能够告诉我们什么行为将被强化以及什么行为将被惩罚。提示线索有多种形式，它们提示我们何时需要改变或者保持自己的行为。例如，在数学课上，大多数教师会强化那些做题的学生。然而，当教师宣布数学课结束，下面上音乐课，结果就变了。在某种刺激出现时，如“这是数学课时间”，个体以某种方式做出反应；而在另一种刺激出现时，如“这是音乐课时间”，个体则以另一种方式做出反应。这种对不同的刺激做出不同反应的能力被称为刺激辨别
 （stimulus discrimination）。


辨别
 　什么时候是向老板提出加薪的最佳时机？是公司运转良好，老板看上去很开心，而且你刚好出色地完成某项工作之时？还是公司刚收到一份经营惨淡的报告，老板正在发火，并且你的失误使公司损失惨重之时？显然，第一种情形比较容易成功，对此你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你已经学会辨别什么时候是让老板为你做某些事情的大好时机，而什么时候不是。辨别
 （discrimination）就是利用提示线索、信号或有关信息来了解在什么时候行为有可能被强化。公司的财政状况、老板的心情以及你近期的绩效都是与你能否成功加薪有关的辨别性刺激。对学生而言，要学会辨别就必须获得有关自己的反应是否正确的反馈。辨别学习的研究多发现，学生需要知道他们的反应什么时候是正确的，什么时候是错误的。

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能够进行越来越复杂的辨别的过程。例如，所有的字母、数字、单词和数学符号都是辨别性刺激。年幼的儿童学习辨别字母b和d；年龄较大的学生学会辨别“有效果的
 ”（effective）和“效率高的
 ”（efficient）；学习教育心理学课程的学生学会辨别负强化和惩罚；教师学会辨别表示学生对一堂课厌烦或感兴趣的面部表情和言语线索。

将辨别性刺激的概念应用于课堂教学与管理中是非常容易的：教师应该告诉学生什么样的行为将受到强化。理论上讲，教师完全可以等到学生做出值得强化的事情之后才给予强化，但这样做的效率低得不可思议。相反，教师给学生的信息实质应该是：“要想得到强化（如表扬、分数或彩星），你们必须做这些事情。”惟有如此，才有可能使学生免于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错误的行为上。如果学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将会得到回报，他们通常会更加努力。


泛化
 　学生如果在数学课上学会了安静地坐在座位上认真做作业，那么，他们在科学课上的行为是否也会改进？如果学生学会7个苹果减去3个苹果的计算，那么，他们是否也会计算7个橙子减去3个橙子的结果？如果学生能够解释莎士比亚所使用的象征手法，那么他们是否也能够解释非洲民间传说中所使用的象征手法？这些都是泛化
 （generalization）问题，泛化是指在一套条件下习得的行为向其他情境中的迁移。我们不能认为泛化会自然而然地发生。通常情况下，某种课堂管理方案在某种情境中可能是成功的，但在其他情境中，学生的行为并不会自动地改善。相反，学生学会辨别不同的情境。即使是年幼的儿童也很容易了解到在幼儿园、自己家中或者不同朋友的家中什么行为被鼓励，什么被禁止。由于不同的情境中有不同的规则与期许，所以儿童在不同情境中的行为可能是非常不同的。

若要使泛化发生，通常必须有目的地加以规划。在社会课上成功使用的课堂管理方案应该迁移到英语课堂中，以保证泛化的发生。学生可能要了解各种文化中的作者是如何使用象征手法的，然后才能够获得概括地解释象征手法的技能。

显然，相似的情境或相似的概念之间最容易发生泛化。某种新行为从阅读课泛化到社会课比较容易，而从阅读课泛化到课间休息或家庭情境中则不太容易。然而，即使在看上去非常相似的情境中，泛化也不一定发生。例如，许多学生能展示自己完全掌握了拼写和语法结构，但他们不能将这些知识用于自己的作文中。教师不应当做出这样的假设：因为学生在某种情境中能够做某事，所以在其他不同的情境中也能够有同样的良好表现。


促进泛化的策略
 　有许多技术可以提高在一种情境中（如某门课上）习得的行为泛化到其他情境中（如其他课或更重要的真实生活情境）的可能性（见Alberto & Troutman，2006；Martella et al.，2003；Walker et al.，2004）。某些策略包含使泛化变得更容易的教学方式。例如，算术课上涉及钱的内容时，相比于仅仅在纸上解决问题，如果教师使用真的硬币和纸币或代用物，知识将会更好地迁移到现实生活中去。促进泛化的另一种教学策略就是使用来自不同情境中的多个例子。例如，在学习供求概念时，如果学生学习的事例诠释了货品的价格、自然资源的价格、收藏品（如棒球卡片）的价值以及为一般技能与特殊技能支付的报酬，那么就比只学习货品定价这种单一事例更易于将学到的概念迁移到新情境中去。促进泛化的一种常见策略是“实战培训”：在将来可能使用该技能的真实环境中或模拟该情境的场合中教授给定技能。

完成最初的教学之后，教师可以用多种方法来促进泛化。一种方法就是在不同情境中重复教学，例如，数学课上教学生使用诸如“先易后难”的应试策略后，教师还可以创设机会让学生在科学课、语法课和健康课的测验中使用同样的策略。另一项教学后技术是帮助学生将习得的新技能与情境中的自然强化物联系起来，以维持该技能。例如，儿童学习阅读时，给他们布置的例行家庭作业可以是阅读高度感兴趣的书籍或杂志，即使这些阅读材料不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起初，漫画之类的书籍可能比文学名著更能维持新习得的阅读技能，因为对某些孩子来讲，前者能更直接地将新技能与阅读乐趣联系起来，使技能更容易泛化到校外的情境中去。最后，直接强化泛化行为也是促进泛化的一种有效方式。例如，当学生能将新观点与不同情境联系起来或在新情境中运用一项技能时，则表扬这些学生。

社会学习理论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学习

社会学习理论是传统行为学习理论的一项主要产物。由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吸收了行为学习理论的多数原理，但该理论更关注提示线索对行为以及内部心理过程的影响，强调思维与行为的相互影响（Bandura，1986）。

■ 班杜拉：模仿学习和观察学习

班杜拉认为，斯金纳学派强调行为结果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模仿
 （modeling）以及替代性经验两种现象。模仿是对他人行为的仿效，替代性经验是从他人的成功和失败中进行学习。班杜拉认为，人类的大部分学习不是行为结果的塑造过程，而是更有效地直接学习榜样的过程（Bandura，1986；Schunk，2000）。体育教师示范跳跃拍掌运动，学生加以模仿。班杜拉称之为非尝试性学习
 （no-trial learning），因为学生无需通过塑造过程就可以立即再现出正确的反应。

班杜拉把观察学习
 （observational learning）分为4个阶段（Bandura，1986）：注意阶段、保持阶段、再现阶段和动机阶段。


网络链接

若要了解更多有关社会学习理论的内容，请访问http://tip.psychology.org/bandura.html。



1. 注意阶段
 ：观察学习的第一阶段是注意榜样。一般而言，学生更关注那些具有吸引力的、成功的、有趣的和有名气的榜样。这也是很多学生仿效明星的衣着、发型和举止的主要原因。在课堂中，教师可以通过呈现清晰而有趣的线索、使用新异和新奇的材料、激励学生等方式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2. 保持阶段
 ：一旦引起了学生的关注，那么教师就可以示范行为，并给学生机会进行练习或重复。例如，教师先给学生演示如何写A，然后让学生模仿，自己多次尝试写A。

3. 再现阶段
 ：在该阶段，学生尽力使自己的行为与榜样的行为保持一致。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学习的评价也主要在该阶段进行。例如，学生观察了写出的范例A并几次练习写它后，所写的字母A与教师示范的是否相似？

4. 动机阶段
 ：这是观察学习过程的最后阶段。学生之所以模仿榜样的行为，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能增加自身得到强化的机会。在课堂教学的动机阶段中，要经常因学生模仿了你示范的行为而给予表扬或评分。学生注意榜样的行为，练习、重复这种行为，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教师喜欢的，他们想取悦教师。当学生写出一个可识别的A时，教师可以说，“写得不错！”


替代性学习
 　尽管大多数观察学习受到一种期望的激励，即正确地模仿榜样将获得强化，但是要注意的另一个要点是：通过观察他人因为做特定行为而受到强化或惩罚，人们也可以进行学习（Bandura，1986；Zimmerman & Schunk，2003）。这就是为什么杂志发行商总是把开心的获胜者放在他们的广告中，以诱使人们参与促销竞赛。我们心知肚明，自己获胜的机会只是几百万分之一，但是看到别人得到如此可观的强化会使我们也想模仿参赛行为。

教师在课堂中也始终应用着替代性学习
 （vicarious learning）的原理。当某个学生无所事事时，教师常常选出那些好好学习的人，并根据良好表现而强化他们。那些表现不佳的学生认识到学习会得到强化，因此就有希望回到学习活动中来。布罗登、霍尔、邓拉普和克拉克（Broden，Hall，Dunlap & Clark，1970）对这种策略进行的系统研究堪称经典。两个调皮捣乱的二年级学生埃德温和格雷格挨着坐。教师先对他们的捣乱行为进行调查并确定其基线水平，然后，只要埃德温在集中注意力并完成课堂任务，教师就给予关注和表扬。在这种情况下，埃德温的行为有显著的改进。而更有趣的是，尽管教师并没有直接地对格雷格的适宜行为进行具体的强化，后者的行为也有所改进。看起来，格雷格从埃德温的经历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在本章开头的案例中，由于其他学生看到丽贝卡不举手就大声回答的行为反而得到了教师的关注，所以他们就模仿了丽贝卡的行为。

社会学习理论中的一个经典实验是班杜拉（Bandura，1965）所做的研究。他让儿童观看三部影片中的一部，每部影片中都有一个成人攻击充气玩偶。其中，第一部影片中的成人因其攻击性行为而受到严厉的惩罚；第二部影片中的成人因其攻击性行为而受到表扬和奖励；第三部影片中的成人没有受到任何奖惩。在儿童观看完其中一部影片后，让他们玩玩具，并观察他们的行为表现。结果发现，看到榜样被惩罚的儿童，他们在自己单独玩玩具时表现出的攻击性行为显著地少于那些看到榜样被奖励或者没受任何奖惩的儿童。


理论应用于实践：观察学习

你是否尝试教过儿童系鞋带？想象一下，不用示范或模仿的方式来向儿童解释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学习系鞋带就是一个观察学习发挥作用的例子。

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而获得新技能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常见组成部分。在许多情境中，儿童观察他人的言行举止，也目睹了这些言行举止所产生的结果。这样的观察提供了行为榜样，榜样传授给儿童在其他时间和地点使用的策略。

尽管观察学习研究主要关注具体的行为，但也有研究表明，态度也可以通过观察学习而形成（Miller，1993）。教师和家长都很关心孩子所仿效的榜样，这些榜样所具有的价值不只是他们具备的具体能力，还包括他们表现出来的态度。在课堂中，教师对学生有什么期望，自己的行为标准就必须与此期望一致。如果教师希望培养学生雷厉风行、讲礼貌的品质，那么教师自己就必须做到这两点。




自主学习
 　社会学习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自我调节
 （self-regulation）（Boekaerts，Pintrich，& Zeidner，2000；Schunk & Pajares，2004；Zimmerman，2000）。班杜拉（Bandura，1977）认为，人们观察自身的行为，判断是否达到了自定的标准，由此决定对自己的赏罚。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我们都很清楚自己出色地完成了某项工作，并感到很欣慰。同样，当我们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时，自己也很清楚。要做出这些判断，我们就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表现有所预期。同样得到90分的百分制测验成绩，某个学生对这样的分数感到高兴，而另一个学生或许感到非常失望。

教育者可以教学生使用自我调节的策略，并提醒他们在不同情境中使用这些策略，以使自我调节成为一种习惯。例如，可以要求学生设定一个目标，如打算每晚学习多长时间，然后每天记录自己是否达标；也可要求学习乘法的学生记录完成50道测验题的速度和正确率，然后尽力打破自己的纪录。还可以要求学生从内容、技术性细节和组织等方面对自己的作文进行评定，看看自我评定与教师评定是否一致。研究者（Gureasko-Moore，DuPaul，& White，2006）要求4个经常迟到、忘带材料和忘做家庭作业的12岁男生每天记录这些行为。他们每天都见面，为小组设立目标，渐渐地，所有人都开始按时上课并做好准备。这些策略使学生能控制自己的学习目标，有助于学生形成某种一般性的策略来确立和达到自己的个人目标和标准（Schunk & Zimmerman，2003）。

与其他技能一样，自主学习的技能也应该在多种情境中加以应用，否则它们很可能只局限于某个特定情境。例如，儿童学会了在单独学习时为自己确立学习目标，但不一定把这些技能迁移到小组学习情境中或有教师参与的情境中去（Schunk & Pajares，2004；Zimmerman，2000）。当然，如果教他们怎样迁移或提醒他们进行迁移，那么他们很容易学会。同样，儿童可能不会将自我调节的策略从英语学习迁移到数学学习，甚至仅从计算迁移到问题解决中去（Boekaerts，1995）。鉴于此，学生需要有多种机会在不同情境中使用目标设置和自我评价策略，监控和强化自己的进步，并理解怎样、何时以及为什么应该进行自我调节。

■ 梅肯鲍姆的自主学习模式

我们可以教授学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监控和调节。这些自主学习策略常常被称为认知行为矫正
 （cognitive behavior modification）（Harris et al.，2001；Zimmerman，2000）。例如，梅肯鲍姆（Meichenbaum，1977）曾提出一种策略来训练学生的自我监控：“我的问题是什么？我的计划是什么？我在执行该计划吗？我至此做得如何？”这个策略也被用于减少各年级学生的捣乱行为（Jones & Jones，2007；Martella et al.，2003）。曼宁（Manning，1988）对经常表现出捣乱行为的三年级学生进行自我陈述训练，以帮助他们记住并自我强化适当的行为。以适时举手发言为例，教育者训练学生在举手时进行自我陈述：“如果我大声说出答案，就会打扰其他同学。我应该举手，等着教师点名。这对我有好处。看，我会等了！”（Manning，1988，p. 197）。与此类似的一些策略也被成功地应用于帮助学生监控自己的成就。例如，教育者教过阅读技能较差的学生在阅读时自我提问和概括段落大意，以确保他们理解文章（Bornstein，1985）。

梅肯鲍姆（Meichenbaum，1977）描述了自我指导包含的步骤：

1. 一名成人榜样在从事某项活动时大声地自我陈述（认知示范）。

2. 儿童在成人榜样的指导下从事相同的活动（外显的外部指导）。

3. 儿童从事活动时大声地进行自我指导（外显的自我指导）。

4. 儿童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小声地自我指导（渐隐的外显自我指导）。

5. 儿童通过自言自语来指导自己完成活动（内隐的自我指导）。（p. 32）

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调节的学习是训练学生对自己思维进行思考的一种方法。研究发现，自主学习策略不仅改善了学生在已学过的任务上的表现，而且这类策略也迁移到了其他的学习任务中（Hadwin，2008；Harris et al.，2001；Schunk & Zimmerman，2003）。

当布置给学生较长或者较复杂的任务时，帮助他们进行自主学习的一种方法是：给他们提供一张用于监控活动进程的表格。例如，教师要求学生写一篇报告来描述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生活时，可以给学生如下的自我监控检查表：


任务完成表


□ 在图书馆或网络上寻找有关马丁·路德·金的材料

□ 阅读这些材料并做记录

□ 写出文章的初稿

□ 检查初稿的文意

□ 检查初稿的技术性细节：

□ 拼写

□ 语法

□ 标点符号

□ 将完成稿打印出来或者整齐地书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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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表格背后所隐含的观点是：将复杂的任务分解成较小的部分，这对学生是一种激励，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正在向着更大的目标前进。每一步的检查让学生给自己心理安抚，这可以强化他们的努力。当学生多次使用此类核查表后，教师可以要求学生自己制作表格，学习如何以图表显示自己的进步状况。例如，里德和利内曼（Reid & Lienemann，2006）教一组患有注意缺陷障碍的学生列出完成一项大的写作任务所需要的所有步骤，然后在完成每一步时将其划掉，这提高了他们作文的长度和质量。与此类似，特拉梅尔、施洛斯和阿尔珀（Trammel，Schloss，& Alper，1994）发现，要求有学习障碍的孩子记录完成家庭作业的情况，并以图表的方式表示出来，这种做法显著地提高了他们家庭作业的完成量。鲁滨逊等研究者（Robinson，Robinson，& Katayama，1999）的综述表明认知行为矫正策略具有重要作用，对减少多动、冲动和攻击行为尤其有效（如Binder，Dixon，& Ghezi，2000）。其中回顾的一些研究发现这些效果具有持久性。


自我强化
 　德拉伯曼、斯贝太尼克和奥利里（Drabman，Spitalnik，& O'Leary，1973）设计了一个经典的方案来训练学生调节自己的行为。他们要求教师每天评价学生的行为，并对获得较高评价的学生进行强化。然后他们改变了训练方案：要求学生猜测教师给了他们什么样的评价，学生猜对了就会得到强化。最后，逐渐取消强化。结果表明，在强化和猜测条件下，学生的行为都有所改善。即使在方案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改善依然能够保持。研究者认为，训练学生把自己的行为与教师的标准对照，这可以帮助学生确立自己的行为评价标准，并对达到这些标准的行为进行自我强化。

研究发现，了解自己行为方面的信息常常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即使这类信息是自我提供的。例如，研究者让儿童每隔几分钟就记录一次自己刚才几分钟是否在学习，这种方法加强了儿童专注于学习活动的行为（Maag，Rutherford，& DiGangi，1992；Webber，Scheuermann，McCall，& Coleman，1993）。我们很多人在学习时都使用过这种原理，比如对自己说，只有看完某些材料后才能去吃午饭；或者假如我们能一直坚持去锻炼，就给自己买巧克力。


21世纪的学习：

自力更生


在21世纪，高薪的工作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靠这样一种能力，即在没有上级密切监督的情况下，独立地或与他人一起工作一段较长的时间。学生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学习如何将一个任务分解成许多较小的部分，并监控（强化）自己的完成进度。那些学会如何激励自己的学生，才有技能应对学校和生活所带来的一切挑战。

问题：


	你认为阻碍学生自力更生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你是认为自力更生是一种从最开始就可以教给学生的能力，还是认为学生必须经历失败之后才会想体验成功？





那些感到自己有能力使用元认知和自我激励行为而对此很自信的学生，通常也具有很高的自我效能感——相信是自己的努力（而不是运气、他人或其他外部的或不可控制的因素）决定了成败。自我效能信念可能是除能力以外决定学生在学校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因素（Bandura，1997；Schunk & Zimmerman，2003）。

■ 行为学习理论的优势和局限

与其他心理学理论一样，行为学习理论也稳固地确立了各条基本原理，并且它们在多种不同的条件下得到了证实。这些原理在解释人类的大部分行为时是非常有用的，而对改变课堂行为尤为有用。

但是，行为学习理论是有其局限性的，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除了社会学习理论家外，行为学习理论家们几乎都只关注那些可观察的外显行为。这也是为什么本章所举的很多例子都是有关行为管理方面的原因之一（见Driscoll，2000）。内在的学习过程，例如概念形成、学习课文、问题解决和思维都是难以直接观察到的，因此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家们较少对这些主题进行研究。这些内部的学习过程更多地属于认知学习领域。社会学习理论作为行为学习理论的直接产物，在行为的观点和认知的观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行为学习理论和认知理论常常被看成是竞争、对立的两种模式。确实，在某些具体领域中，二者的观点是对立的。但是，更为准确的看法是把它们看成互补的而不是竞争的，也就是说，将它们看做是处理不同类型问题的（Kazdin，2001；Miltenberger，2001）。

本章概要

什么是学习

学习包括非先天能力的获得。学习依赖于经验，包括从环境中得到的反馈。

行为学习理论有哪些

早期对学习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刺激对反射性行为的影响。巴甫洛夫提出了经典条件作用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中性刺激通过与能引起反射的无条件刺激配对而获得了诱发行为反应的性能。斯金纳继续研究了行为与其结果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操作性条件作用，认为强化物和惩罚物塑造了行为。

行为学习的原理有哪些

强化提高了某种行为发生的频率，惩罚则减少行为发生的频率。强化可以是一级强化或二级强化，可以是正强化或负强化。内部强化物是出自行为本身的奖励，外部强化物主要表现为表扬或奖励。惩罚是通过引入厌恶性刺激或取消强化物的方式来减弱行为。普雷马克原理指出：欲使个体更多地从事不太喜欢的活动，其方法之一就是将这些活动与其比较喜欢的活动联系起来。

通过对任务的每一步给予及时反馈来塑造个体的行为，这是基于行为学习理论而提出的一种有效的教学策略。消退是由于强化的取消而导致的行为减弱和逐渐消失。

不同的强化程序用于提高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频率或者持久性。设计强化程序可根据反应比率和时间间隔来进行，二者分别可以是固定的或可变的。

先行刺激可以作为一种提示线索，表明哪种行为将受到强化或惩罚。辨别是指应用提示线索去察觉刺激情境之间的差异，而泛化是指对刺激之间的相似点做出反应。泛化是一种情境中习得的行为向其他情境的迁移或转移。

社会学习理论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学习

社会学习理论是基于对观察学习和自主学习的重要性的认识而提出的。班杜拉指出，通过模仿进行的学习分为直接的或替代性的，均包括四个阶段：注意、保持榜样行为、再现行为以及获得激励去重复行为。班杜拉提出应该训练学生对自己的行为表现进行预期，并进行自我强化。梅肯鲍姆提出了自主学习的步骤，这是认知行为矫正的一种形式。

就教育心理学在课堂管理、课堂纪律、动机、教学模式以及其他领域的应用而言，行为学习理论在其中起着核心作用。然而，行为学习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探讨那些可观察的且能直接测量的行为。


有意识的教师：

运用你所知道的关于学生多元化的知识来改善教学和学习


有意识的教师所扮演的角色之一是执行教学设计者的功能，仔细地规划学习者将获得哪些新能力。有时称作“行为的”或“表现的”目标，这种对学习结果的陈述常常暗含着两种成就水平。此外，罗伯特·梅杰尔（Robert Mager）提醒我们（Mager，1997）“每次都阐述目标的主旨
 ”。许多重要的学习结果常常列出无法观察到的表现。你无法看到学生进行加法运算、构思作文、比较或联系等活动，但是这些“认知”活动常常是你想帮助学生达到的真正目标。对于这些“内隐的”、不可观察的行为，梅杰尔建议：作为教学设计者，你应该考虑“行为指标”这类看得见的活动，它们不仅要能向你以及他人、更重要的是向学生自己证明学生确实能够进行“加法运算”、“组合”、“比较”、“联系”，或者能够表现出你的课上希望达成的其他有意义的心智行为。


	我希望学生在课程结束后能了解什么、能做什么？这对于实现课程目标、使学生成为有能力的个体有什么作用？



在考虑任何改进课堂行为的计划时，应当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很容易以一种非常狭隘的方式来使用课堂行为这个术语，把行为等同于“表现好”（即安静地坐着）。教师应该注意表明学生在独立学习或合作学习时有兴趣及参与其中的迹象。例如，当学生兴致勃勃地参与小组活动时，你短暂地打断他们的活动，问些问题：“你们是在做这件事吗？”“你们是否指出过别人看法中的至少一个亮点？”这些问题有助于学生检查自己的行为。

在学年开始之前，你应该制订一个维持课堂纪律的计划，以促进适宜行为并尽力消除不良行为，然后根据学生的实际表现来调整这个计划。例如，在喧闹的第六堂课开始前，你可以反复地提醒自己：“不管怎样，我将忽视一切寻求关注的行为，只点用正确方式要求发言的学生的名。我要使用表扬来强化那些专注于学习活动的行为。”


	在我的教学中应该考虑学生所具有的哪些知识、技能、需要和兴趣？



对不同的个体和团体而言，不同强化物的有效性是不同的。要确定何种类型的强化物对特定的学生而言是有效的。例如，年初你或许进行过一次调查，询问学生一些开放性的问题，比如：“如果你有时间在教室中做一些有趣的活动，你会做什么？”“当你在学校中表现很好时，教师怎样回应会让你感到最高兴？”以及“教师告诉家长什么信息会使你觉得最自豪？”你可以根据这些调查结果来确定对整个班级行为以及不同个体行为有效的强化物。

可取的行为出现后立刻给予强化物，这是最有效的。提供及时的反馈以使学生了解他们行为的结果，并学会将行为与其结果联系起来。


	我在学科内容、学生发展、学习、动机以及有效教学策略等方面所掌握的哪些内容能够用于实现教学目标？



把复杂的技能和任务分解成较小的单元，以便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习。例如，你提示学生要找各种事例和情境的什么相关特征及信息，就可以给学生机会去分辨它们的差别及概括它们的相同点。例如，在教二年级学生认识哺乳动物时，你可能给学生提供40张动物大图，指出哺乳动物的特征，然后让学生把图片分成哺乳动物和非哺乳动物，并对他们的正确反应进行表扬。给高中学生讲授公正时，你可以让学生将各种形式的公民不服从分为“公正的”和“不公正的”。

通过使用真实生活的案例以及不同情境中的大量例子，可以提高学生将习得的内容泛化（迁移）到新情境中的可能性。例如，当学生学习了各种不同的图表后，你可以给学生提供一块白板，要求学生将从报纸、广告和其他印刷材料中选取的图表张贴上去。


	哪些教学材料、技术、辅助手段和其他教学资源有助于实现我的教学目标？



班杜拉和梅肯鲍姆基于模仿学习、观察学习、自我指导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下面的一些活动就是基于观察学习和自主学习的观点而设计的。

考虑怎样直接教授认知行为矫正和自我调节策略。例如，你可能在为学生设计一次美术活动，让学生用自己名字的首字母设计艺术字。你给学生示范如何完成这些任务。你大声描述怎样先勾画出字母的轮廓，怎样选择你喜爱的颜色，怎样根据你个人的喜好来选择标志和图案去装饰它们。你带领着学生进行这些活动，在他们进行每一项任务时用一系列陈述来指导他们：

“勾画出你名字首字母的大轮廓，用你最喜欢的颜色来填涂它。”

“现在，根据你个人的兴趣选择图案来装饰字母——运动、爱好或者其他什么都行。”

“接下来，请写出你姓氏的首字母，并像我们刚才那样去指导自己，要轻声说。”

“最后，把两个首字母放在一起，提醒自己按这些步骤进行操作，但不出声，只是在头脑中进行。”

你对该活动进行总结，指出学生可以运用上述过程指导自己完成任何他们想要进行自我管理的任务：思考有关的步骤、在规划如何完成任务时轻声地自言自语这些步骤，然后具体实施，并在心中将其默默地说出来。你可以说：“自言自语是帮助我们完成任务的一种很有效的方式！”在其他学科领域，你也可以利用类似的例子进行示范。


	我怎样评价学生达到目标的程度？



在所有的科目和所有的年级中，你都会设计出许多具体的任务，任务所预期的结果是可测量的。你可以建立如下做法：在确定作业评定标准时让学生参与，告知学生你对每次作业先行设立的评定标准。

作为一名有意识的教师，你应该认识到行为学习理论是一套非常有效的工具，能够帮助你积极地改善学生的行为与学习。你应该发展自己的观察技能，并根据你感知到的学生对教学的反应来调整教学行为。你应该基于不断的观察，逐步形成“明察秋毫”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优秀教师具有的一项重要特征。


	如果个别学生或全班没有迈上成功之路，我该如何去做？我的补救计划是什么？



通过观察学生的反应来获得教学效果方面的有关信息，必要时改变教学策略。例如，你可以快速地扫视全班，根据学生表现出的非言语线索来推断他们是感兴趣还是厌倦了，是理解了还是如坠雾中。检查那些学习有些吃力的学生，并给他们更为详尽的解释，或者给他们指定一个同伴辅导者。



关键术语

回顾本章中的以下关键术语：

行为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

认知学习理论

学习

刺激

无条件刺激

无条件反应

中性刺激

条件刺激

经典条件作用

操作性条件作用

斯金纳箱

结果

强化物

一级强化物

二级强化物

正强化物

负强化物

普雷马克原理

内部强化物

外部强化物

惩罚

厌恶性刺激

正惩罚

负惩罚

反应代价

暂时隔离

塑造

消退

消退爆发

强化程序

固定比率（FR）程序

可变比率（VR）程序

固定时距（FI）程序

可变时距（VI）程序

维持

先行刺激

提示线索

辨别

泛化

模仿

观察学习

替代性学习

自我调节

认知行为矫正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指导语：
 本章开头的案例中所涉及的评价指标是各州的资格认证考试的常见考点。请重读开头的案例，回答下列问题：


	坦纳小学的一年级教师朱丽娅·埃斯特班让那些不举手就随便发言的学生起来回答问题，该做法与班级确立的课堂规则相违背。埃斯特班可以使用下面哪种条件作用来训练学生恰当的举手行为呢？
	经典条件作用

	操作性条件作用

	模仿学习条件作用

	受辅助的条件作用








	以下哪种说法最准确地指出了在学生不举手就发言一事上，朱丽娅·埃斯特班本人的问题所在？
	教师正在使用负强化而非正强化。

	当学生不遵守举手发言的规则时，教师没有使用普雷马克原理。

	教师让学生自己确定课堂规则，研究表明该做法是不成功的。

	教师应该注意到愉快的结果（奖励适宜行为）增加行为频率，而不愉快的结果减少行为频率。








	根据行为学习理论，埃斯特班教师可以使用哪种策略让学生先举手再发言？
	奖励那些遵守规则的学生

	惩罚那些不遵守规则的学生

	忽视那些遵守规则的学生

	在对破坏纪律的学生做出任何反应之前，先停顿片刻








	假定学生难以改变不举手就发言的习惯，那么埃斯特班可以使用下面的哪种技术去强化那些最接近预期目标的行为呢？
	消退

	维持

	塑造

	辨别








	如果埃斯特班在学生表现出足够多的良好行为后才给予强化，但学生并不知道何时会受到强化，那么她使用的是哪种强化程序？
	连续程序

	固定比率程序

	固定时距程序

	可变比率程序








	解释经典条件作用和操作性条件作用的异同，并分别举例说明。




	描述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班杜拉将观察学习分为四个阶段，请分别描述每个阶段。







6　学习的信息加工理论和认知理论

本章提纲


什么是信息加工模型



	感觉登记

	短时记忆或工作记忆

	长时记忆

	促进长时记忆的因素

	其他信息加工模型




脑研究告诉了我们什么



	对教育的启示

	脑研究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记忆或遗忘的原因是什么



	遗忘和记忆

	练习




如何教授记忆策略



	言语学习




怎样使信息有意义



	机械学习和意义学习

	图式理论




元认知技能如何帮助学生学习



何种策略有助于学生学习



	练习性测验

	记笔记

	画线

	概述

	以写促学

	列提纲和画概念图

	PQ4R法




认知教学策略如何帮助学生学习



	激活先前知识，建立不同学习间的联系

	组织信息




学习成果


学习本章后，你应当能够：


	理解记忆和学习的信息加工理论

	了解我们从脑研究中学到了什么有关教育实践的知识

	了解记忆和遗忘的原因

	了解你可以教给学生的记忆策略

	描述怎样使学生觉得课堂知识是有意义的

	讨论元认知技能是如何帮助学生学习的

	列举你可以教给学生的学习策略

	列举认知教学策略，描述这些策略是怎样帮助学生学习的




维罗娜·毕晓普的生物课上正在讲关于人类学习的单元。在一节课之初，毕晓普让学生实际参与了一个实验。她通过投影将图6.1所示的信息加工模型给学生呈现3秒钟。之后，要求学生回忆所看到的东西。有些学生说看到了框图和箭头；还有些学生说看到了记忆和遗忘等文字，并且推断这张图与学习有关。甚至还有一个学生说看到了学习这个词，尽管该模型图中并没有这个词。

“好！”毕晓普说道，“你们真正看到的实际上比这还要多！你们或许没有注意到自己注意到的都有什么。比如，你们闻到什么气味了吗？”

全班同学都笑了，他们回忆起闻到了学校餐厅里炒西兰花的气味。根据毕晓普的说法，学生们开始回忆自己注意到的、与这幅模型图无关的其他细节：卡车驶过的声音、教室中的环境细节以及其中的师生等等。

讨论完后，毕晓普说：“大脑是不是很令人吃惊？仅在短短3秒钟的时间里，你们接受了大量的信息。尽管是在我的提醒下你们才知道自己注意到了西兰花的气味，但是它无论如何都储存于你的头脑中。在3秒钟内你的大脑已经开始解读图中的信息了。比如，谢里尔认为自己看到了单词‘学习
 ’，尽管模型图中根本就没有。这是因为她看到了与‘学习
 ’有关的单词‘记忆
 ’，所以大脑就跳到了‘学习’这个词。”

“现在想象你能永远记住在看图形的3秒内出现的所有信息：箭头、框图、单词、卡车、西兰花——一切。这样吧，想象自己能够记住进入大脑的所有信息。那会是什么样呢？”

“会成为一个天才。”桑凡抢先说道。

“会发疯的。”贾马尔反驳说。

“我认为贾马尔更接近正确答案，”毕晓普说道，“如果你的头脑中塞满了这些无用的垃圾，你将变成一个头号傻瓜。有关学习，我们要了解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学习是一种主动的加工过程，它关注重要信息，摒弃不重要的信息，并且利用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来决定其重要与否。”

毕晓普再次利用投影仪将模型图呈现出来。

“在详细地学习这个示意图时，你将运用已有的关于学习、记忆、遗忘以及图表等方面的知识来理解它。我希望你们能一直记住这个模型所展示的要点。也许过不了多久，你们将会忘记箭头和框图，甚至西兰花的气味也将从你的记忆中渐渐消失。但是，图中那些有意义的部分和那些能回答你所关心的问题的部分，可能会终生留在你的记忆中。”


运用你的经验



合作学习
 　简略地写下两三种记忆一串项目和学习新概念的方法。与其他同学分享你学习新知识时所使用的有效策略。


合作学习
 　你对学习、记忆和遗忘有怎样的认识？请勾画出一个大致的框架图，然后与四五个同学一起基于各自的想法绘制出一个人类记忆和认知的简图。10分钟后，与全班同学分享作品。



人类的大脑是一台制造意义的机器。从你看到、听到、尝到或感觉到事物的那一瞬间开始，你就开始了一套程序：判断它是什么；它如何与已知的东西相联系；它是因为重要而应该保留在头脑中还是应该被遗忘。整个过程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或者兼而有之。本章将介绍信息如何被大脑获取和加工，记忆和遗忘是如何起作用的，教师如何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重要的知识、技能和观点。本章也将介绍认知学习理论，即有关学习者头脑内部进行的加工过程的理论，以及各种帮助学生有效地运用大脑进行学习、记忆和运用知识的方法。

什么是信息加工模型

信息不断地经由感官而进入大脑。其中大部分信息几乎立即就丧失掉，以至于我们可能甚至从未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有些信息会在我们的记忆中短暂保留一段时间，然后被遗忘。例如，我们在找到剧场的座位之前，或许还记得票上的座号，但之后我们可能会忘记这个座号。然而，有些信息则可以保留较长的时间，或许一生都不会忘记。人们获取信息的过程是怎样的？教师如何利用这个过程来帮助学生记住关键的知识和技能？认知学习理论家们就此类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信息加工理论
 （information-processing theory），它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成为学习和记忆领域中的一种主导理论。

学习理论家们利用有关人类记忆的研究成果（如Anderson，2005；Ashcraft & Radvansky，2010；Bransford，Brown，& Cocking，1999；Byrnes，2001；Elias & Saucier，2006；Tulving & Craik，2000）来描述信息的记忆（或遗忘）过程。该过程通常被称为阿特金森―谢夫林（Atkinson & Shiffrin）信息加工模型（Atkinson & Shiffrin，1968），见图6.1。

■ 感觉登记

外部信息在记忆系统中经过的第一个部分是感觉登记，如图6.1所示。感觉登记
 （sensory registers）接受来自各种感官（视、听、触、嗅、味）的大量信息，并将信息保留一段极短暂的时间，一般不超过几秒钟。如果进入感觉登记的信息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加工，那么这些信息很快就会丧失。

图6.1　信息加工流程（阿特金森―谢夫林模型）

要记忆的信息首先进入个体的感官，之后被注意到，并从感觉登记转移到工作记忆，然后再经加工以转移到长时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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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Charles G. Morris,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8th ed.）, p. 233. ©1993.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Prentice Hall.



研究者用精心设计的实验来考察感觉登记。给个体呈现如图6.2所示的图片，呈现的时间很短，例如50毫秒。个体通常能够报告看到了3个、4个或5个字母，但不能报告看见了全部12个。在一个早期的经典实验中，斯珀林（Sperling，1960）给参与者呈现如图6.2所示的图片。图片消失后，他让参与者根据不同的信号分别回忆上行、中行或下行的字母。斯珀林发现，参与者几乎能完全正确地回忆出任意一行的字母。因此他认为参与者肯定在50毫秒中看到了所有的字母，并把它们在大脑中保留了非常短暂的时间。但当人们试图回忆所有的12个字母时，所需时间明显地超过了字母在感觉登记中的保持时间，因此他们会忘掉一些字母。

图6.2　感觉登记实验所使用的图片

这是斯珀林用来考察感觉登记的经典图片。把图片给参加实验者呈现很短时间，要求他们回忆某一行的字母。参加者通常能按要求回忆出来，但不能回忆出所有的12个字母。

[image: 168-2]

资料来源：
 G. A. Sperling,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in Brief Visual Presentations,"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74
 .1960,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感觉登记的存在对教育具有两点重要启示。首先，人们要想记住一些信息，必须对这些信息加以注意。其次，要使瞬间看到的所有信息都进入意识，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例如，一次给学生“轰炸”太多的信息，但并未告诉他们应当注意信息的哪些方面，那么学生或许学不到任何内容。


知觉
 　感觉器官接收到刺激之后，大脑就立即开始对其中的部分刺激进行加工。因此，我们意识到的感觉表象与我们看到、听到或者感觉到的刺激并不完全相同；我们的感官感知到什么，感觉表象就是什么。对刺激的知觉
 （perception）并不像对刺激的接受一样直接。相反，它还涉及心理解释，这种解释受到我们的心理状态、过去经验、知识、动机及其他多个因素的影响。

首先，我们依据一些规律来感知不同的刺激，这些规律与刺激本身的特性没有关系。比如，当你坐在某个房间里，你或许不会对救火车的警笛声予以太多的注意，甚至可能充耳不闻；如果你正在开车，你会对此多注意些；如果你正站在失火的建筑物旁等待救火队员的到来，你肯定会更加注意。其次，我们感知到的刺激并非等同于我们看到或感觉到的，而是我们所了解的（或所认为的）。从房间的一头看过去，书架上的一本书看上去像一条细细的纸带，但我们可以推断出它是由许多页纸构成的三维立方体。你或许只看到桌子的一条边，但在头脑中可推测出整张桌子。


注意
 　教师说“集中注意”或者“竖起耳朵听”时，就是在使用恰当的词“集中
 ”和“竖起
 ”来引起学生的注意。同记忆一样，注意
 （attention）也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当教师要求学生把有限的注意集中在所教的内容上时，学生必须放弃对其他刺激的主动注意，改变焦点，以使其他无关刺激被过滤掉。例如，当人们全神贯注地倾听一场妙趣横生的演讲时，他们感觉不到微弱的机体反应（比如痒或饥饿）以及其他声音或视觉刺激的存在。一个有经验的演讲者很清楚，当听众看起来焦躁不安时，他们就不再注意听讲了，或许在转而考虑吃午饭或其他的事情，这正是要重新吸引听众注意力的时刻。


引起注意
 　教师怎样才能引导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课程上，尤其是课程内容最重要的方面上呢？

有几种方法可以引起学生的注意，这些方法都遵循引发学生的兴趣这一总体原则。一种方法就是应用某些提示线索来表达“这是重要的”。一些教师通过提高或降低嗓音来提示学生下面将要讲授重要的内容。还有些教师借用手势、重复或身体动作传达这一信息。

引起注意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增强学习材料的情绪色彩（Armony，Chochol，Fecteau，& Belin，2007）。注意和情绪激活的大脑区域有重叠（Vuilleumeir，2005），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给予肥皂剧和真人秀（大量情绪参与）的注意多于给予传统课堂教学（没有太多情绪参与）的注意。这也可以解释一些报纸标题用“参议院扼杀公共交通方案”来吸引眼球，而不用“参议院投票否决公共交通方案”。

不寻常的、不一致的或令人惊奇的刺激也能吸引注意力。例如，科学课教师展开新课时经常运用演示性实验或小魔术来唤起学生的好奇心。

最后，明确地告知学生下面要学习的内容是很重要的，这种做法也能引起学生的注意。例如，教师告诉学生“明天的考试有这些内容”，以保证学生注意。当然，哪些是重要的，学生有其自己的判断。比起其他内容，学生会学到更多的他们认为重要的内容，因为他们对这些内容更为关注。

■ 短时记忆或工作记忆

个体感知和注意到的信息转入记忆系统的第二部分：短时记忆
 （short-term memory）（Ashcraft & Radvansky，2010）。短时记忆是一个储存系统，它将容量有限的信息保持约几秒钟。短时记忆是记忆的一部分，储存人们正在思考的信息。在任何时候，我们意识到自己有的观念实际上都被保留在短时记忆中。一旦我们停止思考，这些观念将从我们的短时记忆中消失。短时记忆也称工作记忆
 （working memory）（Anderson，2005；Ashcraft & Radvansky，2010；Engle，2001；Unsworth & Engle，2007）。工作记忆所强调的是：短时记忆最重要的特征并不是它短暂的保持时间，而是它处于活动状态。工作记忆主要用于对信息进行操作、组织以便储存或遗弃，或者把信息与其他信息联系起来。工作记忆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许多研究者认为工作记忆容量在本质上和智力是相同的（Ackerman，Beier，& Boyle，2005；Colom，Flores-Mendoza，& Rebello，2003；Kane，Hambrick，& Conway，2005）。

正如图6.1所示，信息可能从感觉登记进入工作记忆，也可能从记忆系统的第三个基本部分——长时记忆——进入工作记忆。这两种情况通常会同时发生。当你看到一只知更鸟时，它的表象从感觉登记进入工作记忆中；同时你可能（无意识地）从长时记忆中搜寻有关鸟的信息，以便识别出眼前这只鸟就是知更鸟。伴随着这种识别过程而来的是有关知更鸟的其他许多信息，对过去经验的回忆和情感，等等。所有这些信息都储存于长时记忆中，但是，通过对知更鸟这个视觉信息进行心理加工，长时记忆中的这些信息都被提取到了意识（工作记忆）中（Gathercole，Pickering，Ambridge，& Wearing，2004）。

将信息保持于工作记忆中的一种方法是反复地思考或讲述该信息。你暂时记忆某个电话号码时通常已经运用了这种策略。通过重复而把信息保持在工作记忆中的过程叫复述
 （rehearsal）（Baddeley，1999）。复述在学习中是很重要的，因为信息在工作记忆中保持的时间越长，转移到长时记忆中的可能性就越大。最近的研究表明，不是重复的学习，而是反复尝试记住信息使得信息进入工作记忆并在长时记忆中巩固信息（Karpicke & Roedinger,2007）。没有复述的信息在工作记忆中保持的时间最多只有约30秒，因为工作记忆的容量有限，这些信息也可能因被别的信息挤出工作记忆而丢失。你或许有过这样的经历：查到一个电话号码，其间受到了暂时的干扰，之后发现你已经忘记了电话号码。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必须给学生留出一定的时间用于复述。急切地教给学生太多的信息可能会徒劳无益，因为如果学生没有时间对每条新信息进行复述，这些信息就有可能被后来的信息挤出工作记忆。上课时教师停顿片刻询问学生是否有疑问，这也是在给学生时间进行思考并在头脑中复述刚才学过的内容。这有助于学生在工作记忆中加工信息，进而将其保留于长时记忆中。当学生学习新的、较难的材料时，复述这项心理活动是关键的。


工作记忆的容量
 　工作记忆的容量是5～9个信息单元（Thompson，2000）。也就是说，我们每次只能思考5～9个独立的事物。但是，某个特定的信息单元本身可以包含大量的信息。例如，要记住下面的购物单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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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购物单包含太多的信息单元，全部记住并不容易。如随机排列，这24项并不能都存入工作记忆中。但如果按照熟悉的模式来重新组织这个购物单，那么记忆它会相对容易些。如表6.3所示，你可以在头脑中分别创建三个记忆文件：早餐、午餐和晚餐。在每个文件中都可以找到食物和饮料；在午餐和晚餐的文件中还有甜点。只要将食谱想一遍，你也就想起了食谱中的每一项。按照这种方式，你能够回想要购买的东西，而你的工作记忆中也只须保持少量的几个信息单元。当你进入商店时，就会想：“我要买早餐、午餐和晚餐时吃的。”首先，从长时记忆中提取早餐文件，它包括食物（煎饼）和饮料（橙汁）；你思考制作煎饼的步骤，然后购买每一种原料，外加橙汁作为饮料。当做完这些事情后，你可从工作记忆中删除早餐文件，而代之以午餐文件。之后，通过同样的过程，晚餐文件将代替午餐文件。值得注意的是，你所做的一切就是用3个大的信息单元去代替24个小的信息单元，然后再将3个大的信息单元分解为各个部分。

图6.3　组织信息以帮助记忆的例子

由24个项目组成的购物单如果按照随机顺序排列，记忆起来会非常困难。如果将它们组织成少量的几个熟悉的类别，回忆起来则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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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记忆可被看做是一个瓶颈，外部信息通过它进入长时记忆。工作记忆的容量是有限的，信息加工的这种特性对于教学设计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Engle，2001）。例如，每次呈现给学生的信息不能过多，除非这些信息被很好地组织起来，并与学生长时记忆中已有的信息密切联系，以使工作记忆（在长时记忆的支持下）能容纳它们，就像上文讨论的购物单的例子一样。

工作记忆容量的有限性还给我们带来了另一点启示。梅耶（Mayer，2001）在一项研究中对比了有关雷雨的两堂课：其中一堂课包含了大量无关的词语、图片和音乐，另一堂课则没有这些无关内容。结果发现，课堂教学越简单，迁移测验成绩更高。显然，紧凑连贯的课堂内容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工作记忆容量（见Mayer，2008b，2009）。


工作记忆中的个体差异
 　当然，在完成某项特定的学习任务时，不同的个体在工作记忆容量上存在着差异。扩充工作记忆容量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背景知识：一个人在某方面掌握的知识越多，吸纳和组织新信息的能力越强（Engle，Nations，& Cantor，1990；Kuhara-Kojima & Hatano，1991）。但先前知识不是惟一的影响因素，不同的个体在组织信息的能力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可以教授个体有意识地使用一些策略以更有效地使用工作记忆容量（Wyra，Lawson，& Hungi，2007）。本章稍后将论述这些策略。

表6.1　认知存储系统中各成分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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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Robert L. Solso, Cognitive Psychology
 (6th ed.）, P.240. ©2001 Allyn and Bacon,Inc.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f Pearson Education, Inc.



■ 长时记忆


长时记忆
 （long-term memory）是我们记忆系统中较长时间地保持信息的部分。一般认为，长时记忆的容量非常大，信息保持的时间非常长。事实上，很多理论家认为，长时记忆中的信息永远不会遗忘，只是我们可能丧失从记忆中寻找信息的能力（Tulving & Craik，2000）。我们一生都填不满长时记忆。表6.1总结了感觉登记、工作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的区别。

埃里克森和肯奇（Ericsson & Kintsch，1995）假定，长时记忆中不仅储存信息，也储存学习策略以便调用。埃里克森和肯奇把这种能力叫做长时工作记忆。这种能力能够很好地解释专家（如医疗诊断专家）所具有的某些非凡技能，他们必须把当前的信息和长时记忆中的大量模式相匹配。

理论家们把长时记忆分为三个部分：情景记忆、语义记忆和程序记忆（Ashcraft & Radvansky，2010；Eichenbaum，2003）。情景记忆
 （episodic memory）是关于个体亲身经历的记忆，是对我们看到或听到的事情的心理再现。当你记起昨天晚饭吃的什么，或者在学校举办的舞会上所发生的事情时，你正在回忆储存于长时情景记忆中的信息。长时语义记忆
 （semantic memory）包括已知的事实和一般性的信息，概念、原理、规则以及应用它们的方法，也包括问题解决技能和学习策略。课堂中学习的内容大多存储于语义记忆中。程序记忆
 （procedural memory）是指“知道怎样做”，而不是“知道是什么”。驾车、打字、骑自行车等技能都存储在程序记忆中。

情景记忆、语义记忆和程序记忆按照不同的方式储存和组织信息。情景记忆中的信息以表象的方式加以储存，这些表象是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组织起来的。语义记忆中的信息以概念网络的方式组织起来。程序记忆中的信息是以许多刺激—反应配对组成的复合体形式储存的（Anderson,1995）。最近有关脑的研究表明（如Elias & Saucier，2006），与这三种长时记忆有关的操作分别发生在脑的不同部位。下面我们就这三种记忆的含义加以详细阐述。


情景记忆
 　情景记忆存储我们所经历事件的表象，这些表象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组织起来（Rubin，2007；Tulving & Craik，2000）。它包括我们个人经历过并记住的事件（Ashcraft & Radvansky，2010），这些事件将感觉信息、空间知识、语言、情绪和运动等信息整合成一种个人故事（Rubin，2007）。例如，思考下面这个问题：你在高中毕业舞会的当晚做了什么？大部分人通过想象自己回到那个晚上并描述发生的事件来作答。你可能在头脑中扫视了一遍晚会现场，回忆起你看到的、听到的或闻到的，接着想起你体验到的情绪，所有这些都是一起被记住的。再举一例，设想有人让你回忆高中同学的名字。某位心理学家要求研究生每天到某个指定的地点停留1小时，并尽量回忆上述名字。一个月后，学生们还能够继续回想出更多名字。有趣的是，他们运用与情景记忆关联的时间和空间线索来想象一些事件，而这些事件又使得他们能够回忆起有关的人名。例如，他们或许回忆起某天社会学教师装扮成北极探险家的情形，由此在头脑中再现出当时在场的同学的面孔。

这些示例表明，表象在情景记忆中是很重要的，与时间和空间有关的一些线索有助于我们从情景记忆中提取信息。你参加某场考试时或许会自言自语地说：“我应该知道这个答案，我记得读过这一部分，它就在那一页的左下角，并且右上角还有一张图表。”

通常情况下，情景记忆是很难提取的，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情景是多次重复的，致使后来的情景与以前的情景在记忆中相互混淆，除非在某种情景下发生的事情使这一幕难以忘怀。例如，很少有人能回忆起一个星期前吃了什么样的午餐，更不用说回忆起几年前吃了什么样的午餐了。但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叫闪光灯记忆
 （flashbulb memory），即某个重要事件的出现使以视觉和听觉为主的记忆深深地印刻在脑中。例如，有人碰巧在吃早饭的时候听到纽约世贸中心遭袭击的消息，那么他将永远地记住这顿特殊的早餐（以及场景的其他细节）。产生这种记忆的原因是：某个时刻发生的令人难忘的事件让我们能提取对通常容易忘记的细节的情景（空间和时间）记忆。

你可以特意创造包含视觉和听觉表象的难忘事件来促进学生对概念和信息的保持。例如，借助投影、表演、模拟以及其他主动学习形式，给学生呈现生动的表象，学生可牢记这些表象，并运用它们去提取呈现时间接近的其他信息。与该观点一致，已有大量证据表明课文中的插图有助于学生记忆课文内容，即使当不再呈现插图时也如此（Mayer，2008b）。据推断，这些插图将语义信息和学生的情景记忆联系起来，使得信息更容易提取。也有证据表明，学生通常能够创建自己的心理图像以促进对所学材料的记忆（Robinson,Robinson et al.，1999）。


语义记忆
 　语义记忆（或称陈述性记忆）的组织方式与情景记忆非常不同。语义记忆是由相互联系的概念与关系，即图式
 （schemata；单数：schema
 ）在心理上组织起来的网络结构（Anderson，2005；Bruning，Schraw，Norby，& Ronning，2004）。我们之前提到皮亚杰曾应用图式
 来描述个体用以组织知觉和经验的一种认知框架。类似地，认知加工理论家也用图式
 来描述个体记忆中的概念网络，这种网络使得个体能够理解和整合新信息。一个图式就像一份纲要，各种不同的概念或观点都可以归于更高级的范畴下。图式的各个方面又通过一系列的命题即关系组织起来。例如，图6.4是“野牛”概念的简化图式，它表明了“野牛”这个概念是如何与记忆中的其他概念相互联系的。

在图中，“野牛”与其他几个概念相互联系。这些概念或许与更多的概念相联系（例如，“平原印第安人如何猎取野牛”），或者与更宽泛的范畴或概念相联系（如“保护主义者如何使许多物种免于灭绝？”）。图式理论认为（Anderson，2005），我们按照类似于图6.4所示的心理路径来获得储存于长时语义记忆中的信息。比如，你的记忆深处可能藏着：将马匹从西班牙引入北美完全改变了平原印第安人猎取野牛的方式。为了提取这条信息，你可能会考虑美洲野牛的特征，考虑印第安人如何骑在马背上猎取野牛，之后回忆（或想象）他们没有马匹时是如何猎取野牛的。你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得相同的信息。事实上，你提取某一条信息的途径越多，途径建立得越牢固，你就越能够有效地回忆长时语义记忆中的信息。如前所述，长时记忆之所以出现问题，其原因并不在于信息丢失了，而在于我们找不到提取信息的途径。

图6.4　“野牛”概念的图式

语义记忆中的信息是按照相关概念的网络结构的方式组织起来的。“野牛”这个概念属于更一般的“哺乳动物”和“动物”概念，并与其他的概念有关，而这些概念有助于将“野牛”区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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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式理论给我们的一条明晰启示是：如果新信息能够与已有的完备图式相匹配，则新信息更容易保存；反之则较难保存。本章稍后将详细介绍图式理论。


程序记忆
 　程序记忆是回忆怎样做事情尤其是身体任务的能力，这种类型的记忆显然是以一系列刺激―反应配对的方式储存的。例如，即使你很久没有骑自行车，但是一旦你骑上去，刺激就会诱发相应的反应。当自行车向左倾斜时（一种刺激），你就会“本能地”将重心移到右边以保持平衡（一种反应）。书写、打字、跑步等技能都是程序记忆的例子。神经病学的研究表明，程序记忆的脑定位不同于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程序记忆储存在小脑中，而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则储存于大脑皮层（Black，2003；Bruning et al.，2004；Eichenbaum，2003）。

■ 促进长时记忆的因素

人们能够记住在学校中所学的大部分知识，这与流行的看法有所不同。森伯和埃利斯（Semb & Ellis，1994）对有关此类问题的一些研究进行综述时指出，用无意义字词以及其他人工材料所做的实验室研究大大低估了学校中学到的信息和技能的保持程度（另见Ellis，Semb，& Cole，1998）。在学校中学到的信息，其长时保持情况随信息类型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例如，概念比人名保持的时间长很多（Conway，Cohen，& Stanhope，1991）。整体上，在教学的最初几个星期，保持量快速减少，之后达到稳定水平（Bahrick & Hall，1991）。但是，教学后学生已保持了12至24周的任何信息就将可能被永久保持。

一些因素会影响长时记忆的保持。学生最初学习材料的程度就是可想而知的一个影响因素（Bahrick & Hall，1991）。一项有趣的研究发现，能力对信息保持的影响并不明确（Semb & Ellis，1994）。虽然能力强的学生的期末成绩比较好，但是他们对习得内容的遗忘量与能力低的学生相差无几。

促使学生主动参与课堂学习的教学策略有助于长时记忆的保持。例如，迈肯齐和怀特（Mackenzie & White，1982）对比了八年级和九年级学生在三种条件下学习地理的情况：第一种条件是传统课堂教学；第二种条件是传统课堂教学外加现场调查；第三种条件是将传统课堂教学、现场调查以及对现场调查所获信息的主动加工结合起来。12个星期后（暑假后），主动加工组仅遗忘了10%的信息，而其他两组的学生则遗忘了40%以上的信息。与此相似，施佩希特和桑德令（Specht & Sandling，1991）对比了两种教学条件下大学生学习会计学的情况：传统的讲解式教学和角色扮演式教学。6周后发现，传统讲解组的学生，其问题解决的成绩下降了54%；而角色扮演组的学生，其问题解决的成绩仅下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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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使用程序记忆来回忆如何完成身体活动的任务，这类记忆的脑定位与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不同。你应如何鼓励学生进行程序记忆？



■ 其他信息加工模型

阿特金森和谢夫林（Atkinson & Shiffrin，1968）提出的信息加工模型（图6.1）并不是得到认知心理学家们认可的惟一模型。其他模型并未质疑其基本假设，但对其某些方面进行了合理的扩展，尤其对哪些因素可增加信息在长时记忆中保持的机会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设想。


加工水平理论
 　加工水平理论
 （levels-of-processing theory）是被普遍认可的另一个信息加工模型（Craik，2000；Tulving & Craik，2000）。该理论认为，人们会对刺激进行不同水平的心理加工，但只有加工程度最高的信息才有可能被保留下来。例如，你或许感知到一棵树，但几乎没有注意它。这是最低水平的加工，你不太可能记住这棵树。如果你对这棵树进行命名，称之为“枫树
 ”或“橡树
 ”。一旦命名，这棵树就更有可能被记住。而最高水平的加工就是赋予这棵树以意义。比如，你或许记得爬过这棵树，或许评价过这棵树的奇特形状，或许担忧过这棵树受到雷击时会压在你的房顶上。加工水平理论认为，你越多地注意刺激细节，就要越多地进行心理加工，也就越有可能记住它。鲍尔和卡林（Bower & Karlin,1974）的经典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让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看耶鲁大学年鉴上的图片，让一部分学生按“男性”和“女性”将图片分类，而让另一部分学生按“非常诚实”和“不太诚实”将图片分类。结果发现，后一部分学生比前一部分学生能更好地记住图片上的面孔。可以认为，与仅仅评价性别相比，评价诚实与否需要的心理加工水平高很多，因此评价者记忆面孔的效果更好。在更近的研究中，卡普尔等研究者（Kapur et al.，1994）让学生阅读一系列的名词，要求其中的一组学生识别哪些单词中包含字母“a”，而要求另一组学生识别名词是“生物”还是“非生物”。该研究得到的结果与鲍尔和卡林的研究以及其他多项研究很相似，即那些进行“生物”和“非生物”识别的学生能回忆出更多的单词。脑成像的研究则发现了一个更有趣的现象：进行“生物/非生物”识别的学生激活了与提高记忆表现有关的脑区，而其他学生则没有激活这部分脑区。这个实验提供了重要证据来证明“深加工”和“浅加工”的脑机制是不同的（见Craik，2000）。


双重编码理论
 　与加工水平理论有关的另一个理论是派维奥（Paivio）的记忆双重编码理论
 （dual code theory of memory）。该理论认为信息在长时记忆中有两种存储方式：视觉的和言语的（分别对应于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Clark & Paivio，1991；Mayer，2008b）。它预测：既用视觉也用言语来表征的信息，其回忆效果要好于只用一种方式表征的信息。例如，在记忆某个面孔时，如果你知道人名，那么记忆效果会比较好；同样，在记忆人名时，如果你能将名字与面孔联系起来，那么记忆效果也会比较好（Mayer，2008b）。

脑研究告诉了我们什么

过去在研究学习、记忆以及其他认知功能时所使用的方法并不直接涉及大脑本身。科学家们精心设计实验，根据被试对特定刺激或测验的反应来了解大脑的功能，或者对特殊脑损伤的个体进行考察，或者从动物实验中进行推论。但最近几年神经科学家们已能运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脑成像技术来实际观察健康大脑的工作情况（Changeux，2004；Eichenbaum，2003；Goswami，2004；Mitchell & Johnson，2009；Shaywitz，2003）。科学家们现在可以观察到，当个体听交响乐、读书、说第二语言或者解数学题时，大脑的哪些部分处于激活状态。这些技术的使用使得有关脑的研究迅速增多（见Banich，2004；Elias & Saucier，2006；Goswami，2004）。

人们很早已经知道特定的心理功能是在大脑的特定部位执行的。例如，视觉定位在视觉皮层，听觉定位在听觉皮层（见图6.5）。然而新近的研究发现，大脑的分工比过去所认为的更加精细化。你在思考不同的内容时，比如面孔、椅子、歌曲或者某种情感，它们所激活的大脑部位是不同的。如果你是个双语者，比如既能讲西班牙语又能讲英语，那么当你讲不同的语言时，激活的脑区也有着细微的差异。大脑两半球的功能也有些不同：左半球更多地与语言有关，而右半球更多地与空间和非言语信息有关。尽管大脑内部存在着分工，但我们在完成几乎所有的任务时，都需要两半球的许多脑区协同作用（见Banich，2004；Black，2003；Saffran & Schwartz，2003）。

图6.5　脑的生理结构和功能

大脑的每一部分都有其特定的功能。

[image: 177-1]

资料来源：
 Wood et al., World of Psychology
 , Figure 2.10, "The Cerebral Cortex of the Left Hemisphere," p.64.©2008 Pearson Education Inc.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Pearson Education, Inc.



■ 对教育的启示

脑研究的许多发现对教育及儿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早期发展有关的一项研究结果是：儿童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所接触到的刺激量与神经联结点即突触的数量有密切关系，而突触是高级学习和记忆的基础（Black，2003；Elias & Saucier，2006）。大脑功能不是一出生就设定好的，而是受到儿童早期经验的影响，这一研究结果对于研究儿童前期以及制订教育政策具有关键意义。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大量训练可以改变大脑的结构，这一结论同样也适用于成年人。例如，一项针对伦敦出租车司机的研究发现，训练使得他们对方向进行加工的脑区活动增强（Maguire et al.，2000）。其他研究也发现，那些接受强化阅读辅导的儿童的大脑结构发展得像熟练的阅读者一样（Shaywitz，2003；Shaywitz & Shaywitz，2004；Turkeltaub，Gareau，Flowers，Zeffiro，& Eden，2003）。然而，对这些研究结论如何应用于教学中尚存诸多争论（Hruby & Hynd，2006；Shaywitz & Shaywitz，2007；Willis，2007）。

另一个重要发现也与我们的直觉相左。婴儿的大脑生成大量的神经细胞及细胞间的联结，该过程最晚持续到18个月时（见图6.6）。此后，他们开始失去某些联结，实质是大脑摒除那些无用的联结，使留下的联结效率高、组织精良。这个过程持续到儿童前期，并明显地受到生存环境的影响。在幼年时期，大脑的可塑性即易被环境改变的程度是最高的。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可塑性逐渐降低（Elias & Saucier，2006）。

图6.6　神经联结的发展：从出生到15个月

从出生经过整个婴儿期，大脑的神经联结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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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Richard Fabes and Carol Lynn Martin, Exploring Child Development: Transac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2nd ed.）, p. 116. Published by Allyn & Bacon, Boston. MA.



脑研究的第三个重要发现是：随着个体不断地获得知识和技能，其大脑也变得越来越高效。例如，索尔索（Solso，2001）对比了画家和新手的大脑激活情况。在一项画家非常熟悉的任务中，如画人的面孔，其大脑仅仅很小一部分处于活跃状态，而新手从事这项任务时大脑的许多区域都有活动（见图6.7）。在另外一系列研究中，伊登等人（Eden et al.，1996）对比了阅读障碍儿童和正常人阅读时的大脑激活情况。阅读障碍儿童激活了大脑的听觉区和视觉区，就好像他们不得不吃力地将字母转化为声音，再把声音转化为意义，而熟练的读者则完全省略了听觉步骤。将同一组儿童刚刚学习阅读时的大脑激活情况与成为熟练阅读者后的大脑激活情况相比，也存在着类似的差异（Turkeltaub et al.，2003）。早期的研究已关注到自动化在专长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自动化指通过大量经验和练习能做到的表面上无需刻意努力的操作。有关脑的研究揭示了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自动化是怎样使大脑省略某些步骤的。

图6.7　画家与新手绘画时的大脑活动

运用fMRI对画家H.O.和一名新手的大脑右半球的活动进行扫描（见A列），后者作为控制。这个区域涉及面孔感知。在对面孔进行加工时，新手似乎比H.O.要耗费更多的能量。在C列和D列中，画家右额叶部分的血流量有所增加，表明对信息进行了较高层次的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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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Robert L.Solso, Cognitive Psychology
 , (8th ed.). ©2001 Allyn and Bacon, Inc.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Pearson Education，Inc.



最近一些研究发现（Shaywitz，2003；Sousa，2005），阅读熟练者主要激活了左半球的三个脑区。相反，阅读障碍者则过度激活了大脑前端的布洛卡区，该脑区控制言语活动。换句话说，阅读困难者使用的是一条低效率的通路（从文字到言语再到理解），而阅读熟练者使用的是更为高效的通路（文字直接到理解）。推而广之，学习障碍患者比正常学习者使用更低效的大脑活动过程（Blair，2004；Halpern & Schultz，2006）。

以上数例及其他许多研究都进一步支持这样的结论：大脑不是知识和技能的档案柜，而是会参与组织信息的过程，使信息能被更高效地提取和使用。与添加信息同样重要，甚至比它更重要的是丢弃联结并有选择地忽视或排除信息的过程，以及将信息井然有序地联系起来的过程。

■ 脑研究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脑研究的进展很自然地引发了将其应用于教育实践中的呼声。例如，霍华德（Howard，2000）、威利斯（Willis，2006）、索萨（Sousa，2005，2008）和斯坦伯利（Stansbury，2009）认为，脑研究支持了这样一种转变，即从线性的、层级化的教学转变为复杂的、主题性的、整合的教学活动。加德纳（Gardner，2000）认为脑研究证实了早期的刺激、学习活动以及音乐和情感的重要性。虽然这些主张或建议都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就目前而言，支持性证据即使有，也主要来自传统的认知心理学研究，而并非脑研究本身。此外，来自脑研究的教育主张与一个世纪前杜威提出的进步教育原则是极其相似的，并未受益于当代的脑研究（见Ellis, 2001c）。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脑研究能够证明杜威的教育主张的正确性，或者对教育实践提出明确的建议，但是，急于根据脑研究对教育方法提出宏图大论的做法已受到许多研究者质疑（如，Coles，2004；Jensen，2000；Verma，McCandliss，& Schwartz，2008）。

威灵汉（Willingham，2006）提出，尽管神经科学研究正在飞速发展，就教育实践的多数方面来说，一线教师们要想从这些进展中获得重要帮助还为时尚早。他指出，虽然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图像可以告诉我们，儿童在努力阅读的时候大脑的哪一部分是活跃的，然而这些信息并不能为教师提供任何切实有用的指导。他认为（Willingham，2006，p. 177），“一些激动人心的研究正在进行当中……其中一些对于试图搞清楚大脑如何工作的认知研究者来说是很有趣的，但此类研究几乎都还远不能够给教师指导”。

威灵汉（Willingham，2006）提醒人们不要试图将新得到的神经科学研究结果直接应用于课堂中。相反，这些结果应被视为一幅更大的认知拼图的各个小块。过去几十年来，这些研究结果进入流行文化并被写入教学方面文献的方式也证明他的提醒是合理的。例如，威灵汉指出，对左脑和右脑功能偏侧化的研究常常被当做支持各种教学策略的证据，尽管脑成像研究现已证实，左右大脑半球在大部分认知任务中是协同工作的。他也提到，基于对刺激剥夺实验结果的错误解读，人们一窝蜂地开展为婴儿和年幼儿童提供刺激的活动。不过，威灵汉也指出了神经科学研究现在就可以用于识别患有学习障碍的儿童，尤其是阅读障碍儿童（见Espy，Molfese，Molfese，& Modglin，2004；Lyytinen et al.，2005）。

尽管对寻找神经科学研究与课堂教学间的直接联系，我们应持保留态度，但毋庸置疑的是，学习所引起的心理、行为、认知方面的变化都与大脑运作过程的变化相关。我们已经部分知道这些变化是如何
 发生，以及在哪里
 发生的。神经科学处在行为科学的前沿领域，它一直在为认知这幅大拼图加上更多部分。下面是一些公认的结论：


1. 并非所有学习都同样容易进行
 。某些类型的学习比其他的更容易。例如，人类很容易习得语言，并且会调整对社会刺激的应对。某些学习更为本能或更简单，对人类来说包括语言（Pinker，1997）、理解物体及其在空间中的运动（Rosser，1994）、三维空间的几何特征以及自然数系统（Gelman，2006），还有对生物和非生物的区分（Inagaki & Hantano，2006）。另一些学习内容则是与直觉相左的或较难学习的，包括分数、代数、经典牛顿物理学等等（Rosser，2003）。

当然，对于教师来说，这不是什么新闻。他们可能十分清楚，对于年龄小的学生来说，语言和空间关系比高级数学概念要更容易学习。


2. 认知结果会受到大脑发展的限制
 。假如大脑还没发展到会受外来经验影响的程度，那么我们不可能人为改动大脑。这是多年前皮亚杰提出的一个观点，他研究的是儿童的认知，而不是大脑。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在认知发展和大脑的变化之间是存在对应关系的（Kuhn，2006）。大脑的发展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学习带来的行为变化始终无法超越神经结构的发展状态。

发展研究还表明，儿童和青少年在认知方面的成就最好应被看做是具有领域特异性的。尽管大脑的左右半球在大部分认知任务中看来都是协同工作的，但大脑整体并不是万能的问题解决器，能够处理个体遇到的各种不同的挑战。对大脑机能更为准确的看法是：它包括一系列专门化的问题解决器，各自具备特殊的区域和环路，十分适合处理有限的几类问题，例如找到回家的路（几何问题解决器）、理解语言（语言问题解决器）或解读社会信息（人际问题解决器）。

如威灵汉（Willingham，2006）所提，如何将这一点在课堂中进行应用尚不清楚，但未来的研究可能会给教师带来启示，帮助教师刺激学生特殊领域的发展以达到特定目标。


3. 一些脑区对于认知结果尤为重要，并对某些与学习和认知有关的神经活动提供重要支持
 。前额皮层是当代的许多研究重点关注的脑区，研究者们认为这一脑区起着中介物的作用，负责调节行为计划和推理（Grafman，1994）、注意过程（Panskeep，1998）、冲动控制（Murji & DeLuca，1998；Rosser，Stevens，& Ruiz，2006）、计划和认知执行机能（Grafman，Spector，& Ratterman，2005；Huey，Krueger，& Grafman，2006），以及在认知任务中使用规则的能力（Bunge & Zelazo，2006）。总之，前额皮层就是所谓有意认知活动
 （deliberate cognitive activity）发生的位置，这种认知活动是我们试图在课堂上加以鼓励的。

有趣的是，即使到了青春期的时候，这一脑区的结构也并未成熟。前额皮层的灰质体积在女性11岁、男性12岁时达到顶峰（Giedd，2004），而白质的体积直到成年期仍在增长（Casey，Giedd，& Thomas，2000）。这一区域与抑制冲动、权衡决策的结果、确定事物优先级与制订策略等能力，概括地说即理智的行为有关，并且到成年早期的时候依然在继续发生改变。

当你面对着满满一教室的学生时，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呢？根据我们对大脑发展和机能的了解，这些受教者不是等着被塞满知识、指导、技能的空箱子，甚至不能说他们是已经做好的箱子——接收者自身依然在不断变化和重组。实际上，学习者从神经角度说是半成品，通过每一次活动、每一次参与，随着习得的每种新技能和每点新知识，不断地改变着自己。这种改变是连续的、持久的、时刻进行的。随着神经科学在不断提供大量新的研究证据，而这些证据与来自社会学家、行为科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者的证据交织在一起，将来我们可能会发现，脑研究为我们教师提供了无比珍贵的深刻见解和有用的策略（见Katzir & Paré-Blagoev，2006）。

记忆或遗忘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能记住某些事情而忘记其他的事情？为什么我们有时能记住几年前发生的一些小事，却忘记了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一些重要事情？大部分的遗忘是由于工作记忆中的信息未能转入长时记忆中，但有时也可能是由于我们接触不到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信息了。

■ 遗忘和记忆

多年来，研究者已经发现了影响信息记忆难度的几个因素（见Schacter，2001）。


干扰
 　导致遗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干扰
 （interference）（Dempster & Corkill，1999）。当要记忆的信息与其他信息相混淆，或受到其他信息的排挤时，就会出现干扰现象。当人们无法对刚学过的信息进行复述时，就发生了一种形式的干扰。在一项经典的实验中，彼得森等人（Peterson & Peterson，1959）让被试完成一项简单的任务：记忆一系列由三个字母组成的无意义字符串（例如FQB），然后立即做另一项活动，即从一个三位数中连续减3（例如，287，284，281，等等），后一项活动持续时间可长达18秒。随后，要求被试回忆识记过的字母串。进行连减活动的被试远比那些没有进行连减活动，只是等待了18秒的被试遗忘得多。其原因是进行连减活动的被试没有机会对字母进行心理复述，以将它们保留在工作记忆中。本章前面也曾经论述过，教师必须考虑到工作记忆容量的有限性，在进行新的教学前，要留给学生一些时间去消化、练习刚学过的信息（即进行心理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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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记忆和遗忘的研究，什么因素决定了学生对课堂上所学知识的记忆效果？




倒摄抑制
 　另一种形式的干扰叫倒摄抑制
 （retroactive inhibition）。先前习得的知识与一些某种程度上相似的新知识相混淆，致使先前知识被遗忘，这就是倒摄抑制。例如，在学习字母d之前，年龄小的学生很容易辨认字母b；但由于这两个字母很相似，学生经常产生混淆，于是字母d的学习干扰了对以前学过的字母b的识别。与此类似，一个旅行者起初对某座特定的机场各处轻车熟路，但是到过许多相似的机场后，这项技能就退步了。

就导致遗忘的各种原因而言，倒摄抑制或许是最重要的。该现象可以解释的问题包括为什么我们难以记住经常重复出现的情景，比如一周前的晚饭吃了什么。除非特别事件的发生使前一次的晚饭与后来的晚饭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否则对日后晚饭的记忆很容易干扰对昨天晚饭的记忆。


理论应用于实践：减少倒摄抑制

有两种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减少倒摄抑制。一是教授相似的、易产生混淆的概念时，在时间上不宜太接近。二是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教授相似的概念。在教授易混淆或相似的概念时，应当在学生透彻地掌握一个概念之后再引入另一个。例如，教师要在学生能够熟练地辨认字母b后才介绍字母d。如果教授这两个字母的时间太接近，那么一个字母的学习可能会抑制另一个字母的学习。当介绍新字母时，教师必须详细地指出字母b与d之间的不同，让学生练习辨别二者，直到他们能准确无误地区分两个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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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列要易学得多。A列中西班牙语词汇之间非常相似（它们都是动词，都以“ll”开头，以“ar”结尾，并且有相同数量的字母和音节），这使得学习者难以将它们区分开来。A列中的英语单词也不太容易区分，因为它们都是以“c”开头的动词。相对而言，B列中的词比较容易区分开来。由于倒摄抑制的影响，在同一节课中呈现所有A列中的词对是一种欠佳的教学策略。由于这三个西班牙语词的拼写很相似，学生很容易产生混淆，因此，教师在引入下一个词对之前，应该使学生真正透彻地掌握上一个词对。

减少倒摄抑制的另一种方法是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教授相似的概念，或者教授每个概念时，在教学的其他方面做出变化。例如，在社会学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可以运用讲解和讨论的方式来讲解西班牙；运用团队任务的方法来讲解法国；通过观看影片来讲解意大利。这样可以使学生避免将关于某个国家的内容与其他国家相混淆。

大部分被遗忘的内容都是由于最初学习时没有牢固掌握。若要保证长久地保持所学的内容，最好的方法就是确保学生掌握了这份材料的本质特征。这意味着要经常评估学生的理解程度，如果结果显示学生没有达到充分的理解水平，则需要重新教授。




前摄抑制
 　当先前习得的知识干扰了后来知识的学习时，就出现了前摄抑制
 （proactive inhibition）。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北美人在英国学习靠左行车。与有丰富驾驶经验的北美人相比，一个不会开车的北美人在英国学习驾驶反而相对容易些，因为前者已经根深蒂固地习得了靠右行驶，而这在英国是可能威胁生命的错误。


抗干扰的个体差异
 　登普斯特和科基尔（Dempster & Corkill）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关注主要信息、摒除干扰的能力是认知操作的核心成分。他们回顾了许多领域的研究（包括脑研究），指出抗干扰能力的各项指标与在校成绩之间有密切关系。例如，在智商水平接近的儿童中，那些有学习障碍的儿童在抗干扰能力的各项指标上数值都低很多（见Forness & Kavale，2000）。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儿童排除无关刺激的能力特别差。如果你想一想刻板观念中的“心不在焉的教授”（absent-minded professor），你就会明白，能将注意力集中在某给定问题上，排除其他所有因素干扰的能力可能标志着超常的智力。


促进
 　你也应注意，学习某种知识往往有助于学习其他相似的知识。这就是前摄促进
 （proactive facilitation）。例如，先学习西班牙语可以帮助母语为英语的学生去学习另一种相似的语言，例如意大利语。学习第二语言也可以对已掌握的语言起促进作用。仍以语言为例，母语为英语的学生常发现，学习拉丁语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母语。这就是倒摄促进
 （retroactive facilitation）。

这里再举一个教学方面的例子。我们经常有这样的经验：学习如何教授一门课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门课程。因为后来的学习（例如，学习怎样教授分数加法）促进了对先前所学知识（分数加法）的理解，这是倒摄促进的一个绝佳事例。表6.2对倒摄型与前摄型的抑制及促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要总结。


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
 　当人们学完一系列的单词后立即进行测验时，通常的结果是：开头和结尾处的单词学习效果要好于中间部分。这是教育心理学中最古老的发现之一。对首先呈现的项目学得比较好，这种倾向叫首因效应
 （primacy effect）；对最后呈现的项目学得比较好，这种倾向叫近因效应
 （recency effect）。对首因效应最常见的解释是：我们在最先呈现的项目上倾注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了更多的心理努力。正如本章前面所提到的，将新信息存储于长时记忆中时，心理复述是很重要的。通常人们对首先呈现的项目进行的心理复述要远多于后面呈现的项目（Anderson，2005）。相反，近因效应则是由于从呈现最后一些项目到进行测验之间，很少有或没有其他信息造成干扰。

表6.2　倒摄型与前摄型的抑制及促进

倒摄型与前摄型的抑制及促进对记忆影响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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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该考虑到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从它们可推测一段教学的开始和结束时所教授的知识比其他信息更易保持。教师应该利用这种规律来如此组织课堂教学：将最重要的新概念放在开始讲，然后在本堂课快要结束时再加以总结。但许多教师在一堂课的开始阶段进行了许多与教学无关的活动，如点名、收午餐费、检查家庭作业等等。为此，更好的做法或许是推迟这些活动，一开始就讲授重要的概念，而将必要的事务性工作放在后面来做。


自动化
 　知识和技能可以存储于长时记忆中，但要提取它们，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付出相当的心理努力。当提取速度至关重要时，这些信息的价值就较为有限了。这方面的一个经典事例就是阅读。儿童或许能读出一页纸上的每一个单词，但是如果他的阅读速度非常慢，读得非常吃力，那么儿童将难以理解文章，也不可能从阅读中获得乐趣（National Reading Panel，2000）。对于必须提高速度和减少心理努力的阅读技能和其他技能来说，仅有长时记忆是不够的，还必须达到自动化
 （automaticity）。这是指如能达到一定的速度和熟练水平，则某种任务或技能只需很少甚至不需要心理努力。熟练的读者加工简单的材料时，解码几乎不需要任何心理努力。如前所述，神经病学研究表明，当个体成为熟练的阅读者时，其大脑会变得更有效率（Eden et al.，1996）。有严重学习障碍的阅读初学者在阅读时，要用到大脑的听觉区和视觉区，很费劲地读出每个新单词。相反，熟练的阅读者仅仅使用大脑中与视觉加工有关的很小一部分定位明确的区域。

自动化主要通过练习来形成，而达到自动化所需的练习量远远超出将该技能或信息储存于长时记忆中所需的练习量（Moors & De Houwer，2006）。一个足球运动员接受10分钟的指导后就知道踢球的脚法，但是，该球员只有通过成千上万次的练习后，才有可能使这种技能达到自动化。一个棋手可以很快地掌握下棋的规则，但却需要一生的时间来练习快速识别有必胜走法的棋局。布卢姆（Bloom，1986）曾对自动化在天才钢琴家、数学家、运动员等人的表现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并将自动化喻为“天才的双手和双脚”。

■ 练习

最常见的一种将知识储存在记忆中的方法也是最平常的：练习。真的熟能生巧吗？

在学习的几个不同阶段中，练习都是很重要的。如本章前面所提到的，信息在工作记忆中若要保持长于几秒钟的时间，就必须进行心理复述。工作记忆中的信息必须得到经常的练习，直到转入长时记忆中为止（Willingham，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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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指法的练习量远超在长时记忆中储存技能所需的练习量，这位年轻的音乐家最终将达到自动化。自动化会给他带来什么益处呢？




集中练习和分散练习
 　将新学的知识集中起来进行练习，直到完全掌握，这种策略叫集中练习
 （massed practice）；相反，每天练习一点，连续练习一段时间，这种策略叫分散练习
 （distributed practice）。是集中练习还是分散练习效果更好呢？集中练习可使初步学习更快；但就大多数学习而言，分散练习更有利于保持，即使只是分散在较短的时间里（Cepeda，Pashler，Vul，Wixted，& Rohrer，2006）。这在知识学习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Willingham，2002）。考试的前一天晚上临阵磨枪，突击学习知识，这或许可以让你通过那次考试，但知识并不能很好地整合到长时记忆中去。分散练习可以大大促进各种知识和技能的长期保持。家庭作业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此：为了提高保持新习得的技能的可能性而在后续的一段较长时间里继续练习这些技能。


亲历
 　我们都知道“做中学”，即通过实际参与活动来进行学习。有关亲历
 （enactment）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个常识性的结论。也就是说，学习如何去完成各种任务时，如果身体力行地实际参与活动，即亲历，其学习效果要优于简单地阅读材料或观看教师演示任务（Engelkamp & Dehn，2000）。例如，在学习如何画立体几何体（比如正方体和球体）的课上，如果学生有机会亲自动手画，那么学习效果要好于仅仅看教师画。


生成
 　人们很早就知道，与简单地复述现有的知识相比，假如学生可以将新习得的知识用于创造某些东西，则练习将更有利于长时记忆的保持。写总结、画概念图、将内容教给同伴都比简单地阅读或练习而无任何创新更加有效（Bertsch，Pesta，Wiscott，& McDaniel，2007；deWinstanley & Bjork，2004）。生成原理是有效学习策略的核心，本章稍后将对其进行讨论。

如何教授记忆策略

学生在学校中所学的许多内容都是需要记忆的各种事实。它们为更加复杂概念的学习提供了可依赖的框架。学生必须尽可能高效率、高质量地掌握这些知识，进而节省时间和心理努力以用于更有意义的学习活动，如问题解决、概念性的和创造性的学习活动。如果学生能够更有效地记忆常规性的信息，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理解性和推理性的任务中。有些学习主要是记忆一些事实，或记忆事物间人为规定的联系，例如，法语中的pomme
 意为苹果，该词和实物之间就有人为规定的联系。艾奥瓦州（Iowa）的首府得梅因
 （Des Moines）如被命名为艾奥瓦波利斯
 （Iowapolis）也完全合理。学生通常把要知识当做事实来学习，然后再上升为概念或技能来理解。例如，学生在学习圆柱体的体积公式时，最初只是将它作为一条既定的事实来学习，之后很久才逐渐理解公式之所以然。


网络链接

想了解更多促进记忆的技术和资源，请访问www.mindtools.com。



■ 言语学习

心理学家通过许多研究来考察言语学习
 （verbal learning）（Ashcraft & Radvansky，2010），比如要求学生学习一系列的单词或无意义音节。研究者识别出课堂情景中的三种典型的言语学习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它们分别是：配对联想学习、系列学习和自由回忆学习。


	
配对联想学习
 （paired-associate learning）通常指，在要求记住的一系列词对中，给出某个词对中的一个词，个体学会反应出与其配对的另一个词。在典型的实验研究中，配对是人为的。在教学情境中，诸如记住各州的首府名称、南北战争中各战役的名称和日期、加法表和乘法表、化学元素的原子量以及单词的拼写等等，都属于配对联想学习。

	
系列学习
 （serial learning）指按特定的顺序学习一系列项目。识记五线谱上的音符、对美国的效忠宣誓、按原子量大小顺序识记化学元素、识记诗词和歌词，这些都属于系列学习。

	
自由回忆学习
 （free-recall learning）指按任意顺序识记一系列项目。比如，回忆美国50州的名称、强化的类型、诗歌音步的类型、身体器官组成的系统等都是自由回忆学习。




配对联想学习
 　在配对联想学习中，学生必须对每个刺激都做出相应的反应。例如，给学生一块骨骼的图片（刺激），他们应做出“胫骨”的判断反应；或者给一个元素符号“Au”，要求给出“金”的反应。影响配对联想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学生对刺激和反应的熟悉程度。例如，对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而言，学习将外文单词与英文单词联系起来（如dog—chien
 [法文]，dog—perro
 [西班牙文]）要比将两个外文单词（如chien—perro
 ）联系起来容易些。


表象
 　许多有效的记忆策略都是利用构造心理图像来帮助记忆联系的。例如，“击剑”的法语单词是l'escrime
 ，发音是“le scream
 ”。通过形成如图6.8所示的心理图像：一个击剑运动员被对手击中后发出尖叫，就可以很容易地记住这个单词配对（fencing—l'escrime
 ）。

一种用表象
 （imagery）提高记忆的古老方法是构造故事，从而把信息编织起来（Egan，1989）。例如，人们早已利用古希腊神话以及其他资料来形成表象，用于帮助记忆星座的名称。

图6.8　运用表象帮助记忆

一个母语为英语的学生通过把英语单词“scream”和击剑者的尖叫联系起来，就能很容易地记住“击剑”这个词的法语单词是“l'escrime
 ”。

[image: 186-1]



理论应用于实践：关键词记忆术


关键词法
 （keyword method）是应用表象和记忆术
 （mnemonics）（记忆辅助手段）来进行配对联想学习的方法，是研究最为广泛的方法之一。关键词法最初主要用于教授外语词汇，后来也被应用到其他许多领域中（Carney & Levin，2002）。前面介绍的应用生动的表象来记忆法语单词l'escrime
 就是关键词法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关键词是英语单词“scream
 ”（尖叫），之所以称之为关键词，是因为它能够将法语单词“ l'escrime
 ”与心理图像联系起来。俄语中表示“建筑物”的单词是“ zdanie
 ”，读作“zdan’—yeh”。运用关键词“dawn
 ”（黎明），并想象着太阳正从一座带有洋葱型圆顶的建筑物后面升起，这样就可以记住这个俄语单词。阿特金森和茹福（Atkinson & Raugh，1975）采用两种方法让学生在三天内学习120个俄语单词：一组使用关键词法，而给另一组俄语单词的英文对照，让学生按自己的方式去学习。结果发现，使用关键词的学生能回忆72%的单词，而未使用关键词法的学生仅能回忆出46%的单词。应用多种不同的语言的类似实验也数十次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如Crutcher & Ericsson，2003；Wyra et al.，2007），其研究对象包括从学龄前儿童到成人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不过，看来年幼的儿童需要外界提供图片，描画期望他们形成的心理表象，但是年长的孩子（从小学高年级起）仅凭自己形成心理表象就能学得同样好（Willoughby，Porter，Belsito，& Yearsley，1999）。此外，研究发现，让学生两两配对或以小组合作的形式来使用记忆术，也能够促进词汇学习（Jones，Levin，Levin，& Beitzel，2000）。

在关键词法中所使用的图像以生动形象为佳，如包含事物的互动则更好。例如，德语的“房间”是“zimmer
 ”(读作“tsimmer”），可以用英语的“simmer
 ”（沸腾）做关键词。在记忆德语词时，想象着在一间大卧室里，一个情绪低落的人浸泡在沸水翻腾的大锅里，这种记忆效果比想象着卧室墙角有一小壶沸腾的水要好。第一种想象充满戏剧元素和动作，情节古怪离奇，因而容易回忆；第二种想象平淡无奇，不易回忆。

类似地，拉米尔、莱文和伍德沃（Rummel，Levin，& Woodward，2002）给学生展示了许多图片，以帮助他们回忆不同的智力理论家与他们所作出的贡献之间的联系。例如，要将比内与他对高级心理过程的测量联系起来，拉米尔等人给学生呈现了一张图片，上面画着一名赛车手用一顶安全帽（bonnet）来保护他的大脑（brain）。回顾各种记忆策略的研究可以发现，总体来看，记忆策略是有效的（Hattie，Bibbs，& Purdie，1996）。但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记忆策略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在人为的、类似于实验室的条件下进行的，所选用的学习材料也都被认为是尤其适合这些策略的。将这些策略应用于实际的课堂学习中时，对其效果优劣的评估则产生了褒贬不一的结果（Pressley & Levin，1983）。此外，关键词方法在促进信息的长时记忆方面受到质疑（Carney & Levin，1998；Wang &Thomas，1995）。




系列学习和自由回忆学习
 　系列学习是按特定的顺序理解事实性的材料。比如，按照时间进程来学习所发生的事件，学习长除法的运算步骤或者矿物质的相对硬度，这些都是系列学习的例子。自由回忆学习是指，学习一系列无须按照特定顺序去记忆的内容，例如加拿大各省的名字。


位置法
 　古希腊人曾使用这种记忆术。它使用与一系列位置相联系的表象来记忆内容，用于系列学习（见 Anderson，2005）。运用位置法
 （loci method）时，学生头脑中想出非常熟悉的一组位置，比如自己家中的不同房间，然后想象要记忆的每项内容在某个具体的位置上。应用生动、离奇的表象，将要记忆的每一项内容都置于具体位置上。一旦建立了要记忆的项目与房间或其他位置之间的联系，学习者就能按顺序回忆起每一个地方以及相应的记忆内容。学习者可在头脑中清除位置对应的内容，用同一组位置记忆各种不同的项目列表。但是，位置的顺序应该相同，以确保记住所有的内容。


词栓法
 　用于系列学习的另一种表象记忆术叫词栓法
 （pegword method）（Krinsky & Krinsky，1996）。使用这种记忆术时，学生必须记住与数字1到10押韵的一组词栓。学生要创造心理表象，表象与要用特定的词栓来记忆的项目关联。假定要按顺序记住美国最早的10位总统的名字，你可以创造出这样一些表象：乔治·华盛顿正用他的木制牙齿吃小面包（bun
 ，与one即1谐音），约翰·亚当斯正在系鞋带（shoe
 ，与two即2谐音），托马斯·杰弗逊正用双膝（knees
 ）倒挂在树枝上（tree
 ，二词均与three即3谐音），等等。


首字母策略
 　另一种记忆策略涉及信息的重组，将一系列需要记忆的项目的首字母提取出来，将它们重新组成一个更容易记忆的词或者短语。例如，许多人在三角形课上学习过SOHCAHTOA这个假想的部落名，这些首字母的组合有助于我们回忆三角形的内容：正弦（S）=对边（O）/斜边（H），余弦（C）=邻边（A）/斜边（G），正切（T）=对边（O）/邻边（A）。首字母法
 （initial-letter strategies）可以用来按与太阳的相对距离记忆八大行星，它们依次是：水星（Mercury）、金星（Venus）、地球（Earth）、火星（Mars）、木星（Jupiter）、土星（Saturn）、天王星（Uranus）和海王星（Neptune）。若要记住这些行星的名称，可以教给学生这样的句子：“My very educated monkey just served us nachos”；句子各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正好是按顺序排列的各行星的第一个字母。

同样，首字母缩略词方法还可以帮助人们记住各种组织机构的名称，例如NATO（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北约），以及计算机中的组成部分，例如ROM（read-only memory，只读存储器）。这种方法同样也可以帮助学生记忆程序性的知识，比如记忆某个过程中的各个步骤。

怎样使信息有意义

请阅读下面的句子：


	Enso flrs hmen matn snoi teha erso iakt siae otin tnes esna nrae .

	Easier that nonsense information to makes than sense is learn.

	Information that makes sense is easier to learn than nonsense.（有意义的信息比无意义内容更易学。）



哪个句子最容易学习和记忆呢？很明显，是第3个句子。三个句子所包含的字母相同，并且句子2和句子3的单词也是相同的。但若要学习句子1，你就必须记住52个独立的字母；若学习句子2，你必须记住10个独立的单词；句子3最容易学习，因为你只需要学习一个概念，即一个与你头脑中有关“学习是如何发生的”的常识及已有知识容易吻合的概念。你认识句子3中的每个单词，知道单词间的语法联系，并且头脑中已经储存了与该主题有关的大量信息、经验和观点。因此，你能自然而然地理解句子3。

句子3所描述的信息实际上就是本章所讨论的内容。人类的大多数学习，尤其是在学校中的学习，都包括这样的活动：理解信息、有条理地将信息分类并储存在大脑中、运用已有的知识同化新知识。我们记忆机械性的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你能把多少个电话号码记住一个月？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记住那些有意义的信息。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大多数记忆策略都是人为地赋予随意规定的联系以某种意义，从而利用学习有意义信息要容易很多这一优势。

句子3所蕴涵的信息对教学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教师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使信息对学生变得有意义。为此，教师要以清晰、有组织的方式来呈现学习材料，把新信息与学生已有的知识联系起来，确保学生理解了所教授的概念并能应用到新情景中去。

■ 机械学习和意义学习


机械学习
 （rote learning）是指记忆某些事实和关系，比如乘法表、化学元素的符号、外文单词、人体骨骼和肌肉的名称。大多数机械学习的内容是人为规定的联系，例如，金（gold）的化学符号（Au）起初完全可能被定为“Go”或者“Gd”。与此相对，意义学习
 （meaningful learning）则不是随意的，它与学习者已有的知识或概念有关。例如，如果我们学习“银是一种良好的导体”，那么这种信息与我们已有的银和导体的知识有关。再进一步，“银”和“导体”之间的联系不是人为规定的，银的确是一种极好的导体，虽然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或其他语言来陈述这一原理，但“银是一种良好的导体”这句话所表达的意义是不可能人为改变的。


机械学习的用途
 　有时我们会有这样的印象：机械学习是“不好”的，而意义学习则是“好”的。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例如，当医生告诉我们胫骨骨折时，我们希望医生掌握了单词“胫骨”与其所指代的腿骨之间的关系，这一联系是机械的。掌握外文单词是机械学习的一种重要情况。在教育情境中机械学习声誉不佳，主要是由于其被过度使用。我们可能都还记得，被要求像鹦鹉学舌般死记硬背那些必须学习的原本是有意义的材料，没能学到意义。很久之前，威廉·詹姆斯列举了一例非常有代表性的错误学习（James，1912）：

我的一个朋友访问一所学校时，被邀考察一个低年级班级的地理课。她浏览了一下课本，问道：“假如你在地上挖一个几百英尺的深坑，你怎样知道坑底比地面热还是冷呢？”眼见没有学生能够回答，教师便说：“我确信他们是知道的，但我觉得你提的问题不太恰当。我来试试。”于是这个教师打开课本，问道：“地球的内部是个什么样的状态？”约有半数的同学立刻回答道：“地球内部处在灼热的熔解状态。”（p. 150）

很明显，学生确实记住了这点知识，但是并没有真正理解其意义。这种知识对他们来说是没有用的，因为它没有与学生拥有的其他信息联系起来。


惰性知识
 　布兰斯福德、巴恩斯、德尔柯洛斯以及维（Bransford，Barns，Delclos，& Vye，1986）曾用惰性知识
 （inert knowledge）来描述“灼热的熔解”这类学生记住的知识。这类知识本来可以也应当应用于广泛的情境中，实际上却只应用于非常有限的情境中。一般而言，那些在学校中学到的，却不能应用到生活中去的知识和技能构成了惰性知识。例如，你或许遇到过这几类人：他们通过了高级法语考试，但不能在巴黎进行正常的交流；他们在数学课上能够解决有关容积的问题，却不知道填满一个沙箱需要定购多少沙子。生活中许多问题的产生并不是由于我们缺乏知识，而是由于无法应用所掌握的知识。

珀费图、布兰斯福德以及弗兰克斯（Perfetto，Bransford & Franks，1983）曾做了一个经典的实验来说明惰性知识这个概念。实验中给大学生如下问题：“著名的以色列超感学家尤赖亚·富勒（Uriah Fuller）能够在任意一场棒球比赛之前告诉你比分。他的秘诀是什么？”

在给学生呈现上述问题之前，先给部分学生呈现一系列要求他们记住的句子，比如“任何比赛开始前的比分都是0比0”。这些句子明显有助于问题解决。提醒一部分学生，这些句子可以作为线索来帮助解决问题，而对另一部分学生则不给予提醒。结果发现，接受提醒的学生，其问题解决要优于其他学生，而记住了句子但没有接受提醒的学生与那些没有学习句子的学生相比，问题解决的水平没有差异。这个实验表明，虽然知识存在于记忆中，但并不能保证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将其提取出来并加以运用。事实上，你需要知道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去运用你已有的知识。

你可以帮助学生选择学习方式，使得信息既有用也对他们有意义。有效的教学需要有这样的清醒认识，即怎样使学生易于提取信息，以便将这些信息与其他知识联系起来，对信息进行思考，并应用于课堂以外的情境中（Willingham，2003）。

■ 图式理论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有意义的信息是以相互联系的事实或概念网络的形式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这种网络就是图式。请回想图6.4对“野牛”概念的表征，这一表征反映了这一概念是如何与更大范畴内的其他概念相联系的。图式理论
 （schema theory）（Anderson，2005；McVee，Dunsmore，& Gavelek，2005）最重要的原则是：如果新信息能够很恰当地嵌入到已有的图式中，则这种信息比无法嵌入的信息更容易理解、习得和保持（Anderson & Bower，1983）。以“小牛犊出生后不久就能跑”这句话为例，它所包含的信息很容易整合进你已有的“野牛”图式中，因为你知道（1）野牛依靠奔跑速度来逃脱天敌的追捕；（2）你更熟悉的动物中也有依赖于速度的（例如马），它们的幼崽很早就会跑。没有这些先前的知识，就难以将“小牛犊出生后不久就能跑”这句话同化到已有的认知结构中，并且容易遗忘。


知识的层级结构
 　人们认为，大多数牢固建立的图式都是以类似于提纲的层级化形式组织起来的，即具体信息被归于一般类别之下，而一般类别又被归于更一般的类别之下。图6.4说明了这种结构。请注意，当你自上而下看时，将会获得从一般的（动物和美洲原住民）到具体的（原住民如何捕猎野牛）知识。图6.4中的概念很恰当地嵌于图式中。与该图式有关的任何新信息都比与不牢固的图式联系的信息，或者不附着在任何图式中的机械性信息更容易学习，也更容易整合到该图式中去。

图式理论的一点重要启示是：意义学习需要学习者的主动参与，学习者有大量的先前经验和知识，可用于理解和整合新知识（Alexander，1992）。你能够从经验中学到什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应用于本次经验的图式。


背景知识的重要性
 　你能从某事物中学到多少知识？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你已经知道了这方面的多少信息（Alexander，Kulikowich，& Jetton，1994；Schneider，1993）。研究者（Kuhara-Kojima & Hatano，1991）在日本所做的一项研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教授大学生有关棒球和音乐的知识。那些具有很多棒球知识、但欠缺音乐知识的学生学到了更多的棒球知识；而那些有很多音乐知识、但欠缺棒球知识的学生则学到了更多的音乐知识。实际上，在预测学生能学到多少知识时，背景知识是一个比一般学习能力重要很多的因素。那些掌握了较多某一学科知识的学生，他们有更成熟的图式来整合新知识。假如一个学生对某门课程感兴趣，这将有助于他获得更多的背景知识，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并使其更愿意应用背景知识来解决新问题（Perfetti，2003），这并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然而，学习者往往不能主动地应用以前习得的知识来学习新知识。因此，教师必须把新知识与学生已有的背景知识联系起来（Bruning et al.，2004）。

元认知技能如何帮助学生学习


元认知
 （metacognition）是个体关于自身学习（McCormick，2003）或如何学习的知识。思维技能和学习技能都属于元认知技能
 （metacognition skills）。可以教给学生一些策略，去评价自己的理解程度、规划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选择有效的方案去考察问题或解决难题（McCormick，2003）。例如，读这本书时，你一定遇到过第一遍读不懂的段落，你该怎么办呢？或许你会放慢速度重读，或许你会借助图片、图表或术语表等线索来帮助理解，或许你会从本章的开头重读一遍，弄清楚是否因为没有充分理解前面某处的内容而造成了现在的困难。这些都是元认知技能的例子；你已经学会了怎样了解自己是否理解以及如何自我纠正（Martinez，2006）。另一种属于元认知策略的能力就是预测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或者区分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例如，当你初次读到第5章的单词“modeling”（模仿）时，你马上能明白，这个词不是指制作飞机或轮船的模型，因为这个意思与上下文不符。


网络链接

想对元认知有一个整体的了解，请访问www.ncrel.org/sdrs/areas/issues/students/learning/lr1metn.htm。



大多数学生能够逐渐地发展起足够的元认知技能，但是有些学生却不能。教给学生元认知策略能显著地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Alexander，Graham，& Harris，1998）。学生能够学会反思自己的思维过程，并学会运用具体的学习策略去完成困难的任务（Schunk，2000）。自我提问策略
 （self-questioning strategies）特别有效（Zimmerman，1998）。在自我提问时，学生寻找给定类型的任务中的常见要素，并就这些要素进行自我提问。例如，许多研究者（如Stevens，Madden，Slavin，& Farnish，1987）曾教授学生寻找故事中的人物、背景、问题以及问题解决方法。教师先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之后让学生自己去发现关键的成分。帕里斯、克罗斯和利普森（Paris，Cross，& Lipson，1984）以及金（King，1992）发现，如果教会学生阅读时问自己何人
 、何事
 、何处
 以及如何
 等方面的问题，他们会理解得更好。恩格勒特、拉斐尔、安德森、安东尼和史蒂文斯（Englert，Raphael，Anderson，Anthony，& Stevens，1991）为学生提供了列有问题的计划表，让他们在规划创造性的写作时问自己这些问题：我写给谁看？打算描述什么？具体步骤是怎样的？他们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训练学生在活动的进程中与自己对话，向自己提或者同伴间互相提一些平时由教师提出的问题。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学生能学会在许多学习活动中进行自我提问，如解决数学问题（Cardelle-Elawar，1990）、拼写（Block & Peskowitz，1990）、创造性写作（Zellermayer，Saloman，Globerson，& Givon，1991）、阅读（Chin，1998；Kucan & Beck，1997）以及许多其他科目。

何种策略有助于学生学习

你是如何阅读这本书的？是否用记号笔给关键句子涂色或在下面画线？是否记了笔记或写出了概要？是否与同学们讨论过主要观点？是否在晚上把书放在枕头下面，希望知识能够以某种方式自动渗入到你的大脑中？自从人类发明了阅读，学生们就一直在使用这些策略以及其他许多策略，而这些策略被研究的历史几乎一样长。甚至亚里士多德也对这类主题进行了论述。而今天的教育心理学家们依然还在争论究竟哪些学习策略才是最有效的。

目前关于有效学习策略的研究结果最乐观地说是令人困惑的。很少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习策略，永远没有效果的学习策略则更少。很显然，学习策略的价值取决于它们自身的具体特性以及被投入的用途（Weinstein & Hume，1998；Zimmerman，1998）。有效学习策略的一条一般性原则是，有效的学习方法能够使学习者对知识进行重塑（Kiewra，1991），而不仅是重复阅读（Callender & McDaniel，2009）或者在并未有意识地选出最重要信息的情况下进行盲目的标记（Gaddy，1998），下面将简要介绍一些最常见的学习策略的相关研究。

■ 练习性测验

或许最为有效的学习策略就是进行与正式测验相一致的练习性测验。测验——尤其是那些要求学生做出建构性反应，而不仅包括选择题或填空题的测验——能够使学生对学习内容进行高水平加工，从而增强理解和记忆（Carpenter & Pashler，2007；Marsh，Roediger，Bjork，& Bjork，2007；McDaniel，Roediger，& McDermott，2007；Roediger & Karpicke，2006）。另外，练习性测验会提醒你已经学会了什么、哪些还不会，这样你就可以更高效地集中学习那些你不会的内容。尤为有效的一种方法是建立学习小组，组内成员互相给对方设计练习性测验（Ashcraft & Radvansky，2010）。

■ 记笔记

在阅读和听讲时，最常用的一种学习策略是记笔记
 （note-taking）。对于某些类型的材料而言，记笔记是有效的学习策略，因为人们需要对主要观点进行心理加工，才能决定要记下哪些内容。但研究发现，记笔记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要视具体情形而定。当学习比较复杂的概念性内容，核心任务是把握该内容的要点时，使用记笔记的策略最可能产生积极作用（Kobayashi，2005；Peverly et al.，2007）。另外，记笔记时如果进行一定的心理加工，而不只是简单地记下所读的内容，那么记笔记会更有效（Igo，Bruning，& McCrudden，2005）。例如，布雷青和库尔哈韦（Bretzing & Kulhavy,1981）发现，以改写（用不同的词语来陈述要点）的方式记笔记以及为向他人教授内容而准备笔记都是有效的策略，因为这些活动都要对信息进行高水平的心理加工。

为了让学生记笔记更有价值，一种有效的方法就是教师在给学生讲课或让他们阅读前，先提供部分笔记，这就给了能引导学生自己记笔记的类目。一些研究表明，将这种教学方法与学生的记笔记和复习结合起来，可以促进学生的学习（Robinson，Katayama，Beth，Odom，& Hsieh，2004）。

■ 画线

最常见的一种学习策略或许就是画下划线或涂亮色。尽管这种方法得到了普遍的使用，但是，研究整体表明画下划线对学习很少有促进作用（Anderson & Armbruster，1984；Gaddy，1998）。其主要问题在于很多学生无法确定什么材料是最重要的，而在过多的地方画线。当要求学生画出一段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时，他们确实能记住更多的内容，这或许是因为在确定哪句话最重要时，学生进行了较高水平的心理加工（Snowman，1984）。

■ 概述


概述
 （summarizing）是指给出能够代表所读信息主要观点的简短陈述。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取决于怎样运用它（Slotte & Lonka，1999）。一种有效的方式是在学生读完每段后，让他们用一句话进行概述（Wittrock，1991）。另一种方式是让学生写出内容概述，以用于帮助他人学习这些内容。这种方法之所以有效，部分是因为写概述的学生必须力求简短，要认真地考虑哪些是重要内容，哪些不是。但要注意的重要事实是，也有数项研究发现概述这种方法是无效的；在什么条件下该策略能够促进对书面材料的理解或保持，目前的了解也有限（Wittrock，1991；Wittrock & Alesandrini，1990）。

■ 以写促学

让学生在写作中解释正在学习的内容，这有助于学生理解和记忆。这种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Klein，1999）。例如，费洛斯（Fellows，1994）让六年级学生在为期12周的“物质状态”这一单元的科学课中，在课程的多个时间点写下对概念的理解。控制组则学习相同的内容，但不进行写作。在后测中，写作组记住了更多的内容。这个研究和其他一些研究发现，针对具体内容而进行的写作活动可以帮助儿童学习所写的内容。但是，关于针对性较弱的“日志式写作”，即学生像记流水账似地将自己的观点和观察结果记录下来，其有效性的证据则远没有这么一致。

■ 列提纲和画概念图

还有一类彼此有关的策略要求学生以框架结构的形式表征所学的内容，这些策略主要包括列提纲、画网络图和概念图。列提纲
 （outlining）就是以层级的形式来呈现材料的各项要点，其中每一项具体的内容都被归于较高水平的类别之下。绘网络图或画概念图
 （concept mapping）是指学生识别出主要观点或概念，并用示意图将这些观点和概念联系起来（Hyerle，1995；Robinson & Skinner，1996）。例如，学生可能自己制作图6.4所示的“野牛”概念的图式表征，并把它作为一个网络，以概括野牛以及它对平原印第安人的重要性的事实材料（见Clark，1990；Rafoth，Leal，& De Fabo，1993）。

对列提纲、画网络图和概念图的有效性的研究还是很有限的，其研究结果也不一致。但是总体上发现，作为学习的辅助手段，这些方法是有帮助的（Nebsit & Adesope，2006）。

■ PQ4R法


PQ4R法
 是最广为人知的学习技法之一，它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所读的内容（Thomas & Robinson，1972）。该方法是在罗宾逊（F. P. Robinson，1961）提出的早期版本即SQ3R基础上形成的。首字母PQ4R分别代表：预览
 （preview）、提问
 （question）、阅读
 （read）、反思
 （reflect）、背诵
 （recite）和复习
 （review）。

研究表明，PQ4R法对年长儿童是有效的（Adams，Carnine，& Gersten，1982），原因看起来也明确。遵循PQ4R程序，可以使学生更关注信息的有意义的组织，促使学生运用其他各种有效的策略，如设计问题、精细加工以及分散练习（在一段时间内复习知识的多个机会）（Anderson，1990）。


理论应用于实践：教授PQ4R法

按照以下指导原则，向学生逐步解释和演示PQ4R方法。


	
预览：
 快速地浏览一遍材料，对其基本框架、大主题和分主题有大致的了解。注意大标题和小标题，并确定你将要阅读和学习的内容。

	
提问：
 阅读前先自我提问。根据标题用特殊疑问词来设问：何人
 （who）、何事
 （what）、为何
 （why）、何处
 （where）。

	
阅读：
 阅读材料，不要写大量的读书笔记。试着回答你阅读前提出的问题。

	
对材料反思：
 尽量通过以下方式来理解和解释所学内容：（1）与已知的事物联系起来，（2）将文中的各个分主题与基本概念或原理联系起来，（3）试着解决所呈现的信息中的矛盾以及（4）试着运用材料本身来解决它显示的问题。

	
背诵：
 通过大声陈述主要观点、提问并回答问题等方式来练习记忆信息。你可以根据标题、关键词以及关于主要观点的笔记来提出问题。

	
复习：
 最后一步，积极复习，集中精力自我提问；只有当自己不能确认答案时，才重新阅读材料。





认知教学策略如何帮助学生学习

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白兔不知道怎样在审判中为红心仆人辩护。红心国王给了它一个建议：“从头开始……不停地读，一直到末尾，然后停止。”“红心国王法”是讲课时常用的一种方法，在中学或大学应用得尤为普遍。但是，教师帮助学生理解课程内容的方法不限于此。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来帮助学生准备学习新内容，比如提醒学生回想已知的内容，向学生提问，帮助学生联系和回忆新信息（Carver & Klahr，2001；McCormick，2003）。第7章论述了有效讲课的多方面特征，而下面将讨论的做法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可帮助学生理解、回忆和运用重要的信息、概念和技能。

■ 激活先前知识，建立不同学习间的联系

请阅读下面的一段文章：

利用抵押的珠宝换来的资金，我们的英雄英勇地击退了所有企图阻止他实施计划的嘲笑者。眼睛看到的并不是事实。这个有待探索的星体更像一个蛋形物，而不是一块桌面。现在，三个执着的姐妹在寻找证据。在艰难的行程中，有时一望无际而风平浪静，但更多的是波涛汹涌。日子一天天、一周周地过去了，许多怀疑者散布着有关边界的可怕谣言。终于，带有羽翼的生灵不知从何方降临，这标志着巨大的成功。（Dooling & Lachman，1971，p. 217）


21世纪的学习：

学习如何学习


21世纪的一项核心技能是自我指导。互联网使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从谷歌、维基百科等来源获得大量信息。问题在于，学习者需要知道如何对他们的思维进行组织，以有效应用这些信息。他们需要知道如何确定自己对一个主题已经知道什么，以及还需要知道什么，并需要有一种提取相关信息的策略。教授学生对自身的学习过程进行掌控可以帮助他们高效地运用时间进行阅读以获取信息，无论阅读材料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版的。

在一个充满各种信息的世界中，了解学习策略是十分有必要的，如使用组织信息的图表、列提纲、用层级框架来组织信息。

问题：


	你可以与你的学生讨论哪些问题，以确保他们能够进行有效的网络搜索？

	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张贴任意的信息，即使是错误信息。学生如何能够了解他们在网上获得的信息是否真实准确？





现在请根据下面提供的信息再重读上段文章：这段文章是有关哥伦布的。如果事先你不知道上段文章描述的是什么，那么该段文章对你而言毫无意义。你能理解其中的字词和语法，或许还可以推断出这是关于航海发现的故事。然而，一旦你得知这个故事是关于哥伦布的，那么你就可以利用已有的关于哥伦布的知识来帮助自己理解这段文章，而那些晦涩难懂的指代似乎也变得有意义了。当你知道这个故事所描述的内容时，那么像“抵押的珠宝”（伊莎贝拉女王的珠宝）、“蛋形物”（陆地的形状）、“三个执著的姐妹”（名为尼娜、平塔和圣·玛利亚的三艘船）以及“带有羽翼的生灵”（鸟）等词汇就很容易被理解了。

这则故事写的是哥伦布。根据图式理论，这一条先行信息可以激活与哥伦布有关的图式。你很容易理解和整合有关哥伦布、伊莎贝拉和费迪南德夫妇以及故事中船只等方面的信息，并将它们整合起来。就好像你有一个文件柜，其中一个抽屉上标有“哥伦布”的标签。当你得知将要听到与哥伦布有关的信息时，你就会在心理上打开这个抽屉，其中装有“伊莎贝拉”、“船只”以及“嘲笑者和怀疑者”等文件。现在你可以将新信息存入恰当的位置。如果你了解到“圣·玛利亚”号在风暴中毁坏了，你可以将这个信息放在“船只”文件中。如果你了解到大部分文明世界的人都与哥伦布的观点一致，认为地球是圆的，那么你可以将这种信息放在“嘲笑者和怀疑者”文件夹中。当然，用文件柜进行类比并不完全恰当，因为图式中的各个文件相互间都有逻辑联系。并且，你会主动地运用文件中的信息去理解和组织新信息。


先行组织者
 　戴维·奥苏伯尔（David Ausubel）确立了先行组织者
 （advance organizers）的方法（Ausubel，1963），将学生导向将要学习的材料，帮助学生回忆有关的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整合新的知识。先行组织者是对将要学习的主题的引导性表述，它为新信息提供了一个框架，并且把新信息与学生已有的信息联系起来（Joyce，Weil，& Calhoun，2000）。例如，在一项经典研究中（Ausubel & Youssef，1963），研究者要求大学生去阅读一篇关于佛教的文章。阅读前给一部分学生提供佛教和基督教的比较信息作为先行组织者，而给另一部分学生提供与佛教无关的其他文章。结果表明，接受先行组织者的学生记住了更多的内容。研究者认为，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先行组织者激活了学生有关基督教的知识，使他们能够应用激活的知识去整合不太熟悉的宗教方面的信息。

[image: 196-1]
使用先行组织者可以帮助学生在一堂课或一项任务前激活他们已有的知识。先行组织者用于什么类型的材料，在哪些情境中使用时效果最好？



许多研究表明，先行组织者提高了学生对某类材料的理解程度（见Schwartz，Ellsworth，Graham，& Knight，1998）。当教授那些结构良好的内容，但这种结构对学生又不是显而易见时，先行组织者的作用似乎最大。但是，当要学习的学科涉及大量的分散主题，或事实性内容无法形成一个清晰的组织结构时，研究整体上并未发现先行组织者对帮助学习也有效（Corkill，1992）。此外，如果先前的知识不足或者缺乏有关的知识，则先行组织者等设计用来激活先前知识的方法可能适得其反（Alvermann，Smith，& Readence，1985）。如果学生对基督教知之甚少，那么把佛教与基督教联系起来可能会使学生感到困惑而非帮助他们。

先行组织者本身是一种有效的策略，而有关先行组织者的研究也揭示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普遍原理：激活先前知识能够促进理解和保持（Pressley，Harris，& Marks，1992）。除了先行组织者外，其他一些策略也运用了这一原理。比如，在学习某个主题之前，让学生讨论与该主题有关的已有知识（Pressley，Tannenbum，McDaniel，& Wood，1990），让学生对将要学习的材料做出预测（Fielding，Anderson，& Pearson，1990），这些方法都能促使学生有意识地运用先前知识。


类比
 　与先行组织者一样，运用解释性类比（对比或平行比较）使学生将新知识与已牢固建立的背景知识联系起来，从而增进理解。例如，教师在讲人体抵抗疾病的机制时，可以在课程的导言部分让学生想象一场战争，以此类比人体抵抗疾病的斗争。同样地，教师在讲授白蚁社会的有关内容时，开头可以让学生思考某个王国中民众等级的划分，并将昆虫社会与之类比。类比
 （analogy）可以把新信息与已知的概念联系起来，进而帮助学生学习新信息（Bulgren，Deshler，Schumaker，& Lenz，2000；McDaniel & Dannelly，1996）。

一项有趣的研究（Halpern，Hansen，& Riefer，1990）发现，当类比的事物与被解释的事物非常不同时，类比的效果最好。例如，大学生在学习淋巴系统的内容时，如果用海绵中水的运动做类比，其促进效果要好于用静脉中的血液流动做类比。这可能表明，做类比的事物应是学习者完全熟悉的，这比它们与正在讲授的概念有任何直接联系更重要。


精细加工
 　认知心理学家用精细加工
 （elaboration）这个术语来指代这样的学习过程：将要学习的材料与学习者头脑中已有的知识或观念联系起来进行思考（Ayaduray & Jacobs，1997）。例如，斯坦、利特菲尔德、布兰斯福德以及帕萨姆皮瑞（Stein，Littlefield，Bransford & Persampieri，1984）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来说明精细加工的重要性。研究者让学生学习一系列的短句，比如“灰头发的人拿着一个瓶子”。其中一些学生学习的材料是嵌在更精细的句子中的同一些短句，如“灰头发的人拿着一个染发剂的瓶子”。结果发现，学习精细句子的学生，其回想的正确率高于没有接受精细加工的那组学生，因为附加的词语使得句子能够与学生头脑中已有的结构良好的图式联系起来。灰头发的人
 和瓶子
 之间的联系是人为规定的，如果用染发剂
 这个词把它们联系起来，则这种联系就有了意义。

精细加工过的信息更易于理解和记忆，教师可以运用这种规律来帮助学生理解课程内容。要求学生找出观念之间的联系，或者把新概念与学生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例如，学生在理解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并入美国时，从墨西哥人的角度来考虑此事，或者将该事件类比为一个朋友借用一辆自行车后决定不予归还的情形，都有助于理解。可以把精细加工作为一种技巧教给学生，以帮助他们理解所学的内容（Willoughby et al.，1999）。在讨论某篇故事或小说时，教师可能会不时地要求学生停下来，想象一下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情，目的是帮助学生精细加工对材料的理解。

■ 组织信息

回忆本章前面讨论的购物单。当购物单的内容以随机的顺序呈现时，很难记住。其部分原因在于内容太多，不能同时保持于工作记忆中。但如果按照某种符合逻辑的方式将信息组织起来，它就意义明确，易于学习和记忆。比如按照熟悉的食谱把特定的食物归类（例如，将面粉、鸡蛋及牛奶归于“煎饼”类），并将食谱和其他食物归于“早餐”、“午餐”和“晚餐”的类别中。

与组织不良的材料相比，学习和记忆组织良好的材料容易很多（Durso & Coggins，1991）。在层级化的组织中，具体的问题被归于一般的主题之下，这种组织方式尤其有助于学生的理解。例如，在鲍尔、克拉克、莱斯戈德和温岑茨（Bower，Clark，Lesgold，& Winzenz，1969）所做的一个经典研究中，研究者让第一组学生记忆按任意顺序排列的112种矿物的单词，让第二组的学生记忆按特定顺序排列的同样的单词，图6.9即是按层级顺序排列的单词。实验分四个时段进行：在第一个时段中，教给学生水平1和水平2中的单词；在第二个时段，教给学生水平1、水平2和水平3中的单词；在第三和第四个时段，教给学生水平1至水平4中的所有单词。实验结果发现，第二组的学生平均能回忆100个单词，而第一组的学生仅能回忆出65个单词，这表明连贯地、有组织地呈现学习材料是有效的。在教授复杂的概念时，不仅要将材料进行良好的组织，更为重要的是，组织框架本身对学生也应该清晰明了（Kallison，1986）。例如，在教授图6.9所示的矿物时，教师可以经常提及该框架，并指明从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转换，比如：

“回忆一下，合金是两种或多种金属的组合。”

“我们已经了解了稀有金属、普通金属以及合金，让我们继续学习第二类矿物：石头。”


运用提问技法
 　帮助学生从书面材料、讲课或其他资料中学习信息的一种策略是向学生提问，要求学生不时地停下来评估自己对教材或教师讲授的内容的理解程度（Pressley et al.，1990；Sadker & Sadker，2006）。在引入教学内容前向学生提问，或者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这些做法都有助于学生掌握与所提问题有关的内容（Rosenshine，Meister，& Chapman，1996）。


运用概念模型
 　帮助学生理解复杂主题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引入概念模型，即呈现各要素间相互联系方式的图表。图6.1解释了信息加工，这是概念模型的一个经典例子。利用这种概念模型可以将信息组织和整合起来。许多主题都适宜使用概念模型，比如电学、力学、计算机编程以及法规被批准的过程。当概念模型成为课程内容的一部分时，学生不仅学到了更多的内容，而且也能更好地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去创造性地解决问题（Mayer，2008b）。知识地图是概念模型的一个变式，它也能用来教授各种内容。知识地图以图形的方式来展示一个主题中的各主要概念以及概念间的联系。研究表明，在一节课后给学生呈现知识地图，可以促进学生对课堂内容的保持（Nesbit & Adesope，2006；O'Donnell，Dansereau，& Hall，2002）。

图6.9　矿物的层次结构

[image: 198-1]

资料来源：
 "Hierarchical Retrieval Schemes in Recall of Categorized Word Lists" by G. H. Bower et al., from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Volume 8, 323-343. Copyright © 1969.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Elsevier.）



图形、图表、矩阵以及其他方法都可以将信息组织成一种易于理解的视觉形式。研究发现，这些方式可以促进理解、记忆和迁移（Carney & Levin，2002；Mayer，2008a，b）。但是，如果这些要素中包含太多无法用可视化手段快速传递的信息，那么它们将失去其效用（Butcher，2006；Schnotz，2002；Vekiri，2002）。阿特金森等人（Atkinson et al.，1999）描述了一种方法来解决这类问题：把记忆手段和图表结合起来。教师为了教授五年级学生学习各种鲨鱼的特征，制作了一张表，其中诙谐的图画把鲨鱼的名字及其特征联系起来。例如狗鲨生活在近海中等深度的水中，长着锯齿状的牙齿。可以采用这样的记忆手段：狗从停在浅水区的潜水艇中浮出，拿着锯，想锯倒岸上写有“禁止狗入内”的标牌。与观看其他类型的展示方式的学生相比，运用这种方法的学生能够记住9种鲨鱼的更多的特征。


有意识的教师：

运用你所了解的学习的认知理论来改善教学与学习


有意识的教师了解信息是怎样被接收、加工和存储在记忆中的。他们以现身说法的方式证明了教学不只是在讲述；他们帮助学生把新信息和已知的信息联系起来，并鼓励学生在其他情境中运用这些知识。有意识的教师会将有关认知的研究成果吸纳到课堂教学中，以帮助学生形成持久的、有意义的理解。


	我希望学生在课程结束后能了解什么、能做什么？这对于实现课程目标、使学生成为有能力的个体有什么作用？



有意义的信息一般最容易记忆。对教学目标、目的进行回顾，以确保教学计划是为了有意义的学习。例如，在教授人体结构时，你应确保把重点放在各个器官的功能及其联系上，而不只是强调对这些器官的识别。如果你在教授词性，你应该要求学生自己用形容词或副词造句，而不只是指出你呈现的例句中的形容词和副词。


	在我的教学中应该考虑学生所具有的哪些知识、技能、需要和兴趣？



学生对某个学科了解得越多，越能够有效地组织和联系新信息。探明学生对你所讲授的主题的掌握程度。

你在讲授历史课中越南战争这一单元时，可以花第一节课用图表整理出学生已经知道的有关这场战争的知识。如果你意识到学生的情感体验、学习材料所具有的个人意义以及相关性等都有助于学生深层次地加工信息，从而更牢固地记忆，你就可以让学生把曾参加过这场战争的亲戚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在科学课上讲授海洋生物时，你可能在第一节课上就发现学生对鲸鱼着迷。因此你可以与学生一起讨论科学家们是怎样区分各种鲸鱼的，帮助学生列出所有鲸鱼都具备，但随种类发生变化的特征。你可以指导学生对类别的选择，确保他们列出的特征是相关的；并布置家庭作业，让学生阅读课文中的选段，记下阅读时产生的问题，以便下一节课讨论。


	我在学科内容、学生发展、学习、动机以及有效教学策略等方面所掌握的哪些内容能够用于实现教学目标？



为了使信息有意义并易于记忆，你应该促使学生运用新习得的知识和技能来创造自己的新成果。例如，在教授外语时，你可以要求学生运用新词汇或动词形式去造句或对话。你可以要求学生分小组活动，编出分别有关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对夫妇、一群女孩或者一个学校校长的闲谈，让学生在逼真的语境中运用不同的代词、动词和形容词。


	哪些教学材料、技术、辅助手段和其他教学资源有助于实现我的教学目标？



图式理论认为新信息被加入到已有的、由相互关联的观念构成的网络中。你可以与计算机室的教师合作，利用软件将信息绘成图和建立数据库。你可以给学生示范怎样应用这些计算机程序，并随后给学生提供上机时间或课堂时间来练习使用这些工具，以便学生为自己制作适用某个学科领域的档案材料。目前许多软件程序都可以在材料中加入图表和言语成分，这有助于进行多种形式的信息加工，鼓励学生思考和监控自己对当前操作的材料的学习情况。


	我怎样评价学生达到目标的程度？



学生需要展示不同形式的理解：机械学习、意义学习以及在新情境中运用信息的能力。给学生一些任务，以便考察学生运用知识的不同形式：他们记住了吗？他们正在迁移知识吗？他们正在运用吗？基于这些结果来调整你的教学。例如，作为高级外语班的教师，你要评估学生回忆单词的能力、描述语言规则和结构的能力以及用外语进行交流的能力。你或许发现学生能出色地回忆单词，但是用外语表达自己的想法则吃力。那么，你可以为他们创设一些模拟的情景，比如晚会、餐馆、机场或者野餐，让他们进行言语交流。


	如果个别学生或全班没有迈上成功之路，我该如何去做？我的补救计划是什么？



当学生显示出他们能够掌控自己的学习时，他们就成功了。检查学生是否能够运用自我提问策略、元认知来评价自己的学习。例如，在让四年级的学生阅读有关爬行动物的文章之前，你可以让学生在阅读时进行自我提问，并建议他们记下自己的发现。在学生读完之后，询问他们哪一段课文比较难懂，他们是如何处理较难内容的。学生的回答可以使你了解到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主动监控自己的学习。



本章概要

什么是信息加工模型

记忆的三个主要成分是感觉登记、短时记忆（即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感觉登记是与感官相联系，且存储时间非常短的记忆。感官接收的信息若不被注意，很快就会被遗忘。一旦信息被接收，大脑就会根据我们的经验和心理状态来加工这些信息。这种加工活动就是知觉
 。

短时记忆或称工作记忆是一种储存系统，它可以同时容纳5～9个单元的信息。信息可以从感觉登记进入工作记忆，也可以从长时记忆进入工作记忆。重复信息以使其保持在工作记忆中的过程叫做复述。

长时记忆是记忆系统的一部分，大量的信息可以无限期地储存于其中。学习的认知理论认为，帮助学生把正在学习的知识与长时记忆中已有的知识联系起来是非常重要的。

长时记忆的三个部分是情景记忆、语义记忆和程序记忆。情景记忆储存我们的个人经历；语义记忆以图式的方式储存事实和一般性的知识；程序记忆储存如何做事情的知识。图式是相关概念构成的网络，它们能够指导我们的理解和行动。那些能够与已有的完备图式相匹配的新信息比与图式不太契合的信息更容易学习。加工水平理论认为，学习者只能记住他们加工过的信息。当学生操作信息、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信息、分析信息时，他们也在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双重编码理论进一步强调运用视觉和言语编码来学习信息的重要性。

脑研究告诉了我们什么

科学家使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来观察大脑是如何工作的，这促进了脑科学的快速发展。脑研究揭示了大脑的特定部位是如何在其他特定脑区的协同下对特定类型的信息进行加工的。随着个体专业性的不断提高，其脑功能变得更加高效。早期的脑发展是一个增加神经联结、之后又舍弃无用联结的过程。神经科学在大脑运作方式方面的研究得到了许多发现，但这些研究结果目前还无法直接应用于教学中。

记忆或遗忘的原因是什么

干扰理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会遗忘。它认为，当某条信息与其他信息相混淆或受到其他信息的排挤时，个体就会遗忘该信息。干扰理论提出了导致遗忘的两种情况：倒摄抑制和前摄抑制。倒摄抑制是指学习后一项任务使个体遗忘了以前所学的内容；前摄抑制是指一种学习干扰了后来所学内容的保持。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表明，人们最容易记忆一系列材料中最先和最后呈现的内容。要达到自动化就必须对信息和技能进行练习，而所需的练习量远远超出了在长时记忆中保持它们所需要的练习量，使用技能达到自动化时则很少需要或不需要心理努力。练习加强了新获得的信息在记忆中的联系。分散练习（在一段时间内将任务的各部分分开进行练习）通常比集中练习更有效。亲历也有助于学生记忆信息。

如何教授记忆策略

教师按照有组织的方式来呈现课程内容，或教授学生运用被称为记忆术
 的记忆策略，这些都有助于学生记忆事实性的材料。言语学习有三种形式：配对联想学习、系列学习和自由回忆学习。配对联想学习就是指呈现配对项中的一项时，个体能够以另一项来回应。通过运用各种表象策略，如关键词法，学生可以改善配对联想学习。系列学习是指以特定的顺序回忆一系列的项目。自由回忆学习是指以任意顺序回忆一系列项目。位置法、词栓法、押韵法以及首字母法都是有用的记忆策略。

怎样使信息有意义

对学生而言易理解的和重要的知识比那些通过机械学习获得的惰性知识意义更大。根据图式理论，个体的有意义知识是由图式网络和层次构成的。

元认知策略如何帮助学生学习

元认知通过思考、控制以及有效地运用自己的思维过程等方式来帮助学生学习。

何种策略有助于学生学习

记笔记、有选择和导向地画线、概述、以写促学、列提纲以及绘图等策略都能有效地促进学习。一些策略强调有意义的信息组织，PQ4R法是其中一例。

认知教学策略如何帮助学生学习

先行组织者通过激活先前的背景知识来帮助学生加工新信息。其他基于认知学习理论而提出的教学策略包括类比、精细加工、组织化图式、提问策略以及概念模型。

关键术语

回顾本章中的以下关键术语：

信息加工理论

感觉登记

知觉

注意

短时记忆或工作记忆

复述

长时记忆

情景记忆

语义记忆

程序记忆

闪光灯记忆

图式

加工水平理论

记忆双重编码理论

干扰

倒摄抑制

前摄抑制

前摄促进

倒摄促进

首因效应

近因效应

集中练习

分散练习

亲历

言语学习

配对联想学习

系列学习

自由回忆学习

表象

记忆术

关键词法

位置法

词栓法

首字母法

机械学习

意义学习

惰性知识

图式理论

元认知

元认知技能

自我提问策略

记笔记

概述

列提纲

画概念图

PQ4R法

先行组织者

类比

精细加工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指导语：
 本章开头的案例中所涉及的评价指标是各州的资格认证考试的常见考点。请重读开头的案例，回答下列问题：


	根据信息加工理论，在3秒钟的实验里，维罗娜·毕晓普的学生首先运用的是记忆系统的哪一种成分？
	感觉登记

	短时记忆

	工作记忆

	长时记忆








	维罗娜·毕晓普问学生：“想象自己能够记住进入过大脑的所有信息。那会是什么样呢？”一个学生回答：“会成为一个天才。”另一个学生回答：“会发疯的！”为什么毕晓普同意第二个学生的观点？
	天才是天生的特征，与记忆无关。

	天才与注意环境线索之间没有关联。

	同时呈现过多的信息将减弱学习效果。

	有心理疾病的人比正常人接收了更多的环境信息。








	在这次3秒钟的实验中，维罗娜·毕晓普要求学生回忆与投影呈现的信息无关的事物。当学生回忆起气味、声音以及教室中的细节和其中的师生时，他们运用了哪种类型的记忆？
	语义记忆

	程序记忆

	双重编码记忆

	情景记忆








	学生谢里尔回忆说自己看到了单词“学习”，虽然它实际上并未出现。毕晓普是如何解释这种现象的？
	实验期间毕晓普确实说过这个单词，恰巧被谢里尔听到了。

	人们倾向于记住所呈现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信息单元，因此谢里尔在实验后想到了单词“学习”。

	“学习”与“记忆”二词关系非常密切，而后者确实被呈现过，在记忆中这两个词很可能是储存在一起的。当回忆出其中的一个时，另一个也会被回忆出来。

	学生仅有3秒钟的时间浏览信息，因此谢里尔对回忆的报告中含有猜想的成分。








	设想维罗娜·毕晓普班上的一些学生试图以随机形式回忆投影呈现的信息。他们运用了哪种学习策略？
	自由回忆学习

	系列学习

	配对联想学习

	过程学习








	维罗娜·毕晓普总结实验时告诉学生，他们将会忘记实验中的一部分细节而记住另一部分细节。这是为什么？
	根据加工水平理论，我们倾向于保持经过透彻加工的信息。如果学生赋予信息以意义，就可能记住它。

	根据双重编码理论，视觉信息比言语信息更容易保持。学生更容易记住看到的信息而不是听到的相同信息。








	描述几种记忆策略，它们可以被教给学生，用于帮助学生记忆课程中给出的事实、概念和观念。







7　有效的教学

本章提纲


什么是直接教学



如何进行直接教学



	阐明学习目标

	使学生适应课堂教学

	复习先决知识

	呈现新内容

	进行学习测查

	提供独立练习

	评价表现并提供反馈

	提供分散练习和复习




直接教学法的有关研究对教学有什么启示



学生如何学习和迁移概念



	概念学习与教学

	为学习迁移而教




如何在教学中运用讨论



	主观的和有争议的主题

	困难的和新颖的概念

	情感目标

	全班讨论

	小组讨论




学习成果


学习本章后，你应当能够：


	给直接教学下定义并指出在什么情况下适合采用这种方法

	描述如何教授直接教学课程

	论述直接教学的相关研究能为课堂实践提供哪些建议

	描述如何最好地为学习的迁移而教学

	明确在什么样的教学情境中，讨论是最有用的




詹尼弗·洛根女士所教的八年级自然科学课气氛很热烈。学生们以小组的形式在实验台旁做着实验，他们把水装入各种瓶子中，然后敲击瓶子，以弄清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着声音的性质。其中一组摆好了一列完全相同的瓶子，在每个瓶中倒入不同量的水，然后依次敲击这些瓶子时，就产生了简单的音阶。一个小组成员告诉洛根女士：“只有瓶子里水的多少会影响声音。”其他小组成员也点头表示同意。另一个小组摆出各式各样的瓶子，然后仔细在每个瓶子中注入等量的水。一个小组成员说：“是瓶子的形状和厚度导致了声音的差异。”其他小组的实验则更缺乏章法，他们把不等量的水分别注入大小、宽窄和薄厚各不相同的瓶子中，然后敲击瓶子以辨别声音的不同。他们得出的结论真是五花八门。

半小时后，洛根女士将全班同学召集在一起，让小组成员们描述所做的实验以及得出的结论。学生们大声地宣布着本组的观点。“是水的多少！”“是瓶子的高度！”“是瓶子的厚度！”“不，是瓶子的形状！”“是敲打瓶子的用力程度！”洛根女士协调着大家的争论，但是让学生们质疑各自的观点，并分别给出理由。

第二天，洛根女士教授声音这一课。她解释声音如何在空气中产生波，波又如何引起耳膜振动，将声音信号传递到大脑。她让两个学生拿着一根玩具弹簧到教室的前面，用弹簧来演示声波是怎样传递的。她问了学生许多问题，既想了解他们是否明白，又想引导他们进行下一步的思考。然后她解释了为什么管状物越长，声波在其中的音调会变得越低。为了说明这一点，她用一根短笛和一根长笛进行了演示。学生们豁然开朗，洛根女士也能从学生对问题的回答中了解到他们真的搞明白了。最后，老师让学生们回到各自小组，讨论刚才所学的内容，并将获得的新知识运用到瓶子问题中去。

第三天上声学课时，学生们很兴奋，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他们冲到实验台前开始摆瓶子、注水、敲击，以验证前一天各人想出的理论。洛根女士在小组间走动，听着他们的交谈。她听到一个学生说：“并不是水的量，而是空气的量！”另一小组的学生说：“不是瓶子，是空气！”她还帮助一个毫无头绪的小组着手去做实验。最后，洛根女士将学生召集在一起，讨论他们的发现和结论。一些小组的代表演示了他们所做的实验，以展示每个瓶子里的空气量是影响声音的惟一因素，以及空气量是如何影响声音的。

洛根女士问：“我们如何做一个精确的实验来说明只有空气的量才影响声音？”

学生们唧唧喳喳地说着，然后决定在一个实验中使用所有的瓶子。他们摆了一列完全相同的瓶子，里面装满不同量的水。之后，为了证明是空气而不是水影响着声音，他们又将相同量的水装入不同尺寸的瓶子里。这样的实验已经足以证明，瓶子中留下的空气越多，声音就越低。

下课时，洛根女士布置了家庭作业：阅读教科书上的声音那一章。她告诉学生，他们将有机会进行小组合作学习，以保证每个成员都理解了声学课的所有内容，而且之后还会有一次小测验，每个学生必须独立完成，以证明他们能运用所学的新知识。她提醒学生，只有小组中的每个成员都掌握了所学内容时，这个小组才是“超级团队”。

下课铃响了，学生们涌进了走廊，他们仍兴奋地谈论着学到的知识。一些小组成员还约定在晚上一起准备第二天的学习内容。洛根女士看着他们陆陆续续地离开。她很累，但是她知道这些学生将永远不会忘记在课上所学的有关声音和实验方法的知识，而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不会忘记自己只要用心，就能够透彻地理解一些复杂概念。


运用你的经验



创造性思维
 　在一张纸的中心部位写下有效的教学这个短语，并将它圈起来。运用头脑风暴列出你能想到的各种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完成这步后，列出洛根老师运用了哪几类教学方法。


批判性思维
 　洛根老师是怎样激励学生学习的？她运用了什么策略促进学生对材料的保持？



课堂是进行教育的场所。学校教育的其他部分，从教学楼到班车，再到各种管理措施，都是为了支持教师进行有效的课堂教学。教师并不是孤军奋战地进行教育。大多数教师用大部分的课堂时间来讲课。一般的小学或中学教师每年可能要讲800到1000节课！

进行有效的课堂教学是教师技能的核心。课堂教学的某些技能需要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加以学习，优秀的教师每年都会取得进步。当然，教育心理学家们已经研究了有效课堂教学的要素，也积累了大量对不同年级和科目的日常教学有用的信息（Arends，2004；Good & Brophy，2008；Marzano，Pickering，& Pollock，2001；Rosenshine，2008；Schmoker，2006）。本章以及随后的四章将阐述这方面研究的一些主要发现，并运用这些发现来思考日常教学的实践需求。

正如洛根女士的课堂教学中所展示的，有效的课堂教学会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她在同一主题的四堂课中运用了直接教学、讨论、合作学习以及其他建构主义教学方法。这些方法经常有着迥然不同的理念基础，究竟哪种方法最有效，至今仍有激烈的争论（见Joyce，Weil，& Calhoun，2004；Kirschner，Sweller & Clark，2006；Pressley et al.，2003）。然而，绝大多数有经验的教师都会承认：教师必须能够运用所有的这些方法，并且知道每种方法适合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本章关注的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策略，这些策略最适合帮助学生理解、整合以及运用新的概念和技能。第8章关注的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学生在设计组织自己的学习以及与他人的学习时扮演着积极主动的角色。然而，不应当认为这两章所呈现的不同教学策略代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教育理念，而应当将它们看做是在不同的时候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的互补策略。

什么是直接教学

有时，最有效的教学形式是直接将信息、技能和概念呈现给学生（Bligh，2000；Good & Brophy，2008；Gunter et al.，2003；Hollingsworth & Ybarra，2009；Kirschner et al.，2006；Rosenshine，2008）。直接教学
 （direct instruction）指这样的一种课堂教学，即教师直接将信息传递给学生，并有效地分配课堂时间，以尽可能高效地实现一系列明确界定的目标。直接教学尤其适用于教授那些学生必须掌握的、定义明确的信息或技能（Gunter et al.，2003）。当教学的主要目标是深层次的概念改变、探究或发现，或者是开放性的教学目标时，一般认为直接教学就不太适用了。然而，最近的研究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即直接教学在概念的发展方面也比发现法更加高效。克拉尔和尼格姆（Klahr & Nigam，2004）将两组三年级学生进行了比较，其中一组学生直接接受关于如何分离一个变量的效应的实验教学，另一组学生则没有接受直接教学，而是自己进行实验。结果，那些接受了直接教学的学生在设计新的实验时表现更好。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进行的大量研究揭示了有效的直接教学的成分。尽管不同的研究者所描述的成分各有不同（见Evertson & Poole，2008；Good & Brophy，2008； Hunter，1995；Rosenshine，2008），但研究者和教师们普遍同意有一系列事件肯定了直接教学的有效性。首先，教师使学生了解当天课程学习所必须具备的技能（例如，假如今天的课程是昨天所学课程的延续，则教师需要带领学生对昨天所学的课程做简短的复习），并告知学生今天要学什么。然后，教师用大部分的课堂时间来教授技能或知识，给学生机会去练习技能或使用知识，并对学生进行提问或小测验，以检查学生是否达到了学习目标。

下面简要描述了直接的课堂教学的各部分。本章的下一节还将对各个部分进行详细论述。


	
阐明学习目标，使学生适应课堂教学。
 告知学生将要学习什么，要达到什么目标。通过告知学生所学内容多么有趣、多么重要以及与学生个人的关系多么密切，来引发学生的学习欲望。

	
复习先决知识。
 对学生要理解新课程所必需的所有技能或概念进行复习。

	
呈现新内容。
 教授课程、呈现信息、给出例子、阐明概念等等。

	
进行学习测查。
 对学生进行提问，以评价其理解水平，并纠正其错误概念。

	
提供独立练习。
 给学生提供机会，自己练习新技能或运用新信息。

	
评价表现并提供反馈。
 检查学生的独立练习或进行小测验。给出正确答案，对学生进行反馈。如果必要，可重新教授技能。

	
进行分散练习和复习。
 布置家庭作业，让学生对所学的新内容进行分散练习。在后续的课堂教学中，复习前面所学知识，并提供练习机会，以帮助学生记住所学内容并将其运用于不同情境。



如何进行直接教学

课堂教学有基本的结构，而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同的年级中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会迥然相异。高年级的老师可能对教学过程中的每个步骤都要花几天的时间，最后还要对学生进行正式的测试或小测验。而低年级的老师可能在一堂课中就实施了整个的教学过程，最后对学生进行非正式的评价。表7.1和7.2呈现了全然不同的两节课，以说明不同的学科和年级如何应用直接教学方法。第一节课，“借位减法”，是教授基本数学技能的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这堂课旨在促进学生深入理解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发生原因以及各事件的相互关系。请注意，第一课（表7.1）的教学进程是分步进行的，它强调在学习过程中进行频繁的测查和独立的练习，以此来帮助学生透彻地掌握概念，而第二课（表7.2）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通过交替进行传授新信息、讨论和提问等不同活动来评价学生对主要概念的理解。

这两类课程中所列举的教学活动顺序遵循着这样一个逻辑进程：从激发学生兴趣到呈现新信息，然后让学生练习新的知识或技能，最后进行评估。这种有序的教学进程对于任何学科和任何年级的直接教学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其中的每一步骤及其执行方式会随着不同的科目和不同的年级而异。

■ 阐明学习目标

呈现课程的第一步就是设计课程，清楚地阐明教授和学习该课程的理由。在课程结束时，你希望学生知道什么或者能做什么？教学框架能够很好地整合学生要掌握的信息、教学材料及学习活动，而在课程的开始阶段就确立学习目标是建立这样一个框架的必要步骤（Gronlund & Brookhart，2009）。


网络链接

想了解有关如何设计高质量的学习目标的内容，请访问http://park.edu/cetl/quicktips/writinglearningobj.html。



■ 使学生适应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开始阶段，教师要让学生建立一个积极的心理定势
 （mental set）或准备学习的态度：“我已经做好了学习的准备。我急切地想学习老师讲授的重要知识和技能，而且我大体上知道要学什么。”这种心理定势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建立。首先，教师应当要求学生准时上课，并且当上课铃响时马上开始上课（Emmer & Evertson，2009；Evertson，Emmer，& Worsham，2009）。这旨在增强学生对学习活动严肃性的认识。如果不按时上课，就会使学生失去这种意识。第二，引起学生对课程的好奇心和兴趣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在第一个课程案例（表7.1）中已有所体现，教师把借位减法放在一个假设的全班聚会的情境中介绍，因为聚会时借位减法是计算蛋糕数量的必要技能，而且聚会对年幼的学生来讲是一种现实而有趣的活动情境。在第二个课程案例中（表7.2），教师首先强调理解二战的起因和事件将有助于理解当今社会发生的事件，以此来强调该课程的重要性，教师还让学生联想参加二战的或深受二战影响的亲属，以此将课程与学生的个人生活体验联系起来。在本章开始的案例中，洛根女士在正式上课之前，让学生先做一些声学实验，从而激发了学生对声音的好奇心。

表7.1　基础数学课教学案例：借位减法

[image: 208-4]


表7.2　历史课教学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

[image: 209-2]



理论应用于实践：设计课程

课堂教学的第一步是阐明学习目标或学习结果，这是整个课程设计
 （lesson planning）的精髓（见Burden & Byrd，2010；Dick，Carey，& Carey，2009；Karges-Bone，2000）。作为教师，在设计一门课时，至少需要回答如下问题：


	学完课程之后，学生将知道什么或能做什么？将产生哪些学习结果？你怎样才能知道学生是何时掌握这些学习结果或目标的？掌握的程度如何？

	要学习这些内容，学生需要哪些先决技能？你如何确保他们已具备这些技能？

	你给学生提供什么样的知识、活动和经验以帮助他们获得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进而达到学习目标？这需要多长时间？你将怎样运用课内外的时间？课堂作业和家庭作业怎样帮助学生实现学习目标？

	你将如何引起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如何激发他们去学习？如何就他们的学习对他们给予反馈？

	你将用什么教科书和材料来呈现课程？何时对这些材料进行预览、检验并给学生提供一份使用指南？所有的材料是否都很准确？从教学法角度讲是否适合采用？是否具有文化公平性？内容是否恰当？是否适合学生的年级水平？

	你将在教学中运用哪些方法？例如，是否运用阅读、演讲、角色扮演、录像观摩、示范以及写作业等多种方式？

	你将运用什么样的参与结构：全班讨论或小组讨论？合作学习小组、能力分组还是独立作业？小组和个人要完成的学习任务是什么？你将怎样组织、监控和评价小组的学习活动？





一门关于遗传的课程可以按照如下的方式引入：

你是否想知道为什么高个子父母所生的孩子身高要高于普通孩子，红头发的孩子其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是红头发？想想你自己的家庭。假如你的父母双方都比普通人高，那么你也很可能高于普通人。好，我们今天要讲一门关于遗传这门科学的课，在这门课里，我们将了解到父母的特征是怎样遗传给孩子的。

这样的介绍可能会抓住学生的兴趣，因为这与他们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幽默和戏剧性也有助于学生确立积极的心理定势。英语教师有时可以用一个高帽子和一根棍子，以“变戏法”的方式将形容词转换为副词（如，把sad
 转换为sadly
 ），以此抓住学生的兴趣。现在十分流行的具有教学功能的儿童电视节目，如《芝麻街》和《我们一家都是狮子》，也经常运用这种策略来吸引儿童的注意力，使儿童始终保持着对要学习的基本技能的兴趣。最后，在课程开始时，教师必须给学生一张概念图，标明课程的进程，以及课程结束后学生们将学会什么。一条普遍的研究结论是：清楚地阐明课程目标能提高学生的成绩（Gronlund & Brookhart，2009）。提前给学生提供一份课程大纲也有助于学生整合新的知识（Bligh，2000）。


理论应用于实践：向学生阐明学习目标

教师教育方案中包括培训教师进行课程设计，而设计的第一步就是考虑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学习结果。向学生公布教学计划是个好做法，因为研究表明，对学习目标的了解能提高学生的成绩。下面是一些如何向学生阐明课程目标的实用建议。


	向学生阐明的目标应当是广泛的，它应当能覆盖所教课程的所有内容。研究表明，目标的覆盖面过于狭窄有可能使学生低估或者忽视课程中其他有意义的内容。此外，在课堂教学中，广泛的目标使教师能在课程开始后有更大的灵活性来根据需要调整教学。

	向学生阐明的目标在内容上要详细明确，使学生清楚地知道学习结果将是什么——他们将会知道什么，能够做什么以及如何运用新的知识和技能。

	考虑同时通过口头和书面方式陈述目标，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还要经常提及这些目标，以提醒学生为什么要进行学习。教师要经常运用口头和书面的目标大纲或概要。给学生提供学习产品、学习结果的示范或范例也是很有效的做法。例如，美术老师可以向全班展示运用了透视画法的学生作品，以此来说明学生自己将来能够创作出什么；数学老师可以给出一个数学问题，学生在开始时不能解决，但在课程结束时则能够解决。

	可以考虑运用提问的方法来引导学生自己阐述学习的目标或结果。他们的回答既体现了你的课程设计，也为你的课程设计提供了有益的信息。有些教师还让学生说出自己认为该怎样达到学习目标或怎样展示学习结果，因为研究表明，那些参与课程设计并对自己的学习有控制感的学生具有更强的学习动机。





■ 复习先决知识

课堂教学的下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确保学生已经掌握了先决技能和知识，并且将学生已经掌握的信息与你将要呈现的信息联系起来。假如今天的教学是昨天的延续，并且你确信学生明白了昨天所学的内容，那么复习可能仅仅是让学生回忆前面所学的课程，然后在开始新课程前向学生提些简短的问题。例如，你可能说：“昨天我们学了如何在以y
 结尾的单词后加后缀-ed
 。谁能告诉我们如何加这个后缀呢？”

由于今天的课程——在以y
 结尾的单词后加其他的后缀——是昨天课程的延续，所以这种简短的提示已经足够了。然而，假如你要介绍的新技能或新概念依赖于很久以前所学的内容，那么就需要更详细地讨论先决技能和评估其掌握程度。

有时，在开始新课之前对学生的先决技能和知识进行评估是必要的。在第一个教学案例（表7.1）中，教师简短地测验了学生解决无需借位的减法问题的能力和计数技能，从而为借位减法的教学做好了准备。假如学生对先决技能和知识掌握得较差，那么教师在开始新课之前就应先复习这些内容。

另一个复习先决知识的方法是提供先行组织者。像在第6章中所定义的那样，先行组织者是教师所做的引导性的阐述，它使学生回忆起已有的知识，并且给学生提供一个理解即将呈现的新材料的框架。在第二个教学案例（表7.2）中，教师通过带领学生复习当时德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正是这些使得希特勒的成功成为了可能，从而为学生学习新内容（希特勒掌权的过程）进行了铺垫。

■ 呈现新内容

从这一步开始进行课堂教学的主要活动，在这里，教师要开始呈现新的知识或技能。


课程结构
 　课程应该按照符合逻辑的方式组织起来。回想一下第6章介绍的内容，那些结构清楚、组织良好的信息比不太清晰的信息能更好地得到保持（Fuchs et al.，1997）。有关美国政府立法机构的课程可以按如下方式呈现：


联邦政府立法机构（第一课）



	
立法机构（国会）的功能和性质

	
通过法律条文


	
审批行政机构的经费


	
有两个议院——众议院和参议院






	
众议院

	
最接近人民的机构——所选代表任期两年——按人口比例决定代表人数


	
负责提出财税议案






	
参议院

	
使立法机构有更大的连续性——所选议员任期六年——每个州有两名议员


	
审批行政机构的任命和条约








这可以作为课程的开始部分；随后的课程将介绍如何提出和通过法律，如何制衡立法权等等。应该向学生指明该课程具有的清晰的组织结构。例如，你可以在第二个主题开始时停下来说：“现在我们准备学习国会中的下院，即众议院。”这样能帮助学生在心中形成一份大纲，帮助学生记住材料。研究发现，如果课程结构清晰地展开，并在各部分间过渡处对该结构进行说明，则可以提高学生对课程的理解水平（Lorch，Lorch，& Inman，1993）。


课程重点
 　教学有成效的教师除了通过提示下一个要学习的主题来讲清楚课程的组织结构之外，还会明确地指出课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例如“尤其要注意……”（Alexander & Jetton，1996）。在任何恰当的时候都应该重复要点，让学生及时回忆。例如，在讲授政府立法机构中有关总统否决权的课程内容时，教师最好按如下方式来讲：

我们再看一下前面讨论过的制衡体系的运作。行政机构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立法，而国会反过来也能控制拨给行政机构的活动基金。记住，理解制衡体系是如何运作的，这对于理解美国政府的运作机制至关重要。

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强调了有关美国政府的一条核心概念——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之间的制衡体系。在任何可能的时候都要反复提到这一内容，并强调它是重要的。


课程清晰度
 　有效的课堂教学的另一个特征是清晰性——用直接、简洁和组织良好的语言来呈现概念（Land，1987；McCaleb & White，1980；Smith & Land，1981）。离题或教学中断都有可能降低清晰度。清楚的陈述要求避免使用那些无助于理解课程的含糊语言，例如下面这句话（摘自Smith & Land，1981）中的楷体字就比较含糊：“在我们可能
 把握课程的主要观点之前，或许
 你应当先复习一些先前概念。”


解释
 　有效的解释是有效教学的核心（Wragg & Brown，2001）。最近威特沃和伦克尔（Wittwer & Renkl，2008）的一篇关于解释的研究综述得出结论，认为有效的解释会考虑并联系到学生已经知道的内容（Bolhuis，2003；Leinhardt & Steele，2005），而且更加强调概念和原理而不仅是事实和技能。有效的解释会采用一些策略来帮助学生将复杂的观点形象化并加以组织，如嵌入式多媒体（Mayer，2008a，b，2009），而且它们会给予学生机会，使其在合作学习小组中与同伴讨论自己当前的理解（Webb & Mastergeorge，2003）。

研究发现，有效的教师在教授新概念时，经常运用许多解释和解释性的词汇（例如因为
 、为了
 和因此
 ），也经常使用规
 —例
 —规
 （rule-example-rule）的教学模式（Van Patten，Chao，& Reigeluth，1986）。举例如下：

物质的存在形式可以改变，但物质永远不会消失。假如我点燃一张纸，纸张看上去消失了，但事实上它已与来自空气中的氧原子结合而变成了另一种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和灰烬。假如我们能在燃烧纸张之前和之后计算出纸张中的原子数和空气中的原子数，我们就会发现参与化合的物质并没有消失，而仅仅是改变了存在的形式。

请注意，在上述事例中，教师先陈述规则（“物质……永远不会消失”），然后给出例子，最后通过解释所举事例如何证明规则的方式来再次陈述规则。还应注意，本书正是应用规—例—规的顺序来解释说明规—例—规模式的！


例题
 　例题是在教授某些问题解决技能时所运用的一种常规策略，在数学教学中尤为常见（Atkinson，Derry，Renkl，& Wortham，2000）。例如，教师可以先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在黑板上或幻灯片上向学生示范如何解决，并在解决问题的每个环节中都说明自己是怎样思考的。通过这种方式，教师给学生示范专家解决这个问题时所运用的策略，使学生自己也能运用类似的策略。对例题的有关研究发现，呈现例题和让学生独立解决问题（例如，一道例题之后呈现几道同类的题目）这两种方式交替进行是有效的做法（Atkinson et al.，2000；Sweller，van Merrienboer，& Paas，1998）。指导学生在学习例题的过程中停下来反问自己或向同伴解释每步是如何做的，这可以更有效地利用例题（Renkl，2002）。对那些刚接触到一个全新的主题或技能的学生而言，使用例题尤为有效（Kalyuga，Chandler，Tuovinen，& Sweller，2001）。


示范、模型和图示
 　认知科学理论家强调，学生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以及在适当的情况下，让学生通过动手操作来掌握概念和技能都是重要的。以视觉方式呈现的信息比仅以听觉方式呈现的信息更容易保留在长时记忆中（Hiebert，Wearne，& Taber，1991；Sousa，2001）。对于正在学习英语的孩子来说，直接示范而不是仅仅告诉他们该怎样学习尤为重要（August & Shanahan，2006b）。回忆一下洛根女士如何既让学生动手实验（注水、敲击瓶子），又给学生提供可见的类比物（用玩具弹簧代表声波传递），以使学生对声音的基本规律形成了清晰而持久的印象。然而，如果可操作的类比物（如数积木）与教师所教的概念并不明确相关，那么，它对学习可能会起到反作用（Campbell & Mayer，2004）。

[image: 214-1]
通过与学生一起解决例题，你可以展示问题解决和决策制订的过程。这为什么是一种重要的教学策略？为什么亲自动手的体验对你的学生非常重要？




嵌入式视频
 　长期以来，录像、电视和DVD都被用于教育之中。然而，一种新的使用方式正显示着新的活力和希望——将录像或DVD材料嵌入屏幕上的文本或课堂教学中，以此来阐明关键概念。关于嵌入式视频的研究发现，视频越容易理解、越能与主要内容明确地联系起来，就越能够帮助儿童学习和保持信息（Mayer，2008a，2009）。例如，由钱伯斯及其同事（Chambers，Cheung，Madden，Slavin，& Gifford，2006；Chambers et al.，2008）进行的两项长达一年的研究发现，增加简短的动画片和宠物视频以说明字母发音和发音拼合，能够显著地加快一年级学生在阅读上的进步。


维持注意
 　平铺直叙的、干瘪的讲解令人感到枯燥乏味，而学生一旦生厌，注意力很快就会转移，即使是最精心设计的课程也无济于事。因此，教师应当引入变化、活动或幽默来活跃课堂气氛，维持学生的注意力。例如，研究发现，课堂中运用幽默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Droz & Ellis，1996；Ziv，1988），用易于理解的图表来解释内容也有助于保持学生的注意（Mayer，2008b）。尽管教学内容呈现方式变化过多会转移学生对课程内容本身的注意，一些研究仍表明，学生从充满激情、富有表达力的讲解中学到的东西要比从枯燥的讲授中学到的更多（Patrick，Hisley，& Kempler，2000）。从某种意义上讲，教学就是表演，而且我们希望演员所具有的某些品质也能帮助提升教师的有效性。


内容覆盖面和速度
 　影响有效教学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课程所涉及的内容量。一般而言，老师涉及的内容越多，学生学到的也越多（如，Barr，1987）。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的教学速度要加快，因为过快的教学显然会把学生远远地甩在后面。然而，有关教学速度的研究的确表明，在不影响学生的理解程度的前提下，大部分教师都能提高教学速度（Good et al.，1983）。相对快速的教学除了能够扩展学科内容的覆盖面外，还有助于课堂管理。

■ 进行学习测查

假设一名射手在射箭时，从来不知道射出的箭中靶的位置与靶心的距离有多远，那么这个射手不仅开始时不会射得太准，将来也绝不会有进步。同样，有效的教学也要求教师不断地关注自己教学的效果。然而，教师经常错误地认为，如果自己讲完了该讲的所有内容，而且学生看上去也注意听讲了，那么教学就成功了。学生们也经常认为，如果自己用心地听了一节有趣的讲课，也就了解了所讲的内容。但事实并非如此。假如教师不经常考察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情况，就有可能导致学生严重误解知识或未学到部分知识（Hattie & Timperley，2007；McMillan，2007；Safer & Fleischman，2005）。


学习测查
 （learning probe）这一术语是指用各种方式要求学生对课程内容做出简短反应。学习测查能给教师提供有关学生理解水平的反馈，也使得学生有机会来验证他们对新知识的理解是否正确。学习测查的形式有多种，可以对全班进行提问，如表7.2中呈现的关于二战的教学案例；也可以用简短的书面计算或动手操作的方式来显示学生的理解程度，如表7.1中的减法教学案例。


检查理解
 　无论采用书面的、动手操作的还是口头的方式进行学习测查，其目的都是检查学生的理解水平（Black，Harrison，Lee，Marshall，& Wiliam，2004；Brookhart，Moss，& Long，2008；Fisher & Frey，2008；Reeves，2007；Stiggins，2007）。也就是说，教师运用学习测查的主要目的不是讲授或提供练习，而是检查学生是否理解了所学的内容。教师通过学习测查来调整教学速度，如果学生感到困难，教师就必须放慢教学速度并重新解释。如果所有的学生都掌握了内容，教师就可以进行新主题的教学。下面的对话反映了教师如何运用学习测查来了解学生的理解情况，然后相应地调整教学。斯威福特老师利用放映机将事先写好的几个含有对话的句子放映出来，让学生学习正确地使用逗号和引号。


斯威福特：
 现在我们来给这些对话加标点符号。每个同学拿出一张纸，把句子“把罪犯带下楼来汤姆打着官腔说”抄下来，并在适当的地方加标点符号。每个人都准备好了吗？……卡尔，你是怎么加标点符号的？



卡尔：
 引号，把罪犯带下楼来，引号，逗号，汤姆打着官腔说，句号。



斯威福特：
 大部分正确，但你犯了人们在使用引号时最常犯的错误。玛利亚，你是怎么加标点的？



玛利亚：
 我想我刚才也犯了和卡尔同样的错误，但我现在明白了。应当是：引号，把罪犯带下楼来，逗号，引号，汤姆打着官腔说，句号。



斯威福特：
 好的。有多少同学第一次就做对了？（一半同学举起了手）。好，看来我们对标点符号的运用还有些问题。记住，逗号和句号在引号的里面。我知道，有时候这看起来并不合理，但如果英语总是合理的话，许多英语教师就要失业了！想象一下，引号像包装纸，把对话包在里面。对话、标点以及其他的东西都被这张包装纸包着。我们再试着做另一个句子。“小心开车汤姆粗鲁地说”。桑凡？



桑凡：
 引号，小心开车，逗号，引号，汤姆粗鲁地说，句号。



斯威福特：
 好极了！有多少人对了？（除了一两个人，都举起了手。）很好，我想你们都已经理解了。引号“包住了”对话，还有它的标点。现在让我们再试一个难度大一点的句子：“我想知道汤姆试探性地询问测验中是否要考引号”。


上述对话中有几处特征值得注意。首先，斯威福特让所有的学生都加标点符号，让个别学生回答问题，然后询问所有的学生是否做对了。这比只让一两个学生来回答（如在黑板上写标点）而其他学生只观看要好得多，因为后者浪费了很多课堂时间。当所有的学生都被要求加标点，且都不知道斯威福特将会叫谁回答问题时，他们就都会积极地参与，并检查自己是否正确，斯威福特也可以快速地了解全班的掌握水平。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斯威福特发现一半的学生没有答对第一个题时，他又采用不同于第一次的解释方式来重新讲授学生们尚未理解的技能。他把引号比作包装纸，给学生提供一个心理表象，以帮助学生记住对话中标点的顺序。当差不多所有的学生都做对了第二个题目后，他又转向了下一步，因为很显然，全班学生已经掌握了第一步。

最后还要注意到，斯威福特利用放映机将事先准备好的许多句子显示出来，这可以节省课堂上板书写句子的时间。学习测查应当是简短的，不应打乱课程的进度。斯威福特应用事先准备好的学习测查所用的句子，这也促使学生参与，维持其兴趣。事实上，他还可以将无标点句子打印出来发给学生以减少抄写句子所用时间，以进一步提高效率。


提问
 　上课时向学生提问有许多用处（Dantonio & Beisenherz，2001；Walsh & Sattes，2005）。教师应用苏格拉底式的启发式提问法，可以促使学生举一反三。例如：“我们知道了加热气体能使之膨胀，那么冷却气体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教师提问也可以用来鼓励学生对以前习得的内容进行深入思考，或者引发一场讨论。例如：“我们知道，水加热后将会变成水蒸气。水蒸气是一种无色、无味、看不见的气体。既然这样，那为什么我们能从茶壶中看见蒸气出来呢？”在教师的指导下，全班经过讨论得到了答案，即水蒸气遇到冷空气时会凝结，我们看到的气体是小水滴，而不是水蒸气。教师经常发现，让学生们构思问题，向自己或同伴提问是有益的（Brookhart，2007/2008）。大量的证据表明，学生能通过构思自己的问题获益（Foos，Mora，& Tkacz，1994；Rosenshine et al.，1996；Sadker & Sadker，2006），尤其是当前学习的主题与学生已有背景知识有关的那些问题（King，1994）。

最后，提问还可以用来进行学习测查（Fisher & Frey，2007）。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问题都是一种学习测查，学生回答问题的质量反映了他们对课程掌握的程度。有关提问频率的研究表明，经常提出与当下所教课程相关的问题，相比之下，比较少提问会产生更好的教学效果（Dunkin & Biddle，1974；Gall et al.，1978；Stallings & Kaskowitz，1974）。在各级学校中，提出事实类问题，一般有助于事实技能的掌握（Clark et al.，1979），而鼓励学生思考概念的提问，则有助于概念化技能的形成（Sadker & Sadker，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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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为什么是有价值的学习测查方式？学生通过互相询问高质量问题能够获得什么样的益处？




理论应用于实践：为学习而评价

课堂学习中的形成性评价是“为学习而评价”（Assessment for Learning）运动的核心，该运动是由两个英国研究者保罗·布莱克（Paul Black）和迪伦·威廉（Dylan Wiliam）发 起 的（Black，Harrison，Lee，Marshall，& Wiliam，2003，2004；Wiliam，2007，2007/2008）。他们强调名称中“为”（for）这个词的含义，因为他们认为，对学习的评价已经有很多了，但是在授课过程中进行的评价仍然不够，而恰恰是授课过程中的评价能够让教师和学生自己以既有意义又及时的方式了解对所学内容的掌握程度，从而帮助改善教学与学习（Leahy，Lyon，Thompson，& Wiliam，2005；也见Brookhart，2007/2008；Chappuis，2005；Popham，2006）。“为学习而评价”运动提出了许多策略来帮助学生理解成功的标准，提供反馈，要求同伴互相给出反馈，并让学生评价和报告自己的理解水平（Leahy et al.，2005；Wiliam，2007），如同下面的例子中所呈现的那样。


	在任何有写作活动的课上，都给学生分发去年上一年级的写作作品（例如，论文，实验报告，读书报告），隐去作者姓名，要求学生评判它们的质量。之后，要求学生创作自己的作品。

	询问学生处在学习目标核心地位的重要问题，并给学生时间让他们互相交流，之后与全班分享想法。例如，一位数学老师可能会要求学生列出1/2到1/4之间的分数，以此来了解学生对分数概念的掌握情况并激发他们的思考。学生也许完全不知该怎么做，也许会认为3/8是惟一可能的答案。但是学生花时间思考并接受教师提示后，最终可能会意识到，1/2到1/4之间的分数有无数个。类似地，你也许会问，为什么法国支持拿破仑征服欧洲的战争，或者为什么许多植物的种子都被果实包裹着。

	避免让学生主动回答问题（因为主动回答的通常总是固定的那么几个学生）。相反，应将学生的名字写在木片或卡片上，随机点名（Weinstein，2007；Weinstein &Mignano，2007）。

	在合适的时候，要求学生立刻作答。可以将答案写在小黑板上，并立刻展示出来；也可以通过举起字母卡片来回答选择题；还可以让同学一起齐声回答。

	使用“交通信号灯”。要求学生评价他们自己对课程的理解。如果他们完全理解了，就举起一张绿卡；如果他们不确定，就举起一张黄卡；如果他们没有理解，就举起一张红卡。你可以快速浏览一下课堂，如果绝大多数学生都举起了绿卡，就继续进行课程，如果有很多人举起了黄卡和红卡，就停下新课，重新讲授一遍。采用合作学习策略，让学生一起学习，帮助彼此掌握内容，互相评价彼此的学习，并引导同伴进行卓有成效的思考。






等待时间
 　引起诸多研究者关注的与提问有关的一个问题就是等待时间
 （wait time），即教师在给出答案之前或点名下一个学生回答问题之前，等待某个学生回答问题的时间长度。研究发现，教师对那些他们认为学习成绩比较差的学生，往往等待的时间很短，这种做法也让那些学生感觉到教师对自己几乎不抱什么希望（Sadker & Sadker，2006；Tobin & Capie，1982）。

向学生提问后，那些等待大约3秒钟的教师比那些很快放弃的教师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Tobin，1986）。而且，对那些没有回答问题的学生进行后续辅导，也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Anderson，Evertson，& Brophy，1979；Larrivee，1985）。教师要等待学生回答，如学生没能回答则继续等待，以表达对他们的积极期待。但另一方面，等待的时间过长也是个问题。由杜尔（Duell，1994）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等待时间达到6秒钟时，对大学生的学习成绩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点名顺序
 　在课堂提问中，点名顺序
 （calling order）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请学生自愿起来回答问题也许是一种最常用的方法，但是这也使得一些学生不主动举手，逃避参与课程学习（Good & Brophy，2008）。常识告诉我们，当问题需要逐步解决才能得到答案时（如数学题），在点名让个别学生回答之前，所有的学生都应该参与该问题的解决。当问题可以立即得到确切答案时，最好向全班提问，然后随机点名或要求学生自愿起来回答。有些教师也从随身携带的班级花名册上点名，并标出已点过的学生名，以确保所有的学生都经常有机会来回答问题，或将学生的名字写在木片上，把木片放在罐子中，随机抽取（Freiberg & Driscoll，2005；Weinstein，2007；Weinstein & Mignano，2007）。有个教师课前将学生的名字写在卡片上，并把卡片放在罐中打乱，上课时随机抽取，以决定向哪个学生提问。这种方式非常有效，直到有一天，一个学生在课后发现了卡片，并把写有自己名字的卡片拿走！

在进行学习测查时，教师可能发现，应当多提问那些学习成绩通常处于平均水平或中上、中下水平的学生，以保证所有的学生都理解了课程，这一点尤其重要。


共同回答
 　当问题只有一个可能的正确答案时，许多教师会要求学生做出共同回答
 （all-pupil responses）。例如，教师可能说：“同学们，黑板上列出的单词（write
 ，writing
 ，wrong
 ）中，wr
 组合发什么音？”对这个问题，全班一起回答“Rrrr!”这种回答被称为齐声回答
 （choral response）。类似地，在合适的时候教师也可以让学生用手势来表示对或错，举起几根手指来表明数学题的答案，或者在小黑板上写下一个简短的答案后立刻举起来（Black et al.，2004）。研究发现，共同回答对学生的学习有积极的影响（McKenzie，1979；McKenzie & Henry，1979）。回忆本章前面的借位减法的例子，教师要求所有的学生在课桌上用木棍表示数字，教师来回走动检查他们的活动。学生的共同回答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回答机会，也让教师了解了全班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和自信度。


理论应用于实践：需要避免的提问策略

作为一名教师，你会问很多问题，所以你很容易形成不好的习惯。下面列出了一些常见的误区（见Freiberg & Driscoll，2005；Good & Brophy，2008；Walsh & Sattes，2005）。


	
诱导性的问题。
 你的措辞能够给出或者明显地提示一个问题的答案，比如在“你认为清教徒不相信宗教宽容，是么？”这句话中，你的语气也很容易泄露答案。如果学生知道他们能从你的提问中得到答案，他们就不需要专心听讲以做好回答问题的准备了。

	
总是向某几个学生提问。
 许多教师仅仅向那些他们认为能够给出正确答案的学生提问，而不提问那些可能反应较慢的学生、不太可能答对问题的学生，或者被提问时会捣乱的学生。然而，当学生知道他们不太可能被点到时，他们可能不再注意听讲，因此有必要让所有学生都相信他们随时都可能被点到。采用随机提问的模式（例如把学生的名字写在木片上，随机抽取），不仅能够确保所有学生都能被问到，而且看着随机抽取名字的过程还会使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必须随时做好回答问题的准备。

	
提出的问题都在一个难度水平上。
 一些教师只问事实类问题。还有一些则从来不问这类问题。兼顾各种水平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简单的和困难的、事实类的和概念类的都要用到。

	
让一个学生充分参与，其他人此时却无事可做。
 提出需要一些时间来思考的复杂问题是合适的，但是要避免在一个学生回答问题时让其他学生无所事事。要做到这点，你可以问全班同学一个问题，给他们时间去思考答案或让他们与同伴讨论，直到那时再随机点学生回答问题。根据某个学生的回答进行跟进，这有助于确保每个学生注意其他同学给出的答案，如同下面这个例子所示：




教师：
 谁能举出一个生活在海洋中的哺乳动物的例子？托尼？


托尼：
 海豚？


教师：
 谢谢你，托尼，这是个很好的例子。除了托尼的例子，还有人能举出另外的例子么？……纳塔莉亚？


纳塔莉亚：
 鲸鱼。


教师：
 又对了。同学们，如果你在海里看到除了这两种以外的另外一种动物，关于那种动物的哪些事实会表明它是哺乳动物？


	
不去纠正错误的答案。
 一些不想让学生丢面子的教师不去纠正错误答案。虽然不让答错问题的学生丢脸很重要，但是不让全班同学留下错误印象也是很重要的。来看下面的例子：




教师：
 你认为在俄国革命之前，德国人为什么用密封火车将列宁送到俄国？……玛尔塔？


玛尔塔：
 他们希望把他赶出德国。


教师：
 也许吧，但是记住，德国和俄国正在打仗。还有谁能告诉我德国人将列宁送到俄国的主要原因？艾哈迈德？


	
忽略了其他学生的回答。
 每个知道你所提问题答案的学生都想说出它。点很多学生的名并认可所有的回答，这会给学生这样一种感觉，即用心准备回答问题是有回报的。让学生之间进行简要的讨论，这样做能够确保即使你没有点到每个人，所有学生也都能与他人分享他们的好答案。




	
询问太多的对错问题。
 有时候，教师不可避免地要提一些只有对或错两种可能答案的问题，但是应注意这种问题不要太多。猜测的正确率是50%，因此给出正确的答案不代表学生理解了知识。避免这一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在学生给出正确答案之后进行追问，以此来了解学生得出正确答案的过程。来看下面的例子：




教师：
 如果用一个小于1的分数乘以另一个小于1的分数，其乘积比第一个分数大还是小？……路易莎？


路易莎：
 小。


教师：
 同学们，同意路易莎的请举手（多数都举起了手）。好的，你们占多数。那么路易莎，现在请告诉我为什么你觉得乘积更小。


	
问不清晰的问题。
 有时候，学生不知道教师问的是什么。例如，英语老师可能会指着一个句子问：“这个句子有什么问题？”而并没有明确要求学生检查该句的语法、拼写、措辞，还是意义。





■ 提供独立练习


独立练习
 （independent practice）是指学生在课堂上自己做的功课，用以练习或展示新习得的技能或知识。例如，在学习了代数中解方程的课程后，学生需要一些机会来独立地解几道方程题，这既巩固了新学的知识，也有助于教师评估学生的学习。在把新信息从工作记忆转到长时记忆的过程中，练习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当学生学习诸如数学、阅读、语法、作文、看图解释或外语等技能时，独立练习至关重要（Topping，Samuels，& Paul，2007）。没有练习，学生不可能学会算术、写作或西班牙语，正如学生不可能只是通过听讲解就学会骑自行车一样。相反，对某些概念性的课程而言，如表7.2中列出的关于二战起因的课程或关于磁吸力概念的科学课程，独立练习就不是特别有必要。在这类课程中，你可以采用独立练习来让学生自己复述有关的知识或概念，就像二战课程案例中的教师那样，然而复述知识对这类课程的重要性并不像技能练习对减法课程的重要性那样大。


课堂作业
 　课堂作业
 （seatwork）是指当堂独立完成的练习。一些研究表明，课堂作业很容易被滥用和误用（Good & Brophy，2008；Tate，2003；Weinstein，2007；Weinstein & Mignano，2007）。一些研究者发现，学生花时间来直接接受教师的教学要比花时间做课堂作业更能促进学习（Evertson，Emmer，& Brophy，1980；Good & Brophy，2008）。例如，伊伏特逊及其同事（Evertson et al.，1980）发现，在他们所研究的七年级和八年级的数学教师中，教学最有成效的老师在讲解、示范上大约花费16分钟，在课堂作业上花19分钟；而成效最低的教师在讲解、示范上花的时间少于7分钟，在课堂作业上花的时间约为25分钟。然而，对小学数学和阅读课的研究发现，学生一般用50%～70%的上课时间来做课堂作业（Fisher et al.，1978；Rosenshine，1980）。安德森等研究者（Anderson，Brubaker，Alleman-Brooks，& Duffy，1985）发现，对那些缺乏动机、阅读技能或自我组织能力去独立地把事情做好的学生而言，做课堂作业经常是浪费时间。然而，一篇关于对残障学生进行阅读教学的研究综述发现，他们花在课堂作业上的时间平均约为上课时间的40%（Vaughn，Levy，Coleman，& Bos，2002）。许多学生遇到困难时就轻易地放弃了，其他学生则很少关心自己的答案正确与否，他们显然将这一任务看成是完成作业，而不是在学习新内容。


独立练习时间的有效运用
 　根据安德森（Anderson，1985），伊伏特逊及其同事（Evertson et al.，2009）以及古德和布罗菲（Good & Brophy，2008）的研究，建议参照以下原则来有效地利用独立练习时间。


	
当你确信学生能够进行独立练习时再布置该项任务。
 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则。独立练习是练习，不是教学，学生应该能够独立地完成所给练习中的大部分题目（Freiberg & Driscoll，2005）。从认知角度来讲，练习作为复述的一种方式，可以促进信息从工作记忆转移到长时记忆。为了实现这种转化，信息必须首先存在于学生的工作记忆中（Ashcraft & Radvansky，2010）。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独立练习的高成功率。首先，布置的任务应该是清楚的和意义明确的，涵盖的内容应该所有学生都能完成。第二，如果学习测查还没能表明学生已经能够自行完成这些练习材料，则尽量少给学生独立练习的试题卷。例如，教师可以用练习题中的第一部分题目进行学习测查，做一道题目讨论一道，并在学生自己先尝试解决后再进行讨论，直到已证实所有的或差不多所有的学生都正确地掌握了。你可能要准备一系列的问题，放在投影上或电子显示屏上，每次只讲其中一道，直到班上的多数同学都知道该怎样做，你才会继续呈现后面的问题。

	
独立练习的作业要力求简短。
 很少有证据表明冗长的独立练习是合理的。对大部分的学习目标而言，大约10分钟的练习是比较适当的，但是大部分教师布置的练习花的时间远远超过这个量（Rosenshine，1980）。大量的集中练习（例如，一口气做许多题目）对保持记忆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课堂上相对简短的独立练习，辅以家庭作业这种分散练习，更能使学生受益（Dempster，1989；Krug，Davis，& Glover，1990）。

	
给予清晰的教学指导。
 确保所有学生都理解了教学指导并且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些什么。在低年级的教学中，有必要让学生大声读出或解释教学指导的内容，以确保他们已经理解了。

	
确保学生一旦开始做练习，之后不再干扰。
 当学生开始做独立练习时，教师应先在全班巡视以确保每个学生都开始了练习，然后再处理个别学生的问题或从事其他任务。一旦学生开始做练习，就不要打扰他们。

	
监控学生的独立练习。
 监控学生的独立练习是很重要的。例如，当学生做练习时，教师可以在班内来回走动。这有助于学生坚持做练习，也便于他们向教师提出问题。教师也能发现做练习有困难的学生，从而提供额外的帮助。

	
将学生的独立练习作业收上来，将其计入学生的成绩。
 许多学生不明白为什么要努力去做课堂作业，因为课堂作业和他们最终的学习成绩经常毫不相关或只有很小的关系。应该让学生明白，课堂作业的成绩将会加到他们的总成绩中去。为此，最好在每堂课结束前，用几分钟时间简要说明作业的答案，让学生自己检查或同学间互相检查作业。之后，学生要上交作业，由教师进行抽查和记分。这一过程可以对学生的课堂作业进行及时反馈，也能使教师不必每天批改全体学生的作业。要注意使检查的时间尽量短，以免占用教学时间。



■ 评价表现并提供反馈

每堂课都应该包含一个对学生掌握本课目标程度的评价（Fisher & Frey，2007；Reeves，2007）。教师可以通过非正式的提问、布置独立练习或一次单独的小测验等方式进行评价。然而，不管采用哪种方式，教师都应当针对课程教学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并且将评价结果尽快告知学生（Guskey，2003；Hattie & Timperley，2007；Safer & Fleischman，2005；Stiggins，2007）。例如，研究已经发现，经常对教学内容进行课堂评价能提高学生的阅读技能（Taylor，Pearson，Clark，& Walpole，2000）。此外，还有证据表明，测验本身就能帮助学生更好地保持他们所学到的内容，因为测验过程使得学生更可能对信息进行深层加工（Haynie & Haynie，2008）。假如学生要根据反馈来改善其学习，那么他们就需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做对了，什么时候做错了。除了评价每堂课的学习效果外，教师还要经常检查学生对更大的知识单元的学习。总体来讲，多进行测验比少进行测验更能提高学生的成绩，而且使用测验比不使用测验更能促进学习（Bangert-Drowns，Kulik，& Kulik，1986）。给学生提供反馈很重要，给教师提供有关学生表现的反馈则更为重要。假如学生正在逐步学到教师讲授的所有内容，那么教师就有可能加快教学进程。然而，如果评价结果表明学生存在着严重的误解，那么教师就要重新教授本次课内容，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使学生重新步入正轨。假如一些学生掌握了课程，而另一些没有掌握，那就有必要对后者进行更多的教学指导。

■ 提供分散练习和复习

多次分散练习或复习可促进许多类型知识的保持（Dempster，1989）。这对教学有几点启示。首先，复习和重新强调以前课程中所学的重要知识可以促进学习。学生尤其需要以较长的时间间隔（如一个月）对重要材料进行复习，以保持先前习得的技能。此外，大部分课程都应该有家庭作业，对中学生而言更是如此。家庭作业给学生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即在某种情境（家里）、某一时刻去练习在另一情境（学校）、另一时刻中所学的技能。家庭作业可以被看做一种形成性评价，它能给你和你的学生提供当前对关键概念的理解水平的信息（Christopher，2007/2008）。研究发现，家庭作业通常能提高学生成绩，如果教师对学生的家庭作业进行检查并给出评语，其效果更好（Cooper，Robinson，& Patall，2006；Trautwein，2007）。然而，家庭作业对小学生的作用不如对中学生明显（Cooper et al.，2006；Cooper & Valentine，2001），而且，布置的家庭作业题量过大或枯燥无味，反而会破坏学生的学习和动机（Corno，2000）。让家庭作业变得既有趣又有意义，对于实现它的价值是十分关键的（Darling-Hammond & Ifill-Lynch，2006；Marzano & Pickering，2007）。古德和布罗菲（Good & Brophy，2003）建议，对四年级学生来说，每门课程的家庭作业时间在5至10分钟之间为宜，对准备进入大学的高中生不少于30分钟为宜。家庭作业可以让父母建设性地参与到学生的学习中来（Epstein & Van Voorhis，2001；Xu & Corno，2003），但是它也可能引发家庭冲突，对于那些学习困难的学生而言更是如此（Walker & Hoover-Dempsey，2001）。


21世纪的学习：

以科技提升课堂教学


在过去，几乎所有的教学都指向大脑的同一区域。阅读和听课涉及的都是语义加工过程，只有偶尔使用的图片或视频指向了情景学习过程，而后者是同等重要的。到了21世纪，这种现象正在发生着改变，因为交互式电子显示屏、DVD和其他设备使教师能够更容易地将一些简短的视频或静态图片整合到日常的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内部动机，并通过同时呈现图片和相应的口语词或文本来巩固学生的学习。现在的学生在校外越来越多地成为视觉型学习者，而教师也可以在校内利用这些技能。

问题：


	在课堂中，可以利用哪些学生在校外体验过的视觉学习活动？

	如果这些活动能够提升学生课堂学习的效果，那么你认为给予那些进行活动的学生额外的分数是否公平？





直接教学法的有关研究对教学有什么启示

本章讨论的直接教学的大部分原则都来源于过程
 –结果研究
 （process-product study），即对所教学生始终保持优异成绩的教师的教学实践进行观察记录，并和所教学生进步较小的教师的教学实践作比较。优秀教师使用的原则被转化为具体的直接教学方案，并通过现场实验加以验证。也就是说，训练其他教师使用那些成功的教师所使用的方法，然后比较教师在接受了训练和没有接受训练的情况下学生成绩的差异。

许多研究发现，学生成绩和教师对直接教学策略的运用有关（如，Gage & Needels，1989；Weinert & Helmke，1995）。然而，将那些接受具体的直接教学策略培训的教师的学生成绩与那些没有接受该培训的教师的学生成绩进行比较，所得到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古德和格鲁斯（Good & Grouws，1979）以及古德及其同事（Good et al.，1983）对被称为密苏里数学方案（Missouri Mathematics Program，MMP）的数学直接教学方法进行了经典研究。他们发现，那些运用MMP方法的教师所教的四年级学生要比那些没有接受此训练的教师的学生学到更多的内容。另一种直接教学模式是马德林·亨特（Madeline Hunter）的掌握教学方案（Hunter，1982，1995）。对该方案的评价性研究发现，接受这种模式训练的教师，其学生并不比其他学生学得更多（Mandeville，1992；Mandeville & Rivers，1991；Slavin，1986）。显性教学也是直接教学的一种形式。最近的研究发现，这种方法只有与同伴辅导的方法相配合，才对低成就者的阅读成绩有显著的促进作用（Simmons，Fuchs，Fuchs，Mathes，& Hodge，1995）。那些强调培养教师课堂管理技能的（如，Evertson，Weade，Green，& Crawford，1985）以及使教师更好地使用阅读小组技能的直接教学模式（Anderson et al.，1979）都是比较有效的。

直接教学（DI）是一种根据具体的教学材料和结构化方法而确立的教学方案。对直接教学的研究发现，它对小学生，尤其是对那些成绩差的以及有学业失败危险的学生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Adams & Engelmann，1996；Ellis，2001b）。一项追踪研究（Meyer，1984）从纽约州布鲁克林市中心的一个街区选取从一年级到三年级一直接受DI方案教学的班级，同时也从布鲁克林的一所情况相近的学校中选取没有接受DI教学的班级，对来自两类班级的学生进行对比，结果发现，曾接受DI教学的学生更有可能顺利地从高中毕业。

尽管对直接教学模式有效性的探讨尚无定论，但大部分的研究者都认为，这些模式中所强调的主要成分是所有教师都应该掌握的重要基本技能（见Gage & Needels，1989）。事实上，直接教学的有关研究所提供的建议都是教学中显而易见的常识性道理。但一项由黄（Wong，1995）进行的研究发现，一些与直接教学原理相背离的方法在一些教师和大学生看来也显然是正确的。如果研究发现，接受该模式培训的教师与没有接受培训的教师之间没有差异，这经常是由于两组教师在接受培训之前都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直接教学技能（见Slavin，1986）。

显然，直接教学法能改善某些基本技能的教学，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应用这些方法，诸如此类的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从对有效教师的研究中所得到的结论不宜全盘套用于实际的课堂教学中，也不应不切实际地期望它们能对学生的成绩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基于这些研究结论而形成的结构化、系统化的教学方案确实能显著地提高学生的基本技能，但我们需要记住，对直接教学的大部分研究都是针对基本的阅读和数学活动进行的，而且主要研究的是小学阶段。对于其他科目和其他年级，我们还缺乏充分的证据来表明直接教学法能改善学生的学习（见Arends，2004）。

学生如何学习和迁移概念

在所有课程中，相当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进行概念教学。概念
 （concept）就是从具体事例中概括出的抽象观点。例如，一个红球、一支红铅笔和一把红椅子都说明了一个简单的概念“红色”，而一本绿书不是“红色”这一概念的例子。假如给你展示红球、红铅笔和红椅子，并且问你，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什么，你就会产生概念“红色物体”。假如绿书也包括在内，那你就必须使用更为宽泛的概念——“物体”。

当然，许多概念比“红色”更复杂、更难定义。例如，“正义”或许是人们需要用一生来试着理解的一个概念。本书主要关注概念教学，而事实上，此时此刻你正在了解“概念”的概念！

■ 概念学习与教学

概念学习通常有两种方式。我们在校外学习的许多概念是通过观察获得的。例如，一个孩子通过听别人指称某些交通工具为“轿车”，进而获得了“轿车”的概念。起先，孩子可能将SUV或摩托车都置于概念“轿车”之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直到孩子能清楚地区分“轿车”与“非轿车”，概念才得以精确化。同样，通过观察和亲身体验，孩子学到了更为复杂的概念，如“淘气”、“清洁”和“乐趣”。

其他概念通常是通过下定义的方式获得的。例如，通过独自观察来学习概念“姑姑”或者“叔叔”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孩子即使观察了数百个“姑姑”和“非姑姑”，也未必能形成一个清楚的“姑姑”概念。在这类例子中，概念学习的最好方式就是下定义：姑姑必须是女性，她的兄弟（或嫂子、弟妹）有孩子。有了这个定义，就很容易将姑姑和非姑姑区分开了。


定义
 　就像学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学习概念一样，教师也能通过两种方式来教授概念。教师可以给学生某一概念的正例和反例，然后让学生得出或推断出定义来。教师也可以给学生一个定义，然后让学生识别概念的正例和反例。有些概念适合用例子-定义的教学方式，而对学校里所教的大部分概念而言，最有效的教学方式是：阐明定义，呈现几个正例（如果合适的话，还可以呈现几个反例），然后重新阐述定义，以表明这些正例如何代表该定义。例如，“学习”这一概念可能被定义为“由经验引起的个体的改变”。正例可能包括技能的学习、知识的学习、行为的学习和情绪的学习。反例可能包括自然成熟的变化，例如青春期到来引起的行为或者情绪的变化。最后，我们可以根据正例和反例来重新阐述和讨论定义。


例子
 　概念教学包括例子的广泛而熟练的运用。坦尼森和帕克（Tennyson & Park，1980，p. 59）指出，教师在呈现概念的例子时应遵循下面三个原则：


	按由易到难的顺序呈现例子。

	选择彼此各不相同的例子。

	比较和对照正例和反例。



考虑概念“哺乳动物”。简单的正例是狗、猫和人类，而反例是昆虫、爬行动物和鱼类。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海豚是不是哺乳动物？还有蝙蝠、卵胎生的蛇、袋鼠是否为哺乳动物？这些例子就属于“哺乳动物”这个概念的较难判断的正例或者反例，它们与人们已有的经验化的、简化的观点相矛盾。人们通常认为，能进行胎生的陆地动物是哺乳动物，而水栖动物、鸟类和其他的卵生动物则不是哺乳动物。借助于简单的事例（狗与鱼）可以形成某个一般概念，但是那些比较复杂的事例（蛇与鲸）会检验概念真正涵盖的范围。学生在处理这些复杂的例子之前，应先透彻地理解简单的事例。

■ 为学习迁移而教

学生经常被考试牵着鼻子走，而教师又忙于教学生应试，二者都忘记了学校教育的基本目的：教给学生一些长大成人所必备的技能和知识。假如一个学生在语文测验中能正确地填空，但是不能给朋友或者未来的老板写一封明了、通顺的信；或者能在数学测验中进行小数和百分数的乘法运算，但却不会计算销售税，那么这种对学生的教育就本末倒置了。然而，并不鲜见的是，学生在课堂上或者测验上的成绩非常好，但不能将他们的知识或者技能迁移到真实的生活情境中。


真实生活中的学习
 　从一个情境到另一个情境的学习迁移
 （transfer of learning）依赖于在最初情境中对知识或技能的掌握程度，也依赖于最初学习的情境与后来应用的情境之间的相似程度（Bransford et al.，1999；Hall & Greeno，2008；Smagorinsky & Smith，1992）。这些在20世纪初就为人知晓的原则对教学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学生能够将他们在学校中习得的内容迁移到实践情境中去，因此我们必须在与真实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情境很相似的情境中教他们去运用技能，或者在我们期望能够发生迁移的情境中去教他们应用技能。学生要想应用学校里学到的大部分技能与知识，他们就必须接受具体的教学指导，以学习如何运用知识或技能去解决问题，并具备各种问题解决的经验。

我们对学习迁移的最重要的认识就是，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迁移可以自动发生（Cox，1997）。某个学生在一种情境中掌握了一种技能或概念，这并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该学生都能将习得的这一技能或概念运用到新的情境中，即使这个新情境看起来（至少对教师而言）与原来情境非常相似（Mayer & Wittrock，1996）。典型的例子是，那些在语法和标点符号测验中成绩好的学生，却不能将这些技能运用到自己的作文中（Smagorinsky & Smith，1992）；那些在学校中能解决各种各样数学问题的学生，却不能将他们的数学知识运用到真实的生活中。例如，雷夫（Lave，1988）曾描述一名实施减肥计划的男性，他要解决的问题是量出一定量的奶酪，即通常所食用的三分之二杯容量的四分之三。这个已经通过大学微积分考试的男性，先量出一杯奶酪的三分之二，然后将它倒在菜板上，在这块圆形奶酪上画一个十字，然后去掉四分之一。他从来没有想到用2/3×3/4=1/2的乘法，而这几乎是任何六年级学生都能在考卷上答对的题（但是很少有六年级的学生将它运用到实际情境中）。


最初的学习与理解
 　可以想见，影响着所学的技能或概念从一个情境迁移到另一个情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在最初的学习中学生对技能或概念学得有多好（Pressley & Yokoi，1994）。然而，学生对材料的理解程度以及教学方式的有意义程度（Bereiter，1995；Mayer & Wittrock，1996）同样十分重要。换句话说，通过死记硬背记住的知识是很难迁移到新情境中的，不管学生记得有多么清楚。


情境中的学习
 　假如学习迁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最初的学习情境和后来的运用情境之间的相似程度，那么在学校情境中，我们应该怎样教学才能使学生能将习得的知识运用到与学校完全不同的真实生活情境中呢？

迁移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在新环境中运用知识的能力部分地依赖于学生学习或应用知识、技能时的环境的多样性（Bereiter，1995）。例如，与驾驶了好几年车但只开一种车型的驾驶员相比，那类只当了几周的泊车员但具有驾驶各种各样的车的经验的人更容易适应全新的、不同款式的车（至少进出停车场时是这样！）。

在教授概念时，一种促进学生将概念正确地应用于新情境中的方法是：提供各种情境中的事例。尼齐（Nitsch，1977）做的一系列经典实验就阐明了这个原则。他给学生呈现概念的定义，然后再用例子来阐明概念。一些学生学习的是同一情境中的几个例子，而另一些学生学习的是不同情境中的例子。例如，minge
 这个单词是牛仔常用的，意思是“联合对付”，表7.3给出了这个概念的例子。那些只学习相同情境中的事例的学生能识别出该情境中的其他例子，但很难将概念运用到新的情境中。相反，那些学习不同情境中的事例的学生，在开始学习概念时有一些困难，可是一旦掌握了概念，他们就能将概念运用到新情境中。最好的策略是两种方法的结合，即开始时给予学生相同情境中的例子，然后给予不同情境中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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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女士成功地将有关数学概念的知识迁移到了个人财务方面。作为一名教师，你如何确保你的学生能够将他们在课堂中学到的内容迁移到真实的生活情境中？



教师可以运用许多其他的方法来使学生更有可能将一种情境中学习的知识或技能迁移到其他情境中，尤其是迁移到真实生活中。例如，用模拟的方法来创建接近真实生活的情境，正如中学生可以通过与扮演面试者的教师或者同伴进行模拟交谈，从而为以后的求职面试做准备。教师还可以将一种情境中习得的技能引入到新的情境中，以此来促进迁移。例如，历史老师可能会了解到英语课上正在教哪些写作技能或语法规则，然后提醒学生将这些技能运用到历史课的论文写作中（Anderson，Reder，& Simon，1996；White & Frederiksen，1998）。

表7.3　概念教学

研究证明，在教授新概念时，教师应当首先呈现相似情境中的概念事例，然后提供各种不同情境中的事例。这种方法提高了学生将概念迁移到新情境中的能力。下面的例子取自一项关于学生学习传统牛仔文化中的新概念的经典研究。


要教授的概念：Minge



定义：联合起来对付某人或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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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John D. Bransford, Human Cognition, Wadsworth Publishing, 1979.（Adapted from an 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 titled Structuring Decontextualized Forms of Knowledge by K. E. Nitsch, 1977.）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John D. Bransford.




迁移与最初的学习
 　为迁移而教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一些提高迁移的最有效的方法恰恰与最初学习的有效方法相对立。正如尼奇（Nitsch，1977）的研究中所发现的，对学生来说，在教学之初就利用各种不同情境来教授某一概念，这很容易让学生困惑。但是，假如学生在同一情境中理解了有关概念后，再讲授各种不同情境中的事例，则可以促进迁移。这一原则对教学具有重要意义。在介绍一个新概念时，教师应该先运用相似的例子，直到学生真正地理解概念，之后再去运用能阐明概念的本质特性的各种不同事例（Reimann & Schult，1996）。

以有关进化的一系列课程为例。在介绍“进化”这个概念时，教师首先会运用清楚的事例来说明动物进化的方式是如何增加其在各自环境中的生存机会的，如海豹的鳍状肢进化或者骆驼的驼峰进化都可以作为例子。然后教师可以列举植物进化的例子（例如，沙漠植物的蜡状外皮的进化），稍微拓展一下进化的概念。接下来，教师还可以讨论社会行为的进化（例如，狮子、狒狒以及人类的合作）。最后，教师可以对某些类似进化过程的现象（例如，针对自由市场经济的选择性压力而做出的商业调整）进行探讨。这样，教师首先在一种清晰的情境（如动物）中确立进化的观点，然后逐渐拓宽这一概念，直到学生能够明白各种不同情境下的进化过程是如何体现选择性适应原则的。假如教师一开始就将动物、植物、社会和商业等方面的内容混在一起讨论，就很容易让人困惑。但假如教师仅局限于动物的进化，那么学生很难将进化的概念迁移到新的情境中。学习了多种不同情境中的进化概念后，学生就更有可能区别概念在科学上的应用和隐喻用法，也更有可能将概念运用到一个全新的情境中，例如，社会变迁带来的艺术进化（Bransford et al.，1999）。

为迁移而教时，重要的是不仅要提供许多例子，而且要指出每个例子是如何体现概念的本质特征的（Kosonen & Winne，1995）。教师在讲授进化时，对每个具体的事例都要围绕进化这个概念的核心特征进行解释。例如，狮子之间合作的发展表明了社会属性是如何进化的，因为合作的群狮比其他独居的狮子更能捕获猎物、更易生存、更能确保其后代的生存。指出每个例子中所体现的概念的关键特征，有助于学生将概念运用到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境中（Anderson et al.，1996）。类似地，对比不同的事例或情境能够阐明已有的概念，指出它们之间的相似和不同点也能够促进迁移（Bulgren，Lenz，Schumaker，Deshler，& Marquis，2002；Gentner，Loewenstein，& Thompson，2002）。


为迁移进行的显性教学
 　教师可以通过对学生进行显性教学，使他们将技能迁移到新的情境中。例如，福克斯及其同事（Fuchs，Fuchs，Finelli，Courey，& Hamlett，2003）评价了三年级数学课堂中的一种“显性迁移”技术。显性迁移条件下的学生学到了迁移是什么意思，并通过例子了解到了同一类应用题如何在措辞、情境和数字方面发生变化。他们还会学习观察并判断这些应用题与他们以前做过的是否类似。例如，一道应用题问道，为了得到32颗柠檬糖，需要买几包（一包柠檬糖有10颗）。之后，教师会给学生呈现用不同措辞表述的同一应用题，增加相关的小问题，改变情境，等等。教给学生如何去寻找应用题之间的共性，能够显著地使他们能更成功地完成迁移任务。

如何在教学中运用讨论

将讨论作为教学的一部分有许多原因。讨论适合澄清那些有争议的主题，以及解决可能有多种正确答案的问题，还有助于情感目标或态度目标的达成。教师可以主持全班范围的讨论，也可以安排由学生领导的小组进行讨论。

■ 主观的和有争议的主题

在许多科目中，都存在着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代数问题可能有惟一的正确答案，一个德语动词在给定情况下只有一种正确变化形式。但是，在回答下面的一些问题时，是否存在惟一的答案？如，哪些原因引发了南北战争？莎士比亚生活的那个年代的政治背景对他的作品有什么影响？基因工程是否因对世界健康造成威胁就应该被禁止？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没有明了的答案，因此，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讨论和理解这些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接收和重复某些知识或技能。历史、政治、经济、文学、美术和音乐等科目都包含许多需要讨论并可以做出各种不同解释的问题。研究发现，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可以增加有关该问题的知识，促进对问题的各方面的深入理解（Johnson & Johnson，1999）。

■ 困难的和新颖的概念

除了主观的和有争议的主题外，一些问题虽然有惟一正确答案，但涉及困难的概念，需要学生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事物，而讨论也能阐明这类问题。例如，一个科学老师在一节课上可能只讲授浮力和比重。然而，课程所讲的内容与学生平时所具有的物体为什么能漂浮的朴素观点（“因为物体轻，所以才漂浮”）是有冲突的。因此，如果给学生机会，让他们自己形成关于物体为什么漂浮的理论并加以辩论，再让他们解决这样的问题，如“假定物体漂浮是因为轻，那为什么战舰也能漂浮？”以及“假如你向湖里扔一些东西，它们沉入水中但并未沉到湖底。为什么它们停止下沉？”那么，学生对浮力和比重的理解可能会更准确。当学生共同去探寻解释此类现象的理论时，他们可能会形成对浮力和比重的准确理解，而这种理解仅仅通过教师的讲授是无法达到的。

■ 情感目标

当情感目标（与学生的态度和价值观有关的目标）非常重要时，教师也可以采用讨论的方法。例如，有关民众或者政府的课程中既包括了政府如何运作的相关知识，也包括了要传递的重要的价值观，如公民的责任感和爱国主义。一个教师可以讲授“选举之所以重要的六个理由”，但其真正目的并非讲授参加选举的理由，而是使其逐步树立对民主化进程的尊重，以及承诺在选举到来时去履行登记和选举义务。与此类似，当其他同学强迫某学生参与非法的、不健康的或者不被允许的活动时，有关同伴压力的讨论也可能使学生具备说“不”的技能与意志。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早已发现，小组讨论，尤其在小组成员必须做出公开承诺时，比最有说服力的演讲都更容易改变个体的态度和行为。

■ 全班讨论

讨论有两种主要的形式。一是全班共同讨论一个问题，教师作为讨论会的主持人来参与（Connolly & Smith，2002；Gunter et al.，2003）。二是学生分成小组来讨论一个主题。全班讨论
 （whole-class discussion）和一般授课的区别是，在讨论中教师的主导作用较低。教师引导着讨论，以免学生钻入牛角尖，同时还要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想法。下面的例子描述了一场由威尔逊老师引导的（而不是主宰的）以探究为目的的讨论，她试图让学生运用他们最近所学的知识来探索和形成自己有关美国独立战争的观点。


威尔逊女士：
 在过去几周中，我们一直在学习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的主要事件。当然，因为我们都是美国人，所以我们倾向于站在革命者的一方，用爱国者一词来描述他们，而对乔治国王可能使用贬义词。许多殖民者是亲英分子，有时亲英分子的人数超过了爱国者。让我们想象一下亲英分子会如何反驳殖民地应脱离英国独立的观点。



贝丝：
 我想，他们可能会说乔治国王是一个好国王。



温妮：
 但是他对殖民地居民所做的那些事又怎么说呢？



威尔逊女士：
 举出一些例子来。



温妮：
 比如五项不可容忍的法令。殖民地居民必须为英国驻军提供食宿，封闭波士顿港等。



坦尼娅：
 但是这些都是为了惩罚殖民地居民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亲英分子说，是爱国者首先引发了事端。



威尔逊女士：
 这个观点不错。



弗兰克：
 我认为亲英分子会说：“你可以不喜欢他做的某些事情，但是乔治国王仍旧是我们的国王。”



理查德：
 亲英分子可能认为自由之子这个组织的成员是一伙强盗。



威尔逊女士：
 我可能不会那样表述，但是我认为你是对的。他们做的什么事情使你有这样的看法？



雷蒙：
 他们损坏财物，骚扰亲英分子和英国驻军。比如谩骂，用东西砸人。



威尔逊女士：
 你认为亲英分子对波士顿惨案会有什么看法？



贝丝：
 他们可能会说那些暴徒自食其果。他们会认为是萨姆·亚当斯的过错使得所有的人都被煽动起来。



威尔逊女士：
 让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我们住在加利福尼亚，我们的首都华盛顿在3000英里以外。我们不得不交各种各样的税，大部分的税收都用于帮助波士顿或者巴尔的摩的人，而不是我们这里的人。政府所做的许多事情都让加利福尼亚的人们愤怒。我们有充足的食物，而且我们能够生产出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进行一场加利福尼亚独立战争以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



萨拉：
 但我们是美国的一部分！



坦尼娅：
 我们不能那样做！军队会来镇压革命！



威尔逊女士：
 你们不认为亲英分子也会这样想吗？



温妮：
 但是我们可以选举，而他们则不能。



雷蒙：
 对。要交税却没有代表权。



贝丝：
 我敢断定，许多亲英分子认为英国会赢得战争，所以他们认为站在战胜方一边会更好。


在这场讨论中，威尔逊老师没有考察学生是否掌握了美国独立战争这一历史事件中所涉及的具体事实，而是尽力让学生运用学到的知识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一主题。威尔逊老师实际上是让学生自己来确定讨论的走向。她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讨论活动的进行，让学生用具体的事实来维护自己的观点，确保许多学生都参与讨论，并且帮助学生避免钻入牛角尖或陷入无意义的争论。


网络链接

想获得如何进行一场有效的课堂讨论的例子，请访问www.ncrel.org/sdrs/areas/issues/students/learning/lr1jungl.htm。




讨论前的知识
 　在开始讨论前，教师必须确保学生具有充分的知识积累。讨论中最让人沮丧的是参与者对讨论主题了解不足。对美国独立战争进行讨论的基础是学生已了解战争前的主要事件。有时教师可以在教学前使用讨论，以激发学生对所学主题的兴趣，但应该适时给学生提供相应的知识。例如，在本章开始的例子中，洛根女士不仅在正式讲课之前让学生讨论和做实验，而且在讲课之后也这样要求，而那时学生已经拥有了更多的知识。

■ 小组讨论

在小组讨论
 （small-group discussion）中，每组有4到6个学生，大家一起讨论某个特定的主题，教师在小组之间来回走动，帮助学生讨论（Cook & Tashlik，2004；Spiegel，2005）。因为小组讨论要求学生大部分时间不依赖教师，因此，年龄较小的或者缺乏组织性的学生需要进行大量的准备，而且他们事实上或许无法从讨论中得到任何收获。然而，四年级及以上的大部分学生都能够从小组讨论中获益。

与其他形式的讨论一样，大部分的小组讨论应当在知识呈现之后进行，知识的呈现可以通过教师讲授、阅读教科书或播放视频来完成，或者在学生从图书馆或网上找到信息之后再进行小组讨论。当学生对主题有所了解后，他们就可以在小组中进行讨论，必要时还可以将课桌搬到一块儿，这样更容易发言和倾听。

每个小组应当有一个由教师任命的学生组长。组长应当具有责任感、善于组织，但通常不一定是成绩最好的学生。所有的小组可能讨论相同的主题，或者每个小组讨论一个大主题下的不同分主题。例如，在“大萧条”这一单元中，一个小组可能主要讨论萧条的起因，另一个小组主要讨论银行系统的崩溃，第三个小组主要讨论大萧条的社会后果，而第四个小组主要讨论新政。针对要讨论的主题，教师应该给每组提供一系列的问题让学生讨论。例如，就银行系统的崩溃这一主题而言，可以给出如下问题：


	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溃与如此之多的银行倒闭之间有什么联系？

	什么原因引起储户对银行失去信心？

	为什么银行没有足够的资金来付给那些取款的储户？

	为什么今天不太可能多地同时发生挤兑？



在每个讨论小组中，组长的任务是确保小组围绕着指定的主题和问题来讨论，并且确保所有的小组成员都参与到讨论中。可以指定专人将小组的观点记录下来。讨论结束时，小组成员可以准备一份活动报告或整理结论，展示给班里的其他学生。

关于小组讨论的研究表明，假如学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而且小组的任务组织良好，那么小组讨论活动比传统的课堂教学更能提高学生的成绩（Sharan et al.，1984；Sharan & Shachar，1988）。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如果鼓励学生讨论有争议的话题，那么小组讨论对学生成绩有更大的积极影响（Johnson & Johnson，1999）。艾普比及其同事（Applebee，Langer，Nystrand，& Gameran，2003）与纳普（Knapp，1995）进行的相关研究发现，学生成就高的课堂更可能大量地使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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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生在参加小组讨论，研究告诉我们，小组讨论的有效性如何？




有意识的教师：

运用你所了解的直接教学法来改善教学与学习


有意识的教师能够有目的地选择教学策略。他们预先了解各种策略的优劣，从而根据学生、教学内容和情境的不同特点来选择策略。

有意识的教师通过应用有效教学的各个成分来充分发挥作为学习指导者的作用。他们的职责是给学生呈现清晰的课程，以精心引导学生掌握学习目标。通过快节奏的教学，不断地检查学生的理解情况，以及提供有意义的练习机会使学生将知识和技能迁移到新情境中去等多种方式，有意识的教师有效地利用了教学时间。有意识的教师很乐意将自己视为学习活动的设计者。


	我希望学生在课程结束后能了解什么、能做什么？这对于实现课程目标、使学生成为有能力的个体有什么作用？



有效的教学要求教师认真准备，深思熟虑地选择和表述学习目标。仔细、具体地考虑学生应该掌握什么内容，然后紧密围绕目标进行课程设计。例如，你打算为二年级学生设计几堂课来讲解关于蜘蛛的内容。你首先确定该课程的教学目的：“学生将了解蜘蛛的身体结构和习性。”根据这个总目标，你确立了几个具体的目标，并以此组成了课程框架。你的第一个目标可以是：“学生应该能够指出、标出并描述出蜘蛛的至少3点解剖学特征。”

阐明课程目标以及教学目的有助于学生对将要学习的内容做好心理上的准备。课程开始时，应清楚地阐明学生将要学什么以及为什么学。例如，你的开场白可以这样：“请注意看讲台上的两块岩石。在今天这堂课结束时，你们将能够描述出每块岩石是如何形成的。那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因为它能够给我们提供有关远古时代的地球状况的一些线索。”


	在我的教学中必须考虑学生具有哪些知识、技能、需求和兴趣？



有意识的教师运用前测来保证教学目标和实际教学能够适合学生的需求。例如，在教公制单位之前，你出了10道题来考察学生当前对公制单位的了解，诸如“你运用下面的哪个单位来测量物体的长度：升、米、克？”

有效的课堂教学包括对先决技能的复习。对目前课堂教学中可能用到的先前知识进行简要的回顾。例如，在讲授劝说性演讲的单元时，你可能询问学生，他们已经学到有效的演讲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将学生的观点列在黑板上后，如果学生遗漏了某些对劝说性演讲尤为重要的要点，你可以加以补充，如组织结构、清晰程度、身体姿势以及手势的有效运用。


	我在学科内容、儿童发展、学习、动机以及有效教学策略等方面所掌握的哪些内容能够用于实现教学目标？



信息的有效呈现需要调用你所有的相关技能，将幽默、新奇性和多样性恰当地结合进来。考虑以什么方式呈现信息以对文字信息提供补充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可以选择使用图画、音乐、视频以及实物或模型。如果你以言语讲解或朗读的方式来呈现信息，清晰的讲授和发音以及悦耳的语调就非常重要。（你在这样做时，也给学生示范了你期望他们如何发言。）例如，在给年幼儿童讲有关树的内容时，你可以拿来各种形状的树叶。在介绍“针叶树”的概念时，你不仅可以用各种针叶树的球果和树叶的图片，也可以用真实的球果和树叶标本。学生用他们的触觉和视觉来辨别不同类型的球果。他们也可以运用正在形成的数概念，根据一束针叶中有多少根来分辨各种针叶树。你可以重点阐明一些新的词汇，以帮助学生掌握词汇，发展语言技能。

学生的练习应该多样化。给学生提供多种形式的活动有助于学生发展将知识运用于新情境的能力。例如，给学生选择活动的机会，让他们练习运用有关新大陆探险者的知识。你可以指导学生选择三个他们了解的探险者。他们可以先绘出总的行进路线图，虚构出一位探险队员在看见一个重要地标后写的考察日志，也可以虚构出二个不同的探险者之间的对话，比较他们的不同经历。


	哪些教学材料、技术、辅助手段和其他教学资源有助于实现我的教学目标？



有效的教学能维持学生的高度注意。对于正在学习英语的学生来说，视觉输入尤其重要。快节奏的课堂教学（没有以牺牲学生的理解为代价）、幽默、新奇性和变化都有助于突出课程的重点。例如，你正在讲授说明文写作。你把奇特的炊具和工具带到课堂上，而不只是让学生空想。将物品分发给学生，让他们推测物品的用途。这样，学生书面描述新奇的物品时会写得更好。

学生需要时间来加工信息。提问之后应给学生一段时间，并等待那些起初未理解的学生举手。例如，你在语文课上对学生提问：“你认为主人公此时的情绪是怎样的？”你并没有叫第一个举手的学生回答，而可以说：“有三个同学举手。我还要等待更多的同学举手。”几秒钟后，有更多的学生举手，然后你可以选择三四个学生来回答问题。


	我怎样评估学生达到目标的进度？



在直接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经常进行学习测查。经常检查学生是否理解，并根据检查结果来调整教学。例如，给幼儿讲解几何时，你把他们分成小组，给每个组几个大的模型。你说道：“请把有四个角的那个模型拿起来。有哪个模型使你想起平时常见的‘停止’标记？请举起来。请把边数最少的模型举起来。”你发现学生理解最后一条指令有困难，但是对前两条很容易做出正确反应，因此你还要给他们提供额外的问题解决的练习，并对最少、最多、较多和较少等词汇进行解释。

学生的主动参与使得教师能够对所有学生的理解水平加以评价。运用某些策略对每个学生的进步都给予反馈。例如，在学习了发长/ei/音的字母及组合（如made
 中的a）后，你给每个学生一块小黑板、粉笔和橡皮。你读一些单词，学生们安静地将它们写在小黑板上，然后举起黑板让你检查。你快速、不出声地评价每个学生对拼写的掌握程度，然后列出需要进一步接受辅导的学生的名单。


	如果个别学生或全班没有迈上成功之路，我该如何去做？我的补救计划是什么？



一个单元的教学之后，你应该安排复习和提问环节，学生在这些环节中相互检查和订正家庭作业。之后你可以积极地鼓励学生就本单元各节课教学内容进行提问，并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单元学习过程中，你应当时刻根据“学习测查”活动的结果了解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水平，并利用测查记录来指导对内容的复习。



本章概要

什么是直接教学

直接教学是一种教学方式，它强调教师对大部分课堂教学事件进行控制，以及对课程进行结构化呈现。直接教学这种方式要求积极主动的教学，清晰的课堂教学组织，各个分主题之间的循序渐进，以及大量的例子、示范和视觉线索的运用。

如何进行直接教学

课堂教学的第一步是阐明学习目标，使学生适应课堂教学。其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确立心理定势，使学生做好完成功课和学习的准备；二是确立一个“概念图”，使学生了解课程的进程。

课堂教学的第二步是复习先决知识或者进行前测，以保证学生掌握了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复习可以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先行组织者。

第三步是以有组织的方式呈现新材料，对教学内容进行解释和示范，维持学生的注意。

第四步是进行学习测查，让学生就课程内容给出回答。这一步骤给教师提供了反馈，也让学生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检验。提问技术非常重要，包括等待时间和点名顺序的运用等等。

第五步是提供独立练习或称课堂作业，让学生运用新习得的技能。研究表明，独立练习应当简短，要求明确，不受干扰，并且应只有当学生能够进行独立练习时才给他们提供这一任务。教师应当监控学生的练习过程，将练习作业收集起来，并计入到考评中。

第六步是评价表现并提供反馈。每堂课都应当考察学生对本次课目标的掌握情况。

第七步是提供分散练习或家庭作业，并进行复习。分散练习可使信息保持得更好。

直接教学法的有关研究对教学有什么启示

大部分对各种具体的直接教学模式的研究都发现这类模式对学生成绩改善有积极影响，但也有不一致的结论。直接教学的其中一种教学方案被认为特别有效，它能教授那些成绩差的以及有学业失败风险的学生去学习阅读和数学。

学生如何学习和迁移概念

学生通过观察和下定义来学习概念。概念是通过正例与反例以及规–例–规的方法进行讲授的，在用这种方法时，教师首先阐明定义，然后举例，最后重新阐述定义。所举事例应遵循先易后难的顺序，同时教师应当对正例和反例加以比较和对照。学生首先将他们的学习迁移到类似的情境中，之后，学生必须接受教学才能将概念迁移到不同的情境以及现实情境中去。死记硬背记住的知识是很难迁移的。

如何在教学中运用讨论

在全班讨论中，教师不应像常规课堂教学那样处于支配地位。在开始讨论前，学生需要充分的知识基础。在小组讨论中，每组都应当有一个组长以及一个具体的讨论主题。

关键术语

回顾本章中的以下关键术语

直接教学

心理定势

课程设计

规—例—规

学习测查

等待时间

点名顺序

共同回答

齐声回答

独立练习

课堂作业

过程—结果研究

概念

学习迁移

全班讨论

小组讨论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指导语：
 本章开头的案例中所涉及的评价指标是各州的资格认证考试的常见考点。请重读开头的案例，回答下列问题：


	在本章开头的案例中，洛根女士在声学课上运用了多种教学策略。下面哪项陈述表明洛根女士运用了直接教学法？
	学生们以小组的形式做实验。

	在实验半小时后，洛根女士将全班同学召集在一起。

	各个小组的代表演示他们所做的实验。

	洛根女士讲授有关声音的课程。








	假如洛根女士准备运用直接教学法来讲授科学课中的“重力”问题，那么第一步应该是：
	学习测查

	阐明学习目标

	呈现新内容

	提供独立练习








	根据直接教学的有关研究，为什么洛根女士在声学课上应当进行学习测查？
	促进课堂教学

	让学生练习呈现的概念

	给教师提供有关学生理解程度的反馈

	抓住不注意听讲的学生








	洛根女士用一根短笛和一根长笛演示声音如何通过空气而传送。她希望这种演示能帮助学生理解用瓶子做的实验。她运用了哪种教学原则？
	交互式教学

	分散练习

	学习迁移

	替代评价








	学生分组完成声学课的实验后，洛根女士告诉学生要进行独立完成的测验，以考察每个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然而，只有小组中的每个成员都掌握了所学内容时，这个小组才是“超级团队”。她运用了何种教学策略？
	合作学习

	小组讨论

	直接教学

	探究学习








	设计一堂课，运用直接教学法中的所有步骤。




	小组讨论和全班讨论的优缺点各是什么？







8　教学的学生中心与建构主义取向

本章提纲


建构主义的学习观是什么



	
建构主义的历史渊源


	
自上而下的加工


	
合作学习


	
发现学习


	
自主学习


	
提供脚手架


	
美国心理学协会（APA）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心理学原则


	
学科领域中的建构主义方法


	
对建构主义方法的研究





如何在教学中应用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的方法


	
对合作学习的研究





如何教授问题解决技能与思维技能



	
问题解决的过程


	
教授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策略


	
教授思维技能


	
批判性思维





学习成果


学习本章后，你应当能够：


	指出建构主义学习观的关键概念及其对课堂实践的启示

	讨论如何才能最为有效地在课堂上使用合作学习

	描述如何教授学生问题解决技能和思维技能




“大家都回忆一下，”邓巴先生说，“上周我们是怎么学习如何计算圆的面积和立方体的体积的。今天我们将探讨如何计算圆柱体的体积。这次由你们自己去做。在你们眼前的每一个实验台上都有5个体积不同、没有刻度的圆筒，还有尺子和计算器，你们还可以利用水槽里的水。但是，你们将要利用的最重要的资源是你们的头脑和身边的同学。记住，在活动结束时，各个组的每位同学要做到不仅能够说出圆柱体的体积公式，而且要能够准确地解释该公式是如何推导出来的。有什么问题吗？好，开始吧！”

这是邓巴先生所教的中学数学和科学课程。班上的学生们开始活动起来。他们4个人一组围坐在实验台旁边，其中“智囊组”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圆筒装满了水。

米格尔说：“好的，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圆筒都装满了。下面该做什么了？”

玛格丽特说：“我们来测量它们吧。”她拿起尺子，并让戴夫记下测量结果。

“这个小的圆筒高36毫米，等一下……底的直径是42毫米。”

“那又说明了什么？”约兰达说，“我们用这种方式是测不出体积的。我们最好先考虑一下，不要直接就去测所有的量。”

“约兰达说得对，”戴夫说，“我们最好先做个计划。”

“我明白了，”米格尔说，“我们来做一个假……假……那词怎么说来着？”

“假设，”约兰达说，“对！我们来猜一猜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想一想，邓巴先生让我们回忆圆的面积和立方体的体积，我想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你是对的，米格尔，”恰巧经过这里的邓巴说，“但是你们怎么利用这个信息呢？”

“智囊组”沉默了一会儿，戴夫说：“让我们看看测量出其中一个圆筒底部的面积是否有用。刚才玛格丽特说小圆筒底部直径是42毫米，给我计算器……现在我们怎么算出面积？”

约兰达说：“我想是应该是π乘以半径的平方。”

“应该是这样。那么42的平方……”

“不是42，是21的平方，”玛格丽特插嘴说，“如果直径是42，那么半径就是21。”

“对，我知道了。那么，21的平方是……441，π是3.14，计算器上的得数是13 847。”

“不可能，”米格尔说，“400乘以3是1 200，所以441乘以3.14不可能是13 000。你肯定错了。”

“我再算一遍。441乘以3.14……你对了，是1 385。”

“那又说明什么？”约兰达说。

“这个数字也不能告诉我们怎么算出体积！”

玛格丽特兴奋地跳起来：“别着急，约兰达，我想，我们应该用底面积乘以水的高度。”

“为什么？”米格尔问道。

玛格丽特回答说：“是这样，我们计算立方体的体积时，我们用长乘宽乘高。长乘宽是底部的面积，我猜想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计算圆筒的体积。”

“聪明的女孩！”米格尔说，“我同意。但怎么来证明呢？”

“我有个想法。”约兰达说。她把所有圆筒里的水倒出，然后在最小的圆筒里装满水。“这是我的想法。我们不知道这个圆筒的体积是多少，但我们知道它的体积总是恒定的。如果我们将等量的水倒入四个圆筒中，然后用我们的公式来计算，那么就应该得到一个相同的值。”

“让我们试一下。”米格尔说。他将小圆筒里的水倒入一个大圆筒中，然后再装满小圆筒，再倒入另一个大圆筒中。

“智囊组”测量了圆筒的底面直径和水的高度，记下数据，代入公式。的确，他们用这个公式计算出的等量的水的体积都是相同的。激动无比的学生们让邓巴先生过来看看他们的工作。邓巴先生让每个学生都说说他们做了什么。

“太棒了！”邓巴说，“你们不仅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小组中的每个人都参与并理解了这项活动。现在我希望你们能帮我一下。有几个小组的同学仍然很困惑，你们能否帮助他们一下？不要告诉他们答案，只是给他们提供思路。约兰达和米格尔去帮助‘智慧组’，戴夫和玛格丽特去帮助‘梦幻组’。怎么样？谢谢！”


运用你的经验



合作学习与批判性思维
 　阅读完上述案例后，随机地选择或指定4～8人，组成建构主义“专家”研讨组，让他们到教室前面来，解释为什么这种教学方法对于邓巴先生的中学数学和科学课来讲是十分有效的。（学生也可以自愿地参加研讨组。）而作为听众的其他同学可以在研讨组中每位成员发言后进行提问。


批判性思维
 　反思邓巴先生的教学风格。你怎样描述其特征（如皮亚杰学派的、维果斯基学派的、发现学习的或其他的）？他是如何设计任务，又是如何与学生互动的？从建构主义观点来看，强调学生已有的知识和提问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



学习远不只是记忆。学生如果要真正地理解并能够应用知识，他们必须努力去解决问题，自主地发现问题，深入思考。邓巴先生可以告诉学生圆柱体体积的公式是πr2
 h，学生通过练习也能够将数字代入公式中，算出正确答案。但这对学生有多大的意义？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公式中所体现的原理应用于其他问题中？教育的任务不是将信息灌输到学生头脑中，而是用引人入胜的、实用的概念激发学生的思考。本章将关注通过哪些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

建构主义的学习观是什么

教育心理学的一条最重要的原理是：教师不能只把知识告诉学生，学生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建构知识。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促进学生的建构过程，比如通过教学使信息变得与学生自身相关、对他们有意义；通过给学生提供机会，使之自主发现或应用某些概念；或者通过教学使学生对策略敏感并主动地将策略应用于学习中。教师可以给学生提供梯子，以通向更高层次的理解，但学生必须自己爬梯子（Guskey & Anderman，2008）。

基于以上观点的学习理论称为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
 （constructivist theories of learning）。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学习者要想真正地学到知识，就必须自己去发现和转换复杂的信息（Anderson，Greeno，Reder，& Simon，2000；Fosnot，2005；Waxman，Padrón，& Arnold，2001）。以建构主义理论的眼光看，学习者不断地用已有的规则去检验新经验，并且当已有的规则不再适用时对其进行调整。这一观点对教学具有深远意义，因为它强调，学生在自己学习中扮演的角色应当远比在许多课堂中的传统角色主动。由于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生是主动的学习者，因此建构主义的教学策略也经常被称为学生中心教学
 （Cornelius-White，2007）。在学生中心的课堂中，教师是“一旁的指导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圣人”；教师帮助学生去发现意义，而不是一味讲授或控制所有的课堂活动（Noddings，2008；Weinberger & McCombs，2001；Zmuda，2008）。

■ 建构主义的历史渊源

建构主义革命有其深厚的教育历史渊源，主要根源于皮亚杰和维果斯基的研究（参见第2章）。两位研究者都强调，只有当先前的概念与新信息不一致、个体经历了失去平衡的过程时，认知改变才能发生。皮亚杰和维果斯基还强调学习的社会属性，二者都主张应用混合能力学习分组的方式来促进概念改变。现代建构主义者的观点更多地来源于维果斯基的理论（见John-Steiner & Mahn，1996；Karpov & Bransford，1995），其理论为强调合作学习、基于课题教学和发现学习的课堂教学方法提供了支持。维果斯基的理论中有四条重要的核心原理：社会学习、最近发展区、认知学徒期、中介性学习。


社会学习
 　维果斯基强调学习的社会属性（Hall & Greeno，2008；O'conner，1998；Salomon & Perkins，1998）。他指出，儿童的学习是通过与成人以及有能力的同伴的相互作用来进行的。在合作性课题中，如在邓巴的课堂上，学生听见和看见同伴的思考过程。这种方法不仅使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分享到学习成果，而且还使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分享其他同学的思考过程。维果斯基注意到，成功的问题解决者在解决困难问题时经常自言自语。在合作小组中，学生们则可以清楚地听到这些言语，从而了解到成功的问题解决者在解决过程中是如何思考的。


最近发展区
 　第二条重要原理是儿童对处于最近发展区中的概念学习得最好。正如第2章中所讨论的，最近发展区的任务儿童自己无法独立完成，但在同辈或成人帮助下可以完成。比如，当儿童自己不能发现一组数字的中位数，但在教师的帮助下可以完成时，那么发现中数的能力就很可能处在该儿童的最近发展区内。当儿童们一起学习时，给定的任务对大部分儿童来说可能稍高于或稍低于他们的认知水平，但任务仍处在这部分儿童的最近发展区内。


认知学徒期
 　维果斯基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认知学徒期
 （cognitive apprenticeship），这一概念既强调学习的社会性，也强调最近发展区（Greeno，Collins，& Resnick，1996； Harpaz & Lefstein，2000）。这个术语是指学习者通过与某个专家的相互作用，逐渐地获得专业知识的过程。专家既可以是成人、年长的儿童，也可以是比自己优秀的同伴。在许多行业中，新手在担任学徒的过程中学习如何工作。其间，新手紧密辅助专家工作，专家给新手提供示范和反馈，在这一社会化过程中，使新手逐渐地掌握职业规范与行为。学生教学即“当小老师”是认知学徒期的一种形式。建构主义理论家主张，教师应将这种历史悠久且高效的教学与学习模式迁移到课堂的日常活动当中，如让学生参与复杂的学习任务，并帮助学生完成任务（就像高级电工帮助学徒更换房屋中的电线那样）（Hamman，Berthelot，Saia，& Crowley，2000）；或让学生在组员能力各异、合作性学习小组中活动，使得较优秀的学生帮助其他学生完成复杂的任务。


网络链接

想了解更多有关认知学徒期的内容，请访问http://mathforum.org/～sarah/Discussion.Sessions/Collins.html。想了解在两个四年级课堂中运用认知学徒期的例子，请访问http://projects.coe.uga.edu/epltt/index.php?title=Cognitive A_pprebticeship与www.21learn.org/archive/articles/brown_seely.php。




中介性学习
 　最后，维果斯基还强调提供脚手架或中介性学习的重要性（Kozulin & Presseisen，1995），这是当代建构主义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目前，维果斯基理论中备受关注的一个观点就是应该给学生复杂、困难、贴近实际的任务，然后给予他们充分的帮助以完成这些任务（而不是只教授点滴知识，却期望某天学生依靠积累的知识完成复杂的任务）。这一原理用于课堂实践中时，经常表现为多种形式，如课题、模拟、社区中的探索活动、以真实读者为对象的写作以及其他真实性任务（Byerly，2001；Holt & Willard-Holt，2000；Levy，2008）。情境性学习
 这一术语（Anderson et al.，2000）指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活动中的学习，这一观点强调深度学习，而非只有宽度而缺乏深度的学习（Egan，2008）。

■ 自上而下的加工

建构主义教学观强调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教学。自上而下
 意味着学生首先从复杂的问题入手，然后（在教师的帮助下）发现或学会所需要的基本技能。比如，先要求学生去写作文，然后再学习拼写、语法、标点。这种自上而下加工的取向与传统的自下而上的教学策略是相反的，在自下而上的加工中，基本的简单技能被逐步地组合为复杂的技能。但在自上而下的教学中，学生一开始遇到的问题就是复杂的、完整的、真实的，也就是说，这些问题不是任务的一部分或简化形式，而是最终将要遇到的真实的任务。下面介绍兰珀特（Lampert，1986）描述的具有建构主义取向的数学教学的例子。在讲授一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时（如4×12=48），传统的自下而上的教学方法是教给学生分步的程序以算出正确答案。只有当学生掌握了这些基本技能后，才给他们呈现一些简单的应用题，如“桑德拉想买一些铅笔，每支铅笔1角2分。如果她买4支的话，需要多少钱？”

建构主义教学方式与此相反，首先从问题开始（通常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然后帮助学生发现如何进行运算。兰珀特的例子见图8.1。比如，在本章开头的事例中，邓巴先生应用合作小组的方式来帮助学生推导出圆柱体体积的公式。回忆一下，“智囊组”的每个成员是如何进行思想的碰撞与交流、如何尝试并放弃错误观点、最终发现解决方法并证明其方法的正确性的。没有一个学生能够单独地解决问题，所以小组合作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更为重要的是，倾听他人的观点、不断尝试和获得对所设想解法的即时反馈、争论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些都给“智囊组”提供了认知脚手架。维果斯基、布鲁纳以及其他建构主义者们都认为，认知脚手架对于高层次的学习来讲是关键的（Fosnot，2005）。

图8.1　教授乘法的数学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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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Magdalene Lampert," Knowing，doing and teaching multiplication", Cognition and Instruction. Copyright 1986 by Taylor and Francis informa UK Ltd.-Journals,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f Taylor and Francis Informa UK Ltd. via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 合作学习

建构主义教学通常采用大量的合作学习，其理论依据是：如果学生互相讨论问题，那么他们更容易发现和理解困难的概念。如前所述，强调学习的社会属性，强调小组成员示范正确的思维方式、暴露和挑战彼此的错误概念，这些都是皮亚杰和维果斯基认知改变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Webb，2008）。本章稍后将详细论述合作学习方法。

■ 发现学习

发现学习是当代建构主义教学法中的一个重要成分，也是教育改革的长期议题。在发现学习
 （discovery learning）中（Bergstrom & O'Brien，2001；Wilcox，1993），教师鼓励学生主要靠自己主动探索概念与原理进行学习，鼓励学生多体验并自己做实验，以便自行发现规律。发现学习的倡导者布鲁纳（Bruner，1966）是这样论述的：“我们讲授某门课程不是为了生产记载该学科知识的活的文库，而是要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像历史学家那样去考虑问题，去参与获得知识的过程。理解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Bruner，1966，p. 72）

发现学习可用于许多科目。比如，一些科学博物馆里有许多大小和重量各异的圆柱体，其中有些是空心的，有些是实心的。鼓励学生去比较圆柱体从斜坡上滚下来的快慢。通过认真仔细的实验，学生可以发现决定圆柱体速度快慢的基本规律。计算机模拟也能够给学生创设环境，使他们能够发现科学原理（DeJong & van Joolingen，1998）。多数充实性的课外教学方案（Bergstrom & O'Brien，2001）以及创新科学教学方案（Singer，Marx，Krajcik，& Chambers，2000）都是基于发现学习原理而设计的。

发现学习有多种益处，它可以唤起学生的好奇心，激励学生努力坚持，直至发现答案。学生还能够学会独立解决问题和批判性思维技能，因为他们必须分析、处理各种信息。然而，发现学习也可能导致犯错误和浪费时间，因此，指导性发现学习比单纯的发现学习更为常用（Hmelo-Sliver，Duncan，& Chinn，2007；Kirschner & van Merrienboer，2008；Pressley et al.，2003）。在指导性发现学习中，教师会扮演更为主动的角色，给出线索，规范包含各部分的活动结构，或者提供纲要。

■ 自主学习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将理想的学习者视为自主的学习者
 （self-regulated learner，也译作自我调节的学习者）（Greeno & Azevedo，2007；Hadwin，2008；Paris & Paris，2001）。自主的学习者了解有效的学习策略，并知道如何、在何时应用这些策略（Bandura，2001；Dembo & Eaton，2000；Hadwin，2008；Zimmerman & Schunk，2001）。比如，自主的学习者知道如何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为简单的几步或尝试其他解决方案（Hall & Greeno，2008）；知道如何以及在何时进行泛读，如何以及在何时精读以达到深层理解；知道如何写作以说服他人，以及如何写作以提供信息（Zimmerman & Schunk，2001）。不仅如此，自主的学习者受学习活动本身所激励，而不受分数或他人赞赏的驱使（Boekaerts，2006）。他们能够坚持一项长期的工作，直至完成。当学生不但拥有有效的学习策略，而且还有动机去坚持使用这些策略，直至满意地完成活动时，这些学生就很容易成为有效的学习者（Williams，1995； Zimmerman，1995），更容易具有终身学习的动机（Corno & Kanfer，1993）。研究发现，教授学生自主学习策略的项目能够提高学业成就（Cho & Bergin，2009；Cleary & Zimmerman，2004；Fuchs et al.，2003；Mason，2004；Torrance，Fidalgo，& Garcia，2007）。

■ 提供脚手架

正如第2章指出的，提供脚手架是基于维果斯基的辅助性学习概念而产生的一种做法。根据维果斯基的观点，诸如有目的地进行记忆和注意的能力、用符号进行思维的能力等高级心理机能，都是中介性行为（DeVries，2008）。通过文化这样一种外部的中介，这些行为以及其他行为内化到学习者头脑中而成为心理工具。在辅助性学习或称中介性学习
 （mediated learning）中，教师是文化的代理人，引导着教学，使得学生能够掌握并内化心理技能，以保证高级认知功能发挥作用。内化文化工具的能力与学习者的年龄或认知发展阶段有关。一旦获得了内化中介物，个体将会进行更深入的自我中介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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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手架教学过程的初期，教师提供结构框架，之后逐渐将责任转交给学生。这种策略可能会带来什么好处？



从实践层面上来看，提供脚手架可能意味着，在课程的开始阶段教师要给学生更多的结构框架，然后逐渐地将责任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己进行活动（Good & Brophy，2008；Puntambekar & Hübscher，2005；Shepard；2005）。比如，通过教学让学生对所阅读的材料提出自己的问题。在开始阶段，教师可以先给学生提供各类问题的范例，之后，学生则应该自己去提出问题（Fisher & Frey，2008）。有关脚手架教学的另一个例子请参见图8.2。

图8.2　提供脚手架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成人如何提供脚手架来帮助儿童解决困难的拼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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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Laura E. Berk, Infants,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2nd ed.）, p. 328. © 1996 Allyn and Bacon.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Pearson Education, Inc.



■ 美国心理学协会（APA）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心理学原则

1992年，美国心理学协会教育心理学专业工作组发表了一份文件《学习者中心的心理学原则：学校重整与改革指导纲要》（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1992，1997；也见 Alexander & Murphy，1994）。该《纲要》于1997年又作了些修改，它体现了教育心理学家们在建构主义理论框架下对学习与动机规律所达成的共识。表8.1是美国心理学协会提出的14条原则。

学习者中心的心理学原则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勾勒出了以主动探寻知识为特征的学习者的形象：（1）重新解释信息并亲身体验；（2）受内在求知欲的驱使（而不是受分数或其他奖赏的驱使）；（3）与他人合作从而进行社会性的意义建构；（4）能意识到自己使用的学习策略，并能将这些策略应用于新的问题或情境。

表8.1　学习者中心的心理学原则：认知与元认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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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Learner-Centered Psychology Principles: A Framework for School Reform and Redesign." Copyright 1997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No further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is permitted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the 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 The full document may be viewed at www.apa.org/ed/governance/bea/Learner-Centered.pdf. The "Learner-Centered Psychology Principles" is a historical document that was derived from a 1990 APA presidential task force and was revised in 1997.



■ 学科领域中的建构主义方法

建构主义和学生中心的方法目前已经成为所有课程领域的主流观念（见Gabler & Schroeder，2003；Gagnon & Collay，2001；Henson，2004）。下面将论述阅读、数学和自然科学教育中的建构主义方法。


阅读中的互惠式教学
 　互惠式教学
 （reciprocal teaching，也译作交互式教学）是一种得到深入研究的建构主义教学法（Palincsar & Brown，1984）。这种方法旨在帮助小学和初中的后进生学习阅读理解，它要求教师与分成小组的学生一起进行学习活动。开始时，教师先向学生提供在阅读时可能提出的问题示例，接着指定学生来当“教师”，互相提问。图8.3呈现了使用互惠式教学的一个例子。请注意在例子中，教师是如何一开始引导有关乌鸦的对话，然后又将这一任务移交给吉姆的（在例子结尾处，吉姆又要将该任务移交给另一位同学）。教师先示范希望学生能自主完成的行为，然后，随着学生开始提出实际的问题，教师的角色就转变成了促进者和组织者。对互惠式教学的研究普遍发现，这种教学策略提高了落后生的学习成绩（Alfassi，1998；Carter，1997；Lysynchuk，Pressley，& Vye，1990；Palincsar & Brown，1984；Rosenshine & Meister，1994）。

图8.3　互惠式教学课程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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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Annemarie Palinscar, "The Role of Dialogue in Providing Scaffolded Instruction",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1, pp. 73-98. Copyright 1986 by Taylor and Francis Informa UK Ltd.-Journals.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f Taylor and Francis Informa UK Ltd. via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理论应用于实践：介绍互惠式教学

在向学生介绍互惠式教学时，你可以这样开始：“在以后的几周里，我们将齐心协力来提高大家的阅读理解能力。有时，我们只顾着弄清楚某些词是什么，以至于没能充分地注意这些词和句子的意义。下面我们将学习一种更加注意阅读内容的方法。我将教你们在阅读时完成下面一些活动：


	思考有关阅读内容的一些可能被问到的重要问题，并确保能回答这些问题。

	概括出阅读材料中最重要的信息。

	推测作者在下一段将要讨论什么。

	指出段落中的含糊之处或意义不明之处，然后看我们是否可以理解它的意义。



“这些活动将帮助大家集中注意于阅读内容，并保证大家能理解。”

“学会上述四种活动的主要方式就是在分组阅读中轮流扮演教师的角色。当我做教师时，我将向你们示范我是如何认真阅读的。方法就是一边阅读一边思考我提出的问题，概括出最重要的信息，推测作者下面将要讨论什么。我还将告诉你们，如果阅读时遇到一些不清楚或令人困惑的内容，我是如何对其进行理解的。”

“当同学们自己做教师时，首先要向大家提出自己阅读时想到的问题。你要告诉我们，我们的回答是否正确。你要概括出读到的最重要的信息。你还要告诉我们，你是否发现文章中有令人困惑之处。在阅读整个故事的过程中，你会数次被要求进行推测，即你认为下面的段落中将要讨论什么。当你做老师时，大家将回答你的提问，并对你所做的总结做出评论。”

“我希望你们能够学会和应用这些活动，当然不只是在阅读课上使用，在社会研究、科学或历史等课程中，只要你想理解和记住所阅读的内容，都可以使用此类活动。”


日常程序



	分发当天要阅读的材料。

	向学生说明，在第一部分你将当老师。

	指导学生默读你所指定的长度合适的段落。在开始阶段，最容易的方式是逐段阅读。

	当每个人都完成第一部分时，示范下面的程序：
	“我觉得教师可能要提的问题是……”

	要求学生回答你的问题，必要时他们可以翻阅课文。“我将以下面的方式来对这一段的重要信息进行概括……”

	“从这一段的标题来看，我推测作者将要讨论……”

	必要时，向学生示范质疑原文：“当我阅读这部分时，我发现下面这些内容是不清楚的……”








	让学生对你的教学以及段落进行评论。用如下的问题引导：
	“是否有别的重要信息？”

	“有谁可以对我的推测进行补充？”

	“还有谁发现了其他令人困惑的内容？”








	布置下一部分要默读的内容。选择一个学生来充当这一部分的教师。先选那些你认为言语能力较强，做这些活动较容易的学生。




	在整个活动中，必要时应对充当教师的学生进行指导。鼓励其他同学参与对话，但始终要给学生教师机会来发起和引导对话。要保证给学生教师充分的反馈，对他或她的参与给予表扬。




	随着训练的进行，你自己尽量逐渐少参与对话，这样，学生教师就可以自己发起活动，由其他同学来提供反馈。你的作用仍将是继续监控，使学生按照程序进行活动，帮助学生克服困难。但在整个训练过程中，你也要轮流当老师，在每次阅读中至少要示范一次。






向作者发问
 　用于阅读的另一种建构主义的教学方法是向作者发问（Beck & McKeown，2001；McKeown & Beck，2004；Salinger & Fleischman，2005）。通过这种方式，教授三至九年级的学生将事实性阅读材料的作者看做真实的、会犯错误的人，并与作者展开模拟的“对话”。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教师经常让他们暂停，问“作者试图说明什么？她想让我们了解什么？”等问题，随后教师还可以接着问“这与作者前面所讲的是否吻合？”等问题。最后，由学生自己就作者的意图以及要表达的意思提出问题。对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进行的研究发现，使用这种方法的学生能够比对照组回忆出更多的课文内容，更多地将阅读目的描述为理解而非单纯地死记硬背课文内容（McKeown & Beck，1998）。一项针对幼儿园和一年级的后进生的研究也发现，一种类似的策略对这些学生的词汇发展有积极作用（Beck & McKeown，2007）。


写作过程模式
 　写作过程模式（Calkins，1983；Graves，1983）是一套被广泛使用的用于教授创造性写作的方法，将学生分成小组，让小组成员协同工作，帮助每个成员进行构思、打草稿、修改、校对并“发表”作品。也就是说，学生们可以相互审阅对方的草稿，在内容上和细节上（如拼写、标点等）给出有用的改进建议，最终为了某些真实的目的而呈现作品（如诗歌朗诵或文学评论）。通过对他人的作品提出建议，学生们对写作和修改的过程也能获得深入的理解。

有关写作过程教学方法的研究发现，这些策略产生了积极的效果（Harris & Graham，1996b），提供具体的脚手架策略尤为有效，如使用图表组织教学，以帮助学生使用元认知策略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计划和评估（de La Paz & Graham，2002；Glaser & Brunstein，2007；Graham，2006；Harris，Graham，& Mason，2006）。也有证据表明，以各个学科领域为背景教授写作技能同时也促进了对这些学科内容的学习（Bangert-Drowns，Hurley，& Wilkinson，2004；Headley，2008）。在写作教学中加入策略教学的成分，效果更好（Fidalgo，Torrance，& Garcia，2008）。


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建构主义方法
 　卡彭特及其同事（Carpenter et al.，1994）描述了用于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学的四种方式。使用这四种方式时，学生都是在小组中一起学习，教师提出问题，然后在各组之间走动以促进对策略的讨论。教师还与学生一起对所提议的策略进行提问，并且当学生遇到困难时提供其他的策略。使用“支持以10为结构的思维”（STST）（Fuson，1992）的教学方式时，儿童用10个一组的木块来探索大数的加减运算方法。“以概念为基础的教学”（CBI）（Hiebert & Wearne，1993）方式则大量地使用实物、图像、言语和符号等方式来表征数学概念，并给学生机会使用这些表征来解决复杂的问题，并对同一概念的不同表征进行对比。与此相似，“以问题为中心的数学方案”（PCMP）（Murray，Olivier，& Human，1992）则引导着儿童循序渐进，从模仿使用实物计数解决问题到不用实物计数来解决更为抽象的问题。“认知导向的教学”（CGI）（Carpenter & Fennema，1992；Fennema，Franke，Carpenter，& Carey，1993）与STST和CBI不同，该方式没有提供具体的课程安排或一系列建议的活动，而是给小学数学教师提供了大量职业发展方面的培训，主要关注与其他教学方案中相似的一些基本原则。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这一教学方式不仅提高了学生在各项数学高级思维评估中的表现（这是方案关注的核心），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计算技能（Carpenter & Fennema，1992；Carpenter，Fennema，Peterson，Chiang，& Loef，1989）。

这些以及其他的建构主义数学教学方式强调的重点是：起初让学生凭直觉去解决现实问题，让学生应用已有的经验，以他们能够采取的任何方式来解决问题（Greeno & Goldman，1998；Hiebert et al.，1996；Schifter，1996）。图8.1中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就描述了这种方法。只有到了教学过程的最后，当学生的概念化理解水平已经比较扎实后，教师才教给学生刚才解决问题过程的形式的、抽象的表征（见Clements & Battista，1990）。


科学教育中的建构主义方法
 　长期以来，科学教育一直强调发现、小组合作以及概念改变，因此许多中小学科学教育者崇尚建构主义理念就不足为奇了（见Greeno & Goldman，1998）。在这一学科中，建构主义表现为强调实际动手操作的、探究性的实验活动（Pine & Aschbacher，2006；Singer et al.，2000；White & Frederiksen，1998），强调识别错误的概念并应用实验方法来矫正这些错误的概念（Hand & Treagust，1991；Sandoval，1995），强调合作性学习（Pea，1993；Wheatley，1991）和元认知技能的教学（Zohar & Peled，2008）。

■ 对建构主义方法的研究

将建构主义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进行比较，这类研究所得到的结果通常很难解释，因为建构主义方法本身是非常多样化的，并且要达到的结果与传统的教学方法往往有本质的不同。比如，许多研究者认为，依照建构主义的教学方法，必须兼顾技能和基本信息的获得以及可能发生的更深层的学习（Egan，2008；Jensen & Nickelsen，2008）。但两方面各做到什么程度才最恰当？其目的是什么（Harris & Alexander，1998；von Glaserfeld，1996； Waxman et al.，2001）?此外，对建构主义教学方法的多数研究都是描述性的而非比较性的。然而，一些研究表明，建构主义教学法提高了用传统的成就测验所测查的数学（如Carpenter & Fennema，1992）、科学（如Neale，Smith，& Johnson，1990）、阅读（如Duffy & Roehler，1986）以及写作（如de La Paz & Graham，2002）等方面的成绩。另外，纳普（Knapp，1995）的一项研究发现，建构主义教学法的大量使用与贫困学校中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之间有相关。温伯格和麦库姆斯（Weinberger & McCombs，2001）以及科尼利厄斯–怀特（Cornelius-White，2007）观察到，那些报告课堂中使用了更多学生中心方法的学生与其他课堂中的学生相比，其表现水平更高。兰格（Langer，2001）发现，那些学生成绩比预期更好的中学与那些学生成绩较差的中学相比，使用了更多的建构主义方法。然而，其他研究发现，明示教学法（explicit teaching）比建构主义的方法取得的教学效果更好（Baker，Gersten，& Lee，2002；Kirschner et al.，2006；Klahr & Nigam，2004；Kroesbergen，Van Luit，& Maas，2004）。研究者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才能探明建构主义方法在何种条件下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成绩。不过，最为合理的方式是在直接教学和建构主义教学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从而利用二者达成多种目标（Huebner，2008）。

[image: 248-1]
技术可以帮助教师以多种方式向学生呈现概念。技术将如何促进建构主义式学习？



如何在教学中应用合作学习

在使用合作学习
 （cooperative learning）的教学方法（即同伴辅助学习）时（Rohrbeck，Ginsburg-Block，Fantuzzo，& Miller，2003；Slavin，待发表；Webb，2008），学生在小组中一起学习，互相帮助。合作学习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最常见的是由能力不同的四个成员组成一组（如Slavin，1994b），有些则是两两配对（如 Fantuzzo，Polite，& Grayson，1990； Maheady，Harper，& Mallette，1991；O'Donnell & Dansereau，1992），另一些方式下每组的人数则各有不同（如Cohen，1986；Johnson & Johnson，1999；Kagan，1992；Sharan & Sharan，1992）。通常情况下，学生被分到各个合作小组中，一起学习几周或几个月。通常学生还会学习一些有助于更好地合作的具体技能，如主动倾听、给予清楚的解释、避免说出贬损的话语、包容他人等等。

在课程学习中，合作学习的作用是多方面的（Webb，2008）。回忆一下第7章开头的事例：洛根女士使用合作学习有三个目的。一开始，学生们组成发现小组进行活动，互相帮助，探讨如何通过瓶子中的水来揭示声音的原理。在常规课堂教学后，学生们又组成讨论组一起活动。最后，学生又有机会分组复习，保证所有的小组成员都掌握了课程的所有内容，以准备小测验。在本章开头的事例中，邓巴先生也采用合作小组的方法来解决复杂问题。


网络链接

想了解合作学习的最新进展和相关资源，请访问国际教育合作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的网站www.iasce.net。想了解STAD、TGT、CIRC，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发出的其他合作学习方法，请访问www.successforall.org。想了解有关明尼苏达大学合作学习中心的内容，请访问www.co-operation.org。想了解有关PALS的内容，请访问www.vanderbilt.edu/cft/resources/teaching r_esources/activities/cooperative.htm。



■ 合作学习的方法

研究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合作学习的方法，并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评估最多的是下面几种合作学习方法。


学生团队–成就区分法（STAD）
 　用学生小组–成就区分法
 （Student Teams-Achievement Divisions，STAD）学习法时（Slavin，1994b），四名学生被分为一个学习团队，该团队包含了不同学习成绩、不同性别以及不同族裔的学生。教师先呈现课程，然后团队内的学生一起学习，以保证团队中的所有成员都掌握了这一课。最后，所有学生都参加对该部分课程的测验，测验时学生不能相互帮助。

将学生的测验分数与他们过去的平均成绩相比较，根据学生超出他们自己以前成绩的程度，即根据进步程度来给予一定的积分，这些积分的总和即为团队分数。如果团队分数达到某个标准，则可以获得证书或其他奖励。与此相关的另一种方法叫团队游戏竞赛（TGT），即每个团队的学生与其他团队的成员进行比赛，为自己团队赢得分数。

STAD与TGT被广泛应用于从小学二年级到大学的许多不同科目中，如数学、语文、社会科学等。STAD方法最适用于那些有明确目标的科目，如数学计算与应用、语言用法与技术性细节、地理与识图技能以及科学事实与概念。当然，这种方法通过与其他更为开放的评价方式，如小论文或表现评估相结合，也很容易被用于目标不十分明确的其他科目。许多研究发现，STAD对多种学科都能产生积极效果（如Barbato，2000；Mevarech，1991；Slavin & Karweit，1984）。下面的专栏“理论应用于实践”对STAD有更为具体的论述。


理论应用于实践：学生团队–成就区分法（STAD）

STAD（Slavin，1994b，1995a）是一种有效的合作学习方法。STAD由以下三个步骤的固定循环组成：教学、混合能力分组的合作学习以及小测验，对组员成绩大幅进步的团队给予认可或其他形式的奖励。

STAD包括如下教学活动的固定循环：


	
教学：
 呈现课程内容。

	
团队学习：
 学生在团队中完成书面作业以掌握所学材料。

	
测验：
 学生独立完成小测验或接受其他形式的考评（如小论文或表现评估）。

	
团队认可：
 根据团队成员的分数来计算团队的总分，并对取得高分的团队给予多种形式的认可，如授予证书，在班级新闻中或光荣榜上给予公示。



下面描述了向学生引入STAD的步骤：


	将学生分为每组4至5人的团队，每团队4人是最适宜的，只有当班级人数不能等分为每组4人时才安排5人组。为了将学生分组，应该根据对学业成绩（如，过去的成绩、测验分数）的某项测量标准将学生从高到低排列，并将这个排行表分成四等份，如果不能等分，则中间部分可以多包括些学生。然后分别从四个等份中各选一名学生组成各个团队，要保证团队在性别、族裔等方面尽量平衡。多出来的（中等）学生可以作为团队的第五名成员。




	对将要教授的课程设计一页练习题和一份小测验。告知学生，在团队合作学习期间（1至2个课时），团队成员的任务就是掌握你在课程中呈现的材料，并帮助团队中的其他成员掌握材料。学生可以应用练习题或其他学习材料来练习教师教授的技能，评估自己和其他成员的学习效果。




	让团队成员将他们的桌子挪在一起或让他们移至团队桌，给学生约10分钟的时间为团队起名。然后分发练习题或其他学习材料（每个团队两份）。在学生开始前，确保他们理解了下列要点：
	建议每个团队中的成员两两合作或三人合作，如果任务是要解决某些问题（如在数学中遇到的问题），则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应该解题，然后与同伴核对解法。如果有人不会解决某道题，则团队成员有责任向其解释该问题。如果学生要解决的是答案十分简短的问题，则他们可以相互测查，轮流拿着答案页提问及回答问题。

	向学生重申，他们必须保证所有的成员在测验上能得满分才算完成了学习任务。

	一定要让学生明白，练习题是用于学习的，不是用于填空然后交上来。这就是为什么学生们在学习时必须要用练习题对他们自己和同伴进行检查。

	让学生互相解释答案，而不只是根据教师提供的答案来核查彼此的答案是否正确。

	当学生有问题时，要求他们先向同伴提问，然后再问教师。








	当学生以团队方式活动时，教师在班级中走动，表扬那些表现好的团队，和团队坐在一起聆听，了解他们的进展。




	分发测验题或试卷，给学生充分的时间来完成。不允许学生协作，而必须让他们独立地展现自己所掌握的内容。如果可能的话，让学生将课桌分开。可以让不同团队的学生互评试卷，或者将试卷收上来，由教师课后评分。




	给出个人和团队分数。STAD中的团队分数是根据团队成员成绩的进步程度来确定的。每次测验后，你应尽快地给出每个团队的分数，并写一篇班级快报（或准备一张班级公告板）来通报各团队的分数。最好在测验之后的下节课就通报团队的分数，这可以使学生明确地建立优良表现与得到认可之间的关系，进而增强努力做好的动机。计算团队分数的方法是：将团队成员提高的分数加起来，然后用这个总分除以当天所有参加测验的团队成员的人数。




	认可团队的成就。一旦算出了每一学生的分数以及团队的分数，你就应该对那些平均进步了20分以上的团队给予某种形式的认可，比如可以给团队成员发放证书或在公告板上宣布。帮助学生去重视团队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而你自己对团队分数的热情也有助于学生学会重视团队成功。如果一周的测验不止一次，你应该将各次测验合并为一周的总分数。在实施STAD大约五六周后，将学生重新分组，这可以使学生与其他同学一起活动，也可以保持学生对该活动方式的新鲜感。






合作统整阅读与写作（CIRC） 合作统整阅读与写作
 （Cooperative Integrated Reading and Composition，CIRC）（Stevens & Slavin，1995b）是教授小学高年级学生阅读与写作的综合性方案。学生在四人合作学习小组中学习，大家一起参与一系列的活动，包括互相朗读与聆听、对故事的情节进行预测、相互对故事进行总结、写读后感以及练习拼写、解码和词汇。小组成员还共同合作来掌握文章的要点以及其他阅读理解技能。在语文课上，学生进行写草稿、修改和编辑其他成员的文章以及准备小组书籍的出版等工作。有多项研究发现，CIRC方案对学生的阅读技能有积极作用，包括提高了标准化阅读和语言测验的分数（Calderón et al.，1998；Slavin，Madden，& Stevens，1994；Stevens et al.，1987；Stevens & Slavin，1995b）。


拼图法
 　在拼图法
 （Jigsaw）的教学模式中（Aronson，Blaney，Stephen，Sikes，& Snapp，1978），学生被分到六人小组中，要学习的学科材料则被分成几个部分。比如，某一篇传记可能被分成早年生活、才华初现、重大挫折、晚年生活以及历史意义等几个部分。小组中的每个成员阅读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内容，然后，每组中负责相同内容的成员组成专家组，共同讨论所负责的那部分内容。之后，大家分别回到各自小组中，轮流给小组中的其他成员讲授自己所负责的内容。除自己学习外，每个学生对其他部分内容的学习只能通过仔细地听小组其他成员的讲解来完成，这激励着学生去支持他人的工作并表现出兴趣。对拼图法作出的一种调整叫拼图II（Slavin，1994b），与STAD相似，每组成员由4至5人构成，但每个学生所学习的内容并非像拼图法所要求的那样是完全不同的，相反，小组中的每个学生阅读的内容都是相同的，如某本书中的一章、一篇短故事或一篇传记。然后，小组中的每个学生都会拿到一个题目，每人要成为各自题目的专家。负责同一题目的学生组成专家组来共同讨论该题目，当他们回到各自的小组中时，要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教给同组的其他成员。与STAD一样，最后所有学生都参加小测验，并得到小组分数。


共同学习
 　共同学习
 （Learning Together）是由戴维·约翰逊（David Johnson）和罗杰·约翰逊（Roger Johnson）提出的一种合作学习模式（Johnson & Johnson，1999），由4至5名学生构成一个异质小组，小组成员共同完成作业，最终每个组递交一份作业，教师根据小组完成作业的情况给予表扬或奖励。这种方法强调在开始共同学习之前进行小组建设活动，并且小组内部要对其合作情况进行定期讨论。


小组调研
 　小组调研
 （Group Investigation）（Sharan & Sharan，1992）是一种通用的课堂活动组织方式，学生在小组中通过合作性提问、小组讨论以及合作性规划与课题等方式进行学习。用这种方法时，学生自己组成小组，每组2至6人不等。每组从全班学习的单元中选择某一子课题，然后将子课题分解为几个独立的任务，通过完成这些任务来为小组报告做准备。最后，每组给全班同学报告或展现他们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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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起活动，这些学生能够相互学习。合作学习有哪些优点？




同伴互助学习策略（PALS）
 　同伴互助学习策略
 （Peer-Assisted Learning Strategy，PALS）是一种结构化的合作学习方法，学生们两人一组，轮流做老师和学生，并使用特定的元认知策略。一些关于PALS的研究发现这一方法对阅读（如Calhoon，Al Otaiba，Cihak，King，& Aralos，2007；Mathes & Babyak，2001）和数学（如Fuchs，Fuchs，& Karns，2001）有积极效应。


合作性提要
 　许多学生都发现，与同学一起讨论课堂中读过或听过的内容是很有益的。丹瑟洛及其同事（Dansereau et al.，1985）对这种非常古老的练习方式进行了研究。用这种学习方式时，学生两两配对，轮流对所学的材料做出归纳。当一方归纳时，另一方倾听并修正错漏，然后两个学生交换角色继续进行这种活动，直至学完所有计划学的材料。对合作性提要
 （cooperative scripting）这种方法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一致表明，使用这种方式的学生，其学习和保持的知识量远远高于那些只是自己归纳或仅阅读了材料的学生（Newbern，Dansereau，Patterson，& Wallace，1994）。一个有趣的发现是，虽然合作的双方都从活动中获益，但学习某一部分材料时，负责讲授的学生比充当听众的学生获益更大（King，1997，1998；Fuchs & Fuchs，1997；Webb，2008）。

■ 对合作学习的研究

合作学习的方法可依据学习的目的分成两大类（Slavin，2010）：一类称为小组学习，即学生们在小组中一起学习，互相帮助来掌握一套界定相对良好的知识或技能；另一类经常称为基于课题的学习
 或主动学习
 （David，2008；Zmuda，2008），即学生分组活动，撰写报告、做实验、设计墙报或做出其他成果（Webb & Palinscar，1996）。布卢门菲尔德、马克斯、索洛维和克拉伊奇克（Blumenfeld，Marx，Soloway & Krajcik，1996）、科恩（Cohen，1994a）以及沙润（Sharan & Sharan，1992）等研究者所描述的基于课题的学习方法主要关注结构不良的问题，这类问题通常没有确切的预期结果或明确的教学目标。这类方法也经常被称为协作学习法（collaborative learning methods）
 （Webb & Palinscar，1996）。

绝大多数对合作学习与传统教学法的对比研究都对小组学习的方法进行了评价，如STAD、拼图II、CIRC以及约翰逊的共同学习法。100多项实验研究对比了这些方法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法在学习成效方面的差异，这些研究至少持续了4周的时间（Slavin，1995a）。结果表明，如果能满足以下两个关键条件的话，则合作学习的效果一定优于传统教学。第一，对有成效的小组给予某种认可或小的奖励，这样小组成员就可以意识到帮助组内其他成员的学习是有价值的。第二，实施个体负责制，即小组的成功依赖于小组中所有成员的个人学习情况，而不是单一的小组成果。比如，必须根据小组的各成员在测验或小论文（如STAD）上的平均得分来评定小组成绩，或者学生必须独立地负责小组任务中的某一部分（如小组调研）。如果没有这种个体负责制，则很有可能某个学生会承担其他人应该做的工作，或者有些学生在小组互动时可能被排斥在外，因为他们被认为对小组毫无贡献（Chapman，2001；Slavin，in press；Webb，2008）。

对合作学习方法的研究表明，合作学习中若将小组目的和个体负责制结合进去，则对所有类型学校的二至十二年级学生所有科目的学习成绩都有积极影响（Ellis，2001b；Rohrbeck et al.，2003；Slavin，1995a，2010）。对利用技术进行小组学习的研究的综述也发现，结构良好的方法能够产生积极效应（Lou，Abrami，& d’Apollonia，2001）。对所有年级以及所有类型的学习内容，从基本技能到问题解决，合作学习的积极效果都是相似的。通常情况下，合作学习方法在一学年中使用的天数不多，在一天中使用的时间也不多（Antil，Jenkins，Wayne，& Vadasy，1998）。但一项研究发现，那些在几乎所有的科目中使用各种合作学习方法达两年时间的学校，其学生的学习成绩显著优于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学生（Stevens & Slavin，1995a）。其他研究大多发现，合作学习对高、中、低成就者以及对男、女生都具有同等的积极影响（Roseth，Johnson，& Johnson，2008；Slavin，1995a）。还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些方法对非裔美国学生和拉丁裔学生特别有效（Boykin，1994a；Calderón et al.，1998； Hurley，2000）。罗贝克和同事（Rohrbeck et al.，2003）对同伴互助学习的综述发现，这一方法对更年轻的、城市的、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以及少数族裔学生的效果最好。但是，那些缺乏小组目的和个体负责制的非正规的合作学习方法，对于学生的学习成绩通常没有积极作用（Chapman，2001；Klein & Schnackenberg，2000；Slavin，1995a，in press）。

除了需要小组目的以及个体负责制外，课堂中其他一些做法也有助于提高合作学习的有效性。比如，若教给学生沟通和助人的技能（Fuchs，Fuchs，Kazdan，& Allen，1999；Kutnick，Ota，& Berdondini，2008；Prichard，Bizo，& Stratford，2006；Webb & Mastergeorge，2003），或者给出具体的、结构化的合作方式，则这种得到进一步充实的合作小组能比通常的小组学到更多（Baker et al.，2002；Emmer & Gerwels，2002；Mathes et al.，2003；Saleh，Lazonder，& deJon，2007）。除此之外，教授学生元认知学习策略也能使他们比在一般的合作学习小组中学到更多（Friend，2001；Jones et al.，2000；King，1999；Kramarski & Mevarech，2003）。比如金（King，1999）教给学生通用的问题格式让他们在学习时彼此提问，如“比较并对比____与____。”或者“____是怎样影响____的？”结果发现，使用这种话语结构进行合作学习的学生，比采用其他方式进行合作学习的学生掌握了更多的内容。大量研究表明，在合作小组中对他人给出全面解释的学生会比仅给出或得到简短答案以及没有给出或得到答案的学生学到更多的内容（Webb，1992；Webb，Trooper，& Fall，1995）。

基于课题的合作学习方式在结构不良问题上的学习效果较少受到研究，但已完成的研究表明，用于解决此类问题的合作学习法也取得了同样令人满意的结果（Blumenfeld er al.，1996；David，2008；Thousand & Villa，1994）。沙润与沙查尔（Sharan & Shachar，1988）的一项研究发现，小组调研法对语言与文学科目中高级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积极影响。那些整合了“建构主义冲突”的方法，即学生被教授以积极的方式对争议性问题进行辩论，也可以促进学生对所讨论问题的学习（Johnson & Johnson，2009；Lin & Anderson，2008；Nussbaum，2008）。除了提高学业成就之外，合作学习法对组间关系改善（Slavin，1995b）、自尊、对学校的态度、对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儿童的接纳也有积极的效应（Ginsburg-Block，Rohrbeck，& Fantuzzo，2006；Roseth，Johnson，& Johnson，2008；Shulman，Lotan，& Whitcomb，1998；Slavin，1995a）。研究发现，虽然合作学习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Antil et al.，1998；Puma et al.，1997），但最常见的合作学习形式却是那些缺乏小组目的和个体负责制的非正式方法，而研究已表明这些方法的效果比不上那些更为结构化的方法。


21世纪的学习：

合作学习


在21世纪，团队合作、解决问题以及在小组中学习的能力，这三者在职场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每个学生都应该知道怎样卓有成效地与他人进行合作。本章中引用的大量研究都表明，在具备小组目标和实行个体负责制的合作小组中学习，显著地促进了学生对传统学科内容的学习。与此同时，他们也很可能获得同样重要的团队合作技能，如与同伴之间相互教与学的能力、支持和鼓励同伴努力的能力、有礼貌地进行反驳并在不贬低他人的情况下坚持合理观点的能力、解决人际冲突以及在团队内创造一个积极的工作环境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力，不仅帮助年轻人在当今的职场中取得成就，还有助于营造一个更加安宁和亲社会的环境。

问题：


	学校中小组合作的经历有助于你解决职场中遇到的哪些问题？

	更进一步，看一看政治派别之间的摩擦，合作学习小组中习得的哪些技能可以应用于更广范围内的冲突解决？





如何教授问题解决技能与思维技能

如果学生不具有应用信息和技能来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就不能说他们学到了什么有用的内容。比如，一个学生能够熟练地进行加法、减法与乘法的运算，但却不知道如何解决下面的问题：“西尔维亚买了4个汉堡，每个1.25美元，两份炸薯条共65美分，三大杯碳酸饮料共75美分。如果给10美元的话，应该找回多少钱？”

上述情形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其中所涉及的计算问题不难，但许多学生（甚至某些其他方面能干的成人）却难以解决这类问题。数学中的大部分应用题之所以让人感到困难，其原因并不在于计算方面，而在于个体不知道如何确立问题以便解决它。不过，问题解决
 （problem solving）是一种可以被教授和学习的技能（Fuchs et al.，2006）。

■ 问题解决的过程


通用的问题解决策略
 　学生可以学习几种经过深入研究的策略以用于问题解决（例如，见Beyer，1998；Kirschner & van Merrienboer，2008）。布兰斯福德和斯坦（Bransford & Stein，1993）确立并验证了一种问题解决的五步策略，首字母缩写为IDEAL：

I 识别问题与机会

D 界定目标，表征问题

E 探索可能的策略

A 预期结果并实施策略

L 回顾整个过程并进行学习

IDEAL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解决策略的开始环节都是仔细地识别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可利用的资源与信息，确立问题的表征方式（如草图、提纲或流程图等）；然后将整个过程分解成一系列的步骤，最终解决。例如，第一步是识别目标，并确定如何去做。纽厄尔与西蒙（Newell & Simon，1972）建议问题解决者要反复地问：“目前状态与我要达到的状态之间的差距是什么？我怎样才能减少差距？”在解决西尔维亚的问题时，目标就是计算出用10美元购买食物与饮料后将找回多少钱。我们可以将问题分解为几个分步骤，每一步都有其子目的：


	计算出西尔维亚花多少钱买汉堡。

	计算出西尔维亚花多少钱买薯条。

	计算出西尔维亚花多少钱买碳酸饮料。

	计算出西尔维亚总共花多少钱。

	计算出西尔维亚给10美元后需找回多少钱。




手段—目的分析
 　确定问题是什么以及需要做什么，这就需要进行手段—目的分析（means-ends analysis）。学习去解决问题，这就要求对那些需要思考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进行大量的练习。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数学以及其他科目的教科书尽管给出了许多问题，但能够促使学生思考的问题却很少。比如，教材给学生一组应用题，需要学生应用两个数相乘的方法来解决，之后学生可能会认为，只要找到任何两个数字并将它们相乘就可以解决这类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问题并非以分门别类的方式呈现的。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上周起，乔·史密斯的工资增加了5%，多了1200美元。”如果我们要想得到乔工资增加前的数额，难点并不在于数字的计算，而在于知道要计算什么。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问题不可能冠以“百分数除法”的标题写在纸上。学生学习解决的问题类型越多，他们在解决问题时就越需要去思考，这样当遇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时，他们就更可能有能力将习得的知识与技能迁移到新的情境中。


抽取相关信息
 　现实问题很少是简洁而规整的，设想西尔维亚的问题以如下场景呈现：

西尔维亚与三个朋友在6点18分走进快餐店。他们买了4个汉堡，每个1.25美元，两份炸薯条共65美分，三大杯碳酸饮料供75美分。洋葱圈的促销价格是55美分。西尔维亚的母亲让她9点之前返回，但当她与朋友离开餐厅时已经晚了25分钟。她以平均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开车3英里回到家中。那么，西尔维亚在餐厅待了多长时间？

解决该问题的首要任务就是剔除无关信息，把握重要事实。手段–目的分析法表明，只有时间信息是重要的，所以所有钱的花销以及开车速度等信息都可以忽略。对问题进行仔细阅读还可以发现：西尔维亚离开餐厅时是9点25分。这个时间与她6点18分的到达时间就是解决问题的全部有关信息。一旦我们知道了哪些是相关信息，哪些是无关信息，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


表征问题
 　对许多类型的问题而言，图形表征是发现解决方法的一种有效手段。亚当斯（Adams，1974）的例子可说明这一点：

一个僧人要去一座高山顶上的寺庙朝拜，并在那停留一夜。有一条通往山顶的盘山道路。僧人在日出时开始爬山，不停地爬了一整天后，在快要日落时到达了山顶。他在寺庙中祈祷了一夜。第二天日出时，僧人开始下山。下山所用的时间比上山少得多，中午刚过就到达了山下。问题是：僧人下山和上山时是否会在一天中的相同时间经过道路的某一处？

这个问题看上去似乎有些难，因为人们无论怎样思考，都是从僧人上山和下山的角度来进行推演的。亚当斯提出的表征方式可以使问题变得很容易：假定有两个僧人，一个是在日出时从山顶下来，另一个则是日出时向山顶爬。他们能否相遇？当然他们会相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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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学生可能会使用什么样的问题解决策略？



除了草图外，还可用其他多种形式来表征问题。可以教给学生画图表与流程图、写提纲以及其他总结和描述问题关键要素的方法（Jitendra et al.，2009；Van Meter，2001）。

■ 教授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策略

学生在学校中遇到的大部分问题都需要仔细地阅读和一些思考，但很少需要创造性。然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许多都不是按部就班的常规问题。生活中到处都需要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比如，怎样改变或终止某段关系而又不伤害感情，或者如何用曲别针来修理一件机器（Plucker，Beghetto，& Dow，2004）。下面将描述有助于教授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策略（Beyer，1998；Fleith，2000）。


酝酿
 　创造性问题解决与以上二道西尔维亚问题的解决中所采用的分析、分步式的过程是非常不同的。在创造性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避免草率地采用某种方法，相反，在选择行动方案前，停下来对问题进行反思，认真地思考或酝酿几种备选解法是非常有用的。请考虑下面的一个简单问题：

罗杰用45分钟在烤箱中烤制一份苹果派。烤制三份苹果派需要多长时间？

许多学生可能草率地用45分钟乘以3，但是，如果他们花点时间考虑一下，许多人都会注意到，在一个烤箱里同时烤制三份苹果派所用的时间与烤制一份苹果派所用的时间是相同的！在教授创造性问题解决时，教师一定不要给学生施加时间压力，不强调速度，而是强调巧思、慎思。西奥和奥莫罗德（Sio & Ormerod，2009）的一篇有关酝酿（留出时间对问题进行反思）的研究综述发现，酝酿的时间对解决那些有多种可能解法的问题影响最大，而这类问题正是最看重创造性的。


判断的暂停
 　在创造性问题解决中，应鼓励学生暂停判断，在实施其方案之前充分考虑多种可能性。基于这一原则而产生的一种具体方法是头脑风暴
 ，即两个或更多的个体尽可能地提出他们能想到的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案，不管这些方案看上去有多荒谬。只有在充分地考虑了尽可能多的方案之后，才去评价各种解决方案是否可行。头脑风暴的关键就在于避免过早地局限于某一种解决方案而可能忽视了其他更好的解法。


适宜的氛围
 　放松、愉悦的环境有助于创造性问题的解决（Tishman，Perkins，& Jay，1995）。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进行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时，学生必须感受到他们的观点将被接纳。那些在创造性问题解决测验中有出色表现的人与那些表现较差的人相比，似乎更不怕犯错误，也不怕显得愚笨。成功的问题解决者以轻松娱乐的态度对待问题解决情境（Benjafield，1992），这意味着放松、愉悦的氛围在教授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应该鼓励学生尝试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法，而不应对其失败予以批评。


分析
 　常用的一种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方法就是分析并列举出某一问题的主要特征或具体要点（Chen & Daehler，2000）。比如，对问题情境的仔细分析有助于解决下面的问题：

网球锦标赛要进行多轮比赛，每场比赛的获胜者进入下一轮。如果某一轮比赛中选手的人数是奇数，则某选手（随机抽取）将自动进入下一轮。在一个有147位选手参加的锦标赛中，要经过多少场的比赛才能决出最后一名获胜者？

我们可能会用非常繁琐的方式如画图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对情境进行仔细的分析就可以发现，每场比赛总要淘汰一名选手，因此要淘汰146名选手（并决出最后1名获胜者）的话，就要进行146场比赛。


有吸引力的问题
 　在教授问题解决时，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给学生提供能吸引其兴趣，并能让他们参与其中的问题。同样的问题解决技能，既可以在枯燥的情境中教授，也可以在引人入胜的情境中教授，而这直接决定着学生对问题解决技能的掌握程度。例如，博特格（Bottge，2001）的研究发现，让那些学习成绩很差、多数有严重学习障碍的中学生进行搭建宠物笼或者建设赛车道等活动时，他们能够学会复杂的问题解决技能。将问题解决与实际生活或者实际生活的模拟情境联系起来可以激发学生动机，从杜威提出这一主张开始的一百多年来，它的价值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证明（Holt & Willard-Holt，2000；Westwater & Wolfe，2000）。


反馈
 　或许教授问题解决技能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让学生大量地练习解决多种问题，同时给予的反馈不仅说明解法的正确性，也评价学生找到解法的过程（Fisher & Frey，2007）。对伴有反馈的练习在解决复杂问题时的重要性（Hattie & Timperley，2007）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在本章开头的事例中，邓巴先生班上的学生如果没有用几个月在简单问题上进行练习并得到反馈，他们也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 教授思维技能

最古老的教育梦想之一是希望有某种方式可以使学生变得更聪明——不仅仅是知道得更多或更熟练，而且能够更好地学习各种新的信息（Costa，2008）。也许将来某一天有人会发明具有这种功效的“聪明药丸”，但就目前来看，有研究者已经建立并验证了可用于提高学生一般思维技能的一些教学方案。

目前最广为人知并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思维教学方案是由以色列教育家鲁文·福伊尔斯坦（Reuven Feuerstein）提出的工具性充实教学方案
 （Instrumental Enrichment）（Feuerstein，1980）。在该方案中，学生进行一系列的纸笔练习，以提高分类、比较、空间定向以及数字运算等方面的智力技能。图8.4是一例用于提高分析性知觉的活动。工具性充实教学方案需要每周练习3至5小时，至少持续两年时间，该方案通常用于学业落后或有学习困难的青少年。研究发现，该方案使用足够的时间后，能够显著提高个体在诸如IQ等能力倾向测验上的得分，但对学业成绩通常没有直接影响（Savell，Twohig，& Rachford，1986；Sternberg & Bhana，1986）。

图8.4　分析性知觉举例

请看这三列图形。对左列的每一图形而言，都可以从右列中选出某一图形，与它结合起来，形成中间一列所显示的图形。请写下与左列图形结合形成中间图形所需的右列图形的编号。完成该任务需要表征、内化和标记模式图形、界定缺失的部分、系统化的工作以及与模式图形进行比较以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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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Reuven Feuerstein, "Instrumental Enrichment: A Selected Sample of Material for Review Purposes.", Jerusalem: The Hadassah-Wizo-Canada Research Institute, May 1973, p. 5.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教授思维技能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将思维技能结合到常规课程与课堂体验中——创设一种“思维文化”（Costa，2008；Ivey & Fisher，2006；Ritchhart & Perkins，2008；Sternberg，2002；Swartz，2009）。例如，蒂什曼等人（Tishman et al.，1995）描述了一场发生在课堂中的即席讨论，教师已教授过本班通用问题解决策略。表8.2概括了这一策略的四步核心过程（陈述、寻找、评价以及精细加工），这一策略为讨论提供了框架。在该案例中，曼德利女士所教的六年级学生在讨论为什么一个月前同学们在植物栽培盒中栽种的植物开始枯萎，现在该怎么做。学生们已经学习了表8.2中所列举的步骤，并且还将这些步骤做成挂图供参考。讨论的过程如下：


曼德利女士：
 让我们看一下这张挂图，我们如何建立一种策略来处理眼前的问题？我们可以用哪些建构组块？



罗里：
 我们应该应用寻找这一步，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法。



马克：
 是的，但我们连问题是什么都不太清楚。我们不知道栽培盒中植物枯萎的原因究竟是水太多还是太少。



曼德利女士：
 马克，你认为我们还需要陈述这一步？



马克：
 （看了一会儿挂图后）是的，有两个方面，我想我们需要陈述问题是什么，需要陈述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曼德利女士：
 听上去很合理。我们还可以使用其他哪些建构组块？



马克：
 是的，可能还不够。如果你细心照料栽培盒但还会枯萎，又该怎么办？你们组的其他人一定想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曼德利女士：
 看来我们有两个目的：一是确定如何照料栽培盒，二是制订一个计划来记录对栽培盒的照料工作。


表8.2　思维技能：建立一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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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Shari Tishman, David N. Perkins, and Eileen Jay, The Thinking Classroom
 . Copyright © 1995 by Allyn & Bacon.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经过一番讨论后，同学们对要达到的结果形成了共识，并前进到“寻找”这一步。仔细阅读了挂图上的寻找方法后，他们决定使用头脑风暴来形成大量不同的可能解决办法。曼德利女士将他们的观点记录在黑板上，并随时提醒他们牢记某些关键的方法：寻找隐藏的观点和不同的观点。学生们提出的一些意见如下：


	做一张签到表。

	由教师决定谁来浇水。

	由一个志愿者完成所有的活动。

	制订每组轮流负责的值日表。

	制订每组轮流负责的值日表，另外每周举行小组会议讨论进程。



学生们对头脑风暴产生的一系列意见进行评价后，一致同意第五个选项是最好的，即轮流负责，外加每周例会。

之后他们进入到第四步：精细加工，并制订了一个计划。他们为每个小组设计了轮流值日表，并在曼德利女士的帮助下确定了每周例会的时间。通过“精细加工”这一步，学生们为每周的浇水负责人设计了详尽的核查单，这有助于捕捉到可能影响植物健康的一些因素，如浇水量、浇水的日期、房间的温度等等（Tishman et al.，1995）。

在讨论植物栽培问题的进程中，学生们学习了一种用于探讨和解决复杂问题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策略。曼德利女士通过在课堂上适时调用这些策略，不仅将有用的策略教给了学生，而且也传递了这样的观点，即策略使用是日常生活中正常且受到期望的一部分。

■ 批判性思维

学校教育的一项关键目标就是培养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从而有能力对行为和信念做出理性决策（Abrami et al.，2008；Marzano et al.，2001）。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主要包括识别具有误导性的宣传、权衡相互矛盾的证据的重要性，以及识别论证中的假设与谬论。与其他任何教育目标一样，学会批判性思维也需要练习。为此，教育者可以给学生提供多种两难问题、符合逻辑或不符合逻辑的论证、证据充分的或具有误导性的广告宣传，等等。要有效地教授批判性思维，必须确立一种鼓励接受不同观点和自由讨论的课堂氛围（Epstein，2008）。应该强调给出所持观点的理由而非仅仅给出正确答案。当学生学习很熟悉的主题时，最容易习得批判性思维技能。比如，如果学生对纳粹德国历史以及20世纪30和40年代的文化有相当多的了解的话，他们将会从评论纳粹宣传的单元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批判性思维教学最为重要的目标或许就是培养一种批判性精神，鼓励学生质疑他们所听到的，检查自己思维中的逻辑不一致或谬误之处。

拜尔（Beyer，1988，p. 57）提出了10种批判性思维技能，学生可以应用这些技能来判断一些主张或论点的正确性，理解广告宣传，等等。


	区分哪些是可证明的事实，哪些是价值主张

	区分相关信息与无关信息，区分各种主张或原因

	确定某一论点的事实准确性

	确定某一信息来源的可靠性

	识别含糊不清的主张或论点

	识别未说出的假设

	觉察偏见

	识别逻辑上的谬误

	识别出推理过程中逻辑上的不一致

	确定一种论点或主张的说服力（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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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网络搜索信息或辅助完成家庭作业的时候，为什么批判性思维尤为重要？



拜尔指出，这不是学生评价所获得的信息是否真实或合理的步骤程序，而是学生接近信息，评价它真实或合理与否的一系列可能的方式。批判性思维教学最关键的任务不仅是帮助学生学习如何使用这些策略，而且包括教学生区分每一策略在何种情形下是适当的。


有意识的教师：

运用你所了解的学生中心和建构主义方法来改善教学与学习


有意识的教师密切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目标：促进学生解决贴合实际的复杂问题的能力。有意识的教师向这一崇高的目标努力，他们力图确保学校教育不只是提供一系列的课堂讲授和彼此缺乏联系的一大堆练习。有意识的教师给学生提供机会来建构自己的知识，与他人合作去发现重要的观点并解决真实生活中挑战性的问题。


	我希望学生在课程结束后了解到什么、能做什么？这对于实现课程目标、使学生成为有能力的个体有何作用？



有意识的教师会经常给学生创设机会去解决复杂、困难的现实问题。检查一下你的目的和课程：你是否经常采用学生中心的方法来鼓励学生建构知识，你会在何种情况下采用？例如，你可能定期地给学生提供机会，让他们在现实情境中学习和应用数学知识。比如，你让全班针对诸如购买运动场健身器材等当前问题，自己去设计、实施一次全校范围的调查，分析调查问卷并采取相应行动。

有意识的教师会考虑在直接的、教师中心的教学取向与建构主义的、学生中心的教学取向二者间取得平衡。基于你要达到的教学目的来选择教学策略，并且记住：两种取向达到平衡时最有助于改善各种学习效果。设想这样一种情形：你必须在“政府”这门课上教授大量的内容。结果，你发现每天的课上都是你不停地讲。后来你想起，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学生成为能够对复杂问题做出有见地的决策的公民，因此，你重新审查自己的教学计划以确保自己经常使用发现法。下次上课时，你采用发现式教学方法，如让学生观察硬币，探讨硬币上反映的文化。


	在我的教学中应该考虑学生所具有的哪些知识、技能、需求和兴趣？



学生原有的背景知识影响着他们建构意义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与学生的前任教师进行交谈来了解学生以前在校的表现情况。学生是否有过小组合作学习的经验？学生以前的记录档案包含哪些有关他们对新异事物的偏好与态度的信息？

有意识的教师会采用自上而下加工的教学方式，即从整体的问题或论点入手，然后转向对各个部分的分析。你可以在支持性的氛围中，从真实的问题入手开始教学。比如，你可能以提问的方式开始数学课：“假定这个袋子里有五种口味的水果糖，那么我可以进行多少种口味的组合？”你可以将学生最初提出的各种完全不同的猜想列出来，然后发给他们袋装水果糖，让学生去处理这个问题。当你明显发现学生难以解决问题时，你可以建议他们试着用画表格的策略来解决问题的某个部分：任意两种口味的水果糖的组合可以有多少种？你和学生一起设计出如下的表格，并很快地发现所具有的规律，得到答案，即有10种可能的组合。学生们意识到他们只需画出与此类似的表格，就可以分别得到任意3种、4种、5种口味水果糖的组合数并算出最终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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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的教师会教授问题解决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画图、用表演展示情境、制作示意图。给学生示范多种问题解决策略，并将这些策略作为脚手架，使学生在其最近发展区内进行学习。


	我在学科内容、学生发展、学习、动机以及有效教学策略等方面所掌握的哪些内容能够用于实现教学目标？



当学生从事合作性的课题活动时，你观察他们。他们的非言语行为可以从哪些方面证明他们与同伴合作得如何？他们冒险的意愿有多强？当你发现有些学生不愿意接受同伴的意见时，你可以暂停活动，并教授如何与他人更好地合作：“当某人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时，在你表示反对之前先用20秒考虑这个新观点有什么价值。看着我，假定我参与你们小组，你们告诉我一个新观点……”


	哪些教学材料、技术、辅助手段和其他教学资源有助于实现我的教学目标？



积极情绪、学习材料对个人的意义及与学习者的相关性，这些都有助于学生进行深层次的信息加工，从而加强记忆效果。以能吸引学生兴趣的方式来开始，然后引导学生透过表面特征形成深层次的理解，以此为核心进行教学。

你是这样开始有关“密度”这堂课的教学的：将装有碳酸饮料的两个瓶子（一瓶是满的，一瓶里面有部分空气）放入水池中：其中一个沉下去，但另一个漂浮着！学生们的好奇心被激起，他们主动地去探究造成这种现象的规律。在课程结束时，你生动地描述这样一幅图像：一座巨大的冰山漂浮在冰冷的海面上，然后让学生根据他们新形成的对密度的理解来解释为什么体积庞大的冰山能够浮在海面上。

与当前和过去的同事和同学讨论你眼前的工作，这有助于你发现新的教学材料和其他资源，让自己努力成为一个有意识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师。


	我怎样评价学生达到目标的程度？



学生的学习效果提供了是否成功的信息。考察学生在意义生成、批判性思维、创造性等方面的成效。假定你刚把学生分析当前环境问题（雨林的破坏）的小论文收上来。你进行评估的第一步可以回答两个问题以关注学生知识建构水平：（1）学生驾驭事实性材料以支持其论点的能力如何？（2）哪些方面能显示其创造性的求新思维？

学生中心取向的教学最具挑战性的方面之一就是如何确定学生是否达到了学习目的和完成了预定目标。应用多种测量方式来评价教学成效。回顾你的教学计划，考察上一周你为学生提供了多少次结合实际的机会。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录音或录像，分析你使用的提问类型以及引导方式。要求学生对你的教学给予反馈，给学生一份问卷，其中包含诸如此类的问题：“教师____（从不/有时/经常/总是）给我们机会自己去理解事物。”


	如果个别学生或全班没有迈上成功之路，我该如何去做？我的补救计划是什么？



作为一个试图将建构主义方法整合到教学中的有意识的教师，你如何帮助学生从只会说“告诉我应该做什么”转变到参与小组合作学习、探究和开放性的思考？

若要帮助学生更好地自我指导，不仅要尽可能多地应用合作学习的方法，而且还要在合作学习的开始阶段，对助人技能、沟通技能进行直接教学。你可以教学生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如何给予反馈。请回想，有关研究已经证明，在合作学习情境中，那些听取了大量解释，或者给予他人大量解释的学生学到了更多的内容。这些技术都有助于学生达成小组目标。




网络链接

想了解更多有关批判性思维的文章和资源，请访问批判性思维基金会的网站：www.criticalthinking.org。



本章概要

建构主义的学习观是什么

建构主义心理学家认为，获取知识是一个过程，学习者必须自身主动地发现和转换复杂的信息，以使信息真正为自己所有。建构主义取向强调自上而下的加工，即学生从复杂的问题或任务入手，发现解决这类问题或完成这类任务所需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建构主义取向还强调合作学习，强调提问或探究策略以及其他元认知技能。

发现学习和搭建脚手架是基于认知学习理论而提出的建构主义学习方法。布鲁纳的发现学习强调学生主动的自主学习、好奇心以及创造性的问题解决。基于维果斯基的观点而提出的搭建脚手架的方法则要求教师在学生学习的关键环节上给予帮助。

如何在教学中应用合作学习

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分成小组一起活动，相互帮助进行学习。在发现学习、讨论以及评估性学习中都使用合作学习小组。诸如学生团队–成就区分法（STAD）等合作学习的教学方案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它们不仅奖励小组整体的努力与进步，也奖励小组中个人的努力与进步，而且小组对其每个成员的学习都负有责任。

如何教授问题解决技能与思维技能

问题解决技能可通过一系列步骤来加以教授，比如手段–目的分析以及问题表征。创造性问题解决需要酝酿时间、判断的暂停、适宜的氛围、问题分析、思维技能的应用以及反馈。思维技能包括计划、分类、发散思维、识别假设、识别误导性信息以及提出问题。通过工具性充实等教学训练方案可以教授思维技能，而在课堂中营造一种思维的文化也是非常有用的技术。

关键术语

回顾本章中的以下关键术语：

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

认知学徒期

发现学习

自主的学习者

中介性学习

互惠式教学

合作学习

学生团队–成就区分法（STAD）

合作统整阅读与写作（CIRC）

拼图法

共同学习

小组调研

同伴互助教学策略（PALS）

合作性提要

问题解决

手段–目的分析

工具性充实教学方案

批判性思维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指导语：
 本章开头的案例中所涉及的评价指标是各州的资格认证考试的常见考点。请重读开头的案例，回答下列问题：


	邓巴先生在上圆柱体体积这堂课时，要求学生通过实验确定如何测量体积。他应用了哪种学习策略？
	直接教学

	经典条件作用

	发现学习

	以教师为中介的讨论








	为什么邓巴先生不直接将圆柱体体积的计算公式πr2
 h告诉学生？
	他相信，如果学生自己发现该公式将会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他认为，如果学生自己能够推导出公式，则课堂上可以少花时间。

	他知道，发现学习远远优于直接教学。

	他在应用斯金纳以及其他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主张的教学策略。








	下面哪个事例说明邓巴先生体现了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这个概念？
	邓巴先生说：“今天我们将探讨如何计算圆柱体的体积。”

	邓巴先生将学生分成4人一小组，围坐在实验桌旁。

	邓巴先生对“智囊组”说：“你是对的，米格尔。但是你们怎么利用这个信息呢？”

	邓巴先生表扬“智囊组”的学生自己发现了答案。








	邓巴学生在圆柱体体积这堂课中有效地应用了合作学习策略。他没有做下面哪件事情？
	当小组解决问题后，给予认可

	保证每个小组内的各个成员的能力水平是相似的

	确保每个小组成员都进行了学习

	根据种族、族群、性别以及其他特殊需要将学生混合编组








	邓巴先生应用了下面哪种合作学习策略？
	小组调研

	共同学习

	拼图法

	学生团队–成就区分法（STAD）








	举一个发现学习的例子。在发现学习的课堂中，教师的作用是什么？发现学习的利与弊是什么？




	教师如何提高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







9　分组、个别化教学与技术

本章提纲


除了上好课，有效教学还包括哪些成分



	
卡罗尔的学校学习模型和QAIT模型





如何将学生分组以适应不同的成就水平



	
班级间能力分组


	
非分班


	
为阅读课和数学课重新分组


	
不分年级（跨年龄分组）小学


	
班级内能力分组


	
留级





个别化教学的方式有哪些



	
个别化教学


	
同伴辅导


	
教师辅导





针对被置于高危的学生的教育方案有哪些



	
补偿性教育方案


	
早期干预方案


	
学校综合改革方案


	
课后及暑期学校方案





如何将技术应用于教育



	
用于教学的技术


	
网络对教师的作用


	
用于学习的技术


	
网络对学生的作用


	
Web 2.0


	
教学电视和嵌入式多媒体


	
用于管理的技术


	
整合技术带来的挑战


	
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相关研究





学习成果


学习本章后，你应当能够：


	描述用于适应不同成就水平的不同类型的分组方法

	列出一些适用于不同学习者的个别化教学方法

	明确针对学业困难高危学生的教学方案类型

	描述如何在教育中有效地运用技术




阿巴思诺特先生正在给四年级的学生上多项式除法课。他感觉非常好，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讲得如此清楚、有趣，而且课堂组织得也很好。他向学生提问时，有几个学生举起了手；当他点名他们回答问题时，他们总能回答正确。阿巴思诺特默默地对自己说：“嘿！老兄，我想你确实触动了这些孩子的内心。”

下课前，阿巴思诺特进行了一次小测验，想了解学生对多项式除法的掌握情况。批阅完卷子之后，结果令他感到吃惊和大失所望：只有1/3的学生做对了所有的题目，1/3的学生没有做对任何一道题，剩下1/3学生只做对了一部分题目。“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他想，“无论如何，我要使这种情况在明天的课上有所改观。”

第二天，阿巴思诺特准备得更加充分，运用了大量生动的例子和图表来说明如何做多项式除法，整堂课也上得生动活泼。他提问时，更多的学生踊跃举手，回答也大多正确。但是，也有一些学生显得心不在焉，尤其是那些在昨天的测验中全部做对和全部做错的学生。

下课前，阿巴思诺特又进行了一次小测验。这次学生的整体分数有所提高，但仍有部分学生做错了所有的题目，这令他很失望：“我完全能够掌控学生的学习活动，可为什么他们总是学不会呢？”

为了探明问题出在哪里，阿巴思诺特对得零分的学生的试卷进行了分析。他马上就发现了问题。第二节课结束时，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能够正确列出多项式除法运算式。然而，有的学生在做减法时却总是犯同样的错误，另外一些学生显然是忘记了乘法口诀。所以，问题根本不是出在多项式除法上，学生只是缺乏学习多项式除法的先决技能。

阿巴思诺特想：“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教会了一部分学生。”他想起了一个叫特里萨的学生，她在第一节课后就能做对所有的题目，也许从她那里可以了解一些信息，以便更好地教授其他学生。他问特里萨为什么这么快就掌握了多项式除法。

“这很简单，”特里萨回答，“我们去年就学过多项式除法！”


运用你的经验



批判性思维
 　列出可以帮助阿巴思诺特先生更有效地应对学生个体差异的所有教学方法。然后列出阿巴思诺特先生所采用的有效满足了学生需求的所有方法。


合作学习
 　四五个同学组成一个小组。每个小组共用一张纸，小组成员在上面写出自己认为该怎样帮助阿巴思诺特先生更有效地考虑学生需求。一个同学写完后，传给小组中的另一个成员，依次进行下去。最后，将其中的某些方法介绍给全班同学。



除了上好课，有效教学还包括哪些成分

如同阿巴思诺特先生在懊恼之余所明白的，有效的教学不仅仅是高质量的讲授。他的除法课教学很出色，但只适合部分学生的学习，即那些具备了先决知识，且又没有学过多项式除法的学生。若要保证他的课程对所有学生都有效，他就必须调整课程以满足全体学生的各种不同需求。此外，如果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或者没有给学生足够的学习时间，即使是最好的课，也不会产生什么实际效果。

如果有效教学仅仅取决于讲授的效果，那么，或许我们可以找一批最优秀的演讲者，将其讲授的课程录制下来，然后让学生观看录像即可。考虑一下单独使用录像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你就会发现有效教学远不只是清晰的讲解，还涉及其他更多的因素。首先，录像中的教师并不了解学生已有知识的掌握程度。对特定的学生群体而言，某节课的内容也许过难，也许过易。其次，一些学生可能学得很快，而另一些学生由于没有掌握某些关键概念而落后。录像中的教师无法知道哪些学生需要额外的帮助，而且也不可能提供这种帮助。同时，教师也不可能通过提问来判断学生是否抓住了要点，然后重新教授学生尚未掌握的概念。第三，录像中的教师无法激发学生的动机，使其将注意力集中到课堂上，或者使学生真正努力地去掌握课上的内容。即使学生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有不良行为，录像中的教师也无能为力。最后，课程结束时，录像中的教师根本不知道学生是否真正掌握了所教授的主要概念或技能。

对录像教学的上述分析说明，教师除了呈现信息之外，还需要考虑到教学中的其他许多因素。教师必须知道如何调整教学，以适应学生的知识水平。教师必须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管理学生的课堂行为，进行分组教学并评价学生的学习。

为了更好地理解有效教学的这些因素，教育心理学家们提出了一些有效教学的模型。这些模型阐述了高质量教学的关键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以促进学生学习的。

■ 卡罗尔的学校学习模型和QAIT模型

约翰·卡罗尔（John Carroll）的《一种学校学习模型》（Carroll，1963，1989）是教育心理学领域至今发表的最具影响力的论文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他从确保学生学习的时间管理、资源管理和活动管理等角度来描述教学。卡罗尔认为，学习是以下两个因素的函数：（1）真正用于学习的时间，（2）学习所需要的时间。学习所需的时间是由学生学习的能力倾向、先前已有的知识和学习能力决定的，而真正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则取决于分配给学习的时间、教学的质量和学生的毅力。

斯莱文（Slavin，1995b）重点关注了卡罗尔模型中可以改变的因素——学校或教师能够直接改变的因素，由此提出了另一种有效教学模型，即QAIT模型（QAIT model）
 。该模型从质量（quality）、适宜水平（appropriateness）、诱因（incentive）和时间（time）四个方面来诠释有效教学的影响因素。


	
教学质量
 。知识或技能的呈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学生掌握学习材料。教学质量主要取决于课程质量以及课程呈现的质量。

	
教学的适宜水平
 。教师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确定学生已经做好了学习新课的准备（即具备学习新课程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且学生以前没有学过该课程内容。也就是说，当新的课程内容对于学习者而言难易适中时，教学就是适宜的。

	
诱因
 。教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确保学生具有执行学习任务、掌握所呈现材料的动机。

	
时间
 。在多大程度上给予学生充足的时间来学习所教授的材料。



要使教学有效，四个因素缺一不可。如果学生缺乏必要的先决知识或技能，或缺乏学习的动机，或缺乏足够的学习时间，那么不管教学质量有多高，学生都不可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反之，如果教学质量很低，那么无论学生的知识储备有多充足，动机有多强，学习时间有多充分，同样也无法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图9.1呈现了QAIT模型中四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图9.1　QAIT模型

QAIT模型中的每一个因素都像链条中的一环，整个链条的强度取决于最弱的那一环的强度。

[image: 269-1]



教学质量
 　一提起教学，或许大多数人首先会想起一系列的活动：讲授、提问、讨论、指导学生完成课堂作业。教学质量就是针对这些活动而言的。教学质量较高就意味着所呈现的知识对学生来说是有意义、有趣的，并且也易于记忆和运用。

决定教学质量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课程在多大程度上对学生是有意义的。要使课程有意义，教师就需要以有条理、有组织的方式来呈现信息，需要将新信息和学生的已有知识联系起来，需要运用例证、演示、图片和图表，将所教授的内容生动地呈现给学生。教师还可以采用一些认知策略，如先行组织者和记忆策略。有时，学生必须经过自己的亲身发现和体验，或者经过与他人的讨论，才能够真正理解一个概念的意义。

决定教学质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教师在多大程度上监控学生目前的学习情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调整教学进度，使之快慢适中。例如，教师应经常提问，以了解学生掌握了多少内容。如果学生的回答表明能够跟得上教学进度，则教师可以适当加快进度。但如果学生的回答表明跟不上教学进度，则教师可以复习部分课程内容，并放慢进度。


教学的适宜水平
 　组织课堂教学的最大难题或许就是应对不同的学生在已有知识和技能、动机和学习速度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Tomlinson，2004，2008）。这也正是阿巴思诺特先生课堂上遇到的主要难题。学生的多样化要求教师提供水平适宜的教学。教授有30名学生（或即使只有10名学生）的班级与进行一对一的辅导有着本质区别，因为学生之间固有的差异影响着教学能否成功。每个教师都很清楚，给全班上同样的课，一些学生肯定会比另一些学生掌握得快。事实上，还有些学生完全学不会，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先决知识和技能，或者缺乏足够的学习时间（如果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时间，就会浪费学习速度较快的学生的时间）。认识到教学中存在的这些重大差异，会促使教师去寻求一些个别化的教学方式，调整教学以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或者按照学生的能力进行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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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拥挤的课堂中，QAIT模型的有效性面临哪些挑战？



然而，在试图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某些解决方案本身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弊端。例如，教师也许会给全体学生提供适应每人个别需求的材料，并允许学生自定步调地学习。虽然这种方法解决了教学的适宜水平问题，但同时带来了新问题：20至30名学生做着20至30件不同的事情，教师如何管理这些活动？另一种选择是，教师可以根据能力不同将学生分组（比如分成红鸟、蓝鸟和黄鸟三组），使每个组中学生的能力相对接近。但这同样也会产生问题，因为当教师指导红鸟组的时候，黄鸟组和蓝鸟组就要在没有督导或帮助的情况下自行活动。本章后文将讨论调整教学以满足学生不同需求的一些有效方法。


诱因
 　托马斯·爱迪生曾写道：“天才等于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这种说法用于学习上也同样合适，因为学习也是工作。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学习不是或不可能是有趣的、令人兴奋的——远非如此。不过，学习确实需要学生尽量集中注意力，专心完成布置的任务，用心钻研，而且学生或多或少地需要某种诱因去从事这些活动。这种诱因或动机，可源自任务本身的特征（如，学习材料的趣味性），也可源自学生自身的特性（比如，对学习的好奇心或积极的学习导向），还可以来自教师或学校给予的各种奖励（如，成绩等级和证书）。

如果学生想了解某件事情，他们就会有动机付出必要的努力来学习它。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学生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芝加哥小熊队每个球员的名字、击球率、本垒打的数目以及其他所有相关的信息，却对科学、历史或数学知之甚少。对于这些学生来讲，棒球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愿意付出大量努力去掌握它的相关信息。某些信息本身对有些学生或所有的学生而言都是有趣的，但教师也可以通过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以及向学生示范校内获得的知识在校外的作用等方式，使学生对所学主题产生兴趣。例如，如果棒球球迷能够认识到，若要正确地计算棒球的击球率，比例的知识是非常必要的，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对这部分内容的学习更感兴趣。

然而，并不能保证每门课程始终都能够吸引所有的学生。若要使学生尽最大努力去学习那些当时看起来不重要，但对以后的学习至关重要的概念和技能，教师就必须给予学生某种形式的认可或奖励。所以，学校可以运用表扬、反馈、分数、证书、彩星、奖品或其他奖励方式来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


时间
 　QAIT模型的最后一个成分是时间。教学需要花费时间。增加在教学上花费的时间不一定能使学生学到更多，但是在教学质量、教学水平的适宜程度以及诱因水平都较高的情况下，增加教学时间就会使学生有更大的收获。可用于学习的时间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第一个因素是教师计划用于教学的时间和实际用于教学的时间；第二个因素是学生将注意力集中于课程内容的时间。这两类时间都受到教师的课堂管理策略和纪律策略的影响。如果学生表现良好，动机很强，对学习的目的和方向有强烈的意识，而教师也准备充分、组织得当，那么不管教师想教什么内容，学生都会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学习。然而，许多因素，如干扰、行为问题、活动之间未操作好的过渡等等，都会侵占学习时间（见Hong，2001）。

如何将学生分组以适应不同的成就水平

从学生入学的第一天起，他们在知识储备、技能、动机以及对即将学习的内容的倾向性等方面就存在着个体差异。有些儿童在幼儿园时就已经开始阅读，而另一些学生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外界帮助才能学会阅读。教师在上新课时通常会假定，一些学生对课程内容了解得比较多，一些学生可能了解得比较少，但能很快掌握新讲的内容，还有一些学生在安排的时间内可能完全无法掌握学习内容。一些学生可能具备学习新课程所需要的先决知识和技能，而另一些学生却不具备。这也就是阿巴思诺特先生遇到的难题：一些学生还没有做好学习多项式除法的准备，而有些学生在上课之前早已学会。一些学生缺乏学习多项式除法所必需的基本的乘法和减法技能，而另一些学生在第一节课上就已经掌握多项式除法，没有必要在第二节课中重学。因而，若阿巴思诺特先生停下来复习乘法和除法运算，那么，对已经掌握了该部分内容的学生而言，这无疑是浪费时间。如果他根据能力较强的学生的学习进程来调整教学进度，那么学习困难的学生则永远跟不上。阿巴思诺特先生班上的学生在先前知识、能力和学习速度上存在着差异，但他们的表现仍属正常范围，那么，阿巴思诺特先生怎样教授课程才能使其适合于所有的学生呢？

调整教学以适应学生的差异，这是教育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并且常常导致带有政治和情绪色彩的政策（Atkins & Ellsesser，2003；Loveless，1998）。有些人提倡的解决办法是，让更多儿童停留在同一个年级，直到他们能够达到本年级水平的要求为止。北美以外的一些国家对10岁至12岁的学生进行测试，据此将他们分到不同类型的学校中，试图以此来解决学生差异或称异质性的问题。其中只有一类学校是专以让学生做好接受高等教育的准备为目的的。在美国，人们有时使用一种类似的做法，即对中学生进行大学预科班、普通班和职业班的分班
 （tracks），通过这种分班，学生被安排学习一系列不同的规定课程。然而，分班制度的使用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间迅速减少。当今，多数中学都按照学生在不同学科上的能力水平进行分班：某个学生可能参加数学的高级班，却同时参加英语的中级或者初级班（Lucas & Gamoran，2002）。许多中学都允许学生根据辅导员的建议，为各个学科选择适合自己水平的班级，如果感觉课程太难或太易，还可以调班。这些策略使得学生所在班级的成绩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是同质的，因此它们被称为班级间能力分组
 （between-class ability grouping）（Slavin，1991）。这是初中和高中按能力分组的主要形式，有时也运用于小学。

在小学，为了使教学适应学生的个体差异，另一种常用的方法是班级内能力分组
 （within-class ability grouping），比如根据学生阅读水平的差异而分成不同的阅读小组（蓝鸟、红鸟和黄鸟三组）（Lou et al.，1996）。教学要适应学生的差异，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许多教育者甚至主张教学应完全实现个别化，以便每个学生都能够自定步调进行学习。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一些个别化的教学指导方案应运而生。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教学已经成为了个别化教学的一种主要方法。

许多适应学生个体差异的教学方法都有其自身的优势，但也都会引发某些问题，有时甚至是弊大于利。有些个体差异很容易应对（见Gregory & Chapman，2001；Tomlinson，2004，2008）。例如，教师在强调一些重要概念时，可利用视觉线索来增强口头讲解的效果，如在白板上写字或展示图片和表格，以适应学生的不同学习风格（Mayer，2008a）。教师也可以通过变换课堂的活动形式，如活跃型与安静型任务的交替、个体与群体活动的交替，以此来适应学生在其他方面有所不同的学习风格。有时，教师也可以和单个学生一起学习，根据他们的学习风格来调整教学——例如，提醒冲动型的学生不要着急，教给慎思型的学生一些策略，比如跳过不会做的题目，以便按时交卷。

先前知识和学习速度方面的差异较难应对。有时，处理这些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忽略它们，按照相同的教学步调给全班授课，但对成绩落后的学生进行个别辅导，给常常快速完成任务的学生提供扩展性的或充实性的附加活动（见Meyer & Rose，2000；Pettig，2000；Tomlinson，2008；Tomlinson，Kaplan，& Renzulli，2001）。教师可以在每堂课上有意识地使用多个例子或问题以适应一些学生。恰当地运用合作学习，让不同水平的学生相互帮助，这是帮助全体学生学习的一种有效方法（Slavin，1995a，2010；Webb，2008）。有些课程比其他课程更适合采用统一的教学步调。例如，社会学、科学和英语课就不像数学课、阅读课和外语课那样强调要适应学生成就的个体差异。因为在后一类科目中，技能直接建立在先前的某种技能上，所以，如果教师按照相同的步调教授一个异质的班级，落后生和尖子生都无法从中受益：落后生因为缺乏必要的先决知识和技能而失败，尖子生则因教学速度对自己而言太慢而感到厌倦。

■ 班级间能力分组

在处理对教学而言重要的学生差异时，最常用的方法或许就是根据学生的能力不同而将他们分到不同的班级。这种班级间能力分组有多种形式。在高中，根据对学生能力的测量，将他们分到大学预科班和普通班。在某些初中，根据学生一般能力的不同而将他们分到不同的班级，教师承担各自的学科，而班级中的学生则保持相对的稳定。例如，可以将能力最强的七年级学生分到7-1班，中等能力的学生分到7-5班，能力低的学生分到7-12班。在其他一些初中（还有一些高中），学校针对学生在各门科目上的能力差异进行分组，因此，某个学生可能在数学的高能力班，同时又在科学的中等能力班。在高中，这种分班可以通过课程的设置来完成。例如，高能力的九年级学生可以学习代数第一部分，而不具有相应能力的学生只学习普通数学。在小学，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分组，其中也包括中学所采用的一些方法。通常在小学的社会学习和科学课程中以及在早集合时，能力各异的学生都分在一个班，而在阅读课和数学课中，则要按照能力的不同重新分班。与中学相比，小学更有可能采用班级内能力分组，尤其是在阅读课上，而较少采用班级间能力分组。然而，不论在中学还是小学，为那些有严重学习问题的学生以及有天赋和才能的学生分别提供单独的特殊教育，都是班级间能力分组的常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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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生的阅读水平已远远高于平均水平，而有的学生才刚刚开始学习阅读。作为一名教师，你如何调整教学以适应学生的个体差异？诸如班级间能力分组和班级内能力分组等策略各有什么优点与缺点？




班级间能力分组的相关研究
 　虽然班级间能力分组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尚未得到研究的证实。研究者发现，虽然分到高能力班的学生有些许进步，但是由于分到低能力班的学生出现退步，这一进步的意义被抵消了（Ireson & Hallam，2001；Oakes & Wells，1998；Slavin，1987b，1990）。

为什么班级间能力分组的效果不明显呢？一些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探讨。能力分组的首要目的是缩小学生成绩水平之间的差异程度，以便教学能够更好地适应能力水平相对确定的学生群体的需要。但是，分组的依据通常都是标准化测验或者其他一般能力测验的分数，而不是学生在某一特定学科上的实际表现。所以，对某一特定班级真正重要的差异减少得太小，看不出有显著差异（Oakes，1995）。另外，将落后生集中到一个班级的做法让他们很少有机会向正面榜样学习，因此不利于落后生的发展（Page，1991）。再者，教师通常不喜欢教落后班，而且会或显或隐地表达出对学生的低期望（Weinstein，1996）。研究发现，落后班的教师并没有对教学做很多调整以适应学生的需求（Ross，Smith，Lohr，& McNelis，1994）。一些研究还发现，与优等班和中等班相比，落后班的教学质量通常较低。例如，与优等班教师相比，落后班教师教学缺乏热情和组织性，并且较少教授概念，更多的是教授事实性知识（Gamoran，Nystrand，Berends，& LePore，1995；Oakes，1995；Raudenbush，Rowan，& Cheong，1993）。事实上，未分班的混合能力班级的教学更像优等班和中等班的教学，而不像落后班的教学（Goodlad，1983；Oakes，1985）。分班所导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会让落后班学生感觉受到了侮辱，因为把学生分到落后班实际上在向他们传达着这样一种信息：我没有能力取得学业上的成功（Oakes & Guiton，1995；Page，1991）。谢弗和奥莱克萨（Schafer & Olexa，1971）曾经访谈过一位未被分到大学预科班的女生，该生说，她穿过走廊的时候，会将自己使用的普通班的课本封面朝下，怕被人看见了，感觉没有面子。


网络链接

想了解全国天才儿童协会对于能力分组的立场，请访问www.nagc.org/index.aspx?id=382。也可以参考NEA在学业能力分组研究中的亮点（www.nea.org/tools/16899.htm）。



分到落后班的学生比与他们能力相当却分到中等班或混合能力班的学生更容易表现出违法、旷课、辍学等行为（Goodlad，1983；Oakes，1985）。学习基础较差虽然是产生这些问题的部分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例如，在初中被分到落后班的学生会体验到自尊急剧丧失（Goodlad，1983）。斯莱文和卡维特（Slavin & Karweit，1982）发现，在城区的小学中，五年级和六年级学生有8%的时间旷课。当这些学生进入分班制的中学后，这一比例迅速升至26%，而且旷课的学生主要是那些被分到最落后的班的学生。从这些现象看，初中组织结构方面的问题让一部分学生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即学校对他们而言不再是一个能得到回报的地方。

分班制最大的隐患之一就是，落后班的学生大多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以及少数族裔家庭，而优等班的学生则大多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Braddock & Dawkins，1993；Cooper，1998；Dornbusch，1994）。很显然，这种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非裔美国学生以及拉丁裔学生的有意或无意的歧视的后果（Hoffer & Nelson，1993）。一项由米泽、威尔斯和塞尔纳进行的研究（Yonezawa，Wells，& Serna，2002）发现，即使在学生理论上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学习水平的高中，仍然有过多的非裔美国学生和拉丁裔学生在落后班。分班的结果实际上常与社会阶层和种族密切相关，而由于缺乏充分的证据来说明分班在教育上是必要的，因此，这种分班的合理性也不可能得到支持。

虽然教师个人很难改变班级间能力分组的制度，但是所有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清楚，有关的研究并不支持在任何年级都进行分班的做法，相反，应当尽可能避免分班。当然，这并不是说，教师应该放弃所有形式的班级间能力分组。例如，有些加速教育方案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比如，让那些有数学天赋的七年级学生学习代数第一部分，或者在高中提供一些大学预修课程（见第12章）。另外，在中学进行某些班级间能力分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一些学生会选择高级课程，而另一些学生不选。然而，研究并没有证明，把同一门课程分成高、中、低三部分就能够帮助学生取得更好的成就。相比之下，混合能力班在所有年级都能够取得成功，当教师同时运用其他一些有效的、能适应学生个体差异的教学方法时，效果会更明显。这些教学方法包括班级内能力分组、对落后生进行个别辅导以及合作学习等策略。

■ 非分班

多年来，各级学校中的班级间能力分组都受到了教育者和研究者的质疑。一些较有影响的组织，如全国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1993）和纽约卡内基联合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1989），都建议摒弃传统的能力分组做法，很多条非分班的指导原则和非分班教学的成功案例也相继出版（如，Burris，Heubert，& Levin，2004；Cooper，1998；Fahey，2000；Hubbard & Mehan，1998；Kugler & Albright，2005；Oakes，Quartz，Ryan，& Lipton，2000）。非分班
 （untracking）主要是强调把学生安置在混合能力的集体中，并给学生设定较高的标准，但同时为学生提供多种方式来帮助他们达到这些标准，比如给跟上集体有困难的学生提供额外的帮助（Burris，Heubert，& Levin，2006；Hubbard & Mehan，1998）。人们常建议运用恰当的合作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等形式，这为所有的学生提供了更多学习方式来达到较高的学习水平（Cohen，1992；Hubbard & Mehan，1998；Pool & Page，1995）。但是，要实施非分班并非易事，尤其是在初中和高中（Cooper，1998；Oakes et al.，2000；Rubin，2003）。尤其是，非分班常遭到优等生家长的强烈反对。奥克斯及其同事（Oakes et al.，2000）以及韦尔斯、赫什伯格、利普顿与奥克斯（Wells，Hirshberg，Lipton，& Oakes，1995）指出，非分班需要转变人们对学生潜能的看法，而不仅仅是改变学校或者班级的一些教学做法。这些研究者认为，要实行非分班，教师、父母和学生本人都必须认识到，学校教育的目标是为每一个学生创造成功的机会，而不是将学生分成三六九等（Hubbard & Mehan，1997；Oakes et al.，2000）。然而，这种观念的转变极其困难，这或许就是非分班在中学的推行比较缓慢的原因所在（Hallinan，2004）。

■ 为阅读课和数学课重新分组

在小学，经常运用的另一种能力分组形式是重新分组
 （regrouping）。在重新分组方案中，学生在大多数教学时间里都在混合能力班中，但是，根据学生的阅读和数学成绩的差异，他们还会被分到不同的阅读和/或数学班中。例如，上午9点半，四年级的学生会去不同教师的班级，接受适合各自水平的阅读教学。为阅读课进行重新分组的一种形式叫乔普林计划
 （Joplin Plan），它是一种跨年级的重新分组。例如，在一个四年级的阅读班里，第一学期的阅读课上可能会有三年级、四年级和五年级等多个年级的学生。

与全日能力分组相比，重新分组的一个主要优势就是学生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在混合能力班中度过的。由于重新分组并没有将落后生从班上分出，因此学生也就不会感到受侮辱。鉴于这些原因，研究发现像乔普林计划这样的重新分组方案整体上能够提高学生的成绩（Gutiérrez & Slavin，1992；Slavin，1987b）。

■ 不分年级（跨年龄分组）小学


不分年级方案
 （nongraded programs），或称跨年龄分组方案
 （cross-age grouping programs）（Fogarty，1993；Pavan，1992），是一种有时能在小学见到的分组形式，它是指把不同年龄的学生放在同一个班级中。不分年级的小学方案最常见的做法是让5岁到7岁或者是6岁到8岁的学生在一起学习。学生同时进行数个年龄水平的学习活动，但是，根据学生的需求以及成绩水平，在教学中也经常对他们灵活地进行分组（Kasten & Lolli，1998）。不分年级方案的研究综述发现，当方案的重点放在灵活的教学分组上时，它们对学生的成绩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当方案的重点是进行个别化的教学时，效果就要差些（Gutiérrez & Slavin，1992；Pavan，1992）。开放课堂通常包括不分年级的组织，而关于这种课堂的研究同样没有发现它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具有促进作用（Giaconia & Hedges，1982）。

有时采用跨年级分组是出于无奈，因为处于某个特定水平的学生数目太少，无法组成一个班级。研究发现，这样的混合班级（如，三至四年级的混合或五至六年级的混合）并没有提高学生的成绩，甚至还可能有害（Burns & Mason，2002；Veenman，1995，1997）。

■ 班级内能力分组

使教学适应于学生能力水平差异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在班级内对学生进行分组，这在小学的阅读课中常用。例如，三年级的教师可以用3-1（三年级第一学期）的课文教“火箭组”，用3-2（三年级第二学期）的课文教“星星组”，用4-1（四年级第一学期）的课文教“行星组”。

班级内能力分组在小学阅读课中十分常见（Chorzempa & Graham，2006）。对小学校长的调查发现，90%以上的阅读课教师使用多个阅读小组（Puma et al.，1997），但只有15%到18%的数学教师采用这种分组形式（Good，Mulryan，& McCaslin，1992；Mason，1995）。除阅读和数学课程外，其他科目则很少采用班级内能力分组。在阅读课中，教师通常让每个小组从不同的角度来学习一系列的课文，允许每个小组自定步调地进行学习。在大部分的数学课上，教师对全班进行同样的教学，然后在其他学生做课堂练习时处理两个或多个能力小组的问题，以此来根据需求强化所学技能或给学生提供充实性训练。


班级内能力分组的相关研究
 　班级内能力分组对成绩有什么影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几乎都是关于小学数学课的。这是因为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形：一些教师运用班级内能力分组，而另一些教师不采用这种分组方式，而这恰恰是研究者寻求可以进行对比的情况。几乎所有的小学阅读课教师都运用阅读分组的形式，其中一些会在数学课上采用分组，而在其他课上很少有教师运用班级内能力分组。对数学的班级内能力分组（不同的小组自定步调地学习不同的材料）的研究大多表明，接受能力分组教学的学生比不分组的学生掌握了更多的知识（Slavin，1987b）。优等生、中等生和落后生似乎都同样能够从班级内能力分组中受益（Lou et al.，1996）。梅森和古德（Mason & Good，1993）的一项研究发现，与运用固定的班级内能力分组的教师相比，根据学生的需求而灵活分组和重新分组的教师能够取得更好的数学教学成效。

研究表明，分组数目少比分组数目多的效果要好些（Slavin & Karweit，1984）。分组数目少，这有利于教师对各小组进行更多的直接教学，且可减少活动间过渡所用的转换时间和做课堂作业的时间。3个小组将用三分之二的课堂时间来做课堂作业。而且，如果教师试图教授3个以上的阅读小组或数学小组，还有可能出现课堂管理问题。将班级分成3个以上的小组，这虽然能够减少小组内部的差异，但往往得不偿失（见Hiebert，1983）。

班级内能力分组的研究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是，当有必要进行某种形式的分组时，班级内能力分组比班级间能力分组更有优势。相比于班级间能力分组，班级内能力分组除了能够产生比较好的教学成效之外，它还更为灵活，不太会让学生感到难堪，也更节省教学时间（Rowan & Miracle，1983）。

■ 留级

是否应该要求成绩差的学生留级，这是教育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与日俱增的问责压力是造成留级率急剧上升的主要原因。近年来，佛罗里达州的留级学生达到24000人，纽约市三年级的留级生有16 000人，迈阿密则有2000名三年级学生第二次留级（McGill-Franzen & Allington，2006）。

主张让落后生留级者认为，留级能够给他们更多时间去赶上其他学生，并清晰地树立起学生必须努力达到的标准。被学校考虑留级的学生通常会获得在暑期学校中奋起直追的机会，或者接受额外的帮助以争取升学，或许，正是可能留级的威胁使得许多学生参与到这样的学习中来（March，Gershwin，Kirby，& Xia，2009；McCombs，Kirby，& Mariano，2009）。然而，反对留级者认为留级会造成学生动机的丧失，因为事实上，留级是辍学的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Allensworth，2005；Jimerson，Anderson，& Whipple，2002）。留级的学生主要是少数族裔和/或家庭处境不利的男生（Beebe-Frankenberger，Bocian，MacMillan，& Gresham，2004）。

留级是有利还是有害呢？从短期来看，让学生留级会提高某学校或学区的学生成绩，这并不是因为学生学得多了，而是因为他们参加测验时年龄变大了。基于此，在让未达到给定测验标准的学生留级的新政策发布后，各州和学区经常会报告州测验成绩有了“显著提升”（Bali，Anagnostopoulos，& Roberts，2005；McGill-Franzen，& Allington，2006）。然而，长期研究证明，留级学生比同年龄成绩同样较差的未留级学生学到的更少（Burkam，Logerfo，Ready，& Lee，2007；Hong & Raudenbush，2005；Hong & Yu，2007；Roderick & Nagaoka，2005）。

对落后生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既不是留级也不是“社会升学”（不论学生的成绩水平都让学生升级）。相反，应当给予这些学生特别的关注、诊断和强化干预，如对学生进行单独辅导，直到他们的成绩上升到正常范围以内。多进行一年的教育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干预手段——可以用同样多的花费给学生更有效的帮助（Reeves，2006；Slavin，Lake，Davis，& Madden，2009）。

个别化教学的方式有哪些

如果学校能够给每位学生配备一名教师的话，那么就可以彻底解决为所有学生提供适宜水平的教学问题。对一名成人辅导一名学生的研究发现，这种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能产生极大的积极作用（Slavin，Lake，Davis，& Madden，2009），这一结果不足为奇。辅导之所以有效，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辅导者能够提供个别化教学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也译作差异教学），即准确地根据学生的需求来调整教学。如果学生能够快速掌握，那么辅导者就可以教授其他的内容；如果学生学得较慢，那么辅导者能够找出问题所在，尝试其他的讲解方式，或者在这个问题上再多花些时间。

在某些情况下，成人辅导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跨年龄的同伴辅导（通常是年龄大的学生同年龄小的学生一起学习）也可以是非常有效的。此外，教育改革家们一直试图通过个别化教学来模拟一对一的教学情境。教师们也找到了各种方法，以因地制宜地满足异质班级中不同学习者的需求（Corno，2008；Tomlinson，2008）。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个别化教学或称程序化教学法非常流行，这些方法允许学生按照自己的水平和速度进行学习（Fletcher，1992），而且这种形式的教学仍在多种基于计算机的教学形式中继续得到体现。下面将讨论这些不同的教学策略。

■ 个别化教学

个别化教学（George，2005；Tomlinson，2004，2008）是这样一种教学方法，它通过调整教学的内容、水平、速度和成果以适应常规课堂中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个别化教学背后的原理强调所有儿童都能够达到较高的标准，只是其中一些需要特定的帮助。

例如，你可能会要求一个由多样化的学生组成的班级写一篇圣雄甘地的传记，但你应当为不同阅读水平的学生分别提供甘地的相关材料。或者你可能会为一个异质性的班级出一份日常的数学测验，但你的测验中应当包含一些针对在数学方面准备更充分的学生的“思考题”。在课堂作业中，你可能会关注那些你已经知道欠缺先决技能的学生或者在课前预先为他们提供相关技能的教学指导；例如，在开始一个关于小数的教学单元之前，你可以安排一段额外的时间，与那些没有扎实地掌握对学习小数很重要的分数概念的学生一起回顾一下分数的知识。

■ 同伴辅导

同学之间可以相互帮助进行学习。同伴辅导
 （peer tutoring）就是由一个学生教另外一个学生。同伴辅导有两种主要的形式：一是跨年龄辅导
 （cross-age tutoring），即辅导者比被辅导者大几岁；二是同龄辅导，即一个学生辅导另一个同班同学。相比较而言，研究者们更推崇跨年龄辅导，一个明显的原因是高年级学生更有可能已经掌握了学习内容，另一个原因是学生可能更愿意接受年长的学生担任辅导者，而不愿接受同班同学辅导（Topping & Ehly，1998）。有时，同伴辅导也被用于那些需要接受特殊帮助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几个高年级的学生与几个低年级的学生一起学习。还有其他一些辅导形式，比如，五年级的全班学生去辅导二年级的全班学生。在这些情况下，一半二年级学生被派到五年级的教室，一半五年级学生被派到二年级的教室。此外，在学校的餐厅、阅览室或者其他地点都可以进行同伴辅导。

同年龄的同伴辅导比较容易实施，也很有效（Rohrbeck et al.，2003）。在相同年龄和相同成绩水平的同班同学之间进行同伴相互辅导，即两个学生轮流做辅导者和被辅导者，这是一种非常实用而有效的方法（Fantuzzo，King，& Heller，1992；Greenwood，Terry，Utley，Montagna，& Walker，1993；Mathes，Torgeson，& Allor，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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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表现的是哪种形式的辅导？对教师来讲，还可以运用哪些个别化的教学方法？



对辅导者进行适当的培训和督导是非常重要的（Jenkins & Jenkins，1987）。接受过具体辅导策略训练的辅导者能比没有接受训练的辅导者得到更好的成效（Fuchs，Fuchs，Bentz，Phillips，& Hamlett，1994；Merrill，Reiser，Merrill，& Landes，1995）。


同伴辅导的相关研究
 　评价同伴辅导对学生成绩的影响的研究通常发现，同伴辅导的策略能同时提高辅导者和被辅导者双方的成绩（Fantuzzo et al.，1992；King，Staffieni，& Adelgais，1998；Simmons et al.，1995；Van Keer，2004）。实际上，许多研究还发现，辅导者取得的进步比被辅导者还要大（Rekrut，1992）。正如许多教师曾提到的，透彻地学习某种内容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教给别人。辅导他人的优等生通常也很喜欢辅导，认为这种活动很有价值（Thorkildsen，1993）。


网络链接

想了解更多有关同伴辅导的内容，请参考西北区域教育实验室（Northwest Regional Educational Laboratory，NWREL）的一篇文章（www.nwrel.org/request/oct96/article3.html），你也可以参考《作为助人者的儿童：同伴辅导训练手册》，见www.interventioncentral.org/htmdocs/interventions/rdngfluency/prtutor.php。

NWREL的另一篇有关同伴辅导和跨年龄辅导的文章见www.nwrel.org/archive/sirs/9/c018.html。想获得有效合作和练习中心（Center for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and Practice）为家长提供的有关全班范围内的同班辅导的内容，见http://cecp.air.org/familybriefs/docs/PeerTutoring.pdf。



■ 教师辅导

对儿童的一对一成人辅导是已知的最有效的教学策略之一，它从根本上解决了教学的适宜水平问题。这种方法的主要缺点是代价比较高。然而，在常规教学情境下，小范围地为那些学习困难的学生提供成人辅导是可行的。例如，父母、大学生、退休市民等成年志愿者通常都乐意辅导学生（Hopkins，1998；Juel，1996；Neuman，1995）。如果对那些自愿辅导者进行有效的督导，并使用结构良好的学习材料，那么他们对儿童的阅读成绩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Baker，Gersten，& Keating，2000；Tingley，2001）。辅导能非常好地发挥教辅人员的作用（Hock，Schumaker，& Deshler，2001），有些学区雇佣了大量的辅助专职人员来进行辅导。事实上，研究发现，课堂辅导人员对学生的成绩没有多大影响，除非他们一对一进行辅导（见Slavin，1994a）。

在某些情况下，运用这种高代价的一对一的成人辅导是相当值得的，例如针对学习阅读有困难的一年级学生。假如学生在小学低年级没有学会阅读，这将严重制约其以后的学习，因此，进行辅导以避免阅读失败，这种投资是值得的。人们研究过为小学阅读困难学生制订的方案，最近一项这类研究的综述发现，许多辅导和小组干预策略都对学生的学习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Slavin，Lake，Davis，& Madden，2009）。一对一的辅导是非常有效的，然而，采用结构化语音教学法的辅导模式比其他辅导方法都更有效（Blachman et al.，2004；Brown，Morris，& Fields，2005；Ehri，2007）。由辅助人员实施的语音教学方案同样有效（Jenkins，Peyton，Sanders，& Vadasy，2004；Vadasy，Sanders，& Tudor，2007）。研究表明，对3到8个儿童组成的小组进行语音辅导会对学生的成绩产生少许积极影响（Mathes & Babyak，2001；Nelson & Stage，2007；Stevens & Slavin，1995b；Stevens et al.，2008）。还有一种同时采用合作学习和辅导的“让所有学生都成功”（Success for All）的方法，它对高危学生的学习有着重大而持久的影响（Borman et al.，2007；Correnti，2009；Slavin，Madden，Chambers，& Haxby，2009）。这些结果表明，通过以某种方式结合辅导与合作学习，大部分阅读困难的儿童都能获益匪浅。


理论应用于实践：有效运用同伴辅导以满足个体需要

同伴辅导是一种可以同时提高辅导者和被辅导者的学习成绩的有效方法，因此，毫无疑问，该方法对于在课堂中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很有价值。但是，若要通过同伴辅导来改善学生的学习，仅仅将学生两两配对还是不够的。

或许你每天都在课堂中使用一些非正式的个别辅导做法（如，让一个学生帮助另一个受困于某问题的学生），但是，若要确立一项正式的辅导方案，还需要更多的参与和计划。下面几点策略可以帮助你在课堂中建立和维持一项有效的辅导方案。与大多数提议一样，你可以先与学校负责人以及其他教师一起，确立一项全校范围的辅导方案，这样你就可以更好地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

要建立一项辅导方案，首先要记住辅助者和被辅助者都需要具备特定技能。不管辅导者是同伴，还是高年级的学生，或者是成人，选择辅导者时都要慎重。最好的方法是先从志愿者开始。不但要考虑辅导者的知识基础（即他们对特定领域知识的掌握程度），而且还要考虑到他们能否将知识讲解清楚。

一般来讲，对辅导者的培训包括一些基本的教学技能训练，比如，示范，引导被辅导者做出反应，运用矫正性的反馈和表扬/强化，变换教学方法和材料（即应用多感官的方法），记录和报告学习的进程。如果在全校范围内进行，教师、父母或者辅助人员都可以对即将成为辅导者的学生进行训练，把这种训练作为课外服务性活动的一部分。

接受辅导的学生应该清楚自己在辅导过程中的角色。强迫一个学生接受辅导会产生消极影响。所以，一开始只选择那些自愿和辅导者一起学习的学生。逐渐地将辅导作为全班或者全校学习活动的有机部分。在这种合作性的模式中，任何学生都有机会在某时段成为辅导者和被辅导者。即使是那些知识和技能较少的学生也可能对同伴或者低年级的学生进行辅导。许多有接受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在辅导低年级学生的过程中，自己也获得了自信，并提高了自身的能力。

在训练过程中，要让所有的学生都明白，辅导者就相当于教师，理应受到尊重。另外，辅导者和被辅导者都必须明白，活动的目的是使被辅导者做到清晰理解概念，而不仅仅是完成一项任务。为了使学生准备得更充分，你可以在训练过程中使用各种角色扮演活动。示范各种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教学形式、反馈形式以及强化形式，然后，让参与者在教师的督导下进行练习。在这种情形中给学生提供矫正性的反馈，这样，将来不进行直接督导时，你仍可以对辅导者和被辅导者很好地配合完成辅导活动抱有信心。

不管你是打算开始时仅在自己的班级中运用这种方案，还是开发全校范围内的辅导方案，都应该记住以下几点：


	需要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训练辅导者。

	辅导者和被辅导者需要对自己的角色和期望有清楚的理解。

	辅导者和被辅导者需要接受督导以及有关的反馈，尤其是在辅导过程的初期阶段。

	教师需要和辅导者一起，设计对辅导进程进行记录和报告有用且高效的策略。





针对被置于高危的学生的教育方案有哪些

在学校中，任何儿童都可能成功，也都可能失败。至于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主要取决于学校、父母、社会机构以及儿童自己如何创设适宜学习的条件（Thomas & Bainbridge，2001）。在儿童入学之前，我们不能准确地预测哪些儿童会成功或失败，但是，儿童家庭背景中的某些因素使其更有可能成功或失败（一般而言）。例如，那些来自贫穷家庭或单亲家庭的学生、发展明显迟缓的学生以及有攻击性行为或退缩行为的学生，他们在学校中比其他学生更有可能出问题。这些学生通常被称为高危学生
 （students at risk）（Barr & Parrett，1995；Manning & Baruth，1995）。高危
 这个用语借自医学领域，长期以来它被用来指一个人并没有患上某种疾病，但比一般人群更容易患上这种疾病。例如，嗜烟者或者有癌症家族史的人是患肺癌的高危人群，尽管并不是所有嗜烟者或有癌症家族史的人都会患上这种病。虽然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并不会得心脏病，但我们都知道，高血压是心脏病的诱发因素。同样，一个来自贫困家庭的特定学生或许在学校中表现很好，但是，平均而言，100个贫困家庭的学生在学校中的表现显著差于100个来自中产阶层家庭的学生（Rossi & Stringfield，1995）。比起“高危”这个术语，博伊金（Boykin，2000）更喜欢使用“被置于高危”（placed at risk），以此来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因为学校、家庭或社区经常不能适当满足儿童的需求，致使他们被置于高危情境之中。例如，如果一个儿童在得到适当的教学、一对一的阅读辅导或者一副合适的眼镜的情况下就能顺利地完成阅读活动，那么在缺乏这些条件时，我们就说这个儿童被置于高危情境中。

儿童入学之前，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其结构是预测高危与否的最有效因素。然而，儿童入学后，与家庭背景因素相比，诸如阅读成绩差、留级、行为问题等因素对预测后期在校问题（如退学）更有效（Ensminger & Slusarcick，1992）。

针对高危学生的教育方案主要有三大类：补偿性教育方案、早期干预方案以及特殊教育方案。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或者就读于低收入社区学校的学生，经常会出现一些学习问题，补偿性教育
 （compensatory education）就是指用来避免或补救这类学生的学习问题的教育方案。某些干预方案是针对高危婴儿和学步期幼儿的，旨在避免将来可能不得不进行补救。其他一些干预方案主要是为了使某些学生能够继续留在学校学习。下面将论述补偿性方案和早期干预方案。第12章将要讨论的特殊教育，则主要服务那些有严重学习问题以及身体和心理问题的学生。

■ 补偿性教育方案

补偿性教育方案专为解决在低收入社区中成长带来的问题而设计，是对那些社会背景不利、在学校中有困难或者被认为很可能遇到困难的学生提供的补充教育。其中两种方案，即提前教育方案和持续追踪方案，主要是针对那些家庭背景不利的幼儿园或小学的学生而设置的，使他们能够掌握顺利开始学校学习所必需的技能。但是，规模最大的补偿性教育方案，并且最有可能影响到常规课堂中的教师的方案是第一节方案
 （Title I）（以前称“第一章方案”），该方案由联邦政府提供资助，让学校为那些低收入家庭中学习困难的学生提供额外的教育服务（见Borman，Stringfield，& Slavin，2001；Manna，2008）。

第一节方案不只是由联邦政府将资金划拨到学区。根据联邦政府的规定，这些资金必须用于“补充而不是替代”当地的教育投入。这就意味着，学区不能挪用这些资金来提高教师的工资或购买日常用品。相反，这些资金必须拨给为许多处境不利的学生提供服务的学校，直接用于提高校内落后生的学业成绩。一种例外是，如果学校服务处境极其不利的社区——在这些社区中，至少有40%的学生满足了得到免费午餐的条件——那么可以将第一节方案的资金用于改善学校的整体状况（但仍然不是为了满足基本花费，而是为了改善结果）。


第一节方案
 　第一节方案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最常见的是一名专业的第一节方案教师为阅读困难的学生提供补救性帮助，很多情况下也适用于在其他科目上的学习困难（Borman et al.，2001）。这种方案叫调出方案
 （pull-out program），因为是将学生从普通教学课堂中“调出”，参与第一节方案中的活动。

长期以来，调出方案受到诸多批评。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普通教师和第一节方案教师的教学方式通常不一致，因此，原本需要高度一致的结构化教学的那部分学生，现在却必须适应两种完全不同的教学方式（Allington & McGill-Franzen，1989；Meyers，Gelzheiser，Yelich，& Gallagher，1990）。第一节方案必须以确保学生在普通教学课堂中取得成功为目的，因此第一节方案教学必须与普通教师的教学活动紧密配合。例如，如果某个学生在普通教学课堂中表现出难以把握段落的主题思想，那么第一节方案教师就应该关注段落主旨方面的教学，或许使用普通课堂上教师运用的教学材料。

研究发现，其他许多创新性方案加快了处境不利学生成绩的提高速度。这些方案包括辅导方案及其他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并不断地评价学生达到目标程度的结构化教学方案（见Slavin & Madden，1987；Slavin，Madden，& Karweit，1989）。然而，最有效的方法是在学生未表现出学习困难时就给予干预，防止学生出现学习困难（Hamburg，1992；Slavin，Karweit，& Wasik，1994）。这类方案主要包括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方案和幼儿园教育方案（Berrueta-Clement，Schweinhart，Barnett，Epstein，& Weikart，1984；Reynolds，1991），以及帮助所有儿童在第一次接受教育时就获得成功的综合性学校改革方案（Borman，2003；Comprehensive School Reform Quality Center，2006a，b；Kidron & Darwin，2007）。


第一节方案有效性的相关研究
 　在全国范围内考察了第一节方案对学习成绩的作用的主要研究有两项。第一项叫持续效果研究（Carter，1984），该研究发现，接受第一节方案的学生在阅读与数学方面确实比那些成绩同样低，但没有接受第一节方案的学生取得了更好的成绩，但是，这一效果还不足以使第一节方案的学生能够赶上全国学生的平均水平。接受第一节方案的学生中，进步最大的是一年级的学生，然而四年级和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则进步很小。

最近对使用第一节拨款的补偿性教育方案的有效性进行的另一项主要研究叫“前景研究
 （Prospects）”。它也将接受补偿性教育服务的小学和初中的高危学生与那些没有接受这种服务的高危学生以及从未处于高危的学生进行对比。结果发现，接受第一节方案的学生的学业成就并没有提高（Puma，Jones，Rock，& Fernandez，1993）。博尔曼、达戈斯蒂诺、王和赫奇斯（Borman，D’Agostino，Wong，& Hedges，1998）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所得结论也同样令人失望，尽管这些方案对那些处境并非高度不利的学生以及仅在某个年龄段接受过补偿性教育服务的学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对那些社会背景极端不利、学习成绩也非常差的学生而言，补偿性教育方案并没有缩小他们与能力稍高的同伴之间的差距。

虽然前景
 研究并未发现接受补偿性教育服务在总体上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但是，该方案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具有积极作用。其中，影响其有效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第一节方案服务与学校其他服务之间相互协调的程度（Borman，1997；Borman，D'Agostino，Wong，& Hedges，1998）。也就是说，那些能够将补救性或教学性的第一节方案服务与学校的主要教育方案完美整合的学校，以及用第一节方案的资金来执行全校范围内的方案以针对全体学生提升教学水平的学校，都从补偿性教育方案中获得了最好的结果，后者收获尤其大。这种整合式的方法不同于将成绩较差的学生安置到补救性班级中的传统做法，学生在补救性班级中接受的教学与其原有班级的教学不一致。

尽管一项对许多研究进行的综述的确发现了整体上的积极效应（Borman，Hewes，Overman，& Brown，2003；Borman & D’Agostino，2001），但是熟悉相关研究数据的人都不会坚持认为该方案的影响很大（Manna，2008）。考虑到对大多数学生来说，第一节方案只意味着每天不超过30分钟的补救性教学，那么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Stringfield et al.，1997）。

对补偿性调出课堂效果的研究发现，整体而言，在常规班级中有效的教学活动，如果用在接受调出方案的班级中，也同样有效。例如，更多用于教学的时间和投入任务时间以及有效课堂管理措施的其他特征，都是预测补偿性教育方案班级中学生成绩提高幅度的重要因素（Crawford，1989；Stein，Leinhardt，& Bickel，1989）。对特困地区学生接受的教育方案所进行的一项大型研究（Knapp，1995；Knapp，Shields，& Turnbull，1995）发现，如果教师强调教学是为了让学生达到深层次的理解和把握意义，则其学生获得的成绩要显著高于那些教师只强调训练和练习的学生的成绩（也见Waxman et al.，2001）。斯特林菲尔德及其同事（Stringfield et al.，1997）进行的另一项大型研究对特困地区的学校使用的一系列补偿性教育方案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两种综合性的学校改革方案尤其有效：“让所有人都成功”的方案和“科默学校发展方案”，这两种方案将在本章后面加以讨论。这些研究和其他一些发现逐渐使第一节方案的决策者们倾向于建立全校范围的方案，使第一节方案的资金用于改善对学校全体学生的教学（见Brown et al.，2001；Slavin & Fashola，1998）。

■ 早期干预方案

传统上，第一节方案以及其他一些补偿性教育方案都过于强调对学生的补救。它们通常在学生已经落后时才为他们提供帮助。这类学生最终依然有可能接受特殊教育或者留级。而比起为可能遭遇学业失败的高危学生提供补救，注重预防和早期干预
 （early intervention）显然要有意义得多（见Chambers，Cheung，Slavin，Smith，& Laurenzano，2010；Powell，1995；Slavin，Karweit，& Wasik，1994）。

研究发现，给婴儿提供刺激、对父母进行培训，以及其他为从出生到5岁的儿童提供的各种服务方案，都对那些高危学生的学业成功具有长期影响。卡罗莱娜启蒙方案（Campbell & Ramey，1994）就是一个例证，该方案让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从婴儿期到入学之前都接受强化训练，这对于学生的学业成绩具有长期的促进作用。佩里学前教育方案也证明了对四岁儿童进行强化训练的长期影响（Schweinhart & Weikart，1998）。其他一些方案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Chambers et al.，2010）。除了这类预防性的方案外，还有证据表明，早期干预可以防止儿童在低年级就表现出学业落后。例如，怀特赫斯特及其同事（Whitehurst et al.，1999）发现，一项强调语音意识（声音如何拼合为词的知识）以及其他一些前读写时期学习策略的早期干预方案对儿童的学习具有持久的影响。一项名为阅读恢复
 （Reading Recovery）的方案（Lyons，Pinnell，& DeFord，1993；Pinnell，DeFord，& Lyons，1988）安排受过专门培训的教师给阅读困难的一年级学生提供一对一的辅导。该方案使绝大多数被置于高危的学生都达到了正常的阅读水平，并且具有长期的积极作用。目前在美国、加拿大、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数以千计的小学都在使用阅读恢复方案。尽管人们几乎都同意阅读恢复方案对高危的一年级学生的阅读成就具有积极作用（见Slavin et al.，2009），然而对于该方案的积极效应能否在一年级以后的学习中继续保持，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果。在伦敦进行的一项对阅读恢复方案的长期评估发现，该方案存在即时效应，但儿童长到10岁左右时，该方案的效应已经消失（Hurry & Sylva，2007）。此外，人们质疑阅读恢复方案的成本效益（Hiebert，1996；Shanahan，1998），争议阅读恢复方案对少数一年级学生的积极影响是否意味着该方案就是将有限的资金用于该年龄组所有儿童的最佳方式（见Hiebert，1996；Schacter，2000）。

除了阅读恢复方案之外，其他一些方案也成功地让那些有资格的教师、辅助人员，甚至受过良好训练和接受高水平督导的志愿者们发挥了能力，由他们来帮助一年级的学生提高阅读成绩（Morris et al.，2000；Slavin，Lake，Davis，& Madden，2009）。与小组补救方案或没有干预相比，一项名为阅读营救（Reading Rescue）的语音辅导方案使一年级学生的学习效果大幅度改善（Ehri，Dreyer，Flugman，& Gross，2007）。在澳大利亚还有一项方案将课程改革、一对一的辅导（阅读恢复）、家庭支持以及其他一些方法进行了结合，显著地改善了一年级学生的阅读表现（Crévola & Hill，1998）。

对辅导方案、卡罗莱娜启蒙方案以及其他一些预防策略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能够在学业生涯的初期为高危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和强化培训，那么，这些学生就能获得成功（Slavin，1997/98）。早期干预也能够确保那些需要长期帮助的学生可以被提前发现，以及确保那些能及早解决的问题，不必到后来再无谓地安排特殊教育（见Vellutino et al.，1996）。

■ 学校综合改革方案

学校综合改革（comprehensive school reform，CSR）方案是在全校范围内进行的，它们把那些经过研究证实的有效策略运用到学校运转的各个方面，包括课程、教学、评估、分组、针对学习困难儿童进行的教学调整、父母的参与以及其他一些方面（Borman，Hewes，Overman，& Brown，2003；CSRQ，2006a，b；Kidron & Darwin，2007；Slavin，2008a）。学校综合改革方案有多种形式。比如“让所有人都成功”（Slavin et al.，2009）和“直接教学”（Adams & Engelmann，1996）这类方案在每个科目上都给学生提供具体的材料，并详尽指导学生如何使用，而其他一些方案，如“加速学校”方案（Hopfenberg & Levin，1993）和“学校发展方案”（Comer，Haynes，Joyner，& Ben-Avie，1996）则提供更为一般性的练习指导，帮助学校里的教师确立自己的有效教学方法。而“美国的选择”（Supovitz，Poglinco，& Snyder，2001）和“当代红色校舍”（Kilgore，Doyle，& Linkowsky，1996）等方案强调将标准融入实际教育活动中去。美国使用这些学校综合改革方案的学校超过3 000所（Slavin，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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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恢复方案对身为英语学习者的学生尤其有帮助。这种方案与传统的补偿性方案有什么不同？



应用和研究得最广泛的一种学校综合改革方案叫“让所有人都成功”
 （Success for All）（Slavin，Madden，& Chambers，et al.，2009），它面向为处境不利社区提供教育服务的小学，重在对其中的学生进行预防和早期干预。该方案为学前、幼儿园以及一到八年级的儿童提供基于科学研究成果的阅读教育方案；为有需求的一年级学生提供一对一的辅导；提供家庭支持服务；同时也对教学、课程、学校组织等进行改进，以确保低年级的学生不掉队。有关该方案的纵向研究表明，接受该方案训练的学生在整个小学和初中期间的阅读水平要明显好于没有接受训练的匹配对照学校中的学生，而且他们被安排接受特殊教育或者留级的几率也要小很多（见Borman & Hewes，2003；Borman et al.，2007；Correnti，2009；Muñoz，Dossett，& Judy-Gullans，2004；Slavin，Lake，Davis，& Madden，2009；Slavin，Madden，Chambers，& Haxby，2009）。在2009至2010学年，有约48个州的1000所第一节方案学校使用了“让所有人都成功”方案。

另一种得到广泛研究的学校综合改革方案是詹姆斯·科默（James Comer）的“学校发展方案”（Comer et al.，1996）。该方案强调学校与家长以及社区建立联系，并将学校全体员工组成合作团队，进行有吸引力的有效教学（Ramirez-Smith，1995）。有两项随机分配的实验研究考察了科默的方案，发现如果学校在最大程度上广泛运用该模式蕴含的基本原则，那么学生的学习成绩会有最大幅度的提高（Cook et al.，1999；Cook，Murphy，& Hunt，2000）

■ 课后及暑期学校方案

第一节方案以及其他联邦、州立和地方教育机构，都在越来越多地资助那些让学生在教学时间之外继续学习的各种教育方案。课后方案和暑期学校方案正在迅速扩展。

课后方案通常会将某种学业活动（如家庭作业辅导）与运动、情景剧和一些文化活动相结合（Friedman，2003）。然而，对课后方案进行的研究发现，要想提高学生的成绩，这些方案需要包括组织良好的课程活动，如个人或小组辅导，需要延长教学日时间（Fashola，2002；McComb & Scott-Little，2003）。

在学校，作为让学生避免留级的最后机会，暑期学校课程越来越常见。长期以来，一些鼓吹暑期学校课程的人都认为，这是解决“暑期损失”现象的一个办法。在暑期中，来自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很容易落后，而中产阶层的学生通常却会进步（Entwisle et al.，2001）。暑期学校的相关研究整体上发现这种方案对学生成绩的提高是有益的（Borman & Boulay，2004）。最近由金进行的一项研究（Kim，2006）发现，仅仅将书送到四年级儿童的家里，并鼓励他们与家长一起阅读，就可以提升他们秋季学期的阅读成绩。

劳尔等人的一项研究综述（Lauer，Akiba，Wilkerson，Apthorp，Snow，& Martin-Glenn，2006）对暑期学校和课后方案这两类校外方案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考察。他们发现，与没有接受校外方案培训的学生相比，接受了该方案培训的学生的阅读和数学成绩有了些许提高。整合了辅导的方案的正效应更明显。课后方案和暑期学校方案的正效应相同。这些发现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们表明通过延长对学习困难学生的辅导时间可以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成绩，尤其是当这些额外的时间被用于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活动时就更加明显。

想更多地了解暑期学校方案，可参见库伯、查尔顿、瓦伦丁和米伦布鲁克的文章（Cooper，Charlton，Valentine，& Muhlenbruck，2000）。想更多地了解课后方案，请参见麦库姆和斯科特–雷特的文章（McComb & Scott-Little，2003）。

如何将技术应用于教育

看看现在的孩子们，不论处在什么年龄段，他们都会玩电子游戏、给朋友发邮件，或者在互联网上查找信息。看到或体验过这些的大人们会问自己，为什么如此强大的技术力量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却没能改变教育呢？这并不是说课堂中没有用到技术。每所学校都在不同程度上应用着计算机、DVD、交互式电子白板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技术，而且至少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在回家之后也会接触到各种技术（DeBell & Chapman，2006；Thorsen，2009）。但在美国的学校中，技术对教学和学习造成的真正的、核心的改变却是十分缓慢的（Borgman et al.，2008）。

在教育中，技术有三大类型的运用。首先，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技术来设计教学和呈现课堂内容。其次，学生采用技术来探索、练习以及与他人进行交流，并准备论文和报告。最后，教师与管理者采用技术来实现相关的管理任务，如评估、保存记录、报告和管理（见Bitter & Legacy，2008；Lever-Duffy & McDonald，2008；Thorsen，2009）。下面将举例说明这三种类型的技术运用。


网络链接

国际教育技术协会（ISTE）制订了技术运用于教育的标准。它在以下领域为教师提供了指南：


	促进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和创造性

	设计和开发数字时代的学习体验和评价方式

	示范数字时代的工作和学习

	提升和示范数字化的公民义务和责任

	参与职业的成长和领导



针对教师的完整的ISTE国家教育技术标准（NETS-T）见www.iste.org/Content/NavigationMenu/NETS/For Teachers/2008Standards/NETS_T_Standards_Final.pdf。通过网站www.iteaconnect.org访问国际技术与工程教育者协会。另一个为教师设计的有关如何将技术整合进课堂的网站是www.4teachers.org。



■ 用于教学的技术

为了更大程度地发挥技术在课堂中的作用，教师应当学会有效运用多种工具。仅仅为学生提供一台计算机并不足以促进学生利用技术进行充分而有意义的学习。下面将介绍一些将技术有效地运用于课堂教学的方法。


计算机
 　文字处理软件、电子表格和演示软件是教学中最常用的电子技术。你可以采用文字处理软件完成大量的教学任务，例如，可以用它来准备学生的练习题、测验、评价标准、教室里的标记和挂图。另外，文字处理中的“审阅”工具使你能够通过“追踪修订”和“插入批注”来向学生提供个别化的反馈。简单的桌面排版工具，使教师能够运用颜色、图表和图画来增强课程内容对学生的吸引力。文字处理程序的排版工具，使教师能够更容易地改写文档以满足特定学生的需求。

电子表格能够组织和计算数值型数据，生成图表来描述信息。电子表格在教授数学课时尤其有用，因为它们使得教师能够直观地呈现数值数据，如变量值的改变产生的影响。

演示软件使教师能够运用预先排列好的一组电子幻灯片进行专业讲解。这些演示可以包括多种多媒体元素，如图表、声音、特殊效果、动画以及视频片段，它们能使你的展示和讲解更有吸引力。教师还能把它们打印出来，给学生提供演示的大纲。更高级的多媒体和网页编辑系统还能帮助教师制作自己的多媒体教程和网页来支持教学。

技术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将文本和可视化的内容结合起来，如动画或视频。已有研究发现，只要文本和视觉材料直接互补，这种多媒体教学手段就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Hoeffler & Leutner，2006；Reed，2006）。例如，有研究表明，通过增加示意图或动画来展示闪电的产生过程有助于学生对文本的理解，然而增加有激励性却无解释作用的文本（如一幅飞机被闪电击中的图片）则不利于学习（Mayer，2008b，2009）。同样，最近关于一年级阅读的研究也发现，在教师主导的阅读课上增加关于字母发音、声音拼合和词汇的视频内容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Chambers et al.，2006，2008）。

许多可用的技术工具都能使教师的课堂更加生动。最初人们担心计算机会取代教师，这种担忧是毫无根据的。有效应用计算机模拟、演示软件、电子表格以及其他软件，会提升而非取代教师的教学。

[image: 287-1]
交互式电子白板在美国约25%的课堂中得到了运用，以帮助教师解决如何协调复杂课程的问题。你将如何运用诸如交互式电子白板的技术来帮助自己组织课程？




交互式电子白板与学习者反应设备
 　交互式电子白板
 （interactive whiteboard）是一个全班都能看到的大屏幕，所有计算机屏幕上可以呈现的内容也都能呈现在这个屏幕上（Betcher & Lee，2009）。教师或学生还能用手指或一种特殊的笔（取决于品牌）在白板上写字或对已有的教学内容进行操作。另外，教师可以给学生提供电子反应设备
 （electronic response devices），或称答题器
 （clickers），学生可以在这种设备上以电子的方式回答问题。之后，教师可以快速评估学生们对概念的掌握程度，并确定有哪些概念还需要花更多时间进行讲解（Becker & Lee，2009；Marzano，2009）。

目前，交互式电子白板在英国约75%的课堂里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仅有25%。不过，这种工具的普及性正在迅速提升。交互式电子白板能够帮助教师解决协调复杂课程的问题。所有的课程元素都可以被载入计算机并投射在白板上，包括幻灯片、视频片段、静止图像、字母、词以及其他准备好的内容。此外，教师还能运用大量可用的网络数字资源来生成、增加或改进课程。白板并不能取代教师，相反，它可以在合适的时候为教师提供可视化的帮助，以此来促进那些有吸引力、多样而又有效的课程教学。

由于这项技术相对较新，在美国关于交互式电子白板的研究还很少。英国的研究已经发现这项技术具有广阔的前景。苏美赫及其同事（Somekh et al.，2007）发现，学生接受数月的交互式电子白板辅助学习与其全国阅读测验和数学测验的成绩有正相关。希金斯及其同事（Higgins et al.，2005）在另一项相关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皮塔德、班尼斯特和邓恩（Pittard，Bannister，& Dunn，2003），以及史密斯、希金斯、华尔和米勒（Smith，Higgins，Wall，& Miller，2005）的研究综述指出，关于交互式电子白板的早期研究发现了这种方法对学生学习的积极效应。一些描述性研究（例如，Latham，2002；Miller，Glover，Averis，& Door，2005）证明了交互式电子白板使用的潜力和困难，并提出了一般建议，倡导广泛的专业化发展和跟进、专门针对白板内容的开发，以及交互式电子白板与其他教学活动和资源的整合。

■ 网络对教师的作用

网络可以为课程设计提供丰富的资源。与教师相关的网站使他们能够交换信息，彼此支持，分享思想和解决问题。为教师准备的在线资源包括多种网页工具。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在课堂上的出现使得教师能够迅速而便捷地相互交流以及与家长进行交流。从管理的角度来看，电子邮件能减少开会的需要，因为教师可以通过邮件进行交流。一些学校采用电子邮件检查考勤。在班级里还能通过电子邮件与不同州和不同国家的其他班级进行交流。


讨论板
 　在讨论板上，人们都可以回应他人的评论，这点与电子邮件类似。然而不同的是，在讨论板上，组织者会在最初的屏幕上提出要讨论的主题，之后，参与者可以选择进入他们想讨论的主题。通过这种方式，教师能够促进学生对课堂相关问题的讨论，并为他们提供一个表达观点的论坛。


网上发布
 　教师将家庭作业、校历和一般信息贴在网站上供家长了解，这已经开始变成一种惯例。

■ 用于学习的技术

教师会出于很多目的而采用技术来帮助学生学习。学习技术的应用主要有以下几类：文字处理和排版、电子表格和数据库、计算机辅助教学、网络、多媒体、整合学习系统以及计算机编程（Bitter & Legacy，2008；Goldman-Segall & Maxwell，2003；Shuler，2007；Thorsen，2009；Zhao & Frank，2003）。第12章则讨论了技术在特殊教育和主流教育中的使用（Lever-Duffy & McDonald，2008）。


文字处理和排版
 　文字处理
 （word processing）或称桌面排版
 （desktop publishing）是计算机的一种最常见的应用，尤其是在四至十二年级中。如今，教师们越来越多地要求学生在教室的计算机上写作文。与纸笔作文相比，文字处理的一个关键的优点是它易于修改。文字处理程序具有的拼写检查功能和其他用途使学生不必那么担忧技术细节，从而更集中关注他们文章的意义和组织。由于写作教学已经转而强调修改和编辑过程，所以这种能力就变得尤为重要。文字处理可能是研究最为深入的计算机用于教学的例证，研究也表明，与那些使用纸笔的学生相比，用计算机的学生会写得更多，修改得更多，而且对他们的作品更自豪（Cochran-Smith，1991）。此外，当学生有机会采用文字处理器时，他们的写作质量也有一定提高（Goldberg，Russell，& Cook，2003；Kamil，Intrator，& Kim，2000）。当每个学生都有一台笔记本而不必分享少数几台计算机时，这种写作的积极效应就会增强（Lowther，Ross，& Morrison，2003）。当然，在许多职业岗位中，文字处理都已经成为了一项基本技能，可见，教会学生使用文字处理程序（例如，在高中的商学课程中）显然非常重要。


电子表格
 　正如文字处理程序一样，电子表格
 （spreadsheets）也是一种被人们广泛使用的软件。通常来讲，电子表格能将原始数据转换成线条图、图表和其他概括的形式，这样，学生就能更容易地组织信息，并看到多个变量对结果的影响（见图9.2）。例如，学生能够输入一个宠物动物园中每天来看小猪威尔伯的访客数量，通过对给定的一列数据指定公式，学生就可以自己定义表格程序，计算每星期同一天的访问者、每天同时段访问者、各年龄段访问者等的总数。改变任何数字都会自动改变行和列数据的总和。之后，电子表格程序就既能以原始的数值形式来呈现数据，也能将数据转换成图表。现在，学生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电子表格来记录科学实验的数据和加强数学技能。

图9.2　电子表格与结果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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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
 　数据库
 （database）是一种计算机程序，它能储存大量信息，以便进行引用，也可对其进行操控。学生可以学着搜索CD-ROM（ROM指只读存储器
 ）上的数据库，如百科全书、地图册、公路线路图、目录等来寻找信息以完成不同的教学目标。当前信息的数据库在网上很容易得到。已存档的或当前信息的数据库在基于课题的学习中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可以使学生更容易地接触到大量信息，以便完成开放式的报告和其他课题。

在许多数据库中，学生可以通过点击单词或图片来使用超文本
 （hypertext）和超媒体
 （hypermedia）在数据库（如百科全书）中进行搜索。这使得学生能够了解与某部分特定的文本相关的或更为详细的信息（见图9.3）。超媒体同样能提供图片、音乐、录像片段或其他信息来阐释和扩展CD-ROM或在线数据库中的信息。与传统文本相比，超媒体可以使学习者更高效地遵循自己的兴趣，或填补在理解方面的断层，这些可能性令人激动，然而迄今为止，超媒体使用的相关研究发现，这种媒体对于同时依赖学习材料的类型和学习者的特性来说，其对学生学习的效应十分有限，而且产生的效应也不一致（Dillon & Gabbard，1998；Kamil et al.，2000）。

图9.3　超文本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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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www.whitehouse.gov/issues/technology




计算机辅助教学
 　计算机辅助教学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CAI）的应用从简单的演练与练习软件到复杂的问题解决程序，其复杂程度各不相同。


演练与练习
 　计算机在教育中的一种最常见的应用就是为学生提供对知识和技能进行演练与练习
 （drill and practice）的机会。例如，许多软件程序能为学生提供数学事实或计算、地理、历史或科学等方面的练习机会。尽管计算机专家常常反对采用演练与练习的程序，称它们为“电子翻页”，然而，用来代替个人课堂作业的演练与练习程序有很多重要的优点，包括即时反馈、保存记录、吸引人的图像。此外，根据学生的反应，这种程序还能调整练习的速度和题目的水平。由此，学生进行练习的动机就得到了提升，否则的话，课堂练习可能会使学生感到无聊（Kamil et al.，2000；Leu，2000）。演练与练习程序自身并不能进行教学，但却能够强化学生以其他方式学到的技能和知识。


辅导程序
 　相比演练与练习的技术，辅导程序
 （tutorial programs）更加复杂，它旨在教授新材料，并基于学生的反应，进行适宜的纠错和复习。最好的辅导程序尽可能地模仿一个耐心的人类辅导者。如今，越来越多的辅导程序开始采用语音和图像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和呈现新的信息。通常学生会被问到许多问题，程序会根据学生的不同回答选择下一步，如果学生出现错误就重新进行解释，如果学生能够正确回答则继续进行学习。现在，人们正在开发能够模仿专家级人类辅导者行为的高度复杂的电脑程序，并将它们应用于多种情境中（Lever-Duffy，McDonald，& Mizel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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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生在使用教学软件进行学习。研究表明，依托计算机的教学有什么好处和坏处？是否有一些形式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比其他的更有效？




教学游戏
 　多数儿童最初通过电子游戏接触到了计算机，由此，许多教育者（和家长）都想知道，能否将儿童玩电子游戏时的强度、动机和恒心迁移到课堂中（Gee & Levine，2009；Shaffer，Squire，Halverson，& Gee，2005；Shuler，2007）。人们设计了许多教学游戏
 （instructional games），它们多数是简单地将演练与练习的设计外推到游戏的形式，但其中一些更具创新性。例如，有个被称为《神偷卡门在哪里》的程序十分流行，它的设计旨在通过让儿童以穿越许多国家去追踪罪犯的方式来教授他们地理知识。计算机游戏是计算机软件在学校最常见的应用形式之一（Becker，2001）。

■ 网络对学生的作用


互联网
 （Internet）可能是美国学校中发展最快的一种技术应用（Leu，2000；Lewin，2001；March，2005/2006）。互联网入口几乎遍布于所有的学校（NCES，2007），这使得学校能够获取大量的信息，包括能够想到的各种主题的数据库、全世界的图书馆以及其他一些专业信息（Jukes，Dosaj，& Macdonald，2000）。这些信息能够帮助学生，使他们变成主动且有创造性的学习者（Martinez & Harper，2008）。例如，学生可以使用互联网进行“网络探究”（WebQuests），围绕给定的主题在互联网上进行搜索。互联网还可以使学生跨越空间距离与其他学校的学生进行交流。利用这项功能，学生可以创建国际化的课题，与其他学校合作从事课题研究等等（Lewin，2001；Means，2001）。许多学校和班级都在网上制作了自己的主页（Havens，2003），并通过搜集以及综合来自各处的信息，建立了自己的虚拟博物馆或百科全书。学生能够向维基
 （wikis）（在线百科全书）、播客（podcasts）和其他虚拟出版物增添信息，这些资源同时能够给予他们真正的机会去交流自己的成果（Dlott，2007；Ohler，2006；Valenza，2005/2006）。


模拟游戏软件
 　作为一种与现实的互动模型，模拟游戏软件
 （simulation software）可以让学生在模拟环境中进行操作，并由此从内部了解这一环境。例如，最早的模拟游戏软件之一，《俄勒冈之路》（Oregon Trail），给学生限量的食物、水、钱和马匹。学生必须精打细算地使用这些资源才能成功地驾着马车到达西部。现代的模拟游戏软件包括《模拟城市：梦之都》（Sim City Societies）、《国家的崛起》（Rise of Nations）、《神话时代》（Age of Mythology）、《文明》（Civilization）、《动物园大亨》（Zoo Tycoon）以及《蛋头宝宝们的逻辑思考之旅》（Logical Journey of the Zoombinis）等（Gee & Levine，2009）。


网络探究
 　网络探究与模拟软件类似，此外它还可让使用者在网页上寻找信息，以增强他们扮演自己的角色或为一场讨论及一件协作产品做出贡献的能力。例如，全球教育网站（www.globaleducation.edna.edu.au）允许学生承担与蒙古的沙漠扩张相关的任何一种角色。为了让自己的参与更有意义，学生需要进行研究，从自己所承担角色的角度来理解问题。在城市科学网站（http://epistemicgames.org）上，中学生通过了解城市规划、经济和社会政策来设计一个新的城市。在探索大西洋网站（http://atlantis.crlt.indiana.edu）上，学生寻找和使用科学信息来解决模拟的问题，例如鱼类栖息地的污染。


问题解决程序
 　为了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技能，人们已经创建了大量的程序，其中许多都被设计为问题解决活动。贾斯珀系列是范德堡大学开发和研究的一个有革新性的问题解决程序
 （problem-solving program）（Cognition and Technology Group at Vanderbilt，1996）。这个程序要求学生们看录像，其中有一个叫做贾斯珀·伍德伯里的人，他要应对一系列需要运用数学和思维技能的挑战。学生必须在知道贾斯珀解出的答案之前解决他面临的问题。除了使用计算机，学生还会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参与同程序中的故事相关的线下活动。评估已经发现，与匹配的对照组相比，课堂中使用贾斯珀程序的学生在数学计算和概念方面的表现没有什么差异，但是在应用题和计划方面的表现明显要好。


网络链接

能够帮助你有效使用模拟、游戏及课程以通过技术使学生参与学习的资源包括：课堂2.0维基（http://wiki.classrooms20.com）、21世纪之路（http://route21.p21.org/）、教育资源技术中心（www.rtec.org）、通用学习设计（www.cast.org）、教育乌托邦（www.edutopia.org）以及苹果学习交流（http://edcommunity.apple.com/ali）。




理论应用于实践：帮助学生评判网络资源

互联网使人们更容易获得信息（和错误的消息），这意味着学生需要成长为有批判精神的读者，能够评判他们所发现的信息的真实性、公正性和有用性（Badke，2009；David，2009；Richardson，2009；Weigel & Gardner，2009）。哈里斯（Harris，2007）为学生做了一个用于评估研究资源的检查表（见图9.4）。



关于互联网对学业成绩的影响结果的研究很少（Leu，2000；Wallace，2004）。如何限制儿童接触网上的色情材料或其他不适宜信息也引起了人们的严正关注（见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01；Wartella & Jennings，2000）。然而互联网确实存在于学生们身边，至少作为一种以大量信息来为学校图书馆提供补充的工具而存在。

图9.4　研究资源评估的CARS检查表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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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Evaluating Internet Research Sources" by Robert Harris, www.virtualsalt.com/evalu8it.htm. Text copyright © 2007 by Robert Harris.




网络链接

想了解有关网络探究方面的情况，请访问www.edhelper.com。




多媒体课题
 　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去完成自己的多媒体
 （multimedia）课题——一种小组报告的新形式（Ohler，2009；Simpkins，Cole，Tavalin，& Means，2002）。在基于课题的多媒体学习中，学生设计、计划并创建出一件产品或成果，它可以整合媒体对象，如图形、视频、动画和声音。例如，一个七年级的班级创建了一项社会研究和科学课上关于黑死病的多媒体演示，整合了如何感染上这种瘟疫病毒的动画以及14世纪农民的观点（Simkins et al.，2002）。

学生可以采用许多图像工具来创建他们的多媒体演示，包括光盘只读存储器、数码照片、概念图和架构图。光盘只读存储器
 （CD-ROM）和在线数据库包括剪贴画、照片、图片和音乐，有时还有视频。学生可以采用它们将音频、视频、音乐和图片结合起来，创建多媒体报告、课题或探索作品。数码视频和照片
 （digital video and photographs）能用于刺激写作，或用于描述课题。例如，学生在对动物园的实地考察的过程中可能会拍摄动物的数码视频或照片。回到课堂中来，这些资料能够提醒学生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并为考察报告提供图解。


整合学习系统
 　学校经常会购买整合学习系统
 （integrated learning systems）——即整套硬件和软件包，包括之前描述的多数类型的软件。整合学习系统能提供许多相互联系且与计算机相连的终端，你可以用计算机来监控每个学生的学习（Lever-Duffy et al.，2003）。整合学习系统的网页版也是可以使用的，并且增加了一项好处，即为那些需要其他教育选项的学生提供在线学习的机会。对市场上销售的整合学习系统有效性的研究发现，它们对数学成绩有一定的积极效应（Kulik，2003；Slavin & Lake，2008；Slavin，Lake，& Groff，2009），但对阅读成绩却几乎没有影响（Kulik，2003；Slavin，Cheung，Groff，& Lake，2008；Slavin，Lake，Chambers，et al.，2009）。

■ Web 2.0

Web 2.0指的是现代
 对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使用，它包括让使用者采用模版输入评论和回答来进行免费的合作化在线交流（Bitter & Legacy，2008；Ferriter，2009a；Knobel & Wilber，2009；Reeves，2009；Richardson，2008）。采用这种方式进行交流的人群被称为虚拟社区
 或社会网络用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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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于课题的多媒体学习中，学生设计、计划并创建产品和成果，整合媒体对象，例如图表、视频、动画和声音。多媒体课题如何促进你的学生的学习？




网络日志（博客）
 　网络日志，一般被称为博客
 ，就像在线日记一样，作者或称博主可以将他们的想法和看法贴在上面。你可以在www.blogger.com网站上找到关于如何开博客的教程和博客的样例。在教育领域，博客可以用于在线保存作业、课题以及学生需要下载的资源，学生还可以将它看做课堂用书的读者指南，它也可以作为学生创建或张贴内容的地方。


维基
 　维基是一类这样的网站，访问者可以在网站上增加或修改信息。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维基百科（www.wikipedia.org），它是一个免费的在线百科全书，由志愿者写成（并不断更新），他们提交完整的文章或编辑现有文章。在课堂中，维基可以在小组项目中使用以实现在线合作，以及整理小组拥有的信息。你可以参考教育维基（WikEd）（http://wik.ed.uiuc.edu/）等网址来访问多种教育资源。


RSS订阅
 　RSS指的是简易信息聚合（Real Simple Syndication）或丰富站点摘要（Rich Site Summary）。当读者感兴趣的一些新东西被贴在博客、维基或带RSS功能的网站上时，RSS可以让他们知悉。例如，《教育周刊》（Education Week）能够提供教育RSS订阅服务，内容来自它的出版物、在线讨论和关于多个主题的博客（www.edweek.org/ew/section/feeds/index.html）。


播客
 　播客是一类多媒体文件，可在互联网上找到，在计算机和移动设备上回放。播客有各种主题，包括电视新闻广播和大学演讲。你可以在课堂上使用播客来为你所教的课提供补充。一处资源是教育播客网（Education Podcast Network），它按照年级水平和学科领域列出了播客（http://epnweb.org）。


社交网络
 　社交网络是使用网络来遇见其他有相同兴趣的人或与他们交流的一种手段，例如，Facebook和LinkedIn。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有一个教师相互交流的社交网址，即www.nea.org。

■ 教学电视和嵌入式多媒体

一种传统的科技，即教学电视，正以各种新方式得以运用（见Shore，2008）。研究早已证明了观看教育电视节目，如《芝麻街》（Fisch & Truglio，2000）和《我们一家都是狮子》（Line-barger，Kosanic，Greenwood，& Doku，2004）对学习的益处。大量观看教育电视节目的儿童会更擅长阅读，然而那些大量观看非教育类电视节目的儿童的阅读水平却在中等偏下（Ennemoser & Schneider，2007；Wright et al.，2001）。

视频在课堂中的一种新的应用方式被称为嵌入式多媒体
 （embedded multimedia）（Chambers，Cheung，Madden，Slavin，& Gifford，2006）。通过这种方式，含有视频内容的简短片断就会穿插在课程中。在两项大规模实验中，钱伯斯及其同事（Chambers et al.，2006，2008）发现，在日常的阅读教学中加入5分钟的动画和木偶短剧来描述字母发音和拼合会显著地提高儿童的阅读成绩。一项研究综述对比了在课堂中使用动画和静态图片的效果，发现学生从动画内容中学得更好（Höffler & Leutner，2006）。


辅助技术
 　如果学生有失聪或耳聋等身体残疾，具有言语障碍、视觉损伤或灵活性差，或者他们的学习迟滞或认知迟滞会损害在目标技能上的表现，辅助技术能够帮助他们。辅助技术的一些例子包括自适应键盘、屏幕阅读器及屏幕放大器。第12章将进一步讨论辅助技术。

■ 用于管理的技术

你可以采用很多技术来完成各种与工作相关的管理任务，如评分数等级、创建报告、写班级通讯、写邀请函以及给家长发送个人通告。电子邮件使你能更方便地与助教、管理者、学生家长和其他人进行交流。整理、维护和检索不同类型的数据是每个教师工作的一部分。这些任务包括从创建学生花名册和记录他们的联系信息，到随时更新学区的语文课教学目标的涵盖范围（Archer，2007）。你可以采用档案袋评估软件来记录学生成绩。当你需要向家长进行报告时，这些程序能帮助你收集和展示信息。


21世纪的学习：

谨慎使用技术


目前，几乎没有必要教大多数学生使用基本的计算机技术。他们很可能已经适应并能熟练地使用计算机了。然而，对于教师而言，越来越重要的是设计和实施要求学生谨慎使用技术的课程，让他们能够发现有用的信息，学习新的技能，并创建文档、设计方案和其他产品。谨慎地使用技术意味着采用批判性的阅读技能来确定大量的信息中什么可能是真实的且有用的，并使用学会学习的技能去设计一种搜索信息的方法，整理发现的信息，评价它们并从中进行挑选，最后概括知识，并在概括的基础上创建报告或其他新的材料。技术使人们很容易获得大量各类信息，但也放任甚至鼓励了漫无目的的聊天和不需思考的消遣活动。帮助学生将技术用作一种工具而非玩具，这会把这个时代必备的技能教给他们。

问题：


	如果有一场对于学生的消极网络体验的课堂讨论，你是认为它可以作为一种警告，使学生不去做不能做的事情，还是认为这会鼓励学生以他们从未想过的方式去体验技术，并可能使他们面临危险？





随着学校对学生成绩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学区正在使用技术来监控使用数据管理系统的学生个人、教师以及学校的发展。除了跟踪学生的成绩，这些学校管理系统也允许学区监控注册人数、学生考勤以及学校的花费。数据管理软件使你更容易输入、检索和更新记录，并为管理者或家长创建精确的、自定义的、专业的报告。你可以对哪些学生掌握了哪些学科领域进行追踪，这样就能更有效地让最需要某类具体教学的学生接受此类教学。


音频和视频会议技术
 　不同群体的人不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都能在各自的计算机前听到和看到彼此，音频和视频会议技术使这个想法成为可能（Thorsen，2009）。对管理者而言，有了这类技术就不必经常到各地去开会了。在课堂中，这让学生能够见证许多历史性的时刻，或与一个千里之外的专家就一个他们正在研究的主题进行对话。

■ 整合技术带来的挑战


接触技术的平等机会
 　很明显，学生不是都有平等的机会去接触计算机。与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相比，中产阶层的儿童在家能够使用计算机的可能性更高（Becker，2000；Bitter & Legacy，2008；Educ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s，2000；Holloway，2000；Thorsen，2009），尽管在学校里这种数字技术鸿沟正在急速减小（Thorsen，2009）。在家使用计算机的机会与更高的数学和阅读成绩相关（Attewell & Battle，1999）。在学校中，男生比女生倾向于花费更多时间在计算机上（Volman & van Eck，2001）。计算机在提供最先进的教学方面变得越来越有效、越来越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些不平等必须得到重视。


设定限制



网络欺凌
 　网络欺凌指的是一个人通过发送即时信息、手机短信或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对另一个人施加威胁或侮辱。作为一种形式的欺凌，学生可能会在他人一定会看到的地方张贴对对方的侮辱性或破坏性信息。应当鼓励那些受到网络欺凌的学生将那些攻击性的信息打印出来，作为他们被骚扰的证据，并将它们呈给老师或校长。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应当取得欺凌者的电子邮件地址。如果学生不知道欺凌者是谁，建议他们修改自己的用户名，并且只将其告诉值得信任的朋友（Thorsen，2009）。


手机进入课堂
 　手机发送短信的流行在课堂中既有积极性又有消极性（Trotter，2009）。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最新的技术使你能够在屏幕上放映即时信息，这样整个班级就都能从师生的即时信息交流中获益。发送的短信还可以存档，它使学生随后能够参考他们获得的链接或答案。从消极的一面来看，发送短信会使学生在课堂上分心，传播计算机病毒，还可能被用来作弊，或变成网络欺凌的平台。考虑到这些缺点，你需要对课堂中使用手机设定限制。


学生的安全
 　使用互联网的学生可能会让自己面临危险，这包括偶然接触到了不适合的材料以及与网上侵害者交往等。

你可以通过一些途径保护你的学生，避免他们看到不适合的在线材料。尽管保护学生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有责任感的成人监控，儿童还是可能在无意中遇到被禁止的材料，而互联网的过滤软件能够帮助阻止很多不适合的网站，避免人们看到它们（Bitter & Legacy，2008）。

另外，作为一种涉及计算机的非法活动，网络犯罪正在增加。现在的罪犯通过网络犯罪挣到的钱比通过与毒品相关的犯罪活动还多（Vamosi，2005）。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研究已经表明，每五个学生中就有一个在一年内受到过在线的性诱惑，而且当被问到家庭住址的时候，29%的儿童都提供给对方（Bitter & Legacy，2008）。

为了让学生进行自我保护，远离网络犯罪和网上侵害者，学生可以遵循下面一些一般性的网络安全准则：


	不要把你的个人信息透露给网上认识的人。

	决不要与网上认识的人见面。

	在网上不要说出任何你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回电子邮件的时候，不要给出你的用户名或密码，或者任何财产信息，即使它看上去来自于一家你认识的企业。

	只有在通过安全网站或通电话的情况下，才可以给出你的信用卡或账户信息。



■ 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相关研究

计算机可以教学吗？对计算机辅助教学（CAI）效果的多数大型评估和研究综述表明：依托计算机的教学对学生的阅读成绩几乎没有促进作用（Kulik，2003；Slavin et al.，2008；Slavin，Lake，Chambers，et al.，2009），而对数学和其他学科也只有很小的促进作用（Aviram，2000；Dynarski et al.，2007；Kulik，2003；Slavin et al.，2008；Slavin，Lake，2008；Texas Center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2007）。但如前所述，有证据支持其他的技术应用方式，例如交互式电子白板（Somekh et al.，2007）、嵌入式多媒体（Chambers，et al.，2006，2008）和文字处理（Bangert-Drowns，1993；Goldberg et al.，2003）。

人们还不清楚计算机是否有助于提升成绩。一些评论者认为，如果对教学内容进行精心的控制，那么计算机并不比其他教学方法更有效（Bebell，O'Dwyer，Russell，& Seeley，2004；Clark，2001），或者作用很小而且不稳定（Blok，Oostdam，Otter，& Overmaat，2002）。现在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计算机本身并不神奇。真正起作用的是课程、教学以及使用计算机时所处的社会情境（Winne，2006）。讨论计算机是否能促进学习就像讨论黑板是否会促进学习一样。两者的关键都在于我们怎样运用它们。

一项由卢、阿布拉米和达普罗那进行的研究综述（Lou，Abrami，& d’Apollonia，2001）发现，平均来看，只要让学生采用详细指定的合作学习方法，如第8章中描述的那些方法，那么他们以小组的形式在计算机上完成任务会比独自完成更有效。然而仅仅要求学生一起学习并没有什么益处。当学生进行配对学习时，学习的效果也比分为更大的小组学习好。

随着计算机使用的普及以及对技术的研究的迅速增多，我们很难预测未来将会出现什么新情况。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很少使用计算机来进行基本的教学。事实上，许多研究发现，即使在技术发达的学校中，计算机多数时间都处于关闭状态，而且使用计算机只占每个学生学习时间的很小一部分（例如，Cuban，Kirkpatrick，& Peck，2001；Ganesh & Berliner，2004）。在中学，计算机一般被用于教授编程或者是文字处理；在小学，计算机主要用于充实学生的学习活动。许多原本为进行辅助教学而购买计算机的学校，最后都变成用它们来教授编程或计算机知识，使学生获得使用计算机的亲身经验，但不是依靠计算机来达到主要的教学目标（Dugger，2001；Zhao & Frank，2003）。当然，随着计算机在工作领域的普及，人们接触计算机这一事实本身就变得重要（Prensky，2005/2006；Thornburg，2002）；但在帮助学生学习传统学科方面，计算机在教师手中的角色仍然是支持性的（Borja，2007）。


有意识的教师：

运用你所了解的个别化教学的知识来满足学生的个别需求


有意识的教师从学生的需求出发进行备课、教学，而不是照本宣科。他们能够意识到学生在不同的领域有其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并且设计出能够满足学生个别需求的教学。有意识的教师细心地监控学生的进步，并用课外的各种资源来满足能力不同的学生的不同需求。有意识的教师希望继续学习和掌握那些能够激励所有学生取得成功的策略。


	我希望学生在课程结束后能了解什么、能做什么？这对于实现课程目标、使学生成为有能力的个体的需求有什么作用？



你应根据教学的多个成分来考察其质量。当你计划和评价自己的课时，分析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强调了提供高质量的、适合的教学、学生的动机以及课堂时间的合理运用（本章提到的QAIT模型）。例如，假设你观看了自己的教学录像后非常高兴地发现，在大部分时间里，学生的热情很高，也很投入。然而，你也很失望地注意到，在50分钟的一堂课中，你用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来处理常规性的事务以及各种干扰事件。你可能会决定试行一些管理策略，以便使你和学生能够更充分地利用教学时间。


	在我的教学中应该考虑学生所具有的哪些知识、技能、需求和兴趣？



所有的学生都是带着各种不同的经验和成就水平走进课堂的。教师可以用一些策略，比如非正式的讨论、让学生绘图、进行前测，以此来检测学生的先决知识。基于这些调查结果，来决定是否需要以及怎样在具体的地方修改教学来反映学生经验的差异。例如，你可能在数学和科学课中发现学生的阅读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阅读能力的差异对数学教学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你可能需要仔细调整科学课程的教学，以适应学生的不同阅读能力。你或许会分发给学生各种书面材料，安排同伴辅导，也可能设计一些提纲来指导学生阅读。你或许会分发给学生各种书面材料，安排同伴辅导，也可能设计一些提纲来指导学生阅读。


	我在学科内容、儿童发展、学习、动机以及有效教学策略等方面所掌握的哪些内容能够用于实现教学目标？



你应使用不同的策略和资源来适应学生的差异。当你发现学生之间相对的差异时，考虑使用多种能满足学生需求的策略。例如，掌握学习、分组策略、辅导、依托计算机的教学等等。假如你班上有1/3的学生的数学水平已明显超过了该课程的年级平均水平，但一半以上的学生对大部分的概念和技能还很困惑。在课间休息时，你与一位有经验的同事聊起了可选的办法。你考虑了以下四种可能起作用的策略：（1）让你班上的学生和你同事班上的学生合班进行同伴辅导活动；（2）在每节课都花一定时间用于掌握学习，你和同事根据学生对某种具体技能的掌握程度，将他们分成掌握组和尚未掌握组；（3）在当地退休人员活动中心招募志愿辅导者；（4）在学校的计算机房，安排学生接受数学方面的辅导以及演练与练习。


	哪些教学材料、技术、辅助手段和其他教学资源有助于实现我的教学目标？



你应使用那些有研究支持的分组方法。考虑班级间能力分组之外的其他分组方法，如重新分组、班级内能力分组以及跨年龄分组。例如，你可以请求你所在高中的校长，允许你参加教职工会议，讨论本校传统的分班制度——大学预备班、基础班以及补救性课程班之外的其他分班方式。你可以在会上展示能力分组的研究结果概述，介绍一些采取非分班制度的学校的情况，并建议由教师、家长以及管理者组成的委员会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我怎样评价学生达到目标的程度？



你应使用各种持续的评价方法，监控学生的学习情况，并且利用这些信息来调整教学，以满足学生的个别需求。经常评价学生的进步，并随时准备着根据所获得的信息不断调整后续课程。例如，你可以使用每周两次的日记以及每周一次的客观题小测验来考察学生在生物课上的学习进步。对于那些证明自己已很快掌握了目标的学生，你可以提供充实他们的机会，让他们通过互联网、软件包、有关读物以及做调研等方式来学习课程内容。对于那些需要额外“脚手架”的学生，你可以进行更为集中的教学。


	如果个别学生或全班没有迈上成功之路，我该如何去做？我的补救计划是什么？



所有的教学调整都同样有效的假设会被证明是错误的。要搜集相关的信息，以确定你所做的调整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除了考察学生的成绩外，还要考察教学在学生的态度和自尊方面的效果。例如，你可以在学生的阅读小组内不断地评价其进步，让出色的学生提早完成课程。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进步较慢的学生就会得到你的更多个别关注。



本章概要

除了上好课，有效教学还包括哪些成分

教师必须了解如何调整教学以适应学生的知识水平。根据卡罗尔的学校学习模型，教学的有效性依赖于学习所需的时间（学生的能力倾向和理解教学的能力的函数）以及实际所用的时间（依赖于分配给学习的时间、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毅力）。

斯莱文的有效教学的QAIT模型区分出了四种由教师直接控制的因素：教学质量、教学的适宜水平、诱因和时间。该模型假设，如果四个因素中的任意一个有缺陷，教学就有可能是无效的。

如何将学生分组以适应不同的成就水平

许多学校都采用如下几种分组方式，如班级间能力分组、分班制或者是在一天的部分时间内将学生重新分到不同的班级中接受某门科目的教学，以此来处理学生在能力和学业成就方面存在的差异。但是研究发现，班级内能力分组是更为有效的方式，尤其是在阅读和数学教学方面，并且这种分组方式显然要比那些将落后生分开，或其他令落后生感到受辱的分组方式要好。非分班方法就是将学生分到混合能力小组中。给学生设定较高的标准，并提供一些达到目标所需的必要帮助。在不分年级的小学中，不同年龄的儿童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根据学生的需求和成绩水平，他们会被灵活地分组。

个别化教学的方式有哪些

个别化、同伴辅导和教师辅导都是个别化教学的方法。研究支持所有这些方式。

针对被置于高危的学生的教育方案有哪些

高危学生是指那些由于某些自身原因或环境原因而在学业上有可能失败的学生。导致学业失败的原因很多，也可能包括贫困。

针对高危学生而实施的教育方案主要有：补偿性教育、早期干预、特殊教育。例如，联邦政府资助的补偿性教育方案包括提前教育方案，旨在帮助贫困家庭的学前儿童做好入学的各项准备；第一节方案，规定对来自低收入家庭且在贫困生较多的学校就读的学生提供额外的教育服务，这些服务包括：调出方案、辅导、连续进步计划。

研究证实了许多预防和干预方案的有效性，比如阅读恢复方案以及一些学校综合改革方案，如“让所有人都成功”、“学校发展方案”、“美国的选择”和“直接教学方案”。

课后及暑期学校方案越来越多地得到了联邦、州和地方教育机构的资助，以此来延长学生的学习时间。针对补偿性教育方案有效性的研究结果不一致。

如何将技术应用于教育

在教育领域，技术的运用有三个总体目标。首先，教师采用诸如文字处理器、多媒体、演示软件等技术来设计教学和呈现课堂内容。研究支持演示技术的使用，如嵌入式多媒体、各种形式的教学电视以及交互式电子白板。其次，学生采用诸如文字处理和光盘只读存储器工具书软件的技术来进行学习，并制作演示。演练与练习、辅导、教学游戏、模拟游戏和互联网等形式的计算机辅助教学十分常见。第三，教师与管理者采用技术来执行相关的管理任务。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相关研究显示，这种技术对成绩有小到中等程度的积极效应。

关键术语

回顾本章中的以下关键术语：

QAIT模型

分班

班级间能力分组

班级内能力分组

非分班

重新分组

乔普林计划

不分年级方案

个别化教学

同伴辅导

跨年龄辅导

高危学生

补偿性教育

第一节方案

调出方案

早期干预

阅读恢复

让所有人都成功

交互式电子白板

电子反应设备（答题器）

文字处理或桌面排版

电子表格

数据库

超文本和超媒体

计算机辅助教学（CAI）

演练与练习

辅导程序

教学游戏

互联网

维基

模拟游戏软件

问题解决程序

多媒体

CD−ROM

数码视频和照片

整合学习系统

嵌入式多媒体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指导语：
 本章开头的案例中所涉及的指标经常在资格认证考试中考到。请重读开头的案例，回答下列问题：


	在本章开头的案例中，四年级教师阿巴思诺特先生是如何将卡罗尔的学校学习模型融入课程中的？
	他试图将实际用于学习上的时间与学生学习所需的时间相匹配。

	他根据学生的能力水平进行分组。

	他希望学生通过小组讨论和探究的方式来学习多项式除法的概念。

	他将教学的质量等同于教学的多少。








	假设阿巴思诺特先生打算把学生分成三组：掌握多项式除法的学生、了解一点多项式除法的学生、不了解多项式除法的学生。他将使用哪种类型的能力分组？
	三级能力分组

	高低能力分组

	班级内能力分组

	班级间能力分组








	在案例的开头，阿巴思诺特先生教授了一堂有吸引力的多项式除法课程，然后针对学习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测验。这属于哪种类型的评价？
	常模参照评价

	标准化评价

	最低能力评价

	形成性评价








	阿巴思诺特先生认为，自己一个人无法对所有的尚未掌握多项式除法的学生进行个别化教学。他认为采取某种形式的辅导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根据研究，他应该选择下列哪种辅导方式最有效？
	跨年龄同伴辅导

	同年龄同伴辅导

	由获得资格认证的教师进行辅导

	计算机辅导








	针对被置于高危的学生的方案有哪些？请描述这些方案。




	解释阿巴思诺特先生是如何将技术整合进他的教学中的？依托计算机的教学的相关研究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10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本章提纲


什么是动机



动机理论有哪些



	
动机与行为学习理论


	
动机与人类需要


	
动机与归因理论


	
动机与自主学习


	
动机与期望理论





如何提高成就动机



	动机与目标定向

	习得性无助

	教师的期望与学生的成就

	焦虑与成就




教师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



	内在动机与外部动机

	提高内在动机

	提供学习的外部诱因的原则

	有效地应用表扬

	教会学生自我表扬




学习成果


学习本章后，你应当能够：


	描述有关动机的理论

	描述目标和归因是如何增强成就动机的

	讨论教师可以怎样提高学生的成就动机




卡尔·刘易斯先生的十年级学生们在上课铃响之前早已在座位上了，大家都急切地等待着上美国历史课。铃声响后，刘易斯装扮成乔治·华盛顿的模样走了进来。他的装束完全是18世纪的：头戴假发，手拿木槌。他庄重地坐下，敲了一下木槌，然后说：“现在，我开始主持制宪会议。”

为了这一天，学生们已经准备好几周了。学生们三三两两组成小组，各组分别代表美国最初的13个州。每个小组都尽可能地了解了自己所代表的州、殖民地时代、美国独立战争以及《邦联条例》下的美国等有关内容。两天前，刘易斯先生曾对每个小组进行了个别指导，说明他们各自的“州长”在一些重要利益相关问题上的立场。例如，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的代表团要坚决主张，人数少的州在政府中也应有充分的代表；而纽约州和弗吉尼亚州的代表团要坚决主张，应严格按照人口比例来确定代表。

在准备这场讨论时，每个代表团都必须保证任何一名成员都能够代表整个团体的意见。为此，刘易斯先生为每个学生随机指定了数字1、2或3。当要求某一代表团发言时，刘易斯先生喊一个数字，那么持有该数字的学生就要代表小组发言。

刘易斯先生进入了华盛顿的角色。他先对所要讨论问题的重要性做了一番解释，然后宣布开始讨论。首先，他让佐治亚州的代表发言，该州的代表是贝斯·安德鲁斯。贝斯是一个害羞的女孩，但是同伴们帮她做了充分的准备，并且她知道同伴是她的后盾。

“伟大的佐治亚州希望提出《权利法案》的问题。我们经历了专权的统治，我们强烈地要求保障人民的自由。”

在贝斯继续阐述代表团起草的《权利法案》的过程中，刘易斯先生对她所阐述的历史的准确性、与所代表的州的实际利益的切合性以及内容的组织和表述等方面进行了评分。在本节课结束后，他会用这些分数对每个小组进行评价。讨论在继续。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认为，各州有权向西扩张；而新泽西州则认为西部地区应该成立一些新的州。富有的马萨诸塞州提出每个州的税收应由各州自己使用；贫穷的特拉华州则希望得到国家拨放的税款。在讨论的过程中，各代表团有机会进行某种“交易”，投票赞成对其他州而言重要的提案，以换取对方对自己州的重要立场的支持。周五，全班对10个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束后，下课铃敲响了，学生们涌向走廊，此时他们还在继续争论着税收、代表权、行政部门的权力等问题……

放学后，另一个社会学教师瑞基·英格拉姆走进刘易斯先生的教室，问道：“你今年又进行了一次立宪会议，看起来效果确实不错。但是你仅在宪法问题上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你怎么能够教完整个美国历史呢？”

卡尔笑了：“我确实占用了其他单元的不少时间。但是，你看孩子们的兴趣多高啊！”说着他拿起了南卡罗来纳州代表团写的一大摞笔记和论文。“这些学生还有一些扫尾工作要做。他们体验到历史是非常有趣和有用的。他们一生都将记住这个月所学习的内容。”


运用你的经验



批判性思维
 　瑞基·英格拉姆担心刘易斯先生教不完所有的内容。你认为刘易斯先生所使用的教学策略有什么优点和缺点？有趣之处和不清楚之处有哪些？


合作学习
 　与另一位同学交流别的高中社会学或其他学科的老师是怎样使用与刘易斯先生类似的方法的。两人一同向其他组的同学复述你们的故事。



动机是有效教学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个想学习的学生能够学会任何东西。但是，教师如何保证每个学生都愿意学习，都愿意付出努力去学习复杂的内容呢？

刘易斯先生认识到了动机的价值，所以他所设计的这个单元涉及了动机的许多方面。他让学生在小组中学习，根据随机选定的小组成员的发言情况来对小组进行评价。通过这些方式，他创设了一种情境，使学生彼此鼓励好好表现。这种社会性动机非常有效，尤其是对于青少年而言。刘易斯先生依据清晰而全面的标准对学生的陈述进行评价，并且每天都给学生反馈。通过让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和在投票上做交易，他将这一段重要的历史与学生的生活联系起来。所有这些策略不仅仅使历史课变得生动有趣，而且还从多方面激发了学生学习和记忆所学历史内容的动机。刘易斯先生是对的，他的学生永远也不会忘记在他的课堂上学到的这些东西，而且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可能始终都热衷于探寻有关独立战争和美国宪法的新资料，甚至可能对整个历史领域产生强烈兴趣。

本章将介绍教师用于提高学生学习动机的许多方法以及这些方法依赖的理论和研究。

什么是动机

动机是学习最关键的因素之一，也是一个最难测量的因素。什么因素促使学生学习？努力学习的意愿是许多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包括学生的个性、能力，也包括特定学习任务的特征、学习的诱因、情境和教师的行为。

所有的学生都是受到动机驱使的，但问题在于，被动机驱使去做什么？某些学生更愿意参加社交活动或看电视，而不太愿意做作业。教育者的任务并不是增强动机本身，而是发现、激发并保持学生的学习动机，使他们愿意去学习那些有助于他们在学校和生活中取得成功的知识和技能，并参与有助于这种学习的活动。设想一下，如果刘易斯先生穿着18世纪的服装走进教室，但他并没有给学生布置设计好的任务，没有对学生进行评价以引导他们学习美国历史，那么其结果可能是：学生也会感到很愉快、很有趣，但我们不能肯定学生们有动机去做学习相关材料所需的工作。

心理学家将动机
 （motivation）定义为激发、引导和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行为的内部过程（Murphy & Alexander，2000；Pintrich，2003；Schunk，2000；Stipek，2002）。通俗地讲，使你开始行动、继续行动，并且决定你行动方向的正是动机。

动机在强度和方向上各不相同（Ryan & Deci，2000）。两个学生都有玩电子游戏的动机，但其中一个学生的动机也许比另一个更强；或者一个学生玩电子游戏的动机很强，而另一个学生对玩橄榄球具有同样强的动机。但实际上，动机的强度和方向常常是很难分开的。从事某一项活动的动机强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从事其他活动的动机的强度和方向决定的。如果一个人所拥有的时间和金钱只允许他要么看场电影，要么玩电子游戏，不可兼得，那么他从事其中一项活动的动机就要受到从事另一项活动的动机强度的很大影响（Fries，Dietz，& Schmid，2008）。动机不仅在使学生投入学习活动方面很重要，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也决定着学生从进行的活动和接收的信息中能学到多少知识。有学习动机的学生在学习时会运用更高级的认知过程，进而学习和记忆更多的内容（Driscoll，2005；Jetton & Alexander，2001；Pintrich，2003）。他们也更容易将学到的知识迁移到新情境中去（Pugh & Bergin，2006）。

动机可以来源于很多方面（Stipek，2002）。动机可以是一种人格特征，人们可能对学业、运动、社会活动等各大类活动具有持久、稳定的兴趣。动机也可以来源于任务的内部特征，刘易斯先生通过使美国历史变得有趣、活泼、社会性强、吸引力高，从而使学生迫切地想要学习。动机也可以来自于任务的外部，刘易斯先生评价学生进行模拟制宪会议的表现就是一例。

动机理论有哪些

本章的前半部分将介绍当代的各种动机理论，这些理论试图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受驱动去进行某种活动。后半部分讨论在课堂中如何使用诱因来促进学习，并给出一些提高学生学习和做作业的动机的策略。

■ 动机与行为学习理论

动机的概念与一条原则密切相关，即过去受到强化的行为比没有受到强化的行为或者受到惩罚的行为更有可能重复出现（见Bandura，1986；Biggs & Shermis，2004）。为什么一些学生在面对失败时会继续坚持，而另一些学生则选择放弃？为什么有的学生为取悦老师而学习，有的学生为获得高分而学习，还有的学生因为对学习内容感兴趣而学习？为什么依据学生的能力对其成绩进行预测后，有些学生的实际成绩比预测的要高，而另一些学生的实际成绩比预测的要低？也许从个体以往所受强化及强化程序的角度可以解释上述问题，但从满足不同需求的动机的角度来进行解释通常更容易。


奖励和强化
 　用个体过去所受到的强化来解释动机是不充分的，其原因之一是人类的动机非常复杂，并受到情境的制约。对于非常饥饿的动物，我们可以预测食物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强化物。而对于人类，即使是饥饿的人，我们也不能确定什么是强化物，什么不是，因为大部分强化物的强化价值主要是由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决定的。例如，假如有一份很轻松的工作，用时一小时，报酬是50美元。大多数人都会认为50美元是一件非常有效的强化物，为50美元工作一个小时是非常值得的。但请考虑下面的四种情况：


	斯克鲁格先生让比尔粉刷围栏，答应给他60美元。比尔觉得60美元的薪酬对这项工作而言非常丰厚，所以他倾其全力来做此事。可是，当他干完时，斯克鲁格先生说：“我认为你干的活不值60美元，给你50美元。”

	与上述情形相似，只是斯克鲁格先生开始时答应给比尔40美元。当比尔做完时，斯克鲁格先生赞赏他的出色工作，给了他50美元。

	大卫和巴巴拉在一个聚会中相遇，双方一见钟情。聚会结束后，他们在月光下漫步许久。当走到巴巴拉家的门口时，大卫说：“巴巴拉，跟你在一起真的很愉快。这里有50美元，希望你能接受。”

	玛尔塔的姑姑给了她50美元，让她下周六教小佩帕弹钢琴。如果玛尔塔答应了，那么她将错过参选学校棒球队的机会。



在第1种、第3种和第4种情况下，50美元并不是一件有效的强化物。在第1种情况下，斯克鲁格先生一开始把比尔的期望提得很高，然后又使其破灭了。即使比尔最后所得的报酬与第2种情况相同，但在第2种情况下，比尔可能更乐于为斯克鲁格先生再次粉刷围栏，因为他所得的报酬高于他的期望。第3种情况，大卫给巴巴拉的50美元是带有侮辱性的，肯定不会增强巴巴拉以后出去与他约会的兴趣。第4种情况，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50美元可以说是很慷慨的，但是这一次对玛尔塔来说未必是一个有效的强化物，因为它与一次更有价值的活动冲突了。


确定诱因的价值
 　上述情况说明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某一诱因具有动机价值，因为诱因的动机价值是由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当教师说“我希望你们都能够保证按时上交读书笔记，因为它们关系到科目成绩”时，教师的假定是：分数对大多数学生都是一个有效的诱因。但是，一些学生可能对分数并不关心，或许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关心，或许是他们在学校的成绩一直很差，慢慢地变得认为成绩并不重要。如果教师对学生说：“做得不错！我知道如果你努力的话，就一定能成功。”这样的语言对于那些起初认为任务很难的学生来讲是一种激励，而对于那些认为任务容易的学生来讲则是一种羞辱（因为老师表扬的潜在含义是，你不得不格外努力才能完成任务）。就像比尔和斯克鲁格先生的例子一样，一种特定奖励的动机价值取决于学生对奖励的期待。要想从学生的行为来推断其动机，通常是很难的，因为多种不同的动机都能影响行为。有时，影响行为的明显是某一类动机，而另一些时候，影响行为的动机则是多样的（有时还可能相互冲突）。

■ 动机与人类需要

动机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满足需要的驱力，比如，对食物、安全、爱和保持积极自尊的需要。不同的人赋予各种需要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一些人需要不断地证实自己是受人喜爱和赞赏的，而有的人则对生理上的舒适和安全有更强烈的需求。同样，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会有不同的需要。与吃完4道菜之后相比，跑完4英里之后的人会更想喝水。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既然人有许多需要，那么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如何知道人们会努力满足哪种需要呢？为此，马斯洛（Maslow，1954）提出了一个需要的层次模型（见图10.1）。他认为，一个人至少要在低级需要得到部分满足的情况下，才会寻求高级需要的满足。例如，一个饥肠辘辘或身处险境的人，其维持良好自我意象的需要远不如获得食物和安全的需要强烈；但是，一旦这个人不再饥饿或恐慌，其自尊的需要就会变得最重要。马斯洛引入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区分缺失需要和成长需要。缺失需要
 （deficiency needs）（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尊重的需要）对个体身心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得到满足。而这些需要一旦得到满足，个体想继续满足它们的动机就会减弱。相反，成长需要
 （growth needs），如求知和理解的需要、审美的需要、在他人的认同中成长和发展的需要，永远也得不到完全的满足。实际上，求知和理解世界的需要满足得越多，人们想学习更多知识的动机就越强。

图10.1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模型

马斯洛划分了两种需要：缺失需要和成长需要。人们在满足高层次需要之前，首先要满足低层次的需要。

[image: 306-1]



自我实现
 　马斯洛的理论中有一个概念叫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他将其定义为“成就一个人有能力成就的一切的需要”（Maslow，1954，p. 92）。自我实现的特征是接纳自我和他人，自然，开放，与他人建立相对深厚但民主的关系，具有创造性，幽默，独立——从本质上讲，就是心理健康。


马斯洛的理论对教育的启示
 　马斯洛的理论对教育的重要意义在于缺失需要和成长需要之间的关系。显然，饥肠辘辘或身处险境的学生是很难把精力放到学习上的。学校和政府机构已经认识到，如果学生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其学习就会受到影响，因此，这些机构出台了一些免费早餐和午餐的计划。然而，最重要的缺失需要是爱和自尊的需要。没有感受到被人关爱，或者感到自己很无能，这样的学生不可能有强烈的动机去实现较高水平的成长目标（Martin & Dowson，2009；Stipek，2006）。假如学生不确信自己的能力或价值，他们会倾向于做出安全的选择：随大流，对学习知识没有兴趣，为了考试而学习，所写的文章平庸乏味、缺乏创造性，等等。如果教师能够使学生感到轻松，感到作为人被他人接纳和尊重，那么（按照马斯洛的观点）学生就更有可能在教师帮助下因为喜欢学习而学习，乐于尝试创造性的活动，且乐于接受新观念。按照这种观点，一所看重社会情绪性学习的学校将会创造出一种更有利于学业学习和社会情绪学习的环境（见Greenberg et al.，2003；Hoffman，2009；Jennings & Greenberg，2009）。

■ 动机与归因理论

特莉萨的成绩一向很好，却在新班级的第一次小测验中得了个D。这个成绩与她的自我意象不符，这使她很不愉快。为了摆脱这种不愉快，特莉萨可能会决定更刻苦地学习，以保证自己不会再得到这么低的分数。然而，她也可能试图为自己的低分找借口：“考试的题目迷惑人。我身体不舒服。老师没事先告诉我们要测验。我没怎么努力去考。天气很热。”这些借口也许能够使特莉萨对这次的分数有个解释——但是，假设她连续得了几次D，这种解释或许就不奏效了。她也许会认为自己从来就没有喜欢过这个科目，或者教师偏爱班中的男生，或者评分较严。这些观点和原因解释的所有改变，都是为了避免两种不相容的看法同时存在所带来的不快，即“我是一个好学生”和“我在班里学得不够好，这都是我自己的错”。

特莉萨尽量为自己的低分找一个借口，以使自己作为好学生的自我意象不受冲击。她将较差的成绩归结为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外部原因，如老师、课程内容以及其他同学等等。即使她承认低分是自己造成的，她也会认为这一定是由于在学习本单元时一时没有注意听讲或缺乏学习动机而造成的暂时退步，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


归因理论
 （attribution theory）（见Hareli & Weiner，2002；Weiner，2000）试图对这些解释与借口进行阐释，尤其是阐明人对成功与失败的自我解释（这是该理论最具教育意义之处，因为成功与失败是学习中常常会遇到的）。韦纳（Weiner，2000）提出，个体对成功和失败的大多数解释有三个特征：第一，原因被认为是内部的（个体本身的）还是外部的；第二，原因被认为是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第三，原因被认为是可控的还是不可控的。归因理论的一项核心假设是：人们试图维持一种积极的自我意象。所以，当在活动中表现良好时，个体就倾向于将成功归结为自己的努力或能力；而当表现不佳时，个体就会认为失败是由一些自己不能控制的原因造成的（Vispoel & Austin，1995）。那些经历了失败的学生尤其会试图寻找一种解释，以使自己在同伴面前能够保住面子（Juvonen，2000）。研究表明，让一组个体完成一项任务，然后随机地告诉他们结果是成功或失败（事实上他们都成功了），那些被告知失败的个体会认为，自己的失败是由于运气不好；而那些被告知成功的个体则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为自己具有的技能和智力（Weiner，2000）。

对他人行为的归因也很重要。比如，如果学生认为，其他同学由于某种暂时的、不可控的原因（例如，在篮球赛中受伤）而求助于自己，则更乐于提供帮助；如果认为其他同学因某种可控的原因（例如，没有学习）而求助于自己，那么他们就不太乐于提供帮助（Juvonen & Weiner，1993）。


对成功和失败的归因
 　归因理论认为，人们对成就情境中成功和失败的解释主要有四种：能力、努力、任务难度与运气。能力和努力是归于个体内部的原因，而任务难度和运气是归于外部的原因。能力被认为是相对稳定、不易改变的，而努力是容易改变的。同样地，任务难度本质上是稳定的特征，而运气则是不稳定、不可控的。表10.1呈现了对成功和失败的这四种归因以及具有代表性的解释。

表10.1中展示了学生如何对成功和失败给予不同的解释。当学生取得成功时，他们会认为这是因为自己聪明（内部、稳定归因），而不是因为运气好、任务简单，甚至也不是因为自己努力了（因为“努力”并不能保证今后成功的可能性）。相反，失败的学生会认为自己运气不佳（外部的、不可控的归因），这样下一次还会有成功的可能（Weiner，2000）。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可能很难维持自己的归因。就像前面所举的特莉萨的例子一样，当学生得了一次很低的分数时，他们会归咎于运气不好或者外部的其他不稳定因素。但是，如果连续几次成绩都较差，不稳定的归因就难以立足了：一个人不可能每次考试时运气都不好。所以，特莉萨这样的学生会逐渐地寻找稳定的，但仍属外部的某种原因。例如，她也许会归于课程太难、老师不公平或者其他一些稳定的外部原因，而避免形成一种摧毁其自尊的、稳定的内部归因：“因为我无能，所以才失败了”（Juvonen，2000）。她甚至会降低努力的程度，这样她就可以维持这种观点，即只要自己的确想做，还是能够取得成功的（Jagacinski & Nicholls，1990）。

表10.1　对成功和失败的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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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ernard Weiner, "A Theory of Motivation for some Classroom Experience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71, pp.3-25. Copyright © 1979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控制点和自我效能感
 　控制点
 （locus of control）是归因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Rotter，1954）。控制点中的点
 指的是“位置”。控制点在内部的个体会认为成功或失败都是由自己的努力或能力造成的。控制点在外部的人则倾向于认为运气、任务难度、他人的行为等因素导致了自己的成功或失败。内部控制点通常被称为自我效能感
 ，即认为自己的行为起决定作用这一观念（Bandura，1997；Goddard，Hoy，& Woolfolk Hoy，2004；Schunk & Pajares，2004；Skinner & Greene，2008）。图10.2展示了来自一个使用广泛的控制点测量工具中的项目。控制点或自我效能感在解释学生的学习成绩方面是很重要的。例如，一些研究者发现，智力水平相当的学生中，内部控制点较高者会取得更好的成绩（Cappella & Weinstein，2001；Caprara et al.，2008；Zimmerman，2000）。研究还发现，控制点是学生学业成绩的第二重要的预测变量（最重要的是能力）（如，Bong，2001；Dweck，2007；Pietsch，Walker，& Chapman，2003）。原因很简单：如果学生认为成功是由运气、教师的个人行为或者其他的外部因素造成的，那么就不会努力学习，而会倾向于拖延或逃避困难的任务（Steel，2007）。相反，如果学生认为成功和失败都是由自己的努力决定的，那么不难想见他会付出努力（Pressley et al.，2003）。实际上，在班级中能否获得成功，既取决于努力和能力（内部因素），又取决于运气、任务难度以及教师的行为（外部因素）。不过，最成功的学生往往倾向于将成功和失败过多地归因于自身行为。一些实验研究发现，即使在成功和失败完全取决于运气的情况下，内部控制点很强的学生也会认为成败是由自己的努力决定的（见Weiner，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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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米亚·哈姆是世界上最有成就的运动员之一，她仍然时常与自己的自我怀疑作斗争。控制点对一个运动员来说为什么是重要的？控制点和自我效能在课堂上有何作用？作为一名教师，你可以如何影响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控制点会发生变化，一定程度上会随着取决于某些具体的活动和情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研究控制点对成绩的影响时，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成绩对控制点有很大的影响（Bong & Skaalvik，2003）。例如，一个学生可以在学业上具有内部控制点（因为学业能力较强），而在体育运动上却具有外部控制点（因为运动能力较弱）。如果这个学生在一项新的运动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绩，那么他可能会在这项运动上形成内部控制点（但在其他运动项目上未必如此）。


归因理论和自我效能感对教育的启示
 　在课堂中，学生会不断地接受有关自己学业表现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把自己的表现或与他人表现比较，或与某种标准比较。这些反馈信息最终会影响学生的自我知觉（Bandura，1997；Schunk，2004）。归因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帮助教师更好地理解学生是如何解释和利用这些反馈信息来提高成绩的，也能为教师如何给出激励作用最强的反馈提供建议（见Tollefson，2000）。特别是，归因理论表明，教师应该始终表扬学生的努力（由学生自己控制）而非其智力（无法由学生自己控制）（见Dweck，2007）。

图10.2　“智力成就责任感问卷”中的部分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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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V. C. Crandall, W. Katkovsky, & V. J. Crandall,"Children's Beliefs in Their Own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in Intellectual-Academic Achievement Situations," Children Development, 36,
 1965, pp. 91-109. ©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Inc.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 动机与自主学习

第5章中谈到的自主学习是指“产生于学生自发的想法和行为的学习，这些想法和行为系统地指向他们的学习目标”（Schunk & Zimmerman，2003，p. 59）。正如这一定义所清晰描述的，自主学习与学生的目标紧密相关。具有高度学习动机的学生与其他学生相比，更容易有意识地组织学习、制订学习计划，并记住他们学到的信息（Radosevich，Vaidyanathan，Yeo，& Radosevich，2004；Summers，2008；Zimmerman，2008）。例如，具有较强阅读动机的学生更可能自主阅读并使用有效的理解策略（Miller，Partelow，& Sen，2004）。这一动机可以有很多来源。其中一种来源是社会示范（Zimmerman & Kitsantas，2002），比如见到其他学生使用自我调节策略。另一种是设立目标，即鼓励学生去设立他们自己的学习目标。第三种是反馈，即让学生知道他们正在逐步地达成学习目标，如果反馈强调学生的努力和能力则尤为有效（Zimmerman，2008）。舒恩克和齐默尔曼（Schunk & Zimmerman，2003）认为，进行自主学习的动机与一般性的成就动机不同，因为自主学习要求学习者独立地为学习承担责任，而不是简单地服从老师的要求。弗雷德里克、布鲁曼费德和帕里斯（Fredericks，Blumenfeld，& Paris，2004）使用卷入
 （engagement）和投入
 （investment）来描述导致学生卷入自主学习，而非简单地完成作业或遵守规则的动机。阿古赞等人（Algozzine，Browder，Karvonen，Test，& Wood，2001）使用了含义类似的自我决定
 （self-determination）一词，并描述了一系列帮助那些残障个体成功地建立自我决定的策略。


理论应用于实践：给予学生具有激励性的反馈

如果学生认为自己过去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智力或能力，那么他们就会认为自己在其他类似的任务中也难以取得成功，因而也就不会付出足够的努力（Juvonen，2000；Weiner，2000）。显然，认为自己会失败的信念会自我实现。因为持有这种观点，学生就不会有很强的动机去努力学习，而这反过来又导致再次失败。教师可能传达给学生的最具毁灭性的评价就是：“朽木不可雕。”

虽然很少有教师直接对学生这么说，但是这种看法会通过其他方式传达给学生，产生同样的后果。一种方式就是使用竞争性的评分制度（如分数的正态分布）以及公布分数，并强调学生的名次。这种做法使学生之间学业成绩上的微小差距在学生眼里被过度放大，而那些分数最低的学生可能感到自己永远也学不好。

相反，一些教师淡化分数和名次，并向学生传达这样一种期待（这种期待几乎总是正确的）：班上的所有学生都有能力学好。这样的教师会帮助学生认识到，成功的希望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一种内在的、可改变的因素。这种归因使学生产生这样的预期：如果自己尽最大努力，将来就会成功。

将成功归因于内部的稳定因素（“因为我聪明，所以成功了”）也不太具有激励作用。有能力的学生也需要认识到，成功来自努力而非智力或能力。如果教师强调努力程度是成败的主要原因，并且对学生的努力而不是智力进行奖励，那么比只强调智力的教师更有可能激发所有的学生付出最大的努力（Resnick，1998）。一些对学生的努力进行奖励的正式方法包括：奖励学生的进步；应用个别化教学，个别化教学将成功定义为学生在原有水平上的进步；将学生的努力程度作为考虑因素计入总分中，或对学生的努力进行单独的评分。



■ 动机与期望理论


期望理论
 （expectancy theory）作为一种动机理论，其依据是：个体力求成功的努力程度取决于他们对奖励的期望。阿特金森（Atkinson，1964）根据下面的公式发展了动机理论：

动机（M
 ）=成功的主观可能性（Ps
 ）× 成功的诱因价值（Is
 ）

这个公式被称为期望模型或期望
 –效价模型
 （expectancy-valence model）。因为在这个模型中，动机主要依赖于个体对奖励的期望（见Pintrich，2003；Stipek，2006；Wigfield & Eccles，2000）。该理论的启示意义是：个体达到某目标的动机取决于个体对成功的可能性的估计（成功的主观可能性，Ps
 ）以及所认为的成功的价值大小（成功的诱因价值，Is
 ）。例如，假如马克说：“我觉得如果我努力的话，我能够上光荣榜，上光荣榜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很可能会努力地争取上光荣榜。不过，M
 = Ps
 × Is
 这个公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相乘关系，意味着如果某人认为成功的可能性是零或者他认为成功没有价值，那么，其动机水平就会是零。如果马克非常想上光荣榜，但他又认为自己不可能成功，那么他就不会有动机。假如他上光荣榜的机会很大，但他并不看重上光荣榜，那么他也不会有动机。威格菲尔德（Wigfield，1995）发现，如果学生认为自己有能力成功，并且很看重学业的成功，那么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去预测学生可能取得的成绩，将比用学生的真实能力去预测成绩更可靠。

阿特金森（Atkinson，1964）对期望理论的一项重要贡献是：他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成功的可能性过高反倒会损害动机。如果马克的能力很强，对他来说，上光荣榜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么他就无需尽最大的努力。阿特金森（Atkinson，1958）对此做出的解释是：在成功的可能性和诱因价值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即在困难的任务中获得成功的价值要大于完成简单任务的价值。由此推断，当成功可能性为中等的时候，动机最强。例如，两个实力相当的网球运动员进行比赛时，双方都会竭尽全力，而两个实力悬殊的运动员交手时则不会如此尽力：实力弱的运动员虽然很想赢，但是由于成功的可能性太小，因而不愿枉费努力；实力较强的运动员则认为取胜并不具有太大的价值，因而也不会尽其所能。近期的许多研究都证实了阿特金森的这一理论。研究发现，随着任务难度的增加，个体的动机也会不断增强，直到个体认为成功的可能性变得很小，或者不值得为成功付出那么多的努力（DeBacker & Nelson，1999）。这项研究及其他研究都表明，中等偏难的任务（但不是不可能完成的）比简单的任务对动机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更有利于学习（Brophy，1999；Wigfield & Eccles，2000）。


期望理论对教育的启示
 　期望理论对教育的最重要的启示是：对学生来讲，任务不能过难也不能过易。这也是教育者的共识。如果学生认为不管自己做什么，都能得到一个A，那么他们的动机就不会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同样，如果一些学生认为，不管自己做什么，最后的结果都是失败，那么他们的动机就会很弱。所以，最好的评分制度是：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获得A有难度，但有可能做到；而那些不努力的学生则有可能得到低分。对所有的学生来讲，成功都应当是可望而可及的，但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如何提高成就动机

在教育领域，最重要的一类动机就是成就动机
 （achievement motivation）（McClelland & Atkinson，1948），即力求成功并选择以目标为导向的成功（或失败）活动的一般倾向。例如，弗伦奇（French，1956）进行了一项研究，要求学生选择一个合作伙伴共同完成一项复杂的任务。成就动机取向的学生倾向于选择一个擅长该任务的伙伴，而归属动机取向的学生（表达出被关爱和被接纳的需要）会选择一个友好的伙伴。即使在体验到失败时，成就动机取向的学生也比成就动机较弱的学生在任务上坚持更长的时间，并且将失败归因于缺乏努力（内部的、可改变的因素），而不是外部因素（如任务难度和运气）。简言之，成就动机取向的学生追求并期待成功，失败时会加倍努力，直至成功（见Weiner，1992）。

显然，成就动机高的学生在学校里更可能取得成功（Stipek，2006）。但是，究竟是高成就动机导致了学业成功，还是学业成功（由于能力或其他因素）导致了高成就动机？目前尚无定论。最初，成就动机受到家庭经验的强烈影响（Turner & Johnson，2003），但是当学生入学几年后，成功和动机就变得互为因果：成功诱发了获取更多成功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又导致了更多的成功（Dotterer，McHale，& Crouter，2009；Wigfield，Eccles，& Rodriguez，1998）。相反，那些在成就情境中没有体验过成功的学生可能会失去在这类情境中取得成功的动机，而将兴趣转向别的方面。这些方面可能是社会活动，体育运动，甚至是违法犯罪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他们有可能获得成功。成就动机一般随着学生在校越来越久而逐渐减弱，但这种趋势看起来不仅是由学生的天性，也是由初中和高中教育的自身特点造成的（Dotterer et al.，2009；Hidi & Harackiewicz，2000；Stipek，2006）。

■ 动机与目标定向

一些学生的成就动机是指向学习目标
 （learning goals）（也称为任务目标
 或者掌握目标
 ），而其他人则是指向表现目标
 （performance goals）（Brophy，2005；Harackiewicz & Linnenbrink，2005；Pintrich，2000）。具有学习目标的学生认为，学校学习的目的是能够掌握和胜任学校所教的知识和技能；具有表现目标的学生则认为，学习的目的是努力获得他人对自己能力的积极评价（以及避免消极的评价）。具有学习目标的学生喜欢选择较难的课程，迎接挑战。与之对比，具有表现目标的学生则更关注能否取得好分数，因而会选择简单的课程，避免挑战（Urdan & Mestas，2006）。


学习目标与表现目标
 　具有学习目标的学生和具有表现目标的学生在整体智力水平上并无差异，但是他们的课堂表现却截然不同。遇到困难时，具有表现目标的学生很容易气馁，表现会受到严重影响。相反，具有学习目标的学生会继续努力，其动机和表现可能确实提高（Pintrich，2000；Schunk，2005；Sins，va Joolingnen，Savelsbergh，& van Hout-Wolters，2008）。具有学习目标的学生会使用更多的元认知策略和自主学习策略（Greene，Miller，Crowson，Duke，& Akey，2004；Pajares，Britner，& Valiante，2000；Radosevich et al.，2004；Usher & Pajares，2008）。在同等能力的学生当中，具有学习目标的学生比具有表现目标的学生学到的更多（Shih，2005）。但另一方面，持有学习目标的学生，其考试分数可能并不能反映出他们的学习状况，因为他们在学习时可能更关注他们感兴趣的内容，而不是那些可能会在考试中考到的内容（Hulleman，Durik，Schweigert，& Harackiewicz，2008；Senko & Miles，2008）。那些认为自己能力较低，且具有表现目标的学生，更容易形成习得性无助，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取得好成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Midgley & Urdan，2001；Pajares et al.，2000；Usher & Pajares，2008）。有证据表明这些学生更容易作弊（Murdock & Anderman，2006）。那些认为自己能力较低，但具有学习目标的学生则关心自己学到了多少，而不与别人的成绩进行比较（Fuchs et al.，1997；Thorkildsen & Nicholls，1998）。遗憾的是，有证据表明，随着在校时间增长，学生的目标会逐渐地从学习或掌握目标转变为表现目标（Harackiewicz，Barron，Tauer，& Carter，2000；Stipek，2002）。不过，也有证据表明，如果教师强调班级的目标是学习和能力发展（而不是成绩），学生的学习成绩会更好（Maruyama & Elliot，2009；Usher & Pajares，2008，2009）。

对学习目标和表现目标进行对比研究的最重要意义在于，教师应该努力使学生相信，学业活动的目标是学习而不是分数（Anderman et al.，2001；Ryan & Patrick，2001；Wentzel，2000）。教师可通过强调学习内容的趣味性和实用意义，淡化分数及其他奖励来实现这一点。例如，教师可以说：“今天，我们将学习地球深处的哪些活动导致了剧烈的火山喷发！”而不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火山。都要注意听讲，这样你们明天才能考出好成绩。”教师尤其要注意避免使用高度竞争性的评分方式与诱因奖励制度。如果学生认为成功只有一种标准，而且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那么，自认为能力低的学生就会早早放弃（Summers，2006）。表10.2（摘自Ames & Archer，1988）总结了具有掌握（学习）目标和表现目标的两类学生的差异。研究发现，课堂上的任务类型对学生是否采纳学习目标有很大的影响。有挑战性的、有意义的、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的任务更容易使学生具有学习目标（Cushman，2006；Darling-Hammond & Ifill-Lynch，2006）。表10.3（摘自Maehr & Aderson，1993）总结出了一些策略，教师可以用它们促使学生采用学习目标即任务目标。

表10.2　课堂情境中的成就目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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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C. Ame and J. Archer, "Achievement Goals in the Classroom",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0
 , p. 261. Copyright © 1988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表10.3　有助于促使学生产生掌握或任务目标的学校政策和教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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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M. L. Maehr & E. M. Anderson, "Reinventing Schools for Early Adolescents", The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93
 (5), 1993, pp. 593-610. Copyright © 1993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dapted by permission.



■ 习得性无助

避免失败的动机的一种极端形式是习得性无助
 （learned helplessness）。习得性无助使学生认为不管自己做什么，都注定要失败或毫无意义：“做什么都无济于事。”在学习情境中，习得性无助可能与个体对失败做出的内部、稳定的解释相关：“我失败了，因为我笨。这意味着我总是要失败。”反复经历失败的学生可能会形成一种“防御性悲观主义”，以保护自己不受消极反馈的影响（Martin，Marsh，& Debus，2001）。

习得性无助可能来源于父母或教师给予的前后不一、不可预测的奖惩，这会使学生相信，自己做什么也无法成功。例如，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比其他学生更容易对失败做出无助的行为反应（Pintrich & Schunk，2002）。教师要预防或减轻学生的习得性无助，可以通过：（1）给学生提供逐步走向成功的机会；（2）提供及时反馈；（3）对学生抱有恒定的期望，始终对学生负责。最后这一点尤为重要。


理论应用于实践：帮助学生克服习得性无助

习得性无助的概念来源于这样一种理论：学生学业失败的一种原因是不断地接收来自教师、同伴、在校经历以及自身的消极反馈，从而受到条件作用。大量的研究发现，如果学生总是失败，那么他们最终就会放弃努力。习得性无助成为他们的条件反应。

中小学教师可以采用各种方式来解决此问题，如归因训练、目标重建、使用自尊方案、确保成功的手段、积极的反馈体系。下面的几条一般原则对所有的学生都有帮助，尤其是那些有习得性无助倾向的学生。


	
发扬优点。
 首先了解学生的长处，然后以此为起点。每个学生都有擅长做的事情。但要注意，这些长处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编造出来的。例如，一个学生喜欢说话，但拙于写作。那么，就可以先让这个学生通过说话而不是写作来完成作业，在该生的自信心重建之后，再逐步让其进行写作。

	
克服缺点。
 不要贬低学生的缺点。要直截了当地帮学生克服缺点，但也要讲究策略。在上述例子中，教师可以与学生交谈，共同讨论写作时的难处，接着让学生制订一个提高写作能力的计划。对计划进行讨论，并签订一份如何完成计划的合约。

	
运用先行组织者或指导发现法，温故知新。
 一些学生对不熟悉的概念、技能或观点会感到有困难，而学生对那些与自己的经验有关的课程则学得较好。例如，高中数学教师可以通过给学生呈现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来开始教学，比如计算买一个iPhone所产生的销售税。教师还可以让学生把校外遇到的数学问题拿到课堂中来。全班都可以参与解决一位学生的数学问题。

	
创设挑战性的活动，让学生主动地提出问题，并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加以解决。






■ 教师的期望与学生的成就

开学第一天，埃哈德先生点了一下名。忽然，他看到了一个有点儿熟悉的名字。“韦恩·克莱门茨？”

“到！”

“你是不是有个哥哥叫维克托？”

“是的。”

“我记得维克托。他很让人讨厌。我要对你多注意点。”

当他快点完名的时候，发现教室后面的几个男孩开始窃窃私语。“韦恩！我点名的时候，教室要保持安静。你难道没有听见吗？我就知道我必须对你严加看管！”

这段对话表明了教师如何确立对学生的期望以及这种期望又是如何自我实现的。埃哈德先生并不知道，韦恩是一个平时表现不错且有责任心的学生，与他的哥哥维克托迥然不同。但是，埃哈德先生基于对维克托的了解，想当然地认为韦恩也是一个让人讨厌的学生。当几个男孩都说话时，他单单批评了韦恩，使自己确信韦恩的确是个让人讨厌的学生。在韦恩受到若干次这样的对待后，我们可以想象，他会表现得正像埃哈德先生所预期的一样。

有关教师对学生的期望的研究普遍发现，学生的表现通常会提高（或下降）到与教师对他们的预期一致（Hinnant，O'Brien & Ghazarian，2009；Jussim & Harber，2005；Rubie-Davies，2007，2008）。尤其是在低年级中或是当教师对学生的真实成就水平了解甚少的时候。另外，还有证据表明，在教师有高期望的学校里学习的学生，其成绩要比其他学校的学生要好（Marks，Doane，& Secada，1998）。当然，学生的自我预期也至少同等重要。一项研究表明，当学生的自我预期高于当前表现时，他们的成绩一般会提高，而自我预期较当前表现低的学生，其成绩会下降（Anderman，Anderman，& Griesinger，1999）。


表达积极的期望
 　重要的一点是，教师要向学生传递这样一种期望：学生能够学好。而传递相反的期望——某某学生根本就没有能力学好，这是非常错误的，当然也很少有教师会直白地这样做。下面是几种婉转地表达积极期望或避免消极期望的方法。


	
等待学生作答。
 罗（Rowe，1974）以及其他一些研究者发现，当教师对某学生有较高的期望时，等待他们回答问题的时间也较长。较长时间的等待向学生传达着高期望，由此也可以提高学生的成绩（Tobin，1987）。

	
避免对学生进行不必要的成绩区分。
 评估结果和成绩等级应该是学生和教师之间的私密信息，不能公开。虽然学生一般都会知道谁比较好，谁比较差，但教师仍然可以成功地向所有学生传达这样的期望：不只是那些能力最强的学生，而是所有的学生都有能力学习（Weinstein，Madison，& Kuklinski，1995）。

	
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学生
 。给不同学业成就水平的学生提供同样多的回答问题的机会，花同样多的时间与每个学生在一起。尤其注意不要产生偏见。



■ 焦虑与成就

教育总是会造成焦虑。每个学生在学校生涯的某些时刻都体验过某种程度的焦虑，但是，对于某些学生而言，焦虑严重地阻碍了他们的学习或表现，尤其是在考试的时候（Cassady & Johnson，2002）。

[image: 316-1]
近来对高风险测试和成就的关注，使得学生、管理者和教师都对分数结果感到十分焦虑，你可以做些什么来缓解学生的焦虑？



学校中主要的焦虑源是对失败的恐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自尊丧失（Pintrich & Schunk，2002）。成绩差的学生在学校中特别有可能体验到焦虑，但焦虑的绝不仅仅是他们。我们都知道，即使是能力强、成绩好的学生，也会因担心无法在任何学业任务上都做到完美而感到非常焦虑甚至恐慌。

焦虑对学生学习的干扰表现为几种方式。焦虑可能使学生一开始就难以学习知识，使学生不能运用或迁移已经学到的知识，无法在考试中展现自己掌握的知识（Bandalos，Yates，& Thorndike-Christ，1995）。焦虑的学生在表现情境中通常会过度自我关注，这会分散他们在目前任务上的注意力（Tobias，1992）。尤为常见的一种使人表现失常的焦虑是数学焦虑。许多学生（以及成人）在遇到数学题尤其是应用题时，经常会感到束手无策（Everson，Tobias，Hartman，& Gourgey，1993）。

教师可以使用许多策略来减少焦虑对学习和成绩的负面影响。显然，建立一种接纳的、舒适的、非竞争性的班级气氛有助于降低焦虑。交作业前给学生提供改错或改进质量的机会，进行清楚明确的教学（Wigfield & Eccles，1989）也可以帮助那些焦虑的学生。在考试情境中，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来帮助焦虑的学生发挥他们的最佳水平。例如，避免使用时间限制，使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测验并进行检查；试卷一开始的问题要简单，逐渐增大难度；试卷也可使用标准的、一致的回答格式；训练考试焦虑的学生掌握考试技巧和放松技巧（Spielberger & Vagg，1995）。所有这些都可以对焦虑学生的考试成绩产生积极影响。

教师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

要学习，就必须付出努力。欧几里得是一位生活在公元前300年前后的希腊数学家，他撰写了第一本几何教科书。一天，国王问他，学几何有没有捷径，因为国王忙得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欧几里得回答：“很抱歉，学习几何没有捷径。”学习任何其他学科也是如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本章的下面部分将讨论通过何种方式来激励学生付出学习必需的努力。

■ 内在动机与外部动机

有时候，课程内容本身对学生很有吸引力，也很有用。这样，无需其他诱因，学生出于材料自身的趣味性也会愿意在这些内容上付出努力。例如，许多学生都愿意学习汽车维修和摄影，并学得很刻苦，即使学习这样的课程不一定得到学分或分数。对于这些学生而言，所喜欢的课程本身具有足够的内在诱因
 （intrinsic incentive）价值激励着他们去学习。还有的学生喜欢钻研某些专题，如昆虫、恐龙、著名历史人物等，他们学习这些内容几乎无需任何外界的激励或奖励（Gottfried & Fleming，2001；Schraw，Flowerday，& Lehman，2001）。那些具有较强“未来意识”（即愿意现在做对自己的将来有益的事情）的学生，学习的动机通常尤其强，即使在当前没有诱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Husman & Lens，1999）。

但是，对大部分学生来说，学校中必须学习的许多内容，其本身从短期来看没有趣味性或用处。学生每年要上大约900个小时的课，仅靠内在动机也不足以使他们日复一日地对学习保持高度的热情。具体来讲，从小学到中学，学生的内在动机整体呈下降趋势（Gottfried & Fleming，2001；Sethi，Drake，Dialdin，& Lepper，1995），在每一个学年内也在下降（Corpus，McClintic-Gilbert，& Hayenga，2009）。因此，学校会使用多种外部诱因
 （extrinsic incentives），即学习材料本身所不能提供的一些奖励（Brophy，1998）。外部奖励包括很多类，例如表扬、分数、认可、奖品等等。

在本章开头的案例中，卡尔·刘易斯试图提高学生的内在动机和外部动机。他举行模拟制宪会议，是为了以此激起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内在兴趣。他对学生的发言给予评定，在每堂课结束后都提供反馈，以此激发学生的外部动机。


莱珀的实验：奖励对动机的影响
 　对动机进行研究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提供外部奖励是否会削弱对活动的内在兴趣。有关该主题的一项经典研究是莱珀及其同事（Lepper et al.，1973）所做的实验。他们让学前儿童使用特制的画笔来画画，许多儿童画画时的热情都非常高。然后，研究者将儿童随机分为三组，告诉第一组儿童，如果他们能够为参观者画一幅画，就会得到奖励（优秀画家奖）。第二组儿童虽未得到事先告知，但在他们画完后，也意外地得到了同样的奖励（与儿童画得好不好无关）。第三组儿童没有获得任何奖励。接下来四天，记录儿童的自由活动情况。结果发现，受到奖励的第一组儿童用于绘画的时间约为第二组和第三组儿童所用时间的一半。由此，莱珀等人指出，许诺对儿童原本就具有内在兴趣的活动提供外部奖励，有可能使儿童认为从事原本不获得奖励的活动也会获得奖励，从而降低了其内在动机。后来的一项研究发现（Greene & Lepper，1974），仅仅告诉儿童他们的活动将（通过单向玻璃）被观察就能破坏内在动机，这与许诺提供奖励的影响类似。


奖励会破坏内在动机吗？
 　在理解有关研究结果的意义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考虑研究的具体条件。上述实验所用的儿童是经过挑选的，这些儿童对使用画笔原本就具有内在兴趣，而那些没有兴趣的儿童则未参加实验。另外，用特制的画笔绘画这项活动也与学校中的大多数任务不同。许多儿童都喜欢在家里画画；但很少有学生会独立地学习语法和标点、做数学题或者学习化学元素的原子价，即使是那些对学校课程非常感兴趣的学生也很少这样。另外，许多创造力很强、自我激励程度很高的科学家在学生时代时，也因从事科学活动而常常受到成绩、优秀科学课题奖、奖学金等各种强化；而所有成功的艺术家都曾在某些时候因为他们的艺术创造而受到过奖励。比尔·科斯比（Bill Cosby）将他幼时对讲故事的兴趣归因于他的祖父。祖父给他讲《圣经》上的故事，假如他认真听，就会得到25美分。这些奖励当然没有削弱他对讲故事和听故事的内在兴趣。对年龄更大的学生用类似学校里的任务进行的研究总体上难以重复莱珀等人（Lepper et al.，1973）的研究结果（Cameron & Pierce，1994，1996；Eisenberger & Cameron，1998）。实际上，在更多情况下，使用奖励可以提高内在动机，尤其是在下列情况下：当奖励取决于任务完成的质量，而不是参与活动就能得到奖励时（Cameron，Pierce，Banko，& Gear，2005；Lepper，1983；Ryan & Deci，2000）；奖励被看做是对能力的一种认可时（Rosenfield，Folger，& Adelman，1980）；任务的趣味性不高时（Morgan，1984）；给予社会性奖励（如表扬）而不是物质奖励时（Cameron，2001；Cameron & Pierce，1994；Ryan & Deci，2000）。卡梅伦对外部奖励破坏内在动机的情况进行了总结：“这几种情况下会发生消极影响：任务本身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奖励是物质的且预先告知的；不管任务是否完成或者表现好坏都提供奖励”（Cameron，2001，p. 40）。这些只是众多情形中的少数几种。班杜拉（Bandura，1986，p. 246）认为这几种情形“没有什么重要的社会意义，因为我们很少会不考虑人们的行为表现就给予大量奖励。”不过，德西、科斯特那和赖安（Deci，Koestner，& Ryan，2001）在承认很多种形式的外部诱因对动机具有积极的或中性作用的同时，还提出：“很显然，将奖励作为一种激发动机的策略是有风险的，故我们仍然主张考虑采用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支持他们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的教育做法”（Deci，Koestner，& Ryan，2001，p.50）。

有关外部奖励对内在动机的影响的研究提醒我们，如果学生即使不得到奖励也会进行某项活动，我们就要谨慎地使用物质奖励（见Lepper，1998；Ryan & Deci，2000；Sansone & Harackiewicz，2000）。教师应该尽量使教学内容具有内在趣味性，避免使用不必要的物质奖励。但是，当确实需要使用外部奖励时，也应果断地使用（Ryan & Deci，2000）。一般来讲，在学生刚开始从事一项学习活动时，需要使用外部奖励；当学生体验到活动的乐趣并取得成功时，就可以逐渐停止外部奖励的使用（Stipek，2006）。同时也应牢记，在任何一个班级中，都会有这两类学生：有内在动机从事特定活动的学生和没有内在动机的学生。若要确保所有的学生都进行学习，那么结合使用内部和外部两种激励可能是一项必要的策略。

■ 提高内在动机

课堂教学应该尽可能地提高学生的内在动机。无论是否同时使用外部诱因，提高内在动机对学习总是有益的（Covington，1999；Vansteenkiste，Lens，& Deci，2006）。也就是说，教师首先必须使学生对要呈现的教学内容感兴趣，接下来呈现的方式也要有吸引力，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和提高学生对学习内容本身的好奇心。下面讨论一些具体的方法（也见Brophy，1999，2008；Burden & Byrd，2003；Covington，1999；Stipek，2006）。


激发兴趣
 　很重要的一点是，教师应该让学生相信接下来要呈现的内容是重要和有趣的，从而（如果可能的话）向学生说明所学内容对他们的用处（Bergin，1999；Brophy，2008；Tomlinson，2002）。例如，教师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开始一节课，来增强学生学习百分数的内在动机：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百分数。百分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有用。例如，你在商店里买东西时，售货员计算你要交的销售税，使用的就是百分数。我们给服务员小费的时候，用的也是百分数。我们经常听到类似“去年的价格上升了百分之七”这样的消息，这也是百分数。几年之后，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在暑假里做些兼职工作。如果这些工作需要经手金钱，那么你们有可能时时都要用到百分数。

把教学内容与学生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的例子作为课程导言尤为有效。例如，在开始对拉丁裔的学生讲授天文学的时候，教师可以说：“几千年前，墨西哥和中美洲的人们已经有了历法，这些历法能对以后几个世纪内月亮和恒星的运行情况做出准确的预测。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行星、月亮和恒星是如何在可预测的轨道上运行的。”这种陈述的目的就是要激起学生对将要学习的内容的好奇心，由此增强学习的内在动机（Vacca，2006）。

另一种增强学生内在兴趣的方式是给他们一定的选择空间，让他们自己决定学习什么内容，或用什么方式来进行学习（Cordova & Lepper，1996；Stipek，2006）。选择并不需要不受限制才能起激励作用。例如，可以让学生选择写一篇关于古代雅典的文章还是关于古代斯巴达的文章，或者选择独自学习还是分组学习。


保持好奇心
 　有经验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用许多方式不断地激发、保持学生的好奇心。例如，科学课的教师经常运用一些演示使学生感到惊奇或困惑，以此吸引他们进一步探索。一枚漂浮的硬币使学生对液体的表面张力感到好奇，而点燃一张用酒精浸泡过的钞票（而又不损坏钞票），也肯定会激起学生对学习燃烧放热这部分内容的兴趣。格思里和科克斯（Guthrie & Cox，2001）发现，通过科学活动，让学生获得切身体验，能够极大地促进学生对书本上相关主题的学习。

向学生提出他们用现有知识无法解答的问题，使学生感到惊讶或挑战他们，这也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并由此产生学习的内在动机（见Bottge，2001）。一名七年级的英国教师在教授等值分数时，运用了这一原则。首先，他要求学生将[image: 319-1]
 进行等分和再等分。通过两两合作，学生很快得出了[image: 319-2]
 。然后，这名教师让学生两次等分[image: 319-3]
 。学生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得出了[image: 319-4]
 。“唉呀！”他说，“这些分数里的分数让我很不舒服！难道没有另外一种方法来计算吗？”“四舍五入？”一名学生说。“用小数？”另一名学生回答。最后，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和争论，学生意识到他们能够运用等值分数来解决这个问题：[image: 319-5]
 。先让学生进入一个熟悉的情境，然后再打破这种模式，使所有的学生都兴奋起来并积极地投入，这比一开始就单纯地教运算法则有效得多。在学生现有的理解水平下，让学生惊讶的内容对他们构成了挑战，使他们对以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使用多种有趣的呈现方式
 　除了使用有趣的材料外，材料呈现方式的变化也能提高学生学习的内在动机。例如，教师可以通过轮流使用录像、邀请嘉宾讲演、演示等方式来维持学生的兴趣。但是每种方式的使用都必须经过深思熟虑，以确保抓住教学目标，并使各种方式相互补充。计算机的使用可以提高大多数学生学习的内在动机（Lepper，1985）。若要提高所用材料的有趣性，则可以考虑这样一些方法，如使用具有情感色彩的材料（如危险、金钱、伤心、灾难等等），使用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事例，阐明材料间的因果联系，清晰地组织材料（Jetton & Alexander，2001；Schraw et al.，2001；Wade，2001）。

提高学生兴趣的一种有效方式是使用游戏和模拟。模拟或角色扮演是指让学生承担某种角色，并从事与角色相适应的活动。卡尔·刘易斯使用了模拟的方法来教授学生制宪会议这一事件。有许多教学方案可以对政府的各方面进行模拟。例如，学生可以作为议员，与其他人就投票进行交易，以满足选民的利益；或者学生可以通过扮演经济领域里的角色（农民、制造业者、消费者）来模拟微观经济的运作过程。具有创造性的教师长期以来一直通过自行设计各种模拟活动来进行教学。例如，教师可以让学生办一份自己的报纸；设计、生产并销售某件产品；建立并经营自己的银行。

模拟的优点是，它使学生从学科内部进行学习。对模拟的一些研究发现（见Van Sickle，1986），虽然在教授事实和概念方面，模拟并不比传统的教学方式更有效，但是，这些研究所得到的一致结论是，模拟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动机，增强情感学习（Dukes & Seidner，1978）。毫无疑问，模拟把一种新的知识——情感知识教给了学生。

[image: 320-1]
这个学生有学习艺术的内在诱因。作为教师，你应该如何维持或增强她的动机？你应该如何向一个对该任务没有内在兴趣的学生呈现这一任务？



非模拟性的游戏也可以提高学生学习某个学科的动机。拼字游戏是非模拟游戏的一个很流行的例子，团队游戏竞赛（TGT）（Slavin，1995a）是任何学科都可以采用的一种游戏方式。团队游戏的效果通常比个人游戏的效果好。团队游戏是一种合作学习的形式（见第8章），提供了团队成员之间相互帮助的机会，并且避免了个人游戏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即通常只有能力较强的学生才有获胜机会。如果所有的学生都在成员能力各异的团队里，那么大家就都有成功的机会。


帮助学生做出选择并设立自己的目标
 　一条重要的动机规律是：当目标是由个体自己设定而非别人强加的时，个体通常会付出更多的努力（Ryan & Deci，2000）。例如，学生可能会确立自己在家里至少读多少本书的目标，或者预期在下次小测验中起码要达到多少分。在设定下一个目标时，教师可以与学生讨论过去所设定目标的达成情况，然后为下周设定一个新的目标。这种目标设立策略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和自我效能（Page-Voth & Graham，1999；Shih & Alexander，2000）。类似地，也有大量证据表明，儿童在参与自己选择的活动时动机水平更高，即使这种选择仅仅是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Patall et al.，2008；Vokoun & Bigelow，2008）。


21世纪的学习：

内在动机


在传统教学中，使用外部诱因一直都是必要的，如成绩和表扬，只有这样才能激励学生全力以赴。在将来，诱因可能依然十分重要，但是新的课堂教学技术有助于提升内在学习动机。录像、动画、演示和交互技术都可以为课堂增添多样性和趣味性，并让学生能扮演更多主动的角色。这不仅有助于学生对学校课程的学习，同时也能够使学生做好进入大社会的准备。在这个社会里，他们需要在结构性更低、灵活性更高的工作场合承担起自我激励和保持高效的责任。

问题：


	根据目前你所学到的内在动机和外部动机的知识，你可以用什么方式激励学生去学习技术的应用？





■ 提供学习的外部诱因的原则

教师要时刻想方设法提高学生学习的内在动机，同时也不能忽视学习的外部诱因（Brophy，2008；Hidi & Harackiewicz，2000）。并非每门课程本身都能让所有学生产生兴趣。教师必须采取措施来激发学生努力学习困难的内容。下面将讨论各种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诱因。


表达明确的期待
 　学生需要清楚地了解自己应该做什么、将被如何评价以及成功之后会有什么收获。学生在某项任务上的失败通常是由于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见Anderson et al.，1985；Brophy，2008）。将期待明确地传达给学生是很重要的。例如，教师可以这样布置写作任务：

今天，我希望你们写这样一篇作文：如果托马斯·杰弗逊还活着的话，他会如何看待当今的美国政府。我希望你们大约写两页纸。这篇作文要对国家缔造者制订的政府计划和现今政府实际的运作方式进行比较。你们能越好地描述杰弗逊时代和当今的政府机构及其运作方式的异同，得分就越高。我同时也会对文章的独创性和观点的清晰性进行评分。作文在你们这六周的成绩里占比重很大，所以，我希望你们都能尽全力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这名教师明确地告诉了学生要写什么内容，篇幅应有多长，教师对作文如何进行评价以及这篇作文对成绩的重要性。这就很清楚地向学生表明，努力去写一篇好作文将会有所收获——在这个例子中，学生的收获主要表现为分数。如果教师只是说：“我希望你们写一篇作文。作文的内容是：如果托马斯·杰弗逊还活着，他对现今美国政府的看法。”学生的作文也许会跑题；也许会写得过长或过短；也许只强调如果托马斯·杰弗逊活着会出现什么情况，而不对两个时代的政府加以比较。学生可能并不清楚，老师强调的究竟是文章的技术性细节还是内容。最后，学生也不知道他们付出的努力是否值得，不知道这篇作文的得分在总成绩中占多大的比重。

格雷厄姆、麦克阿瑟以及施瓦茨（Graham，MacArthur，& Schwartz，1995）的一项研究表明了提出具体任务要求的重要性。他们要求成绩较差的五年级和六年级学生对作文进行修改。修改要求分别是“修改你的作文”或“至少补充三个事例来充实你的作文”。结果发现，接受具体指导的学生写出的修改稿更长、质量更高，因为这些学生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提供明确的反馈
 　反馈
 （feedback）是指关于某人付出努力的结果的信息。本书所讲的反馈既指学生接受的有关自己各种表现的信息，又指教师获得的有关自己教学效果的信息。反馈可以作为一种诱因。对反馈的研究发现，在许多情况下，提供有关努力结果的信息可以作为一种很有效的奖励（Gibbons，Duffin，Robertson，& Thompson，1998）。但是，要使反馈成为一项有效的激励因素，它必须是明确、具体、及时的（Hattie & Timperley，2007）。这一点对所有的学生都很重要，对年幼的学生更是如此。例如，若要表扬学生某项任务完成得好，那就应该具体指明它好在何处：


	“干得不错！我很高兴你能用字典中的检字表来查找练习本上的生词。”

	“我喜欢这个答案。这说明你对我一直讲的有关自由和责任的观点进行了思考。”

	“这是篇好文章。你首先陈述了自己的观点，然后列举了相关的事实来支持自己 的观点。你在拼写和词汇选用方面也很仔细，我很高兴。”



具体的反馈既是信息性的也是激励性的（Kulhavy & Stock，1989）。它告诉学生他们做对了什么，这样他们就知道以后应该做什么。具体的反馈还可以帮助学生对成功形成努力归因（“因为你勤奋努力，所以你成功了”）。相反，如果学生仅仅受到表扬或得到一个高分，而没有得到任何具体的说明，那么他们就难以从中获取以后该怎么做才有可能获得成功的信息，并容易形成能力归因（“因为我聪明，所以成功了”）或外部归因（“成功一定是因为老师喜欢我，任务很简单或者我比较走运”）。在本章开头部分曾提到过，努力归因是使动机持久的最有效因素（Pintrich & Schunk，2002）。同样，对于错误或失败进行反馈时，如果反馈所强调的是成绩或行为表现本身（而不是学生的一般能力），并且能与成功的反馈交替使用，那么这样的反馈也能够提高学生的动机水平（见Clifford，1990）。


提供及时的反馈
 　反馈的及时性也很重要（Kulik & Kulik，1988）。如果学生星期一完成的作业，直到星期五才得到反馈，那么反馈的信息价值和激励价值都会降低。首先，如果学生出现了错误，那么这一周他们在类似的问题上都会延续这种错误，而这种情况完全可以通过反馈加以避免。其次，行为和结果之间的时间间隔较长会使学生难以将二者联系起来。对于年幼的学生来讲尤其如此。如果他们得到的分数是给几天前的作业的评价，那么他们也许根本就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得了这么一个分数。


经常提供反馈
 　教师应该经常给学生反馈，以使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去学习。例如，如不经常给学生反馈，希望学生连续6周或9周都努力学习以改善成绩就是不现实的。行为学习理论的研究证明，不管一种奖励多么有效，如果奖励的次数不够频繁，则奖励对改善行为就没有多大作用。频繁地给予小奖励比偶尔地给予大奖励更能促进学生的学习。对考试频率的研究发现，经常使用一些简短的小测验来评估学生的进步，其效果要好于每隔一段较长的时间进行一次题量较大的考试（Dempster，1991）。研究还证明了课堂中多提问的重要性。经常向学生提问，可以使学生获得自己理解程度的相关信息，并且他们会因注意听讲而受到强化（如表扬、认可等）。


提高外部动机源的价值和可获得性
 　本章前面所讨论的期望理论认为，个体对成功的价值和实现可能性的估计共同决定了动机的强弱（见Wigfield & Eccles，2000）。这个理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只有当学生看重教师所使用的诱因时，它才会具有激励作用。有的学生并不看重教师的表扬和分数，但很看重寄给家长的评语、延长课间休息的时间或在班级中的某种特权。

期望理论带来的另一点启示是：虽然对所有的学生来讲，如果尽力了，都应该有机会得到奖励，但是价值最大的奖励对任何人而言都不应轻易能得到。传统的评价制度并未依据这一原则，一些学生感觉取得A或B很容易，而另一些学生则认为，不管自己多么努力，成功的机会都很少。因此，优生和差生都不太可能尽最大的努力去学习。这就是为什么奖励学生的努力或进步，比只奖励取得高分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例如，学生可以建立档案袋，放入自己的作文、设计方案和报告，这样他们就能看到自己是如何一点点进步的。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取得好成绩，但是所有的学生都能付出努力，超过自己先前的纪录，取得进步。所以，依据进步、努力等标准进行奖励通常更为可取，也更为公正（见第13章）。

■ 有效地应用表扬

课堂教学中，表扬可用于许多方面，但最主要的是用于强化恰当的行为，以及对学生的正确行为给予反馈。总体来看，教育者应该经常使用表扬，对于低年级的学生和差生较多的班级，更应该经常使用表扬（Brophy，1998；Evans，1996）。但是，表扬的方式比次数更重要，当表扬针对某一行为且具体可信时，它就是一种有效的课堂激励因素（Sutherland，Wehby，& Copeland，2000）。相倚性表扬
 （contingent praise）就是针对定义明确的行为，视学生表现而给出的表扬。例如，教师说：“请打开课本，翻到92页，做1到10题”，然后只对那些听从指令的学生进行表扬。教师应当只对恰当的行为进行表扬。


具体性
 意味着教师对学生的具体行为而非一般性的良好表现进行表扬。例如，教师可以说：“苏珊，我很高兴你按照要求开始写作了”，而不是“苏珊，你做得棒极了！”


可信
 的表扬是指对良好的表现给予真诚的表扬。布罗菲（Brophy，1981）指出，当成绩差的学生和捣乱的学生表现得很好时，教师往往言不由衷，表扬所用的语词往往与声调、姿势以及其他非言语线索不一致。图10.3是布罗菲（Brophy，1981）提出的有效表扬应遵循的原则。

除了表扬的相倚性、具体性和可信性之外，布罗菲的列表还包括一些重要的原则，其中有些原则在前面已论述过。例如，原则7和原则8都强调，表扬应该针对那些优于学生自己平时水平的行为表现，也就是说，如果学生平常就做得较好，那么就不宜对其达到平时水平的行为进行表扬。而对那些平时表现不佳但有所进步的行为，教师应该给予表扬。这指的就是前面讨论过的表扬的可获得性原则。对学生而言，表扬既非唾手可得，也非难以企及。表扬努力而不是智力或其他学生无法控制的因素，这是一条重要原则。原则9强调了这一点（见Dweck，2007）。

图10.3　有效表扬的原则

如果使用恰当，表扬可以成为课堂教学中的有效激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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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From Jere Brophy, "Teacher Praise: A Functional Analysi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1,
 p. 26.



■ 教会学生自我表扬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学生可以学会自我表扬，这可以促进他们学业上的成功。例如，儿童可以学会在完成任务后，对自己进行心理上的安抚，还可以学会定期留意自己完成任务的情况（Corno & Kanfer，1993；Rolheiser & Hogaboam-Gray，1998）。这种策略也是自主学习中的一个关键成分（见Schunk & Zimmerman，1997；Zimmerman，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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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倚性的、具体的、可信的表扬是一种有效的课堂激励因素。作为一名教师，你应该如何使用表扬来激励你的学生？




网络链接

西北区域实验室（Northwest Regional Laboratory）有一些激发学生动机的相关资源，请访问www.nwrel.org/request/oct00。芭芭拉•格罗斯•戴维斯（Barbara Gross Davis）的《教学工具》（Tools for Teaching
 ）一书专门有一章对激发学生动机进行了讨论，相关内容可以在以下网址找到：Http://honolulu.hawaii.edu/intranet/committees/FacDevCom/Guidebk/teachtip/motiv.htm。




有意识的教师：

运用你所了解的有关动机的知识来改善教学与学习


有意识的教师很清楚，虽然学生的动机来源和水平各不相同，但每个学生都有动机。有意识的教师也知道，教师在很多方面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师能够竭尽全力来激发学生的动机，并加以正确引导。他们通过教学来帮助学生发现学习的意义，使学生为自己的成功感到自豪。


	我希望学生在课程结束后能了解什么、能做什么？这对于实现课程目标、使学生成为有能力的个体有什么作用？



有意识的教师对如何维持学生的动机会做出相应的规划。考虑一下，你如何发现并保持学生参与学习的动机。在进行长期和短期的规划时，应用动机的原理。回顾一下动机的主要研究成果，并将有指导意义的观点记在卡片上，贴在你的备课本上。


	在我的教学中应该考虑学生所具有的哪些知识、技能、需求和兴趣？



动机随不同的学生、不同的情境和不同的内容领域而发生变化。要确定学生目前的动机水平。你可以从多个方面来搜集显示学生动机的信息。例如，你可以在非正式的谈话和教学中对学生进行观察，也可以让他们根据提示作一些记录，如“什么因素让你在此次测验上得到这个成绩？”你可以对学生的回答和你的观察结果进行分析，收集有关动机的以下方面的信息：（1）学生目前处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的哪个水平上？（2）学生倾向于追求成功，还是避免失败？（3）学生进行的归因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可控的还是不可控的？（4）学生的目标主要指向掌握或说学习，还是仅仅指向表现和分数？


	我在学科内容、儿童发展、学习、动机以及有效教学策略等方面所掌握的哪些内容能够用于实现教学目标？



学生要想保持较高的动机水平，必须意识到付出努力就有可能获得成功。给学生提供的任务要让他们感到可能成功，但需要付出努力。例如，假设你在学生第一阶段的学习结束后，对成绩册进行核查，你发现有些学生的所有成绩都是D或C，而有些学生却一直得A，后者似乎学得很轻松。那么你就可以与每个学生进行单独交谈，询问他们为什么得到这样的成绩，希望今后会得到什么样的分数。根据你与学生的谈话，你可以设计难度水平适合学生的研究课题，同时与学生签订合约，使尚需进步的学生感到成功是有可能的。

在目标定向方面，一些学生具有表现目标而非更有意义的学习目标。你可以通过强调学习内容的实际意义，帮助学生转变观念，将其注意力从完成任务转到掌握内容上来。应淡化分数和奖励。例如，假设你班上的初中生有些过分关心作文分数及其在班上的排名情况。你可以使用档案袋评价法，要求学生对自己的进步进行评价。让学生根据自身进步来给自己评分，而不是与同伴的学业进行比较。

要有效地使用表扬。确保你的表扬是真诚的、具体的，并且是针对学生的适宜行为的。应在学生有良好的行为表现时再表扬，对事而不对人，并指出具体什么是良好表现：“贾马尔，你将两种颜色调在一起，这样加深了画面的层次感，使画面看起来更真实。我喜欢！”


	哪些教学材料、技术、辅助手段和其他教学资源有助于实现我的教学目标？



要时刻注意寻找多方面的资源来激发内部和外部动机。例如，可以邀请家长或其他对你所讲授的课程内容有亲身经验的人参与到教学中，激发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如果学生听到一名炮手讲述了他在军队中每天如何利用三角学，那么学生就会对三角学更感兴趣。或者，当学生听到反种族隔离力量如何通过舆论使曼德拉重获自由时，他们可能会对如何撰写劝说性文章更感兴趣。


	我怎样评估学生达到目标的进度？



学生需要对自己的成功进行正确的归因。对学生进行观察，看他们是否认为努力会促进学习。当学生的归因不正确时要进行干预。努力帮助学生建立目标，让他们对自己的进步承担责任，并评价自己的学业。你可以与学生一起建立一个评价体系，对他们良好的行为表现、努力和进步给予奖励。


	如果个别学生或全班没有迈上成功之路，我该如何去做？我的补救计划是什么？



马斯洛认为，心理健康的目标就是自我实现。检查一下你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情况，看看你和学生满足了学生各种需要的程度以及实现学生潜能的程度。思考下列问题，寻找证据来回答它们：（1）环境是否安全、舒适，是否有助于鼓励学生面对挑战？（2）教学是否有意义？是否生动活泼？（3）学生是否在主动参与分析自己的进步和制订计划？



本章概要

什么是动机

动机是激发、引导和维持行为的一种内部过程。动机的种类、强度、目标与指向各不相同。

动机理论有哪些

在行为学习理论中，动机是强化的结果。但是，强化物的价值取决于许多因素，动机的强度在不同的学生身上是不同的。

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个体必须先满足他们的低级（缺失）需要，才能产生更高级（成长）的需要。马斯洛对最高层次的需要——自我实现的定义是，成就一个人有能力成就的一切的需要。

归因理论力求理解人们对成功和失败的解释。归因理论的一条核心假设是：个体总是试图保持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所以，个体将好的事情归因于自己的能力，而将负面的事情归因于无法控制的因素。控制点可以是内部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个人的努力或能力），也可以是外部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运气或任务难度）。自主的学习者比受外部动机驱动的学生表现得更好，他们能够有意识地计划和管理自己的学习，因此能学到更多知识和技能。

期望理论认为，个体的动机依赖于他们对成功的机会和成功的价值的估计。当成功的可能性为中等时，动机最强。期望理论对教育的一条重要启示是，学习任务既不能太难，也不能太简单。

如何提高成就动机

教师应该强调学习目标以及积极的或使自己感到有能力掌控事物的归因。持有学习目标的学生认为，学校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知识、发展能力，而持有表现目标的学生将学习的目的看做获得积极评价和取得高分。持有学习目标的学生比表现目标的学生有更强的学习动机。习得性无助的学生认为他们无论做什么，最终都会失败。教师可以使用一些特殊的方案，如归因训练，来帮助学生摆脱习得性无助。教师的期待会对学生的动机和成绩产生显著影响。教师应该表达积极的期待，期望学生学有所成并克服焦虑。

教师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

诱因是一种强化物，当个体做出某种特定的行为时，会期待得到这种强化物。内在诱因是指某些任务本身就具有足够的价值，能激励学生自主地从事这项活动。外部诱因包括分数、彩星和其他奖励。教师可以通过激发学生的兴趣、保持学生的好奇心、使用多种呈现方式、让学生设立自己的目标等方式，来提高其内在动机。提供外部诱因的方法主要包括：清晰地阐述期望获得的结果；明确、及时而频繁地反馈；提高奖励的价值并让它更易获得。表扬也是课堂上的一种奖励，相倚性的、具体的、可信的表扬最为有效。

关键术语

回顾本章中的以下关键术语：

动机

缺失需要

成长需要

自我实现

归因理论

控制点

期望理论

期望–效价模型

成就动机

学习目标

表现目标

习得性无助

内在诱因

外部诱因

反馈

相倚性表扬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指导语：
 本章开头的案例中所涉及的评价指标是各州的资格认证考试的常见考点。请重读开头的案例，回答下列问题：


	根据行为学习理论，卡尔·刘易斯的学生为什么具有学习制宪会议的动机？
	为获得强化

	为满足成长需要

	为消除缺失需要

	为使期望效应达到最大化








	刘易斯先生的学生认为，讲授制宪会议的课程是获得有关美国历史的信息的一种手段。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目标定向？
	表现目标

	学习目标

	期望目标

	自我调节目标








	贝斯·安德鲁斯是刘易斯先生班上一个害羞的女生。她需要向会议成员陈述《权利法案》的内容。如果贝斯是内控型的，那么她很可能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为下面的哪一个因素？
	任务要求很简单

	老师的偏爱

	认真的准备

	运气好








	刘易斯先生想让学生努力学习，不管其能力水平或任务难度如何。他应该让学生形成哪种归因？
	内部 – 稳定

	内部 – 不稳定

	外部 – 稳定

	外部 – 不稳定








	下面哪种情况下，刘易斯先生最应该避免使用外部诱因？
	当学生从事挑战性的任务时

	当任务就学生能力提供了反馈时

	当学生在没有外部诱因的情况下就有工作的动机时

	当学生经历了大量的失败时








	用本章讲述的行为理论、需要理论、归因理论和期望理论对刘易斯先生的这一课以及学生的参与意愿进行分析。




	描述一下教师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习动机的方法。







11　有效的学习环境

本章提纲


什么是有效的学习环境



时间会对学习产生什么影响



	利用分配的时间进行教学

	有效利用投入时间

	对任务投入过多时间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管理




什么样的做法有助于有效的课堂管理



	良好的学年开端

	确立课堂规则




处理日常不良行为的策略有哪些



	最小干预原则

	预防

	非言语线索

	表扬与不良行为相反的行为

	表扬其他学生

	言语提醒

	反复提醒

	运用后果




如何使用应用行为分析来管理更为严重的行为问题



	学生的不良行为是如何得以维持的

	应用行为分析的原则

	应用行为分析的程序

	行为方法的伦理道德




如何预防严重的行为问题



	预防方案

	识别不良行为的起因

	坚持规则并实施

	加强学生的出勤管理

	实施干预

	请求家庭参与

	运用同伴调解

	对抗欺凌

	理智地运用后果




学习成果


学习本章后，你应当能够：


	描述什么是有效学习的环境

	了解时间对学习的影响

	指出一些能促进课堂管理的做法

	描述处理学生日常不良行为的策略

	论述应用行为分析方法怎样用于管理更为严重的学生行为问题

	论述怎样预防严重的行为问题




上课铃响了，伴随着铃声，茹莉亚·卡瓦略开始给十年级的一个班上英语课。

“今天，”她说道，“你们将扮演小偷，甚至要扮演比小偷更坏的角色。小偷只是偷你的钱财，而你们——”（她环视全班，稍作停顿以示强调）“——将偷窃更有价值的东西。你们将偷窃作者的写作风格。一个作者字斟句酌，历经多年才能形成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偷窃作者的写作风格就像偷窃一个人花了很多年才创造出来的一件艺术品一样，这很卑劣，但是你们要做的就是去偷窃。”

正在学生们专心听老师讲课的时候，马克和格洛丽亚这两个迟到的学生偷偷溜进了教室。马克做了一个“哎呀，我迟到了”的鬼脸，并以夸张的姿势踮着脚尖走向他的座位。卡瓦略没有关注他俩，同学们也没有。卡瓦略老师继续上课。

“你们准备对谁实施这种卑劣的行为？当然是海明威老爹。就是写短小精悍的句子，对事物细节格外关注的那个海明威。你们已经读过了《老人与海》，也读了《太阳照常升起》和《丧钟为谁而鸣》的选段。”

在卡瓦略讲话时，马克做了一个夸张的动作将书拿出来，并与他的同桌交头接耳。卡瓦略一边继续讲课，一边走向马克的座位。马克不再与同桌小声说话，而是开始听老师讲课。

“今天你们也可以当一回海明威。你们将窃用他的词汇、他的节奏、他的音步、他的明喻与隐喻，并将这些用在你们自己的文章中。”

卡瓦略首先让学生复习以前学过的海明威的写作风格的特点。

“每个人都想想，海明威是如何描述一位老妇人在干了整整一天活后是怎么爬上楼梯的？迈，你有什么看法？”

迈对老妇人进行了简短的描述。

“听起来相当不错。我很喜欢你对短句子的使用和对老妇人外表的描述。还有其他的看法吗？凯文？”

卡瓦略让几个学生按照海明威的写作风格进行描述，以此来强调她主要的教学目的。

卡瓦略说：“你们马上就有机会成为欧内斯特·海明威。像往常一样，你们将分成写作小组进行活动。但在开始前，请大家先回忆一下有效的小组学习的规则。谁能告诉我规则是什么？”

学生们自己说出了几条规则，如尊重他人、解释你的观点、确保人人参与、维护你的观点、讨论时保持低声等。

“很好，”卡瓦略说，“当我说开始时，你们就可以将桌子搬到一起，并开始构思文章。准备好了吗？开始。”

学生们迅速平稳地将桌子搬到一起，然后直接开始写作。在学生们搬桌子期间，卡瓦略将马克和格洛丽亚叫到她的讲桌前，询问迟到一事。格洛丽亚给出了一条合理的理由，但是马克已经习惯性地出现迟到和课堂捣乱行为了。

“马克，”卡瓦略说，“我对你的迟到和课堂表现很担心。我也向其他任课教师了解了一下，你在他们课上的表现比在我课上还差。放学后请到我这儿来，咱们看看是否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马克回到他的小组去写文章。卡瓦略巡视各个小组，鼓励做得比较好的学生。当她看见两个女生正在消磨时间时，她走过去，将手搭在其中一个女生的肩上，同时看着她的写作提纲。“这是好的开端，”她说，“咱们一起来看看下课前你能写多少。”

剩下的时间里，学生们兴奋而有序地写着作文，尽情地享受着“偷窃”海明威风格的乐趣。课堂就像一个蜂窝，学生们像蜜蜂一样忙碌着，投入地分享思想，彼此交换草稿，并互相修改作文。那天放学后，马克来到卡瓦略的办公室。

“马克，”她说，“对于你的迟到问题和在课堂上的捣乱行为，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你觉得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格洛丽亚也迟到了。”马克辩解道。

“我们不谈格洛丽亚，现在只谈你的事情。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好吧好吧，我保证以后一定准时。”

“那还不够。我们以前也进行过类似的谈话，这次我们需要另想一项计划。我知道你有能力在这门课上做得很好，但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难以达到这个目标，而且还干扰了其他同学。”

“我们来做个实验，”卡瓦略继续说，“我希望你每天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评价，而我也这样做。假如每周结束时，我们双方都认为你准时、表现好，那很好。否则，我就必须请你的父母到学校来，看能不能跟他们一起设计另一种方案。你愿意试一下吗？”

“好吧，我想可以。”

“太好了，我希望明天会有一个新的马克出现。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运用你的经验



创造性思维
 　卡瓦略运用了什么样的课堂管理方法？她正在避免何种潜在问题的出现？


批判性思维
 　假定马克仍然迟到。设计一场与马克父母的讨论会。讨论的目的是什么？怎样实现这些目的？


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列一个表格，分析年级水平和课堂管理策略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从分析卡瓦略的班级开始，在表格的横行中列出不同年级（例如，小学、初中和高中），表格的纵行则列出根据头脑风暴法产生的课堂管理策略。最后，考察在不同年级阶段，何种课堂管理策略是有效的。



什么是有效的学习环境

若要提供有效的学习环境，教师需要应用某些策略来创造积极的、成果丰富的课堂学习体验，这些提供有效学习环境的策略通常被称为课堂管理
 （classroom management）。它们不仅包括对不良行为的预防和应对，而且包括有效利用课堂时间、创造一种有益于激发学生兴趣和探究欲望的课堂气氛，以及引入让学生投入思维和想象的各种活动等更重要的方面（Kunter，Baumert，& KÖller，2007；Martin，2008）。只是没有行为问题的班级无论从哪方面都还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管理良好的班级。

有效教学是最有效的课堂管理方法（Evertson & Poole，2008）。如果学生参与组织良好的且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具有很强的学习动机，以及从事具有一定挑战性而又不超出其能力范围的学习任务，那么他们很少会出现严重的课堂行为问题。卡瓦略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她的课堂管理非常出色，不是因为她的举止像教官一样严厉，而是因为她教授的课程很有趣，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力和活力，有效地利用了课堂时间，并传达了一种目标感、对学生的高期望以及能感染学生的热情。然而，即使在一个管理良好的课堂中，也会有个别学生表现不佳。尽管卡瓦略主要关注行为问题的预防，但必要的时候，她也有能力进行干预，以确保学生的课堂行为不逾越可容许的范围（见Emmer & Stough，2008）。对某些学生来说，瞥一眼、走近或者将手放在其肩膀上，都足以终止学生不适宜的课堂行为。但对于另一些学生，也许还需要让他们承担后果。即使在后一类情况下，卡瓦略也没有让学生的行为问题干扰她的课堂以及学生的学习活动。

本章关注的是有效学习环境的创设、课堂管理和课堂纪律。创设有效的学习环境包括对课堂活动、教学的组织管理以及布置物理环境，以促进时间的有效利用、创造愉快的和富有成效的学习环境，尽可能减少对教学活动的扰乱。课堂纪律
 （discipline）是指一些方法，它们用来预防行为问题出现，或者对已经出现的行为问题做出应对，以减少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见Charles，2008；Levin & Nolan，2010；Marzano，2003）。

并不存在什么神奇的魔力能够使教师成为一个有效的课堂管理者。营造一个有效的学习环境需要掌握一系列的技法，而任何一个教师都能了解和运用这些技法。本章论述的课堂管理和课堂纪律是以预防不良行为为主要目标的。理论依据是：有效的教学本身就是预防纪律问题的最好方法。尽管如此，再有效的教师都难免会遇到纪律问题，因此本章将讨论此类问题出现时的一些应对方法。

时间会对学习产生什么影响

显然，假如不花时间来教某个科目，学生就不可能学会。但教学时间的长短有一个通常范围，在该范围内时间的分配方式不同究竟会造成多大的差异？这已经成为许多研究关注的焦点（见Adelman，Haslam，& Pringle，1996；National Education Commission on Time and Learning，1994）。尽管在教学上花更多时间明显会对学生的成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增加额外时间所产生的效果通常并不很强或并非处处可见（Gijselaers & Schmidt，1995；Karweit，1989）。具体而言，不同的学区在每天的上课时长以及学年的长短方面通常存在着差异，但这些差异对学生成绩产生的影响甚微（Karweit，1989）。更为重要的似乎是在课堂上怎样运用时间。投入时间
 （engaged time）或称投入任务时间
 （time on task）是一项时间测量指标，指实际花费在学习上的时间。时间指标是最常发现与学习相关的因素（如Bodovski & Farkas，2007；Marks，2000；Rowan，Correnti，& Miller，2002）。换言之，有关时间的各方面中，最重要的是处于教师直接控制下的那方面，即课堂时间的组织和利用（Jones & Jones，2010；Marzano，2003）。

■ 利用分配的时间进行教学

在学校中，时间是有限的资源。在一般的美国学校中，每年约有180天、每天6个小时的上课时间。教育活动的时间也可以通过布置家庭作业，或者（对一些学生而言）参加课后活动或暑期学校来延长，但是能够用来教学的总时间基本上是确定的。这大约6个小时里必须安排教授各种课程的时间，另外还必须有一些时间用于午餐、休息、体育运动、课间休息、发布通知，等等。在一堂40到60分钟的课中，有多种因素减少了真正用于教学的时间。卡维特和斯莱文（Karweit & Slavin，1981）考察了从二年级到五年级的12个班级的数学课，图11.1反映了教学时间是如何分配和消耗的。

图11.1　时间都到哪里去了？

对小学数学课的观察显示，学生在课堂上实际用于学习的时间仅仅是所安排的总教学时间的大约6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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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Based on data from N. L. Karweit and R. E. Slavin, "Measurement and Modeling Choices in Studies of Time and Learning",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18
 (2）.



卡维特和斯莱文（Karweit & Slavin，1981）观察的班级选自马里兰州一个乡村小镇里面及周边的学校。总体来看，这些班级课堂活动组织良好，有条理，而且教师非常敬业，工作努力。学生整体上也有良好的行为表现，尊重教师的权威。然而，即使在这类非常好的学校中，普通学生真正用于学习数学的时间也只是所安排的总教学时间的大约60%左右。首先，大约有20个教学日花费在标准化测验、学校组织的活动、实地考察上，或因教师缺席而浪费。在上课的时间里，由于上课晚点、讨论将要进行的活动、发布通知、分发材料、约束学生的问题行为等一系列非教学活动，课堂时间也会被消磨掉。最后，即使在教授数学时，许多学生也没有真正地投入到教学活动中。一些学生在听课时或做课堂作业期间做白日梦，发呆，或者削铅笔等等；还有一部分学生无事可做，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提前完成了布置的作业，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教师尚未布置任务。卡维特和斯莱文通过观察而估计的60%这个数字，多少还是有些高估了。在一项规模更大的调查中，维因斯坦和米纳瑙（Weinstein & Mignano，1993）发现，小学生真正投入到学习任务上的时间大约只占常规教学时间的三分之一（另见Hong，2001；Meek，2003）。

可利用的教学时间被称为分配的时间
 (allocated time），即学生有机会学习的时间。当教师讲课时，学生能集中注意听讲。当学生有写作或其他的任务时，他们能在做中学。下面讨论一些能够使分配的时间最大化的方法（参见Jones & Jones，2010）。


避免浪费时间
 　教学时间损失的一种情况是损失全天或者数节课时间。由于进行标准化测验以及恶劣的雨雪天气等事件的影响，时间的损失常常是无法避免的。我们当然也不情愿仅为了争取一两节课教学时间而放弃重要的实地考察或者学校的集体活动。然而，教学时间的频繁损失终究会干扰正常教学流程，最终导致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掌握课程。

充分利用全部的课堂时间并不是说每年挤出更多的教学时间，而是要向学生传递这样的信息：即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假如一名教师找个借口不进行教学，学生可能就会认为学习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萨格尼克（Salganik，1980）在对巴尔的摩市中心的一所非常优秀的小学进行的调查研究中描述了以下例子。一名三年级的教师带学生到学校图书馆去，结果发现图书馆锁门了。她让一个学生去取钥匙，然后对其他等待的同学轻声说：“让我们来做翻倍加法。9加9等于多少？6加6呢？”学生们一起轻声地回答着。做这几分钟的加法运算能提高学生的成绩吗？当然不能。但是它会有助于学生形成这样的认识：学校是进行学习的，而不是消耗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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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点名等常规的课堂管理手段占用时间，教师能够用于教学的时间受到限制。作为一名教师，怎样避免有效教学时间的损失呢？




避免迟到和早退
 　由于教师没有按时上课而损失的教学时间量是惊人的。在一名教师教全部科目的小学课堂中，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因为没有铃声或其他固定的日程表来规定上课时间。在教师负责各自科目的中学阶段，这在一些学校里同样也是个问题，因为教师可能在上课前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处理学生的迟到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干净利落地按时上课对于营造一种目的明确的课堂氛围非常重要。假如学生知道教师不会准时上课，那么他们也懒得准时去上课，而这种态度使得以后要想准时上课就变得更加困难。在卡瓦略的课堂中，学生知道如果上课迟到，他们将错过一些有趣、好玩和重要的内容。因此，当上课铃响时，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已来到班上，并做好了上课的准备。

如果教师未到下课时间就提前结束教学，那么他们就欺骗了学生。与拖沓地开始上课或者不按时上课相比，提前结束教学的消极作用虽然小些，但也要尽量避免。应该事先明确你认为自己需要教学多少内容，准备比此更多的材料，以在提前完成讲课的情况下使用。


防止干扰
 　分配的教学时间损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到干扰。干扰可能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例如发布通知或者需要填写由校长办公室发来的表格，干扰也可能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引起的。干扰不仅直接占用了教学时间，也中断了课堂教学的势头，分散了学生对手头任务的注意。

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干扰。例如，有些教师在教室的门外张贴“正在上课，请勿打扰！”的告示，以要求可能的打扰者稍后再来。还有一个教师会在小组教学时戴一顶特制的帽子，以提醒其他的二年级学生不要在此期间打扰她。有些教师不是立刻填写相关的表格或者处理其他的琐碎行政事务，而是让人将材料放在一个盒子中，等学生正在独立或分小组做作业时，或下课后再填写它们。

任何能推迟到课后做的事情，教师都应当尽量地推迟。例如，如果教师已经开始上课了，但有个学生迟到，那么教师应当继续上课，课后再处理学生迟到的问题。


处理日常事务
 　一些教师把太多的时间用于处理课堂中出现的琐碎事务。例如，一些小学教师在学生去吃午餐前或放学前都要逐个点名，这就浪费了很多时间，而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在学生入学之初，许多教师就已经建立了规则，只有当大家都安静下来并准备好了，才让学生列队。列队去吃午餐所花费的时间只需几秒钟，而不是几分钟。

除此之外，其他活动也应该变得规范化。例如学生必须知道什么时间可以去洗手间、什么时间可以削铅笔，而在其他时间则不能做这些事情。教师收作业时，可以让学生从后向前传，或者从右向左传，或者让各组长去收作业。资料的分发也必须按一定程序进行。具体怎样完成这些任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生清楚地知道他们将要做什么。许多教师合理、规范地安排学生助手来分发和收集作业、向校领导通报信息、擦黑板并完成其他的常规工作。这些工作对教师来说可能是讨厌的烦扰，但学生却喜欢做。教师应当尽可能发挥学生的作用。


保持快节奏的教学
 　研究发现，如果教师在每节课上会讲到大量的内容，学生就会学得更多（Good & Brophy，2008）。快节奏的教学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并能使他们把更多的时间投入任务。


减少维持课堂纪律的时间
 　维持学生课堂纪律的方法将在本章最后部分加以详细讨论，但有一个方面需要在这里强调一下，即尽可能地避免因维持课堂纪律而打断正常的教学进程，而这多数时候是可行的。对于教师经常遇到的不太严重的课堂行为问题而言，可以采用各种有效的方法，比如瞪学生一眼，不动声色地走向违反纪律的学生，或者做一个手势，如将手指放到嘴唇上以提醒学生保持安静。这些方法不会打断正常的课堂教学进程。例如，卡瓦略可以停止教学来训斥马克和格洛丽亚，但这样做将会浪费时间，也会干扰全班同学的注意。假如需要和违反纪律的学生谈论此事，可以在课后或者在放学后进行，而不是在上课时间。假如黛安娜和马丁没有按照要求去默读而是在说话，那么教师最好说：“黛安娜和马丁，下午三点钟到我这里来。”而不是即兴在全班大讲特讲专心做课堂作业的重要性。

■ 有效利用投入时间

投入时间（或称投入任务时间）是指每个学生实际投入到所布置的任务上的时间。分配的时间和投入时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分配的时间是指全班可以投入到学习活动中的机会，而投入时间对不同的学生来说可能是不同的，它取决于学生在多大程度上专注于功课，有多强的意愿完成它。接下来的部分将讨论怎样使学生投入任务的时间达到最大化的一些策略。有关研究发现，根据下面的原则对教师进行培训，可以提高学生对学习活动的投入程度，在某些情况下还能促进学生的学习（Epstein，2008；Good & Brophy，2008；Jones & Jones，2010）。


进行有吸引力的教学
 　提高学生投入任务时间的最佳途径就是教授有趣的、有吸引力的、与学生的兴趣点密切相关的课程内容，学生关注这些内容，并渴望按教师的要求去做事（Emmer & Evertson，2009；Evertson et al.，2009；Weinstein & Mignano，2003）。这种策略的一条要求是教师要进行活跃的、快节奏的教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呈现教学内容，不断给学生提供参与的机会，不过多地布置需要学生独立完成的课堂作业，尤其不要过多地布置没有任何检查与反馈的课堂作业（正如在小学阅读课的后续时段那样）。研究得到的一致结论是：教师讲课时学生的参与程度要比他们独立做课堂作业时的参与程度高很多（Evertson & Harris，1992）。在结构良好的合作学习中，学生的有效投入时间远远多于独立完成课堂练习的时候（Slavin，1990）。如果给学生提供多种主动参与学习活动的机会，也可见到学生的学习效果提高（Finn & Cox，1992）。


保持势头
 　上课时保持势头是使学生始终高度参与学习活动的关键。术语势头
 指避免干扰或放慢速度（Kounin，1970）。在一个势头维持得很好的班级里，学生总是有事可做，而且一旦开始做事，就不会被打断。如果你在写文章时经常被电话、敲门或其他无关事件打扰，你便知道它们除了占用时间，还会分散注意力和阻滞写作进程。

科宁（Kounin，1970）曾举例说明由教师引起的放慢速度和干扰的问题：

教师正在组织一个小组进行阅读，而其他儿童在做课堂作业。她坐在阅读小组的前面说：“好，谁能告诉我下一章的题目是什么？”在点名让一个学生回答问题之前，她看了一下做课堂作业的其他学生，又说：“等第二小组的同学安静下来写作业之后，我们再开始。”（事实上，大部分的同学已经在写课堂作业了。）然后，她看了一下做课堂作业的约翰，唠叨着：“你找到铅笔了吗？”因为听不清约翰回答了些什么，这个教师站起来说：“我想知道你究竟把铅笔怎么了。”停了两秒钟之后，又说：“你把它吃了？”又停顿片刻。“怎么回事？它是什么颜色？没有铅笔你无法做作业。”教师回到她的桌子前，找了一支铅笔给约翰，说：“我给你一支铅笔。明天早晨一定要把铅笔放在这里。不要对我说你又丢了。别把它弄得像旧的，把它削好。”（p. 104）

这位教师本来忽略这种学生行为即可，而她却用一分多钟的时间来处理，她的做法破坏了阅读小组的势头。当然，在与这名儿童交谈期间，全班——无论是阅读小组还是课堂作业小组——都没有进行真正的学习，更糟糕的是，在这次意外事件之后，学生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到功课上来。

科宁发现，势头与学生投入任务的总时间具有高度相关。布罗菲和伊伏特逊（Brophy & Evertson，1976）以及安德森、伊伏特逊和布罗菲（Anderson，Evertson，& Brophy，1979）的研究发现，势头与学生的成绩有关。


保持教学的流畅性
 　流畅性
 是科宁（Kounin，1970）所使用的另一个术语，指对有意义的教学流程的持续关注。没有过渡就直接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或从课堂讲解生硬地转到其他活动中，这样的教学会使“活动流程戛然而止”（Kounin，1970，p. 97），而流畅的教学活动则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例如：

教师让其中的一个小组进行朗读。当她朝一个正在朗读的孩子走去时，经过教室里的鱼缸。她突然停下来，站在鱼缸前说：“哦，我忘记喂鱼了！”然后，她从旁边的架子上找了一些鱼食，开始喂鱼，同时说：“哎呀，看它们饿成什么样了啊！”然后，她转向一个女孩说：“看，玛格丽特，你忘记喂鱼了。你看它们是多么饥饿。看，它们吃得多快呀。”（Kounin，1970，pp. 98-99）

这个例子说明了流畅性和势头的相关性：这位教师从课堂教学跳跃到家常事务上，继而又跳跃到（不必要的）课堂纪律上，她打断了学生的朗读活动，并使得其他同学也难以集中到课堂学习上来。研究发现，与势头一样，流畅性与学生的投入时间（Kounin，1970）和成绩（Anderson et al.，1979；Brophy & Evertson，1976）之间的关系都相当密切。


处理过渡
 　过渡就是从一项活动向另一项活动的转换——如，从听课转到做课堂作业，从一门课转到另一门课，或从上课转到吃午饭等。研究发现，小学的班级中每天平均有31次主要过渡，大约占去了课堂时间的15%（Burns，1984）。过渡可以是课堂管理的裂缝，它最有可能将整体的课堂秩序分割开来；安德森及其同事（Anderson et al.，1979）以及伊伏特逊及其同事（Evertson et al.，1980）发现，教师处理活动间过渡的效率与学生的学习成绩有正相关。

以下是处理过渡时的三条规则：


	过渡时应给学生一个明确的信号，在此之前应已教会学生如何对这类信号作出反应。例如，在小学，教师用铃声或手势来提示学生应当立刻安静下来，听教师讲课。

	过渡之前，学生一定要熟知听到或看到信号后该做什么。例如，教师可能说：“当我说‘开始’时，希望你们都合上书，拿出昨天开始写的作文。都准备好了吗？好，开始！”让学生独立做课堂作业之前，教师可以先帮助他们熟悉这种活动，下面是一个例子：




教师：
 今天我们将查找字典中不同页码上的引导词。你们每个人手头上都应该有写着引导词的一张作业单和一本字典。同学们，请将作业单举起来。（学生们按照要求去做。）现在举起你们的字典。（学生按照要求去做。）很好。现在翻到82页。（教师走动着参见学生们做的情况。）看这页的上边，用手指着第一个引导词。（教师走动着参见学生们做的情况。）同学们，第一个引导词是什么？


学生：
 Carrot！


教师：
 很好。第一个引导词是Carrot。现在看同一页的右边。同学们，你们看到了哪个词？


学生：
 Carve！


教师：
 对。引导词是carrot和carve。现在翻到555页，查找引导词。（学生们按照要求去做。）同学们，555页的第一个引导词是什么？


学生：
 Scheme！


教师：
 同学们，第二个引导词呢？


学生：
 Scissors！


教师：
 好极了！现在你们自己做作业单上的第一道题，然后和你的同伴相互对照，看是否一致。

在要求学生做完作业单上的所有题目之前，教师应当检查是否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做对了第一题。当然，原则就是确保学生们在完成任务之前已经明确地了解了他们将要做什么。


	多名学生同时进行过渡。应当训练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过渡，而不是一次一个学生地单独进行（Charles，2008）。教师通常应当对全班或者分好的小组给予指导：“同学们，我希望你们都安静、迅速地收起实验材料，准备下课。我看见第3桌的同学很安静，并做好了准备。请第3桌的同学排队。第6桌的同学排队。第1桌的同学……第4桌。其他的同学都安静地排好队。走吧！”




上课期间维持团体注意
 　维持团体注意是指使用课堂组织策略和提问技术，确保班上所有学生始终投入到课堂学习活动中，即使只让一个学生回答教师的提问时也是如此。在科宁曾提出的维持团体注意这个概念包括的基本成分中，研究发现，问责和团体警示这两个成分与学生投入任务的行为密切相关。

科宁用问责
 （accountability）来指“在朗读环节中，教师在多大程度上使学生对自己的表现负责”（Kounin，1970，p. 119）。提高问责的一种方法就是运用集体反应，让所有的学生拿出自己的作业以让教师看见，教师在学生中间巡视，以了解他们正在做什么，让其他学生注意某个学生的任务完成情况（例如，“请大家看苏珊娜在做什么，然后告诉我，你们是否同意她的回答。”）。虽然卡瓦略只让一些学生读自己的文章，但她让所有的学生都写好了一篇海明威式的描述，以提高他们的参与性和责任性。

这种策略所隐含的观点是：在课堂教学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让所有的学生保持投入。一项对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的研究发现，他们平均每6分钟就举手一次，而平均15分钟才能被叫起来回答一次，有的学生甚至从来就没有参与过（Potter，1977）。这种程度的参与对于确保学生的注意是完全不够的。教师不仅要注意如何把所有的学生吸引到课堂活动中来，而且要注意避免安排那些使多数学生长时间只能做旁观者的活动。例如，一种非常常见的错误是：让一两个学生到黑板或电子设备上解决一道较费时的问题，或者朗读一篇很长的文章，而其他学生却无事可做。这种教学方法浪费了许多课堂时间，破坏了上课的势头，给不良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Gump，1982）。


团体警示
 （group alerting）是指在讲授和讨论期间，教师用来维持所有学生注意力的提问策略。例如，在叫某个学生回答问题之前，先提出问题：“已知三角形ABC的边AB、AC的长度以及角A的大小，我们还能知道这个三角形的哪些方面……（停顿）……玛利亚？”注意，这种策略可以让全班同学都进行思考，直到玛利亚被点名。如果这样提问“玛利亚，已知三角形ABC……”，其效果将大相径庭，因为只有玛利亚保持警觉。以随机顺序点名让学生回答问题是团体警示的另一种方式。让所有的学生明白，教师可能会就前一个同学的回答提出相关的问题则是第三种。如教师可能在玛利亚的回答之后问：“玛利亚使用的基本原理是什么？……拉尔夫？”


做课堂作业时维持团体注意
 　学生做课堂作业时，教师如在场则应监控学生的作业活动，随手检查个别学生的功课。这就意味着，教师应当在学生的课桌周围巡视，了解他们做得怎样。这有助于教师及时发现学生遇到的问题，以免他们浪费时间把作业做错，或因受挫而放弃。假如学生是在合作小组中完成作业，学生们虽然可以彼此检查，但教师仍需要检查每个小组，以了解他们的思路是否正确。

课堂自习为那些难以跟上全班同学进度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别辅导的机会，但教师应控制住自己，不在个别学生身上花太长的时间。自习期间，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应尽可能简短，因为如果与一个学生谈话时间过长，那么班上的其他同学可能遇到自己的难题，也可能走神。


明察秋毫
 　明察秋毫
 （withitness）是科宁（Kounin，1970）发明的另一个术语。明察秋毫就是指能证明教师对学生的行为保持时刻警觉的各种举动。科宁将这种警觉性称为“眼观六路”（having eyes in the back of one's head）。明察秋毫的教师能对学生的不良行为立刻作出应对，并且知道是谁发起了什么行为。而缺乏这种警觉性的教师会错误地训斥责任不大的学生，正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和简坐在同一张桌子旁的露西和约翰开始低声说话。罗伯特看到他们说话，也加入进来。之后简咯咯地笑着，和约翰说着什么。玛丽靠过来，低声对简说话。就在这个时候，教师说道：“玛丽和简，不要说话！”（adapted from Kounin，1970，p. 80）

玛丽和简是最后参与到上课说话和大笑的事件中去的，教师只训斥她们，这就表明教师还不知道事情的原委。这种偶然的错误判断可能并不会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但是若类似的事情多次发生，学生就会认为教师倾向于对他们的行为作出不恰当的反应。

不能明察秋毫的另一个例子是对一系列不良行为反应迟缓。露西和约翰的低声说话本来很容易被遏制在萌芽状态，如只需看他们一眼，或者将手指放到嘴唇上以示安静。等到低声说话发展到大笑并且波及其他学生时，就需要终止上课来处理该问题。

明察秋毫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不断地扫视全班，并与学生个人保持目光接触。几项研究发现，有效的课堂管理者经常用眼睛扫视课堂，监控活动的进程以及个别学生的行为（Brooks，1985；Evertson & Emmer，1982）。有效的课堂管理者有能力解读全班的情绪并做出应对。他们能注意到什么时候学生开始坐立不安，什么时候又表现出注意力减退的迹象，从而对这些现象作出反应，通过调整教学活动来重新吸引学生参与教学活动（Levin & Nolan，2010）。


一心多用
 　一心多用
 （overlapping）指教师在不中断上课或者进行其他的教学活动的情况下能够注意到各种干扰活动或者行为问题的能力。例如，一个教师在上阅读理解课时，发现一个学生正在看无关书。教师没有中断上课，而是走向这个学生，拿起她的书，合上，然后把书放到学生的课桌上，做这一切的同时继续向全班讲课。教师既处理了学生的不当行为，又没有放慢上课的进程，而班里的其他学生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的发生。同样，卡瓦略只是走近那个低声说话的学生就终止了这一行为，而课程仍能正常进行。下面的例子也很好地说明了如何有效地运用一心多用的策略：

教师坐在阅读小组中，露西站着大声阅读。做课堂作业的琼尼拿着他的练习册走向了教师。教师看了一下琼尼，然后回看了一下露西，向她点头，示意继续大声朗读。教师仍坐着，拿起了琼尼的练习册。她转向了露西，说：“那是一个难读的单词，你读对了。”她检查了琼尼练习册上的三个答案，说：“很好，你可以继续做下一页。”然后露西一边阅读，教师一边继续看阅读材料（Kounin，1970，p. 84）。

琼尼的行为打断了阅读组的正常学习活动，而优秀的课堂管理者则完全可以避免这一事件的发生，他们会布置足够多的作业来让所有的学生在阅读时段有事可做，同时对学生完成作业后再做什么也给予明确指导。例如，可以让同伴或其他小组成员来检查琼尼的作业。然而，有时候中断也是不可避免的。既要保持主要活动的继续进行，同时又要处理可能发生的中断，这种能力与课堂的总体秩序（Copeland，1983；Kounin，1970）和学生的成绩（Anderson et al.，1979；Brophy & Evertson，1976）有高度相关。

■ 对任务投入过多时间

投入任务时间很少的课堂肯定不是一个管理良好的课堂。然而，教师可能走另一个极端，只强调投入任务时间，而不顾及其他方面。例如，在一项关于小学数学课的投入任务时间的研究中发现，某位教师基本上利用了整堂课的100%的时间。教师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在桌子间来回走动，观察学生注意力不集中的细微表现。在一学年结束时，这个班级的学生只学到了很少的数学知识。过于强调投入时间而不强调有吸引力的教学，这可能会产生布卢姆、普若和特奥多罗（Bloome，Puro，& Theodorou，1989）等人所说的虚假参与
 （mock participation）现象，即学生表面上看起来是专注于功课，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

几项研究发现，在学生行为表现相当良好的课堂里，增加投入任务时间并不能提高学生的成绩（Blackadar & Nachtigal，1986；Slavin，1986；Stallings & Krasavage，1986）。过于强调投入任务时间将有可能从几方面对学习产生不良影响。例如，与从事一成不变的简单任务相比，那些涉及创造性和不确定性的复杂任务一般会使投入任务时间减少（Evertson & Randolph，1995；Weinstein & Mignano，2003）。然而，只是为了保持较多的投入任务时间而不让学生从事复杂的或者具有不确定性的任务，这显然是一种拙劣的教学策略。维持课堂秩序是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但仅是众多目标中的一个而已（见Charles，2008；Levin & Nolan，2010）。

■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课堂管理的研究大多是在常规课堂中进行的，在这种按传统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课堂中，学生很少有机会选择自己所从事的活动，彼此间的互动很少。而在更大程度上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中，学生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起学习，完成一些开放性的课题、写作和实验。伊伏特逊和伦道夫（Evertson & Randolph，1995）讨论了对课堂管理的观念必须发生的一些转变。很明显，在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中，课堂管理具有更强的参与性，主要由学生自己来设定行为的标准。同样明显的是，所期望达到的行为类型也是不同的。比如，很难想象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会是沉默的。然而，在有些方面，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管理要求与传统的课堂管理要求大同小异。规则仍然是必要的，而且必须不断地向学生说明规则并一以贯之地执行规则（Freiberg，Connell，& Lorentz，2001；Freiberg & Lamb，2009）。假如在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中，学生被课堂活动的多样性、活跃程度以及社会性深深地吸引和鼓动，那么也就没有这么必要再强调纪律了（Weinstein & Mignano，2003）。然而，某些学生的不良行为干扰他人的学习也是不可避免的，教师必须采取措施来帮助这些学生遵守由全班同学共同协商所确定的规则。

下面的内容描述了在各种课堂情境中如何防止不良行为以及当不良行为发生时如何有效应对的通用策略。

什么样的做法有助于有效的课堂管理

研究一致表明，一些基本的常规性计划以及基础工作有助于防止纪律问题的产生。这些简单的措施包括：良好的学年开端、布置教室以利于有效教学、制订课堂规则和程序并向学生清楚说明所期望出现的行为（Marzano，2003）。此外，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关爱的联系有助于在班级内建立一种能减少行为问题的合作氛围（Crowe，2008；Freiberg & Lamb，2009；McNeely，Nonnemaker，& Blum，et al.，2002；Osher & Fleishman，2005）。

对于不同的年级和不同的学生团体，其管理的重点有所不同。例如，对年龄小的学生，教师需要关注的是帮助学生掌握学校所期望的社会规范与行为（Epstein，2008；Evertson，Emmer，& Worsham，2009；Weinstein & Mignano，2003）。有些方法对改善小学儿童的行为是非常有效的，比如建立全校一致的行为标准，运用合作学习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并实现学业成功（Freiberg et al.，2001；O'Donnell，Hawkins，Catalano，Abbott，& Day，1995）。

在初中和高中，学生能理解规则和程序中所包含的基本原则，并且从理智上同意遵守这些规则和程序（Emmer，Evertson，2009；Evertson et al.，2009；Weinstein，2003）。同时，一些青少年拒绝权威而更看重同伴间所确立的规范。随着学生进入青春期，攻击性行为、旷课以及违法行为也在增加。在高年级，分班、科目细化和升学或许会为管理带来挑战，而那些习得性无助或者学业失败的学生，更是教师关注的重点。对于年龄较大的学生，教师更需要鼓励他们在遵守规则时以及学习过程中更多地进行自我管理。增加规则的透明度、加强规则执行的一致性、提高与家长交流的频率，诸如此类的策略对改善青少年的行为是非常有效的（Gottfredson，Gottfredson，& Hybl，1993）。

■ 良好的学年开端

恩梅、伊伏特逊和安德森（Emmer，Evertson，Anderson，1980）以及伊伏特逊和恩梅（Evertson & Emmer，1982）研究了教师在学年开始的行为，并探讨了教师的该类行为与学生此后一年中的行为表现之间的相关性。他们发现，开学的最初几天对建立课堂秩序是非常关键的。他们对比了整个学年中能够保证大部分时间投入任务的教师与无法稳定地保证投入任务时间的教师。结果发现，在开学最初几天，有效的课堂管理者远比低效的课堂管理者更常参与以下几项活动（Evertson et al.，2009；另见Wong & Wong，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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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与你的学生建立的关系将会为课堂中的学习奠定基调。要建立一个卓有成效的课堂，你预计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有效的管理者有一项清晰、具体的方案来引导学生掌握课堂规则和程序，并且花费必要的时间来执行该方案，直到学生知道如何排队、寻求帮助等等。

	即使有效的管理者计划以后要对学生分组，他们最初也与全班同学一起活动。他们始终参与到全班活动中，很少让个别学生处于无事可做或者无监督的状态。例如，有效的管理者很少只与个别学生一起活动，除非其他学生都在参与有意义的活动（Doyle，1984；Sanford & Evertson，1981）。

	有效的管理者在开学之初用更多的时间来介绍程序，讨论课堂规则（经常鼓励学生自己提出规则）。至少在开学初的第一个星期里，这些教师每天都会提醒学生注意课堂规则（Weinstein & Mignano，2003）。

	有效的管理者教给学生具体的程序。例如，一些教师让学生练习快速而安静地排队；另一些教师让学生学习在有铃声、闪灯、指令等提醒注意的信号时做出相应行为。

	有效的管理者所安排的第一项活动通常是简单而令人愉快的任务。第一堂课的学习材料是精心准备的，清晰地呈现而且富有变化。这些教师在开学第一天就能够使学生尽快开始学习，之后再逐渐地教授他们如何执行具体的学习程序，这样就能避免一次给他们过多的信息。

	有效的管理者能立刻采取应对措施，制止不良行为。



■ 确立课堂规则

在开学之初，与课堂管理有关的头几件事之一就是确立课堂规则。这个过程要遵循三条原则：首先，课堂规则的数目不宜过多；第二，课堂规则对学生来说应该是有意义的、公正的；第三，要清晰地解释规则，并明确地把规则教给学生（Metzger，2002）。对课堂规则进行清晰的解释，其主要目的就是针对具体的程序给出道德上的依据（Kagan，Kyle，& Scott，2004）。例如，所有的学生都会理解和支持诸如“尊重他人财物”等规则。这条简单的规则既禁止像偷窃或破坏公物等明显的不良行为，也涉及将材料整理好、清扫垃圾、不在教科书上乱做标记等行为。可以要求学生一起确立规则，或者给出规则，让学生举出相应的例子。课堂讨论可以让学生形成一种参与感，即参与制订每个人都需要遵守的合理规则（Gathercoal，2001；Strout，2005）。当全班都认可这些规则时，那些违规者知道，他们违反的是集体规范，而不是教师随意制订的规则。通用的课堂规则如下：


	
礼貌待人
 。不允许打断他人说话、在未轮到自己时擅自说话、取笑或嘲笑他人、欺凌、打架等等。

	
尊重他人财物
 。

	
专注于功课
 。教师或者其他同学讲话时要认真听讲，做课堂练习，出现干扰事件时要继续专注于功课，坐在位子上，铃响时坐在位子上准备上课以及听从教师指挥等等。

	
举手以得到许可
 。不允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大声叫喊或者离开座位寻求帮助。




21世纪的学习：

有效利用时间


新技术使教师更容易创造高效的学习环境。除了通过使用短视频、互动设备以及其他手段使课堂变得有趣和有吸引力来提升学生的内部动机，教师还可以采用电子作答设备来不断获取学生学习水平的反馈信息，这样教师就能根据学生的具体需求设置针对性的课程，学生也能立刻了解自己的学习水平。采用这些设备，所有的学生都能同时快速地回答问题或输入自己的看法。教师可以在一张表或图中向全班展示答案或答对人数的百分比。教师可以立刻找出学生已经知道的或他们正在思考的内容，这样就能根据学生的学习调整自己的讲课内容。学生知道他们的知识会不断得到评估，而不再坐在那里希望被点名的是其他人。这些技术能把课堂活动的重点放在最有成果的内容和任务上，激励学生专心致志并以个人和小组为单位充满热情地进行学习。

问题：


	尽可能多想出教学方式，用电子作答设备向这个年龄段的学生讲授你想教授的学科。其中哪些看起来促进学习的可能性最大？哪些最小？





处理日常不良行为的策略有哪些

本章前面部分讨论的各种方法用于组织课堂活动以增加教学时间，尽可能少受学生随便讲话、擅自离开座位以及不集中注意等事件的干扰。提供有趣的课程、有效地运用课堂时间以及精心设计的教学活动都有助于预防大部分此类轻微行为问题，同样也可以预防许多较为严重的行为问题（Barr & Parrett，2001；Freiberg & Lapointe，2006）。例如，科宁（Kounin，1970）发现，如果教师的教学活动能够保证投入时间达到较高水平，则学生很少产生严重的行为问题。相反，若投入时间不够，则很容易产生严重的行为问题，这是因为许多行为问题的产生源于学生在学校中的挫败感或者厌倦感。能吸引学生，并给全体学生提供成功机会的教学可以预防此类行为问题。

然而，阻止或处理这些不良行为的方法并不仅包括有效的课堂教学以及充分运用课堂时间。除了使课堂活动结构化以降低行为问题发生的频率之外，教师还必须掌握一些其他策略来处理所发生的行为问题（Emmer & Stough，2001）。

教师要处理的大部分行为问题都是相对轻微的干扰，例如不遵守课堂的规则或程序。这些行为都不十分严重，但是它们影响着学习过程，因此必须处理。在使用维持课堂纪律的各种策略之前，思考一下使用这些策略的目的是非常重要的。学生在学校里除学习读、写、算等基本知识技能外，还要学习更多的内容。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是有能力的学习者，学习是一种享受和满足。温馨的、为学生提供支持和接纳的课堂环境有助于形成这些积极的态度（Fay，2001）。另外，研究发现，全神贯注、不干扰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与学生的成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Finn，Pannozzo，& Voelkl，1995；Wentzel，1993）。

假如学生不尊重教师或者教师不尊重学生，就不可能营造一个健康的课堂环境。尽管教师应当让学生参与制订课堂规则，在组织课堂活动时考虑到学生的需求与想法，但教师是最终的领导者，他确立这些规则，并要求学生必须遵守和执行。这些课堂规则和程序应当成为学生的第二天性。那些在课堂中没有树立起权威地位的教师很可能要花费过多的时间来处理行为问题，或者对学生大声呵斥以试图进行有效的教学。此外，课堂结构和常规程序越清晰明了，教师可以给予学生的自由就越多。下面的部分将讨论处理典型的纪律问题的有关策略。

■ 最小干预原则

处理常规的课堂行为问题时，最重要的原则是：教师应当运用那些能够起作用的最简单的干预策略中来纠正不当行为（Gathercoal，2001；Kyle & Rogien，2004）。许多研究发现，用于处理学生的纪律问题的时间量与学生的学习成绩之间具有负相关（Crocker & Brooker，1986；Evertson et al.，1980）。教师处理日常不良行为的主要目标是：以一种有效的方式达成目的，但不在非必要情况下中断正常教学进程（Charles，2008；Evertson et al.，2009；Jones & Jones，2010）。如果可能的话，在处理任何行为问题时，课堂教学都应该正常进行。表11.1列出了处理轻微不良行为的各种策略，这些策略是从干扰性最小到最大的连续体。本章后面的部分将讨论这些内容。

■ 预防

最容易处理的行为问题是那些从来不会一开始就发生的问题。像我们在本章前部分所讲述的，教师可以通过呈现生动、有趣的课程，确定清晰的课堂规则和程序，使学生一直进行有意义的活动，或者运用其他有效的课堂管理技术来预防行为问题（Colvin，2004；Fay，2001；Jones & Jones，2010；Levin & Nolan，2010）。卡瓦略的课堂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她的学生很少有不良行为出现，因为他们对课程很感兴趣，并且积极参与。

变化课程内容，运用不同的材料和方法，展示幽默和热情，以及运用合作学习或者基于项目的学习等教学模式，都能够减少因厌倦而引发的行为问题。教师可以将任务分解成几个更小的步骤，并帮助学生为他们的独立学习活动做好准备工作，以此来避免因材料过难或者任务过大而带来的挫败感。短暂的休息，变化活动形式，或者让学生在精神比较饱满的上午来学习有一定难度的科目都有助于降低疲劳。

表11.1　最小干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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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应用于实践：一致性管理与合作守纪

一致性管理与合作守纪（CMCD）是最广泛地得到认可的全校范围内课堂管理方法之一（Freiberg，Huzinec，& Templeton，2009；Freiberg，Lapointe，2006；Freiberg et al.，2001）。CMCD的焦点是让所有学生都参与扮演课堂中的领导角色，利用计时器来确保过渡活动尽快完成，并建立起可预测的日常规则，以此来预防行为问题。学生在班会上有机会分享自己的观点并解决争论。教师课堂提问时会抽签指定学生作答以确保公平性。一些CMCD的相关研究发现，这种程序不仅能够改善学生的行为，还能够促进他们阅读和数学技能的学习（Freiberg et al.，2009；Freiberg et al.，2001）。




网络链接

想了解更多有关课堂管理的信息，可以访问青少年与家庭研究中心的教师讨论论坛，www.indiana.edu/～cafs。还可以参考校园暴力预防中心的网页，www.ncdjjdp.org/cpsv。如果想登陆由教师自己创建的网站，可以访问www.theteachersguide.com/ClassManagement.htm。还可以访问www.education-world.com/a_curr/archives/classmanagement.shtml。想获得有关新教师和志于从教者的信息，请访问www.adprima.com/managing.htm和www.nea.org/tools/ClassroomManagement.html。



■ 非言语线索

教师运用简单的非言语线索
 （nonverbal cue）可以减少课堂中出现的多数不良行为，而无需中断课堂教学进程（Levin & Nolan，2007）。有时与表现不良的学生保持目光接触就足以制止其不良行为。例如，有两个学生正在交头接耳，教师只需用眼睛看着这两个学生或其中的一个就可以了。通常教师走到行为不良的学生身边也能制止其行为。如果以上方法不起作用，教师还可以把手轻轻放在学生的肩膀上（但对青少年要谨慎使用这种方式，因为他们可能对触碰很敏感）。这些非言语策略都明确地传递着同一种信息：“我看见你正在做什么，我不喜欢你这样。快回到学习上来。”以非言语的方式传递这一信息，其优点是不需要打断课堂教学的进程。相反，言语批评有可能引起涟漪效应：当一个学生受到批评时，其他学生也停止了学习活动（Kounin，1970）。非言语线索不以打断多个学生的注意为代价处理一个学生的行为，而只针对行为不良的学生。像本章前面所阐述的，一个学生正在看与上课无关的书，教师一边轻手轻脚地走向她，将书收起来，一边继续上课。全班只有那一个学生关注了整个事件。

■ 表扬与不良行为相反的行为

对许多学生来说，表扬是一种强有力的激励。减少课堂上不良行为的一种策略就是表扬学生所做出的与你想消除的不良行为相反的行为。也就是说，在学生做得正确时当场表扬，例如，如果学生经常擅自离开座位，那么当他们能够在座位上认真学习时，教师就应当立即表扬他们。

■ 表扬其他学生

表扬其他学生的良好行为常常可能使某学生也表现出类似的行为。例如，波利正在做小动作，这时教师可以说：“我很高兴看到很多同学都在认真学习——杰克做得不错，卡罗尔注意力很集中，何塞和米歇尔也做得很好……”最后，当波利也开始学习时，教师应当既往不咎，也对其良好行为给予表扬：“我看见詹姆士、沃尔特和波利都在全神贯注地做功课。”

■ 言语提醒

如果不能使用非言语线索，或者非言语线索不能奏效，那么简单的言语提醒有助于学生回到学习活动上来。当学生表现出不良行为时，教师应马上给予提醒，而延迟的提醒通常是无效的。如有可能，提醒时应当说明学生应该做的事，而不是追究此刻做错的事。例如，教师应当说：“约翰，请自己做自己的作业。”而不是说：“约翰，别抄阿尔弗雷多的作业。”与反面提醒相比，正面提醒表达了教师对学生的后续行为的更为积极的期望（Evertson，Emmer，& Worsham，2006）。此外，提醒应当是对事不对人。尽管学生的某具体行为可能令人难以容忍，但这个学生本人始终都应当是被班级接纳和欢迎的。

■ 反复提醒

在大多数情况下，应用非言语线索、强化其他学生的良好行为或者予以简单的言语提醒，这些措施都足以终止一些轻微的不良行为。然而，有时学生故意不按教师的要求去做，或者与教师辩解、找各种借口，以此来试探教师的决心。如果学生了解到教师说话算数，并且将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加强营造一种秩序良好的、具有建设性的课堂环境，那么他们就会逐渐放弃这种试探。

当学生不听从简单的提醒时，教师可使用的第一个策略就是反复提醒，无视学生的任何无关的理由或辩解。坎特和坎特（Canter & Canter，2002）将这种策略称为重复法
 （broken record）。如果学生有一个合理的问题需要讨论，教师可以进行处理，但是学生的争论和理由常常不外乎是一种因不愿坐下来学习而与教师纠缠的手段（见Walker，Ramsey，& Gresham，2003a，b）。例如，回顾卡瓦略在处理马克的行为时是怎样避开讨论格洛里亚迟到一事的。

■ 运用后果

当上述所有的做法都不能使学生服从明确而合理的要求时，最后一招就是让学生做出选择：要么服从，要么承担后果（Axelrod & Matthews，2003；Colvin，2004）。比如让学生在教室外面站几分钟，剥夺学生的部分休息时间或某些其他的权利，让学生放学后留下或者请学生家长来学校。因不服从教师要求而导致的后果应当具有这样的特点：让学生感到些许的不愉快，持续时间短，并且在行为发生之后尽可能早出现。必然性比严厉性更为重要。学生必须知道，不良行为必然导致某种后果，如同白昼之后是黑夜一样。运用严厉的或者长时间的惩罚（如剥夺一周内的休息），其弊端之一就是容易引发学生的仇视心理与敌对态度。此外，有时也难以将一项严厉的、长时间的惩罚执行到底。轻微但必然的惩罚后果实际上给学生传递着这样的信息：“我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但我很关心你，希望你能尽快回到班级的常规活动中来。”

当学生不服从要求时，教师在实施惩罚性的后果之前，必须保证能够实施该后果并在必要时坚持到底。当教师说“你要么马上学习，要么用5分钟的课间休息时间来做作业”的时候，必须确保有人能监督该学生的课间作业活动。模糊或空泛的威胁（“马上停止，否则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或者“马上学习，否则让你停学一个月！”）不仅是徒劳的，而且容易引发更多的问题行为。假如教师并没有打算坚持使用这些后果，那么学生也就学会了不予理睬。

实施后果后，教师要尽量避免再提及此事。例如，当学生在教室外罚站10分钟后回到班级中时，教师应予以接纳，避免进行任何讽刺或指责。学生现在应当有一个新的开始。

如何使用应用行为分析来管理更为严重的行为问题

一些行为在操场上可能是合适的但在课堂中却属违规，前面已经讨论了如何处理它们。还有一些行为在任何地方都是不适当的，这些行为包括打架、偷窃、毁坏公物以及极为不尊重教师或其他的学校员工。相比平常的课堂不良行为，这些行为更少见，但却远比前者严重。第5章所讨论的行为学习理论可以直接应用到课堂管理中，对严重的行为问题做出有效的应对。简单来说，行为学习理论认为，得不到强化的或受到惩罚的行为，其出现的频率将减少。下面将讨论应用行为分析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一种依据行为主义的观点对课堂行为进行分析的方法，并就如何预防和处理不良行为提出具体的策略（Alberto & Troutman，2009；Malott，2008）。


网络链接

想阅读有关应用行为分析的文章，可以访问剑桥行为研究中心的网页，网址为www.behavior.org，并点击“关于行为分析”（About Behavioral Analysis）。



■ 学生的不良行为是怎样得以维持的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如果某行为能够保持下去，那么该行为一定受到了某种强化。要想减少课堂中的不良行为，我们首先必须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强化物在维持着不良行为（Chandler & Dahlquist，2006；Epstein，2008；Kauffman，Mostert，Trent，& Pullen，2006）。

课堂不良行为的最常见的强化物就是关注，这种关注来自于教师或同伴群体，或同时来自二者。一对一辅导模式下的学生很少表现出不良行为，这是因为学生不仅已经获得了成人的全部关注，而且也没有同学在场关注其任何不良行为。然而，在传统的课堂中，学生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才能得到教师对自己的关注，并且旁观的同伴可能对其不良行为进行鼓励和赞赏。


教师的关注
 　有时候，学生表现出不良行为是为了赢得教师的关注，即使这种关注带有否定态度。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已超出许多教师的想象。一名困惑的教师可能会说：“我不知道内森出什么毛病了。我得整天和他待在一起，敦促他学习！有时候我气得吼他。我的话一点也不起作用，被他当成耳旁风。我批评他时，他居然还在笑！”

当学生做出的不良行为看上去是为了赢得教师的关注时，其处理方法相对简单一些：关注行为表现良好的学生，（尽可能地）忽视捣乱者。实在无法忽视其不良行为时，暂时隔离的方法（如，让学生站在一个安静的角落或者送到校长办公室）可能会奏效。


同伴的关注
 　学生产生不良行为的另一个常见原因是为了获得同伴的关注和赞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班级小丑，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逗乐班上的其他同学。然而，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不良行为也主要是由同伴的关注和赞赏引发的——事实上，很少有学生能够完全忽视自己的行为对其他同学的潜在影响。例如，拒绝服从教师要求的学生有意或无意地在考虑：这种挑衅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自己在同学心目中的地位（Hartup，2005）。

尽管学前儿童和小学低年级的学生也可能通过表现出不良行为来赢得同伴的关注，但是从三年级前后开始（而在初中或高中阶段表现得更为明显），学生的不良行为就很有可能是为了获得同伴的关注和支持。当学生进入青春期时，同伴群体所起的作用极其重要，同伴群体的标准开始倾向于独立而不服从权威。当大龄儿童和青少年参与到严重的违法犯罪活动中时（如破坏、偷窃和攻击），他们通常会得到犯罪同伴团伙的支持。

用来减少受到同伴支持的不良行为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处理为了引起教师关注而产生的不良行为的策略。如果不良行为受到了同伴的强化，那么忽视的策略就难以奏效。例如，一个学生将书放在头上晃来晃去，惹得全班哄堂大笑，这种行为根本无法被忽视，因为只要全班同学感兴趣，这一行为就会继续保持下去（也有可能促使其他人效仿该行为）。再者，斥责只会让全班更多地注意该学生，更糟糕的是，它还可能提升该学生在同伴心目中的地位。与此类似，如果两个学生交头接耳，他们就在彼此强化着对方的不良行为，忽视他们的这种行为只会鼓励他们继续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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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生通过表现不良行为来获得同伴的关注。在课堂中教师如何对同伴支持的不良行为做出应对？



对于受到同伴支持的不良行为，如果简单的提醒（例如走近该学生）不起作用，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措施：一种是让违反纪律者离开课堂，使之无法得到同伴的关注；另一种就是使用群体相倚
 （group contingencies），这一策略是根据全班（或班里的学生小组）中所有成员的表现来决定是否予以奖励。在群体相倚规则下，每个学生都因其他同学的良好行为表现而受益，因此同伴对不良行为的支持也随之消失。下面的部分将对群体相倚以及其他针对同伴支持的不良行为的管理策略进行更为详尽的讨论。


摆脱不愉快的状态或活动
 　不良行为的第三个重要的强化物是摆脱乏味、挫折、疲劳和不愉快的活动。第5章中曾论述过，强化物可以表现为逃离或者避免不愉快的刺激。一些学生把学校里发生的许多事都看做是不愉快的、乏味的，令人感到受挫或者厌倦的。对那些在学校里屡遭失败的学生来讲更是如此。但是，即使是那些能力与学习动机最强的学生，他们也时常感到乏味和受挫。学生经常单纯为了摆脱不愉快的活动而表现出不良行为，明显的例子包括频繁地请求允许去饮水、去洗手间或削铅笔等。与学生在合作学习或听讲时相比，他们在做独立的课堂作业时提出类似上述请求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对于对自身学业能力缺乏自信的学生而言，课堂作业可能使其产生受挫感或焦虑。试图摆脱乏味、挫折或者疲劳也可能是引发更加严重的不良行为的部分或惟一原因。某个学生表现出不良行为，其目的可能就是为了煽风点火。有时候学生表现出不良行为的目的就是想被逐出教室。显然，命令这样的学生去走廊或校长办公室会适得其反。

处理因乏味、挫折或者疲劳等引发的不良行为的最好办法就是防患于未然。学生在有趣的、富于变化的和参与式的课堂中很少表现出不良行为。积极参与课堂活动的学生能够防止因乏味或疲劳引起的不良行为发生。使用合作学习或其他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方法，都有助于防止不良行为的产生。选择能确保所有学生高成功率的学习材料，确保学习活动对全体学生都具有挑战性但又不过难，教师就能使学生免于受挫。改变教学和评估方式以帮助学生获得成功，这也是处理因受挫而产生的行为问题的有效方法。

■ 应用行为分析的原则

前面所讲的行为管理策略（如非言语线索、提醒、轻微但必然的惩罚）可以看做是行为学习理论的非正式应用。使用这些策略，再运用有效的班级管理和参与式课程来预防不良行为，这就足以在大多数课堂中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然而，有时还需要更为系统的行为矫正方法。在课堂中，如果大多数学生表现良好，只有少数几个学生有顽固的行为问题，那么个体行为管理策略即可奏效。如果许多学生都有行为问题，尤其是有同伴支持的行为问题时，就需要采用全班行为矫正策略或群体相倚策略。这类策略常用于班上有许多成绩差的学生或者学习动机低的学生的情形，这类情形常见于特殊教育班级里，以及使用快慢班教学或其他班级间能力分组教学法的学校中。

在建立和使用任何一种应用行为分析程序时，都应遵循由行为观察到程序实施，再到程序评估的一系列步骤（见Alberto & Troutman，2009；Jones & Jones，2010；Malott，2008；Walker，Colvin，& Ramsey，2003）。从某种程度上讲，任何应用行为分析程序都包含这里所列的步骤：


	识别一种或多种目标行为和强化物。

	确立目标行为的基线水平。

	选择强化物，确定强化的标准。

	如有必要，选择惩罚刺激，并确定惩罚的标准。

	在实施程序时，观察对象行为表现并与基线水平相比较。

	当行为管理程序起作用时，减少强化的频率。



个体行为管理策略对处理学校中个别学生的顽固行为问题是有效的。行为矫正
 （behavior modification）是系统地应用先前刺激和后果来改变行为（Alberto & Troutman，2009；Malott，2008；Walker，Shea，& Bauer，2007）。


识别目标行为和强化物
 　实施行为管理程序的第一步就是观察行为不良的学生，以识别出一种或几种行为，将其作为需要矫正的目标行为，并且观察是什么强化物维持着不良行为。观察的另一个目的就是确定行为的基线水平，以便与以后行为的改进相比较。一项结构化的个人行为管理程序旨在改变一种行为或者一系列密切相关的行为。试图同时矫正多种行为有可能无法纠正其中任何一种，因为学生无法清晰地了解到究竟应该做什么才会受到强化。

所确定的第一种目标行为应当是严重的、容易观察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其发生频率较高。例如，假定某个孩子隔几天就要在操场上与人打架，而且每小时有好几次擅离自己座位，那么你应该首先处理擅离座位的行为问题，之后再处理打架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某种行为发生频率越高、持续时间越长，则越容易消除。这是因为教师可以经常运用积极的或消极的后果，使学生能够清楚地了解到自己的行为与行为导致的后果之间的联系。

在观察学生的行为时，尽量确定是什么强化物维持着目标行为。假如某个学生与他人在一起时表现出不良行为（如在未被许可的情况下说话、诅咒或取笑他人），或者某个学生的不良行为经常能吸引他人的注意（如搞笑），那么你就可以推断该行为是一种同伴支持的行为。假定某种行为并没有吸引同伴太多的关注，但总是需要教师的关注（如擅离座位），那么你就可能推断，支持该行为的正是你本人的关注。


确立基线行为
 　观察某个学生以了解其目标行为的发生频率。在此之前，你需要明确界定该行为的构成成分。例如，若目标行为是“打扰同学”，那么你需要确定有哪些具体的行为构成了“打扰”（可以是取笑、打断或者拿走别人的东西）。


选择强化物并确定强化标准
 　典型的课堂强化物包括表扬、特权和物质奖励。表扬对那些试图以不良行为来赢得教师关注的学生而言尤其有效。先从关注并表扬适当的行为入手来实施行为管理程序，以判断该方式是否有效。这种思路通常是可取的。但是，如果表扬不能奏效的话，就要准备运用更有效的强化物（见Alberto & Troutman，2009；Walker et al.，2007）。许多教师发现，当学生表现良好时，除了给予表扬外，诸如奖励小红星、“笑脸”的图标或者其他小奖品等也是有效的。一些教师还用橡皮章在学生的作业本中盖上表示高质量作业的特定标记。这些小小的奖励手段使教师的表扬更具体、可见，并且学生还可以把作业带回家，进而受到父母的表扬。表11.2就如何应用社会强化物和学生偏爱的活动来鼓励良好的行为提出了一些建议。

表11.2　社会强化物和偏爱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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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Vernon F. Jones and Louise S. Jones, Comprehensive Classroom Management
 (4th ed.）, p. 363. Copyright © 1995 by Allyn & Bacon. Adapted by permission.




必要时，选择惩罚刺激并确定惩罚标准
 　行为学习理论极力主张对适当的行为予以强化，但不赞同惩罚不当行为。这源于实践和伦理方面的考虑。惩罚往往会带来仇恨，故即使用惩罚解决了某个问题，也会产生其他问题。尽管惩罚也能像强化一样起作用，但还是应当避免使用，因为它不利于营造一个愉快、健康的课堂环境（Walker et al.，2007）。在某些情况下，给予某种惩罚是必要的。当强化策略无法使用或无效时，应该果断使用惩罚。然而，对不良行为实施惩罚（如剥夺学生的特权，但绝不能体罚），这应当是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绝不应该是首选的方案。惩罚实际上就是个体力图避免的令人不愉快的刺激。学校中常见的惩罚有训斥、被要求离开教室或被送到校长办公室、放学后留下或者剥夺课间休息。体罚（如打屁股）在美国的一些州和学区是非法的，在其他地方则是严格限制使用的，然而无论法律或政策是怎样规定的，学校都不应该使用体罚。对学校中学生的不良行为给予体罚，既无必要，也无效果（Jones & Jones，2010）。

奥·勒利和奥·勒利（O' Leary & O' Leary，1972）提出了七条有效且人道的惩罚原则：


	有节制地使用惩罚。

	让儿童明白为什么要受到惩罚。

	向儿童指出一种可获得积极强化的备选行为。

	强化那些与你希望减弱的行为相反的行为（例如，假定你要惩罚注意力不集中的行为，那么当学生注意力集中于功课时，要给予强化）。

	绝不使用体罚。

	处于愤怒或情绪不佳的状态时，绝不使用惩罚。

	惩罚某种行为应该在其出现之初而不是结束之后。



一种有效的惩罚方法称为暂时隔离
 （time out）。教师让有不良行为表现的学生到教室的某一角落，到教室外面的过道上，到校长或副校长的办公室，或者到另一位教师的班级去。如有可能，学生去的地方应当是没有趣味的，并且其他同学看不到该生。暂时隔离的优点是被隔离者无法得到其他同学的关注。因此，该方法尤其适用于那些主要受同伴关注的激励而表现出不良行为的学生。第5章描述的“坐冷板凳”就是暂时隔离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体育课上让那些有不良行为表现的学生坐着看计时沙漏3分钟。即时地、一以贯之地运用这种后果能很快地从本质上消除不良行为（White & Bailey，1990）。

教师应当尽量少用暂时隔离。但是，一旦使用，就应当镇静而坚定地去做。学生应当直接去指定的地方待着，直到规定的时间结束为止。暂时隔离的时间应当是简短的；通常5分钟就足够了。但是，隔离时间应当从学生到达隔离地点后开始算起；如果学生仍在叫嚷或争辩，那么这段时间不应计算在内。暂时隔离期间，任何人都不应与该生交谈，教师也不要训斥该生。教师应告诉学生为什么被暂时隔离，但不要进行更多的批评。假如将学生送到校长办公室，也应当请求校长不要与之交谈。


减少强化的频率
 　某个强化程序实施一段时间后，一旦学生的行为有所改善，并且稳定在某个新的水平上，那么，强化的频率就可以减少。最初，适当行为每次出现时都能够获得强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次适当行为才获得一次强化，以后则逐渐地变为几次适当行为后才给予一次强化。减少强化的频率有助于持久地保持新行为，并且有助于把这种新行为迁移到其他情境中。

■ 应用行为分析的程序

依托家庭的强化策略和每日报告卡程序是适用于个别学生的应用行为分析程序的例子。而群体相倚则是适用于全班的应用行为分析程序的例子。


依托家庭的强化
 　依托家庭的强化策略
 （home-based reinforcement strategies）属于最为可行和有效的课堂管理方法（见Barth，1979；Rhode，Jenson，& Reavis，1993；Walker et al.，2007）。教师让学生把每日或者每周报告卡带回家，家长则按照要求，依据教师的报告来给孩子提供某种特权或奖励。依托家庭的强化并不是一种新思想，佛蒙特州的单间校舍博物馆就展览了上至19世纪60年代使用的每周报告卡。

和其他同样有效的策略相比，依托家庭的强化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第一，家长能比学校提供更多有效的奖励和特权享受。例如，家长决定着孩子是否可以看电视、玩电脑、电子游戏、逛商场以及与朋友外出。并且家长也知道自己的孩子喜欢什么，因此能比学校提供更加个性化的特权。第二，依托家庭的强化能经常给家长提供有关孩子的好消息。捣乱儿童的家长通常只有当孩子在学校犯错误时才能得到有关的信息，这不利于家长和学校建立良好的关系，也容易导致责备和指责。第三，依托家庭的强化易于管理和执行。通过让学生随身携带每日报告卡，教师可以让很多成人（如，其他教师、校车司机，操场或餐厅管理员等）参与到孩子的行为管理上来。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每日报告卡可被每周报告卡取代，然后是半月卡，最后变成学校通常使用的6周或9周报告卡，同时有效性并不降低。


每日报告卡
 　表11.3呈现了小学生霍默·希思的每日报告卡。他的教师卡萨女士在每次教学结束时对他的行为表现和作业进行评定，并安排餐厅管理员和操场管理员对霍默在她们面前的相关行为进行评价。霍默总是很负责地携带着自己的报告卡，并且认真地确认每项活动结束后教师或其他人员是否在报告卡上打分并签名。只要他得到30分，父母就同意给他一个特权：在睡觉前，父亲给他多讲一个故事，并且可以晚睡15分钟。如果他忘记将报告卡带回家，父母就可以认定他没有达标。假如霍默是初中生或高中生，或者他所在的小学采用分科式教学（即在不同的班级上不同的课程），那么他就需要让每科教师都在卡上打分并签名。显然，这种方法需要教师之间的合作。然而如果这种每日报告卡确实能显著减少学生的不良行为，提高其学习成绩，那么这些付出的确是值得的。有数十项研究已经证实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Barth，1979）。

表11.3　每日报告卡样例

运用依托家庭的强化程序的教师必须建立每日报告卡，以便评价学生的作业和行为，并将其通报给学生的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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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E. Dougherty and A. Dougherty, "The Daily Report Card,"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14,
 pp. 191-195. Coryright © 1977 by the Clinical Psychologh Publishing Co., Inc., Brandon, Vermont.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理论应用于实践：运用每日报告卡系统

建立和运用每日报告卡系统的具体步骤如下：


	
确定每日报告卡中包括哪些行为。
 选择报告卡中要记录的一种行为或者一系列行为。为每种行为设计一个分数等级表，并构建一张标准的报告卡表格。你所设计的每日报告卡可以比表11.3详细或简略些。例如，你或许对行为进行了更为精细的划分，如与他人相处、专注于功课以及遵守课堂规则。




	
向家长解释该程序。
 基于家庭的强化程序依赖于家长的参与，因此很关键的一环是要让家长了解该程序，并得到他们的配合。应当告诉家长每日报告卡意味着什么，如果孩子带回家的报告卡显示他们表现良好，家长应当奖励他们。教师给家长呈现这一方案时，应当说明如何奖励孩子。与家长的交流应当是简短的、积极的和非正式的，并且给家长这样一种感觉，即“我们将一起来完成此事”。这种程序主要用于奖励良好的行为，而不是惩罚不良行为。下面的例子列举的是家长在家里可能使用的一些奖励（改编自 Walker et al.，2003）：
	和父母一起进行的特殊活动（如阅读、放风筝、建造模型、逛商店、玩游戏、去动物园）

	特殊的食物

	烘烤饼干或烹饪

	操作通常只能由大人们使用的某些设备（如洗碗机或者吸尘器）

	有机会玩特殊的游戏、玩具，使用特殊的技术或器材

	小的奖励物品（如彩页书、纸、漫画书籍、橡皮或贴纸）

	增加玩耍、看电视、玩电子游戏以及其他类似活动的时间

	与朋友度过愉快的一晚

	推迟睡觉或回家时间







鼓励父母选用那些每天都可以给予的奖励物（也就是物美价廉的物品）。

最好的奖励是那些能够建立密切的亲子关系的奖励，比如父母与孩子一起参与某种特殊的活动。许多在学校中表现出不良行为的儿童，他们在家里也可能表现出不良行为，并且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也不尽如人意。每当孩子有值得骄傲的事情时，基于家庭的强化方案就为父母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展示他们对孩子的爱。与父亲共度一段特殊的美好时光，这种对在校良好行为的奖励尤其有价值，它有利于建立父子或父女之间的良好关系。


	
当行为改善时，减少报告的频率。
 基于家庭的强化程序起作用时，孩子的行为通常会产生显著的改善。一旦行为有所改善并且达到某个稳定水平后，就应该适时减少向家长报告的频率（当然，要让家长知道这种变化）。每日报告卡改为每周报告卡（奖励的力度更大，但频率降低）。我们曾在第5章中论述过，保持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增加两次强化之间的时间间隔。






群体相倚程序
 　群体相倚程序
 （group contingency program）是一种强化系统，即根据群体成员的行为来决定是否对整个群体进行奖励。教师经常使用群体相倚程序，例如“如果所有同学都能停止手中的活动，保持安静，我们就去吃午餐。”教师的这番话意味着：任何一位同学的行为都有可能让全班同学推迟吃午餐。或者教师可以说：“如果全班在明天的测验中的平均分不低于90，那么本周剩下的几天里，大家就都不用交家庭作业了。”这种群体相倚依赖于所有成员的平均成绩而不是某个学生的成绩。

群体相倚的一个主要优点是相对比较容易实施。大部分情况下，全班要么都得到奖励，要么都得不到奖励，教师不需要对不同的学生区别对待。例如，教师说：“如果全班同学今天上午都能遵守课堂规则的话，那么大家可以多休息5分钟。”假如全班获得了这个奖励，那么其中所有的人都一起获得。这样，教师不需要让几个学生休息更长的时间，而把其他学生叫回教室。

群体相倚所隐含的理论观点是：当根据每个成员的行为来决定群体是否受到奖励时，群体成员将会彼此鼓励同伴做出有助于群体获得奖励的行为（Slavin，1990）。群体相倚使得通常支持不良行为的同伴压力改变方向，反对不良行为。如果只有当所有的学生在整个上午都表现良好时，全班才能得到更长时间的课间休息，那么当琼做鬼脸或者奎恩粗鲁地与教师交谈时，没有谁会觉得这很让人开心。

群体相倚已经被成功地以多种形式应用于许多方面（Epstein，2008；Kauffman et al.，2006；Marzano，2003）。例如，巴瑞施及其同事（Barrish et al.，1969）在数学课上将四年级的一个班分成两个小组。当某一组中的任何一位成员违反课堂规则时，教师就在黑板上做一个标记。下课时，若小组得到的标记总共不超过5个（含5个），那么该组的所有成员在一天的课程结束后就可以参加一次课外活动。假如两个组的标记都超过5个，那么标记较少的那个组则可以参加课外活动。对一年级学生进行长期的追踪研究发现，这种方法能对儿童的生活产生持久而显著的影响（Bradshaw，Zmuda，Kellam，& Ialongo，2009；Ialongo，Poduska，Wethamer，& Keller，2001）。


理论应用于实践：建立群体相倚程序

如前所述，群体相倚行为管理程序可以只是一句简单的声明：“同学们，假如你们今天上午都能坐在座位上，专注于功课，保持安静，那么你们课间就可以多休息5分钟。”然而，稍加组织与规划的程序能够增强群体相倚的效果。


	
确定强化哪些行为。
 与任何全班行为矫正程序一样，群体相倚程序的第一步就是制订一系列课堂规则。

	
建立一个具有发展性的恰当的评分系统。
 有三种基本的方式来实施群体相倚管理程序。第一种即是在每个教学时段或者每项活动期间评价课堂行为。也就是说，在小学班级中，在阅读、语文和数学等每堂课后，给予 0～5 分的评定。在初中班级中，可以在一个教学时段结束后给予一个总的评定，也可将行为评定与作业评定分开进行。假如他们的得分超过了预先确定的分数，则全班每天或者每周都将得到奖励。

　　建立群体相倚程序的第二种方式就是每天多次对全班进行评定。例如，你可以将计时器设定为平均每10分钟响一次（但实际间隔从1到20分钟随机变化）。铃声响时，如果全班都遵守课堂规则，则全班将得到1分。在不使用计时器的情况下，也可以运用该程序。假如所有的学生都遵守课堂规则，那么教师就每隔10分钟左右给全班记1分。有些教师会准备一袋石子和一个广口瓶，只要全班遵守课堂规则，教师就不时地将石子放入瓶中。每颗石子可以换得30秒钟的课间休息时间。石子落进瓶子的声音告诉学生，他们做得很好。在初中，延长课间休息是不可能的，但可将每颗石子代表的30秒钟休息时间累积到星期五放学前的休息时段使用。

	
考虑对严重不良行为扣分。
 群体相倚奖励系统本身应当有助于改善学生行为。然而，仍有必要对偶尔出现的严重不良行为作出应对。例如，由于打架或者对教师的极端不尊重，教师可以从班级得分中每次扣掉10分。扣分时，不要与学生商讨。只是扣掉得分，向学生解释为什么扣分，并且提醒他们，只要他们遵守课堂规则，仍有可能将分数赢回来。

	
当行为改善时，减少记分和强化的频率。
 开始时，每天都应当使用群体相倚程序。当班级行为有所改善并且稳定在一个新的水平上大约1周时，你可以改用每周1次奖励。最终全班将完全不再依赖于这种评分奖励系统，但基于课堂行为的反馈和表扬仍要继续进行。

	
如有必要，将群体相倚与个人相倚结合。
 使用群体相倚并不排除对有需要的学生实施个体相倚。例如，在使用群体相倚的课堂上，如果学生仍表现出行为问题，则应当要求学生将每日报告卡或每周报告卡带回家交给父母。





■ 行为方法的伦理道德

本章所描述的行为分析策略是非常有用的。如果能够恰当地运用这些策略，甚至最捣乱的学生的行为问题也能被控制在可管理的程度。然而，如果教师运用这类策略对学生进行过度的控制，则容易出现问题。他们过分关注让学生坐下来、保持安静、看上去有所获，以至于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学校是学习的场所而不是进行社会控制的场所。很多年前，维尼特和温克勒（Winett & Winkler，1972）写了一篇题为《当前课堂中的行为矫正：不要动、静下来、听话》的文章，文中指出，假如教师错误地认为一个安静的班级才是一个在学习的班级的话，那么基于行为矫正的课堂管理系统就被误用了。行为管理系统能够增加用于学习的时间，但除非在教学的质量、教学难度的适宜性以及学习的动机等方面都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否则，增加的时间也可能被浪费掉（Emmer & Aussiker，1990）。

一些人反对应用行为分析，他们认为，这种方法是在贿赂学生去做他们应当无条件做的事情。然而，所有的课堂都在运用奖励和惩罚（如分数、表扬、训斥、停学等）。应用行为分析只是以更加系统的方式来运用奖励，并且尽可能地避免使用惩罚。

只有确认那些预防性的或者非正式的改善课堂管理的方法不足以营造一个积极的学习环境时，才可以运用应用行为分析。过度使用这些方法是有悖于伦理的。但是，当这些方法能处理严重的行为问题而教师却没有使用时，这同样也有悖于伦理。例如，对于有行为问题的儿童，教师应先使用积极的行为管理方法足够长的时间，来看看该方法是否能在没有更加严厉的措施的情况下解决行为问题。如果教师尚未采取该方法就让他们接受特殊教育、暂时停学，将他们开除，或者任其发展，这是不道德的。

如何预防严重的行为问题

每个人都有不良行为。世界上几乎没有人从未做过一件他（或她）知道是错误的甚至是违法的事情。然而，一部分人的不良行为比其他人更为频繁或者更为严重，这样的学生给他们的教师和学校管理者（更不用说他们的父母和他们自己了）带来了无休止的麻烦和担忧。

严重的行为问题在不同的学生身上或者学校中发生的频率是不同的。被认为有严重的行为问题的学生大部分为男性。据估计，有严重的行为问题的男生人数是女生的3～8倍（Perkins & Borden，2003）。严重违法行为在贫穷家庭，尤其是城市中的贫穷家庭的学生身上表现得更普遍。家庭关系不良的学生远比其他学生更容易出现严重的不良行为与违法行为，学习成绩差和经常缺勤的学生也是这样（见Hawkins et al.，2000；Herrenkohl，Maguin，Hill，Hawkins，& Abbott，2001；Perkins & Borden，2003）。

虽然学校在预防或管理严重的不良行为与违法行为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行为不仅与学生和学校有关。违法行为经常涉及警察、法院、社会服务机构以及学生家长和同伴。然而，也有一些基本原则可用于预防违法行为和严重的不良行为。

■ 预防方案

如本章前面所述，最容易处理的行为问题是那些从未发生过的行为问题。有许多方法已经被证明可有效地用于预防严重的行为问题。一种方法就是创设安全的、亲社会的课堂气氛，对不良行为及其预防方法进行公开讨论（Learning First Alliance，2001；Osher，Dwyer，& Jackson，2004；Stipek et al.，1999）。另一种方法就是给学生提供机会，让他们在有益于学校和社区的活动中去扮演亲社会的角色，如志愿者、辅导教师或领导者（Allen，2003；Freiberg & Lapointe，2006）。创设民主的、参与式的课堂，可让学生通过一些途径在积极的环境中获得认可和进行自我控制，从而降低冲动水平（Hyman & Snook，2000）。研究已经发现，规模较小、人文气氛较好的学校能减少欺凌和暴力（Pellegrini，2002）。能够提升学业成绩的方案通常也能同时影响行为（Barr & Parrett，2001）。这些策略将预防性活动融入学生日常生活，而不是针对它们进行专门的训练。

■ 识别不良行为的起因

虽然有某些特征的学生要比其他学生更倾向于表现出不良行为，但导致不良行为的并不是这些特征本身。一些学生表现出不良行为，是因为他们觉得不良行为所带来的奖励要比良好行为带来的奖励更有价值。例如，在学校中没有体验过成功的学生可能认为，因努力学习和良好的行为表现而可能获得的奖励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他们转而追求来自别处的奖励。有些学生，尤其是那些在许多不同的方面都遭遇失败的学生，可能在所奉行的标准轻视学习成绩和亲社会行为的其他团体中找到了自己的适当位置（Wentzel，2003）。对违法同伴团伙在维持个体的不良行为中所起的作用怎样重视都不过分。青少年的违法乱纪行为通常表现为团伙作案，并且这些行为又受到反社会同伴群体规则的强化（Gardner & Steinberg，2005；Perkins & Borden，2003）。

■ 坚持规则并实施

学生应遵守学校的规则，这种要求必须前后一贯地体现出来。例如，要立刻纠正乱涂乱画或者其他的破坏行为，这样其他学生就不会以为不良行为是司空见惯的、可接受的。然而，在执行规则时应当宽严相济，死板地实施“零容忍”政策通常会适得其反（Freiberg & Reyes，2008；Skiba，2000）。

■ 加强学生的出勤管理

旷课和不良行为之间存在着高相关：当学生游离在学校外面时，他们经常会在社区中制造麻烦。有多种有效的方法可用于减少学生的旷课（Haslinger，Kelly，& O'Lara，1996；Lehr，Hansen，Sinclair，& Christenson，2003；Minke & Bear，2000）。布鲁克斯（Brooks，1975）曾要求有严重缺勤问题的高中生带上出勤卡，由任课教师在课后签名。学生每出勤一次都可以获得一张奖券，并且那些在课堂上表现良好且连续5天没有缺勤的学生可多得一张奖券。奖券可用来兑换各种不同的强化物。在实施该方案之前，这些学生的缺勤日数达60%。实施该方案的过程中，缺勤日数降低至19%。与此相对比，那些没有参与该方案、但有缺勤问题的学生，其缺勤日数从59%升至79%。

巴伯和卡盖（Barber and Kagey，1977）制订了这样一个方案：根据学生的出勤情况来决定他们是否可以参加每月举行一次的聚会。聚会期间开展各种活动，学生能否参加其中的几项活动或所有活动取决于他们出勤的日数。这一方案显著地提高了整所小学的出勤率。

菲奥达里索、罗德曼、菲利普扎克和弗莱德曼（Fiordaliso，Lordeman，Filipczak，& Friedman，1977）使用了这样一种方案来提高学生的出勤率：那些经常逃学的高中生若能连续几天按时出勤，则学校就将这一好消息通知学生家长。至于连续出勤多少天才可以通知家长，以示奖励，这取决于学生以前逃学问题的严重程度。对于那些过去每个月逃学6天以上的学生而言，如果能连续出勤3天，就可以通知其家长。


理论应用于实践：检查和联系

通过检查和联系这种模式，驻校监督员可以与学生、家庭和学校的工作人员一起工作，来提高学生出勤率和投入程度。这种程序已经被证明能够显著提升小学的出勤率（Lehr，Sinclair，& Christenson，2004），并能有效减少中学的辍学率，改善全校学生的整体表现（Sinclair，Christenson，Evelo，& Hurley，1998）。检查和联系包括以下一些要素（Lehr et al.，2004，p. 284）：


	
建立关系。
 通过关注学生教育成就的长期承诺来培养相互之间的信任，促进开诚布公的交流。

	
对可变指标进行日常监控。
 系统地检查退缩行为的警戒信号（出勤、学习表现、行为），这些信号很容易被学校工作人员观察到，并且可以通过干预得到改变。

	
个体化的及时干预。
 提供针对学生个体需求而设计的支持手段，这些支持的基础是与学校的合作深度，家庭和学校产生的影响以及地方资源的优化配置。

	
长期的承诺。
 承诺伴随学生及其家人2年以上，包括跟随学生在学校之间进行过渡，以及跟随变动性较大的学生在学校之间和方案之间进行过渡。

	
持久性的益处。
 维持一个稳定的学业动机来源，熟悉学生及其家人的现况，以及总是传递这样一条信息：“教育对你的未来十分重要。”

	
问题解决。
 促进技能的习得以建设性地解决冲突，寻找解决的方法，而非一味抱怨某因素引发了冲突。

	
建立对学校和学习的归属感。
 使学生有更多途径参加与学校相关的活动和事件并提高参与的主动性。





■ 实施干预

课堂管理策略应当用来减少不良的行为，以免它恶化为违法行为。改善学生的在校行为以及提高学生在校的成绩，这些都有助于预防违法行为（Gresham，2005；Walker，Ramsey，& Gresham，2003a，b）。例如，霍金斯、郭、希尔、巴廷–皮尔逊和阿伯特（Hawkins，Guo，Hill，Battin-Pearson，& Abbott，2001）运用预防性的课堂管理方法，如本章所强调的各种方法以及交互式教学和合作学习，来帮助成绩较差的七年级学生。与控制组的学生相比，参与该实验方案的学生较少被勒令停学和开除，并且这些学生对学校有更为积极的态度，更有可能完成高中学业。弗莱贝格和拉庞特（Freiberg & Lapointe，2006）对其中一些较有应用前景的预防方法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应用行为分析程序还可以用于预防违法行为（Walker & Gresham，2003）。对那些有违法倾向的学生而言，群体相倚尤为有效，因为这种策略使他们不能从同伴处得到对不良行为的强化。

■ 请求家庭参与

请学生的家庭参与对严重的不良行为的管理。当学生有不良行为出现时，应当告知家长。假如不良行为持续出现，学校应与家长一起来制订方案，采用诸如依托家庭的强化程序，结合家庭和学校的力量对不良行为进行管理。


网络链接

想了解更多有关学校如何营造一种氛围来减少诸如嘲弄、欺凌和暴力行为的内容，请访问国际行为分析学会的网页：www.abainternational.org。要了解对行为的塑造，请访问www.shapingbehavior.com/whatisaba.html。在www.latitudes.org/behavioral_charts.html网站，可以下载用于行为矫正的表格。



■ 运用同伴调解

学生可以被训练成为同伴调解员，特别是用于解决同学之间的冲突。要求那些和其他同学有矛盾的学生将其问题交给同伴调解员去解决，而不是交给成人。同时，同伴调解员自己也可以主动寻找同学之间存在的人际交往问题，并提供帮助。研究发现，同伴调解员对解决从侮辱、不公正感到偷窃、肢体暴力等各种人际交往问题方面都是非常有效的（Johnson & Johnson，2001；Troop & Asher，1999）。然而，要使同伴调解员的工作真正有效，必须对他们进行精心的培训和监督（Latham，1997）。图11.4是一项冲突管理方案中所使用的同伴调解员指南。

图11.4　同伴冲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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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Classroom Law Project, 6318 S. W. Corbett, Portland, OR 97201. Adapted by permission.



■ 对抗欺凌

欺凌是各级学校都面临的一个普遍的问题，一些学生会反复捉弄弱小的同伴。欺凌在男生中尤其常见。1998年，一项由美国国家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所进行的调查发现，男生更有可能报告自己是欺凌者（26%）或被欺凌者（21%），而这两类角色在女生中的比例均为14%（Levin & Nolan，2010）。这一比例在初中和高中比在小学更高（Sampson，2002）。欺凌对欺凌者和被欺凌者都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它会演变为不断升级的暴力，并且导致抑郁和焦虑。目前，网络欺凌也变得越来越常见，包括贬低、恶意谣言和一些社交网站上的侮辱性图片（Patchin & Hinduja，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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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生正在用同伴调解的方法来解决冲突。作为一个教师，你怎样指导学生调解员来处理涉及一组学生的冲突？



预防学校欺凌的有效方法包括以下要点（见Emmer & Evertson，2009；Levin & Nolan，2010；Murawski，Lockwood，Khalili，& Johnston，2010；Olweus & Limber，1999）：


	在全校范围内制订和宣传反欺凌政策。

	在全校范围内教育学生，让他们了解欺凌及其消极后果。

	提供社交技能方面的训练，赞赏参与亲社会行为的学生。同理心、冲动控制和愤怒管理是尤其重要的技能（Frey，Hirschstein，& Guzzo，2000）。

	对经常发生欺凌行为的地点和活动进行监控。

	规定欺凌者须承担的后果。




网络链接

想了解有关对抗校园欺凌的方案，请访问www.stopbullyingnow.com，www.clemson.edu/olweus和www.cfchildren.org/programs/str/overview。



■ 理智地运用后果

除非有最严重的不良行为，一般应尽量避免运用停学（或者开除）作为惩罚方式（见Curwin & Mendler，1999）。停学经常会加重旷课问题，一方面是学生因此而耽误了功课，另一方面学生有可能利用在校外的时间沾染其他不良行为。校内停课、放学后留校以及其他的惩罚则更为有效（Axelrod & Matthews，2003）。

当学生表现出不良行为时，应当给予惩罚，但是惩罚应简短。对学生进行暂时隔离是最常用的一种惩罚方式，对大部分学生都是有效的。此外，也可以应用特权剥夺。然而，不管运用哪种惩罚，都不应该持续太长时间。最好是让表现出不良行为的学生两天内不得参与橄榄球训练，而不是令其离开球队。一条原因是，一旦学生离开球队，学校就几乎不能给该生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事物了。每个孩子的天性都有两面，他们既可以表现出良好行为，也可以表现出不良行为。学校必须既与每个孩子的不良行为斗争，又支持其良好行为。不允许学生重新返回教室获得与其他同学平等的地位，这种过于严厉的惩罚可能将孩子推向反社会的违法小团伙中去。当一个学生接受了诸如失去特权、放学后留校或者其他可能的惩罚后，学校必须重新完全接纳他们，将其作为全班的一员。


有意识的教师：

运用你所了解的有关有效学习环境的知识来改进教学和学习


有意识的教师是课堂领导者，他们负责管理时间、活动和行为。作为课堂管理者，他们的成功关键在于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有意义的教学。有意识的教师通过建构一个积极、协调一致的课堂环境，以充分利用教学时间。这种课堂环境具有合理的纪律要求以及时间安排。他们能积极地预防不良行为，对可能出现的不良行为也预先拟定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有意识的教师的行为说明他们深知：有效的学习环境的营造源于精心的计划和敏锐的监控。


	我希望学生在课程结束后能了解什么、能做什么？这对于实现课程目标、使学生成为有能力的个体有什么作用？



只有当学生富有成效地参与到教学中时，他们才能学得最好。制订一项旨在预防不良行为的管理计划。在开学前，列出有助于学生正确选择自己行为的各种策略。在你列出的一系列策略的上方，用加粗字写上：教学应当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性！
 接下来列出有助于预防不良行为的关键词和简短的说明，例如：


公平：
 向学生表达真诚的关心，考虑学生的角度。始终如一地运用后果，不感情用事。


明察秋毫：
 记住要监控教室的各个角落。

研究表明，一些教师浪费了一半甚至更多的教学时间。制订一项方案来有效运用学生的时间，同时仔细监控你的教学时间。保证按时上课。当学生进入教室后，可以利用投影设备展示练习题或较难的思考题，以此开始一堂课的教学。在下课前，可以让学生做一次简短的独立练习，此时你可以帮助那些对本节课感到困难的学生。


	在我的教学中应该考虑学生所具有的哪些知识、技能、需求和兴趣？



感到厌倦或者有挫败感的学生或许发现，逃避做作业比完成作业似乎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好处。你的教学应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并能兼顾到学习基础不同的学生。假定你在开始教授小数计算这一单元时，少数学生不遵守纪律。你对该单元的概念和技能进行任务分析后，发现这些学生缺乏一些先决技能：没有记住基本的四则运算知识。为了保证学生能顺利地学习小数计算，你可以让他们参见运算结果表。同时，你也可以组织一次数学运算竞赛，以促进学生掌握这些基本运算。


	我在学科内容、儿童发展、学习、动机以及有效教学策略等方面所掌握的哪些内容能够用于实现教学目标？



不同类型的不良行为需要不同水平的干预措施。从强度最低的措施开始，利用各种方式来处理不良行为。当学生表现出严重的不良行为时，要考虑他们行为的动机，考虑了学生的个人特点以及问题的根源后，再采取措施。通过采用非言语线索、身体接近以及暗示等简单的干预方式，可以处理大部分的不良行为。尽管如此，少数学生还会反复表现出不良行为。你可以运用依托家庭的强化程序，当学生在学校的行为有所改善时，他们就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喜爱的活动。


	哪些教学材料、技术、辅助手段和其他教学资源有助于实现我的教学目标？



有效的管理者在学年开始时就教授并强化课堂规则和程序。在学年的最初几天，花一些时间教给学生你所期望的行为。或许你可以请教有经验的同事，了解他们在学年第一天的活动计划。参考他们的建议，你可以制订这样的计划：（1）通过全班讨论来制订课堂规则；（2）说明各种违反或无视规则的行为要承担的后果；（3）教给学生以下活动的基本程序，如交家庭作业、收齐缺席同学的作业，进行有效的小组学习。


	我怎样评估学生达到目标的进度？



收集有关分配的时间和投入时间的即时信息。反思自己是否给每个学科分配了足够的时间，学生是否参与到有意义的学习活动中。回顾你对时间的利用情况，首先检查进度表以确定分配的时间是否适当。然后，记录一周内每次课的起止时间，以确定哪里浪费了时间。最后，检查学生的功课，以评价专注于功课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有意义的学习。

教师为引导学生的行为做出努力后，要评价学生对此的反应。当不良行为持续出现或者你用了太多的时间来矫正该行为时，就要考虑改变策略。例如，当你无意中听到某些学生对成为“三点钟俱乐部”（放学后留校的惩罚措施）中的一员而洋洋自得时，你就需要重新考虑这种惩罚方式是否有效。


	如果个别学生或全班没有迈上成功之路，我该如何去做？我的补救计划是什么？



经常了解课堂环境中动机氛围的强弱。收集多方面的信息来确定你所采取的策略是否有成效，学生是否开心和是否在学习。例如，让学生以匿名的方式写下他们对课堂情况的评价。尤其需要了解的是，他们是否感到对班级中发生的事情有许多话要说。在整理出大家相似或相同的看法之后，你可以用一节课的班会时间来确定新的目标。



本章概要

什么是有效的学习环境

有效学习环境的营造需要教师运用策略来维持适当的行为，并对班级中的不良行为做出应对。让学生感到有趣、让他们持续参与进来和展现教师的热情，这些对于预防不良行为都是很重要的。有效学习环境的营造需要一系列技术，而教师能够掌握和应用这些技术。

时间会对学习产生什么影响

增加分配的时间的主要方法包括避免推迟上课时间和提前结束课程，防止干扰，流畅而快速地处理日常事务，减少维持课堂纪律所用的时间，以及有效地运用投入时间。投入时间即投入任务时间是每个学生真正用于做功课的时间。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增加投入时间，如教授有趣的课程、保持势头、保持教学的流畅性、处理过渡环节、维持团体注意、明察秋毫以及一心多用。在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中，大家共同参与课堂管理，学生要参与行为标准的制订。然而，规则仍然是必需的，并且要反复对学生说明规则并始终如一地执行规则。

什么样的做法有助于有效的课堂管理

促进有效的课堂管理的做法主要包括良好的学年开端及制订课堂规则和程序。要向学生清楚地解释这些规则与程序，并且应当及时和公正地使用。

处理日常不良行为的策略有哪些

课堂纪律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处理好日常的不良行为。最小干预原则是指应用最简单、但有效的方法。按照从干扰性最小到最大，可以将策略列为一个连续体：不良行为的预防；非言语线索，比如用目光接触阻止轻微的不良行为；表扬与不良行为相反的良好行为；表扬有良好表现的其他学生；不良行为出现后，立刻给予简单的言语提醒；反复言语提醒；当学生拒绝服从时，让其承担后果。对严重的行为问题，必须立即让学生承担确定的后果。通知学生的家长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如何使用应用行为分析来管理更为严重的行为问题

日常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的最普遍的强化物是来自教师或同伴的关注。当学生表现出不良行为以试图赢得教师的关注时，一种有效的策略是尽可能关注正确的行为而忽视不良的行为。训斥经常成为不良行为的一种强化物。

对那些在学校中有顽固行为问题的学生，个体行为管理策略是有用的。在确立基线行为后，教师确定所用的强化物，如口头表扬或者小的物质奖励，同时也确定要使用的惩罚方式，如暂时隔离（让孩子离开能强化其不良行为的环境）。教师也应确立应用强化和惩罚的标准。

依托家庭的强化策略要求学生将每日或者每周报告卡带回家，指导家长如何根据这些品行报告来奖励孩子。实施该方案的步骤包括：确定每日报告卡包括哪些行为，向家长解释这项方案。

群体相倚程序是根据群体成员的行为表现来决定是否对整个群体进行奖励。

对行为管理技术的一种反对意见是它们可能过度控制学生。任何时候，行为管理策略都应该尽量使用表扬和强化等方式，而将惩罚作为最后的选择。

如何预防严重的行为问题

很少有方法能完全保证不良行为不会发生，但一些基本的原则包括：清楚地解释和一以贯之地执行课堂规则，尽可能减少旷课，避免按能力分班，运用预防性的课堂管理策略，让家长参与对孩子的严重行为问题的处理，运用同伴调解，避免使用停学，运用简短的惩罚，惩罚后重新接纳学生。检查和联系是体现了以上多项原则的一种方案。

关键术语

回顾本章中的以下关键术语：

课堂管理

纪律

投入时间或投入任务时间

分配的时间

问责

团体警示

明察秋毫

一心多用

虚假参与

非言语线索

应用行为分析

群体相倚

行为矫正

暂时隔离

依托家庭的强化策略

群体相倚程序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指导语：
 本章开头的案例中所涉及的评价指标是各州的资格认证考试的常见考点。请重读开头的案例，回答下列问题：


	卡瓦略女士尽量避免课堂中发生行为问题和打断教学。下面哪个术语描述她和马克之间的互动？
	管理

	纪律

	学习环境

	教学








	根据有关研究，推测卡瓦略女士是如何在课堂中提高学生成绩的？
	增加分配的时间，比正常的教学时间多10%

	增加投入时间，使之100%地利用了分配的时间

	增加投入时间，比正常的投入时间多10%

	通过推迟上课时间和提前下课来减少分配的时间








	即使马克试图打断写作风格课时，卡瓦略女士也能继续进行。这称作：
	投入时间

	分配的时间

	势头

	一心多用








	卡瓦略在课堂中运用“最小干预原则”。她首先预防不适当的行为，如果不奏效，就使用非言语线索和言语提醒来处理不良行为。她已经将这些策略用于马克身上。假定在他们讨论之后，马克的行为并没有改变。那么她接下来该如何做？
	运用后果

	表扬适当的行为

	要求学生解决这个问题

	忽视这种行为








	每日报告卡、群体相倚方法、依托家庭的强化程序以及个体行为管理程序都基于：
	自信训练

	违法行为预防

	行为学习理论

	最小干预原则








	讨论运用个体行为管理和群体行为管理程序时的伦理问题。




	解释你将如何预防这些不良行为：随意讲话、取笑他人、打架。







12　特殊学习者


谁是特殊学习者



	“以人为本”的语言

	特殊学生的类型以及接受服务的学生数量

	智力落后学生

	学习障碍学生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学生

	言语或语言障碍学生

	情绪和行为障碍学生

	自闭症谱系障碍学生

	感官、身体和健康损伤的学生

	天才学生




什么是特殊教育



	《公法》第94-142号与IDEA

	系列特殊教育服务




什么是干预反应



	层级一：预防

	层级二：即时干预

	层级三：强化干预

	有关干预反应的研究




什么是纳入式教育



	纳入式教育的有关研究




普通教育中对残障学生有效的策略有哪些



	调整教学

	教授学习策略和元认知意识

	预防和早期干预

	对阅读困难者的辅导和小组干预

	计算机与残障学生

	伙伴系统和同伴辅导

	特殊教育团队

	残障学生的社会整合




学习成果


学习本章后，你应当能够：


	识别最常见类型的特殊学习者

	描述界定特殊教育的法规与政策

	讨论对高危学生的干预反应策略

	讨论纳入式教育以及在纳入式教育情境中教师可以用来促进学习的方法




一天，多佛尔小学的副校长伊莱恩·瓦格纳刚上班就被秘书叫住了。

“早上好，”秘书说，“有位叫海伦·罗斯的女士想见您。她想让孩子到我们学校就读。她在您的办公室，看上去很焦虑。我给她倒了杯咖啡，让她平静下来。”

“谢谢您，贝思。”瓦格纳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向罗斯女士做了自我介绍。

“非常感谢您能见我，”罗斯女士说，“我们打算明年秋天搬到多佛尔来，我想在搬来之前先看看你们学校。我的孩子汤米该上二年级，安妮该上幼儿园了。我真的很担心汤米。他在现在的学校中学得很不好。都到春天了，他还基本不会阅读。老师说他可能有学习障碍，学校想安排他接受特殊教育，我不喜欢这个建议。他在家中是个正常、快乐的孩子。他若发现自己被当成‘异类’，可能会受打击，只是我希望采取最利于他成长的措施。我来这主要是想了解，你们怎样对待像汤米这样的孩子。”

“好的，”瓦格纳老师说，“我想告诉你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学习。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找出如何与每个孩子沟通。当然，因为我们还不太了解汤米，所以现在还不能准确地告诉你将会怎么做，但有几件事情是很明确的。第一，我们会立即关注他的阅读问题。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能预防问题，那么重在预防，而如果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了但问题仍然出现，我们会尽早使用最大强度的帮助。如果汤米确实有严重的阅读问题，我们可能会给他安排一对一的个别辅导，使他能很快追上其他二年级学生。第二，我们尽可能把他安排在普通班中。如果他确实需要接受特殊教育，我们也会提供的。但在这所学校，我们如果还没用尽一切解决学生学习问题的手段，就不会安排特殊教育安置测验，以确定学生是否真的需要接受这种教育。即使汤米确实符合特殊教育的标准，我们也会调整他的教育方案，使他在尽可能多的时候能与普通班一起学习。我们会为他量身定做适宜的教育方案。最后，我还要让你放心：你将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决策，来解决汤米的有关问题；我们还会经常向你通报他的进步情况，也请你在家中配合，以确保他能学得好。”

“瓦格纳老师，这听上去很令人振奋。但是，你将如何既为汤米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又使他继续留在普通班中呢？”

“参观一下我们正在上课的班级，怎么样？”瓦格纳老师说，“也许参观之后，你会明白我所说的意思。”

瓦格纳老师陪同汤米的母亲经过明净的走廊，走廊的墙上展示着学生的活动项目、艺术作品和作文。她们来到埃斯波西托老师所教的二年级。这里充满了欢乐和兴奋。孩子们正在分小组活动，相互测量彼此的身高、手指和脚的长度。一些孩子正在试着想明白如何测量彼此的头围。另一位名叫帕克的教师正和其中的一些小组一起学习。

瓦格纳老师和罗斯女士返回走廊。瓦格纳老师说：“我想让你看看我们是如何把有特殊需求的学生融入普通教学班的。你能分辨出哪些学生是有特殊需求的吗？”

“不能。”罗斯女士承认道。

“这就是我们希望做到的：在一个班级中，有特殊需要的学生能很好地融入课堂中，你无法把他们区分出来。帕克是低年级学生的特殊教育老师。在数学和阅读课上，她和埃斯波西托老师合作，教所有需要特殊教育的二年级学生。当然，帕克老师会帮助任何有困难的学生，而不只是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因为她的主要职责就是预防学生产生某些特殊问题。有时她与需要帮助的单个孩子或小组一起学习。她经常提前把要学习的技能教给这些孩子，以便为课上的学习做好充分的准备。比如，在这节课之前，她可能已经和部分孩子一起了解了测量的一些知识，这样上课时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个概念了。”

瓦格纳老师和罗斯女士又来到阅览室旁边的一间小教室。瓦格纳透过窗户指着正在教一个孩子的老师：“那是一位个别辅导教师，她正与一名阅读有困难的一年级学生一起学习。如果汤米在这儿的话，他也会这样做。我们首先会竭尽全力，尽量使孩子不掉队，这样就不用接受特殊教育，与同学们共同进步。”

瓦格纳老师带着罗斯女士参观了整个学校。在一个班上，一名有视力缺陷的孩子正在阅读计算机上的文章，屏幕上的字母有一英寸之大。在另一个班上，他们看到一位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童正在一个合作学习小组中做科学课上的项目。在第三个教室中，一个坐在轮椅中的儿童正在引领全班讨论。

罗斯女士看得有些入迷了。

“我没想到学校还可以是这样的。我们就要搬到多佛尔来了，太让人兴奋了。对我的两个孩子来说，你们学校是非常理想的。我真希望两年前我们就搬来了！”


运用你的经验



合作学习
 　5人组成一个小组，讨论汤米以及与他类似的学生。5个人分别扮演瓦格纳老师、汤米以后的任课老师埃斯波西托、罗斯女士、特殊教育老师帕克以及学区的特殊教育负责人。讨论通过什么方式来判定汤米是否具有潜在的阅读学习障碍；如果确实存在阅读障碍，列出老师可能采取的策略。


合作学习
 　将小组中的4名同学两两配对，表演访谈。每个同学向与她配对的同学提问，如阅读障碍的表现是什么（或说怎样来识别阅读障碍），教师面对这种情况时应该如何处理。之后两名访谈者向小组分享从访谈中学到的知识。然后交换角色，再进行上述活动。



多佛尔小学主要围绕以下两种理念来组织教学活动：一是所有的儿童都能够学习；二是学校的责任是设法在普通教育班级中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儿童的需要。多佛尔小学致力于识别儿童的优势与存在的问题，尽可能为每个儿童提供最好的教育方案。每个学校都有这样的特殊儿童：如果能给予他们学习所需的具体支持，那么他们在学校中能够做得很好。本章描述了特殊儿童以及帮助他们充分发挥潜能的教育方案。

谁是特殊学习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儿童都具有特殊性。没有两个儿童在学习、行为方式、活动、偏好、技能和动机等方面是完全一样的。任何学生都会受益于根据其个性化需求而专门为其量身定做的教育方案。

但从可行性上说，学校不可能准确地满足每个学生的需要。为了保证效率，学校将学生分班，实施共同的教学活动。这种教学设计的目的是：以适度的投入使最大数量的学习者获得最大程度的收益。这种体制对绝大多数学生而言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然而，某些学生难以适应这种模式。一些学生具有身体或感官残障，如听力或视觉的丧失或肢体残疾。如果不提供特殊帮助，他们将难以参与到普通班级的教育活动中去。另外一些学生存在智力落后，情绪、行为障碍或学习障碍，这使他们在缺乏帮助的情况下很难在普通班级中学习。此外，还有一些学生具有超常的天赋，普通班级的教师在缺乏帮助的情况下也难以满足他们的独特需求。

只有那些患有少数几种指定类型的残障或障碍的学生才有条件接受特殊教育服务。诸如“特异性学习障碍”、“智力落后”或“肢体损伤”等概括性的标签实际上囊括了多种不同的问题。

这类标签通常挥之不去，使得改变很难发生，而标签本身也可能成为学生发展的障碍。专业教育人员必须避免标签的某些使用方式，以防无意中使学生蒙上污名，非人化，在社会意义上从同伴群体中被孤立出来，或纵容对他们的任何形式的歧视（Hehir，2007）。特殊学习者
 （learners with exceptionalities）这个术语可用来描述任何在身体、心理或行为表现上与常人差异大（无论更高还是更低），需要额外的帮助或服务来满足其需求的个体。


残障
 和缺陷
 这两个术语不可互换。残障
 （disability）是指个体功能上的局限，这种局限阻碍个体身体或认知能力的运用。缺陷
 （handicap）是由社会、物理环境或残障者本人的态度施加给残障者的一种状态。例如，一个使用轮椅的学生的缺陷来自于没有轮椅坡道可用（Hallahan，Kauffman，& Pullen，2009）。

■ “以人为本”的语言

在用语言指代那些有残障的人时，重要的是要确保选用的词汇和术语应该表达出应有的尊重。我们要铭记两条基本原则（Smith，2001）：第一，以人为本。比如，可以把弗兰奇当成一个有某种学习障碍的学生，而不是“学习障碍儿童”。首先要认识到他是一个学生，他有学习障碍这一事实只是次要的。第二，避免把人等同于残障（Smith & Tyler，2010）。每个学生都有很多特征，残障只是其中的一个特征。根据残障来描述孩子是不公平的。下面几节将讨论学校中最常见的几类特殊学生的特征。

■ 特殊学生的类型以及接受服务的学生数量

诸如视觉或听觉丧失等特殊问题相对比较容易界定和测量，而智力落后、学习障碍和情绪障碍则较难界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实际上，近几十年来，对特殊学生类型的划分法发生了巨大的改变（Hallahan et al.，2009）。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最容易界定的残障类别（如身体损伤）的儿童数目一直相当稳定。然而，被归为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数目持续增加，对“智力落后”类别的使用则大大减少。

图12.1显示了2004年内，6～21岁的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的所有类别学生所占的百分比。这幅图包含几条重要信息：首先要注意到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总数约为9%，也就是说，11名6～21岁的学生中就有1人被归入特殊之列。其中，最多的一部分有特异性学习障碍（占总数的4.2%）或言语障碍（1.7%）。图12.2显示了2004年接受特殊教育的6～21岁各类残障学生的百分比（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06）。特异性学习障碍（占残障学生总数的46.2%）、言语和语言损伤（18.9%）、智力落后（9.2%）远比身体或感官残障更常见。在由25名学生组成的班级里，平均有1～2个属于学习障碍的学生和1个言语损伤的学生。相比之下，在每40个班级里才有1名听力或视觉丧失者或者有身体残障的学生。

图12.1　根据IDEA中B部分的规定，2004年接受教育服务的6～21岁少年儿童有各种类型残障的人数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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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of Special Education and Rehabilitative Services,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Washington, DC, 2006。



图12.2　根据IDEA中B部分的规定，2004年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的学生占6～21岁残障学生总数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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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Act,
 Washington, DC, 2006。



■ 智力落后学生

6～21岁的学生中大约有1%患有智力落后（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05）。智力落后
 （mental retardation）有多种定义。2002年，美国智力落后学会（AAMR）对其定义如下：

智力落后是一种以心智机能和适应性行为两方面都显著受限为特征的障碍，表现在概念技能、社交技能和实用适应技能等方面。该障碍一般在18岁之前发生。（AAMR，2002，p. 1）

这个定义意味着智力落后者在智力测验上的得分很低，在个人独立性以及社会责任性方面难以达到相应年龄的预期标准（Hallahan et al.，2009；Smith & Tyler，2010）。此外，智力以及适应性行为方面的缺陷会在胎儿期到18岁之间的某个时间开始表现得相当明显。


智力落后的原因
 　智力落后的原因主要包括：遗传；染色体异常，如唐氏综合征（Turner & Alborz，2003）；母体中的母婴传播疾病，如风疹（德国麻疹）和梅毒；因母亲怀孕期间滥用酒精和可卡因而导致的胎儿化学物质依赖综合征；因分娩事故而导致的大脑缺氧；童年期疾病和事故，如脑炎和创伤性脑损伤；环境毒物污染，如铅中毒等（McDonnell，Hardman，& McDonnell，2003）。


智商（IQ）
 　为了更好地理解智力落后儿童的缺陷严重度的确定标准，首先要回忆第4章中智商
 （intelligence quotient）这个概念。IQ是从标准化测验分数转换得到的。一般认为，IQ在70以上是正常的。略多于2%的学生的IQ低于这个临界值。但是，按照AAMR的建议，教育专业人员不仅仅使用IQ这个单一指标来确定学生的认知缺陷严重程度。他们通常会考虑学生在学校和家庭中的表现、在其他测验中的分数以及文化背景。


智力落后的分类
 　过去对智力落后的分类主要依据个体在IQ测验上的得分。例如，1983年AAMR手册列举了4种不同程度的智力落后：轻度智力落后（IQ在50～55至70～75之间）、中度智力落后（IQ在35～40至50～55之间）、重度智力落后（IQ在20～25至35～40之间）、极度智力落后（IQ低于20～25）（Luckasson et al.，1992）。这种以IQ为依据的分类系统受到某些专业人员的质疑，他们认为当今的特殊教育强调所有的人都能够学习，并且教育和训练不可能完全分开（Smith，Polloway，Patton，& Dowdy，2008）。然而，许多学区仍然使用这种分类系统，或与此类似的简化分类系统。

目前AAMR的定义强调智力落后者在两个主要方面的能力表现：智力机能和适应性技能，并根据个体需要的支持对个体进行分类（Smith & Tyler，2010）。表12.1界定了智力落后者可能需要的四类服务及其相应的例子。

无论我们怎样定义上述类别，那些需要间歇支持或有限支持的轻度智力落后儿童都很少在入学前被鉴别出来（Hallahan et al.，2009）。大约90%的智力落后儿童属于轻度智力落后（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1994）。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通过改善孕期护理，保证充足的营养，预防各种事故、疾病和接触有毒物质（如铅中毒）以及在儿童早期为其提供安全的、支持性的、刺激丰富的环境等措施，多达50%的智力落后病例可以防患于未然（Smith et al.，2008）。研究发现，注重给婴儿提供刺激的早期强化干预方案、有效的学前教育方案、父母支持方案以及其他服务会持久影响那些有患智力落后风险的儿童的表现（Bradley et al.，1994；Campbell & Ramey，1994； Garber，1988；Noonan & McCormick，1993；Ramey & Ramey，1992）。即使是那些需要最大程度支持的智力落后儿童，也能从早期的强化干预方案中获益匪浅（Casto & Mastropieri，1986）。

表12.1　支持强度的界定及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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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AAMR, Mental Retardation: Definitions, Classification, and System of Supports,
 p. 26. Copyright 2002 by American Association on Mental Retardation.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下面的“理论应用于实践”部分列举了几种方式，说明普通教育班级中的教师如何帮助智力落后学生习得适应性行为技能。本章后面的部分将讨论具体如何为有特殊需求的学生调整教学方式。


理论应用于实践：教授适应性的行为技能

帮助智力落后学生获得适应性行为技能的教学目标与那些对所有学生都有价值的教学目标并无太大差异。每个学生都需要遵守学校的要求、发展人际关系、学习语言技能、在情绪方面成长和关注个人需求。教师可以通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直接教学或提供支持来帮助学生（见Hardman，Drew，Egan & Wolf，1996；Wehmeyer，2001）：


	
遵守学校要求：
 用心参与学习任务、组织工作、听从指令、管理时间以及提出问题。

	
发展人际关系：
 学习与他人合作，对环境中的社会线索做出反应，使用能被社会所接受的语言，对教师的指令和提示做出恰当的回应，提高社会意识。

	
发展语言技能：
 理解指令，交流需要和要求，表达观点，认真倾听，使用恰当的声调和音调。

	
社会情绪发展：
 寻求社会参与和互动（减少社会退缩），激发工作动机（减少工作回避、拖沓和无用功）。

	
自我照料：
 练习正确的个人卫生行为，自己穿衣，保管好个人财物，能够顺利地从一个地点到达另一个地点。





■ 学习障碍学生


学习障碍
 （learning disabilities，LD）不单指一种缺陷，而是多种特异性障碍，它们被认为是脑或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失调引起的。下面改写自全国学习障碍联合会所下的定义（National Joint Committee on Learning Disabilities，1988，p. 1）：

学习障碍是一个统称，指代多种不同的障碍。它们以在习得或使用听力、言语、阅读、写作、推理或计算能力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为特征。这些障碍源自个体本身，在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出现。自我调节行为、社会知觉以及社会互动方面的问题可能会与学习障碍同时出现，但这些问题本身并不能构成学习障碍。学习障碍可能与其他有缺陷的状况伴随出现，但并不是由于这些状况而导致的。


识别学习障碍学生
 　哪些学生应归为学习障碍者？他们应该得到何种支持？在这两个问题上，根据对学习障碍
 的各种定义的不同解释，不同的州和学区有很大的不同（Bender，2008）。随着被确定为学习障碍的学生数量的增加，这种混乱更为突出。例如，在2004年，年龄在6～21岁的残障学生中，46.2%被确定有特异性学习障碍（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06）。但学习障碍学生人数的增加并不是由于高危儿童的总数增加了，而只是由于对学习障碍的界定发生了变化。

在一些学区，如果某个学生智商正常，但学习水平比正常学生低两个年级，则该学生可能被认为有学习障碍。学习障碍学生具有下面部分或全部的特征：


	智力正常甚至还有些天赋

	智力与学习成绩不相符

	成就滞后

	注意力缺陷或易分心

	多动或冲动

	动作协调能力以及空间关系能力较差

	难以解决问题

	知觉不正常，如颠倒字母、单词和数字

	难以进行自我激励、自我调节的活动

	完成作业时过分依赖教师和同伴

	在记忆、思维或语言方面存在某些特异性障碍

	社会技能不成熟

	学习方法缺乏组织



长期以来，在判定学习障碍时都要求有证据表明，学生的实际表现与一项或多项认知机能测验（如IQ测验）所预测的表现存在明显的不一致（Meyer & Rose，2000；Siegel，2003）。实际操作中，许多儿童之所以被认定为有学习障碍，是由于他们在IQ测验的一个分量表与其他分量表之间，或者一项能力测验与其他能力测验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质疑对差异的偏重。例如，弗莱彻和同事（Fletcher et al.，1994）对阅读有困难的7.5～9.5岁的儿童进行了调查，发现某些儿童的IQ与他们的实际表现之间有较大的差异，而另一些儿童的（低）IQ分数与他们较差的表现一致。在一系列覆盖范围广泛的成套评估中，二项指标一致和不一致者的表现几乎相同。在两种情形中，学生缺乏的实际上是与阅读密切相关的技能。在数学障碍学生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Swanson & Jerman，2006）。其他许多研究（如，Francis，Shaywitz，Shaywitz，Stuebing & Fletcher，1996；Metsala，Stanovich & Brown，1998；Stanovich，Siegel & Gottard，1997）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旧观念认为学习障碍有明确的界定，能够将它与低成就截然区分开来，而这些研究结果动摇了这样的观念（见Hessler，2001；Stuebing et al.，2002）。

基于这些研究，2004年修正的美国主要的特殊教育法IDEA不再将差异性作为学习障碍定义的一部分，并要求各州将学习障碍重新定义为：无法对基于已充分证实的原则的高质量教学作出反应。


学习障碍学生的特征
 　平均来说，学习障碍学生在学业方面的自尊要低于那些没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尽管二者在非学业方面的自尊水平是相似的（Elbaum& Vaughn，2001；Kelly & Norwich，2004；Manning，Bear，& Minke，2001）。在大部分的社会性维度上，学习障碍儿童与那些成绩较差的学生有相似的表现（Bender，2008）。男生比女生更有可能被认定为有学习障碍。非裔美国人、拉丁裔人以及那些家长没上过大学的儿童，相对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而言，一般会被过多地安置在特殊教育班级中，而女生被安置在这类班级中的较少（Harry & Klingner，2007；O'Connor & Fernandez，2006）。过多地让男生和少数族裔学生接受特殊教育，这一做法引起了极大的关注（Waitoller，Artiles，& Cheney，2010）。2004年修正的IDEA要求各州和联邦政府对特殊教育安置中的种族差异进行监督并改变使这种差异持续存在的政策。


理论应用于实践：对学习障碍学生的教学

学习障碍有多种不同的类型，而且对不同年龄的学习障碍学生的教学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不过，仍有一些普遍的原理可用于多种情境。一般而言，适用于正常学生的有效策略，同样也适用于学习障碍学生，只不过允许教师犯错误的空间更小。换言之，与其他学生相比，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更难从低水平的教学中受益。下面这些一般概念可以应用到对学习障碍学生的有效教学中（见Bender，2008）：


	
重在预防。
 许多学习方面的缺陷会使学生被归入有学习障碍者，而它们多数可预防。例如，高质量的儿童早期教育方案和低年级教学能够显著地减少被识别为学习障碍的人数（Conyers et al.，Slavin，1996；Snow et al.，1998）。对阅读困难的一年级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对预防阅读障碍尤其有效（Morris et al.，2000；Slavin，Lake，Davis，& Madden，2009）。对大多数儿童都很有效的强调字母拼读法的早期阅读策略，对于大部分可能发展为阅读障碍的儿童也是必不可少的（Cavanaugh et al.，2004；Schneider，Roth，& Ennemoser，2000）。显然，最容易应对的学习障碍是那些并不一开始就出现的障碍。

　　人们认识到，绝大多数被归为有学习障碍的儿童在阅读方面都存在困难，因此，2004年修正的IDEA鼓励学校对有风险的学生提供经科学证实有效的阅读计划，允许学校将它们多达15%的IDEA经费用于学习障碍的预防和早期干预，以防止学习吃力的学生落后到需要障碍诊断的程度。

	
教授“学会学习”的技能。
 许多学习障碍学生缺乏有效的学习策略、应试策略等等。而这些策略是可以教授的。许多研究表明，直接给学习障碍学生教授各种学习策略和其他认知策略，可以显著地提高他们的学业成绩（Bryant，Ugel，Thompson，& Hampff，1999；Deshler，Ellis & Lenz，1996；Gersten，Fuchs，Williams，& Baker，2001；Harris et al.，2001；Jitendra，Edwards，Sacks，&Jacobson，2004；Swanson，2001）。

	
不断反馈。
 与其他学生相比，学习障碍学生如果得不到反馈或只得到很少的反馈，能持续富有成效地学习的可能性更小。如果能够对他们付出的努力给予频繁的反馈，尤其是对于其进步情况以及通过刻苦学习而获得的好成绩给予反馈，那么他们的表现会改善。例如，学习障碍儿童能够很好地完成简短、具体、立即得到批改的作业，但对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作业则感到困难。教师在布置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作业时，应该帮助学生设立多个阶段性目标，并就每个目标给予及时反馈（见 Deshler et al.，1996）。

	
运用教学策略，促使学生主动参与课程学习。
 如果教师讲解时间过长，学习障碍学生会特别难以从中学到知识。而当他们主动参与时，通常能学得最好。这意味着当班上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时，教师应该大量地使用动手操作任务、合作学习或其他主动学习方法，但重要的是保证这些活动具有良好的结构、清晰的目标和功能（见 Putnam，1998；Slavin，1995a；Slavin，Lake，Davis，& Madden，2009；Swanson &Hoskyn，1998）。

	
运用有效的课堂管理方法。
 许多学习障碍学生由于在信息加工和语言方面存在困难，所以在学校中会体验到许多挫折，因而表现出或轻或重的不良行为。有效的课堂管理方法，尤其是那些强调预防的方法，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不良行为的发生。例如，在方式多样、快节奏的教学中，提供许多参与活动和给出正确回答的机会，学习障碍学生就能够对此做出积极反应（Bender，2008；Mather & Goldstein，2001）。

	
将补充教育与课堂教学协调起来。
 许多学习障碍学生需要某些形式的补充教育，如小组辅导、资源教师、一对一的辅导或计算机辅助教学。无论给予何种形式的教育，它们都应与常规的课堂教学紧密保持一致（Vaughn，Bos，& Schumm，2007）。例如，假定一个学生正在课上学习《金银岛》，那么辅导员也应该帮助学生学习《金银岛》；如果一个学生正在数学课上学习分数，那么资源教师也应帮助学生掌握这部分内容。当然，有时补充教育无法完全与课堂教学相协调，例如当学生可能需要掌握一些学习策略或其他一些先决技能时。然而，教师应该竭尽所能将两者联系起来，使学生能够看到在补充教学中的额外付出获得了学习上的及时回报。不应强求那些在学习中遇到极大困难的学生同时消化二种方式完全不同、主题也不同的教学。





■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学生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学生由于专注能力有限，所以很难保持注意（Mash & Wolfe，2003）。ADHD的症状包括冲动行为和注意缺陷，有时也有多动行为。这些特征可以将ADHD学生与学习障碍学生区分开来，后者因为其他未知原因而导致注意缺陷（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1994）。患ADHD的学生不一定适合接受特殊教育，除非他们还存在法律规定的某些障碍症状（Aleman，1990）。ADHD是否应被单独划为一个诊断性类别，在此问题上存有很大争议（Swanson，Mink，& Bocian，1999）。据估计，约有7.8%的4～17岁的儿童被诊断为ADHD（Brown，2007）。研究表明，有ADHD的男孩比女孩多，其比率为4：1～9：1不等（Kauffman & Landrum，2009）。ADHD儿童可能表现得冲动，草率行事而不假思索，不分场合而随心所欲地行动，很难安静地坐着。他们通常要接受药物治疗，有许多种药物都可以使多动儿童变得更容易管理，并提高其学习成绩（Brown，2007；Evans et al.，2000）。但它们同时又有副作用，如失眠、体重减轻以及血压变化（Wilens，1998）。因此，只有在尝试过其他帮助儿童集中注意力的策略之后，才能够使用这些药物。


理论应用于实践：ADHD学生：教师的作用

ADHD通常伴随着不专心、冲动和多动。从教育的角度来看，ADHD学生由于缺乏必要的专注能力而可能表现出明显的学习问题、行为问题和社会交往问题。对普通班级的教师而言，如果班上有ADHD学生，则可以参照以下具体建议（见Brown，2007；Kauffman & Landrum，2009；Smith，2001；Teeter，2000）：


	确保学生理解所有的课堂纪律和程序。

	为预防分心，需仔细考虑ADHD学生的座次安排，使之靠近教师。

	坚决执行第11章讲述的有效的课堂管理原则。

	要理解尽管某些行为是不可取的，但并不意味着学生故意不服从，因为有时他们可能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允许那些多动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去活动。

	避免采用以惩罚或威胁为手段的行为管理系统。

	充分考虑分组的意图以及该组中其他成员的需要，合理地将ADHD学生分组。

	教学生管理自己的行为，包括自我监控、自我评价、自我强化和自我指导（Binderet al.，2000；Robinson，Smith，Miller，& Brownell，1999）。

	使用每日报告卡或其他工具来向学生家庭传递信息，保持持续的沟通（参见第11章）。

	与特殊教育专业人员合作，确立行为方案与教学计划，以处理注意力问题。





■ 言语或语言障碍学生

言语和语言问题是最常见的障碍之一。大约每40名学生中就有1名学生有严重的交流障碍，需要接受言语治疗或其他特殊教育服务。

尽管言语
 和语言
 这两个术语常常混用，但二者的含义并不相同。语言是利用符号进行的思想交流，除了口头语言之外，还包括书面语言、符号语言、身体姿势以及其他交流方式。言语则是指声音的构成和次序。有言语障碍而没有语言障碍，或者有语言障碍而没有言语障碍，这些情形都是有可能出现的（Bernstein & Tiegerman-Farber，2009）。


言语障碍学生
 　言语障碍
 （speech disorders）表现为多种形式，最常见的是发音（即语音）障碍，如音节的遗漏、扭曲或替换。例如，一些学生难以发出r这个音，把“sorry”说成“sowee”。还有一些人发音时咬舌，把“s
 ”说成“th
 ”，“snake”说成“thnake”。

对幼儿园和一年级儿童来说，发音错误是很普遍的现象，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也是很正常的。随着在学校中逐年学习，这种问题会迅速减少。不论是否接受言语治疗，中度和重度的发音障碍问题将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减少。鉴于此，言语治疗师对有轻度发音问题的学生通常不给予任何治疗。然而，如果某个学生的话语不能被理解，或发音问题引起学生心理上或社会交往方面的困难（如被嘲弄），那就需要接受言语治疗。

所有类型的言语障碍都是由言语病理学家或言语治疗师进行诊断和治疗的。任课教师在其中的作用不像在帮助其他残障学生时那么重要。然而，任课教师确实有一条关键作用，那就是接纳有言语障碍的学生。大多数的言语障碍最终会自愈，持续性的危害往往不是语音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因为有言语障碍的学生大多经常遭受取笑和社会拒绝。教师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示范如何接纳言语障碍学生。第一，教师应该耐心对待口吃或说话困难的学生，绝不替这些学生说完他们的句子，也不允许其他学生这样做。第二，教师应避免让言语障碍的学生处于高压力的情境中，因为这类情境要求他们快速做出口头言语应答。第三，教师应该避免在班上矫正学生的发音。


语言障碍学生
 　语言障碍
 （language disorders）指理解语言或用母语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受到损伤（Bernstein & Tiegerman-Farber，2009）。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由于英语口语水平有限而产生的语言问题不应被当成语言障碍。

在理解语言方面（接受性语言障碍）或传达信息方面（表达性语言障碍）存在的问题可能是由于听力损伤或发音损伤等生理问题导致的，否则就表明可能有智力落后或学习障碍。有些学生刚入学时有接受性或表达性语言障碍的表现，但这实际上是由于他们的母语不是英语，或者是英语的一种方言，从而很少接触标准的英语（Bonner-Tompkins，2001）。许多学前教育方案充分提供了标准英语基础的言语体验和直接教学，而这些方案已被证明可以有效地帮助那些来自处境不利家庭的儿童克服语言问题。

■ 情绪和行为障碍学生

所有学生都有可能在学校生涯中的某一时段出现情绪问题，但大约有1%的学生具有非常严重、持久和弥散性的情绪障碍或精神障碍，需要接受特殊教育。与学习障碍的情形相似，在有严重情绪和行为障碍的学生中，男生人数远远多于女生人数，其比例为3：1（Kauffman & Landrum，2009；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05）。

如学生的教育表现长期受到以下几种状况中任何一种的严重影响，该生就被界定为有情绪和行为障碍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并非由智力、感官或健康因素导致的无法学习；

	无法与同伴和老师建立或保持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

	在正常情况下表现出不适宜的行为或情感；

	整体上的、弥散性的不愉快或抑郁；

	易于产生与个人或学校问题有关的身体症状、疼痛或恐惧。




情绪和行为障碍的原因
 　长期而严重的情绪和行为障碍可能源于个体成长过程中多种潜在的因素（Jones，Dohrn，& Dunn，2004）。神经机能、心理过程、适应不良的经历、自我概念以及缺乏社会接纳，这些因素都有可能起作用（Smith et al.，2008）。其中一些因素，如家庭功能失调和虐待（Thompson & Wyatt，1999），还可能产生干扰，从而暂时影响孩子在学校中的学习。

对家庭产生影响的许多因素也会在一段时期内影响着孩子的安全感和自我价值。譬如，家庭结构的变化可能使孩子感到抑郁、愤怒、孤独，缺乏安全感，处于防备状态，这些情绪与行为在家庭出现离婚、搬家、弟妹出生、新来继父或继母、家庭成员死亡或罹患重病的情况下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识别严重的情绪和行为障碍时所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该术语涵盖多种行为类型，从攻击性或多动到退缩、不能交朋友，再到焦虑或恐惧症（Kauffman & Landrum，2009）。而且，情绪障碍儿童也常常具有其他类型的障碍，如学习障碍或智力落后；通常难以辨别究竟是情绪问题导致学习成绩下降，还是学业失败导致情绪问题。


情绪和行为障碍学生的特征
 　大量特征都与情绪和行为障碍相联系（Rosenberg，Wilson，Maheady，& Sindelar，2004）。更重要的是行为问题的严重程度。事实上，任何一种长期的、过度表现的行为都可能被看做是情绪紊乱的标志。然而，大多数被识别为有情绪和行为障碍的学生都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其中包括学习成绩差、人际关系不佳、缺乏自尊（Lewis & Sullivan，1996）。奎伊和韦里（Quay & Werry，1986）提出4种一般类别：品行障碍、焦虑 – 退缩、不成熟以及社会化 – 攻击障碍。例如，有品行障碍
 （conduct disorders）的学生通常具有以下特征：不服从、易分心、自私、嫉妒、破坏、无礼、反抗以及捣乱。奎伊和韦里指出，前3种类别代表的行为反映出适应不良，或是个人痛苦的根源。然而，与对他人的频繁攻击有关的社会化 – 攻击行为则可能与糟糕的家庭环境关联更密切，这样的环境对攻击行为进行示范或奖励，因此此类行为可能适应这样的环境（尽管它们确实是不健康、不恰当的行为）。将品行障碍归于情绪和行为障碍的做法是有争议的。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品行障碍的学生还必须患有规定的其他残障才能接受相应的特殊教育服务。IDEA长期以来都在保护那些情绪和行为障碍的儿童，使他们免于因破坏性行为而招致常规惩罚（如停学）。按照2004年重新批准的版本的规定，与儿童所患障碍有关的行为仍然免受惩罚，但无关的行为则不然。


表现出攻击行为的学生
 　有品行障碍和社会化 – 攻击行为的学生可能经常打架、偷窃、损坏公物，不服从教师（Jones et al.，2004）。同学和教师通常都不喜欢他们，有时父母也不喜欢他们。他们通常对惩罚或威胁无动于衷，尽管他们可能很擅长逃避惩罚。有攻击性的学生不仅给学校和同伴造成威胁，而且也将自己置于极度危险之中。这些学生在以后的生活中常常表现出严重的情绪问题，难以维持工作，甚至卷入犯罪，这些问题对男生尤为严重（Loeber & Stouthamer-Loeber，1998；van Goozen，Fairchild，Snoek，& Harold，2007）。对这些儿童有效的方法包括行为管理策略，例如第11章描述的几种策略（见Jones & Jones，2007）。


退缩和行为不成熟的学生
 　退缩、不成熟、低自尊或抑郁的儿童通常几乎没有朋友，或只能与比自己小得多的孩子一起玩耍。他们经常沉迷于幻想或白日梦之中，自我意象要么很卑微，要么很完美。有些人过分担忧自己的健康，身处压力之中时，他们会真的感到自己病了。一些学生表现出学校恐惧症，拒绝上学或者逃学。

当攻击性的儿童不表现出攻击性行为时，他们看上去是很正常的；但退缩和不成熟的儿童则不同，他们始终显得很古怪或笨拙。他们几乎总是受困于缺乏社交技能（见Troop & Asher，1999）。

■ 自闭症谱系障碍学生

1990年，自闭症被正式认定为一类障碍。美国教育部把自闭症
 （autism）定义为一种严重影响个体的社会交往以及言语和非言语交流的发展性障碍。这种障碍通常在3岁之前就表现出来，并制约孩子的教育成就。自闭症儿童通常极度退缩，并且伴有非常严重的语言困难，甚至完全不说话。他们经常进行一些自我刺激活动，如摇摆、旋转物体，或者挥动自己的手。然而，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具有正常能力，甚至是过人的能力。


自闭症谱系障碍
 这个术语现在被用来描述一系列严重程度不同的自闭症，包括一种被称为阿斯伯格综合征
 （Asperger syndrome）的轻度的自闭症（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01；Sweeney & Hoffman，2004）。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儿童可能有能力在社会中生活，可以在学校里取得成功，但是在社会关系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他们可能会回避目光接触、误解社会线索或表现出怪异行为。大约166个儿童中就有1个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尽管患有自闭症的儿童的数目远比这要少（Hallahan et al.，2009）。自闭症更常见于男孩，其原因目前尚不清楚（Friend & Bursuck，2008）。有人认为自闭症可能是因某种脑损伤或其他脑功能失调所致（Volkmar & Pauls，2003）。

自闭症无法治愈。何种干预是恰当的，取决于儿童的机能水平。干预的重点在于教会这些儿童一些对其他孩子来说理所当然的社会技能，比如进行目光接触、微笑、同别人打招呼等。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01）在一篇文献综述中得出结论：成功的策略包括逐步地系统教授沟通技巧、社交技能和认知技能。在普通教育班级中，让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儿童参与小组学习和安排一位同龄伙伴来帮助他们处理社交和学业问题都可让他们获益。


网络链接

想了解更多有关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信息，可以访问美国自闭症协会的官方网站（www.autismsociety.org）。也可以访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www.cdcfoundation. Org/healththreats/autism.aspx）和美国特殊儿童委员会（CEC）（www.cec.sped.org/AM/Template.cfm?Section=Autism A_sperger s__Syndrome&Template=/TaggedPage/TaggedPageDisplay.cfm&TPLID=37&ContentID=5598）的网站。



■ 感官、身体和健康损伤的学生


感官损伤
 （sensory impairments）是指视觉、听觉或其他通过身体感官接收信息的能力出现问题。身体障碍包括脑瘫、脊柱裂、脊髓损伤和肌肉营养不良等情况。健康障碍则包括艾滋病（AIDS）、抽搐障碍、糖尿病、胆囊纤维变性、镰刀状细胞贫血（见于非裔美国学生）以及由物质上瘾、儿童虐待或自杀未遂等其他原因造成的身体损伤（Hardman et al.，1996）。


视觉障碍学生
 　大多数学生的视力问题可以通过佩戴眼镜或其他矫正透镜加以矫正。视力丧失
 （vision loss）只有在无法矫正时，才被认为是一种障碍。每1000名儿童中约有1名儿童有视觉障碍。这种障碍常被称为失明
 或视力损伤
 。法律上对盲童的界定如下：较好的一只眼睛即使经过矫正后，其视力也只能达到20/200甚至更差，或者视野明显地比视力正常者窄。根据这个分类系统，有部分视力则意味着较好的那只眼睛经过矫正后，其视力介于20/70与20/200之间（Rogow，1988）。

如果认为法律上认定的盲人就没有任何视力，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误观念。80%以上的盲人学生都可以阅读大字号或常规字号的书籍（Levin，1996）。为残疾人设计的辅助技术可以将文字材料放大、变得更清晰，这使更多学生可以正常参加班级活动（Boone & Higgins，2007）。这意味着通过调整常规的教学材料，可以教授许多视力丧失的学生。任课教师应该对孩子出现视力问题的信号保持警觉。毫无疑问，看东西有困难的儿童在许多学习领域都会产生困难，因为课堂教学通常使用大量的视觉材料。视力丧失通常有以下几种征兆：（1）儿童经常侧脑袋；（2）经常揉眼睛；（3）眼睛发红、发炎、发硬、充水；（4）阅读小号字时有困难，或不能分辨字母；（5）阅读之后，主诉晕眩或头疼（Sornson，2001）。如果教师注意到上述征兆中的任何一种，都应该建议学生进行视力检查。在视力问题对学生的学习和动机产生不良影响前，尽早地发现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image: 379-1]
有听觉损伤的学生，无论程度轻重，在一个忙碌的教室中都很容易被忽视。作为任课教师，为了全面满足听觉损伤学生的需求，你需要进行哪些考虑呢？




耳聋或听觉困难的学生
 　听觉障碍
 （hearing disabilities）的范围包括从完全耳聋到可以通过助听器进行缓解的各种状况。可以根据恢复听力所需采取的措施来确定个体属于哪一类。对于轻度听力丧失的儿童，只需要让他们坐到教室前面就可以了。许多儿童通过听声音、看唇形就可以与你充分地交流。其他儿童则可能需要助听器，而那些有较严重的听力问题的个体则需要使用非言语的交流形式，如手语（见Radziewicz & Antonellis，2002）。阅读教学的方法也需要修改（Schirmer & McGough，2005）。弗莱克斯纳（Flexner，2001）指出，放大教师的声音或者使用计算机上的残疾人辅助技术来使声音变大和变清晰可以让大部分儿童受益（Boone & Higgins，2007）。请牢记以下建议：


	让听力有问题的儿童坐在教室前面的中线两侧稍微偏向窗户处，以使得他们能借最好的光照看见你的脸。

	如果学生两只耳朵的听力不同，则应该让其坐在前面靠边的位置上，听力稍好的那只耳朵朝向你。

	说话时，尽可能地处在学生的视线范围内。

	宣布重要信息或进行教学时，应面向全班。说话时应避免背向学生。

	说话时不要使用夸张的唇动。

	学会怎样帮助佩戴助听器的儿童。




网络链接

有许多基于网络的资源可供特殊教育工作者使用。


满足特殊需求的家庭互助乐趣：
 http://www.family-friendly-fun.com/

该网站为有特殊需求的儿童提供了关于各种主题的大量资料。


特殊需求资源：http://www.edbydesign.com/specneedsres/links.html


该网站为特殊学习者展示了世界各地的学生、辅助技术以及其他一些资源。


特殊儿童网络资源：http://www.irsc.org/


该组织致力于为有特殊需求的学习者提供信息、活动和支持。


特殊需求机会窗口：http://snow.utoronto.ca/


该网站内容非常丰富，职业发展、学生活动和父母资源仅仅是其中的很少一部分。


儿童DREAMMS联合公司：
 http://www.dreamms.org/

记忆和动作技能有效改善的发展性研究（DREAMMS）机构是一家为父母和专业人员提供服务的非赢利机构，专门从事辅助性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以及相关研究。


CAST（应用特殊技术中心）：
 http://www.cast.org/

CAST是一个非赢利的教育组织，它运用技术为所有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其中也包括有残障的人。


NCIP（全国改进特殊教育实践中心）：
 http://www2.edc.org/NCIP/

全国改善特殊教育实践中心自1992年至1998年间由联邦政府资助，通过帮助教育者以及为残障学生提供服务的相关人员更有效地使用辅助性的教学技术，来改善对残障儿童的教育成效。


技术使用联盟：http://www.ataccess.org/


技术使用联盟（ATA）是由依托社区的资源中心、开发者与销售商、会员及合作人组成的网络，致力于为残障儿童和成人提供信息和支持服务，使他们更多地运用标准化的、辅助性的技术以及信息技术。


缩小差距：http://www.closingthegap.com/


该网站为有残障的人们提供了创造性地使用计算机技术的丰富信息资源。它还提供目前有残障的个体以及和他们相处的专业人员所用技术的综合性考察。


互联网特殊教育资源（ISER）：http://www.iser.com


ISER是一个全国范围的专业人员名录网，这些专业人员服务于学习障碍学生和特殊教育团体。这个网址可以帮助父母和看护者寻求当地的特殊教育专家，以便对学习障碍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进行评价、治疗，寻求支持或者满足其他方面的特殊需求。


华盛顿大学适应性技术网站：http://www.washington.edu/doit


该网站收集了有关通过科技来帮助残障人士的大量出版物和视频资料。



■ 天才学生

什么样的学生是有天赋的、有才能的？按父母的说法，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如此。事实上，许多学生在某些方面确实具有非凡的才能。以往，天才
 （giftedness）几乎完全是根据高智商或展现出的能力来界定的，如在数学或棋艺方面出色的表现；但现在这个概念涵盖了在多种不同的活动（如艺术）中能力出众的学生（Colangelo & Davis，2009；Olszewski-Kubilius，2003；Sternberg，2007）。高智商仍被认为是“天赋”和“才能”的定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Steiner & Carr，2003），大部分被认为是天才的学生的智商都超过130。然而，某些群体中，诸如女性、有残障的学生、成绩较差者以及来自少数族裔或种族群体的学生中的一些天才学生并未得到认可（Sternberg，2007）。大约3%～5%的学生被认为是有天赋和有才能的（Heller，Monks，Sternberg，& Subotnik，2000）。


天才学生的特征
 　在智力方面具有天赋的儿童通常有很强的动机（Colangelo & Davis，2009；Gottfried & Gottfried，2004），他们在学业上相当优秀，通常很早就学会了阅读。总体而言，他们在学校中的大多数科目上都表现得相当出色（Gallagher，1992）。刘易斯·推孟（Lewis Terman）1926年开始进行的天才儿童的研究是这一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研究之一，其研究对象为1 528名智商超过140的儿童。推孟的研究推翻了人们过去的成见，即高智商的儿童很聪明，但身体素质以及社交能力较差。推孟发现，高智商的儿童实际上比其他孩子身体发育得更高大强壮，协调性更佳，并且会成为具有更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情绪更稳定的成年人（Terman & Oden，1959）。尽管天才学生可能由于追求完美而遭受挫折（Parker，1997），但他们依然具有很积极的自我概念（Hoge & Renzulli，1993）。


对天才学生的教育
 　怎样教育天才学生？在此问题上尚存争议（见Karnes & Bean，2001；Smutny，2003；Willard-Holt，2003；Winebrenner，2000）。有些方案是让那些在自然科学或艺术方面有天赋、有才能的学生进入特设的中学学习，还有一些方案是在普通学校中为高成就者开设特长班（见Olszewski-Kubilius，2003）。围绕天才学生的教育问题存在着“加速”与“充实”两种观点之争。“加速”观的拥护者（如Colangelo，Assouline，& Gross，2005；Pendarvis & Howley，1996）认为，应该鼓励天才学生快速地完成学校课程，可以跳级，早一点进入大学深造。而“充实”观的拥护者（如Feldhusen，1996；Gallagher，1992；Renzulli & Reis，1997）则坚持认为，为天才学生提供的方案不应当只是让他们快速地完成学校课程，还应当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富有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活动。

对天才学生的研究结果（主要根据学生成就的提高幅度）更多地支持加速方案而不是充实方案（Kulik & Kulik，1997；Rogers，2009）。当然，这有可能是因为充实方案所产生的效果难以测量，如创造力或问题解决能力的提高等。加速方案
 （acceleration programs）常常包括提早教授高等数学。该方案的一种变式是课程压缩，即教师跳过课程中的某些部分，因为能力很强的学生不需要这些内容（Willard-Holt，2003）。


充实方案
 （enrichment programs）有很多种形式。伦祖利和瑞思（Renzulli & Reis，2000）建议要注重三种类型的活动：一般的探究性活动，比如让学生在从事课题时自主对主题进行探讨；小组培训活动，比如提高创造力与问题解决技能的游戏和模拟活动；个人或小组对现实问题的调查，比如撰写书籍或文章、采访年长的人并记录口述历史、开展地质学和考古学的调查。

充实方案所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为天才学生设计的大部分活动实际上可以让所有的学生都受益（Borland，2008）。正是认识到这一点，目前许多学校都把充实方案中的许多活动融入常规课程中。这样，那些天才学生无需与同伴分开，其特殊需求也能获得满足（Colangelo & Davis，2009；Holloway，2003；Page，2000；Renzulli & Reis，2000；Van Tassel-Baska，1998）。这类活动包括更多地通过做课题来学习、做实验、独立研究以及合作学习。

什么是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
 （special education）指为残障儿童提供的教育方案，以代替或补充常规的课堂教学。近年来特殊教育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仍处于不断变革之中（见Hallahan et al.，2009；Smith et al.，2008；Sorrells，Rieth，& Sindelar，2004）。各个州和学区在确定特殊教育服务的标准时，联邦法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公法》第94-142号与IDEA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特殊儿童的教育还与今天的状况大不相同。许多“有缺陷”的学生根本没有接受任何形式的特殊服务，而那些得到了特殊教育的人通常也只是进入为智力落后、情绪紊乱、视觉或听觉丧失的学生单独设立的学校或机构。20世纪60年代末，特殊教育体制受到谴责（见Semmel，Gerber & MacMillan，1994）。批评者指出，那些有严重残障的人往往被送进与外界隔绝的、不能充分提供教育服务的州立机构中，或被留在家里，根本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服务；患有轻度残障的儿童（尤其是轻度智力落后的儿童）在与社会隔离的环境中接受特殊教育方案，而这些方案无法教给他们在社会中正常生活所需的技能。800万残障学龄儿童中，约有400万没有上学。

为此，1975年国会通过了通常被称为《公法》第94-142号
 （Public Law 94-142）的《缺陷儿童教育法案》。《公法》第94-142号对全美的特殊教育和普通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它规定了所有残障儿童必须接受的服务，并赋予这些孩子及其父母过去不曾拥有的合法权益。《公法》第94-142号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每个残障儿童都有权接受公费的、符合其需求的特殊教育。这意味着学区或州必须为有严重智力落后或残疾的儿童提供特殊教育，等等。

有两部法规对《公法》第94-142号最初的关注点进行了延伸。1986 年，《公法》第99-457号规定：3～5岁儿童有权接受免费的、适宜的教育，同时也增加了针对严重残障的婴儿和学步幼儿的教育方案。1990年通过的《公法》第101-476号把《特殊教育法》的名称改为《残障个体教育法案》
 （Individus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IDEA），要求学校在有残障的青少年达到16岁时，为他们规划如何接受进一步的教育或如何就业，以完成角色转变；该法案还把术语缺陷儿童
 改为残障儿童
 。

1997年通过了《公法》第105-17号，即《残障个体教育法案》1997年修正案，简称IDEA'97，最初版本的法规得到了再次批准，效力更强（National Information Center for Children and Youth with Disabilities，1998）。该法案的宗旨包括提高对残障儿童的教育期望，加强父母在残障儿童教育中的作用，确保普通班级教师参与到残障儿童的教育计划和评估中来，让残障学生参与州和地方进行的评估，并支持所有残障儿童教育者的职业发展（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1998）。

IDEA在2004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被称为《公法》第108-446号，这就是《障碍个体教育改进法案》。这个版本强调了预防和早期干预，允许学校花费特殊教育经费来防止儿童的情况恶化到需要特殊教育服务的程度，从学习障碍的定义中删掉了IQ和成就之间差异的概念，要求各州监管并纠正特殊教育配置上种族不平等的情况，协调IDEA同其他改革的关系，特别是同“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CLB）的关系。表12.2概括了2004年版IDEA的主要条款。


最少限制的环境
 　对普通教育班级的教师来说，IDEA最重要的规定是：必须把有残障的学生安置到能满足其需要的最少限制的环境
 （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中去。这个规定为纳入主流
 （mainstreaming）这一做法提供了法律基础，该做法现被改称为纳入
 （inclusion）（Friend & Bursuck，2008；Friend & Shamberger，2008）。这意味着普通教育教师的班上很可能会有轻度残障（比如学习障碍、轻度智力落后、身体残疾或言语问题）的学生。这些学生或许每天有部分时间离开班级，去接受特殊教育。这也意味普通教育学校中多会设立面向有严重残障学生的班级，这些学生也会与无残障同伴一起参加某些活动。


个别化教育方案
 　IDEA的另一项重要规定是每个残障学生都必须有一项个别化教育方案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IEP），以指导如何为他们提供服务。个别化教育方案阐述了学生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步骤。一般情况下，该方案是由特殊教育教师、特殊教育督导、学校心理学家、校长、咨询员以及任课教师等学校教育专家组成的特殊服务委员会来拟定的。不同的州对这个特殊服务团队有不同的称谓，例如儿童学习团队、评价与检查团队。这种个别化教育方案必须得到学生的家长认可。采用个别化教育方案的思想基础是：给每个关心残障儿童教育的人提供机会，为儿童的教育方案献计献策。要求个别化教育方案得到家长的签字认可，其目的是确保家长明白并赞同学校计划对孩子实施的教育方案。如果孩子没有享受到学校承诺的服务，家长可以追究学校的责任。

根据法规，当需要通过评价来确定是否可以安排儿童接受特殊教育方案时，这种评价应当由合格的专业人员来实施。虽然普通教育班级的教师和特殊教育教师通常也参与到评价过程中，但是一般不允许教师施行用于安置决策的心理学测验（如智商测验）。

IDEA在特殊教育的安置与方案方面为残障儿童及其家长提供了法律保护。例如，如果家长认为对孩子的诊断不正确，所采用的教育方案不适当，或者对孩子正在接受的服务不满意，那么他们就可以投诉学区。同时，IDEA明确规定应当告知家长所有的安置决定、会议和方案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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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P会议是IDEA的成果。IEP会议召开的目的是什么？在这类会议中你起到什么作用？



对3岁以下有特殊需求的儿童而言，通常要准备一项专门的方案，以重点关注这个儿童及其家庭，该方案称为个别化的家庭服务计划（IFSP）。而在学校教育的最后阶段，有特殊需求的青少年通常会在年满17岁前得到一份个别化的过渡计划（ITP）（Sax & Thoma，2002）。ITP预测学生从学校生涯向就业以及成人生活过渡时可能有的需求。

表12.2　2004年版IDEA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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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Tom E. K. Smith, Edward A. Polloway, James R. Patton, & Carol A. Dowdy, Teaching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in Inclusive Settings
 （5th ed.）, Table 1.5, p. 16. © 2008 Pearson Education, Inc.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Pearson Education, Inc.



■ 系列特殊教育服务

个别化教育方案的一项重要作用就是给学生提供一种适合其需求的特殊教育方案。每个学区都为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了一系列十分灵活的服务，其目的就是满足所有学生的独特需求。在实践中，按照从最少限制到最多限制，可以将这些系列服务组成一个连续体：


	为普通教育教师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咨询和支持

	每天至多1小时的特殊教育

	每天1～3小时的特殊教育；资源方案

	每天超过3小时的特殊教育；自成体系的特殊教育

	特殊的走读学校

	特殊的寄宿学校

	留在家里/就医



一般情况下，与残障不太严重的学生相比，残障较为严重的学生往往接受那些限制较多的服务。例如，不宜将重度智力落后的学生安排到普通教育班级中去学习，而有言语问题或轻度学习障碍的学生则可能大部分时间或全部时间都在普通教育班级中学习。然而，残障的严重程度并不是安置学生的惟一标准，还需要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进行恰当的安置。例如，有严重肢体障碍而使用轮椅的学生，如果没有学习方面的问题，就很容易参与普通教育班级的学习，并能从中获益，但听力有缺陷的学生则难以从普通教育班级中受益。

除了那些有身体或感官残疾的学生外，很少有学生要去学校外接受特殊教育。通常绝大多数的学习障碍学生或言语障碍学生每天部分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普通教育班级中学习，另在特殊教育资源教室里进行1小时或稍长时间的补充性学习。大多数有身体残疾的学生以及近一半的有情绪障碍的学生也都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学习的。大部分有特殊需求的其他学生也被安置在学校内的特殊班级里。下面将按照最少限制到最多限制的顺序来描述给残障学生提供的系列服务。


安置在普通教育班级
 　对许多有残障的学生来说，他们的特殊需要可以在普通教育班级中得到满足，很少甚至不需要其他帮助。例如，有轻度视觉或听觉丧失的学生可能仅需要坐到教室前排就可以了。如果教师能够应用各种策略来调整教学以适应学生的个别差异，那么轻度甚至中度的学习障碍学生在普通教育班级中也能得以满足需求。譬如，利用助教、辅导教师或家长志愿者，可以使有特殊需求的学生跟上普通教育班级的教学进度。任课教师可以经常地调整教学，使学生更易获得成功。例如，一位教师注意到，有知觉问题的学生在做算术题时遇到困难，因为他不能把数字排列整齐。教师给学生有线格的作业本，便很容易地解决了此问题。

整体来说，研究发现，面对有学习和行为问题的学生，教师能够使用的最有效的策略正是在普通教育班级中使用的策略（Lloyd，Singh & Repp，1991）。只有当在普通教育班级中已付出了巨大努力来满足学生的需求但未成功时，才可以考虑选择特殊教育（见Smith et al.，2008；Vaughn et al.，2007）。


与咨询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员协作
 　在协作
 （collaboration）中，几个专业人员一起合作来提供教育服务。普通教育班级中的残障学生可以从专业人员处受益，这些专业人员包括资源教室的咨询教师、学校心理学家、言语和语言专家，以及与普通教师合作来开发并实施恰当的教育活动的其他专业人员。许多学区为任课教师提供咨询人员，以帮助教师调整教学，满足残障学生的需求。咨询人员通常都接受过特殊教育以及普通教育方面的专业训练。他们可能会进入课堂，观察学生的行为，但通常情况下，他们只给任课教师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而不是直接处理学生的问题（Warger & Pugach，1996）。研究发现，精心设计的咨询模式可有效地协助任课教师使那些有轻度残障尤其是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在普通教育班级中跟上进度（Rosenfield & Gravois，1996；Snell & Janney，2000）。

对某些类型的残障来说，巡回教师为残障学生每周只提供几次特殊服务。这种巡回服务模式常用于为有言语和语言障碍的学生设计的方案中。


安置在资源教室
 　许多残障学生在教学日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安置在普通教育班级中，其他时间则接受资源方案的教学。资源方案通常侧重于教授阅读、语文、数学，有时也教授其他科目。一项资源教室方案通常涉及少数几个学生和一个特殊教育教师。在理想情况下，资源教师和任课教师能够定期交流，协调彼此的教学方案；资源教师给普通教育班级教师提供建议，以在残障学生与普通教育班级一起上课时调整教学（Smith et al.，2008；Vaughn et al.，2007）。

有时，资源教师也在普通教育班级中工作。例如，资源教师和某个阅读小组一起学习，而任课教师则与另一个小组一起学习。这种教学安排可以避免将学生调出班级，因为调出班级既容易导致教学效率低下（因调换地点需要时间），也可能使学生由于在一段时间内被排除在班级之外而产生自卑。由普通教育教师和特殊教育教师一起进行的团队教学也可以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Friend，2007）。


安置在特殊教育班级，部分时间纳入
 　许多残障学生被安置到由特殊教育教师任教的特殊班级中，但每天又有部分时间纳入到无残障学生组成的普通班级中。残障学生通常纳入到无残障学生的音乐课、美术课和体育课中，而纳入到社会调研、自然科学和数学课程中的比较少，纳入到阅读课程中的就更少了。这类特殊服务与资源教室模式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资源教室模式中，学生的主要安置地点是普通教育班级，任课教师是主讲教师，对学生的教育方案负主要责任，而资源教师只提供补充性的支持。但是，当学生被安置到特殊教育班级、每天只有部分时间纳入到普通教育班级中时，情形则完全不同：特殊教育教师是主讲教师，担负着教育的主要责任。


自成体系的特殊教育
 　自成体系的特殊教育方案是在普通学校中设置与普通班级相分离的特殊教育班级。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纳入主流运动开始之前，这种形式（以及针对智力落后儿童单独开办的学校）是安置残障学生的典型方式。在自成体系的教育方案中，学生主要接受特殊教育教师的教学，很少有机会参与普通教育的活动。

一些学生进入单独开办的特殊走读学校。这类学生或者患有严重的智力落后或身体残疾等严重残障，或者有可能扰乱普通教育班级，比如严重的情绪紊乱者。另外，还有少量的残障学生进入特殊的寄宿制学校，这类学校是专门为那些需要接受特殊治疗的严重残障学生而设立的。


相关服务
 　2004年版IDEA严格要求为残障儿童提供“相关服务”，规定了若要使残障儿童从普通或特殊教育中获益就必须提供给他们的服务。例如，学校心理学家要参与对残障学生的诊断，有时也参与个别化教育方案的拟定（Reschly，2003）。另外，他们可能针对行为和学习问题，对学生提供直接咨询或与任课教师协商。言语和语言治疗师通常以一对一的方式与有言语或语言问题的学生一起活动，但他们也可以给有类似问题的学生小组提供相应的指导。这些治疗师也与教师协商如何解决学生的困难。职业理疗师在医生的指导下来治疗那些身体运动有困难的学生。学校里的社会工作者和辅导员在学校和家庭之间起到重要的连接作用，当家庭中的问题影响到学生在学校中的学习与行为表现时，他们就要参与解决。

任课教师在残障学生的教育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对学生是否需要接受特殊服务提出建议，参与对学生的评估，准备并实施个别化教育方案。下文的“理论应用于实践”部分将讨论任课教师为学生选择特殊教育服务的过程（见Hallahan et al.，2009；Smith & Tyler，2010）。


理论应用于实践：准备个别化教育方案


最初的建议
 准备个别化教育方案的第一个环节是建议学生进行相应的评估。父母、医生、校长或教师可以提出特殊教育安置评估的建议。最为常见的是由任课教师建议可能有学习障碍、智力落后、言语损伤或情绪紊乱的儿童接受测评。其他残障中，大部分都在学生入学前就被诊断出来。在大部分学校中，最初的提议将被交给校长，由校长与学区里的负责人员联系。


筛查与评估
 一旦学生被建议去接受测评，就要决定是否进行测评。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建议都被接受了。评价和安置小组参见学生的在校记录，并对任课教师及了解该学生的其他人进行访谈。如果小组成员决定进行测评，他们事先必须征得家长对全面评估的许可。

特殊服务小组的成员包括由学区指派的专业人员和学生的家长，如果可行的话也包括学生本人。如果评估建议提及学习或情绪问题，那么常常还需要学校心理学家或辅导咨询员的参与。如果评估建议提及言语或语言问题，那么通常要有言语病理学家或言语教师参与进来。通常由校长领导小组的工作，不过校长也可能指定一位特殊教育教师或其他专家来全面负责。

之后对学生进行测查，评估其长处和弱势。对于学习和情绪问题的测查通常是由学校心理学家进行的。专项成就测验（如阅读或数学评估）通常由特殊教育教师或阅读教师施行。任何一项评估都必须经过学生家长的同意。学生的作品档案、教师的评价、长期收集的其他信息也逐渐成为评估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Smith & Tyler，2010）。

如果有可能的话，学校可以在建议学生接受特殊教育安置评估前先尝试进行干预。例如，可以先对有严重阅读问题的儿童进行一段时间的个别辅导，再确定其是否有阅读障碍。若某个儿童有行为问题，则可以先实施一项依托家庭的强化方案或其他行为管理方案。如果这些干预有效，就不必对儿童进行特殊教育，而可让他们在普通教育班级中学习。即使儿童确实需要特殊教育服务，安置前的干预也能提供有关何种类型的服务最可能有效的重要信息。干预在当前支持干预反应方案的政策下正变得非常普遍，该方法会在后文讨论。


撰写个别化教育方案
 　完成全面评估之后，特殊服务小组的成员一起来分析怎样安置学生才是最有利的。如果他们认为该学生有必要接受特殊教育，就会准备一份个别化教育方案。图12.3是个别化教育方案形成与实施过程的流程图。图12.4则是个别化教育方案的一个例子。通常由特殊教育教师或任课教师来准备个别化教育方案，或者两者共同来准备。学生家长在安置决定书上签字同意后，该决定才能生效。在许多学区，个别化教育方案也要得到家长的签字认可。这意味着家长可以拒绝让孩子接受特殊教育方案（有过拒绝的实例）。个别化教育方案至少应包含以下信息（见Bateman & Linden，1998）：


	
对儿童目前成就水平的说明。
 通常包括专项测验的结果、课堂表现的描述。可以利用行为评价核查表、作业样本或其他观察记录表来说明学生的长处与短处。

	
预期达到的年度进步目标。
 例如，某学生的预期目标是：在标准化的阅读测验中达到四年级水平；改善课堂行为，直至不会受任何纪律处分；学习一项职业教育方案中的一门基础课程。

	
中间（短期）教学目标。
 为阅读困难的学生设立的短期目标可以是每月完成若干个相互独立的阅读理解单元的学习。为有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学生设立的目标则可以是改善与同伴的相处状况，不打架。

	
说明将要提供的具体的特殊教育和相关服务，以及学生将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普通教育方案。
 例如，个别化教育方案可能具体说明某学生每周接受两次由言语治疗师实施的治疗，每次30分钟。为学习障碍学生设计的个别化教育方案则可能给出如下说明：资源教师每天进行45分钟的阅读教学；资源教师和任课教师协商如何调整普通课堂教学以满足该学生的特殊需求。智力落后学生可能被安置到自成体系的特殊教育班级中，不过个别化教育方案可能说明该学生将参与普通班级的体育课。个别化教育方案会具体说明任何在普通教育班级中为适应残障学生的需求而做的必要调整，如布置方便轮椅行进的坡道，使用大字号的课本或光盘。

	
服务的预计起始时间及持续时间。
 一旦制订了个别化的教学方案，就必须让学生在合适的时间内接受服务。不允许把学生列入等候安置名单。学区必须提供相应的服务或与服务提供方签订承包合约。

	
每年不少于一次考察目标达成情况所用的评价标准及其程序。
 个别化教育方案必须详细说明用于弥补学生缺陷的策略。方案尤其需要说明学生应该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如何评估目标是否实现。关键的是，特殊教育服务应该着力于实现一组详细指定的学习或行为目标，而不是简单地把学生归到某类残障人士中，指出他们应得到一些服务。理想的情形是，轻度残障的学生所接受的特殊教育应该是短期的高强度治疗，使他们掌握适应普通课堂教育所必需的技能。但在太多的情况下，那些被安置在特殊教育班级中的学生，即使最初计划解决的问题已经得到矫正，也仍然无限期地留在特殊教育班级中。



个别化教育方案至少必须每年更新一次。这样，服务小组有机会来修改不起作用的方案，并且当学生不再需要接受特殊教育服务时，可以减少或终止服务。



图12.3　个别化教育方案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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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Diane Pedrotty Rivera & Deborah Deutsch Smith, Teaching Students with Learning and Behavior Problems（3rd ed.）, p. 52. Copyright © 1997 by Allyn & Bacon.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图12.4　个别化教育方案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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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干预反应


干预反应
 （Response to Intervention）是2004年版IDEA重点强调的一种为学习障碍学生提供的方法。按照该方法，判断学生是否应接受特殊教育服务，主要不是基于测试的结果，而是基于他们从强度逐渐增大的教学中获益的能力（Fuchs & Fuchs，2006；Mellard & Johnson，2008；Smith et al.，2008）。

具体来说，可以为阅读困难的儿童安排小组矫正、一对一辅导、计算机辅助教学或者其他辅助手段来帮助他们跟上进度。只有当持续使用高强度的长期干预而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时，才可以评估儿童以确定是否有学习障碍，而且即使在这个阶段做出诊断时，儿童对额外辅助的反应也与任何测试分数同等重要（Hoover，2009）。

干预反应被用来取代长期以来重视智商与表现间差异的评估法，而后者对实际表现的预测效果并不好（Fuchs & Fuchs，& Compton，2004）。干预反应的判断标准直接关注某些阅读问题，因为大部分筛查建议最初都是这些阅读问题引发的。干预反应也强调即时预防服务而不是等到儿童已经大幅落后才行动。

干预反应通常遵循对学习吃力学生提供服务的三级模型。图12.5阐明了这个概念，下面几段分别描述了这些层级。

■ 层级一：预防

层级一使用整班策略来帮助所有儿童获取成功。例子包括给出清晰简洁的指令来确保所有学生都知道该做什么，教授学习策略和元认知技能，以小组为单位使用合作学习，使用有效的课堂管理策略（见Fuchs & Fuchs，2006；Smith et al.，2008）。层级一包含的理念是使用有效的教学方法，并在没有任何特殊干预的情况下让更大范围的学生可以取得成功。也许对于80%的学生来说，这些预防策略已经足以满足其需求了。

■ 层级二：即时干预

尽管经过全力预防，一些学生仍旧会落后并需要帮助。干预反应的理念是针对这些学生的需求提供帮助，而不是考虑特殊教育。比如，一个有阅读困难的学生可以从教师、教辅人员或志愿者那里接受单独辅导或小组辅导，这样，问题就能够尽快地得到解决，学生也可以在普通班级里继续学习。层级二的干预可以包括增加学习时间（比如课外或者暑期项目），安排学生接受计算机辅助教学，或者其他方式来解决最直接的问题。可能有15%的学生需要层级二的帮助。

图12.5　干预反应：支持的三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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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级三：强化干预

层级三主要为在层级一和层级二中未能取得充分进步的学生提供进一步强化的干预，这部分学生占学习吃力者的5%。这些学生有被安置接受特殊教育或留级的危险，而这两种干预都是非常昂贵和极具破坏力的。因此，层级三的干预应该强度高并持续较长时间，以达到让学生跟上进度的目的。层级三同层级二的策略很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强度和持续时长，具体策略可能包括由教师或教辅人员提供的一对一辅导、长期的小组辅导或者增加学习时间。这些服务的效果应当得到严密的监控，以确保学生取得充分的进步，并迅速识别和解决任何问题。

理论上，层级三的服务可以无限期持续，作为评估学生是否应接受特殊教育安置的一种替代方案。只有当尝试过所有可行的服务却仍不能解决学生问题的时候，才可以考虑特殊教育。

■ 有关干预反应的研究

目前，干预反应是一种理念，但还没有一套成熟的方法，不过仍然有一些对三级模型的实践应用的研究。迄今为止，干预反应还仅仅在一些小规模的、受控制的研究中得到了评估（如，Speece，Case，& Molloy，2003；Vaughn et al.，2007），效果总体来说是比较好的，在更加真实的情境中的评估则产生了不一致的结论（Stahl，Keane，& Vukovic，2009；Struzziero，2009）。然而，要想确定这一政策对教学实践的意义并将其推广为全国性的政策，依然任重而道远（Fuchs & Fuchs，2006；Gersten & Dimino，2006；Klingner & Edwards，2006）。

什么是纳入式教育

《公法》第94−142号中，最少限制的环境这一条款使特殊教育以及普通教育实践发生了变革。如前所述，该条款要求将特殊学生安置到能满足其需要的最少限制的环境中（Friend & Shamberger，2008）。要了解最少限制的环境以及全纳教育的界定，见图12.6。这条规定使得残障学生与无残障学生之间的接触大大增加。整体上，在系列特殊教育服务连续体中，所有类型的残障学生接受的教育服务都提升了一至二级。过去被安置在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现在通常都被安置在普通学校中的特殊教育班级里。过去被安置在普通学校中的特殊班级的学生，尤其是那些有轻度智力落后或学习障碍的学生，现在大部分都被安置在普通班级中，并且在大部分时间都接受普通教育。


全纳教育
 （full inclusion）运动号召让所有儿童都进入普通教育班级，并为他们提供适宜的帮助（见Artiles，Kozleski，Dorn，& Christensen，2006；Sapon-Shevin，2001，2003）。全纳教育的拥护者认为，在实施个别化教育方案的过程中，调出式方案阻碍了普通教育者和特殊教育者之间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而且与同学分离的过程也使得那些接受调出式方案的学生蒙羞。这些拥护者认为，特殊教育教师或辅助专职人员的团队应该与任课教师合作，在普通教育班级中为学生提供服务（Fisher，Sax，& Grove，2000；Hanline & Daley，2002；Mcleskey & Waldron，2002；Ruder，2000；Sapon-Shevin，2001；Vaughn et al.，2007）。而全纳教育的反对者则认为，普通教育班级中的任课教师缺乏足够的培训和适宜的教学材料，而且给人数较多的大班上课却未得到充分的支持性服务也使得他们已经不堪重负。他们担心有特殊需求的儿童无法获得必要的服务（Kauffman，Lloyd，Baker & Riedel，1995；Shanker，1994/1995）。

图12.6　术语：纳入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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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可能大部分）任课教师的班级中都有一些残障学生，这些学生通常每天都要有部分时间去接受某种类型的特殊教育服务。他们中大多数有学习障碍、言语障碍、轻度智力落后或情绪障碍。高质量的纳入模式能够提高这些学生的成绩和自信心。纳入式教育也使得残障学生与同伴互动，并掌握规范行为。然而，纳入式教育也存在问题。当残障学生的成绩低于班中其他同学时，一些教师会努力调整教学，以适应残障学生的需求，并且努力消除无残障学生对班中的残障学生经常表现出的消极态度（McLeskey & Waldron，2002；Pearl et al.，1998），这种态度会使全班成为一个社会整体的努力付诸东流。令人遗憾的是，一些任课教师对自己班上有残障学生感到不适应，而许多教师则感到自己不能满足这些学生的需求（Vaughn et al.，2007）。纳入式教育的确为提供更有效的服务创造了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保证课堂上确实会提供更好的服务（见Kauffman，McGee，& Brigham，2004；Riehl，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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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有身体损伤的学生正在接受全纳教育。根据有关研究，与其他方法相比，全纳教育和纳入主流的方法有多大效果？作为一名教师，你会采取什么措施来促使该生的同伴对他的社会接纳呢？



■ 纳入式教育的有关研究

纳入式教育常被称为纳入主流
 。有关它的研究主要关注学习障碍、轻度智力落后和轻度情绪障碍的学生，他们所具有的这些缺陷统称为“轻度学业障碍”（Holloway，2001；Smith et al.，2008）。一些研究对特殊教育班级和普通教育班级中的轻度学业障碍的学生进行了对比。当普通教育班级教师的教学方法能够兼顾大多数学生的能力水平时，轻度障碍学生在普通教育班级中整体上远比在特殊教育班级中学得更好。卡尔霍恩和埃利奥特（Calhoun & Elliott，1977）的研究堪称经典。他们对比了普通教育班级和特殊教育班级中有同等程度的轻度智力落后和情绪障碍的学生。两个班级使用同样的个别化的教学材料，由相同的教师（受过特殊教育方面的培训）轮班授课，以保证两种条件中的惟一差异就是是否有无障碍的同学。研究结果见图12.7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对障碍学生而言，普通教育班级是更好的选择。其他研究（如，Got tlieb & Weinberg，1999；Reynolds & Wolfe，1999；Saleno & Garrick-Duhaney，1999）所得到的结论则不太一致。

也有一些研究考察了班中有学习障碍学生的普通教育班级的教学方案，结果发现，一种比较成功的策略就是使用个别化的教学方案。例如，与传统课堂中的纳入主流的学习障碍学生相比，那些接受合作统整阅读与写作（CIRC）方案（参见第8章）的纳入主流的学习障碍学生的学习成绩有明显的改善（Slavin，Madden & Leavey，1984a，b；Stevens & Slavin，1995b）。

图12.7　学生在普通教育班级和特殊教育班级中的成绩

在一个经典的研究中，情绪紊乱（ED）和可教育的智力落后（EMR）学生被分别安置在普通教育班级和特殊教育班级中，前者在三年的学习中取得了更高的成就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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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Self-Concept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Educable Retarded and Emotionally Disturbed,
 " Exceptional Children, 43（6）, p. 379-380. Copyright © 1977 by The 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纳入式教育的一项关键任务就是促进对学业障碍学生的社会接纳，一种一贯有效的方式就是把这些学生与无障碍同学组成合作学习小组（Nevin，1998；Putnam，1998）。例如，研究发现，在有学习障碍学生参与的普通班级中实施学生小组–成就区分（STAD）的分组方式，降低了对学习障碍学生的社会拒绝程度，并显著地提高了他们的学习成绩（Madden & Slavin，1983）。研究也发现，类似地，其他合作学习方案也提高了对轻度学业障碍学生的社会接纳程度（Slavin et al.，1984b；Slavin & Stevens，1991；Stevens & Slavin，1995b）。

纳入式教育是否有效，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任课教师与特殊教育教师间的密切配合（Choate，2004；Friend & Bursuck，2008；Smith et al.，2008）。富克斯、富克斯与费恩斯特伦（Fuchs，Fuchs & Fernstrom，1993）的研究表明，两类教师的协作提高了障碍学生的学习成绩，并且经过一段时间，所有的学习障碍学生都真正融入了普通教育班级中。在该研究中，对于接受调出方案学习数学的儿童，结合课程进行经常性的考察，参照学校的普通数学教育方案评估他们在数学上的进步。特殊教育教师考察普通教育班级在数学学习上的成功标准，然后针对性地帮助他们在普遍教育情境中取得成功。当儿童达到相应的技能要求后，就被转到普通教育班级中，并进行后续的随访，以保证他们能顺利地在普通教育班级中学习。在一学年中，参与研究的所有21名学生都成功地进入到全日制的普通教育班级中学习，他们学到的知识也显著地多于控制组的学生。

对于那些不会被纳入传统主流教育模式的儿童，对他们实施全纳教育方案得到的效果又会怎样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仍很缺乏。有些研究描述了非常有效的全纳教育方案（如Mahony，1997；Raison，Hanson，Hall，& Reynolds，1995；Villa & Thousand，2003），但同时也有研究报告了全纳教育的失败（如Baines，Baines，& Masterson，1994）。有些研究比较了全纳教育方案与特殊教育方案的效果，发现二者几乎没有差异（如，Mock & Kauffman，2005；Zigmond，2003）。然而，把残障非常严重的学生也纳入到普通教育班级中这一做法的目标是很难评估的（见McLeskey & Waldron，2002）。全纳教育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但必须小心谨慎，灵活行事（Capper，Kampschroer，& Keyes，2000；Downing，2001）。

普通教育中对残障学生有效的策略有哪些

在一天中的部分或全部时间，绝大多数残障学生都在普通教育班级学习。教师可以通过使用以下策略帮助这些学生取得成功：调整教学来适应个体需求；教授学习策略；使用预防方法来避免学生陷入困难；当学习问题刚出现时提供早期强化干预。

■ 调整教学

教师对普通教育班级中的残障学生所采取的有效教学行为实质上就是能提高全体学生成绩的行为（Swanson & Hoskyn，1989）。不过，教师在教学策略方面所做的某些调整可以更好地满足残障学生的需求。当发现学生在学习情境中对教学或学习材料感到困难时，建议经常调整或修改教学方式或学习材料（见Carolan & Guinn，2007；Giangreco，2007）。如何做出具体的调整要视学生的需求而定，可能是教学形式方面的调整，也可能是改写教科书或者其他方面的调整。下面的“理论应用于实践”部分描述了针对纳入式教育的四种常见调整方式（也可参见Browder，2001；Choate，2004；Smith et al.，2008；Vaughn et al.，2007）。


理论应用于实践：调整教学以适应有特殊需求的学生


书面作业的格式调整
 　教师可以改变呈现作业的形式，而不必改变作业本身。之所以要改变作业的呈现格式，是因为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作业太长；（2）页面上的内容太密集，学生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每个具体的条目上；（3）指导语信息量不足或含混不清；（4）没有提供作业样例，或者所提供的样例有误导作用，或者提供的样例不充分。这里要强调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即使作业与学生的回答保持不变，教师仍可对作业呈现的方式进行调整（Kleinert & Kearns，2001）。

有时，任务要求或作业要求必须简化。例如，在作业指导语中，可用“圈出
 ”来代替“在……周围画圈
 ”。你也可以把指导语中常用到的单词教给学生（Bender，2008；Smith et al.，2008）。教导学生如何理解这些单词，可以帮助他们成为更独立的学习者。也可以改变作业范例或例题，使之更能贴切地反映作业或任务特征。


内容调整
 　在某些情况下，学生可能需要教师调整所呈现的教学内容。比如，呈现的新信息过多，致使学生无法快速完成加工活动；学生缺乏完成某项任务所必需的先决技能或概念。

对内容量进行调整时可采用的一种方法是将每个概念分开进行教学（Bryant，Smith，& Bryant，2008），并且在进行下一个概念的教学之前，要求学生必须掌握前面所学的概念。尽管这类调整将学习材料分为更小的单元，但最终所涵盖的内容都是相同的。

因学生缺乏基本的先决技能而需要调整教学，这种调整就如同在教授课程之前先解释单词或概念一样简单。但是，如果学生所缺乏的先决技能或概念并不容易解释清楚，或学生不具有学习这堂课所需要的技能，那么所需的调整就比较复杂。例如，假定数学应用题的解决需要用到以3位数为被除数的除法，而学生尚未学过这种技能。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在教授应用题之前先教授以3位数为被除数的除法。


沟通方式的调整
 　对于某些学生，教师需要调整学生接收信息的方式或者学生在展示其所获得的具体知识时所采用的方式（Bender，2008）。如果阅读是获得信息的惟一方式，那么有些学生无法获得知识，但是如果用其他形式呈现信息，这些学生就能够学到知识。在考虑沟通方式时，应该有创造性。你可以让学生观看演示、幻灯片、电影、录像、电视节目、计算机程序或游戏，也可以让他们听录音、讲座及讨论或进行辩论。

如果学生不能按照作业要求作答，则需要进行另一类调整。例如，如果学生在书写方面存在问题，那么可以与学生进行个别交谈，要求学生口头说出有关的概念，并进行录音，或者让学生在班上做口头报告。也可以让学生通过画画、绘制示意图或制作模型或场景的方式来表现掌握的知识。


延长时间
 　对很多可能仅仅是行动缓慢或者在测试环境中感到焦虑的学生来说，延长完成活动和测试的时间是非常必要的（Sireci，Scarpati，& Li，2005）。



■ 教授学习策略和元认知意识

许多学生由于没有学会学习，所以导致学校中的成绩欠佳。一些方案注重帮学生掌握记笔记、概括和记忆方法等策略，对有学习障碍的儿童与成人都是非常有效的（Deshler，2005；Mastropieri，Scruggs，& Berkeley，2007）。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找出各种策略，教授学习障碍学生使用元认知策略来理解他们所阅读的内容（Gersten et al.，2001，2009），学会“自我决定”技能，如独立学习或工作的能力（Algozzine et al.，2001）。

■ 预防和早期干预

对学习障碍儿童进行纳入式教育还是特殊教育的争论主要围绕着那些学业成绩远低于同龄人的儿童展开。然而，如果他们接受过有效的预防方案和早期干预方案，其中的大部分儿童都能够取得学业成功（Snow，Burns，& Griffin，1998）。斯莱文（Slavin，1996）提出了“从不分流”的方案，该方案特别强调早期的强化干预，从而避免了全纳教育与特殊教育之间的两难问题。充足的干预可以使那些有学业失败风险的学生具备足够高的学习水平，从而完全不需要特殊教育服务。

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那些正在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假如接受过有效的早期干预，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无需接受特殊教育的。研究发现，一些优质的儿童早期教育方案，如佩里学前教育方案（Berrueta-Clement et al.，1984）、启蒙方案（Ramey & Ramey，1992）和密尔沃基方案（Garber，1998），都能使接受特殊教育的学习障碍和轻度智力落后儿童人数明显减少（Siegel，2003）。为阅读困难的一年级学习障碍学生提供一对一的个别辅导方案，也可以减少这类儿童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的人数（见下一节）。“让所有人都成功”这一方案将有效的早期教育方案、课程改革以及一对一的辅导方案结合起来，使接受特殊教育的人数减少了一半以上（Borman & Hewes，2003；Slavin，1996；Slavin & Madden，2001），并明显地提高了那些被认定为需要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的儿童的阅读成绩（Ross，Smith，Casey & Slavin，1995；Smith，Ross，& Casey，1994）。这些研究以及其他有关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如果能够更为广泛地采用预防和早期干预方案，则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的儿童人数会大为减少。

■ 对阅读困难者的辅导和小组干预

因为阅读困难的学生几乎总是被安排接受对学习障碍者的特殊教育，因此，预防阅读失败并帮助那些在阅读方面已经出现落后的学生是非常重要的。从第9章中可以得知，对各种一对一辅导和小组辅导模式的研究都表明了它们对阅读困难者的阅读成绩产生了实质的积极效果（见Slavin，Lake，Davis，& Madden，2009）。在对一个儿童进行阅读障碍评估之前，几乎始终应该先尝试对其进行辅导。

■ 计算机与残障学生

计算机为残障学生提供了接受个别化教学的机会。利用计算机来帮助特殊儿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优势（Curry，2003；Hasselbring & Williams-Glaser，2000；Kamil，et al.，2000；Silver-Pacuilla & Fleischman，2006）。第一，在信息传递方式、强化的类别和频率、内容呈现的速率以及教学水平等方面，计算机为个别化的教学提供了便利（Anderson-Inman & Horney，2007；McKenna & Walpole，2007）。第二，计算机能够给予即时的、矫正性的反馈，并注重儿童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Boone & Higgins，2007）。第三，对那些易于分心的儿童来说，计算机能够吸引其注意力。第四，计算机教学具有激励性和耐性。对那些有身体残障的学生而言，计算机能在学习和交流信息方面为其提供诸多便利。比如，计算机可以为有视觉障碍的儿童放大阅读材料的字号或者朗读文章（Kamil et al.，2000；Poel，2007）。

接受特殊教育方案训练的儿童似乎很喜欢利用计算机进行学习。原本没有学习动机的学生也变得很热衷于学习。他们的控制感增强，因为他们所处的学习情境是积极的、富有激励性的，并且不具有威胁性。然而，计算机辅助教学能否真正地促进残障学生的学习，就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其结论并不一致（MacArthur，Ferretti，Okolo，& Cavalier，2001；Malouf，Wizer，Pilato & Grogan，1990）。

一种有效的使用计算机的方法是为学习困难的学生提供一些活动，使他们在这些活动中进行探索、建构和交流。文字处理软件能达到这些目的（Bender，2008），还有其他一些专门为残障儿童设计的方案（Meyer & Rose，2000；Wagmeister & Shifrin，2000）。图12.8给出了具体事例来说明如何利用计算机以及其他技术帮助残障学生。同样，第9章也描述了教育领域中科技应用的其他很多方式。

图12.8　用于残障学生的适应性技术

[image: 398-1]


■ 伙伴系统和同伴辅导

在普通教育课堂中，满足残障学生需求的一种方式是让没有残障的同学来帮助残障学生，运用伙伴系统来满足残障学生教学方面之外的需求，或者运用同伴辅导来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上的困难（Mastropieri et al.，2007）。

充当特殊教育学生的伙伴的志愿者能够帮助这些残障学生应对班级活动中的常规任务。例如，伙伴可以为丧失视觉的学生导盲，或者帮助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来理解指导语，或者在某些课上给予必要的提示或引导。在初中和高中阶段，伙伴还可以为听力丧失或学习障碍的学生记笔记或复印自己的课堂笔记。伙伴也能够帮助残障学生在听课时翻到课本的正确页码，准备好上课的必要材料。伙伴的主要责任就是帮助有特殊需求的学生适应普通教育的课堂教学，解答问题，并指导其活动。运用伙伴资源可以使普通教育的任课教师关注关于教学活动的更重要的问题。

在普通教育课堂中帮助残障学生的另一种方法就是运用同伴辅导（Fantuzzo，et al.，1992；Watkins & Wentzel，2008）。若要在课堂中运用同伴辅导，那么教师应该确保这些同伴辅导者是经过精心培训的。这意味着必须教授同伴辅导者如何通过示范和解释来为残障学生提供帮助，如何给予残障学生具体的、积极的、矫正性的反馈，何时允许残障学生自己单独活动。同伴辅导者和被辅导者都能从中受益：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学到了学科概念，而辅导者也能更好地接纳和理解残障学生。有时，让年龄较大的残障学生辅导年龄较小的残障学生，通常双方都能受益（Osguthorpe & Scruggs，1986；Top & Osguthorpe，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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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互助可以为参与的各方包括教师提供多种好处。你认为这种关系的最大好处是什么？



■ 特殊教育团队

当把残障学生安置到普通教育课堂中时，任课教师要经常与特殊教育工作者协作，确保残障学生能够成功地融入普通班级中（Friend，2007；Friend & Bursuck，2008；Smith et al.，2008；Snell & Janney，2000）。任课教师可以与特殊教育工作者一起参加有关的会议，特殊教育工作者也经常出现在课堂中，任课教师还可以定期地向特殊教育工作者进行咨询。无论采取哪种形式，任课教师和特殊教育工作者都必须认识到，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专长，而这些专长对于学生的成功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常规的课堂组织与管理、课程安排以及对学生表现的期望等方面，任课教师是专家；而在熟悉特定残障学生群体的特征、确定主流环境中残障学生在学习和行为上的长处和短处以及针对特定类型的残障而运用特定的教学技术等方面，特殊教育工作者则是专家。要使残障学生成功地融入普通教育课堂中，以上各方面知识缺一不可，因此普通教育的教师与特殊教育的教师非常有必要合作（Pawlowski，2001；Tucker，2001）。

在学生被安置进普通教育课堂之前，任课教师与特殊教育工作者的沟通就应该开始，并且贯穿始终。两类教师都必须了解学生在每种情境中的近况，进而规划、协作形成一种有效的方案。只有做到这点后，才能开始为改善残障学生在普通班级中的成绩而设计和开展教学。此外，这也将使得一种情境中习得的技能与行为更有效地迁移到另一种情境中（见Fuchs，Fuchs，Bahr，Fernstrom & Stecker，1990）。

■ 残障学生的社会整合

将学生安置到普通教育班级中，这只是将学生整合到普通教育环境中的第一步。在教学整合的同时，也要对学生进行社会性整合（见Wilkins，2000）。任课教师在社会性整合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有大量的文献论述了教师的期望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行为的影响。对残障学生而言，教师对待他们的态度不仅对师生之间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班级中其他无残障的学生面前也是重要的榜样。有关对待残障个体的态度的研究发现，有几种策略对普通教育班级的任课教师是非常有用的，它们通过影响无残障学生的态度，以此促进残障学生的有效社会整合。其中一种策略就是使用合作学习方法（Nevin，1998；Slavin & Stevens，1991；Stevens & Slavin，1995b）。研究还发现，社会技能训练能够促进对残障儿童的社会接纳（Troop & Asher，1999）。图12.9列举了几种把有障碍的中学生融入普通教育班级中的实用方式。


21世纪的学习：

纳入所有学习者


辅助科技的进步极大地丰富了对残障学生的教育方式。可以放大字体的计算机程序长期以来都被用来帮助有视觉障碍的学生，而交互式电子白板和其他全班授课技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使用，从而更容易为视觉障碍学生提供放大的字体和图片并使他们能够跟上正常班级的教学。同样地，我们有机会更多地使用视觉和交互内容，作为对课堂教学的补充。这些新技术的使用为学习障碍和有其他特殊需求的学生提供了替代的成功道路。在21世纪，教育成就的标准将会提高，但学生可以有多种方式来达到这些标准。

问题：


	制作一个表格说明你的学生可能出现的学习障碍的类型。哪些技术对每种学生看起来尤其适用？





图12.9　把有障碍的中学生纳入普通教育班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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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Michael L. Hardman, Clifford J. Drew, & M. Winston Egan, Human Exceptionality
 (5th ed.). Copyright © 1996 by Allyn & Bacon. Adapted by permission.




有意识的教师：

运用你所了解的特殊学习者的知识来改善教学与学习


有意识的教师尽心尽责地服务于每个学生。他们创设纳入性的环境，并致力于促进所有学生的学习。作为专家小组的成员，有意识的教师通过与其他成员的协作来满足特殊学生的特殊需求。


	我希望学生在课程结束后能了解什么、能做什么？这对于实现课程目标、使学生成为有能力的个体有什么作用？



思考为学生的学习所设定的目标。考虑每个目标在多大程度上适合有特殊需求的学习者。与其他专业人员一起形成正式的目标陈述，其中包括为班上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制订个别化教育方案，确定适宜的目标和教学方式。例如，迈克尔和雷内是两名有阅读障碍的学生，对你课上所教的课文感到困难；因此你去咨询特殊教育教师。你们一起翻阅了这两名学生各自的个别化教育方案，注意到阅读理解是这两个学生今年要达到的目标。你们一起讨论如何对课程目标和教学做必要的调整，以适应这两名学生的学习需求。你与学生的家长进行交流，他们或许能够告诉你他们所发现的有效策略，从中你可以得到不少的启示。


	在我的教学中必须考虑学生所具有的哪些知识、技能、需求和兴趣？



在学生正式地进入学校学习之前就应该开始识别学生在特殊教育方面的需求。当有特殊需求记录的学生分到你班上时，你应该适时与学生本人、学生家长以及专家讨论学生的喜好、过去成功的经历。对学生过去的记录进行恰当的评价。例如，视觉损伤的初中生安杰拉进入你的班级中。你可以与安杰拉及其父母和资源教师进行非正式的会谈。他们会告诉你帮助安杰拉的策略，而安杰拉也坦诚地谈论她的爱好以及烦恼的事情。他们还建议你去咨询曾教过安杰拉的某位同事，他去年非常成功地为安杰拉提供了一种支持性的环境，没有过多地让她使用视觉。你可以借助于支持性的技术来帮助安杰拉成功地参与课堂活动，比如利用计算机将课文的字体放大。


	我在学科内容、儿童发展、学习、动机以及有效教学策略等方面所掌握的哪些内容能够用于实现教学目标？



学生的某些特殊需求有可能尚未被识别出来。仔细观察，以发现学生需要额外支持的各种征兆。例如，上课时坐在后排的希拉常常望着窗外或显得很困惑。注意到她的发音存在一些偏差，你怀疑她有听觉损伤，并安排她去做听力测验。同时，你把她的座位移到前排，提供一些视觉刺激以提高直接教学效果。


	哪些教学材料、技术、辅助手段和其他教学资源有助于实现我的教学目标？



教师需要创设一种社会环境，以利于接纳每个学生。思考你如何才能鼓励学生相互接纳和帮助。例如，一名脑瘫的学生贾瑞德被安置到你的班级中。你应该给学生开个班会，讨论怎样欢迎一名新同学。你还让大家讨论今年应该在哪些方面相互帮助，并讨论这种观点：学生各有所长，通过合作，每人都能从中获益。如果这时一些学生竞相要求成为贾瑞德的伙伴，你可以让学生们填写“工作申请”，谋求成为新同学的“伙伴”。


	我怎样评价学生达到目标的进度？



教师需要运用来自多个来源的信息，确保有特殊需求的学生能够成功。你依据什么来判断学生保持着积极的自我概念？依据什么来判断伙伴的自我概念也得到了充实？依据什么来判断学生们正在学习？搜集各种信息，以确定学生在个体层面是否有所进步。例如，你和其他人一起对帕特里克的个别化教育方案的实施效果进行中期评估。为此，你拿出日常记事本，其中所记录的事件证明了学生们能够相互关心和相互帮助。你搜集的事例体现了帕特里克的幽默感以及他有关恐龙的令人赞叹的知识。你展示他的档案袋，其中的资料表明，帕特里克在字母识别和绘画方面有显著进步。但是，他在形状和数字识别方面的进步不明显，因此，你决定进行数学方面的强化训练。


	如果个别学生或全班没有迈上成功之路，我该如何去做？我的补救计划是什么？



教学应该满足个体的需求。当你发现教学不能激励每一名学生时，应从多种策略中选择合适的策略来调整教学。例如，尽管你努力提供有意义的、有吸引力的教学，但是仍有一些学生学习吃力。你重新阅读了教学调整方面的笔记，比如个别化教学、合作学习、计算机和同伴辅导等。利用学生的社会化倾向，你可能选择同伴辅导。你对三个同伴辅导者进行学习策略方面的培训，并制订一个日程表，以便同伴辅导者和被辅导者每周在班里有三次交流，每次20分钟。



本章概要

谁是特殊学习者

特殊学习者是指相对社会或学校的一般标准，那些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由于学习者自身的某些内在原因，他们不能完成正常的学业任务，这使其成为特殊学习者。缺陷是由环境或自身等因素所施加的一种状态或阻碍；残障是一种功能上的局限，它干扰了个体的心理、身体或感官能力。特殊学习者的分类系统常常是主观规定的，且广受争议。而标签的使用也导致了对这些学生的不当对待，伤害了他们的自我概念。

在美国，大约9%的6～21岁的学生接受特殊教育。特殊学习者的例子有智力落后者、特异性学习障碍学生、言语或语言障碍学生、情绪障碍学生、行为障碍学生以及视觉或听觉损伤的学生。天才学生也被认为是特殊学生，他们有资格接受特殊的加速教育方案或充实教育方案。准确地鉴别特殊学习者、调整教学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是一场持久战。

什么是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方案是为障碍儿童提供的服务，用以代替或补充普通课堂教育方案。

《公法》第99−457号（1986年）对《公法》第94−142号（1975年）进行了修正，将学前儿童和有严重残障的婴儿也包括进来，现更名为《残障个体教育法案》（IDEA）。该法案规定，每个残障儿童都有权力享受公费的、适当的特殊教育。该法案的最新版本，2004年版IDEA，号召父母和任课教师更多地投入到残障儿童的教育中。最少限制的环境这条法规意味着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必须尽可能地融入普通教育班级中。IDEA要求每名残障学生必须有为自己设计的个别化教育方案（IEP）。个别化教育方案的思想基础是：给每个关心残障儿童教育的人提供机会，参与制订儿童的教育方案。为特殊学生提供的系列服务包括：为普通教育教师提供支持，每天有部分时间在资源教室中接受特殊教育，在特殊教育班级中接受每天超过3小时的特殊教育，特殊的走读学校，特殊的寄宿制学校以及家庭和/或医院。

什么是干预反应

干预反应（RTI）是指在安排困难学生接受特殊教育安置评估之前，在普通教育班级里使用教学调整和强化服务。干预反应方法一般提供给困难学生三个层级的干预：预防（全班），即时帮助（小组或个人）以及强化的、额外的帮助。

什么是纳入式教育

纳入式教育意味着每天至少有部分时间把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安置到普通教育课堂中。在提供适当帮助的情况下，将所有儿童完全纳入普通教育课堂中是教育界的普遍目的。研究表明，纳入式教育能有效地提高许多学生的成就水平。当合作学习、伙伴系统、同伴辅导、计算机教学、教学调整以及社会技能的培训等作为课堂学习中的常规成分时，全纳教育更为有效。研究还发现，有些障碍尤其是阅读障碍是可以通过预防和早期干预方案加以预防的。

普通教育中对残障学生有效的策略有哪些

普通教学课堂上的教师可以通过调整教学、修改学习材料、教授学生详细的学习策略、提供辅导和计算机练习等来帮助他们的残障学生取得成功。

关键术语

回顾本章中的以下关键术语：

特殊学习者

残障

缺陷

智力落后

智商（IQ）

学习障碍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

言语障碍

语言障碍

情绪和行为障碍

品行障碍

自闭症

感官损伤

视力丧失

听觉障碍

天才

加速方案

充实方案

特殊教育

《公法》第94−142号

《残障个体教育法案》（IDEA）

最少限制的环境

纳入主流

个别化教育方案（IEP）

协作

干预反应

全纳教育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指导语：
 本章开头的案例中所涉及的评价指标是各州的资格认证考试的常见考点。请重读开头的案例，回答下列问题：


	多佛尔小学的副校长伊莱恩·瓦格纳和海伦·罗斯一起讨论罗斯的儿子汤米的有关问题。汤米目前在另外一所学校上学，学习上有困难。瓦格纳向罗斯夫人解释，汤米需要符合某些标准才能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符合下面的哪一项即需要接受特殊教育服务？
	该学生的智商必须是120或低于120。

	该学生至少有一种已定义类型的残障。

	该学生的学业排名必须低于第50个百分位数。

	要求孩子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的所有家长都必须接受他们的孩子。








	假定你将成为汤米的新教师。如果他的母亲向你询问残障和缺陷的区别，你将如何回答？
	残障是个体在认知功能上出现问题，而缺陷是个体在身体功能上出现问题。

	残障是社会对个人施加阻碍的状况，而缺陷是指使个体失去某种能力的状况。

	残障是个体在功能上的局限，这种局限干扰个体的身体能力或认知能力。缺陷是由社会、物理环境或个体自身的态度等强加给有残障的个体的一种状态。

	
残障
 和缺陷
 是同义词。








	下面哪种《公法》使得海伦·罗斯这样的父母在决定孩子的教育问题时具有更大的发言权？
	《公法》第94 – 142号，《缺陷儿童教育法案》

	《公法》第99 – 457号，《公法》第94 – 142号的修正案

	《公法》第101 – 476号，《残障个体教育法案》

	《公法》第105 – 17号，《残障个体教育法案》修正案








	副校长伊莱恩·瓦格纳告诉海伦·罗斯，即使汤米需要接受特殊教育服务，他也会被安置在“最少限制的环境”中。这对汤米意味着什么？
	汤米将被尽可能地安置在普通教育班级中，必要时才将其调出，去接受特殊教育服务。

	汤米将被安置在一个不限制其活动和学业选择的特殊教育班级中。

	汤米适合于接受任何一种或全部的特殊教育服务。

	汤米将接受公费的特殊教育服务。








	汤米的母亲海伦·罗斯对伊莱恩·瓦格纳说：“你们学校对纳入的理念听起来很适合汤米。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学校都采纳它呢？有什么弊端吗？”瓦格纳老师了解纳入式教育的最新知识，她最可能做出何种回答呢？
	资料表明，接受纳入式教育方案的学生在学业成绩上不如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

	普通教育教师有时缺乏适当的培训和必要的材料，而且大班授课加上支持性的服务不足已使他们负担过重。

	特殊教育专家不相信有学习障碍这回事。他们认为所有的学生都应该在普通教育班级中。

	大多数普通教育班级中的学生家长觉得，为满足残障学生的需求而调整教学，这是不公平的。








	如果汤米被确定为有阅读障碍，你将如何为他制订个别化学习方案？




	将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安置到普通教育班级中，这种做法有什么利弊？







13　评估学生的学习

本章提纲


什么是教学目标以及如何运用教学目标



	设计课程目标

	使目标和评估相一致

	应用教学目标分类

	有关教学目标的研究




为什么评价很重要



	作为反馈的评价

	作为信息的评价

	作为诱因的评价




如何评价学生的学习



	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

	常模参照评价和标准参照评价

	将评价策略与目标相匹配




如何编制测验



	成就测验的编制原则

	使用细目表

	编制选择性反应题目

	编制建构性反应题目

	编制和评价写作类题目

	编制和评价问题解决题目




什么是真实性评价、档案袋评价和表现性评价



	档案袋评价

	表现性评价

	表现性评价的有效性

	表现性评价的评分标准




如何确定成绩等级



	确立评级标准

	运用字母等级

	表现性评级

	其他评级系统

	给出成绩单上的等级




学习成果


学习本章后，你应当能够：


	描述教学目标及其运用

	理解评价的重要性

	识别不同的评价类型

	设计不同类型的测验问题

	区分真实性评价、档案袋评价和表现性评价

	识别不同的等级评定方法




萨利文先生正在给十一年级的学生上美国历史课，他津津乐道地讲着南北战争，学生们听得也很开心。萨利文先生讲了与这场战争有关的各种轶闻趣事，比如一场裸体战（一群南方同盟军在渡河时被发现）；“石墙”杰克逊因作战期间打了个盹而战败；一些妇女女扮男装参加战斗。他还讲述了南方同盟军（从加拿大）对佛蒙特州一所银行的突袭。他还分发了一些真正的新式铅弹和霰弹让学生传看。实际上，萨利文先生一连几周都在讲述战役、歌曲和将军们的个性特点及其缺陷。他还让学生计算当时要花多少南方政权货币才能买一块面包。在做完这项有趣的数学活动之后，他让学生把所有的材料都收起来，进行了一次测验。

测验只有一个问题：南北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其间发生的主要事件及其结果是什么？面对这道题，学生们感到愕然。

萨利文先生的课很有趣，也很吸引人。他采用了多种教学方式，也整合了其他学科中的一些技能。很显然，他的课达到了社会研究学习的一个重要目标：使学生对所学内容产生兴趣。然而，尽管萨利文先生的课很吸引人，但是他教的内容和测验的内容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他和学生们就像正在进行一次愉快的旅行，但是，目的地究竟在何处呢？


运用你的经验



合作学习
 　四五个学生组成一组。在纸上画一条线，在线上标出1到100。1代表最差的教学，100代表最好的教学。大家分别在这个标尺上标出对萨利文先生的评价。每个人都解释自己的理由，然后，重新看一下评价分数，并进行修改，使之更准确。大家一起讨论萨利文先生可以使用哪些更有效的教学和评估方法。



在教授一堂课、一个单元、一门课程时，你怎样才能知道教学正在走向什么目标，你和你的学生是否即将达成这个目标？本章将讨论教学目标和评估、教学的目的，以及如何确定教学目标是否达成。目标是关于学生在学完一门课程之后应该知道什么、能够做什么的学习计划；教师设计的课程应有助于目标的实现。在课程结束时，对学生的评价必须表明学生对目标的实际掌握程度（Carr & Harris，2001；Marzano et al.，2001）。每个教师都应该清楚：全班要达到什么目标，如何达到以及如何知道是否达到。

什么是教学目标以及如何运用教学目标

在今天的授课结束之后，你希望学生知道什么或能够做什么？在学完一门具体课程的一个单元之后，他们应该知道什么？在课程结束后，他们应该知道什么？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是有意识的、高质量的教学的首要前提条件之一。教师就像是荒野中的引路人，带领一群新手前行。如果教师没有一张地图或者没有一份计划引领团队前往目的地，那么整个团队必然会迷失方向。萨利文先生的学生确实体验到了很多乐趣，但由于教师对通过课程讲授建立与南北战争相关的重要概念缺乏计划，学生也就不太可能掌握这些概念。

在课程开始前确立教学目标，这个环节非常关键，它为每节课提供了一个适宜的总体框架。如果缺乏这样的框架，教学就很容易偏离轨道，结果会使教师在一些细枝末节上花费过多的时间。一个高中生物教师将一学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教授生物化学上，学生对DNA的化学结构、红细胞、叶绿素、淀粉等了然于胸，但是对动物学、植物学、解剖以及高中生物课程中的其他核心问题却了解甚少。到了五月底，该教师开始焦头烂额，因为她发现在学年结束之前，还必须做许多实验。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学生们连续解剖了青蛙、眼球、大脑和猪的胚胎！显然，学生从这些仓促的实验中学到的东西很少，他们的生物学知识总体上也没有增长多少。这名教师没有一份总体的计划，只是临时决定每周（或许是每天）要教什么。因此，她未能把握全局，即高中生物课中通常公认要学习的重点知识的范围。虽然很少有教师会绝对地按照既定计划进行教学，但是制订计划的过程仍是很有帮助的。


教学目标
 （instructional objective），有时也称为行为目标
 （behavioral objective），是对学生在一段时间的教学后应当掌握的技能或概念的陈述。对教学目标进行陈述时，通常要包括对如何考核目标的明确说明（见Mager，1997）。下面是教学目标的几个例子：


	学生能在3分钟之内做对100道除法题（如，27除以3）。

	学生至少能说出五项所有生命体都具有的机能（如呼吸，繁殖等）。

	学生能写一篇文章，对梵高和高更的艺术风格进行比较。

	给出命题“辨析：美国不应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学生能够有理有据地支持或反对这条命题。



要注意的是，虽然因涉及的学习行为的类型以及要达到的能力水平不同，教学目标有很大差异，但它们都具有数个共同点。行为目标运动的开创者梅杰尔（Mager，1997）认为目标有三个部分：行为表现、条件和标准。表13.1给出了相关的解释和例子。

表13.1　一项行为目标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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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课程目标

在实际教学中，一项行为目标的主干包括条件、行为表现及标准。首先，陈述在什么条件下来评价学习，例如：


	给出10道测验题，学生能够……

	在作文中，学生能够……

	应用指南针和量角器，学生能够……



目标的第二部分通常是一个行为动词，表明学生能做什么，如（选自Gronlund & Brookhart，2009）：


	写出

	区分

	识别

	匹配

	比较和对比



最后，行为目标通常还包括对成功标准的陈述，如：


	……3分钟之内所有的100道乘法题。

	……至少5个派遣探险者去新大陆的国家。

	……《宪法》和《联邦条例》分别规定的美国政府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至少各3条。



有时，成功的标准无法用正确答案的数量表示。即使这样，对成功标准的表述也要尽量清楚明确，如：


	学生能够写一篇两页纸的论文，对《玩偶之家》描述的妇女的社会地位进行描述。

	除了打鸡蛋以外，学生至少还能想出打蛋器的其他6种可能的用途。




列出具体的目标
 　教学目标必须与学科内容相适应。当学生必须掌握定义良好的技能或只有惟一正确答案的知识时，具体教学目标可以表述为如下形式：


	给出10道两个同分母分数相加的题目，学生至少能答对9道。

	给出10个缺少动词的句子，学生至少能选对8个句子中的动词。例如，My cat and I [has，have] birthdays in May. Each of us [want，wants] to go to college.

	假定有一条4米长的绳子悬挂在天花板上，学生能在20秒内爬到绳子的顶端。



当然，有些教学内容不适合制订具体的教学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教学目标采用量化的标准是不恰当的。例如，将教学目标表述为如下的形式：


	对比美国20世纪初移民的境况和当今移民的境况，至少列举出5个相同点和5个不同点。



这种教学目标要求学生罗列异同，可它不能证明学生真正理解了所学主题。下面的描述虽不太具体，但更有意义：


	写一篇论文，对美国20世纪初和当今移民的境况进行比较和对比。



这种较为一般的教学目标可以使学生更灵活地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理解，也更能促进学生对问题的领会，而不只是记住某些异同点。


列出明确的目标
 　教学目标要足够明确才有意义。然而，有关移民的教学目标可能被这样描述：


	学生将全面领会对美国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的种族多样性。



这种教学目标听起来很好，但是“全面领会”是指什么？这种教学目标既无助于教师的备课，也无助于学生理解将要学习的内容以及如何被评价。梅杰尔（Mager，1997，p. 20）列出了一些用来描述教学目标的词语，其中有些较含糊，可以有多种解释；而有些则较清楚，可以做准确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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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任务分析
 　在规划课程时，考虑讲授或分配学生完成任务所必须掌握的技能是很重要的。例如，教师可以让学生利用学校的图书馆，就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写一篇简短的报告。这项任务看上去简单明了，但实际上会涉及各方面的技能：


	知道字母表的顺序

	使用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找到关于某个主题的图书

	知道如何使用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和图书索引

	从说明性材料中总结出主要观点

	构思一篇简短报告或列出它的写作提纲

	写出说明性段落

	知道语言的使用技巧（如大写、标点符号以及习惯用法）



上述每一项技能又可以分解为一些子技能。教师必须了解完成每项学习任务所需的子技能，以确保学生知道如何做才能获得成功。在布置读书报告任务之前，教师必须确保学生知道如何使用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和图书索引等工具，确保学生能够理解和写出说明性材料。在让学生去图书馆查询资料之前，教师应该教授或复习这些技能。

同样，在教授一项新技能时，考虑构成该技能的所有子技能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做多项式除法、写化学反应式、寻找主题句与具体支持性信息等，每一项技能中都包含着许多子技能。图13.1列举了做比萨饼所需的各项技能：

图13.1　技能层级的例子

学生在掌握主要技能（做比萨饼）之前，必须会使用烤箱、做面团、制作酱汁。在掌握主要技能之前，必须先学会这些子技能。各子技能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可以按照任意顺序进行学习。在做面团或制作酱汁之前，学生必须能阅读菜谱、称量出各种原料的用量。最后，若要阅读菜谱，先要了解菜谱中的缩略语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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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The Center for Effective Performance, Inc.www.cepworldwide.com, 800-558-4237. Reprinted from Preparing Instructional Objectives,
 3rd edition, by Robert Mager, copyright © 1997, with permis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这种将任务或目标分解为较简单的组成部分的过程称为任务分析
 （task analysis）。设计课程时，可以通过三个步骤进行任务分析：


	
确定先决技能。
 在学习新内容之前，学生应已经知道什么？例如，在教多项式除法前，学生必须知道如何做减法、乘法和除法，并且能够通过借位或进位进行减法和乘法运算。

	
确定子技能。
 在实际教学中，要达到最终的大目标，必须先教会学生哪些子技能？仍以多项式除法为例。学生要学习估算、除、乘、减、检查、抄下后一位数，然后重复整个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对每一步进行规划、教授和评价。

	
设计如何将子技能组合为最终的技能。
 任务分析的最后一步是将各种子技能重新整合为要讲授的完整过程。例如，学生也许会估算，会乘除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够做多项式除法。学生必须将子技能整合成一个可理解和练习的完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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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完善的计划在学习及评价学习时都是一个关键步骤？为帮助你确定你的学生是否达到你设立的目标，你可以把何种持续评估有机地整合在课程中？




逆向设计
 　课程目标不只是一系列具体任务目标的简单相加；同样，学科目标也不只是一系列具体课程目标的简单相加。所以，教师一开始应该先将整个学科作为一个整体，列出宽泛的长远目标；然后将这些目标各分为几个大的单元，最后再确定具体的行为目标（见Gronlund & Brookhart，2009），这就是逆向设计
 （backward planning）。例如，萨利文先生若想把南北战争这个单元教得更好，可以确定这样的教学目标：“学生能够理解南北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事件及其结果。”然后，他可以列出与原因、事件和结果有关的更为具体的一些目标，之后再围绕这些目标设计子单元和课时计划。表13.2以及后面的“理论应用于实践”专栏都给出了逆向设计的详细实例。

表13.2　生命科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举例

教师可以根据以下几点分配一门课的教学时间：（1）确定在本年或本学期内要学习的主题；（2）确定每一个主题要用几周的时间进行教学；（3）选择对应每个主题的单元；（4）确定每个单元要教几天；（5）确定每天的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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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Objectives adapted from Wong, Bernstein, and Shevick, Life Science
 (2nd ed.), 1978.




理论应用于实践：对课程、单元和每节课进行设计

在设计一门课程时，在开始教学前就确立长期、中期和短期的教学目标是很重要的。在给学生上第一堂课之前，教师需要对本学年的教学内容有一个总体的规划；对第一个单元（一系列彼此相关的课）教什么有一个较具体的计划；对第一堂课的教学要有一个更为具体的计划（如表13.2所示）。所有的州对每一门学科都确立了自己的标准，这些标准可以帮助指导你的教学设计。

表13.2是逆向设计的一个例子。首先确定课程目标，然后确定单元目标，最后设计具体的每一节课。课程目标中列出整个学年中需要教授的内容。教师可以用学年长度除以一级主题数量，计算出每个主题需要几周。只要给其他内容留下了足够的时间，某一主题内容所用的时间可长可短。表13.2中的任何一个主题内容都可以花一个学期的时间，但是在教授生命科学导论课时，这样做就不太恰当。教师在开始教学之前，必须首先慎重确定每个主题的内容所用的时间，以免前面几个主题用时过多，致使后面的内容没有充分的时间保证高质量教学。一些历史教师总是发现，到了五月中旬自己还在讲授第一次世界大战，因而不得不在后面的几周之内仓促教完有关20世纪的大部分内容。

表13.2对要教授的内容进行了大体的时间分配。这种时间分配只是粗略的估计，应实时加以调整。


单元目标和单元测验
 　确定课程目标之后，第二个任务就是确立第一个单元的教学目标以及达到每一个目标所需的课时。在设计教学时就为每个单元都设计一套测验是一个不错的做法。在教学之前编制测验可以帮助教师关注教学中的重点内容。例如，在为期4周的南北战争的教学单元时，萨利文先生可能会认为，学生应当学习的最重要的内容是战争发生的原因、关于军事战役的若干要点、《解放黑奴宣言》的重要性、林肯的遇刺以及重建时期的历史等等，这些都应该是南北战争这一单元测验的重点。编制这样一份测验，可以帮助萨利文先生更好地把握不同内容的重要性。并不是说他不应该向学生讲述趣闻轶事或展示真实的武器，但提前编制测验能帮助他时刻考虑全局。

在单元教学结束后实际使用的测验，并不一定就是设计课程时所编制的。你可以根据实际教学的内容对原先的测验题目进行修改、添加和删除。但是，就事先确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教学目标以及怎样评价目标的达成程度而言，其重要性不会因此而降低。

许多教科书都提供了单元教学目标和单元测验，这样可以使你的任务更容易些。但是，即使有现成的目标和测验，你也要仔细审视它们的内容，根据你自己的教学计划进行必要的调整。

如果你自己编制测验，可以参考本章后面给出的测验编制指南。要确保测验的内容涵盖了各种教学目标，并根据各个目标对整个课程的重要性的不同而分配不同的比例（也就是说，较重要的目标应该配有较多的测验题目）。测验不仅要对事实性知识的记忆进行考查，也要对高水平的思维能力进行考查。


课时设计和课时评价
 　逆向设计的最后一步就是每节课的设计。表13.2呈现的就是如何将一个给定的单元目标分配到每天的教学中。下一步就是设计每节课的内容。课时计划包括：一项课时目标，信息的呈现方式，学生的练习（如果需要的话），如何评估学生的理解程度等等。如有必要，教学设计还要包括对没有充分理解的学生（或全班）重新进行教学。



■ 使目标和评估相一致

由于对教学目标的描述是从如何测查它们的角度进行的，因而目标显然是与评估
 （assessment）紧密相联的。评估是对学生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为他们设定的学习目标的测量。学校中的大多数评估方式主要表现为考试和小测验或非正式的口头评估，如课堂中的提问。但是，学生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展示其学习成果，如写论文、绘画、调试汽车部件或者烤制菠萝蛋糕。

评估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评估必须与目标有明确的联系。学生学到了教师教授的部分内容。教授的内容和测验内容之间的重叠幅度越大，学生在测验中的分数就越高，教师也越能够准确地确定是否需要进行额外的教学（Carr & Harris，2001；Marzano et al.，2001；Squires，2009）。教学应该与教学目标紧密相联，而二者又都必须与评估明确关联（Buhle & Blachowicz，2008/2009）。如果某个教学目标值得进行教学，那么它也值得进行测验，反之亦然。梅杰尔曾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论述：

在教七年级代数时，某教师就如何解简单方程式给学生提供了大量高水平的指导……但测验时，题目大多是应用题，结果学生做得特别差。这个教师对这种“测验妙法”所做的解释是：如果学生不能解应用题，那他们就没有“真正地理解”代数。也许这个教师是正确的。但是，解方程的技能和解应用题的技能有相当大的区别。如果他希望学生学会解应用题，那就应该教给学生如何去做（Mager，1975，p. 82）。

梅杰尔所举的这位代数教师的头脑中的确有一个目标（解应用题），但实际上，他是按照另一个目标（解方程）来教学的。如果他能够协调好目标、实际的教学以及评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那他和他的学生都会更加满意，学生也能够有更好的机会学习如何解代数应用题。

对一个课程来说使目标具体化的一种方法是：在教学开始前就着手编制测验题（见Gronlund & Waugh，2009）。这样教师就可以列出一般的教授目标
 （teaching objectives，也译作教学目标）（对学生通过接受老师的教学应该学到什么的明确阐述），然后使它们进一步清晰化，形成相当具体的学习目标
 （learning objectives）（在一系列课的教学结束后，学生应该能够表现出的具体行为）。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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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教学目标分类

在对教学目标和评估进行设计时，考虑到不同的技能和理解水平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二年级的科学课中讲授昆虫时，你也许既想传授知识（不同昆虫的名字），又想培养学生一系列良好的态度（如，昆虫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科学是有趣的）。在其他一些科目的教学中，你要教授的也许是一些不同类型的事实和概念。例如，教授阅读中的主题句时，你可以先让学生复习主题句的定义，然后指出每段中的主题句，最后为自己原创的段落写出主题句。每一项活动都代表了对“主题句”这个概念不同程度的理解。如果学生只能完成其中的一种活动，就说明他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不充分的。可以根据类型和复杂程度的不同，对这些课程目标进行分类。一种分类法或分类系统有助于教师对教学活动进行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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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生可能正处于布卢姆分类中的哪个阶段？教师应该如何将布卢姆分类法的所有阶段整合进这堂课中？




布卢姆分类法
 　1956年，本杰明·布卢姆（Benjamin Bloom）及其同事（Bloom，Englehart，Furst，Hill，& Krathwohl，1956）提出了教育目标分类法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这对以后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卢姆及其同事对目标的分类是从简单到复杂，或者说是从事实到概念。通常所说的认知领域中的布卢姆分类法主要包括以下成分（从简单到复杂）（Badgett & Christmann，2009；Marzano & Kendall，2007）：


1. 知识（回忆信息）：
 这是布卢姆的目标层次中最低水平的目标。知识是指记忆数学事实或公式、科学原理或动词的词形变化等目标。


2. 领会（对信息进行转换、解释或外推）：
 领会目标要求学生既能理解信息，又能够运用所学的信息。例如，解释一张示意图、一张曲线图或一则寓言的意思；推断出一个科学实验中所蕴含的原理；或者对故事将如何发展进行预测。


3. 应用（运用原理或抽象概念来解决新的或真实生活中的问题）：
 应用目标要求学生运用知识或原理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应用几何学原理计算出注满某一容积已知的游泳池需要多少加仑水；运用温度和气压之间的关系原理，解释为什么同一个气球的体积在热天要比在冷天大。


4. 分析（将复杂的信息或观点分解为简单的部分，以理解各部分是如何组织和联系起来的）：
 分析目标要让学生发现复杂信息或观点中的内在结构。例如，对比美国的学校教育与日本的学校教育；理解在一个汽车发动机中汽化器和分离器是如何共同作用的；或者识别一则短故事的中心思想。


5. 综合（创造出先前不存在的产物）：
 综合目标需要学生运用技能创造出全新的产物。如，写一篇作文，推导出一条数学法则，设计一个科学实验以解决某一问题，或者造出一个新的外语句子。


6. 评价（根据某条标准进行判断）：
 评价目标要求根据一些标准进行价值判断。例如，可以要求学生根据灵活性、性能以及可用软件数量等方面来比较两台家用计算机的优劣。

由于布卢姆的分类是从简单到复杂排列的，所以有些人将它看做是从不重要（知识）到重要（综合、评价）的目标的排列。然而，这并不是布卢姆分类的真实意图。实际上，不同层次的教学目标适合于不同的目的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学生（Marzano & Kendall，2007）。

布卢姆分类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使我们认识到，应该让学生掌握不同水平的技能。教师常常只关注那些可测量的知识和领会目标，而忘记了对很多技能而言，如果学生不能综合或运用它们，就不能认为学生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它们（见Iran-Nejad & Stewart，2007）。而另一些教师则走了另一个极端，尚未确定学生扎实地掌握了基本目标，就仓促地开始较高水平目标的教学。


应用行为内容矩阵
 　确保教学目标涵盖了不同水平内容的一个方法就是使用行为内容矩阵
 （behavior content matrix）。这是一张简单的图，表明了如何在不同的认知水平上教授和评估一项特定的概念或技能。表13.3是一个行为内容矩阵的例子。需要注意的是，在每个主题中，只列出了对应布卢姆分类法中某些水平的目标，而不是对应所有水平的目标。分类法中某些水平不适用于某些主题，也没有必要在每个主题上都使用所有水平的目标。但是，在确立目标时，使用行为内容矩阵可以促使你考虑高于知识和领会水平的目标。

表13.3　行为内容矩阵中的目标举例

一个行为内容矩阵可以提醒教师确定不同认知水平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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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之上的目标
 　学习事实和技能并不是教学惟一重要的目标。有时，学生对某门课程或自身技能的感受与他们学到了多少知识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与态度和价值观有关的教学目标叫做情感目标
 （affective objectives）。很多人都认为，美国历史课或公民课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学生的爱国价值观和公民责任感。任何数学课的目的之一都是使学生对自己使用数学的能力产生自信。在设计教学时，同时考虑情感目标与认知目标是很重要的。对学习的喜爱、对学习的自信以及亲社会的、合作态度的发展都属于教师需要给学生设立的最重要的目标。斯滕伯格（Sternberg，2008）建议学校在3R目标（reading、'riting、'rithmetic；阅读、写作、算术）的基础上再补充3个R：推理、韧性、责任感（reasoning、resilience、responsibility）（也见Rothstein & Jacobsen，2009）。

■ 有关教学目标的研究

设计教学目标有三个主要的原因。首先，该做法可以帮助教师组织自己的教学计划。梅杰尔（Mager，1997）指出，如果你不能确定自己的教学方向，那么就很可能偏离教学主线，而自己却全然不知。其次，确立教学目标有助于对评价进行指导。第三，人们认为确立教学目标能够提高学生的成绩。

尽管计划过分细致或刻板地执行缺乏弹性的计划都是不明智的做法，但许多有经验的教师都会确立、应用和重视事先设计的教学目标与评价。对确立清晰的教学目标的支持性证据中，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间接的。库利和莱因哈特（Cooley & Leinhardt，1980）发现，对于学生的阅读和数学成绩，最有力的一个预测因素是在多大程度上向学生教授了要考查的技能。这说明，当教学目标、实际教学以及评价这三者之间相互协调时，教学是最有效的。若要确保课堂教学旨在教给学生关键技能，即需要测查的重要技能，那么首要的一步就是对教学目标进行清楚而明确的阐述。

传达给学生的教学目标的涵盖面要广，要能够包含整节课或整门课应当教授的全部内容，确保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传达给学生的一套教学目标如果过于狭窄，隐患就是很容易使学生仅仅局限于某些信息，而忽视其他的事实和概念。

为什么评价很重要


评价
 （evaluation）或称评估，是指学校中用来正式测量学生表现的所有方法（Gronlund & Waugh，2009； McMillan，2008；Popham，2005），包括课堂小测验、考试、评语和成绩等级。对学生的评价一般主要关注学业成绩，但是许多学校也对学生的行为和态度进行评价。许多小学都对学生的行为表现进行描述（如，“听从指令”，“专心听讲”，“与同学合作”，“善于利用时间”）。虽然从小学高年级到高中，对学生行为的描述依次减少，但许多高中仍在按照某些标准对学生的行为进行评价，如“努力学习”，“准备充分”，“有责任感”。

教师为什么要使用测验和成绩等级？因为教师必须用某种方式定期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测查并据此对学习情况进行沟通。测验和成绩能够把学生在校的表现告诉教师、学生和家长。教师可以根据测验来确定自己的教学是否有效，哪些学生需要额外的帮助。学生则可以根据测验来检验自己的学习策略是否有效。家长需要知晓成绩以了解孩子的在校表现，成绩通常是学校和家庭沟通的一种惯常方式。学校有时需要根据测验和分数来对学生进行安排。各个州和各个学区也需要应用测验来评价学校，有时也评价教师。最终，大学根据学生的成绩以及标准化测验分数来决定录取谁。雇主在录用应聘人员时也要参考文凭、证书等基于成绩的各种证据。所以，教师必须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价，很少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对测验使用情况的研究发现，使用测验的课程比不使用测验者能使学生学到更多（Dempster，1991；Haynie & Haynie，2008）。

对学生进行评价主要有六点目的（见Gronlund & Waugh，2009）：


	为学生提供反馈

	为教师提供反馈

	为家长提供信息

	为选拔和认证提供信息

	为问责提供信息

	激励学生不断努力



■ 作为反馈的评价

假定某商店老板尝试了几种策略来促销：首先在报纸上登广告，然后向商店附近的家庭发放传单，最后降价。但是，如果老板在试过每一种营销策略后，并没有对销售额进行记录和对比，那么他就对任何一种营销策略的有效性都一无所知，徒然浪费了时间与金钱。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讲亦是如此。他们需要尽快知道，自己在某种活动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是否得到了学习改善的回报。


对学生的反馈
 　像商店老板一样，学生需要知道自己努力的结果（Hattie & Timperley，2007；Scriffiny，2008）。定期的评价可以给学生提供反馈，使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Sato & Atkin，2006/2007）。例如，教师让学生写作文，然后给予书面评语。一些学生也许会发现自己需要在文章的内容上再花点功夫，有的学生则发现在修饰语的使用方面有待改善，还有的学生发现自己存在着语言技术性细节方面的问题。比起只提供分数但没有任何解释的反馈，这样的信息更能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Chappuis，Chappuis，& Stiggins，2009；Leahy，Lyon，Thompson，& Wiliam，2005）。

作为反馈的评价必须尽可能地具体才有效。例如，克罗斯和克罗斯（Cross & Cross，1980/1981）发现，与只收到字母等级评定的学生相比，那些既接受等级评定又接受评语反馈的学生，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在学校里的成功是由于努力而不是由于运气或其他外部因素。


对教师的反馈
 　对学生学习进行评价，其最重要的（也是经常被忽视的）功能之一就是给教师提供教学有效性的反馈。如果教师不知道学生是否掌握了教学的重点，那么也就不能认为自己是最有效的。课堂中的提问和在学生学习时进行观察，这些都能给教师提供学生学习情况的信息。而在许多科目中，为了获得能更为详细地表明学生进步情况的信息，有必要进行简短的、经常性的小测验和写作活动，以及检查学生的其他成果。精心设计的问题可以帮助教师理解学生的思维并发现学生对知识的误解（Burns，2005；Salend，2009）。评价也可以为校长或整个学校提供信息，指出学校或校内亚群体的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并用于指导整体的教学改革（Hanna & Dettmer，2004；Kallick & Colosimo，2009；Lane & Beebe-Frankenberger，2004；Trumbull & Farr，2000）。

■ 作为信息的评价

一张成绩报告单之所以被称为报告单，是因为它报告了有关学生进步情况的信息。评价的报告功能之所以重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为家长提供信息
 　首先，许多常规的学校评价（测验分数、彩星、奖状以及成绩单上的等级）能够使家长随时了解自己的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情况。例如，如果某个学生的成绩下降了，家长或许能够了解为何下降，并帮助孩子回到正轨。其次，分数和其他种类的评价能够建立起一种依托家庭的非正式强化体系。回忆第11章的有关内容，有许多研究发现，定期地将学生的好成绩通知给家长，并让家长对学生的良好表现进行强化，这种方式改善了学生的行为，也提高了学生的成就。即使很少要求家长这样做，多数家长也会自然地因孩子取得好成绩而给予强化，由此分数就成为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激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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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孩子正在与她的父亲讨论她的成绩单。作为教师，你怎样确保成绩单能提供反馈和信息，并能提供诱因？




为选拔提供信息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为学生分配不同的社会角色是学校的一个基本目的：即使学校并没有真正地指定谁会成为屠夫、面包师或烛台制作工，但学校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谁将会成为体力工作者，谁将会成为技术工人，谁将会成为白领一族或专业人才。这种分类功能在多年的学校教育中会逐渐地显现出来。例如，在低年级，学生被分到不同的阅读小组；随后，一些九年级的学生能够学习代数，而另一些学生只能学习预备代数或普通数学。在高中，学生分别被分入特定科目的高级、基础或补习班进行学习。当然，最重大的分化是学生被不同的大学录取或接受不同的培养方案。并且，在整个学校生涯中，一些学生被选拔出来接受特殊教育，进入天才班或者其他录取名额有限的特殊项目。

与选拔密切相关的是资格认证，即应用测验来证明学生具有升学或从事各种职业活动的资格。例如，在美国的许多州和地方学区，学生要想从一个年级升入下一年级，或者从高中毕业，都必须通过最低能力测验。律师资格考试、医学院学生的通识测验，以及全国教师资格考试等针对教师的各种测验，都是资格认证测验的例子，它们控制着职业准入资格。


提供问责信息
 　对学生的评价通常也为评价教师、学校、学区甚至各州提供了资料。所有州都有某种形式的全州范围测验方案，各州可以按照学生的成绩对学校进行排名（Gandal & Vranek，2001；Linn，2000）。测验分数也经常用来评价校长、教师和主管人员。鉴于此，这类测验的实施一般都是非常严格的。

■ 作为诱因的评价

评价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激励学生付出最大的努力。实际上，给予高分、星级、奖品等就是把它们用作对出色成绩的奖励。学生看重分数和奖品，主要是因为家长看重这些东西。一些高中生也很看重分数，因为分数对于他们进入录取标准高的大学很重要。

如何评价学生的学习

评价策略必须适合评价的用途（McMillan，2008；O'Connor，2007，2009；Oosterhof，2009；Salend，2009）。若要了解在课堂教学中如何有效地使用评估，则需要了解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之间的不同以及常模参照解释和标准参照解释之间的不同。

■ 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

评价可以分为两类：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从本质上讲，形成性评价问的是：“你现在做得怎样？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总结性评价问的则是：“你过去这段时间做得怎样？”形成性评价
 （formative evaluation）的目的是告诉教师是否需要进行额外的教学，告诉学生是否需要进行额外的学习（Marzano，2010；Tomlinson，2007/2008）。形成性或称诊断性测验用来发现学生学习中的优势与不足，并在课程的中期对节奏和教学内容做适当的调整（Fisher & Frey，2009）。形成性测验也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实施，通过口头的或简短的书面学习探查，或者在学生进行小组学习时观察他们的表现。形成性评价的有效性取决于评价的信息性、与正在进行的课程的联系程度、及时性和频率（Ainsworth & Viegut，2006；Dunn & Mulvenon，2009；Forgarty & Kerns，2009；McMillan，2008）。例如，在某些课后，经常进行小测验并即时评分，这可以用作形成性评价，它给教师和学生提供了反馈，有助于师生一起改善学生的学习。本书的第7章对于如何在课堂上有效地使用形成性评价进行了讨论。

相反，总结性评价
 （summative evaluation）是在教学单元结束后对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进行的测验（如期末考试）。总结性评价可以经常进行，也可以偶尔进行，但必须具有信度，并且（一般来讲）应该准许在学生之间进行比较。总结性评价也应该与形成性评价以及课程目标紧密相联（Gronlund & Brookhart，2009）。

■ 常模参照评价和标准参照评价

对学生成绩进行解释以使其具有某种程度的价值，这是评价中的重要一环。常模参照和标准参照的区别在于如何对学生的分数进行解释。


常模参照解释
 （norm-referenced interpretation）侧重将学生的分数与其他学生进行比较。例如，在课堂中，分数通常会使教师了解到某学生的成绩水平相对于班级其他成员如何。学生也可以有一个年级内或校内排名。在标准化的测验中，学生的分数可能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常模群体的成绩进行比较。


标准参照解释
 （criterion-referenced interpretation）注重评估学生对具体技能的掌握程度，而不考虑其他人在该技能上的成绩如何。好的标准参照评价应该与特定的教学目标或者当前课程中指定的内容紧密联系。表13.4对常模参照测验和标准参照测验的主要特征和目的进行了比较（也见Gronlund & Waugh，2009；Popham，2008）。

形成性评价几乎总是参照标准的。例如，在形成性测验中，教师想要知道谁还没有掌握热力学中的牛顿定律，而不关心本班在物理知识上排第1名、第15名或第30名的分别是谁。相反，总结性评价既可以是参照标准的，也可以是参照常模的。即使是参照标准的，教师通常也想知道，在总结性测验中每个学生相对其他学生考得如何。

表13.4　两种成就测验方法的比较

常模参照测验和标准参照测验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目的，具有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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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Adapted from Gronlund, How to Make Achievement Tests and Assessments
 (5th ed.), Figure 1.2, "Comparison of Two Approaches to Achievement Testing." p. 13. © 1993 by Pearson Education, Inc.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Pearson Education, Inc.



■ 将评价策略与目标相匹配

考虑目前为止所讨论过的所有因素，评价学生的最佳策略是什么？最好的回答是：没有单一的最佳策略（Popham，2005，2009）。达成某项评价目标的最佳方法或许并不适用于另一项目标。因此，教师必须根据不同的目的，选择不同类型的评价方式。至少应该使用两类评价：一类的目的是提供激励和反馈，另一类的目的是以大群体为参照，给出学生个体的排名。


提供激励和反馈的评价
 　传统的成绩等级评价不足以鼓励学生付出最大的努力，也未能给教师和学生提供充分的反馈。成绩评价的主要问题在于：次数太少，相对学生表现过于滞后，没有与学生的具体行为相联系。研究发现，如果一个班级在课堂上对学生给出即时的测验成绩反馈，则这个班级的成就比那些反馈延迟的班级明显要高（Bangert-Drown，Kulik，Kulik，& Morgan，1991；Crooks，1988）。

分数没有成为理想诱因的另一个原因是：分数通常是基于比较性标准而给予的。事实上，能力强的学生很容易得到A或B，而能力弱的学生则很难做到。因此，有些高成就的学生没有倾其全力去学习，而某些低能力的学生则放弃学习。正如第10章中所讲述的，如果学生认为获得一件奖励过于容易或过于困难，或者认为争取奖励主要取决于智力而非努力，那么这种奖励就是一种不理想的诱因（Chapman & King，2005；Wigfield & Eccles，2000）。

鉴于以上原因，应该把那些旨在更好地提供激励和反馈的评价补充到传统的评价体系中去。例如，教师每天让学生进行5到10题的小测验，并当堂反馈成绩。教师也可以让学生根据课堂上学习的主题，写每日的“小短文”。这给学生和教师提供了必要的信息，以调整其学习或教学策略，并纠正评价所揭露的缺陷（Shepard，2005）。如果教师能把每日小测验的分数作为计算最终成绩的一个因素，或者对完美地完成任务的学生给予某种特殊的认可或奖状，以此来强调小测验的重要性，那么，小测验分数就会成为一种有效的诱因，及时奖励有效的学习行为。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一系列清晰而客观的标准，使学生有所参照，从而准确了解自己的得分依据。如果这一标准中的不同成就（分数）水平能够有具体的描述，同时也给出达到最高水平的课业范例（最好能够根据标准，列举每种成绩水平的典型例子），那么学生就能够明确地知道自己的成绩与标准相比处于何种水平（见Stiggins，2007）。


与他人进行比较的评价
 　有时，教师需要了解并报告某个学生与他人相比的成绩水平。这类信息对家长（以及学生自身）也很重要，他们从中可以直观地了解学生的表现。例如，在科学方面具有非凡才能的学生应该了解到，不仅仅在班上或学校里，即使在整个州或全国，他们也是拔尖的。一般来讲，学生需要对自己的优势与不足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以指导他们对未来的决策。

比较性评价传统上是通过成绩评定或标准化测验实现的。与提供激励和反馈的评价不同，比较性评价无须经常进行。事实上，它所强调的是：对学生表现的评估必须公平、公正、可信。

为公平起见，对学生的表现进行的比较性评价和其他的总结性评价必须紧扣课程开始时所确立的教学目标，在形式上必须与提供激励和反馈的形成性评价相一致。没有一个教师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即学生在每周的评估中成绩都很好，但由于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的形式不一致，致使学生在总结性评价中成绩很差。例如，如果总结性评价使用论述题，那么在之前的形成性评价中也应该经常包含论述题（Tileston & Darling，2008）。


21世纪的学习：

创造性与真实问题解决


自从一百多年前，美国的“进步时代”来临之后，教育者们就将创造性和真实问题解决技能推崇为教育的关键成果。但由于对这些技能做出可信的评价较为困难和耗时，与其他易于评估的事实性知识和技能相比，它们往往容易被忽视。新的评估软件尤其是自适应测验的出现，使得创造性和真实问题解决技能的定期评估变得更可行。这类软件使用电脑呈现出复杂的开放性问题，这些问题适合学生的确切能力水平。这些评价方式既可以用作经常性的基准评估，也可以用作总结性评估，它们可能很快就可以帮助教师更多地关注这些21世纪的必备技能，同时监测学生的发展，使他们成长为创造性的问题解决者。

问题：


	在评价创造性时，有哪些潜在的困难？

	你认为，因为一名学生被评价为缺乏创造性而惩罚他，这是符合伦理的吗？

	你认为创造性应作为成绩等级的一个决定因素吗？

	创造性是一项必需的生活技能吗？

	在工作场合中，缺乏创造性可能会怎样成为一个问题？





要使总结性评估可信，有两个关键因素值得考虑。第一，教师应该进行多次评价（Brookhart，2007/2008；Popham，2008）。不能单凭一次测验就给出学生的成绩等级，因为如只进行一次测验，有太多因素会使结果出现意外。第二，教师应该在学生的学习结束之后，而不是进行的过程中进行测验。在学生学习完某个教学单元时，搜集总结性评价的信息，或利用单元测验和期末考试，都是比较好的做法。

如何编制测验

一旦你明确了测验中要评估的概念领域，下一步就需要编制测验题目。编制出好的成就测验是有效教学的一项重要技能。这一部分将介绍编制成就测验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实用方法（见Popham，2008；Oosterhof，2009）。第14章还会将成就测验与标准化测验联系起来论述。

■ 成就测验的编制原则

格朗伦和布鲁克哈特（Gronlund & Brookhart，2009）提出了编制成就测验时应牢记在心的六条原则：


1. 成就测验应该考查界定清晰的学习目标，这些学习目标与教学目标相一致。
 也许成就测验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测验应该与课程目标以及实际教学相一致（Carr & Harris，2001；Gorin & Blanchard，2004；Gronlund & Waugh，2009；Hanna & Dettmer，2004；Squires，2009）。成就测验的内容不应使学生感到意外，相反，应该考查学生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一节课或一门课应讲授的最重要的概念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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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学生正在进行成就测验。编制成就测验的原则有哪些？




2. 成就测验应该考查包含在教学当中的、具有代表性的学习任务样本。
 除了少数情况外（如乘法口诀），成就测验并不对学生应该掌握的每项技能和事实都进行评价，而是从所有的学习目标中进行取样。如果学生事先并不知道考试会出什么样的题目，那么他们为了考好就必须学习全部课程内容。不过，考试题目必须能够代表教学涵盖的所有目标（内容和技能）。例如，在英国文学课中，如果用8周的时间讲授莎士比亚的作品，用2周的时间讲授伊丽莎白时代的其他作者的作品，那么有关莎士比亚的测试题量应该约为其他作者的4倍。用于考查某一具体目标的题目必须紧扣该目标的核心。成就测验中的问题不允许有诱导性或含混不清。例如，对美国独立战争这一单元进行测验时，考题应该涉及战争的原因、重要事件和战争结局，而不是谁送乔治·华盛顿渡过了特拉华河（答案
 ：约翰·格洛弗和他指挥的马波海德水手）之类的问题。


3. 成就测验中的题目类型应该最适宜测查期望的学习结果。
 成就测验的题目应该尽可能地与最终的教学目标紧密相联（Carr & Harris，2001；Flippo，2008；Strong，Silver，& Perini，2001）。例如，在数学问题解决领域，教师的目标之一是使学生能够解决与他们将在校外遇到的那些类似的问题，那么，这类测验就不宜采用配对题或多项选择题的形式。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会从一组可能的解决方案中进行选择。


4. 成就测验应该与测验结果的特定用途相匹配。
 每种成就测验都有自己的要求。例如，诊断性测验应该关注学生可能需要帮助才能掌握的特定技能。小学数学的诊断性测验应该有一些被减数中含有零的减法题目（如，307减去127），这一技能是许多学生都感到棘手的。相反，用于预测学生未来成就的测验，则应该评价学生的一般能力和知识广度。形成性测验应该与近期的教学内容紧密相联，而总结性测验应该考查更大范围的知识和技能。


5. 成就测验应该尽可能地可信，但对测验结果的解释仍要谨慎。
 如果学生在两次测验中的排名相同，那么测验是可信的。一般来讲，成就测验的编制者通过使用相对大量的题目，少用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能答对或会答错的题目，以此来提高测验的信度（O'Connor，2009）。如果表述清晰的考题直接考查了已经实际讲授的教学目标，这类题目也能提高测验的信度。不过，无论测验设计者多么严谨地确保信度，都会出现一定的测量误差。学生有时心情愉快，有时情绪低落；对答案的猜测有时走运，有时不走运。有的学生很会考试，总能取得好成绩，而有的学生受考试焦虑困扰，其成绩远不能反映其已经掌握的实际知识和潜能。所以，不宜对任何一项单一测验分数的价值抱有过高的信心。任何测验分数都只是对学生真实知识和技能的一次估计，在对结果进行解释时，也应牢记这一点。


6. 成就测验应该能够改善学生的学习。
 各种成就测验，尤其是形成性测验，提供了学生进步情况的重要信息。例如，斯蒂金斯（Stiggins，2004）强调，为
 学习进行的评估要比对
 学习进行的评估更加重要。成就测验应被看做是教学过程的一部分，用于改善教学，指导学生的学习（Ainsworth & Viegut，2006；Black et al.，2004；Chappuis et al.，2009）。这就意味着在成就测验结束之后，应该及时将测验的结果反馈给学生；在形成性测验中，学生应当立即知道测验的分数。教师应该利用形成性测验和总结性测验的结果来指导教学，发现学生学习中的优势和不足，并由此确定适宜的教学进度。


理论应用于实践：确保评估的公正

虽然评估要公正是每个人都认可的原则，但无法直白地对评估的公正性进行界定。最新版本的《教育和心理测量标准》（Standard of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Testing
 ）给出了四种定义，并指出在文献中还有更多的定义（AERA/APA/NCME，1999）。公正是指：诚实的、无偏袒的、没有歧视的。除了符合伦理，公正性还有教学上的意义。公正的测验会鼓励学生在学习上花更多的时间，因为他们将会明白，成功只依赖于他们所知道的以及能够做到的（Oosterhof，2009）。

要使评价具有公正性，需要做好测验的四个阶段的工作：编写、实施、评分和解释。下面分别论述在这四个方面达到公正须采用的具体做法。


测验的编写
 　评价要以课程目标为依据。学生期待测验考查的是他们前段时间学习的内容。另外，测验不应该“诱导”学生得出错误的答案，也不应该让学生能依靠猜测或蒙混而获得高分。

应避免测验中的问题语境或问题表达方式对某些学生来说更熟悉，或更能引发某些学生的兴趣。编写测验时要解决的一项难题是：确保学生不会因为背景不同而处于不利或有利的地位。例如，与音乐、体育或者明星等有关的内容可能只对某些学生有吸引力。如果某些学生比其他学生对一些语言和主题更熟悉或更感兴趣，那么这类语言或主题就不宜使用。如果难以做到这一点，那至少也要有所平衡，使某些题目对某些学生有利，而另一些题目对其他学生有利。


测验的实施
 　确保所有的学生有相同的机会学习测验中考查的内容。不管学生是否尽力去学了，至少他们应该有平等的学习机会。如果给一些学生额外的学习时间和学习材料，其他学生就很可能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确保学生熟悉测验会用到的作答形式。如果某些学生对测验题目的类型感到无所适从，他们就不能有平等的机会来展示自己能做什么。如果存在这种情况的话，应事先让学生用相同题型进行练习，以帮助他们获得成功。

给学生充足的答题时间。教育领域中的大多数测验都不会考查那些在时间压力下会被用到的内容。为此，大多数评估看重质量而不是速度。给学生足够的时间，使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回答每个问题，只有这样，速度的效应才不会对提高成绩造成阻碍。


测验的评分
 　应确保使用的评分标准做到：只要答案符合问题要求就给予满分，而不是要考生再给出题目要求之外的信息才能评满分。如果问题不能引导知识充足的学生给出在该题上取得满分的答案，那么这种题目就需要修改。如果有些学生的答案包含比题目要求更多的信息，为公平起见，也不应给他们奖励分数。由于真正的（也是隐藏的）题意没有明确写出，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够理解这种题意。


测验的解释
 　要根据总结性的单元末评估来评价学生，而不是根据形成性评估，因为形成性评估主要用于对进行中的学习作出评估和管理。形成性评价应当是诊断性的，用于帮助学生完成学习活动。既然成绩是用于证明学生实际的掌握程度，那么成绩就应该根据学习之后进行的评估来确定。

应该综合多种评估形式来对学生成绩进行评定。因为不同的学生适合采用不同的评估形式：一些学生擅长选择性反应测验，一些学生擅长论文测验，一些学生在接受表现性评价时占优，还有的学生在论文和科研项目方面有优良表现。并且，成绩等级应基于多次评估。不仅要采取多种评估方式，还应该在不同的时间进行多次评估。有些因素可能使学生在测验中发挥失常，要确保找到了这些因素，从而尽可能降低失常分数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了解到某个学生并没有真正地发挥其水平，那么基于这样的测验而给出的成绩或者做出的重要决策不仅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准确的。




网络链接

DiscoverySchool.com上可找到各种类型的评估标准、课程设计以及其他对教育者有用的信息：http://school.discoveryeducation.com/schrockguide/assess.html。想了解学生课题评估的标准，请访问http://eduscapes.com/tap/topic53.htm。教育美国（Educate American，NREL）的网站上有关于测验改革的讨论，网址为www.maec.org/educate/11.html。需要更多有关学生评估的资源，请见www.iste.org/source/orders/excerpts/netssa.pdf。关于如何设计一套评分标准的网站是http://assessment.aas.duke.edu/documents/CreatingaRubric.pdf。想了解更多有关如何设计课堂表现的评估和评分标准的内容，请访问www.ericdigests.org/2005-2/scoring.html。



■ 使用细目表

成就测验应该考查清晰具体的学习目标。编制测验的第一步就是确定要测量哪些概念领域以及每个概念需要多少题目。格朗伦和沃夫（Gronlund & Waugh，2009）建议教师为每个教学单元建立一份细目表
 （table of specifications），列出要达到的各种教学目标以及要评估的不同理解水平（也见Guskey，2005）。理解水平可以与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相对应（Bloom et al.，1956；Marzano & Kendall，2009）。布卢姆、黑斯廷斯和马多斯（Bloom，Hastings，& Madaus，1971）建议按照六个类别对每一目标的测验题目进行分类，如表13.5所示，这是化学课一个单元的细目表。

不同类型学科的细目表有所不同。细目表与本章前面讨论过的行为内容矩阵几乎等同，事实上也应该如此：行为内容矩阵用来列出某学科的目标，而细目表则对这些目标进行考查。

在编制出与细目表相对应的考试题目后，审查整个测验的完整性，并按照下列标准对测验进行评价：


	测验重点考查的内容与你日常教学中所强调的内容是否一致？（回忆本章开头的案例，萨利文先生就忽略了这条常识性的规则。）

	是否忽视了目标或重要的内容领域，或者对此强调得不够？

	测验是否包含了课程中所涉及的所有水平的教学目标？

	题目所用的表述方式与你在课堂中所用的方式以及阅读水平是否一致？

	问题的指导语是否即使对于那些理解指导语有困难的学生也是清晰明确的？

	测验考查的知识量与学生回答这些内容所需的时间之间是否有一个合理的权衡？

	是否对每道简答题给出了答案范例或答案要点？每道题目的权重是否反映了它在整个测验中的相对重要性？



表13.4　两种成就测验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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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Handbook on Formative and Summative Evaluation Of Student Learning
 by B. S. Bloom, J. T. Hastings, and G. F. Madaus. Copyright 1971 by McGraw-Hill, Inc.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f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via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如果仅从纸笔测验中得到的信息给出评价，那么评价只能提供特定有限种类的信息来描述学生在校的进步。教师还必须运用其他一些资源和策略对学生课业进行全面的评价，如行为核查表、交谈、课堂模拟、角色扮演活动以及轶事记录等。为了使之系统化，你应该利用日记或日志来记录简洁而充分的信息，用于评估每个学生全学年的情况。

■ 编制选择性反应题目

只需以正确或错误来计分而无需做出解释的测验题目称为选择性反应题目
 （selected-response items）。多项选择题、是非题、配对题是最常见的题型。这类题目的正确答案就在试题中，学生的任务就是将其选出来，而所选答案是否正确也一目了然。当然，每种题目各有优缺点。


多项选择题
 　一些教育者认为，多项选择题
 （multiple-choice items）是最有用、最灵活的一种测验形式（Badgett & Christmann，2009；Gronlund & Waugh，2009），它适合对大部分学科进行测验。多项选择题的基本形式是一个题干
 （stem），并附有若干个选项。题干可以是一个问题，或者是一条需要以选项进行补充的不完整陈述。不存在最佳的选项数目，但最常用的数目为四个或五个，其中一个为正确选项，其他选项为干扰项
 （distractor）或陪衬项
 （foil）。

下面是两种类型的多项选择题的例子。一种有问题式的题干，另一种有需要补全的题干：


	将等量的黄色和蓝色颜料混合，会得到什么颜色？
	黑色

	灰色

	绿色（正确选项
 ）

	红色








	实际决定美国总统当选的是
	所有登记的选民

	国会代表

	选举团（正确选项
 ）

	联邦最高法院







编写多项选择题时，应牢记两个目的：第一，有能力的学生应该能够选出正确答案，而不受错误选项的干扰；第二，应该尽量降低不了解学科知识的学生猜对正确答案的可能。若要达到这一目的，干扰项在不具备知识者看来应该是可能正确的，其用词和形式不应被轻易地识别为错误答案。所以，若要编写一道好的多项选择题，其任务之一就是确定两三个或者四个表面上合理的干扰项，同时避免它们具有迷惑性。


理论应用于实践：编制多项选择测验（附格式方面的建议）

下面是编制有效的多项选择题的一些指导原则（见Badgett & Christmann，2009；McMillan，2008）：

1. 题干本身足够具体，无需附加说明。换言之，题干本身包含了足够的信息来为题干中的概念提供语境。下面是一个语境信息不充分的题干：

应用行为分析可以是


	经典性条件作用

	惩罚

	相倚性强化

	自我实现



修改后的题干如下：

下列哪个选项是应用行为分析在现代课堂上的应用重点？


	经典性条件作用

	惩罚

	相倚性强化（正确选项
 ）

	自我实现



2. 避免使用语句冗长而复杂的题干，除非该题目意在测查学生处理新信息或解释段落的能力。题干不应太啰嗦，因为测验不是对课上的教学进行补充。

3. 题干与后面每个选项之间的语法关系要合理。另外，避免在每个选项的开头重复相同的短语或词语，这些重复的内容应该包含在题干中。在每个选项的开头使用相同的语法形式（如动词）是较好的做法。例如：

统计学的任务是：


	使对人类的调查更为准确、严谨

	促使社会科学像物理科学一样受到尊重

	预测人类行为

	精简大量数据，使之易于解释（正确选项
 ）



4. 慎用绝对化的词语，如“从不”“所有”“没有一个”以及“总是”等。它们经常出现于错误的陈述中，因为若不允许例外则论断往往出现错误。在多项选择题中，这类词语经常给那些善于应试但又没有掌握概念的学生提供暗示。表示保留例外的词语，如“经常”“有时”“很少”“通常”“多数”“一般”“平常”等，经常出现在正确陈述（或正确回答）中，因此，这些词语和绝对化的词语都应该尽可能地避免使用，或至少在正确选项和干扰项中都出现。

5. 避免把正确的选项写成惟一有限定条件的选项（如包含“如果”条件从句）。同时，正确的选项也不应该是所有选项中最长的或最短的（最长的容易被猜测为是正确的，因为绝对正确的答案经常要求精确性和限定条件）。这些特征会使得正确选项过于突出。

6. 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同一测验中，某些题目的信息为其他题目提供了正确答案。

7. 避免某一选项包含其他选项。例如，选项“狗”和选项“赛特猎狗”不宜出现在同一个题目中，因为赛特猎狗也是一种狗。同样，应当谨慎地使用“以上所有答案”作为一个选项，因为这样会将可能的正确答案的范围缩小为一个或两个。下面这个例子就说明了学生在知之甚少的情况下怎样选对答案。即使学生只知道某一个选项是错的，也能够将可选答案从四个减至两个：

探讨新的教学方案对数学成绩的影响时，最有效的一种研究方式是：


	相关研究

	实验研究（正确选项
 ）

	历史研究

	以上所有答案



如果学生知道“历史研究”不是正确答案，那么他就会知道d也是错误的，所以正确答案肯定是a或b。

8. 测试结束后，与学生一起讨论测试题目，听取他们对每道试题的用词的诠释。学生对某些短语的理解经常与教师的本意完全不同。这种反馈有助于修改试题以完善下次测验，也能告诉你学生是怎样理解的。

9. 不要使用明显荒诞不经的选项。在一个没有学习过的学生眼中，所有的选项看起来都应该是合理的。

除了上述指导原则以外，下面还有几条有关试题格式的建议：


	各选项应纵向排列，不宜并行排列。

	使用字母而不是数字来标识选项，尤其在科学课程和数学课程的测验中。

	根据语法规则，使题干与各选项的语词结构彼此吻合。例如，对于不完整陈述式的题干，每个选项只要不以专有名词开头，就都应该以小写字母开头。

	避免仅在一个选项上重复题干中含有的单词或词组。

	避免将正确答案过多放在某一字母位置上，也避免使正确答案位置呈现任何规律。正确答案应随机出现在不同的字母位置上。



图13.2中的小测验说明了学生可以怎样凭借考试技巧而不是理解知识内容通过考试。做一下这份小测验。



图13.2　考试技巧小测验

以下测验是关于一个虚构的国家“测验国”的，使用你的考试技巧猜测这些题目的答案，它们都是十分糟糕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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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题
 　多项选择题的另一种形式是是非题
 （true-false items）。这类题型的主要缺点是学生有50%的几率猜对正确答案。因此，这种题型应该少用。


配对题
 　配对题
 （matching items）通常以两列的形式呈现，如A列与B列。学生必须将A列中的每个项目与B列中的对应项目配对。指导语应该清楚地描述配对的依据。配对题可以涵盖广泛的内容，也就是说，大量的（但也不能太多）概念都可以呈现于两列中。每一列都应该包含相关的内容（对于不同类型的材料，可以使用多套配对题）。配对题主要考查的认知技能是回忆。

由于两列中的选项往往由教师设计为一一对应的，因此可以使用排除法来完成配对题。为了使学生更注意内容而不是形式，教师应该使B列中的选项数多于A列，或者允许重复使用B列中的选项。

■ 编制建构性反应题目

建构性反应题目要求学生填写答案而不是选择答案。填空题是其中最简单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减少或消除评分时的不确定性。但意想不到的反应可能产生模糊的答案，使得教师对如何打分感到为难。建构性反应题目也可以采用简答题和论述题的形式。


填空题
 　当明显只有一个可能的正确答案时，最好的题型就是完形题或称填空题。如：


	德国最大的城市是__________。

	$198.00的15%是__________。

	电阻的计量单位是__________。




填空题
 （completion items）的一个优点是几乎可以消除应试技巧的影响。例如，比较下面的题目：


	缅因州的首府是_________。

	缅因州的首府是
	萨克拉门托。

	奥古斯塔。

	朱诺。

	波士顿。







即使某个学生不知道缅因州首府，他也能够从第二题中选择奥古斯塔，因为其他三个城市很容易被排除。但在第一题中，学生必须知道正确答案才能做对。填空题在数学考试中尤其有用，因为多项选择题很容易提示答案，或鼓励猜测。如：

[image: 429-1]



	4196

	4122

	3878（正确答案
 ）

	3978



如果学生进行减法运算后，没有得到上面所列的任何一个答案，他们知道必须得重新计算。有时，学生可以通过估算来缩小选择范围而不必知道如何算出答案。

编制填空题时，避免模棱两可是很重要的。在某些学科测验中，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因为在不完整句子未具体限定语境的情况下，有多种答案可以与它合理地搭配。下面是两个例子：


	黑斯廷斯战役爆发于_________。（是时间还是地点？）

	“H2
 O”表示___________。（是水还是两个氢原子与一个氧原子？）



如果填空题中可能存在着不确定性，那最好将试题改为选择题型，比如多项选择。

■ 编制和评价写作类题目

简答题要求学生用自己的话回答问题。简答题
 （short essay items）最常见的形式就是要求学生回答一个问题，答案少则一两句话，多则一页纸，即100至150个英语单词表达的内容。论述题
 （long essay items）的答案篇幅更长，也需要更多时间，给学生更多机会来显示自己组织和展开观点的能力。虽然简答题和论述题的答案长度有所不同，但编制和评分的原理是相似的。

写作类题目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答案，从定义术语，到对比重要的概念和事件。这类题目尤其适合考察学生的分析、综合和评价能力。所以，教师可以用这类考题来评价学生在教学目标的最高水平上组织材料、应用概念能力的发展。当然，对写作类题目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生的写作技能以及表达思想的能力，所以，如果教师只使用写作类题目，就有可能低估那些确实掌握了所学内容，但不善于写作的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努力程度。

教师在编制写作题时可能犯的一个严重错误是：不明确指出回答问题的大致详略程度以及答案的理想篇幅。只说明某道写作类题目在整张试卷中占多少分，这一般不足以让学生明白究竟写得多详细才算达标。下面是一个例子：


糟糕的写作题


论述加拿大总理在政治领域中的作用。


改进后的题目


从三个方面来比较加拿大总理和美国总统对各自选民承担的不同义务，并分别对比解释每一方面的差异。篇幅不超过五段。

请注意，修改后的题目阐明了几方面的具体要求：答案的长度（不超过五段）、需要考虑的方面（总理和总统之间的不同）、回答的要点数（三方面；如果要求“至少三方面”，则有可能引发不确定性）、要点的选定（对各自选民承担的不同义务）以及论述的方向和详尽程度（具体解释义务有何不同）。这样的题目可以引导学生做出合乎要求的回答，使教师能够更好地向考生说明评分标准。

写作类题目应该给出学生准备论述的具体信息。有些教师不愿意在题目中提及他们希望学生论述的内容，因为他们认为，在题目中提及某个词或短语就给出了太多的信息。但是如果题目不明确，不同的学生会做出不同的解读。其结果是，他们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这样的测验肯定不会对所有的人都是公平的。

除了允许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思想之外，写作类题目还有其他许多优点，举例如下。这类题不容易通过猜测来回答。它们要求学生将几个概念整合在一条答案里，因此是一种高效的评价。它们还可用于考察创造能力，如写作天赋或建构假想事件时的想象力。它们也可以用于评价组织能力和流畅性。

写作类题目的一个缺点是评分时存在着信度问题。一些研究发现，让不同的教师对同一道写作题的答案分别评分，其结果差异很大，从优秀到不及格（Popham，2005）。写作类题目的第二个缺点是评价过程比较费时。编制一道写作题可能比数道其他类型的题节省点时间，而这节省的时间最终又消耗在评分上。第三，写作类题目所需要的答题时间通常较长。因此，这类题型不宜用于考查范围广的学习内容。但是，通过使用这类题目，教师可以了解学生运用所学材料的熟练程度。考查的广度被牺牲掉，来换取的是深度。

下面是编制写作类题目的其他几点建议：


	同其他题型一样，写作类题目应与教学目标相一致。

	不要使用笼统的指导语，如“讨论”、“阐述你关于……的观点”、“写出你知道的有关……的全部知识”。应该仔细地选择指明作答方法的具体动词，如“比较”、“对比”、“辨别”、“列举并定义”以及“解释差异”等等。

	在实施测验之前，教师先试着写出一份答案，以此估计学生答题所需的时间。学生用时约是教师的4倍。

	修改题目，使学生能够清晰地了解答题要求。

	要求所有的学生做所有的题目。让学生自己选择做哪些题目，这看上去似乎很有吸引力，但根本上说是不公平的。首先，学生的选择能力有差异；其次，不同的题目的难度也不同；第三，如果学生知道可以自由选择做哪些题目，他们只要非常认真地学习其中某一部分内容就可以提高成绩了。



编制好写作类题目并清楚、详细地说明要求学生写出的内容后，你还必须清楚地知道如何对学生回答的各点内容评分。为此，你首先要写出答案范例或详细列出答案要点，引导学生将这些要点写入回答，将学生的回答与其相对照。如果你想用评语而不是字母等级，那么答案要点或答案范例也有助于你准确地指出学生答案中的错误、遗漏以及可取之处。如果使用字母等级进行评价，那你就应该将学生回答的内容点与答案范例进行对照，并根据标准答案中各要点的分值，给出相应的等级。

如果可能的话，你应该请同事对答案范例中的各要点及其分值的合理性进行评定。再进一步的话，还可以请这位同事按照所定标准，对一两个学生的答案进行评分，以进一步提高评分的信度（见Langer & Colton，2005）。当然，你也应该帮助同事们做类似的事情。

涉及写作类题目的一条争议是：评分时是否要考虑语法、拼写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假如要考虑，那对它们赋予多大的权重？如果你确实需要评定这些因素，那么你应该分别对内容和技术性细节评分，让学生知道评分的依据是什么。

在教学中运用评价的一种有效方法是给出一套或多套评分标准，并在测验之前就让学生了解。评分标准像样例一样，应该是一般性的，适用于很多写作题。学生可以了解到他们成就的哪些方面有可能获得积极的评价，并且可以通过练习确保他们的答卷能展现这些关键要点。你可以向学生展示一些往年的（匿名）答卷，以更好地阐释评分标准。图13.3是一例高中数学问题解决题目的评分标准。

■ 编制和评价问题解决题目

在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许多学科中，教学目标都包括问题解决技能的发展。因此，对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进行评价是很重要的（Badgett & Christmann，2009；McMillan，2008）。问题解决评估
 （problem-solving assessment）要求学生组织、选择和应用复杂的程序，这些程序包括至少数个重要步骤或成分。评价学生在每个步骤或成分上的表现是很重要的。

图13.3　马里兰高中数学简短建构性反应题目的一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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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W. D. Schafer, G. Swanson, N. Bene, & G. Newberry, "Effects of Teacher Knowledge of Rubrics on Student Achievement in Four Content Areas," Applied Measurement in Education, 14,
 2001, pp. 151-170.




理论应用于实践：检测学生在写作类题目中是否蒙混过关

对写作类考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学生可能试图在考试中蒙混过关，除非学生对问题给出了具体的答案，否则就不应该给分。下面是一些常见的蒙混类型：


	学生以陈述的形式对问题进行重复（用语稍加修改），并指出这一主题的重要性。（“教学中的评估是极度重要的。很难想象缺乏评估的教学能有效。”）

	学生围绕其熟悉的主题进行回答，并使其看起来符合题目所问的问题。（一个学生可能很了解测验，但不了解表现性评价，当被要求对测验和表现性评价进行比较时，这名学生可能会非常详细地描述测验，并多次指出，表现性评价特别适合用于评价本测验所评价的这一类型的学习。）

	学生在回答中大量使用基本概念，无论他们是否理解这些概念。（要求学生围绕任意一种评价技术来写作，学生可能会在答案中频繁提到“信度”和“效度”的重要性。）

	学生尽可能地写出教师的基本信念。（“在编写或选择这种类型的测验之前，必须从学生表现的方面来表述教学目标。”）





下面是一道七年级的数学题以及某七年级学生的答案。该例之后有关评价问题解决的讨论适用于所有的学科领域。


问题


假设A、B两个赌徒在玩一种游戏，如果某人输了，则付给对方的钱数应该与对方此时所拥有的钱数相同。假定A赢了第一局和第三局，B赢了第二局。三局结束时，二人各有12美元。请问：游戏开始时每人各有多少钱？你是如何得出答案的？


某学生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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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先从第一局考虑，想来想去，也找不到一种答案使最后的钱数都是12。

后来，我决定从第三局开始，倒推过来。果然奏效！

你如何客观地评价这样的回答？与评价简答题的答案类似，你准备评价标准的第一步是写出一个答案范例，或者写出问题解决过程中所必需的关键成分或步骤，后者可能更可行。与写作类题目相似，问题解决题目的答案可能由数种不同方法得出，但它们可能都是正确的。所以，答案要点列表要有灵活性，能够兼容所有正确的回答。


理论应用于实践：同伴评价

在合作学习中经常使用的一种评价方法是：在教师对学生的作业进行评价之前，先让学生根据一组具体的标准进行互评。这种方法尤其常用于创造性写作以及数学问题解决（不如在前者上常用）（Reynolds，2009；Smith，2009）。同伴评价不影响学生的分数或成绩等级，但是能为学生提供反馈，用于修改作品或解法。图13.4可用于指导学生对对比性的写作任务进行同伴评价。先由同伴对表格中的各项进行评价，在充分完成的项目上打勾；然后，教师也按同样的方式进行评价。同伴和教师也可以直接在学生的文章上做出标记，并提出修改建议。同伴评价是对写作者的一种形成性评价，同时也给了评价者一个宝贵的机会，使他们从教师的视角出发，了解什么构成优秀的写作。


评价问题解决题目
 　问题解决中包含一些重要的成分，这些成分适用于大多数学科，如理解问题、系统地分析问题、得到一个合理的答案。下面是一个详细的核查表，列出了多数问题解决中所共有的要点，可以指导你在评价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时决定不同要点的权重。


问题解决评价要点


□ 1. 问题的组织

□ a. 用表格、曲线图或图表等来表述

□ b. 表述手段与问题匹配

□ c. 对问题有全面的理解

□ 2. 程序（数学：试误、逆推、实验过程、经验归纳）

□ a. 尝试了一种可行的方法

□ b. 所使用的程序最终解决了问题

□ c. 计算（如果有的话）正确

□ 3. 问题的解决（数学：表格、数字、图形、曲线图等）

□ a. 答案合理

□ b. 答案经过了验证

□ c. 答案正确

□ 4. 有关所给信息的细节的逻辑及应用信息的逻辑是正确的。

如果你想对含有正确要点的答案给予一部分分数，或者想让学生知道自己回答的价值，你必须设计方法以始终一致地做到这一点。下面是一些建议：


	对于写作测验、数学问题解决、上机作业或其他需要分别评价各阶段完成质量的任务，你都应该先写出答案范例。

	详细地告诉学生所给分数的意义，以说明学生答卷的价值。



下面的例子描述了数学、社会科学或语文中答案范例的要点。


数学样例
 给学生下面的问题：

在网球单淘汰赛中，有40名选手角逐单打冠军。请问需要进行多少场比赛可以决出冠军？

评价

□ a. 学生使用图形、表格、图表、方程式等来表述问题，证明学生理解了问题。（3分）

□ b. 运用了一种有可能得到正解的解决方法，如系统地试误、经验归纳、排除法、逆推法等。（5分）

□ c. 得出了正确答案。（3分）

教师根据课程内容以及测验目的确定所评价的三种要素的权重，据此对它们给予不同的分值。如果教师知道学生有能力在头脑中完成问题解决过程，那么即使这些过程并没有全部反映于学生的作答步骤中，教师也应对正确答案给满分。但重要的一点是防止产生晕轮效应
 （halo effect）。如果教师知道这是某个学生的答案，并且根据对该生的印象而调整评分时，就会出现晕轮效应。相同的答案应该得到相同的分数，无论这个答案是谁作出的。使用详细的评分标准或评分指导可以使评分更客观，避免产生晕轮效应。


社会科学或语文样例
 　要求学生就下面的问题写出100个词的小论文：

根据因纽特人和纳瓦霍人生存的气候条件，对两个人群制作工具的情况进行对比和比较。


评价


□ a. 能准确而具体地回忆出因纽特人和纳瓦霍人所生存的气候条件（1分）以及所用工具（1分）。

□ b. 论文中思维连贯，有逻辑性。（3分）

□ c. 对不同气候条件下使用不同工具的理由进行了合理论述。（3分）

□ d. 对两个人群及其制作工具情况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和对比分析。（8分）

□ e. 有总结和结束句。（1分）

这两个例子也为其他学科领域的题目评价提供了参照。与笼统地给出对错的评判相比，对学生的大部分努力给予一定的分数当然更能全面地评价学生的进步。上述二例说明，当不宜使用多项选择题、是非题、填空题和配对题等简单的题型来评估能力时，如何有条理地进行客观评价。在评价学生答案中的各个成分时，也不一定必须用分值表示。在许多情况下，使用某种评语或许更有意义。评语
 （evaluative descriptors）是就学生对某一试题、某一问题或某一课题的完成过程中的优缺点进行的陈述。在上述数学样例中，教师对要素a的评语可以是：“你制作的图表非常好，这表明你理解了问题。但是你在把几个重要数字填入图表中时，好像有些粗心。”

注意，这些样例都同评分标准一样，可以运用到各种各样的主题中。在教学中，如果教师和学生能就这些评分要点进行讨论，学生就能更好地理解学习目标；在教学以及形成性评价中，教师和学生也会有一种可以使用的共同语言。



图13.4　对比性写作的同伴评价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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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实性评价、档案袋评价和表现性评价

在传统测验受到诸多指责后（如，Rothberg，2001；Shepard，2000；Thompson，2001），批评者们开发并应用了替代性的评价系统，该类系统旨在避免典型的多项选择测验中存在的问题。新的测评系统中所蕴涵的核心思想是：要求学生展示自己的学习，或者展示自己能够利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来完成一些实际的工作（Burke，2009；Carey，2001；Marzano et al.，2001）。例如，要求学生保留档案袋，设计一种测量风速的方法，按一定比例绘出某种赛车的模型，或者为现实生活中的某个读者群写点东西。这类测验被称为真实性评价
 或表现性评价
 （Belgrad，Burke，& Fogarty，2008）。这些替代性评价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展示其成就。例如，在阅读课中，真实性评价测验要求学生对较长的段落进行阅读和解释，并展示自己对阅读策略的元认知意识（Roeber & Dutcher，1989；Valencia，Pearson，Perters，& Wixson，1989）。在科学课中，真实性评价可以包括要求学生自己设计并操作一项实验。在写作课中，要求学生写真实的信件或新闻报道。在数学课中，学生可以解决一些需要运用洞察力和创造力的复杂的实际问题。真实性测验有时需要学生整合不同领域的知识，例如，将代数知识用于了解并操作某项科学实验及报告实验结果。

■ 档案袋评价

替代性评价的一种常见形式是档案袋评价
 （portfolio assessment）：搜集和评价学生在一段较长时间内的作品样本（Burke，2009；McMillan，2008）。教师可以收集学生的作文、研究项目以及其他一些能反映他们高层次能力的作品，以此评价学生一段时间取得的进步。例如，许多教师要求学生保留一个写作档案袋，其中包括从最初的草稿到最后的作品，以反映作品的完善过程。档案袋也可以装日记、读书报告、艺术作品、计算机打印稿以及反映问题解决能力发展的论文等（Belgrad，Burke，& Fogarty，2008）。档案袋材料越来越多地在计算机上保存，以作为纸质档案的补充（Diehm，2004；Niguidula，2005）。图13.5是对学生的写作档案袋进行评价的标准示例。

图13.5　应用档案袋方法评价学生写作能力的标准示例

[image: 436-1]

资料来源：
 Cathy Collins Block, Teaching the Language Arts: Expanding Thinking through Student Centered Instruction.
 Copyright © 1993 by Allyn & Bacon.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当教师要对学生进行评价以通报其家长，或为了校内的其他目的时，档案袋评价就有重要作用。在一以贯之的、公开的评分标准下，将该种评价与应要求进行的评价结合使用，可以给家长和学生本人提供有关学生一段时间内进步情况的有力证据（Burke，2009）。


网络链接

想了解关于评价尤其是表现性评价和档案袋评价的报告、新闻和发表的其他文献，请访问位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国家评价、标准、学生测验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valuation, Standards, and Student Testing，CRESST）网址www.cresst.org。想参见与评价和其他教育问题有关的文章、多媒体信息，请访问乔治•卢卡斯教育基金会（George Lucas Educational Foundation）的网站www.edutopia.org/assessment。另有州立教育委员会网站www.ecs.org/html/IssueSection.asp?issueid=12&s=Other+Web+Sites，其中有一系列关于评价的网站。




理论应用于实践：在课堂中使用档案袋


计划和组织



	建立学生的档案袋时要有一份灵活的总体计划。使用档案袋的目的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材料？何时以及如何获得这些材料？应用什么标准来反思和评价这些材料？

	为学生提供足够的时间去准备和讨论档案袋的内容。档案袋评价要比讲评纸笔测验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思考。

	可以先建立学生在某一方面的学习和成就档案，然后随着你和学生对档案袋评价程序有更多的了解，再逐渐地将其他方面的有关内容加入档案袋。例如，档案袋评价方式尤其适用于对学生写作过程的评价。

	档案袋中所选择的材料应能反映学生在一些重要目的和目标上的熟练度进步状况。能反映多种目标的材料可以使档案袋评价更高效。

	至少选择两类材料：必选材料（Arter & McTighe，2001；Murphy & Underwood，2000）或称核心材料，以及其他一些可选作品样本。每个学生都有必选材料即核心材料，它们反映了进步状况，而可选作品样本能够表明每个学生的独特方法、兴趣和优势。

	在每个档案袋上面都要有一份目标和目的清单以及必选材料的清单，在清单上另留出空间，用于记录可选材料。这可以使你和学生跟踪档案袋里的内容变化。




实施



	为了节省时间，确保档案袋中的材料是学生的代表性作品，还应把档案袋的完善整合到正在进行的课堂活动中，以提高其真实性。

	让学生负责档案袋材料的准备、选择、评价、归档以及更新。年幼的学生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这些活动。

	在档案袋中选一些材料，给学生示范如何用它们进行反思和自我评价，使他们意识到自己采用了什么样的过程，学到了什么，还需要学习什么以及下次如何改善。

	要有选择性。档案袋并不是随意地将答卷样本、录像或录音、图画、网页或其他一些成果收集起来。相反，它应该精选能代表学生学习情况的材料。随意地添加材料很快会使档案袋过于繁杂而无法管理。

	利用档案袋中的信息来确定学生在技能发展序列上处于哪一位置。

	分析档案袋中的材料，以深入了解学生的知识和技能水平。这样，你就能更好地理解学生的优势、需求、思考过程、前科学概念、错误概念、犯错模式以及发展的各基点。

	利用档案袋的信息来记录和赞许学生的学习，向学生家长以及学校中的有关人员通报学生的成就，改善课堂教学和调整其方向。如果档案袋的使用并未和改善教学相联，那么它就没有意义。（有关档案袋评价的指导意见，请参见 Belgrad et al.，2008；Burke，2009；Stiggins，2000。）





■ 表现性评价

要求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展示知识或技能的测验叫表现性评价
 （performance assessments）（Foster & Noyce，2004；McMillan，2008；Popham，2005）。例如，可以要求九年级的学生口头完成一份历史课题：阅读近年发生的某起重要事件的资料，之后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这份口头历史作业在几周之内完成，其质量可以反映学生对社会学习方面的有关概念的掌握程度。威金斯（Wiggins，1993）也曾经描述了这样一个评价案例：在学年的最后两周，要求学生运用该学年中学到的所有知识，分析一堆由各种固体和液体混合而成的半固态物。有些学校要求学生提交自己制作的精致“展品”，如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才完成的课题，以此展现其学习能力。有一定时间限制的表现性评价可能要求学生做实验，回答有关一篇较长文章的问题，进行不同体裁的写作，或解决实际的数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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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学生的表现正受到同班同学的评价。使用表现活动或小组活动来评价学生，这种方法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 表现性评价的有效性

传统的标准化测验受到的最严厉的指责之一就是：它们使教师只注重教授正好会出现于测验中的、范围狭窄的一些技能（见Popham，2004）。如何使表现性评价更有效呢？至少从理论上讲，应当能够编制需要全面理解学科内容的测验，这样的测验才值得作为教学导向。

例如，思考一下图13.6所示的科学课中的表现性测验。假定学生将要进行一个实验，以解决类似图中所示的问题（并非图中原题）。若要想教学生应对这类测验，惟一的方法就是教给学生有关电、实验以及问题解决策略等方方面面的信息（见Shepard，1995）。

暂且抛开所有的可行性问题以及表现性测验的实施和评分的费用问题，这种新的测验形式能否解决标准化测验存在的所有问题，目前尚不清楚。例如，谢弗森、巴克斯特和派因（Shavelson，Baxter，& Pine，1992）对科学课中的表现性评价进行了研究（图13.6即摘自他们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对学生在这类测验中表现的评分是有信度的，但是，不同的表现性评价，其分数的模式有很大的差异，并且学生的得分与其能力倾向的关系仍比与学生实际学习的内容的关系更为密切（也见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1995；Linn，1994；Supovitz & Brennan，1997）。

图13.6　表现性评价活动举例

探寻神秘的盒子中究竟都有些什么东西。盒子中有下面5种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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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着将每个盒子连接在一个电路中，这有助于你推测盒子中的东西。你可以以任何方式使用灯泡、电池和导线等物品。


资料来源：
 R. J. Shavelson, G. P. Baxter, and J. Pine, "Performance Assessments: Political Rhetoric and Measurement Reality,"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1(2),
 p. 23, 1992.

■ 表现性评价的评分标准

通常，表现性评价计分所依据的评分标准事先具体说明了每种活动中应该具有的表现（Andrade，2007/2008；Burke，2009；Popham，2005）。图13.7（摘自Taylor，1994）所呈现的评价标准主要用于考察学生对所读故事中人物性格的发展进行的论述。

图13.7　评分标准样例：目标表现、表现标准以及对不同分值的表现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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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Catherine Taylor, "Assessment for Measurement or Standards,"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31
 (2), pp. 231-262, 1994.



表现性评价任务同写作类题目有一点相似：学生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解决问题。因此，对于表现性测验而言，学生理解各种评分标准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为此，可采用的方法之一就是写出数种通用的评分标准，这些标准可以灵活地用于评价学生的各方面表现。图13.3是一套已经运用到高中数学课上的通用评分标准。研究者认为，在课堂教学中使用这种标准能够提高学生成就（Schafer，Swanson，Bené，& Newberry，2001）。

设计表现性评价比较费时，并且为了防止评分时陷于主观性，还需要进行练习。但是有几种经过深思熟虑、编制完好的表现性测验可使用，例如用作对整个单元的所有或大部分教育目标的总结性评价（见图13.8）。

图13.8　学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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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huck Greiner, high school psychology teacher, James M. Bennett High School, Salisbury, MD.



如何确定成绩等级

教师所面对的一项最复杂而又往往具有争议性的任务就是给学生的课业评定等级（Guskey & Bailey，2001；Marzano，2001；O'Connor，2007，2009；Scriffiny，2008）。有必要进行等级评定吗？显然，对学生进行某种形式的总结性评价是必要的，而且大多数学校都将某种类型的等级评定作为主要的评价形式。

■ 确立评级标准

评级标准有多种类型，但不管教师所在的是哪一级学校，大家公认的一点是：需要对他们给出的成绩等级的意义进行解释（Gusky & Bailey，2001；Marzano，2000）。分数至少应该能够表明学生的成果在班级中的相对值。分数还应该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自己应该达到什么水平以及如何改进。

运用字母等级的教师和学校可以赋予字母如下的含义：

A = 最好；杰出的；成绩优秀

B = 很好，但不是最好；中上

C = 能胜任，但成果或表现不突出；一般

D = 刚及格，但表示出严重的不足；中下

F = 不及格；明显有严重的不足

■ 运用字母等级

所有的学区都有一种在报告单上给出成绩等级的政策或常用做法。大多数学区使用的是A – B – C – D – F或者是A – B – C – D – E的字母等级，但也有很多学校（尤其是小学）使用“优秀–令人满意–不令人满意”评定系统的诸多变式（Marzano，2000；O'Connor，2009）。还有一些仅仅报告百分等级。不同学区的评分标准有很大差异。中学通常对每门学科分别给出一个等级，但大多数小学和个别中学不仅对成绩表现进行评价，也对学生的努力或行为进行评价。

虽然给出字母等级的标准可能由学校管理机构来制订，但评定标准通常是由每个教师依据非常广泛的指导原则来确定的。事实上，很少有教师给一半的学生A或者给许多学生不及格，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教师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见Guskey，2009；O'Connor，2009）。


绝对评级标准
 　可以根据绝对或相对的标准进行评级。绝对评级标准可以由一些预先设定的、达到某一等级所必需的百分比组成。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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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标准的另一种形式是标准参照评级
 。教师预先确定什么样的表现分别代表学生对教学目标的掌握程度为优秀（A）、中上（B）、一般（C）、中下（D）、不及格（F）。

绝对百分比标准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学生的分数可能取决于测验的难度。例如，在是非测验中，一个学生即使只知道20%的答案，剩余题目全靠猜测（在随机水平上能正确回答其他80%的题目中的一半），那他也能通过这次考试（假定通过的百分比标准是60%）。但是，如果测验很难，不可能靠猜测来完成，那么达到60%正确将是一个很高的分数。所以，绝对百分比标准应该与标准参照等级结合使用。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教师可以使用60 – 70 – 80 – 90的百分比标准。同时，对学生认为较容易的测验，教师要制订较高的标准；对较难的测验，则制订较低的标准，并让学生知道这些标准。

绝对评级标准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每种等级涵盖的表现水平范围通常是很不同的，尤其是F。等级为F的学生也许很接近D等级，也许与“及格”相差甚远。虽然其他等级中也存在这种情况，但由于F等级的跨度较大（从0%到60%），因而其不确定性就更大。另外，F等级导致的后果通常也比较严重。


相对评级标准
 　教师根据学生在班级或年级中的排名进行评级，这种评级系统叫做相对评级标准
 （relative grading standard）。一种传统的相对评级形式就是具体说明百分之几的学生能够得A、B，等等。有一种形式叫基于曲线的评级
 ，即根据学生在预先设定的分数分布上的位置来确定他们的分数等级。

使用相对评级标准的好处是可以将学生的分数与其他人的分数联系起来，而不必考虑测验的难度。但是，相对评级标准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见O'Connor，2009）。其中一条是，由于获得A和B的人数是确定不变的，因此，与低成就班级中的学生相比，高成就班级中的学生必须取得高很多的分数才能得A或B——这种情况容易被认为是不公平的。教师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通常是给高成就班级相对较多的A或B。相对评级的另一弊端是：它会引发学生间的竞争。如果一个学生得了A，就会减少其他学生得A的机会。竞争可能阻碍学生的互助，损害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Krumboltz & Yeh，1996）。

近几年，严格地基于曲线或按照A、B的固定数目进行评分的做法在持续减少。一方面，等级整体上给得偏高；现在给予A和B的数量比以前多，C也不再表示中等水平的本来意义，而经常代表着中下水平。安德森（Anderson，1994）曾对八年级的学生进行了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要求学生报告自六年级以来自己所得的英语分数。结果总结如下：

大多是A：31%

大多是B：38%

大多是C：23%

大多是D：6%

大多低于D：2%

对数学的调查结果与此相似，生源多为贫困家庭的学校仅比中产阶级学校的分数等级稍低。学生自我报告的分数可能比其实际得分要高些，但当今的平均等级仍然很可能是B，而不是C。

最常用的评级方法包括以下几步：教师考虑学生在测验中的得分以及测验的难度和班级的整体表现，然后依据获得A和B的“合理人数”以及不及格的“合理人数”来对学生进行评级。各位教师在估算具体的合理人数时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学校对多少学生应该得A，多少学生该得不及格一般都有不成文的规定。

■ 表现性评级

传统的评级方式最大的局限性之一在于：虽然它可以表明学生与其他人相比做得如何，但不能提供学生知道什么以及能做什么的信息。在英语课上得B的学生也许很失望，也许长舒一口气，这取决于他的期望。但这样的分数不能告诉家长或教师该学生能做什么，需要做些什么以求进步，优势与弱项是什么。另外，每个学科只给出一个单一的分数，这可能强化这样一种观念：学生的能力有高有低，或学习动机有强有弱，而淡化了所有的学生都在进步这一观念。

有些学校为克服这种局限性，采用了另外一种评级方法，即表现性评级
 （Guskey，2009）。在表现性评级中，教师要确定学生知道什么，能够做什么，然后用家长和学生都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Guskey，2006）。图13.9（摘自Wiggins，1994）是按五年级期末标准的语文成绩评估的一个实例，该标准是对五年级学生掌握程度的一系列预期。家长看到这类表格之后，就会了解到自己的孩子朝学区规定必须具备的那类表现取得了怎样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份表格说明了一个学生与他人相比做得如何，但其强调的重点则是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取得的进步。

图13.9　表现性评级标准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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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性评级的评分标准
 　使用表现性评级的一条关键要求是搜集能够证明学生在一个发展序列上所处表现水平的作品样本。对学生在课程中完成的作品（如作文、实验报告、课题）进行搜集和评价，这叫档案袋评价
 （Burke，2009），本章前面已讨论过。另一种评价方式就是让学生完成一些测验，在这些测验中，学生能够展示自己运用和整合知识、技能的能力以及判断能力。大多数表现性评级都以某种方式将档案袋评价和要求进行的表现性测验综合起来。在每种情况下，学生的表现通常都是根据一定标准来评价的。这些标准要么是对部分熟练、熟练和精通的表现进行的描述，要么说明了学生在发展序列中所处的位置。

■ 其他评级系统

人们将其他几种评级方法与创新性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在合约式评分
 体系中，学生可以通过协商来确定究竟需要完成多少任务或是达到何种表现水平才能获得某个等级。例如，学生可能同意在一个评定期内完成五篇规定长度的读书报告以获得A。掌握性评级
 （mastery grading）需要建立一个掌握的标准，如在某个测验中，正确率为80%或90%时才算掌握。达到该标准的所有学生都能获得A。第一次没有获得A的学生可以接受纠正性教学，然后进行补考以努力达到掌握的标准（Guskey，2009）。最后，许多教师给学生评级时将学生的进步或努力程度作为根据，通常也结合传统的评级方法。按照这种方式，比同学稍差一些的学生也仍然可以获得反馈来证实自己在进步（见Tomlinson，2008）。


让学生补考
 　许多教师都允许学生补考，尤其是当学生第一次不及格时。如果补考能给学生提供一次额外学习和掌握班级所学内容的机会，这无疑是非常好的。例如，给学生两天的时间来学习刚考过的内容，然后进行另一种形式的考试（这次考试不应与第一次考试相同，否则会致使学生只学习考过的内容）。由于获得了额外学习的机会，学生将获得比其实际考试成绩低一个等级的评分。这样做也会带来一种隐患：如果学生知道自己有机会补考，他们可能会在第一次考试之后才开始努力学习。但一般来讲，以允许学生考第二次的方式让那些愿意付出更多努力的学生提高成绩是一种好做法。一些学校会给出A、B、C或未完成的等级，并允许给学生额外的时间和支持，直到所有学生都至少达到C为止（Kenkel，Hoelscher，& West，2006）。

■ 给出成绩单上的等级

大多数学校每年要发出4～6次成绩单，也就是每6周或9周一次。成绩单上的等级通常由下列的某些因素共同决定（Guskey & Bailey，2001；Marzano，2000；O'Connor，2007；Reeves，2008）：


	小测验和考试的分数

	论文和课题的分数

	家庭作业的分数

	课堂作业的分数

	课堂参与（学业行为，回答问题等等）

	行为态度（课堂行为，是否拖沓，态度）

	努力程度



以上因素的排列顺序是：从最正式且最可靠的成就测查方法到作为学习指标最不可靠者。最前面的两种是总结性评价，几乎人人都认为它们适合用作等级评定。随后的两种是典型的形成性评价，反映了学习尚未完成时的进展。由于形成性评价不能反映教学单元结束时学生的学习状况，因而不如总结性评价适用。最后三个因素可能影响成绩，但它们本身并不是学习成绩。如果依据这三个因素进行评级，则有可能错误地传达有关学生的信息（O'Connor，2007）。教师通常对不同的因素赋予不同的权重，如声明平时小测验占30%、期末考试占30%、家庭作业占20%、课堂参与占20%。这样做可以让学生知晓，教师最看重哪些方面。

当把若干次分数综合起来用于评定成绩时，会产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处理缺少的作业，如家庭作业（O'Connor，2009；Reeves，2008）。一些教师将未交的作业判为0分，而0分是极具破坏性的（它与最基本的及格分数相差很远，因此对学生而言，要弥补这个损失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做法只能被视为惩罚性的。比较好的一种做法是将等级转换成一套合理的数值（如，A = 4、B = 3等等），对缺少的作业计0分。为了说明这两种方法的差异，假定一个学生在五次作业中有一次未交。假如她缺少的作业计为0分，那么她的分数是92、86、0、73、91，平均分数是68.4，即60 – 70 – 80 – 90的评级体系中的D。假如将她的分数转化为字母等级，她的平均分则为2.6分，稳稳达到C。

有时学生在某次考试或小测验中的成绩对该生而言异常低。这种不太正常的表现或许受到一些非学业因素的影响，如家里或学校中的某些干扰因素。有必要与学生就这次测验进行私下交流，从中也许能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也可以给学生补考的机会。一些教师将学生成绩中的一个最低分去掉，以免因偶然的一次失误而使学生遭受惩罚。

成绩单评级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等级不应该使学生感到意外。学生应该知道他们的等级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课堂作业和家庭作业是否计算在内，是否包括了课堂参与和努力因素。清晰明了的评分标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学生因没想到成绩这么低而对教师产生抱怨，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让学生准确地了解到，怎样做才能提高自己的成绩（Guskey，2009；Reeves，2008）。

许多学校在评定期的中间会给出一个暂定的等级。这可以使学生及早知道自己做得如何，在学生看起来会出问题时给予警示。这种做法的一种变式是：只有当学生可能得D或F时才给一个临时成绩。并且，为等级增加评论，向学生解释需要怎么做才能获得一个更高的等级，这可以有效地维持学生的动机，帮助学生提高成绩（Black et al.，2004）。

另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成绩应该保密。学生没有必要知道其他人的成绩，将分数公开只能导致学生中的妒忌攀比。最后，重申成绩等级只是对学生进行评价的一种方法，这是非常重要的。书面评语也可以为家长和学生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Marzano，2000）。计算机评分软件目前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古斯基（Guskey，2009）提醒教师，在使用这些省时的软件时应谨慎，避免让电脑程序做出那些本应该由教师做出的决策。


有意识的教师：

运用你所了解的有关评估学生学习的知识来改善教学与学习


有意识的教师对学生的评估方式与教学目标和实际教学吻合。他们运用评估结果来调整自己的教学，为学生、家庭和社区提供重要的反馈。有意识的教师能够意识到，没有任何一种测验能完美地适用于所有的情形。他们使用各种不同的评估方式来达到各种不同的目的，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境。


	我希望学生在课程结束后能了解什么、能做什么？这对于实现课程目标、使学生成为有能力的个体有什么作用？



评价学习时应遵循的一条核心原则是：测验必须与学习目的和教学有直接联系。事先应具体阐明学生将要学习什么。设计教学来帮助学生掌握这些内容，然后根据阐明的目的来评价学生的学习。

由于教学目标范围广、种类多，教师应该采取一种条理性强的方法。列出不同领域（如认知、情感）以及具体化水平不同的教学目标（如长期目的和课程目标，以及布卢姆的目标分类法中的不同理解水平的目标）。例如，你可以先了解所在州以及学区对你教授的年级和科目的要求，然后开始本学年的教学设计。拿出五本教师版课本，翻到每本的范围与次序示意图，该图说明了内容和学习目标。这种过程使得你能够考察和评价教学材料的多样性及其指定的理解水平。


	在我的教学中应该考虑学生所具有的哪些知识、技能、需求和兴趣？



形成性评价可以使教师了解学生的已有经验、偏好和需求。经常运用形成性评价来搜集学生的态度和已有知识等方面的信息。例如，在开始地理课的某单元之前，你可以访谈各小组学生。你可以展示各种岩石和矿物，倾听学生关于这些岩石的谈话。你的笔记可以记录学生对该话题的热情以及他们在课外了解岩石的丰富经验。假如学生没有这些先前经验，那么你只能上比较简单的课程，而你现在可以运用这些信息来设计一个更为精深的教学单元。


	我在学科内容、儿童发展、学习、动机以及有效教学策略等方面所掌握的哪些内容能够用于实现教学目标？



学生的准备程度会影响到他们在测验或其他评估标准上的表现。检查一下你的评估方法是否真正地评估了你试图评估的教学目标。例如，假定某些学生在每周的数学作业中都能成功地解决较难的应用题，但在一次全校性的成就测验中，他们却出人意料地在问题解决部分得到很低的分数。你对这些考题进行分析时，想知道是否是学生的阅读能力而不是问题解决能力影响了考试成绩。为了检验你的假设，你将类似的题目朗读给学生，结果他们都做出了正确的回答。这促使你去为这些学生寻求辅导或其他形式的帮助。


	哪些教学材料、技术、辅助手段和其他教学资源有助于实现我的教学目标？



评估应该对所有学生都具有挑战性，但对任何学生而言，都不应该是不可能通过的。评价应该公正地考察教学目标，而不是学生的一般能力倾向。请确认一下你对所有学生的施测方式是否都一致。例如，在编制每周的小测验时，你可以遵循头脑中的整体模式：将回忆水平的题目放在开头，因为此类题目可让所有或大部分学生立即成功地证明其掌握了知识；后面的题目应该测查较高水平的理解，即使对准备最充分的学生也能构成挑战，使他们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新的情境中。


	我怎样评估学生达到目标的进度？



评估相当于反馈，运用评估信息来调整教学和后续的评估。假定在检查学生的写作档案袋时，你从中发现了对教学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信息。例如，学生的反思表明，他们似乎认为写自传式文章特别有意义，而其他形式的写作意义不太大。你可以根据学生对自传式写作的兴趣，要求他们不论进行何种体裁的写作，都尽量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进行构思。

要使评价成为学生努力学习的诱因，就必须让学生认识到评价的重要性。要保证你的学生认为目标是重要的，评价是公正、一致的，评价标准是清楚的。例如，如果你在木工课上让学生设计一个架子，你可以将优劣各异的架子样品给学生展示出来。你可以要求学生运用头脑风暴法来讨论搭建一个质量上乘的架子应具有的特点，让学生讨论现实生活中质量低劣的架子造成的不良后果。学生们想象着粗制滥造的架子可能导致的灾难，对这种产品嘲笑不已。根据学生讨论的结果，你可以制订一套评分标准，并在学生着手工作时，将标准发给大家。


	如果个别学生或全班没有迈上成功之路，我该如何去做？我的补救计划是什么？



对某种特定的情境而言，成功的评估应该是有效而可信的。在学生和同事的帮助下，对你测验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查。例如，在编制完某个单元的总结性测验后，让同事来评价一下试卷中的问题是否恰当地考查了特定部分的内容。当学生做完测验后，让他们从头审视试卷，对其公正性进行评价。你还可以让他们写出在该单元中学到的、但试卷中没有考查的概念。



本章概要

什么是教学目标以及如何运用教学目标

研究证实了教学目标或称行为目标的作用，这些目标是对学生在一节课、一个单元或一门课程的教学之后，应该知道什么以及能够做什么的清晰阐述。这些阐述还具体描述了各种表现水平和评估的标准。在课程设计中，任务分析有助于制订目标，逆向设计有助于从学科的总体目标中细化出具体的目标。目标与评估紧密相联。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法将目标从简单到复杂进行了分类，包括知识、领会、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行为内容矩阵可保证教学目标涵盖各种不同的水平。

为什么评价很重要

对学生的表现或学习情况进行正式测查是重要的，它给学生和教师提供了反馈、为家长提供了信息、为选拔和认证提供了指导标准，也为评估学校以进行问责提供了数据，同时还可以作为激励学生努力的一种诱因。

如何评价学生的学习

评价策略包括形成性评价、总结性评价、常模参照评价（将一个学生的分数与其他学生的分数进行比较）和标准参照评价（将学生的分数与掌握的标准进行比较）。可以通过考试和实际表现等方式来评价学生。基于评价的目的采用的评价方法才是恰当的。例如，如果测验的目的是要了解学生是否掌握了课堂上学到的一条关键概念，那么标准参照的形成性小测验或表现性评价是最为合适的。

如何编制测验

编制测验是为了找出证据证明学生的学习达到了教学目标。成就测验的编制应该遵守以下六条原则：（1）测量的是定义明确的学习目标；（2）应该从教学中包括的学习任务中抽取有代表性的样本来考查；（3）题目类型应该最适宜测查希望达到的学习结果；（4）与测验结果的具体用途相一致；（5）应该尽可能地可信，对结果的解释要谨慎；（6）能促进学生的学习。细目表有助于在编制测验时使它与教学目标保持一致。测验题目的类型包括：多项选择题、是非题、填空题、简答题、写作类题目和问题解决题。每种类型的题目都有其最适用途、优势与不足。例如，如果你想了解学生如何思考、分析、综合，或者评价课程内容的某些方面，那么简答题也许最为合适，前提是你有时间来实施这种测验和评判学生的答案。

什么是真实性评价、档案袋评价和表现性评价

档案袋评价和表现性评价要求学生通过完成作品或直接解决实际问题来展示其学习，这可以避免纸笔多项选择测验的某些不足。表现性评价通常是根据评价标准来进行评分的，这些标准事先说明了应做到的表现。

如何确定成绩等级

小学和中学的评级体系是不同的。例如，在小学，采用非正式的评估方式可能更恰当；而在中学，字母等级的评定变得越来越重要。评级标准可以是绝对的，也可以是相对的（基于曲线的评分）。表现性评级是使教师确定学生知道什么、能做什么的一种方法。表现性评级的一条关键要求是：精选的学生作品能够代表其真实表现水平。另一种方法是对学生进行测验，使学生通过测验来展示自己的能力。其他评级体系包括合约式评级和掌握性评级。成绩报告单上的成绩一般是各种分数的平均值，包括测验、家庭作业、课堂作业、课堂参与、行为态度以及努力程度。

关键术语

回顾本章中的以下关键术语：

教学目标

任务分析

逆向设计

评估

教授目标

学习目标

教育目标分类

行为内容矩阵

情感目标

评价

形成性评价

总结性评价

常模参照解释

标准参照解释

细目表

选择性反应题目

多项选择题

题干

干扰项或陪衬项

是非题

配对题

填空题

简答题

论述题

问题解决评估

晕轮效应

评语

档案袋评价

表现性评价

相对评级标准

掌握性评级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指导语：
 本章开头的案例中所涉及的评价指标是各州的资格认证考试的常见考点。请重读开头的案例，回答下列问题：


	萨利文先生这一次难以将自己所教的内容与所测验的内容联系起来。下列哪种评价工具最有可能帮助萨利文先生解决问题？
	多项选择测验

	教学目标

	传统的教学策略

	开卷测验








	萨利文先生可以用图表来表示如何根据教学目标在不同的认知水平上教授概念或技能。该图表称为：
	任务分析

	逆向设计

	行为内容矩阵

	细目表








	萨利文先生可以运用下列哪种方法来加强所教内容与所测验的内容之间的联系？
	在测验中包含所有的教学内容。

	使用是非题、多项选择题、配对题、简答题、论述题、问题解决题等所有题型的测验。

	脱离教学目标的限制。

	根据测验结果的具体用途来设计测验。








	萨利文先生使用了哪些评价形式？
	总结性评价

	能力倾向评价

	情感评价

	任务分析








	萨利文先生为什么要建立一个细目表？
	表明针对不同的教学目标而需要评价的学习类型

	依据具体的标准来考察学生的表现

	对学生进行比较

	确定学生的掌握程度








	简要论述评价的重要性。




	写出教学目标；运用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法来设计一个细目表；确立教学计划；就该学习主题编制一个小测验。







14　标准化测验和问责

本章提纲


什么是标准化测验以及如何使用



	选拔和安置

	诊断

	评价和问责

	学校改善




标准化测验有哪些类型



	能力倾向测验

	常模参照成就测验

	标准参照成就测验

	标准的设定




如何解释标准化测验



	百分位数

	年级当量分数

	标准分数




标准化测验和课堂测验的使用应当关注哪些问题



	测验效度

	测验信度

	测验偏差

	计算机测验的实施




教育者如何对学生的成就负责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奥巴马政府的教育政策

	基准评估

	数据驱动改良

	增效评估系统

	为残障学生调整测验

	为英语学习者调整测验




学习成果


学习本章后，你应当能够：


	明确标准化测验的定义及其用途

	识别不同类型的标准化测验

	描述如何解释标准化测验

	说出标准化测验和课堂测验中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

	论述教师如何对学生的成就负责




詹妮弗·特兰是林肯小学五年级的教师。最近她约见了学生安妮塔·麦凯的家长。

见到安妮塔的家长时，特兰老师说：“麦凯先生，麦凯太太，你们好！很高兴你们能来。请坐，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首先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为我们班有安妮塔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高兴。她总是那么快乐，又那么乐于助人。她在许多科目上都学得很好，尽管在个别科目上我要稍重视一下。在我们交谈之前，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麦凯夫妇说，他们认为安妮塔这一年表现得不错，他们渴望了解她目前的表现。

“好的。首先，我知道你们已经看过了安妮塔的加州成就测验结果，我们把这些测验简称为‘CATs’。大多数家长不理解测验分数的含义，所以我会尽量地加以解释。我们先看一看她的数学。正如你们所了解的，安妮塔的数学成绩一直很好，她的分数和等级也证明了这一点。她上次成绩单的总成绩是A，在数学计算方面的百分位数是90。这就是说，她的成绩好于全国90%以上的五年级学生。在数学概念和应用方面，她的成绩差不多同样好——百分位数是85。”

麦凯太太问到：“这个‘年级当量’是什么意思？”

“这个分数应当表示某个学生相对于其所在年级水平的成绩。例如，安妮塔的年级当量分数是6.9，这表示她的得分超过五年级水平一学年还多。”

麦凯先生问到：“这是否意味着她可以跳过六年级的数学？”

特兰教师笑着说：“我想可能不行。这不太好解释，6.9的年级当量分数是快读完六年级的学生做五年级的测验应当取得的分数。这并不意味着安妮塔已经掌握了六年级的知识。而且，我们对任何学生的测验成绩都采取谨慎的态度，更多地根据学生的日常表现和课堂测验来判断其学习情况。拿安妮塔来说，这次标准化CAT上的成绩与她平时在课堂上的表现是非常吻合的。但是，我可以让你们看看不太吻合的例子。你们肯定清楚安妮塔的阅读成绩一向是相当不错的，但她在阅读理解上的分数远远低于其他多数科目。她的百分位数只有30，这几乎落后于年级水平一年。我感到很吃惊，因为我认为安妮塔的阅读出色。我让她做了另一份测验：格蕾口头阅读测验（Gray Oral Reading Test）。该测验以个别施测的方式进行，这样能够更好地反映出学生的阅读情况。在格蕾阅读测验中，安妮塔的得分达到了年级水平。我知道她的阅读表现在班上的排位，这个分数更能反映它，所以我认为她的阅读理解是不成问题的。”

“但安妮塔在学习中还存在着我重视的一些问题，这从她的标准化测验中无法反映出来。她在语言技术性细节和语言表达上的百分位数接近70。这个分数可能会让你们认为安妮塔的语文成绩很好，事实上她语言能力的许多方面也不错。然而，我认为安妮塔的写作还有些问题。我保存了学生这一年中的写作档案，这是安妮塔的。她的写作有进步，但我认为她还可以写得再好很多。你们看一下，她的拼写、标点符号和语法都很棒，但是，她写的文章非常短，只是罗列事实。你们知道，我们不为写作评定字母等级，而是用一种评定表格描述学生以熟练写作为目标的进步。根据她的档案袋材料，我将她的写作评定为熟练水平，但若要达到高级水平，我就希望她写得更长些，并且能真正发挥其想象力。她可以口头讲出很棒的故事，但由于她太担心语言技术性细节上出现错误，因此写作时很保守。假期中你们可以鼓励她写日记，如果其他写作练习有意义也可以做。”

麦凯太太问：“如果她在语言标准测验上的成绩很好，这难道不能说明她的语文很好吗？”

“测验分数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信息，但不能告诉我们所有的信息。”特兰教师说，“在考察简单的学习内容时，比如数学计算和语言技术性细节，CAT是一种很好的测验。但是如果要让它告诉我们孩子们实际能够做什么，它就没这么有用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用档案袋保存学生在写作、数学问题解决以及科学等科目中的作业的原因。学生要运用习得的技能来完成真实的任务、解决现实的问题，我想了解他们这方面的能力究竟发展得如何。事实上，既然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安妮塔的成绩以及标准化测验结果，那么我们来看看她的档案袋中的材料，这样我想你们对她在学校中的表现会有更好的了解。”


运用你的经验



合作学习和创造性思维
 　通过短剧来表演家长和教师关于测验分数的面谈。不同的组员自愿扮演麦凯先生、麦凯太太和特兰教师的角色。另一个人来扮演主持人，以澄清面谈中出现的误解，使面谈能够进行下去。


批判性思维
 　从这个案例中你了解到哪些内容？你还想了解什么内容？你从中学到了什么？就安妮塔在写作、数学和科学科目中的标准化测验分数和档案袋评估而言，特兰教师是否告诉了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内容？



詹妮弗·特兰和麦凯夫妇的对话说明了成绩和标准化测验的一些作用与局限性。CAT和格蕾口头阅读测验为特兰老师提供了一些信息，这些信息确实把安妮塔在某些方面的成绩与全国常模联系起来了；安妮塔的成绩使得特兰老师能够在一些方面了解相对于班级里的其他同学而言，安妮塔学得如何。但无论是标准化测验还是成绩等级，都不能像档案袋以及行为观察那样详细、全面地反映其学习情况。总之，将经过慎重解释的标准化测验、成绩等级、档案袋以及其他课堂评价结合起来，才可以对安妮塔的学业成绩进行真实的评估。每一种评估方法都有其价值，在做出教育决策时，应该评估各方面的信息。

什么是标准化测验以及如何使用

你是否还记得参加各科SAT、ACT或其他大学入学考试的情景？你是否想过这些测验是如何编制而成的，这些分数意味着什么，你的得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你真正知道什么或者真正能做什么？各科SAT和其他大学入学考试都是标准化测验
 （standardized tests）的例子。与第13章中所论及的教师自编测验不同，一个标准化测验通常是针对一定的学生群体设计的，之后在相同的“标准化”的条件下，对成千上万名背景相似的学生施行。这样做使得测验编制者能够建立常模，任何个体的分数都可以与该常模进行比较。比如，有一个可代表全国四年级学生的样本，如果该学生样本在含有50个题项的标准化测验中平均答对37个，那么37分就是这项测验的的四年级“全国常模”，该分数即为高于与低于“全国常模”者的分界线。

传统的标准化测验受到了诸多批评与争议，目前人们可以使用许多其他的替代评估方式。然而，人们仍然为了各种目的而将各种类型的标准化测验用于所有水平的教育评估。本章将讨论如何使用标准化测验以及为什么要使用标准化测验，如何解释测验分数以及怎样将其用于重要的教育决策。本章还将讨论为什么人们用标准化测验来敦促学区、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表现负责，以及“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这一主要关注问责的重要联邦法案是怎样增加风险的。本章也将论及对标准化测验的批评以及正在开发的、正在讨论的和已投入使用的替代测验。

标准化测验的目的通常是提供一个标准以将学生个体或群体与之比较，而这样的标准是教师自编测验所无法提供的。例如，家长向教师询问他们的女儿在数学上的学习情况。教师说：“她学得不错，在上次数学测验中，满分100，她得了81分。”,这种信息用于某些目的已经足够了。但对其他目的，家长或许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与班上其他同学的分数相比，81分意味着什么？与学校内、学区、全州或全国的其他学生相比，情况又如何呢？在某些情况下，81分可能意味着这个女孩有资格加入为有数学天赋的学生而设计的特殊课程；而在其他情况下，这个分数可能意味着需要接受补救教学。再比如，这位教师发现，这次的数学测验中全班的平均正确率为85%。那么该班与其他上数学课的班或全国的学生相比，其成绩又如何呢？教师自编的测验不能提供诸如此类的信息。

标准化测验的编制通常是非常严谨的，以提供有关学生成就水平的准确信息。通常，课程专家确定某一年龄的学生在某门学科中应该知道什么或应该会做什么。然后他们编写题目，以考察学生应当掌握的各种知识或技能。在各种学生群体中试施测这些题目，如果某些题目是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能够答对的，或者是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不能答对的，则这类题目一般将被删除。同样，那些让人感到题意不明或有歧义的题目也要被删除。此外还要仔细地考察分数的分布形态。如果做对了大多数题目的学生们在某道特定的题目上的平均得分并未超过总分很低的学生们，那么这道题目也一般会被删除。

最后，测验的最终版被编制出来，并对全国范围内选取的更大的学生群体施测。人们一般会努力确保样本群体与将要最终使用该测验的学生总体相似。例如，十一年级的几何测验的学生样本可以从城市、乡村和郊区，从全国不同地区，从私立和公立学校等抽取，然后对这些十一年级的学生样本进行施测；测验可以对具有不同数学水平的学生样本施行。还应该注意将各种族裔背景的学生都加入样本中。这些步骤是为了建立测验的常模
 （norm），常模代表了中等水平的学生在这项测验上的得分情况（Aiken & Groth-Marnat，2006；Popham，2008）。最后，要编制一本测验手册，解释如何施测、评分和解释测验结果。至此，这项测验就可以投入广泛使用了。测验编制的过程使得这项测验的分数的意义超越了特定班级或学校的限制，并可以有多种不同的使用方式。标准化测验的重要功能包括学生安置、诊断、评价和学校改善等。

■ 选拔和安置

标准化测验常常被用于选拔将要录取或安置到特定教育方案中的学生。比如，你在高中时可能参加过学业评定测验（SAT）或美国大学测验方案（ACT），这些测验有助于大学录取委员会做出决定，是否将你接纳为一名学生。同样地，将天赋和才能超常的学生安置到特殊的教育方案中，也可能依据标准化测验分数。标准化测验成绩提供的信息以及其他有关信息可帮助教育者决定是否将学生安置到特殊教育的方案中，或将学生分配到不同的能力小组中。比如，高中可能使用标准化测验来决定安置或建议哪些学生进入大学预备班、普通班或职教班。小学可以使用标准化测验来决定把哪些学生分到阅读小组中。一些大学将标准化测验达到一定的分数作为学习某些课程的先决条件。有时标准化测验还用于考察是否具备某种资格，如升入高年级、高中毕业或职业准入的资格。比如，多数州将标准化测验用作教师资格认证过程的一部分。

■ 诊断

标准化测验常被用于诊断个别学生的学习问题或学习特长。例如，对学习较差的学生进行一系列测验，以确定其是否有学习障碍或智力落后。同时，标准化测验也能够识别出需要补救的特殊缺陷。教师经常使用阅读技能的诊断性测验来确定学生的具体阅读问题，如特兰老师使用的格蕾口头阅读测验。例如，某项诊断性测验可能表明学生的解码能力很强，而阅读理解能力很差；或者学生的计算能力很强，但缺乏问题解决能力。更为精确的诊断性测验可能给教师提供这样的信息：在物理学习中，某学生对物态部分掌握良好，但其对科学测量的掌握欠佳；或者在外语学习中，某学生对语法理解得很好，但语言表达不是很好。设计精妙的评估有助于教师确定学生的认知风格以及对复杂概念的理解程度。

[image: 454-1]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方案的首要目标是：不管学生在哪里上学，都要在全国范围内平衡教育环境。高风险测验如何达到这个目的？



■ 评价和问责

也许标准化测验最普遍的用途就是评价学生的进步以及学校和教师教学的有效性。例如，学区和州通过使用测验评价学校在学生的整体表现方面取得的提升，来让教育者对学生的成就负责。家长通常也希望了解，与同年级水平孩子的典型情况相比，自己孩子究竟表现得如何。对于单个学生而言，教师只有将标准化测验与其他信息（比如学生在学校或其他情境中的真实表现）综合起来考虑，标准化测验的分数才有意义，特兰老师的做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多学生在标准化测验上得分很低，但他们在学校、大学或工作中表现得很出色；这或是因为他们不擅长应试，或是因为标准化测验无法测量出某些重要的技能。不过，也有一些学生在标准化测验中最能展现出自己的成就。对问责及相关教育政策的进一步论述，见本章后面的内容“教育者如何对学生的成就负责？”

■ 学校改善

标准化测验有助于改善教育进程。一些标准化测验的结果为恰当地安置学生提供了信息，也提供了实施补救时非常重要的诊断性信息。另外，当发现某些方面薄弱时，成就测验也能够指导课程的发展和修订（见Kallick & Colosimo，2009）。标准化测验在指导和咨询中也能够发挥其作用，它不仅可以用于成就测验和能力倾向测验，也可以用于比较专业化的测量，如职业兴趣调查以及其他用于学生咨询的心理学量表。

学校常常借助学业成就测验来评价不同的教育方案或策略的相对有效性。例如，假如某教师或学校尝试使用一种新的教学策略，测验有助于揭示该种新策略是否比以前的方法更有效。州和学区范围内的测验结果常常是民众用于评价当地学校教育水平的一项指标。有时测验也被用来评定学校教师在教学方面相对的长处和弱点。然而，教育学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若要评价教师、教学方案或者学校就需要信息，而标准化测验只提供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标准化测验有哪些类型

学校情境中通常使用三种类型的标准化测验：能力倾向测验、常模参照成就测验以及标准参照成就测验（Aiken & Groth-Marnat，2006；Popham，2008）。能力倾向测验
 （aptitude test）用以评估学生的能力。它的目的是预测学生学习或完成某种特定任务的能力，而不是测量学生已经掌握了多少。使用最广泛的能力倾向测验测量了一般智力；而其他许多更加具体的测验测量了特殊的能力倾向，比如工艺操作能力、知觉能力或阅读准备程度。例如，SAT的目的是预测一名学生的大学学习的能力倾向。一项能力倾向测验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对个体实际表现的预测效果。例如，对幼儿施测的阅读准备程度测验如果不能准确地预测他们在一、二年级时的阅读情况优劣，那么它就没什么用处。


成就测验
 （achievement test）被用于以下几方面：（1）预测学生在以后的某科学习中的成就，（2）诊断学生存在的困难，（3）作为衡量学生进步的形成性测验，（4）作为学习的总结性测验。

常模参照成就测验是对学生在特定内容领域内的知识掌握程度的评估，领域可以是数学、阅读或西班牙语等。用于参照的常模就是从具有代表性的学生样本群体得到的结果，可以将得分与之进行比较。编制这些测验的专门目的就是揭示学生之间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应源自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质量的差异，而不是学校间在课程设置上的差异。因此，常模参照测验所评估的只是任何一所学校所教授技能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一项常模参照成就测验涉及的范围不能太宽泛，因为它要在全国范围内使用，而对某一特定的科目而言，各学区开设的课程有差异。例如，假设一些七年级学生学习了二进制算术或文氏图，而其他地区的七年级学生则没有学习这些内容，那么此类内容将不会出现于全国性的数学测验中。

标准参照成就测验也对学生掌握的学科内容知识进行评估，但它不将每个学生的成绩与全国常模进行比较，而是意在考察学生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某种详细界定的技能。标准参照测验所提供的信息是很具体的：“安大略的五年级学生中，有37%的学生可以在地图上填上西欧主要国家的名字。”或者“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高中的十二年级的学生中，有93%的人知道升高密闭容器中气体的温度将会增大气体的压强。”有时标准参照测验被用于学校间或学区间的比较，但是通常不使用代表性的常模群体。如果一组课程专家认定伊利诺伊的每位五年级的学生都应当能在地图上填写出南美主要国家的名字，那么对这一题目的预期就是100%；至于伊利诺伊的五年级学生在该题目上的得分是优于还是差于其他州的学生，这不是主要问题。重要的是，从总体来看，学生在这个题目上每年都有进步。

■ 能力倾向测验

尽管从理论上讲，能力倾向测验、常模参照测验和标准参照测验彼此不同，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相当多的交叉。比如，对能力倾向的测量通常是通过评价个体在一个定义非常宽泛的领域中的成绩来进行的，因此，学校中的学习会影响学生的能力倾向测验分数，并且如果某学生在某种类型的测验中成绩良好的话，那么他在另一种测验中的成绩通常也很好（Popham，2008）。


一般智力测验
 　学校中最常见的一种能力倾向测验是智力
 （intelligence）测验，或称学校学习的一般能力倾向测验。智力测验中最常用的分数表示方法就是智商即IQ，当然有时也使用其他类型的分数。

设计智力测验的目的是为个体在许多领域中的智力机能的能力倾向提供一般性的指标。智力本身被看做是处理抽象信息、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Sternberg，Jarvin，& Grigorenko，2009）,而智力测验关注的正是这些技能。智力测验给学生呈现多种有待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智商的测量
 　20世纪初，法国心理学家艾尔弗雷德·比奈为了识别那些因有严重学习障碍而不能从常规的课堂教学中受益的儿童，率先提出了智商的测量问题。比奈编制的智力测验量表测查了多种心理特性与技能，如记忆、知识、词汇和问题解决。比奈对大量不同年龄的学生进行施测，建立了测验中的整体表现的常模（预期）。他把IQ表示为心理年龄
 （mental age）（特定年龄的学生所得到的平均测验分数）与实际年龄
 （chronological age）的比值再乘以100。例如，某个6岁儿童（实际年龄=6）的分数处于所有6岁儿童的平均水平（心理年龄=6），那么这个儿童的IQ就是100（6/6×100=100）。如果一个6岁儿童的分数处于7岁儿童的平均水平（心理年龄=7），那么这个儿童的IQ大约为117（7/6×100=117）。

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心理年龄与实际年龄相比较的计算方法逐渐被舍弃，现在IQ被界定为：在任一年龄阶段，IQ的平均值都是100，标准差为15（标准差是对分数离散程度的一种度量，本章下文将给出定义）。大多数分数在平均值附近，还有少量分数远离（高于或低于）平均值。理论上讲，所有个体中，大约有68%的个体的IQ分数位于离平均数一个标准差的范围内，也就是从85分（比平均数低1个标准差）到115分（比平均数高1个标准差）；有95%的个体的IQ分数在离平均数两个标准差的范围内（介于70与130之间）。

设计智力测验的目的是为个体在许多领域中的智力机能的能力倾向提供一般性的指标。使用最广泛的各种测验中包含许多不同的量表。图14.1展示了类似于韦氏成人智力量表中所用的一些题目（Wechsler，1955）。每项不同的量表分别测量了不同的智力成分。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某人在一项量表上得分较高，那么在其他量表上也会表现不错，但并非总是这样。比如，某人可能在一般理解力和相似点方面成绩很好，而在代数推理方面不太好，在拼图方面成绩很差。

智力测验可个别施测，也可团体施测。像奥蒂斯—勒农心理能力测验、洛奇—桑代克智力测验和加州心理成熟度测验等，通常作为对智力倾向的一般性评估而对大的学生团体施测。这些团体测验在准确性或详细程度方面都比不上由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个别施行的智力测验，如个别施测的韦氏儿童智力测验第四版（WISC-IV）或斯坦福—比奈测验。例如，对学生进行评估以确定其是否需要接受特殊教育时，通常要采用个别施测的测验（最常用的是WISC-IV），同时结合使用其他类型的测验。

IQ分数很重要，因为它们与学校成绩具有相关性。平均来看，IQ分数高的学生一般会取得良好的成绩，在成就测验上得分更高，等等。大约到6岁时，儿童的IQ分数一般会达到相对稳定的水平，而且直到成年，大多数人的IQ都保持不变。然而，由于学校教育或环境的其他影响，一些人的IQ测得值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Ceci，1991）。

图14.1　智力测验中的题项示例

智力测验关注诸如处理抽象信息和问题解决等方面的技能。这里所用的例子与韦氏成人智力量表中所使用的题目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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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子能力倾向成套测验
 　能力倾向测验的另一种形式是多因子能力倾向成套测验
 （multifactor aptitude battery），这些测验对具体的技能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类。目前有许多种这类测验，内容领域和侧重点各不同。这些测验包括学习能力测验，如SAT；小学和中学测验，如能力倾向区分测验、认知能力测验以及认知技能测验；阅读准备程度测验，如城市地区阅读准备程度测验；学前儿童的各种发展量表。大多数测验不仅仅提供整体的能力倾向分数，至少还提供言语和非言语能力倾向的分测验分数。通常情况下，分测验分数会被进一步细分，以描述各种更具体的能力。

■ 常模参照成就测验

能力倾向测验关注一般的学习潜能以及在校内外获得的各种知识；成就测验则主要关注传统上在学校中教授的技能和能力。一般而言，标准化成就测验主要有四种类型：成就测验组、诊断性测验、单科成就测验以及标准参照成就测验（Aiken & Groth-Marnat，2006； Popham，2008）。


成就测验组
 　加州成就测验、艾奥瓦基本技能测验、基本技能综合测验、斯坦福成就测验以及城市地区成就测验都属于标准化成就测验组
 （achievement batteries）。这些测验用于测量个体或群体在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中的成就。成就测验组包括许多小的测验，每个小测验涉及一个不同的学科领域。通常在几天的时间内，对一个群体分别施测这些小测验。学校中所使用的各种成就测验组在结构和内容上都是相似的。然而，由于这些测验在教学目标以及选取的学科内容方面存在着细微的差异，所以在选用某项特定的测验之前，有必要仔细地探明该测验与具体的学科课程是否匹配，与学校的目标是否吻合。通常情况下，成就测验组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分别对不同的年龄或年级水平使用，以便在几年的时间内对学生的成就进行监控。


诊断性测验
 　与成就测验组不同，诊断性测验
 （diagnostic tests）通常关注某个具体的内容领域，并强调对重要技能的考察，这些技能对于掌握该领域内容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与其他成就测验相比，诊断性测验提供了更为详细的信息。比如，一项标准化数学测验常常提供关于数学计算、概念和应用的分数，而诊断性测验则给出在更具体的技能上的得分，如小数的加法或解决两步应用题。诊断性测验大多用于阅读和数学领域，以揭示学生在这两类技能中具体哪些方面存在优势或不足。测验结果可用于指导补救性教学，或用于帮助应掌握该技能的学生构建学习活动。


学科领域成就测验
 　教师编制了大多数的课堂测验以评估学生在具体学科中的技能水平。然而，各个学区可以购买到几乎涵盖了所有学科的特定成就测验。这些测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除非它们与特定的课程以及课堂教学策略配套，否则就不能充分地考察已经教授过的内容。如果要使用标准化成就测验来评价具体学科领域的学习水平，则应当严格地考察测验内容是否与学区课程、学生所接受的教学以及学区或州的标准和评估方式相匹配。

■ 标准参照成就测验

标准参照测验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常模参照测验（Aiken，2003；McMillan，2007；Popham，2008）。标准参照测验也可以采用成就测验组、诊断性测验或单科测验的形式。常模参照测验适用于那些使用不同课程的各个学校；而标准参照测验则不同，它最适用于考察有一组明确目标的内容领域。就许多测验而言，可由学区、校领导或教师来选择具体的目标。测验中的题目经过选择，以与具体的教学目标相匹配。通常情况下，可用3～5个题目来测量一个目标。因此，标准参照测验可以指出每个学生或全班学生已经掌握了哪些目标，测验结果可用于指导后续的教学或补救性教学。鉴于此，标准参照测验有时被称为目标参照测验。

标准参照测验在计分和解释结果的方式上不同于其他成就测验。在标准参照测验中，重要的通常是每个目标的得分。例如，测验结果可以表明有多少学生可以进行二个两位数的乘法，或者有多少人能够正确地书写商业信函。此外，标准参照测验解释学生在总测验或特定目标上的分数时，根据的是成绩合格的某种标准，而不是群体的成绩。驾驶员测验和飞行员测验都是标准参照测验的例子，这些测验主要用于确定谁可以驾驶汽车或飞行，而不是确定谁处于驾驶员或飞行员中的前20%。向教师施行的测验也是标准参照测验。

标准参照测验的分数报告方式通常是学生在每个目标上做对的题目数。教师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评估学生是否已经达到了目标。

■ 标准的设定

当标准参照测验被用于确定某门学科或某个主题的掌握程度时，必须使用某种程序来确定测验分数的临界点，以代表高低不同的熟练水平（Popham，2008）。用于确立临界分数
 （cutoff score）的大部分方法都依赖教师以及其他教育者组成的代表小组的专业判断。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将会考察测验中的每道题目，并且能够判断达到某种熟练水平的学生正确完成该题目的概率。之后，他们根据这种概率来确定代表掌握或熟练的临界分数。在资格认证考试以及许多州及学区的问责程序中，都非常普遍地使用类似的程序来设定标准。

如何解释标准化测验

学生参加完标准化测验后，其试卷通常被送到阅卷中心或测验出版方那里，以进行计算机评分。学生的原始分（每个分项测验中的得分）被转换成一个或多个转换分数
 （derived scores），如百分位数、年级当量分数或正态曲线当量分数，这些分数可以将每个学生的分数与构建测验常模用的群体联系起来。下面将描述这些统计量（见Aiken，2003；McMillan，2008；Popham，2008）。

■ 百分位数

一个百分位数
 （percentile score）或百分等级（有时在测验报告中简写成%ILE）表明了在常模团体中分数低于某个特定分数的学生的百分比。例如，某学生的成绩处于某个常模团体的中位数位置（即分数高于该生的人数与低于该生的人数相等），那么该生将得到一个50的百分等级，因为其分数超过了常模团体中其他50%的人。如果你将30名学生的测验分数从低到高排序，那么第25名学生的分数将位于第83个百分位数（25/30×100=83.3）。

■ 年级当量分数


年级当量分数
 （grade-equivalent scores）将学生的分数与某一特定的年级水平的平均分数联系起来。我们假设某常模团体在五年级初进行的阅读测验中的原始分平均为70，则这个分数的年级当量分数被定为5.0。如果六年级学生的常模团体在9月份的测验中的分数为80，则将该分数的年级当量分数定为6.0。现在假设有一名五年级的学生，其原始分为75分，介于5.0和6.0之间，因此将该生的年级当量分数定为5.5。小数点之后的数字表示“月份”，所以，年级当量分数5.5就读作“5年零5个月”。理论上讲，在五年级读了3个月的学生的年级当量分数是5.3（5年零3个月），其他则以此类推。通常情况下，只计算常规学年的10个月，即从头年的9月至第二年的6月。

年级当量分数的优点是易于解释，直观明了。例如，若一名普通学生每年提高1个年级当量分数，我们则认为其达到了预期水平。如果某学生的成绩比年级水平低2年（比如，九年级的某学生的分数仅达到七年级学生的正常水平），这也让我们从中了解到该生成绩的落后程度。

然而，年级当量分数只应被视为一个粗略的近似值（Gronlund，2003），原因之一是学生的成绩并非逐月地稳步提高。另外，即使分数距离预期应该达到的年级水平很远，这也并不意味着存在实质性的差距。某四年级学生的年级当量分数为7.4，并不能从任何角度证明该生已可以开始学校七年级的功课。这个分数只是表示该生已经透彻地掌握了四年级的课程，其成绩与七年级学生在四年级测验中的成绩一样好。显然，一名普通的七年级学生所掌握的内容远远多于四年级测验中所能考查的。因此，年级当量分数为7.4的四年级学生与得分相同的七年级学生之间是没有真正的可比性的。他们所接受的测验也非常不同。

年级水平预期值的界定会发生变化，这也是年级当量分数难以解释的原因。例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纽约市的学校管理者兴奋地报告说，有67%的学生的阅读水平达到或高于年级水平。这种对平均分
 进行的重新定义被称为“沃伯冈湖效应”。（在幽默作家盖瑞森·凯勒所讲的沃伯岗湖中的神秘小镇里，“所有的孩子都在平均分以上”。）在纽约，得分“在平均水平以上”的学生远超50%（Cannell，1987）。这使得测验编制者重新修订了测验常模。结果，纽约市的学校管理者声称，他们仅有49%的学生的阅读水平达到或高于年级水平（Fiske，1989）。现在，“沃伯冈湖效应”又卷土重来，在大多数标准化测验上，得分“达到年级水平”或“高于全国常模”的学生数量远超过50%。由于常模是随不同的测验而变化的，因此，对于有多少学生达到了某给定水平的结论应该持有谨慎的态度。相比之下，更有意义的是关注学生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或者比较两个学区、学校以及亚群体在同一项测验上的成绩。

■ 标准分数

几种分数根据分数在正态曲线上的位置来描述测验结果。正态曲线描述了分数的分布，其中大部分分数位于平均数附近；在离平均数越远的位置上，分数越少；分数在平均数左右两侧对称分布。正态分布
 （normal distribution）的频数图是一条钟形曲线。图14.2的频数分布来自一次平均分数为50的测验。图中的每个叉号（×）代表一名获得某个分数的学生；50分处有10个叉号，表明有10名学生获得了这个分数。9名学生获得了49分，另有9名学生获得了51分，其他分数以此类推。60分以上或40分以下的学生人数非常少。图14.2所示的正态分布在自然界中是很普遍的。例如，成人总体的身高和体重通常是正态分布的。标准化测验的编制是为了确保极少有人做对或做错全部题目，因此，在这些测验上的分数通常也呈典型的正态分布。

图14.2　构成正态曲线的分数频数

如果有100人参加测验，每个人的分数用叉号在图上标示出来，结果就构成了一条正态曲线。在正态分布中，大多数分数处在平均数位置或在平均数附近（在这个例子中平均数为50）。离平均数越远的分数，频数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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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差
 　与正态分布有关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SD），标准差是对分数的离散程度的度量。粗略地说，标准差是分数与平均数之间差异的平均量。例如，考虑下面两列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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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两列的平均数（65）是相同的，但在其他方面则非常不同，A列的分数比B列更分散。这可以从A列的标准差（14.6）远比B列的标准差（4.1）大这一事实中反映出来。一列分数的标准差大小表明了分数分布的离散程度。而且，当分数或其他数据遵循正态分布时，我们可以预测有多少个分数将分布在与平均数相差若干个标准差的范围之内。正如图14.3所示，在任何正态分布中，大约34%的分数将分布在平均数与高于平均数1个标准差（+1 SD）的范围之内；同样，大约34%的分数将分布在平均数与低于平均数1个标准差（–1 SD）的范围之内。如果把范围扩大到平均数与距平均数两个标准差之间，那么大约95%的分数会被包括于其中。

图14.3　标准差

当测验分数遵循正态分布时，用标准差来表示某个分数与平均数的差距，可以说明百分之多少的分数高于或低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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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标准化测验的分数时，通常根据这些分数与平均数相差多少个标准差来进行。例如，构建IQ分数常模的方式使得其平均数为100，标准差为15。这表明一个普通人的得分将会是100，比平均数高1个标准差的人得分是115，比平均数低1个标准差的人得分是85，等等。因此，从理论上讲，大约有68%的IQ分数（即稍多于2/3）将会分布于85（–1 SD）和115（+1 SD）之间。SAT分数的常模也是依照标准差构建的，语言和数学量表的平均数被定为500，标准差为100。这意味着2/3以上的分数将分布在400和600之间。对于IQ分数而言，95%将分布于70（–2 SD）和130（+2 SD）之间；对于SAT量表而言，95%将分布于300～700之间。


标准九
 　有时人们也使用另一种标准分数，即标准九分数
 （stanine score）（stanine这个单词由sta
 ndard和nine
 两个单词合并而成）。标准九的平均数是5，标准差是2，所以每个标准九代表0.5个标准差。标准九分数以整数形式报告，因此标准九分数为7（+1 SD）的人实际上是在高于平均数0.75 SD至1.25 SD的范围内。


正态曲线当量分数
 　另一种有时使用的标准分数形式是正态曲线当量分数
 （normal curve equivalent，NCE）。正态曲线当量分数的变化范围是1～99，平均数是50，标准差约为21。NCE分数之间的间隔是相等的（而百分位数并非如此），除此之外，NCE分数在许多方面与百分位数是相似的。另外一种形式的标准分数是Z分数
 （z-score），这种分数更常用于统计学上，而不常用于报告标准化测验结果。Z分数将平均数设定为0，标准差设定为1。图14.4所示如何用Z分数、标准九、正态曲线当量分数、百分位数以及IQ当量分数与SAT当量分数来表示一组平均正确率为70%、标准差为5的正态分布的原始分数。

注意图中百分位数与所有标准分数（Z分数、标准九、NCE、IQ和SAT）的差异。百分位数集中在分布的中间部位，因为大多数学生的得分接近平均数。这意味着平均数附近的原始分数的微小变化将会导致百分位数（低于此分数的学生的百分比）的很大变化。相反，远离（高于或低于）平均数的原始分数的变化只引起百分位数的微小变化。例如，某学生的测验分数从70分提高到75分，这5分的提高使得该生从第50个百分等级提高到第84个百分等级，即提高了34个百分等级。但是，当从75分提高到80分时，同样提高了5分，但其百分等级只提高了14个。更为极端的情况是，分数从80升到85时，5分的提高只使百分等级增加了1个，即百分等级从98提高到99。

图14.4　不同类型分数之间的关系

正态分布的原始分数可以用多种方法来呈现。每种呈现方法是由其平均数、高分和低分之间的极差以及标准差间距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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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百分等级评定的这种特点，我们在解释百分等级的变化时应该非常谨慎。例如，如果一名教师夸耀：“我们班的普通学生提高了23个百分等级（从50到73），而你们班的聪明学生也仅提高了15个百分等级（从84到99）。我确实对他们下了很大的工夫！”实际上，这位自吹者的学生的原始分数只提高了3分即0.6个标准差，而另一位教师所教的学生的原始分数却提高了10分，也就是提高了2个标准差！


理论应用于实践：解释标准化测验分数

新领地考试（Terra Nova）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标准化的学业成就测验，1997年由麦格劳-希尔教育测评中心（CTB/McGraw-Hill）发行。下面将对如何解释该测验所得的结果给予指导。其他在全国广泛使用的标准化测验（如加州成就测验、艾奥瓦基本技能测验和斯坦福成就测验等）也采用了相似的报告形式。


班级记录单
 　图14.5 是根据第一节方案编成的二年级阅读班的学生（皆为化名）用一项新领地测验（CTBS/5）进行前后测而得到的真实班级成绩单的部分内容。


识别信息
 　首先看表格的顶端。它标明了两次测验的时间：上学年末（前测）和本学年末（后测）。年级水平（2.7）表明在后测时，学生达到二年级的第7个月（即四月；九月计为第零个月）的水平。表格底部的左侧标明了测验日期、学校、学区、测验常模以及“周数”（自开学起的周数）。


分数
 　在每一列下面，用两种指标来表示测验分数。NP 代表全国百分等级；NCE代表正态曲线当量分数。以第五个儿童马文·米勒（Marvin Miller）为例。在一年级结束时，他在阅读上的全国百分等级是49，表明其得分高于49%的一年级学生。到了二年级，他的百分等级提高到 76。然而在 NCE 中，他的分数从49 提高到 65。测验表格中显示，他提高了16 个 NCE。NCE 分数可以加减，因为它们处于等距量表上，而百分位数则不能加减。现在再看一下第二个学生布里坦尼·杜弗利（Brittany Duphily）。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她在阅读测验中的百分位数（以及 NCE 分数）下降了。这是否意味着她在二年级所掌握的比在一年级时还要少呢？显然不是。然而，与二年级的其他同学相比，她的成绩确实差一些。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女孩在四年级时跑步很快，名列第三。但是一年后，她在五年级的跑步排名却到了第12 位。事实上，该女生不仅没有跑慢，而且很可能比以前跑得更快，只是其他人的进步更大而已。


总结
 　在表格的底部是对整个学区的二年级学生的测验成绩的总结（一个班级或学校的总结与此类似）。这些分数是以中位数的百分位数（这个学区的中等学生的分数）以及中位数的全国百分位数来表示的，后者说明了本学区与其他学区相比究竟处于何种水平上。例如，这个学区二年级的中等学生在阅读测验中的得分比全国二年级学生中的 35.3%都高。最后一组数据表明了全国二年级学生的平均 NCE 分数以及一年级 NCE分数（42.5）与二年级NCE分数（41.6）的差值。NCE上0.9分的下降是很小的，说明从与其他学区的儿童比较来看，本学区的儿童一年级与二年级的相对阅读水平基本持平。


个体档案报告
 　与大多数标准化测验一样，新领地测验为每个儿童提供了详细的测验结果分析。图14.6是一个三年级学生玛丽亚•奥瑟夫（Maria Olthof）的例子（报告是真实的，但不是她的真名）。


常模参照分数
 　报告单的顶端是玛丽亚在14个量表上的得分，这一系列分数用6种方式表示。第一种方式是年级当量分数。在阅读中，玛丽亚的年级当量分数是 2.0，表明她的分数就是刚上二年级的普通学生的典型分数。她的 NCE 是 35，同样也表明其成绩显著低于年级水平。（一般情况下，50 分的 NCE 被认为是“达到年级水平”。）跳过量表分数，该部分内容不可解释。玛丽亚的当地百分位数表明：与班上、学校或学区中的其他孩子相比，她的阅读成绩非常差（无论怎样界定“当地”）。百分位数为1，这可能是最低的分数了。

“正确的数目”这一栏不言自明。在阅读测验中，玛丽亚的全国百分位数表明，其分数仅优于全国 24%的三年级学生。“NP 范围”则是指如果玛丽亚接受多次相同的测验，可能得到的百分位数的范围。也就是说，即使学生的知识或技能水平恒定，运气、粗心大意、测验条件、动机等等因素在每次测验时也都可能有不同，取决于所有这类因素，学生可能获得的分数总会在一个范围内变动。右上方的图形表明了全国百分位数的范围，其中的菱形标明了实际的百分位数。第 25 和第 75 个百分位数之间的阴影部分表明了“正常范围”。尽管玛丽亚自己的“NP 范围”预示着她发挥出色时的得分可能达到正常范围，但她的阅读测验分数确实比全国的正常范围要低。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百分位数图表的底部是用标准九的量表来表示的。请回忆一下，标准九分数的范围是1～9，5分代表全国平均数。


各个目标上的成绩
 　个体档案报告单中的其余部分则把玛丽亚的测验分解为每个领域中的分项技能。分数的分解可以为解释总分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以玛丽亚的数学分数为例。“目标成绩索引”一栏反映出她除了在问题解决这个分量表上的成绩比较差以外，在其他各个分量表上的成绩都比较好。对玛丽亚而言，问题解决的得分比较低，这可能是由于她的阅读问题，或许她需要在该项技能上多下工夫。然而，对这类分量表分析的解释应当非常谨慎。测验所涉及的项目比较少，并且与玛丽亚所学的内容缺乏明确的联系。这意味着如果补充更为精细的诊断性数学测验，课堂评估就能更加准确地说明玛丽亚的优势、弱点以及对教学的需求。



图14.5　标准化测验的班级记录单样例

当一个班的学生参加的前测和后测是同一项标准化测验时，可以应用类似于下面表格的形式来对比结果。

[image: 465-1]


[image: 466-1]

资料来源：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图14.6　标准化测验的个体测验记录样例

对参加标准化测验的个体成绩的报告可能包括总分以及在具体内容目标上的分项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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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标准化测验和课堂测验的使用应当关注哪些问题

近年来，标准化测验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评估教师、学校和学区。如前所述，目前美国的大多数州都有全州范围的测验方案，要求所选定的某个年级的学生进行标准参照成就测验和标准化成就测验，或两者择一。教育部门则通过分析这些测验的成绩来对该州的教育方案进行总体评估，对各学区、各学校以及各教师的成绩进行个别比较。这些比较都属于问责程序的一部分。问责是与标准化测验的使用和滥用有关的议题之一。有关测验、标准以及其他相关主题的议题在美国教育领域争论得最为激烈（Chatterji，2002；Gallagher，2003）。近年来，测验领域有了很大的发展，提出了很多改进计划。

■ 测验效度

我们使用测验分数来对我们当前测量的学生进行推断。测验的效度
 （validity）是指这些推断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Aiken & Groth-Marnat，2006；McMillan，2008；Moss，Girard，& Haniford，2006；Popham，2008）。由于各种测验的目的各不相同，因此用于评价测验效度的证据类型也是不同的。例如，如果某测验是用于帮助教师和管理者确定哪些学生可能会对理解教学的某个或多个方面有困难，则关注的重点就是测验能多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学业成就。但是，如果测验目的是描述一组学生目前的成就水平，那么关注的重点则是描述的准确性。简言之，效度所关注的就是测验与它应达到的目的之间的相关度（Aiken & Groth-Marnat，2006）。

由于测验在学校中和教育进程中具有多种作用，因此，有三类效度证据是测验使用者所关心的，它们分别是：内容、效标以及结果。


效度的内容证据
 　测验有用性的一条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评价了使用者希望它评价的内容，这在成就测验中尤为重要（Popham，2008）。这条标准叫做内容证据
 （content evidence），是对所教的（或是应该教的）内容与所测的内容之间重叠程度的一种评估。它是内容专家通过把测验内容与州或学区的标准，或者与学科或方案的目标进行仔细的比较后决定的。例如，如果一项测验强调的是历史年代和事件，而课程以及州或学区的标准强调的是历史的主要观点，那么该测验就不能被视为有效。


效度的效标相关证据
 　效标相关证据
 （criterion-related evidence）是通过考察该测验分数与其他各种测验分数之间的关系而得来的。效标相关证据基于对各种评估方式的理解，将这些分数与预期的结果进行比较。例如，某一测验效度的预测证据
 （predictive evidence）可以度量该测验有多大能力预测将来的行为。如果我们使用某项测验来预测学生未来的学业成就，那么考察测验效度的一种方法就是把该测验的分数与学生后续成就的某项度量联系起来。如果该测验与后续的成就之间存在着适当水平的相关，那么该测验以后就可以用来为学生提供预测性的信息。例如，已知各科SAT和ACT的测验分数与大学成绩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相关，因此许多大学的招生负责人利用这些测验分数（并结合高中成绩以及其他信息）来决定录取与否。

效度的效标相关证据的另外一种形式是同时证据
 （concurrent evidence）。它判定该测验与另一个测验测量的内容领域是否相同。例如，若要用某种个体智商测验代替某种团体智商测验，那么人们首先要知道的是：两种测验是否能够得出可比较的分数。如果在同一项研究中让同一组学生参加这两项测验，就可对两组测验分数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估。

同时证据的另一种形式叫做区别证据
 （discriminant evidence）。例如，我们可能希望成就测验与某些变量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比如，操作能力倾向的某种测验应该与受测者组装机器的能力相关，而不应该与言语能力倾向或性别具有很高的相关，因为言语能力倾向是另一种不同的技能，而性别因素与所测技能没有多大关系。

■ 测验信度

效度涉及测验所要测量的技能和知识，而测验的信度
 （reliability）涉及对技能和知识的测量准确性（Aiken & Groth-Marnat，2006；Popham，2008）。测验分数应当是受测学生所掌握的技能和知识的产物，但是，当实施某项测验时，与测验本身和施测的环境有关的一些因素可能会使测验结果不准确。理论上讲，如果让一个学生接受两次平行测验，他在两次测验中应该得到相同的分数。要探讨两次分数有差异的程度，就涉及信度这一主题。模棱两可的测验题目、题目具体内容的差异、走运或不走运的猜测、不稳定的动机以及焦虑等测验的这些随机特征都会影响测验分数，并导致各次平行测验产生不同的分数。此外，在写作或者其他测量表现的方式上，评分者之间的差异也会降低信度。如果观察到个体在同一测验的两次施测中得到近似的分数，那么就可以认为该测验具有信度。如果分数非常不一致，那么任何一次测验分数都不太可信。一般来说，测验越长、题目间彼此越相似，信度就越高。

信度一般是以一项系数来衡量的，系数在理论上处于0～1之间。系数越大，测验越可信。通常情况下，良好的标准化成就测验的信度系数应该达到0.90以上。信度要考察的问题是：测验对学生进行测量时的一致性程度。而效度要考察的问题是：测验分数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所关心的内容。因此，一个测验不可能只有效度而无信度，但可能只有信度而无效度。一个有信度无效度的例子是，如果教师根据学生的身高来决定学科分数的高低，你对此有何反应？教师对身高的评价是高度可信的（身高可以被精确地测量），但是基于身高而给予的分数不能有效地说明你所掌握的知识或技能。现在设想在一个创造性测验中，要求学生描述开瓶器的新用途。如果评价者在对学生的反应的评分上不能达成共识，或者这个测验与6个月后学生在同样测验上得分差异太大，那么这个测验就缺少信度，因而也不可能被视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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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生将在今年参加全国性的标准化能力倾向测验和成就测验。测验结果对他们所有人会同样公平吗？为什么？



■ 测验偏差

对传统的标准化测验的一些主要批评意见与信度和效度问题有关（见Linn，2000）。批评者们认为这类测验：


	会提供有关美国学校中学习情况的虚假信息（Bracey，2003）。

	对某几类学生不公平（即对其不利的偏差）（如，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女生以及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见Lissitz & Schafer，2002；Orfield & Kornhaber，2001；Scheurich，Skrla，& Johnson，2000；Suzuki，Ponterotto，& Meller，2000）。

	有可能破坏教学和学习的进程，经常使教学纯粹只是为了应试（Cizek，1999； Darling-Hammond & Falk，1997；Rotberg，2001）。

	把时间、精力和注意力都集中于易于测试的简单技能上，而不考虑高层次的思维技能和创造性努力（Campbell，2000；Popham，2008）。



在解释标准化测验分数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有可能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或不同背景的学生产生偏差
 （bias）（Lissitz & Schafer，2002；Suzuki et al.，2000）。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测验效度的问题：使一类学生拥有不公平优势的测验不能被看做是有效的。最令人担心的问题是，测验题目所评价的知识或技能对某个群体或某种文化而言可能是人尽皆知的，但对另一群体却未必如此，由此产生偏差。例如，如果某项测验有一篇关于海滩旅行的阅读理解文章，那么该文章对那些生活环境远离海滩的学生和那些无法支付海滩旅行费用的学生就有可能不公平。一篇关于万圣节的文章可能对于那些耶和华见证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成员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不庆祝万圣节。

测验发行者会定期评价测验题目是否存在偏差（称为题项偏差
 ）。对学生中的某些人口统计学群体（如性别或种族）而言，如果他们在某些题目上的得分高于或低于基于测验整体成绩所预期的值，就要将这些题目标示出来进行评估。这些题目通常会被交给一个由不同的人口统计学群体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他们很可能决定删除这些题目。与此有关的另一个议题是敏感性。毫无疑问，任何带有明显的文化或性别刻板印象的测验都是不可接受的。例如，如果某个测验总是把医生称为表示男性的“他”，或者只给底层劳动者起拉丁裔姓名，那么这样的测验就不宜使用。

■ 计算机测验的实施

利用计算机来实施测验的方式越来越普遍。其中一种最简单的形式是：所有的学生都接受相同的多项选择题（按相同的顺序）测验，就如同在座位上参加典型的纸笔测验一样。但计算机的运用使得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来选择适宜的测验题成为可能。在计算机自适应
 （computer-adaptive）的施测过程中（Olson，2005；Wainer，2000），在一道题目后面会出现什么题目是由学生是否答对了前一道题决定的，如果回答正确就会出现更难的题目，在错误回答之后则会呈现更容易的题目。随着测验的进行，对学生在整个测验中的表现的评估也得到了连续不断的更新。利用计算机来呈现测验可以真正地节省时间。在正确率相当的情况下，学生通常只需纸笔测验1/3的时间即可完成同样的内容。而且，计算机自适应的测验能够确定学生掌握的最高层次内容中的某组特定技能，并给出有关这些技能的更加准确的信息，从而避免将时间浪费在那些极其简单或者根本不可能完成的题目上。


网络链接

想了解更多与教育测量原理相关的问题，请访问国家教育测量委员会（NCME）的网站（www.ncme.org）、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詹姆斯•麦克米兰（James McMillan）的网站（http://pareonline. net/ getvn. asp?v=7&n=8）（为教师和管理者提供了基本测量原则）和教学、学习与评估中心的网站（www.iuk.edu/～koctla/ assessment/9principles.shtml）（上面有对学生学习进行评估的良好做法的九原则）。也可以在NCREL网站（www.ncrel.org/sdrs/areas/issues/ methods/assment/as700.htm）上参见“反思评价及其在教育改良中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国家教育评估促进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网站（www.nciea.org）和国家教育测试和公共政策委员会（National Board on Educational Testing and Public Policy）网站（www.bc.edu/ research /nbetpp）。



教育者如何对学生的成就负责

让教师、学校和学区对学生的学习负责，这方面的努力近年来还有逐渐增多的趋势。美国所有的州、加拿大的大部分省份以及英格兰（和其他国家）都执行了常规的标准化测验方案，并且以学校为单位公布结果。很多学区在州测验的基础上又补充了其他测验，这些测验包括每年几次为帮助指导教学以满足州标准的“基准评估”。可想而知，校长和其他管理人员看这些分数就像商人看利润报表一样。标准化测验正逐渐成为“高风险”测验，这意味着测验结果对教育者的意义很重要，对学生本人也越来越重要。比如，现在许多州和学区都要求学生在州测验中的分数达到某一特定水平才可以升入高年级或者从高中毕业。许多州和学区发布学校报告卡，卡上列有测验分数、出勤、留级和停学等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可能被刊载于报纸上，或者以其他方式公诸于众。测验分数常被用于做出校长、主管领导的聘用、解聘、提职或调离等决策，有时也用于做出关于教师的决策。


网络链接

想学习更多与问责和州水平评估相关的问题，请访问全美州教育官理事会（CCSSO）的网站（www.ccsso.org）。CCSSO是一个在50个州主导幼儿园到十二年级教育的公职官员组织。想了解有关特许学校问责的信息，请访问www.uscharterschools.org/pub/uscs docs/r/account.htm。想了解与残障学生有关的问责和评估问题，请访问www.cehd.umn.edu/NCEO/OnlinePubs/NCLBdisabilities.html。想了解高等教育中州水平评估的历史背景，请访问www.stanford.edu/group/ncpi/unspecified/assessment states/pdf/Metropolitan.pdf。想了解州评估网站的链接列表，可以访问网页www.bc.edu/research/nbetpp/weblinks.html，也见国家教育问责中心网站（www.ecs.org/ html/project.asp?projectID=26）。



问责运动的兴起部分源于公众对教育的信心的丧失。有些高中毕业生不会阅读或计算，这种状况使立法者（以及其他人）非常担忧，因此要求学校设定更高的标准，学生必须达到这些标准（McDermott，2007）。

然而，也有很多人批评问责运动（Hamilton，Stecher，& Yuan，2008；Rotberg，2001；Ryan & Shepard，2008；Sirotnik，2002；Thompson，2001）。许多人认为学校只教学生要考的内容，只强调阅读和数学，而忽视自然科学和社会学习等方面的内容（Marx & Harris，2006）；只强调易于测量的目标（如标点符号），而忽视更重要的但难以测量的目标（如行文）。许多教育者指出，问责评价没有考虑到学校面对的挑战各有不同（Barton，2007/2008）。一个学校或班级的测验成绩差，这可能是由于学生来自处境不利的背景，或者英语还说得不好，而不是由于他们接受的教学质量差。由于高度贫困学校的经费总是比其他学校的少，因此学生的学习机会可能更少（Orfield & Kornhaber，2001；Starratt，2003）。学生流动性很大，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城市地区中尤为普遍，这意味着学校要为那些只在该校学习了数周或数月的学生负责。学校每年的成绩都是在变动的，学校可能会由于这些没有统计学意义的微小变化而受到奖励或惩罚（Fuller，Wright，Gesicki，& Kang，2007；Hess，2008/2009；Ho,2008；Kelly & Monczunski，2007；Linn & Haug，2002）。高风险测验使得学校和学区采取一些对策，不让那些可能得低分的学生参加考试，从而达到人为拔高分数的目的，比如将更多的儿童分到特殊教育班级中；把更多的学生划归英语水平有限之列，或者让更多的学生留级（Booher-Jennings & Beveridge，2007；Linn，2000）。许多观察者注意到，在超乎寻常的压力下，教师有时会使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提高学生的分数（Hamilton et al.，2008；Popham，2005）。

一些研究人员（比如Amrein & Berliner，2003；Bracey，2003；Ellmore & Fuhrman，2001；Neill，2003）已经开始怀疑增加问责是否会真正带来更高的成绩。卡诺依和勒布（Carnoy & Loeb，2002）发现采用严格的问责制度的州仅较其他州的国家教育进展评估（NAEP）分数略高，然而尼尔和盖勒（Neill & Gaylor，2001）以及埃姆瑞恩和柏琳娜（Amrein & Berliner，2003）却发现，拥有严格问责制度的州同其他州相比在NAEP上的得分更低。在芝加哥对升入高年级标准的研究发现：同标准实施前相比，学生的学习动机更高（Roderick & Engel，2001），成就也更高（Roderick，Jacob，& Bryk，2002）。

尽管对问责运动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指责，但对问责的需求是客观事实（Gandal & Vranek，2001；Scherer，2001）。问责的一个好处是敦促教师和学校更多地关注那些如不被关注就可能掉队的学生，或者去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学生。各个州也越来越多地将分数分解开来通报，这意味着它们要对各个少数族群的学生、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学生的进步分别负责。这促使学校领导去关注确保全体学生都取得进步的方法（Scheurich et al.，2000）。问责的另一个好处是鼓励学校探索更有效的教学方法，并确保对所尝试的教学新举措进行常规性的评价（Kennedy，2003；Streifer，2002；Gandal & McGiffert，2003；Lane & Beebe-Frankenberger，2004）。

州问责测验的依据是州标准（Strong et al.，2001）。对于教师、校长或学科专家来说，了解这些标准是非常关键的，可以帮助学生获得更好的测试成绩（Carr & Harris，2001）。与含糊的目标相比，能够理解的目标更容易被实现。

问责测验所依据的标准通常是由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确定的，这些群体包括教师、家长、雇主和研究者，他们会表达对应该教什么、学什么的判断。经过一个达成共识的过程，教育者以及非教育者对界定州或学区所要求的内容领域提出各种观点，州或学区通过评估将观点汇总。这个过程促使教育领导人和政策制订者搞清楚他们想要孩子们学习什么，这可以帮助他们制订同这些目标一致的政策（Gandal & Vranek，2001）。

■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No Child Left Behind，NCLB）法案是布什政府最重要的教育政策。当前NCLB正在接受大幅修订，如果这些修订通过就一定会被重新命名。在美国教育部网站（www.ed.gov）可以参见更新。

NCLB的评估条款由以下几部分组成（见Center on Education Policy，2003；The Education Trust，2003；Stecher，Hamilton，& Gonzales，2003；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02）。


1. 年度测验
 。依照NCLB，所有州都必须测试学生的阅读和数学。在NCLB执行之前，绝大多数州旨在问责的测试只对部分年级的儿童进行。依照NCLB，各州测验三年级到八年级，另加一个高中年级。一些州开发了它们自己的测验，一些州与公司签订合同开发定制的测验，也有一些州购买了商品化测验，例如本章中描述过的那些。


2. 分解报告分数
 。依照NCLB，各州报告每所学校的测验分数时必须针对学校中的亚群体：每个族裔群体、特殊教育学生、贫困学生和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一个特定类别中的学生必须达到最小人数，才可以被认为是NCLB意义上的一个亚群体，该最小人数对各州不同。学校和学区须对每个亚群体负责，由此，就不会再出现即使有一个或多个亚群体并未取得进步，而只要平均分数高便可视为成功的情况。


3. 充足的年度进步
 。在所有的州评估中，所有学校中的所有亚群体都应当取得充足的年度进步（AYP）。这在每一个州都有着不同的定义，但定义的实质都是要求每个亚群体取得高水平的分数，或者达到熟练水平的学生比例逐渐提升。并且，如果没有分数的学生过多（为了防止学校未能从一些低成就学生那里收来试卷的情况），就不能认为亚群体取得了充足的年度进步。对绝大多数学校而言，充足的年度进步是NCLB的最重要的方面，学校和学区领导都殚精竭虑确保每个群体都能取得进步。


4. 不能达到充足年度进步的后果
 。依照NCLB，学校有一个或更多亚群体不能达到所在州的充足年度进步标准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后果，这取决于学校有多少年没有达到这一标准。2年或更长时间没有达到充足年度进步的学校就必须为孩子们提供补充教育服务，通常是放学后或者暑假中的小组辅导。同样，这些学校也应该为家长提供将孩子转入更成功的学校的机会，尽管实际上很少有家长利用这样的机会。如果学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仍不能达到充足年度进步，他们就需要承担更严重的后果，最后可能会导致学校的重组（用新员工团队替换原来的团队）、停办或被州政府接管，尽管这些措施实际上很少被采用。


对NCLB的批评
 　尽管NCLB法案得到了共和与民主两党的支持，奥巴马政府也继续对基于测验的问责提供支持，但NCLB的问责条款还是受到了教育者强烈的批评，其中绝大多数的批评可以被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 过度和范围狭窄的测验
 。NCLB延续了对孩子们过度使用标准化测验的趋势，这些测验多为选择题，很多教育者都表达了对此的担心。（McGill-Franzen & Allington，2006；Popham，2003；Sadker & Zittleman，2004）。特别是，因为NCLB重点关注阅读和数学，很多教育者担心科学、社会研究、美术、音乐和其他任何涉及创造性或者深度理解的内容都会被排挤出去（Cawelti，2006；Guilfoyle，2006）。


2. 标准的州际差异
 。因为NCLB让各州自己进行测验，设定通过标准以及其他可决定学校是否达到充足年度进步的因素，故各州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比如，西北评价协会（Northwest Evaluation Association）的一项研究发现（NWEA，2003）：按蒙大拿州标准达到熟练水平的八年级学生在西北评价协会的一项测验中的成绩百分位数是36，然而怀俄明州的学生在同样的测验中必须拿到89的百分位数才能在州里被评为熟练。此外，各个州在需要多少名学生才能组成亚群体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因此，要求高的州（有的要求50名学生，有的少到只有5名）不必为它们在特殊教育亚群体或者别的小规模亚群体里的学生负责，而其他测验分数相当的州可能有很多学校因为要对更多的学生亚群体负责而未能达到充足年度进步的标准。结果是，一些州绝大多数的学校都不能达到充足年度进步标准，而另外一些州几乎没有学校存在困难。在联邦教育法上，奥巴马政府改革的一个重点是降低这些州际差异，强化国家标准。


3. 对NCLB资金投入不足
 。NCLB已经为联邦教育资金带来了实质的增长，但是还远没有达到它的许多倡导者所期望的数额（Center on Education Policy，2004）。问题在于大部分新增资金都用在了所要求的附加测验、补充教育服务以及帮助家长将孩子转入新学校等方面。


理论应用于实践：教授应试技巧

随着标准化测验在评价学生、教师和学校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学生为参加这些测验所做的准备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当然，让学生为测验做准备的最佳方式是好好教会他们学习内容（Salend，2009；Schmidt & Cogan，2009；Tileston & Darling，2008）。然而，学校也需要帮助很多学生变得善于应付考试，那样的话他们就能在标准化测验中展现出他们真正知道的东西，得到可能得到的最高分数。

在帮助学生做好标准化测验中涉及很多伦理问题（Popham，2008；Salend，2009）。比如，一种帮助学生取得好分数的方法是提前获知这些测验题项并教给学生答案。很明显，这就是在作弊。但当老师们知道哪些主题会在考试中出现并只讲授这些内容的时候，这种情况在伦理上的定性则模糊得多。比如，如果一项标准化测验不评估罗马数字，一个数学老师可能就会跳过这个主题而将更多的时间投入那些将会被测试的目标。这种做法被批评为“应试教学”。然而，也有人会争辩说，考察那些没有被教授过的知识对学生是不公平的，因此，教学应该同测验紧密地保持一致（Popham，2008；Tileston & Darling，2008）。问题是标准化测验仅能从全部教学内容中抽取很少的一部分来评估。因此，假如根据测验考察的目标调整教学，而排除掉其他所有内容，就会导致课程覆盖面非常狭窄。因为存在这种将教学仅仅局限于近期考试内容的诱惑，维持测验安全是很重要的。在测验前，具体的测验题目是不能分享给教师的。

除了将教学内容同总体的测验目标相匹配，通常还有很多方法来帮助学生学习如何应试。研究发现，学生可以被教得善于应付考试，而这可以提高他们的标准化测验分数（Bangert-Drowns，Kulik，Kulik，& Morgan，1991；Scruggs，White，& Bennion，1986）。也可以教给学生一些应对考试焦虑的策略。这些策略有时能帮助孩子们以更强的自信和更少的压力面对考试（Flippo，2008；Schutz & Davis，2000）。

也有人质疑过帮助学生为SAT做准备的方案的有效性。因为SAT测量的是认知技能，教学方案或许可以提高分数。研究人员一致认为针对SAT所测量的技能的辅导（特别是长期辅导）是有效的，特别是对少数族裔学生和成就低的学生（Becker，1990）。

一些帮助学生为标准化测验做准备的方法包括（见Flippo，2008；Tileston & Darling，2008）：


	向学生提供使用相同形式题目的练习。比如，如果一次测验将会使用多项选择的形式，则在日常课堂小测验和考试中让学生做一些类似的训练。如果一次测验将会使用不寻常的形式，比如言语类比推理（例如大：小：：诚实：_____），则向学生提供使用这种题型的练习。

	建议学生跳过困难或者耗时的题目，之后再回到这些题目上来。

	如果在测验中进行猜测不被罚分，建议学生在所有的题目上都填上答案。如果对猜测有罚分的话，应该鼓励学生在通过排除一个或更多选项来缩小选择范围后再进行猜测。

	建议学生在选择一个选项前阅读选择题中的全部选项。有时几个答案都是正确的，但是一定有一个是最好的。

	建议学生利用他们所有可用的时间。如果他们完成得比较早，应该回过头来再检查答案。






NCLB产生的影响
 　NCLB已经显著地改变了美国教育的局面。詹宁斯和伦特娜（Jennings & Rentner，2006）在教育政策中心（Center on Education Policy）进行的调查描述了NCLB的“十大影响”。


1. 州和学区官员报告州测验的成绩提高了，但是不清楚这是否有意义
 。实施NCLB后，州测验分数有所提高（Center on Education Policy，2009a,b）。然而，近20年来，绝大多数州的州测验分数都提高了，国家教育进展评估的分数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由此，批评者指出，州测验分数表面上的提高是由于别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学生学习上的真正进步（例如，McGill-Franzen & Allington，2006）。


2. 学校花费更多的时间在阅读和数学上，有时为此而牺牲非测试科目
 。因为NCLB问责仅仅集中在阅读和数学上，很多学校（71%，根据Jennings & Rentner，2006）因此减少了其他科目的学习时间，比如社会研究和科学。


3. 学校在测验分数以及调整一致上集中了更多的注意力
 。学校领导学会了紧盯他们学校的测验分数，并尽可能地使教师们将教学集中在州测验要考的目标上，甚至集中在题型上。


4. 表现较差的学校只是在进行改良而不是大刀阔斧的重组
 。NCLB期望不能达到充足年度进步的学校做出重大改变，从在全校范围内采取新的改革模式到彻底的重组。但是，这样的变化并没有发生。相反，绝大多数学校仍在继续混日子，只进行小幅度改进并期待下次会有更好的运气。


5. 教师在展现教学资质方面有所进步
 。NCLB要求教师和教辅人员的资格需要达到最低标准。对于有资格讲授第一节项目的教师，这意味着至少具有学士学位和展示相关学科领域的教学能力（Berry，Hoke，& Hirsch，2004；Rebell & Hunter，2004；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02）。由于缺乏足够的高资质的教师，尤其是在市中心和乡村地区，阻碍了管理者达到这一要求。教育政策中心（Center on Education Policy，2007）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州官员认为NCLB的这部分要求并没有产生实效。


6. 学生参加了更多的测验
 。为了遵守NCLB，所有的州每年都必须要对三年级到八年级，外加一个高中年级（通常是十一年级）进行测验，而此前绝大多数州仅仅选取部分年级进行测验。此外，在提高年末测验分数的压力下，基准评估的使用大大增多了。这种测验每年进行三到五次，给教育人员提供信息以预测他们的学生在州评估中将会表现如何。


7. 学校更加关注特定群体的成就
 。依照NCLB，学校要为每一个学生亚群体的成就负责：非裔美国学生，拉丁裔学生和白人学生；特殊教育学生；低收入家庭学生。正因如此，学校领导报告他们比以往更加关注亚群体的分数了（见Haycock，2006）。NCLB的这些条款也引发了大量围绕对残障学生和英语学习者的评估的争论。


8. 州“需要改进”清单上的学校百分比相当大
 。有10%的学校被列为“需要改进”，这意味着它们已经连续两年没能达到充足年度进步目标。然而，各州达到标准的学校百分比差异很大，这是因为各州在测验难度和计算充足年度进步的方法上存在重大差异。

依照NCLB，需要改进的学校里的学生有机会转入更成功的学校。但这实际很少发生，只有2%的符合条件的学生转入了新学校。需要改进学校里的学生同样也有资格接受“补充教育服务”，通常是课后小组教学。但是，只有20%的符合条件的学生接受这样的服务。学校领导对以上二种补救措施的益处持怀疑态度，研究也没有发现任何积极效果。


9. 联邦政府在教育中充当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根据美国宪法，教育是州的责任，在传统上，这也是由地方负责的。NCLB极大地提高了联邦政府在各级学校教育上的参与程度，人们也认为美国教育部严格执行了NCLB的条款。联邦政府在教育中的积极角色在奥巴马政府中得到了延续。


10. 实施NCLB后，州和学区在单个学校运作中的职责更大，但缺乏足够的资金来实现它们的新职责
 。州教育部门监督NCLB的遵守以及为需要改进的学校和学区提供帮助的职责更重。学区的作用也增强了。然而，州和学区都没有接收到充分执行其新职责所需的足够资金，至少它们是这么报告的。不过，NCLB还是削弱了校长和学校职员的权力和自主性，而增强了学区和州的权力。

至少，NCLB已经极大地增加了学校、学区和州承担的问责压力。自NCLB生效以来，尽管在州测验上有一些提升（Center on Education Policy，2007），但全国测验只出现了很小的进步（Bracey，2006；Fuller，Wright，Gesicki，& Kang，2007）。总之，《时代》杂志在帮助学校进步方面给了NCLB不及格的评价（Wallis & Steptoe，2007），但却赞扬了它注重为全体学生进行问责。


网络链接

想了解更多有关教育政策中心对“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调查，请访问www.cep-dc.org。美国教育部的官方网站有关NCLB的网址是www.ed.gov/nclb/landing.jhtml。对NCLB的批评参见http://nochildleft.com；www.educationsector.org。



■ 奥巴马政府的教育政策

在编写这本书时，奥巴马政府在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的带领下，正在继续执行NCLB引入的许多政策，但同时政府和国会也在致力于做出许多改变。当前政府政策的主要特征如下。


	对学生的测验分数保持严格的问责。教育部部长邓肯正在推动各州将学生的测验分数同他们的教师个体联系起来，这些信息将用来决定教师是否有资格留任或晋升。

	政府正在推动各州建立区域性或全国性的合作组织，在标准和评估上达成一致，部分或者完全地消除各州在定义成功方面的差异。

	政府正在鼓励各州对长期以来都未能成功的学校进行重大改革，比如停办，解雇部分或者全部职员，采用经过验证的转型模式，或者允许它们变成特许学校。特许学校是一种公办学校，这种学校不属于任何学区，由一些组织独立运作，具有较大的自主权，比如雇佣和解雇教师、选择课程、制订其自身的政策。

	政府非常赞成特许学校，并正推动州政府提高每年开办特许学校数目的上限。

	作为奥巴马政府美国再投资和改革法案（American Reinvestment and Reform Act，ARRA）的一部分，大量的钱被投入了教育，因此政府有能力促使州和学区跟从政府的工作重点，否则就不能得到ARRA的资金。



对绝大多数教师来说，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不会带来重大的变化。拨给学校的主要新增资金在很多地方正被经济衰退所抵消，同时基于测验的问责仍然十分重要。

■ 基准评估

在沉迷于测验的美国学校里，你可能认为最不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进行更多的测验。然而许多学区和州正在进行基准评估
 （benchmark assessments），一年中评估学生三、五次甚至八次，通常是在阅读和数学方面。

基准评估的流行是容易理解的。学校为了提高州测验分数本已受到不小的压力，NCLB则加重了压力。然而州测验次数太少，并且出分较晚，所以分数在调整教学策略或练习上没有多大用处。比如，绝大多数州举行测验是在春天，等到报告分数的时候已经是夏天或者秋天了。一所学校可能到七月份才会发现数学分数不乐观，但这时学校已经为来年分派过资源和做过计划了。比如，四年级测验分数给出的信息对参加测验的这些学生没有用处，对五年级学生或者下一届四年级学生而言也可能来得太迟而没多少价值。

教育者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寻求解决方案。今天，多种多样的基准评估已经可以使用了，设计它们的目的是给你提供关于学生进步的有用的早期信息。许多学区甚至教师个人也设计并应用了他们自己的基准评估。基准评估可以让你发现每个学生、班级、亚群体和学校在州标准、州和学区重点标准的每个评估目标上的表现，这样你就可以有的放矢地在最需要的地方开展专业发展和改良（Ainsworth & Viegut，2006；Fogarty & Kerns，2009；Odden & Archibald，2009）。

基准评估允许学校为其成就“把脉”，但是和在医学中一样，把脉不能等同于治疗。医生和患者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才是关键的。同样地，基准评估告诉学校它们正在走向哪里，哪里需要关注，但是尚未发现基准评估的使用本身可以提高学生成就。

基准评估是开明教育者手中有用的工具，但是它们只是孩子们当前成就的指标。作为学区和学校改良综合策略的一部分，基准评估可以起到关键的辅助作用，但也仅仅是一种辅助作用（Chappuis & Chappuis，2007/2008）。如果我们准备占用孩子们更多宝贵的课堂时间来做测验，我们一定要明智地使用这些结果并主动地加强核心教学和学习。

■ 数据驱动改良

使用数据来驱动改良是学校和学区中的大趋势，而使用基准评估的倾向是该趋势的一部分。数据驱动改良
 （data-driven reform）不仅仅是简单地参见州测验分数。参与这种改良的学校领导按照分项技能、亚群体、年级水平和其他类别整理州测验和基准评估中的信息，加入出勤和学校里使用的退学者教育方案信息来找出学校难题的“根本原因”（Hamilton et al.，2008）。然后他们仔细考虑他们所面临难题的可能的解决方案，理想的方案应该具有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其效果（见Coalition for Evidence Based Policy，2003；Slavin et al.，2010；Odden，2009；Towne，Wise，& Winters，2005），实施这些解决方案，然后继续监测基准评估数据和测验数据来看是否起了作用。

赫里蒂奇和陈（Heritage & Chen，2005）论述了数据驱动改良的一种方法，使用一个叫做“优质学校组合”（Quality School Portfolio，QSP）的基于网络的工具来帮助学校领导整理和理解数据，他们还描述了使用数据来指导学校改良的程序：


1. 确定什么是你想知道的
 。基于数据的改良应该从教育者想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或者想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开始。没有人关注那些对他们想知道的东西毫无价值的数据。


2. 收集数据
 。参与基于数据改良的教育者整理已有的数据并收集新数据来回答他们此前提出的问题。这些数据可以包括州测验和基准测验、附加评估（比如州测验中不包含的写作或者数学问题解决评估）、关于教师使用的材料和方案的信息、教师和学生的态度，以及其他任何可在就当前考虑的改良措施做决策时提供指导的数据（Bernhardt，2003，2005）。


3. 分析结果
 。下一步就是整理数据。首先简单地计算平均数，然后使用数据来检验对学校正尽力解决的难题产生原因的想法。比如，设想一个学校的数学分数比其期望的低。学校的一个委员会检查了州测验分数和一年四次的基准分数，这些分数表现的全是同一件事情：分数低且没有长进。难道是教师们没有侧重于所有接受测验的技能吗？委员会参见测验各部分的分数（例如分数、几何、数学应用题），发现它们都是较低的。这个问题是在某些亚群体中孤立存在吗？委员会参见了男孩子和女孩子、非裔美国人、拉丁裔人和白人的分数。他们发现了一种令人惊奇的模式：女孩子们似乎表现得特别差。委员会安排了课堂考察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当他们返回来讨论他们的发现时，他们对数据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像教科书上建议的那样，学校的教师们大量使用了传统的讲课方式和问题解决活动。在很多班级里，一群活跃的男孩子主导了各种各样的讨论，而绝大多数女孩子感觉厌倦并感到自己孤立在班级活动之外。他们发现，有的班里绝大多数女孩子从不参加活动并且在50分钟的课里一句话都不说。将这些定量数据同他们的观察结合起来，委员会认定问题可能在于教学方法不能吸引全体学生参与。


4. 设定优先顺序和目标
 。在基于数据的改良中，仅仅了解这些数据是远远不够的，学校必须根据数据采取行动。第一步行动是为学校可以尝试的解决方案设定优先顺序和目标。目标应该关注学生成就，是可测量的、现实的、可以达成的（Bernhardt，2005）。在上述数学成绩不佳的学校的案例里，委员会设定了提升全体学生数学成绩的目标，特别关注女孩子，拟定一个计划来严密监控一年四次的基准评估数据。


5. 开发策略
 。基于数据的改良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开发具体的策略来解决发现的问题。学校领导需要考虑他们观察到的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例如，为了解决成就问题，学校可能会参见联邦的有效教育策略资料中心（What Works Clearinghouse）网站（www.ies.ed. gov/ncee/wwc）或者“最佳证据百科全书
 ”（Best Evidence Encyclopedia）网站（www. bestevidence.org），这两个网站都总结了从幼儿园预备班到十二年级的教育方案研究的科学综述。

在上述数学成绩不佳的学校的案例里，委员会成员查找“最佳证据百科全书
 ”，发现有很好的证据支持小学数学中的合作学习。他们推断这将会促进所有学生的参与。他们找到当地的培训师帮助教师为在数学中使用合作学习做好准备，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开始看到学校的数学基准分数提高了。后来，当州测验分数公布后，委员会高兴地看到全体学生的数学分数提高了，而女孩子尤其有进步，在所有班级里，她们现在都已经全身心地参与到数学课中去了。

艾伦·奥登和他的同事们（Odden，2009；Odden & Archibald，2009）对在州问责测验中成绩提高特别多的学校和学区进行了研究。研究者发现，成功的学校和学区遵循上述途径。它们仔细参见自己的数据，确定有需求的领域，选择并精心实施经过验证的方案，不间断地使用数据来追踪在实施新策略过程中的成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驱动教育改良中心（Center for Data-Driven Reform in Education，CDDRE）在7个州的59个高度贫穷学区评估了一项此类学区改良方案，发现了明显的进步，特别是在阅读方面（Slavin et al.，2010）。然而，进步并不是当开始使用数据分析工具时就出现了，而是当这些学区的学校开始选择和实施已被验证有效的阅读和数学方案时才出现的。

■ 增效评估系统

在全部问责评估中都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应对学校生源参差不齐的现实。与服务中产阶级社区的学校相比，那些服务区域里有许多处境不利者或者英语学习者学生的学校在力求达到标准时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一些州采用的一种解决方案是关注增效评估
 ，它判定一所学校为它的学生增加了多少知识。此类方案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教育增效评估系统（Educational Value-Added Assessment System，EVAAS），这一系统首先在田纳西州使用（名为TVAAS），后来扩展到了其他一些州。其理念是：尽管帮助学生通过州测验是一项对每一所学校来说难度各不相同的挑战，但无论学生从何种基线水平开始学习，都可以根据学校帮助学生提高的幅度，对它们进行更加合理的比较（Sanders，2000）。尽管这一理念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但增效评估模型在技术层面上受到了批评（例如Amrein-Beardsley，2008，2009；McCaffrey，Lockwood，Koretz，Louis，& Hamilton，2004），比如可能不精确，未考虑学生的风险因素以及存在其他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增效评估分数作为问责的基础仍无法解决起点不同的问题，因为高度贫困的学校在增效指标上取得高分的可能性仍然较小。


网络链接

想了解更多有关数据驱动改良的内容。请访问有效教育策略资料中心网站（www.ies.ed.gov/ncee/wwc），最佳证据百科全书网站（www. bestevidence.org），数据驱动教育改良中心网站（www.cddre.org），评价、标准和学生测验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Evaluation，Standards，and Student Testing，CRESST）网站（www.cse.ucla.edu），教育信托（The Education Trust）网站（www2.edtrust.org/edtrust），教育政策研究联盟（Consortium for Policy Research in Education）网站（www.cpre.wceruw.Org），或者教育资源策略（Education Resource Strategies，ERS）学区资源配置建模器（District Resource Allocation Modeler，DREAM）网站（www.erstools.org/mydream）。



■ 为残障学生调整测验

残障学生如何参加标准化测验？这个问题在NCLB实施后已经变得更加重要。NCLB要求残障学生作为一个亚群体在测验分数上应该有所进步，以使学校达到充足年度进步的标准。

一些调整措施是不存在争议的，比如对有视力问题的学生放大字号。针对学习障碍学生的调整措施则存在相当大的争议，如延长测验时间和为这些学生念出题目。赛瑞希和同事们（Sireci et al.，2005）对多项关注各种调整的效果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他们发现，延长测验时间会提高所有学生的分数（不仅仅是那些残障学生），尽管残障学生比其他学生受益更多，而读出测试题目则主要使残障学生受益。考虑到这些发现，对政策制订者来说，重要的一点是在问责体系中对可以使用调整和不可使用调整的情况分别确立清晰的指导方针，从而避免分数出现利于任何一方的偏差。

■ 为英语学习者调整测验

由于NCLB关注对所有亚群体的成就问责，它也加强了对英语学习者参加测验的关注。很明显，不说英语的学生不可能在一项用英语呈现的测验中做出有意义的回答，但如果不让英语学习者参加测验，隐患就是他们的需求会得不到充分的满足（Kieffer，Lesaux，Rivera，& Francis，2009）。州问责体系（比如在得克萨斯）已经在低年级学生中使用了西班牙语测验。其他调整还包括改写测验以简化指导语或者题目、提供额外时间或者同时以两种语言（英语和考生母语）呈现测验。


有意识的教师：

运用你所了解的有关标准化测验的知识来改善教学与学习


有意识的教师知道标准化测验可以提供一些关于教师、学校和学生的当前表现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比较有限。有意识的教师能够解释标准化分数，并使用这些标准化测验的结果来做出决策。学生学习情况的全貌是庞杂的，而有意识的教师依赖其他的评估标准来对其进行全面了解。


	我希望学生在课程结束后能了解什么、能做什么？这对于实现课程目标、使学生成为有能力的个体有什么作用？



探明标准化测验在你的工作中所起的作用。与有经验的同事以及领导进行交谈，以确定标准化测验在你的实际教学工作中起多大的作用。询问学区和当地对使用标准化测验的要求。设想你是该学区入职第一年的教师。午餐时，你与有经验的同事进行交谈。这次交谈使你感到了学区中围绕标准化测验的紧迫感。鉴于家长和社区成员对年终的学业成绩有极大的兴趣，你可能会花些时间来反思自己对标准化测验的看法。你或许会问自己：“标准化测验在多大程度上测量了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标准化测验可以给学校提供哪些有用的信息？我们该怎样继续讲授复杂的思维方法同时也能帮助学生应试？”你打电话给有经验的同事，安排第二次的午餐会谈，以讨论你对此类棘手问题的答案。


	在我的教学中应该考虑学生所具有的哪些知识、技能、需求和兴趣？



教师可以利用正式的标准化测验来获得有关学生需求的信息，如运用诊断性测验来识别学习问题以及认知优势。设想一个例子，敏迪的阅读水平似乎远远高于她的同伴。她能够对阅读材料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尽管她是一个自觉的学生，但有时表现出对课程的厌倦。你可以联系学校心理咨询师，了解正规测验的程序，以确定为敏迪提供针对拥有天赋、才能超常的学生的特殊教学是否合适。。


	我在学科内容、儿童发展、学习、动机以及有效教学策略等方面所掌握的哪些内容能够用于实现教学目标？



教师使用的评价应该能够反映每个学生在几个不同领域中的具体表现。随机选择一名学生，问自己对该生的进步有多少了解。调整你对标准化测验、成绩等级以及其他评价方式的使用，以便提供有关学生学习的更为完整的信息。尽管你快速浏览了每名学生上学年的标准化分数，并且手头还有写满了字母等级的记分薄，但你可能发现自己仍然不能对许多学生迄今的努力情况给予准确、可信的描述。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学习，你可以通过观察来搜集基于实际表现的资料，通过日志记录和兴趣问卷来搜集态度方面的资料。


	哪些教学材料、技术、辅助手段和其他教学资源有助于实现我的教学目标？



公众越来越有兴趣保持对教师和学校的问责。请参见学校的年度报告以及报纸上的报道等有关资料，以了解公众对你的成功的认识。你认为这些公开发表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是一项对学校（以及你本人）成功与否的有效度量？假设最近一篇报纸文章将你班学生在学区的平均成绩定为第48个百分位数。文章的标题是“愉快市的七年级学生在标准化测验中取得良好成绩！”你该如何解读呢？


	我怎样评估学生达到目标的进度？



在使用标准化测量时，教师应该保持谨慎。考察该学区所用的测验的内容效度、预测效度和结构效度等有关信息。了解与测验偏差有关的信息。如果在教师手册上并没有提供有关信息，你应该打热线电话，询问作者用什么方法检测了不利于少数族裔学生以及英语学习者学生的偏差。


	如果个别学生或全班没有迈上成功之路，我该如何去做？我的补救计划是什么？



如果学生参加了一项对他们有影响（如升级）的标准化测验，一定要检查测验分数以确保它们都是有意义的。如果你观察到某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很好，但本次测验的成绩对该生而言太差，那么询问该学生是否可以重考，最好使用另一种形式的测验。



本章概要

什么是标准化测验以及如何使用

标准化测验指的是在内容、施测和评分上都保持统一，从而使班级间、学校间和学区间的测验结果可以进行比较的测验。诸如SAT和CTBS这样的标准化测验测量了个人相对于标准或常模的表现或能力；测验是针对学校、州或者全国的其他许多学生设计的，这些标准或常模也是为这些学生建立的。标准化测验分数被用于选拔和安置，比如升级或大学入学；用于诊断和补救；用于评价学生在各个学科领域的熟练水平或进步程度；用于评价教学策略、教师和学校。

标准化测验有哪些类型

诸如一般智力测验、多因子成套测验等能力倾向测验，主要用于预测学生的一般能力以及学习准备状况。个别施测或团体施测的智商测验意在测量个体在认知领域的能力倾向。成就测验用于评估学生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熟练程度。诊断性测验关注具体学科内容，以发现掌握情况中的优势和不足。常模参照测验将个体的分数与参加测验的其他人的分数进行比较，以此来解释分数的意义。标准参照测验则基于确定的成绩标准来解释分数。

如何解释标准化测验

将原始分数转换而得到的各种分数主要包括百分位数，即在常模团体中低于某一特定分数的百分比；年级当量分数，即年级和月份，分数代表该时间典型的表现水平；标准分数，与分数的正态分布对照的学生成绩。标准分数包括标准九（基于分数的标准差）、正态曲线当量分数（基于将分数同正态分布比较）、Z分数（分数在平均分之上或之下的位置）。

标准化测验和课堂测验的使用应当关注哪些问题

测验以及测验题目必须有效度——即测验以多高的质量测量了应测内容。具有预测效度意味着测验准确地预测未来的成就。具有信度则是指在不同地点或时间施测某项测验时，其测验结果是一致的。任何形式的测验偏差都会降低效度。与标准化测验有关的其他问题还包括测验内容的伦理性、学生对测验的准备程度、测验分数的使用、测验与课程的关系以及计算机化施测。

教育者如何对学生的成就负责

对教育者在学生成就方面的问责越来越强。测验分数经常被用来决定教育者的聘用、解聘和升职。批评者指出，因为学生的起点不同，让教师为学生的进步负责是不公平的，同时这也可能鼓励为测验而教学或者采用策略使标准化分数人为地抬高。问责的一个好处是增加了学校的压力，使学校关注那些如不被关注就可能掉队的学生。由于问责测验依靠的标准围绕学生应该学会的内容，所以问责测验有助于澄清学习目标。

关键术语

回顾本章中的以下关键术语：

标准化测验

常模

能力倾向测验

成就测验

智力

心理年龄

实际年龄

多因素能力倾向成套测验

成就测验组

诊断性测验

临界分数

转换分数

百分位数

年级当量分数

正态分布

标准差

标准九分数

正态曲线当量分数

Z分数

效度

内容证据

效标相关证据

预测证据

同时证据

区别证据

信度

偏差

计算机自适应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CLB）

基准评估

数据驱动改良


自我评估：资格认证练习


指导语：
 本章开头的案例中所涉及的评价指标是各州的资格认证考试的常见考点。请重读开头的案例，回答下列问题：


	特兰女士对安妮塔的家长讲了用于评估安妮塔学业能力的多种可行的成就测量方法。特兰女士可能使用下面哪一种评估来预测安妮塔以后的成绩？
	安置测验

	成就测验

	能力倾向测验

	诊断性测验








	如果安妮塔在标准化测验上的得分正好等于平均分，那么特兰女士将会做出何种解释？
	百分位数=90；标准九=0；Z=20

	NCE=50；Z=0；百分位数=50

	GE=7.2；标准九=5；NCE=45

	Z=1；NCE=60；百分位数=50








	特兰女士告诉麦凯夫妇，安妮塔在CAT上的年级当量分数为6.9。这说明了什么？
	安妮塔似乎做好了学习七年级功课的准备。

	安妮塔发现这个测验太简单。

	安妮塔的成绩与处于六年级学年末的学生一样好。

	安妮塔的百分位数是6.9。








	特兰女士把她的学生在数学测验中的分数与另一班的学生进行对比，发现两个班的数学测验平均分都是75，但是她班上的学生的分数分散程度大很多。这意味着特兰女士的测验结果有更大的
	平均数。

	中位数。

	标准差。

	正态曲线。








	如果安妮塔在多次CAT测验中的得分比较一致，则可以说这个测验有
	预测效度。

	内容效度。

	结构效度。

	信度。








	写一篇小论文，描述标准化测验的优点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绝对评分标准和相对评分标准的优点和缺点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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